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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维韦格
黑格尔
自由的
哲学家
传记
C.H.Beck

关于本书

据传，每年的7月14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都会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干上一杯香槟。这场革命如同一场绝无仅有的历史事件，深刻塑造了这位生于1770年的思想大师的生平与思维活动。自由这一根本动机贯穿了这位19世纪最重要哲学家的全部思维与生命历程。这部175年来首部详尽完备的德语黑格尔传记，描绘了这位哲学天才的崭新画像，并以同样纯熟自如的笔触，既引人步入他所处时代的心灵与精神，亦带人领略他的哲学思维活动。
在斯图加特度过童年与青年时期并在毗邻的图宾根求学之后，这位年轻的哲学家首先前往伯尔尼以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担任家庭教师。他的学术生涯始于耶拿的编外讲师职位，在那里黑格尔与昔日的图宾根同窗谢林紧密合作，并写下了他那部皇皇巨著《精神现象学》。在弗兰肯地区先后担任报社主编与一所文理中学校长之后，他才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教职聘约。1818年，黑格尔最终在普鲁士王国的“中心”柏林继承了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的讲席，并在此升格为那个时代最卓越的哲学家。
在耶拿执教的哲学家克劳斯·维韦格在这部兼顾黑格尔生平与著作的宏大传记中，勾勒出了这位德国观念论最重要代表人物的崭新形象；黑格尔不仅是这一学派的核心，更是现代逻辑与社会国家构想的奠基人。

关于作者

克劳斯·维韦格是耶拿弗里德里希·席勒大学的德国古典哲学教授，也是国际领先的黑格尔研究专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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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说明
哲思意味着学习自由思考与自由生活
1. 呈上升之势的生平历程——“联结之线”
2. 视力敏锐的鼹鼠与秘密警察
I.: “可爱的故乡”——
在斯图加特的童年与青年时期
（1770—1788）
1. “那些不顺着你心思说话的朋友，紧紧握牢”——斯图加特朋友圈子
2. 显赫文理中学——步入知识世界
3. 探触科学与哲学
4. 常人知性与奇迹信仰——黑格尔之师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
5. 古代与现代诗人——艺术与自由
6. 世界的“牢狱”——卢梭与席勒
II.: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修院”——
黑格尔在图宾根的大学求学岁月
（1788—1793）
1. 图宾根神学院——精神与苦役
神学公费体制中漫长的一天
2. 作为晨曦的法国大革命——神学院中的革命热情
3. 神学与哲学研习
4. “青年时期的理想”——教化与国民教育
5. “神学—康德式进路”与最初的智性挑战
6. 思想探寻历程的基本线索
1. 基督教与人民宗教
2. “我们离自然太远了”：道德——自然——一元论
3. “皮浪派阵营”与“怀疑之门”
4. 法权与国家——“统一的共和国”
5. 逻辑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哲学心理学
7. 前往“自由之地”——转赴伯尔尼担任家庭教师之前
III.: 伯尔尼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
黑格尔在瑞士
（1793—1796）
1. 德国观念论的兴起
楚格的夏夜
2. 一段艰难而险峻的哲学攀登之旅
1. 宗教概念
2. 自然与“惟一”原则
3. “被风尚［现代］严苛分开的合一”——席勒对立于康德
4. 费希特的自由思想与黑格尔最早的体系性哲学残篇
5. 谢林的自我哲学与荷尔德林
6. 瑞士怀疑之根由与深渊——怀疑论的魔鬼与幽灵
7. 国家宪法、经济学与共和主义——黑格尔对一部吉伦特派论战文册的翻译
8. 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
3. 一场真正的生存危机
4. 新的希望——前往法兰克福途中
IV.: “万物如何编织为整体”——
黑格尔法兰克福—洪堡时期的历程：
从残篇镶嵌到体系基石
（1797—1800）
1. 帝国自由城市法兰克福
2. 戈格尔家族的家庭教师
3. “聚焦于体系性”——观念论的一元论
4. 热情与怀疑精神的同盟——荷尔德林、辛克莱、茨威林与黑格尔
关于1797年法兰克福一次难忘会晤的“明若红日的报告”
5. 关于联结与生命的观念论一元论构想
1. 自由公民的联结——哲思与政治论谈
2. 上帝——其本质为联结的生命体
3. 朱丽叶与罗密欧——作为承认形式的爱
4. 鲜活的生命而非义务奴仆——反对康德
5. “理想容许特殊性”——联结与分裂的统一
6. 谢林与绝对观念论
7. 法兰克福总结与告别美因河
V.: 黑格尔在耶拿通往知识的探索之旅——
绝对观念论基本思想的
形成
（1801—1807）
1. 在哲学之都
1. 作为极乐鸟的黑格尔——花园寓所
2. “在旧击剑楼”——黑格尔的第二处居所
3. “一位和蔼可亲、意气风发的青年”——黑格尔与他在耶拿的朋友圈
2. 观念体系的革命——第一耶拿阶段
1. “出自卓越头脑的著作”——《差异论文》
2. 新的一元论
3. 反对“病态的预设习气”——作为科学的哲学
4. 自由的思维活动——费希特
5. 大学授课资格考核与观星者对《论行星轨道》的愤慨
6. 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初次教学尝试
7. 哲学史上最高水准的讨论班——谢林与黑格尔的辩论讨论课
3. 声名狼藉的“耶拿绝对者”之“非凡新闻事业”——谢林与黑格尔的《哲学批判杂志》
1. 阿格里帕的五条论式与绝对观念论的核心思想
2. 论文《信仰与知识》——反对反思哲学的基本模式
3. 自由的观念论
4. 德意志宪法草案
5. “我们的黑格尔博士”——第二耶拿阶段
1. 精神概念
2. 黑格尔与谢林分道扬镳
3. 通向思维活动奥林匹斯之途——《耶拿体系草案》
4. 耶拿的两个世界灵魂——黑格尔与拿破仑
6. 《精神现象学》（1807）——千载难逢的哲学巨著
1. 意识哲学的多头九头蛇
2. 《精神现象学》的主旨
3. 意识的结构
4. 纲领各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
5. 意识的自我检验
6. 现象学道路的制图学
1. 起始形态——感性确知与意指
2. 从意识到自我意识
3. 怀疑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的王车易位
4. 向理性、向精神结构的过渡
5. 通往概念把握性思维活动途中的精神
6. 确知自身的精神——道德
7. 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精神的迷宫中
8. 表象与概念——作为必要“传达方式转变”的翻译
9. 宗教
7. 作为概念把握性思维活动的绝对知识
VI.: 报社编辑部里的新班贝格骑士——
作为政治记者的黑格尔

（1807—1808）
1. 从萨勒河畔雅典到小弗兰肯罗马
2. 《精神现象学》问世
3. 黑格尔担任《班贝格日报》主编
4. 哲学可理解性问题
5. “班贝格城内城外景致极佳”——黑格尔的交游圈子
6. 从天主教弗兰肯到新教弗兰肯
VII.: 纽伦堡——
第一所人文文理中学、
大《逻辑学》与小家庭
（1808—1816）
1. 在绘画大师与名歌手的城市
2. “出于生计把思辨的飞马套在教书的大车上”？——黑格尔担任德国第一所人文文理中学校长
1. 黑格尔与挚友尼特哈默
2. “受过教化的人是自由的”
3. 如何学会思考？——作为哲学教师的黑格尔
3. “我始终欣喜地回想那段美好时光”
1. 密友保罗·沃尔夫冈·默克尔
2. 纽伦堡的知识界
3. 服务于公共福祉与初兴的工业世界
4. 与玛丽·冯·图歇尔结婚以及儿子卡尔与伊曼努尔的出生
5. 妹妹克里斯蒂亚娜与耶拿时期的儿子路德维希
6. 海德堡美学的前奏——黑格尔与纽伦堡的艺术珍藏
7. 黑格尔致尼特哈默的三封关于拿破仑的书信
8. 《逻辑科学》——黑格尔的代表作
1. 《逻辑科学》——黑格尔体系的基石与概念规定体系的纲要
2. 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与基本模式
3. 存在——本质——概念：概念自身规定之三个阶段的概述
4. 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
5. 第一部分：存在论
6. 第二部分：本质论
1. “对矛盾的畏惧”——作为旧逻辑学中应被扬弃原则的同一律与矛盾律
2. 对立面的统一
7. 第三部分：概念论
8. 作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绝对统一的逻辑理念
9. 从逻辑学向自然哲学的推进
9. 从“沉闷琐屑的校务”与“懊悔沮丧”中解脱——踏上学术生涯之路
VIII.: 黑格尔在海德堡
哲学小径——内卡河畔的
密涅瓦猫头鹰（1816—1818）
1. 黑格尔一家在海德堡的家庭生活
2. 威廉·透纳如画般的浪漫主义内卡河风光
3. 海德堡的首位哲学家
4. “这里的一切都呼吸着自由而明朗的精神”
5. 布瓦瑟雷藏品、克罗伊策与让·保罗
6. 符腾堡宪法争端——“等级会议之神”保卢斯与黑格尔决裂
7. 济济一堂的听众与弟子群体
8. 黑格尔与海德堡德意志大学生协会
9. “概念把握性认识的辉煌轨道”——黑格尔海德堡时期的《全面教学纲要》
IX.: 柏林——“宏大的中心”
与黑格尔享誉世界之路
（1818—1831）
1. 普鲁士大都会生活初印象——1818年11月至1819年秋
2. 黑格尔在莱比锡大街的最初几个月
3. 《卡尔斯巴德决议》
4. 柏林的三位图林根黑格尔追随者——古斯塔夫·阿斯韦鲁斯、弗里德里希·弗斯特与利奥波德·冯·亨宁
5. 黑格尔作为自由与正义哲学的法哲学
1. 备受非难的“双重命题”
2. 密涅瓦的猫头鹰
3. 实践宇宙
4. 第一部分：抽象法权与人格的自由
5. 第二部分：道德——道德主体的自由
1. 行动的意图与结果——作为两种片面伦理立场的道义论与后果论
2. 康德的绝对命令与黑格尔对道德世界观的批判
6. 第三部分：伦理——社会与政治自身规定理论
1. 客观伦理与主观伦理的统一——伦理建制与伦理自我意识
2. 伦理的第一阶段：家庭
3. 伦理的第二阶段：市民社会——“丧失在其极端之中的伦理”
需求体系——工业市场秩序
市民社会的第二阶段：法权秩序
市民社会的第三阶段：调节与调控
4. 伦理的第三阶段：国家与自由——作为现代自由与正义理论的“国家学”
作为伦理理念现实性的国家——“成为公民”或“公民资格”
作为三个推论之整体的国家
反对警察国家
国家——宗教——科学
6. 长期辛劳工作的印记——聚焦于重力中心柏林
7. 从库普弗格拉本眺望的新视野与新忧虑
8. “原始现象敬向绝对者致意，恳请惠纳”——歌德与柏林时期的黑格尔
9. 黑格尔与柏林艺术界
1. 作为圣地的剧场
2. 柏林文学界——黑格尔、海涅与青年德意志
3. 从策尔特到门德尔松·巴托尔迪，从莫扎特到罗西尼
4. 造型艺术与柏林艺术史学派
10. 黑格尔的欧洲游历
1. 德累斯顿
2. 出发前往异邦——荷兰之旅（1822）
3. “沉醉于精神享乐”——布拉格与哈布斯堡大都会维也纳（1824）
4. 骑驴造访卢梭之地——1827年在巴黎
5. 最后的异域之旅：特普利采、布拉格与卡尔斯巴德——疗养与重聚谢林
11. “他在听众面前当场思索演示”——作为柏林教授的黑格尔
12. 柏林时期的《全面教学纲要》与传奇的柏林系列讲座
1. 第一部分：作为自在自为理念之科学的逻辑学
2. 第二部分：自然哲学
1. 自然空间与自然时间
2. 亲和力
3. 目的或目的论
4. 乐音或声音
3. 第三部分：精神哲学——精神的宇宙
1. 主观精神学说
从主观精神向客观精神的过渡——自由精神与理性意志
2. 客观精神学说——纲要版法哲学
世界大剧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出于自由意图对人类历史事变的思维性考察
作为历史开端的东方世界
现代世界与历史的终结
3. 绝对精神学说：艺术——宗教——哲学
艺术哲学——美学
宗教哲学
作为科学的哲学及其历史
13. 黑格尔派报刊——《科学批判年鉴》的前几卷
14. 最后的岁月——校长任期与第三版《全面教学纲要》
1. “自由开明，深切关怀法国大革命与英国的自由生活”
2. 蒙特克罗切——“十字山小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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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诞辰250周年
献给意气相投的黑格尔传记作者
卡尔·罗森克兰茨


让我们期望，不久之后便有一部翔实的传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不怀好恶爱憎而写就，纯粹受到这样一种愿望的激励：展现如此卓异的人格性中隐藏着何等特质，引领我们深入其生命的最深处，并向我们描画出一个多维立体的黑格尔——作为人，作为学者，作为公民。
约瑟夫·维尔姆，《黑格尔哲学论》（Essai sur la philosophie de Hegel）（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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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双引号表示直接引文，单引号大多表示意引。斜体用于著作与讲座标题、外语词汇以及作者的着重强调。
正文包含三处基于传记史料的虚构段落。例如，所描写的在图宾根神学院的一天中的所有事件均有史料佐证，但并非发生在同一天。关于这一文学手法的合理性，参见赫尔曼·库尔茨克的毕希纳传记《格奥尔格·毕希纳：天才的生平》（Georg Büchner. Geschichte eines Genies）（第20页及下页）。这种形式仅在青年黑格尔的三个生活阶段中被极为审慎地采用，因为相关文献流传中留存有巨大的空白，且所谓的《德国观念论的最早体系纲领》（Ältesten Systemprogramms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的作者归属至今尚未查明。这些段落均采用另一种字体排印。
哲思意味着学会自由思考与自由生活

当一位画家请求歌德为这个时代最著名的人物绘制肖像时，据说这位诗人回答说，艺术家必须先去柏林为黑格尔作画，然后赶快回魏玛到他这里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生于一颗幸运之星下——用莎士比亚的话说，生于一颗翩翩起舞的星辰之下：他堪称近代哲学的宗师，最著名的现代哲学家。理性和自由构成了黑格尔哲学大厦奠基于其上的两根基石。对自由的思维活动构成了他交错盘旋的生命历程与思维历程的核心冲力。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曾谈到“自由的神圣目标”，谢林谈到“自由乃是哲学的核心与根本”，席勒则谈到“理性王国作为一个自由王国”。紧随这些施瓦本的精神同道——海因里希·海涅笔下“从施瓦本地界破土而出的伟人繁茂之林，那些深深扎根直至地界中心、树冠高耸入群星的参天巨栎”——黑格尔的信条是：哲思意味着学会自由生活。本书旨在勾勒出一幅摆脱了陈旧陈词滥调与荒诞谎言神话的黑格尔肖像。尽管黑格尔在发展其哲思时沉稳审慎，他的理智历程却宛如一场思维空间中的奥德赛，而他的生命历程同样波澜起伏，充满张力与对比，且常常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这一生命轨迹始于符腾堡公爵领地首府斯图加特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那里的老师和教授很早就发现了这位文理中学学生的天赋；继而经过大学小城图宾根的求学岁月——在这里他与荷尔德林和谢林共同研习神学，置身于哲学史上理智阵容绝无仅有的学生宿舍；随后是在贵族统治的伯尔尼及比尔湖畔田园牧歌般的卢梭风景区担任家庭教师，以及在帝国自由城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任职经历——在这里，在荷尔德林、辛克莱、茨威林与黑格尔结成的“精神同盟”中，他们勇于展开全新的思维实验。从萨勒河畔的雅典、哲学之都耶拿那没有报酬的无薪大学讲师生涯及与谢林的通力合作，以及由一部千年哲学巨著《精神现象学》带来的耀眼加冕，这条道路延伸到了弗兰肯，进入了新成立的巴伐利亚王国：先是在天主教城市班贝格的报纸苦力营中担任主编，随后在信奉新教的纽伦堡担任学校校长兼德国第一所人文主义文理中学的创办者，黑格尔的代表作《逻辑科学》便出版于此。随后是在浪漫的海德堡获得第一个正教授席位，伴随着第一版全面教学纲要，的面世，最终是在普鲁士王国的“中心”柏林及其大学施展身手，并登顶成为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家。
在动荡的历史岁月中，黑格尔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同代人，仅列举最著名者，就有荷尔德林与谢林、席勒与歌德、弗里德里希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兄弟、让·保罗、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洪堡兄弟、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以及海涅。黑格尔与普鲁士国王及其王储交谈，同王储妃攀谈，他与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及歌德一同在贝尔维德宫漫步，并在耶拿对拿破仑皇帝赞叹不已。他与形形色色的圈子保持结合，并同自己的两位挚友始终过从甚密——先是荷尔德林，继而是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
据说黑格尔每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纪念日都要享用一杯香槟。这场革命是他一生生活与思维活动中决定性的历史事件。哲学家黑格尔始终是一个政治人（politicus），一个对政治问题公开表明立场的行动者，终其一生都作为法国大革命基本思想的坚定捍卫者出现。他赞颂这场革命为现代世界的“壮丽日出”，为自由生存的“晨曦”。对自由的思维活动作为基本母题贯穿了他的一生：如果说青年时代他是席勒反对奴颜婢膝的《强盗》与《斐哀斯柯》的倾慕者，那么在图宾根岁月里他就成为了革命共和派学生团体的代言人之一，并且是革命拥护者、出版家兼诗人戈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陶德林的亲密密友。在伯尔尼，他与从巴黎派来的革命者康拉德·恩格尔贝特·厄尔斯纳和格奥尔格·克尔纳秘密串联，并着手翻译沃州吉伦特派让·雅克·卡特的战斗檄文。在法兰克福，他与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巴茨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佩纳塞周围的斯图加特反对派保持密切结合，同样联系着美因茨共和国的领军人物如弗朗茨·威廉·容，并协助向巴黎转交了一封致著名革命家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耶斯神甫的信件，这构成了叛国罪要件。无论是上述伯尔尼的活动，还是斯图加特与法兰克福的举动，都在秘密警察的档案中有所记录。黑格尔为符腾堡提交了一份宪法草案，并匿名出版了吉伦特派《卡特论著》的译本。在耶拿，黑格尔起草了一份德意志现代联邦宪法构想，并为骑马进入耶拿的世界灵魂拿破仑所深深吸引。在班贝格，他担任政治记者，公开充当拿破仑立法的辩护人，并与美因茨共和国的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梅塔·福克尔-利贝斯金德保持极佳结合。在纽伦堡，他同阿尔萨斯革命之友尤斯图斯·克里斯蒂安·基斯林交往，后者用自由之树与三色旗装点宅邸。黑格尔与他在海德堡的同事菲利普·克里斯托夫·海因里希·埃申迈尔保持着深厚友谊，后者是1800年符腾堡雅各宾派审判中的主要被告之一，作为共和民主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判处两年监禁。海德堡德意志大学生协会的两大派系之一——反民族主义阵营——被冠以“黑格尔派”之名绝非偶然，其领袖正是黑格尔的第一助教弗里德里希·威廉·卡罗韦，他在瓦特堡节上发表了内容上最重要的演说。在柏林，黑格尔晋升为复辟精神在理智上最重要的对手，成为一名被反动宫廷党及其总密探卡尔·阿尔伯特·冯·坎普茨怀疑为共和主义的思考者，其中决定性的一击是黑格尔对复辟时期的主要意识形态家之一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展开的毁灭性攻击。他还在其《法哲学》中明确反对历史法学派领袖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后者将拿破仑《民法典》视作革命毒瘤，并反对理性法的构想。在《卡尔斯巴德决议》出台后，黑格尔积极为其被捕入狱的学生卡尔·乌尔里希、利奥波德·冯·亨宁和古斯塔夫·阿斯韦鲁斯奔走呼吁。后者被指控的罪名竟是参与叛国秘密结合。对于E. T. A. 霍夫曼在其《跳蚤主子》中立碑纪念的阿斯韦鲁斯，这位柏林教授为其作保、交纳保释金，并在多年之后最终促成了该案的撤诉，公然对抗专断司法。正如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一样，秘密警察记录下了一切。黑格尔明确站在那些被指控叛国、雅各宾主义、“煽动”与颠覆政权者一边——他生活在危险之中。这一点同样为他在法国同行兼听课者维克多·库赞事件中的险象环生的钢丝走索，以及他与巴黎颇具影响力的复辟批评者的结合所证明。黑格尔支持反复辟运动的另一例证是他对希腊人民自由斗争的同情。黑格尔生前最后发表的著作《议会改革法案论著》包含了一份政治声明，主张以渐进式改革的形态继续推进革命的必然性，最后一次展现了这位不肯隐退到哲学空中楼阁中的老练政治人与时代地震仪的形象。作为黑格尔思维活动影响力的一个昭示，不妨先引述这样一段声音：黑格尔在纽伦堡文理中学的知名学生之一、汉巴赫集会的领军人物之一约翰·格奥尔格·奥古斯特·维尔特对其老师给出了或许是最高的赞誉：黑格尔“在他心中点燃了不朽的自由火花”。
在这部理智传记中，黑格尔决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断裂的思维历程的各个阶段将在其基本特征中得到揭示：在直到1796年的学习与求学岁月中，青年黑格尔主要通过潜心研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康德和费希特的著作，缓慢摸索进入哲思，并付诸笔端写下最初的尝试，这些尝试大有可期，令人隐约预见一位未来的思想巨人。这同样适用于他在法兰克福岁月所勾勒的“残篇拼图”，其中已经闪现出他后来思想的个别环节。此时他将自己的目标确立为延续康德与费希特的先验哲学——这一“观念体系中的革命”。在哲学的麦加圣地，即1801年至1806年的耶拿，他历经艰辛工作，终于构想出其作为自由观念论的绝对一元论基本思想，并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从班贝格经纽伦堡、海德堡到柏林进一步得到阐发和深入发展。
黑格尔撰写了四部第一流的巨著：其一是耶拿时期的《精神现象学》，堪称最引人入胜的论著；其二是班贝格与纽伦堡时期的《逻辑科学》，毫无疑问是提供现代逻辑的最重要奠基之作；其三是海德堡与柏林时期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作为勾勒总体建构基本纲要的核心体系巨制；最后其四是柏林时期的《法哲学》，这是影响最深远也最具争议的著作。从黑格尔的宝库中仅撷取极少数珍宝：他与谢林在耶拿共同主持了哲学史上堪称最高水准的研讨班，并以其精彩绝伦的文章深刻塑造了极为重要的哲学期刊之一——与谢林联合主编的《哲学批判杂志》。他以其气势恢宏的《精神现象学》规定了哲思的开端，并且是作为新形而上学的现代逻辑的奠基人。他为符号与语言的哲学理论提供了决定性的构件。依照欧根·贡布里希的说法，黑格尔被奉为艺术史学科训练之父；他的绘画、音乐与文学美学至今仍具经典意义，并在其哲学深度上广受认可。他在柏林的系列讲座极富传奇色彩，柏林的学生们曾将醒目的警句写在大学主楼的墙壁上。黑格尔勾勒了现代社会与国家理论的基本纲领，以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划时代区分为政治的哲学思维活动带来革命，并成为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构想了第一套也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国家的哲学理论，后者与创新的哲学逻辑一道，堪称他对现代思维活动最重大的贡献。
本传记旨在为贯穿并塑造整部生命史的信条理性与自由展开辩护，尝试沿着这一“联结之线”追溯其生平轨迹。这一深入哲学家一生的探索之旅旨在呈现其主要阶段，同时始终深知，这一肖像完全应在黑格尔意义上重订七十七次。与这位思维活动的宗师展开这样一场严肃的游戏无疑近乎狂妄，无论如何都是一项充满风险的赫拉克勒斯式的、若非西西弗斯式的苦差.要“描绘黑格尔在其思维活动中个体所经历的整个过程，乃是无限艰难的”，这让罗森克兰茨绝望却又合情合理地感叹道：“我陷入了一个怎样的迷宫啊”。
单是从颂歌与诋毁、一方面是世界性的推崇而另一方面是无数不客观乃至阴险的批判这一广阔光谱中截取几个例子，就足以表明这一巨大挑战：席勒与耶拿时期的谢林看到了一位卓越而彻底的哲学头脑在劳作，歌德尊崇黑格尔为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哲学家，人们将《精神现象学》描绘为“自由的那部根本典籍”。其他人则看到了一种“不敬神的狂热”、泛神论与无神论在作祟，人们呼唤警察和宗教裁判所。一位书评人在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差异论文》中诊断出一种“致命病毒”，即概念把握的思维活动。叔本华将黑格尔视为传播浮夸废话与骗人鬼话的江湖骗子。按照雅各布·弗里德里希·弗里斯的说法，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毒菌生长在奴颜婢膝的粪堆之上”，这位“普鲁士衙役中的先知亲吻了吞食自由派者兼总审查官坎普茨的皮鞭”。由此产生了将黑格尔哲学视为“普鲁士复辟精神的科学居所”的彻底荒谬的评价。普鲁士的反动宫廷党及其反抗“雅各宾异端与颠覆分子”的激进斗士坎普茨则有着更敏锐的直觉：他们怀疑黑格尔是法国革命者的信徒和“祸害的神秘主义者”，就连国王也认为这位哲学家是可疑的共和国拥护者。其继任者腓特烈·威廉四世后来聘请谢林，以消灭“黑格尔泛神论的龙种”，而德皇威廉二世在被问及多罗特娅城区墓园墓地的荒芜状况时宣称，在他的帝国里容不下费希特和黑格尔这类家伙。在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眼中，这位哲学家是不具有德意志特性、非民众主义的世界主义者，是一个依附于1789年灾难性观念的自由狂热分子。对卡尔·施米特而言，黑格尔在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夺取政权之际就已经彻底终结。相反，卡尔·雷蒙德·波普尔则以阴险且毫无真才实学的方式将黑格尔贬损为极权主义的鼻祖，而恩斯特·卡西尔则诋毁他为法西斯主义最完美的哲学铺路人。
普鲁士大臣卡尔·施泰因·楚姆·阿尔滕施泰因男爵在黑格尔身上认出了一颗“头等巨星”。按照一位听课者的说法，若没有黑格尔，现代性的生命中枢便无法把握；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成员卡罗韦认为其导师是“新时代最深刻的思想者”。作为“德意志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通过试图赋予哲学以科学的严密形式，开启了“哲学史上的新纪元”。十分推崇黑格尔那“怪诞的岩石旋律”的卡尔·马克思，将这位绝对观念论者称为应当将其颠倒过来头脚倒置的资产阶级先驱。然而黑格尔早就说过，在哲思时人必须倒立于头部，因而必须立足于思维活动，一切哲学都是观念论。晚年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后悔在对待黑格尔时遵从了叔本华那股“愚蠢的狂怒”，这种狂怒直至今天仍在蔓延。黑格尔哲学两百年的接受史——一片充斥着截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阐释的海洋，在此不妨补添两桩奇闻逸事：1839年，柏林-波茨坦铁路将一辆新机车命名为“黑格尔号”。19世纪，来自图林根的黑格尔听课者奥古斯特·罗布林——据说这位柏林教授对他推崇备至——建造了布鲁克林大桥，这是现代最著名的建筑之一。机车与大桥完全可以成为接续黑格尔的哲思的两个恰切隐喻——这位布鲁克林大桥的建筑大师前往纽约的行囊中，无论如何放着一本黑格尔的全面教学纲要。
如今，黑格尔在某些人眼中被视为泛逻辑论者或本体神学论者，视为西方最后的形而上学者，甚至被当成哲学杂物间里的陈年旧物；然而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却被视作对现代性、法权与自由进行深刻探索的深邃思想家，奠基于建立一个具有社会形态的国家的思想之上。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目睹了一场令人惊叹的黑格尔复兴，见证了他的唯妙一元观念论的回归，甚至在通常忽视黑格尔现代逻辑的分析哲学领域亦是如此。他甚至以《黑格尔在华尔街》为题登上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按照杰伊·M·伯恩斯坦的说法，他那作为对自由的思维活动之实践哲学，成功思考了现代个体性与保障自由的共同体及制度之间的结合。其他研究则认为，黑格尔的自由概念根本上植根于他所诊断出的人类采纳他者视角的 capacity，并将自由理解为在自身之他者中的在自身存在。黑格尔是“真正将人理解为社会存在、并彰显出思维活动的规范性、自由环节的第一人”（迈克尔·托马塞洛）。这位观念论者为反思所提供的思想潜能，无论如何都远比哲学史上某些后起人物更为丰富和富有成果，那些人在虚荣与狂妄中自以为已经克服了黑格尔，或是宣告进入了后形而上学时代。
在卡尔·罗森克兰茨1844年撰写的引人入胜的传记中，作者建议在勾勒这位哲学家的生平肖像时“不要灰心丧气，以征服这一巨大的材料”。传记作者可以寄望于将呈现的重点集中在毕生著作的“基本直观”与“联结之线”上这一做法行之有效。即便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死硬反对者认为他的企图早已破灭，但按照罗森克兰茨的说法，这不过是“鄙视者聊以自慰的幻觉；若黑格尔哲学早已死亡，人们就不得不对当今的论战感到诧异了”。这位绝对观念论者在21世纪依然挑动着各个哲学阵营的神经。时至今日，“黑格尔的论敌依然靠着反驳他来汲取养分”，他们“自命为当下的胜利者”，并在大众媒体上受到吹捧，尽管他们在纯粹假说的迷宫中晕头转向，毫无顾忌地运用未经证实的假定。然而，哲思需要秉持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精神的严肃、彻底与艰苦的工作，而这正是黑格尔所依循的尺度。
罗森克兰茨深知在传记中将生命历程与思维历程妥帖结合是一场充满风险的高难度走钢丝。尽管如此，大众在其著作中（如同在本书中一样）仍会觉得“哲学内容太多了”，而哲学行会则会觉得哲学内容太少——这真是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在一本哲学家的传记中，理所当然必须包含“其哲思的历史”，但这绝不能替代关于其思维活动的专题著作。一位曾师从黑格尔并亲历其担任校长的纽伦堡文理中学学生在1844年记述道：“人们可别说，这样一个人的生命早已凝结在其著作中，他的私人生活完全是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恰恰相反，完全可以肯定的是，体系与生活只能携手并进，彼此阐发、互为补充，而人的整体性唯有在两者的和谐一致中才能寻得。”[1]然而，罗森克兰茨的一个观点从一开始就必须予以反驳：黑格尔的生活“自在地是如此朴素，一眼便可望尽，平实且毫无阴谋与秘密的刺激光晕”，其传记缺乏“巨大反差的魅力”。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为这位哲学家勾勒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决不单调乏味，且深具真实的成就与痛苦的挫折、断裂与危机色彩的生命肖像，许多插曲与逸闻也为此增色不少，令人惊奇、紧张、刺激、幽默、奇异与怪诞的细节随之浮出水面。在此先列举他人格性的几个侧面：备受老师青睐的年轻斯图加特文理中学生；对年轻女性决不排斥、因闲逛游荡与酗酒而关过禁闭的神学系大学生；自1789年起始终不渝秘密同情法国大革命、却因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而陷入怀疑的密谋者；细致观察穿越瑞士的阿尔卑斯徒步者；私生子之父，周旋于耶拿和班贝格贵妇之间的风流倜傥的陪伴者；引导学生进行自由思维活动的文理中学校长；谨小慎微、机巧避开秘密警察与审查官魔爪的学者；出入柏林沙龙与酒馆、与漂亮歌剧名伶调情的大学教授；对家庭收支账簿一丝不苟的管理者；喜爱打牌、嗜饮葡萄酒的狂热者；穿行柏林街头进行奇特交往的漫步者；自诩访问了“文明世界之首都”巴黎的造访者；荷兰绘画、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让·保罗、莫扎特与罗西尼的倾慕者；倾向共和主义的大学生、诗人、画家、女演员及歌剧天后的挚友。
诚然，黑格尔的生涯看似其“理智平静运转”、一种“持续不断的劳作”，但他的人生之船与思维之船不仅行驶在平静的水域，而且频繁穿行于风暴肆虐的险流，有时甚至逼近暗礁与海难。1819年，在巩固梅特涅复辟政治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出台后不久，当时已声名卓著的柏林教授写道：“我快五十岁了，其中三十年都在这永不安宁的畏惧与指望的岁月中度过，曾希望这畏惧与指望有朝一日能画上句号。［如今］我不得不看到，它仍在持续，甚至在阴暗的时刻让人觉得愈演愈烈。”三十年前的1789年，伴随巴黎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拉开序幕。对外而言，我们面对的或许是一位行事谨慎、沉稳且细致审视的“沉静的理智之人”（荷尔德林语），但在其内心深处却翻滚着难以驾驭的火山熔岩。他的哲思决不是在内卡河与萨勒河畔的闲庭信步，不是在图林根森林中的幽静漫游，而是宛如一场高风险的潜海采珠：人们可以注视着“他的思想如何沉潜入世界的深处；于是他呻吟着，他的精神备受煎熬，在陡峭的深渊中挣扎搏斗”，然后才“胜利地捧出那些珍贵的珍珠，那是他在宇宙幽暗的深渊中捕获的战利品”。[2]这位思想者身上的幽暗侧面以及曾在他内部起作用的破坏性力量决不可被隐瞒掩盖。有时他仿佛是“生在一颗动荡不安的星宿之下”。黑格尔深知，“概念把握的认识之太阳轨道”（鲍里斯·冯·于克斯屈尔语）乃是在冰冷刺骨的宇宙和全然的孤寂中运行的。在黑格尔的生命肖像中，展现的不应是一张面色苍白的沉思者前额，而必须是一个热爱生活、幽默风趣、常常被内外斗争撕裂的人，一个身处剧烈动荡剧变时代的同代人。对此提供助益的，是黑格尔本人关于散文体传记体裁的省思，以及关于诗意的升序生平轨迹的省思——借用康德之友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冯·希佩尔笔下一部深受黑格尔喜爱的长篇小说的书名，图宾根三人组荷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曾将该书作者亲切地称为“生平叙事者”。
1. 升序的生平历程——“联结之线”

黑格尔将生命理解为“每个人必须在自身上完成的作品”，将人理解为“其行动的序列，其行为的总和。行动是个体最清晰的显露，既显露其情意，亦显露其目的；人在其最深层的本质是什么，唯有通过其行动才带向现实性”。传记作者作为历史编纂者，在黑格尔这个案子中作为侦探，立足于既定事实，对于一位思想家而言自然特别立足于其著作，但也立足于其作为中学生、大学生、讲师、公民、一家之主、友人的全部行事作风，立足于其原则和准则，以及其业余爱好、旅行和怪癖。在此，传记作者与史学家类似，不仅是被动地吸收接纳，而且带来了自己的“范畴”，以便能够辨别重要事项与次要细枝末节。
艰巨的挑战在于呈现世界进程与生命历程的交织相错。作为整体的生命不应被看作“内在完全一致的”，而应看作带有其由偶然情境与冲突所塑造的“奇特错综缠绕的枝杈与分流”。在此，对于黑格尔这样的人物，主要关注点在于哲学星丛以及他处理特殊问题情境的起源，在于他对科学的创新贡献。居于核心地位的，用他的术语来说，是一个人的特殊性、特异性、独特性、不可混淆性，即“特殊性格”，将关键行动呈现为“性格的发展，其中个体的人性获得了完全的展现”，在其中勇往直前与受挫失败相互结合。在劳伦斯·斯特恩深受黑格尔喜爱的长篇小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论点：传记作者着眼于主导激情（ruling passions）——歌德将其译为癖性（Eigenheiten）——便能识别人格的性格特征。对于这些特异性、内在态度与冲力、行动的重要动机，黑格尔用希腊语的情致（Pathos）来描述，称其为“心灵自在合理的权能，作为合理性与自由意志的意蕴”。在这些激情中，他看到了个体选择作为自身规定的核心要素与冲动。在传记中，关键在于那些塑造了人生的行动和决定性的著作，同时也不遗忘癖性与奇特之处——在黑格尔的个案中，关乎他通往科学的道路，关乎他的公开作为，而非表面上去琉森湖的徒步、打牌的癖好或饮用上等班贝格啤酒的嗜好。个体的特殊之处、即“人格性的核心”进入了视野，不仅包含这种自我的“个体鲜活性”，也包含其“独立的统一”——用米歇尔·德·蒙田的一句格言来说，这自我将是本书唯一的内容。用现代的话来说，应当从其多维层面与视角揭示这一生命形态，在不断变化的星丛中揭示这个自我所经历的实验、连续性与断裂，以及迷途与混乱。这个作为无数行动与插曲之“独立统一”的自我，汇集了截然不同且恰恰不具连贯性和无矛盾性的性格特征。应当把握住同一性，即在变化中“保持与自身同一和忠实于自身”。
如同希腊神祇的雕像属于神庙一样，周围世界也属于人的现实生活。人被“强力卷入生活的漩涡之中”。传记将个体纠缠于其中的历史世界作为背景。举步之间，一幅幅“全新而受到规定的图景”油然而生，由行动的普遍权能——家庭、国家、宗教——所塑造，包括这些权能之间的各种冲突，此外还有伦常与习俗、风土、地域、气候，即生活的散文性质。对于生平而言尤为重要的是：普遍权能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成为特殊冲动与行为的主宰，个体动机与利益如何与世界进程相中介。
传记作者无权抹去散文式的性格特征、偶然性的嬉戏以及处于其特有激情、意图、命运中的特殊主观性，而应透过自己的视界、却不作任意解释地讲述眼前的一切。从对这位最重要思想家之一的基本同情出发，应当避免两种极端：既不写成封圣意义上的英雄故事，也不采取吹毛求疵、心胸狭隘的贴身仆人视角。罗森克兰茨曾谈到，在撰写黑格尔传记时他曾多少次想要戒除这种狂热，然而热情却始终不退。本书作者同样无法抗拒这种吸引力。
这幅生平肖像是在升序线条中绘制的，作为一条从最初的神学与哲学尝试、经由核心思想的铸就、直至构建与展开独具特色的思维建构、迈向全面教学纲要体系的道路；作为一条从中学生、大学生、经由家庭教师、大学无薪讲师、主编与文理中学教师的活动、直至成为哲学正教授的道路；一条从符腾堡途经瑞士、穿越法兰克福、图林根与弗兰肯土地前往巴登、最终到达普鲁士的道路。这生平道路决非笔直，在诸多层面上犹如穿梭往返的十字交错，它与思维历程的测绘——往往伴随着深入未知领域的探险——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呈现。而在那“斑驳错综的生命历程”中，应当阐明其思维大厦基本思想的展开，并规定黑格尔对哲学思维活动历史的特有贡献。
一种沉静而幽暗的炽热留存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时至今日，在这座精神火山旁依然在世界范围内迸发着实质性的争鸣。这位斯图加特人作为“深秋性格”（罗森克兰茨语）展现了“彻底的坚韧”，他不是短跑爆发者或冲刺手，更像是一位长距离障碍跑者，早在图宾根他就被称为“老头儿”。当他大器晚成之时，其他人早已越过了颠峰，不再展现“青年时代的勇猛之举”，例如谢林，他退回到了某种经过修正的启示学说中，而这正是他在图宾根时代曾激烈抨击过的。他那“火箭般的思想闪光”不再呼啸升空，谢林忘却了《马赛曲》的歌唱，作为“哲学的亚瑟王，他在神秘的荒原中憔悴萎顿”（海涅语），而黑格尔则“坚定不移、顽强不屈直至暮年，始终沿着青年时代踏上的轨道奋勇前行”。他在理论上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极度勤勉与耐心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学说不像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晋升为思维宇宙中的一颗恒星。黑格尔在图宾根的一位同窗好友曾在他赠言纪念册中题写道：“愿你如平缓的江流般充满耐心。”
鉴于这位哲学家关于撰写传记的省思，重构其生命轨迹与思维轨道的巨大冒险显而易见，其凶险不亚于这场奥德赛本身。这样一种挑战必须满足学术规范的要求，同时将严肃性与幽默感结合起来。重溯黑格尔进入知识王国的探索之旅，决不能止步于纯粹编年史式的罗列，不能局限于掸去博物馆展品上的灰尘，而应表现为通过传记清晰阐明的一份为自由思维活动所作的辩护；用劳伦斯·斯特恩的话并在黑格尔的意义上说：设定一个反抗愚昧、反抗一切奇迹狂想与迷信、反抗虚荣、反抗高谈阔论的教条主义者与狂热分子、反抗沉沦于墨水瓶底的寻章摘句学者、反抗吹擂示威的哲学家的标志——这在今天依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事业。无论如何，有一点应当清晰展现出来：黑格尔究竟是如何致力于赋予哲学以严密的科学形式，理性与自由如何始终是他生平历程中那根联结之线与贯穿始终的信条。
2. 拥有视力的鼹鼠与秘密警察

在此之前，还应特别指出处理黑格尔文本时的另一个侧面：他在一切言论中的极其谨慎，以及他在专制与独裁统治结构内部的伪装伪饰艺术。黑格尔对符腾堡诗人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丹尼尔·舒巴特与席勒的命运了如指掌。舒巴特的一生被卡尔·欧根公爵及其符腾堡秘密警察以野蛮手段毁掉；席勒不得不逃离家乡。对这些历史的了解深远地影响了黑格尔的行事方式。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权衡风险的谨慎自敛”（雅克·东特语）。在图宾根神学院，一些学生习惯采用相对风格（stilo relativo），这是一种隐蔽伪装的行话；人们避免将某一论点称作自己的主张，而是使用“圣经说”、“基督徒认为”等措辞。在邮寄书信中也习惯使用化大为小的隐语，例如当谈及法国革命者的特使厄尔斯纳时，称其在伯尔尼“过私人生活”，尽管他身负巴黎官方使命。黑格尔没有发表关于耶稣生平的研究，而他的第一部出版物——《卡特论著》的译作也是匿名出版的。这两部出版物无疑会让作者声名鹊起，但也可能危及其学术生涯；对于这两份手稿，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提起过。1820年引发轩然大波的《法哲学》序言，作为对《卡尔斯巴德决议》与普鲁士审查法令的反应，包含了这位哲学家或许最成功、也最具深远影响的佯动策略，即关于合理性之现实性与现实性之合理性的声名狼藉的双联命题，这给这位自由思想者招致了“奴仆哲学家”与“复辟辩护士”的恶名——这是哲学史上何等的历史滑稽剧。黑格尔是哈勒最犀利的批判者，而后者正是以其主要著作赋予了复辟时代名称的人。黑格尔——与诸多陈词滥调和虚妄神话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必须预先强调——在他施展作为的每一个站点上，都坚决捍卫自由共和观念，反对复辟保守的思想模式。由于政治上的谨小慎微，《法哲学》中关于君主制的一节尤为展现了针对宗教裁判所式审查制度的“狡黠伪饰”艺术：其与逻辑奠基的缺乏兼容性正是一个明证。
众所周知，黑格尔受到普鲁士秘密情报部门的严密监视。1820年秋天的一份密探报告中记录道：“来自柏林的黑格尔，博士兼教授，自8月27日至9月11日住在蓝星客栈，由普鲁士中尉弗斯特陪同前来”（Br II, 482）。面对四处刺探密报的坎普茨先生，生死攸关的是“不让审查的獠牙在任何地方抓住把柄”，绝不能向审查官和盯梢者的“宗教裁判所”暴露任何有形漏洞。黑格尔的政敌向普鲁士国王告密，声称他坚持认为君主在国家的决策结构中不过是在字母“i”上加上那个点。后来他又被指控为泛神论和无神论。面对来自国家与教会某些代表人物的所有这些威胁，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黑格尔往往不得不在火山口上跳舞、玩火自焚，甚至一度考虑过移居国外：“柏林的教士们甚至想让我在库普弗格拉本住得毫无兴致”——黑格尔当时居住在库普弗格拉本。他谈到“柏林教士们熬出的可怜烂杂碎的卑劣”，相较之下对他而言“罗马教廷反倒会是一个更值得尊重的对手”。他那巧妙的伪饰操作流程与假面伎俩必须被看破，顺从认同的言论必须被识别为表面假象，且始终必须将蓄意欺瞒的可能性考量在内。这尤其适用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对该书的误解滋生了关于唯命是从的复辟哲学家的愚蠢而阴险的传闻。在险象环生的地盘上，黑格尔熟谙内心保留（reservatio mentalis），即巧妙掩藏真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掩护与误导获得了成功，但明智之士却能看穿假面背后的真相：“熟知寄信人的收信人能读出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他们对黑格尔写给当班密探看的字句会心一笑。我们可别比他们更天真！”（东特语）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不妨铭记的是：勤勉深掘的鼹鼠黑格尔需要一种极为特殊的生命汁液，即那“澄澈透亮、金黄、热烈如火的葡萄酒”，方能使思维活动与世界变得澄澈透明。黑格尔的精神需要这些从酒瓶中释放出来的精灵、这些魔鬼的琼浆玉液，它们是他最忠实的同行同道：比尔湖畔的古特德尔、戴德斯海姆约旦酒庄的雷司令与琼瑶浆、埃尔福特酒商拉曼处的波尔多与埃尔劳公牛血、维尔茨堡施泰因酒、来自萨摩斯、马拉加、维也纳附近努斯多夫以及摩泽尔河谷和马恩河谷的甘冽佳酿，直至维苏威火山的基督之泪。酒中之精魂极大地促使这只鼹鼠重获视力，并得以淘空旧有的思维模式。梅洛-庞蒂一句稍加改动的妙语似乎切中了黑格尔意义的核心：两百年来，哲学界离开黑格尔就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大事发生。只不过，在巴比伦般错乱芜杂的黑格尔阐释迷宫中辨明方向绝非轻而易举的美差。黑格尔曾勉励其在柏林的听课者鼓起进行认识活动的勇气，而本书读者同样需要鼓起勇气来面对决不轻松的阅读。但在2020年庆祝他诞辰250周年之际，有心读者或许能带着奥斯卡·王尔德特有的幽默说道：我很聪明。我读懂了黑格尔（I’m smart. I read and understand Hegel）。伴随着这一认识，伴随着从酒瓶中释放出来的精灵，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这位哲学家钟爱的灵物——便能在暮色苍茫中“振奋地”展开双翼，腾空翱翔，投身于哲思，投身于自由思维与自由生活。
I.
“亲爱的故乡城市”——
在斯图加特的童年与青年时期
（1770—1788）

因为头戴圣叶花冠，这座饱受赞颂的城池，
已在那里昂起它光芒闪烁的祭司之首。
它庄严挺立，将葡萄权杖与冷杉枝条
高高举向那幸福的绯红云霞。
愿你眷顾我们！眷顾宾客与游子，故土的女主人！
幸福的斯图加特，请为我亲切接纳这位异乡人！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但那时正有一颗星在起舞，而我就是在这颗星辰下降生的。
威廉·莎士比亚

斯图加特——一座人间天堂，居住着顽固的施瓦本人。1770年8月27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诞生于此，出生地在小护城河街1345号，即今天的埃伯哈德街53号。1770年也是数位对黑格尔一生至关重要的人物出生之年：荷尔德林；斯图加特人格奥尔格·克尔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行动者；腓特烈·威廉三世，黑格尔柏林时期的普鲁士国王；以及阿尔滕施泰因，普鲁士宗教文化大臣、改革家、这位哲学家的支持者。母亲玛丽亚·玛格达莱娜·路易莎·弗罗姆（1741年生于斯图加特）出身于斯图加特的一个律师家庭，是一位“深具教化的女性”；这位长子被称为小威廉，他正是从通晓拉丁语与法语的母亲那里获得了日后对知识渴求的最初动力（Ros 4）。他很早就学会了“最初的变格与最初的拉丁词汇”（HBZ 3）。父亲格奥尔格·路德维希·黑格尔（1733年生于图宾根）供职于符腾堡公国，任公爵的宫廷财政署书记官，即财政管理部门的官员。[1]关于父亲，威廉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罗森克兰茨将其描述为自视具有贵族气质的显赫官员群体成员。威廉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路易丝出生于1773年，弟弟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出生于177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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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故乡城市斯图加特”（Br I, 361）是符腾堡公国的首府，直到1793年都处于公爵卡尔·欧根的统治之下。这个拥有约50万居民的区域邦国在莱茵河左岸的阿尔萨斯及蒙贝利亚尔（默姆佩尔加德）周边拥有领地，其经济特色为农业、纺织业与商业。在威廉出生的那一年，邦国阶层宪法获得确认，这是一种君主专制与农业及市民领导阶层并存的双头统治——“统治层”与“地方法团”。新教是国教。地方教会在所有生活领域都拥有巨大权能；考虑到这种专断而具有“宗教裁判所式”的角色，人们甚至称其为“新教的西班牙”。面对胆怯的改革与启蒙努力的，不仅有君主的任意专断、严苛的警察与特务机构、民众日益沉重的税赋负担、宫廷的奢靡与挥霍，更有以向远方战争贩卖本国臣民这一形态出现的人口贩卖。
黑格尔那座被葡萄园环绕的故乡城市当时约有2.2万居民。在他出生的1770年，索利图德宫建立了一所重要的教化机构，即1775年迁至斯图加特的高等卡尔学校，其最著名的学生便是弗里德里希·席勒。艺术收藏、戏剧与歌剧演出、音乐会、公爵图书馆、出版社以及在此出版的期刊（如舒巴特的《德意志编年史》与《施瓦本水星报》）塑造了这里的文化生活；1784年又增添了一家读书会，专门探讨“文学与政治的最新动态”。[3]
1774年至1776年，黑格尔一家居住在罗特比尔街（今罗特比尔街12号）。克里斯蒂亚娜记录道，她的哥哥三岁时被送进“德语学校”，五岁时进入拉丁语学校（HBZ 3）。在威廉第二次入学的同一年，全家在勒德尔巷（后改称长巷，今长街7号）购置了房产，位于市民中产阶层典型的居住区：“速办参事黑格尔先生在长巷的宅邸，包含两层居住楼层、一栋侧楼、良好的拱顶地窖……洗衣房、小院子，还有一个小花园”。[4]对于13岁的威廉来说，1783年母亲因伤寒离世是一次重大的人生转折与沉重的命运打击；他终其一生都对母亲保留着最美好的回忆（Ros 4）。黑格尔自己的生命也因同一种疾病而命悬一线；正如1776年他染上天花时那样，医生们几乎已经放弃了他。这样惊心动魄的事件在心灵上留下了创伤痕迹。毫无疑问，母亲曾是威廉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指引者。
1. “不迎合你言辞的朋友，当紧握不放”[5]——斯图加特的朋友圈

威廉的日记（GW 1, 3以下）与同代人的回忆为他的青年交往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总是有许多同伴”，其中应包括他的同学雅各布·弗里德里希·梅克林、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奥滕里特、约纳坦·海因里希·法贝尔（据说他曾救过黑格尔一命）、克里斯蒂安·威廉·弗莱施曼、达尼埃尔·弗里德里希·莱波尔德（GW 1, 10, 33）以及卡尔·奥古斯特·埃尔泽瑟。[6]弗莱施曼的父亲是黑格尔父亲的同事，曾担任威廉弟弟格奥尔格·路德维希的洗礼见证人。奥滕里特与黑格尔一起在勒夫勒老师处接受私人家教。同窗好友约翰·弗里德里希·施泰因科普夫（GW 1, 33）是文理中学同名画家兼绘画教师之子、画家戈特洛布·弗里德里希·施泰因科普夫之弟，后来在斯图加特创立了著名的J. F. 施泰因科普夫出版社。在闲暇时间，威廉常去听音乐会、逛圣诞集市，下国际象棋和打扑克，而在某个节假日他没有“去教堂”，而是与奥滕里特及雅各布·弗里德里希·杜滕霍费尔一同去远足徒步（GW 1, 5）。威廉的同学中还包括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豪夫、维克托·威廉·弗里德里希·豪夫以及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兰道尔，他们后来都投身于革命团体的活动；奥古斯特·豪夫于1800年因革命活动被关押进霍亨阿斯珀格堡的牢狱。[7]梅克林与奥滕里特和黑格尔一起，直接从显赫文理中学升入图宾根神学院。[8]这两位斯图加特同学兼图宾根同窗——梅克林与荷尔德林、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同住一室——同属新理念的同情者。[9]奥滕里特于1793/94年冬在处于革命中的巴黎探访了朋友克尔纳。当雅各宾派同情者辛克莱为巴尔塔萨·皮奇（日后美因茨共和国的重要人物）物色家庭教师人选时，他先是推荐了卡尔·克里斯托夫·伦茨，继而推荐了荷尔德林以及出身索利图德的约翰·雅各布·格里辛格，在几人皆无法成行后，最终推荐了梅克林。自1795年起，梅克林与黑格尔的表弟路易·格里茨一同在耶拿寄宿于黑格尔后来的挚友尼特哈默家中，后者同样同情共和派。最终，梅克林于1796年（与格里辛格一样）发表了关于符腾堡改革的思考。1798年夏，他大概与巴茨[10]、格里辛格和格里茨等斯图加特友人一起，成为黑格尔《地方议会文选》的受赠人。甚至到了1831年，黑格尔还向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深切关怀地”打听梅克林的消息（HBZ 467）。
一种新的市民自我理解在首府城市的小型朋友圈、会社或学会中悄然萌生。黑格尔身处其中的朋友与熟人群体联合了一批年轻人，他们与这片施瓦本故土上僵化、颓靡的政治和宗教状况拉开距离，拒斥强制管束与喋喋不休被宣讲的顺从服从，并倡导关于自由的青年理想。1789年起，许多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这位文理中学学生还与诗人兼年历出版人施托伊德林（Ros 41页以下）以及格奥尔格·克尔纳交好。后者是卡尔学校一个政治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们庆祝攻占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日，寄望于符腾堡的政治改造。[11]这位革命之友起初从斯图加特逃往斯特拉斯堡，后来在巴黎成为温和吉伦特派的追随者，并成为卡尔·弗里德里希·莱因哈德的助手——莱因哈德是革命巴黎中最重要的符腾堡人物，亦是西哀士与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的朋友。[12]莱因哈德也曾是图宾根神学院学子，后来为席勒的《塔利亚》撰写过文章，且是歌德的通信者。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曾提及与莱因哈德的接触，后者当时作为法国外交官，并曾短暂担任革命法国的外交部长（Br I, 11）。
施瓦本诗人舒巴特与席勒的命运，犹如君主任意专断与专制统治的典型范例乃至原初体验，展现在年轻的斯图加特人眼前；这两位诗人因其崇尚自由的思想而身陷囹圄或不得不逃离符腾堡；要塞禁锢与写作禁令是君主们的野蛮手段。荷尔德林于1789年4月探访了因非人的狱中监禁而身心俱碎的舒巴特，并且必定将此事告诉了他的朋友黑格尔。[13]神学院的许多知名毕业生后来都离开了家乡，除了黑格尔之外，还有谢林、荷尔德林与尼特哈默。五十年后，海涅在谈及“施瓦本派”时辛辣地评价道：当地人既不把写出《强盗》的诗人席勒算在内，也不把漂泊的哲人谢林算在内，至于黑格尔这位“无畏地挺进到精神北极的精神世界环航者”，施瓦本人更是全然不知。海涅称这些名流“早已移居异乡，硬把自己塞给了外界，而不是漂亮地怀揣爱国心、惬意地留在家里守着黄罗兰与杀猪菜汤”。[14]席勒在1782年曾将“斯图加特及所有施瓦本景象描绘为难以忍受且令人作呕”[15]，并把他身处卡尔学校的岁月感受为折磨，其他卡尔学校的学生则称之为一段恐怖时期。[16]人们深知君主任意与公爵无所不在的密探告密体系。年轻威廉的重要朋友之一施托伊德林的前途也因此毁于一旦。[17]施托伊德林曾徒劳地试图继续出版舒巴特批判统治的期刊《编年史》。黑格尔后来写道：专制制度毒害了生命与存在的一切源泉（GW 1, 373）。
此外，威廉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18]发挥了迄今为止极少受到重视的作用；荷尔德林称她为“女黑格尔”，[19]诗人施托伊德林以及威廉后来的朋友辛克莱大概都曾向她求爱。克里斯蒂亚娜摘录书籍、撰写诗歌、观看戏剧，并且像哥哥威廉一样法语极佳——是“一个个性鲜明、极富原创性的风貌形象”[20]。“女黑格尔”与施托伊德林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交好，后者是威廉跳舞课的舞伴，这证实了他早年与施托伊德林一家的相识。[21]熟人中还包括奥古斯泰·布赖尔，她是黑格尔妹妹的密友、克尔纳的未婚妻。斯图加特圈子不仅是一个男性朋友联谊会，年轻先生们的姐妹、表姐妹或未婚妻毫无疑问也属于其中：勇敢抗争压抑逼仄处境的克里斯蒂亚娜·黑格尔、[22]奥古斯泰·布赖尔与克尔纳的表妹威廉敏娜·埃尔泽瑟、豪夫姐妹以及施托伊德林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亦即一个“高贵女性密友”圈子[23]——众所周知，她们被剥夺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这位15岁的少年已在日记中记录下“直观美丽少女”时的特别之处。[24]谁若想获得幸福，就必须脱去自身的渣滓，而这一点在女性陪伴下能够最好地实现（GW 1, 536）。席勒与克里斯蒂亚娜·黑格尔的终生挚友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专门为年轻女孩与妇女组织讲座。他与菲利普·海因里希·霍普夫教授一起，定期在“黑格尔家中”与“多位年轻人聚会，给他们布置作文并批改”。[25]黑格尔在日记中略带神秘地记道，霍普夫和阿贝尔教授“光临拜访了我们的聚会……”（GW 1, 10）。在此，兼收男女两性的教化小组及朋友圈活动，与光照派秘密会社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因为阿贝尔和霍普夫都作为活跃成员在斯图加特分会发挥作用，前者自1783年起甚至以“阿布德拉的毕达哥拉斯”为化名担任负责人。[26]
2. 显赫文理中学——步入理智的世界

作为特权官员子弟（其家族属于所谓的名流阶层），威廉能够就读于离家不远的显赫文理中学达十二年之久，直至1788年；他从6岁生日起进入文理中学，1784年起升入高级文理中学。[27]按黑格尔的描述，核心在于“通过斯图加特文理中学的私人家教与公共教学接受科学教化，在那里讲授古代与现代语言，以及科学的初步原理”（Br IV/1, 88）。毫无疑问，威廉是一名勤奋好学、“学业优异”的学生。他始终名列全班前五名，[28]并对整个知识谱系都抱有兴趣。他的零花钱首先用来购买书籍。[29]1787年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的主要精力依然是语言，确切地说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此外，我偶尔也会学一点几何学与一般的数学”（GW 1, 30）。黑格尔与席勒、荷尔德林一样，必须走通过所谓“邦考”的艰难道路。通过这些考试，将决定图宾根神学院奖学金的归属，而这是通往高等教育的唯一可能途径。[30]1780年9月，除了10岁的威廉之外，还有一群杰出同侪必须参试；在众多日后的同学、朋友和熟人中，也包括尼特哈默与荷尔德林。[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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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的绝非一个平平无奇的少年，恰恰相反。从十岁起，威廉就是班里的第一名。他的许多老师都对他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班主任约翰·雅各布·勒夫勒赠予这位九岁少年一套18卷本的莎士比亚文集。[32]与席勒的情形类似，结识这位英国诗人的作品成为一次关键性的体验。[33]霍普夫、阿贝尔和海因里希·戴维·克莱斯（后者讲授哲学、宗教与希伯来语）诸位教授常与年轻的中学生一起散步，[34]并与他探讨各种各样的对象，如数学、几何学、天文学，谈论摩西·门德尔松的《斐多》以及柏拉图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形而上学。[35]霍普夫教授在数学方面担任他的私人家教、顾问与讨论伙伴，约翰·弗里德里希·洛伦茨与亚伯拉罕·戈特赫尔夫·克斯特纳的名牌数学教科书构成了学习的基础。[36]除霍普夫外，神学家兼哲学家阿贝尔也庇护关照他，阿贝尔是高等卡尔学校的教授，也是席勒当年的老师。[37]威廉在宗教事务顾问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里辛格处接受坚信礼教导，坚信礼于1784年11月21日在格里辛格所在的圣莱昂哈德教堂举行——这对黑格尔而言是一大幸事，因为格里辛格是理性主义启蒙神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凭借其自由派见解——格里辛格甚至被怀疑为异端与怀疑成瘾——以及在宗教教化和国民学校教育方面的相应努力，[38]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这位少年的宗教理解及其对教育学和教化的持久兴趣。在黑格尔告别文理中学的演讲中有一句话：“由此可见教育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福祉有着多么巨大的影响！”（GW 1, 49）。威廉肯定也了解了格里辛格对《约翰福音》的特殊展示。此外，这名学生还获准使用这位神学家的私人图书馆，并从中借阅了克斯特纳的数学教科书。[39]这位15岁的少年已经与他的老师和熟人交流传统形而上学、神学与启蒙哲学的重大论题。他们大概也谈论过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的《癫狂的苏格拉底》与《阿伽通》中的苏格拉底形象，探讨作为专制制度反对者与希腊自由伟大卫护者的苏格拉底。威廉还阅读了约翰·戈特利布·赫尔德以及瑞士诗人兼博物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的诗作。[40]卡尔·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杜滕霍费尔与阿贝尔一样同为卡尔学校教授，他作为私人家教以几何学与土地测量展示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统一，并传授给这位少年天文学的基础知识。威廉似乎很崇敬同乡兼图宾根神学院毕业生约翰内斯·开普勒。他还对色彩学说深感兴趣（Ros 14）。毫无疑问，这些学者并未忽略这位少年的非凡天赋，霍普夫教授在对其中学毕业论文的评判中写道：‹吉兆当头（felix futurum omen）›——这名少年毫无疑问大有前途。‹没有任何评语能像这一条那样得到如此印证。›[41]
3. 摸索走向科学与哲学

在世间存在的美好与良善之物中，
众神不付出辛劳与勤勉
便不会赐予凡人分毫。
色诺芬[42]

早在这位人文学社高中的学生身上，就已显露出接近哲学文本与问题领域的迹象。黑格尔思维方式最初的、绝非固定的轮廓开始浮现。虽然极度有限的文献基础仅允许我们锁定些许证据与线索，但根据现存资料人们完全可以推想有多少手稿已告散佚。在其手稿的最严重损失中，毫无疑问包括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精心预备研读草稿、[43]斯多亚学派爱比克泰德《手册》的完整译本，以及对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与《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的翻译练习、对朗吉努斯《论崇高》论著的移译（Ros 10）、关于荷马《伊利亚特》的研习（仅有微小的残简流传下来）[44]以及关于席勒《非埃斯科》的残篇——对一名中学生而言，这无疑是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研读任务（Ros 10以下）。对于他初露端倪的哲学兴趣，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斯多亚学派爱比克泰德关于自由与自身规定理解的钻研，爱比克泰德承接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抉择与行动（prohairesis）的思想。他后来在图宾根的老师卡尔·菲利普·孔茨也翻译了爱比克泰德的《小手册》（《手册》）。对爱比克泰德的着迷，也在于后者作为奴隶的人生历程以及与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形象的相似性。威廉1785至1787年的日记、他在1785至1787年间对书籍和期刊的摘录，以及罗森克兰茨曾过目的中学时期文献，也提供了关于他偏好读物的一些线索。黑格尔独特的文书分类法、那套自创的手稿收集体系成了传奇：“凡是他认为值得注意的内容……他都写在一张独立的纸片上，并在上方标明总类目，特殊的具体内容必须归摄于该类目之下。随后他在上边缘中央用大号字母写下……该词条的关键词。这些纸片他再按字母顺序整理自存，并借助这种简便的装置，得以随时使用他的摘录”（Ros 12以下）。
黑格尔的兴趣核心是希腊与罗马经典作家，从索福克勒斯到欧里庇得斯，从“神圣的”柏拉图到敏锐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诗学，还有爱比克泰德、德摩斯梯尼和忒奥克里托斯。通过西塞罗和盖利乌斯，他熟悉了怀疑论的思维形式，知晓了作为审视者与探究者（quaesitores et consideratores）、作为检视者与考察者的怀疑论者。另一个重心在于启蒙哲学：约翰·格奥尔格·苏尔策、[45]克里斯蒂安·加尔韦、门德尔松、[46]莱辛与赫尔德，关于历史、[47]心理学与教育学的著作，约翰·海因里希·坎佩的论文、[48]约翰·雅各布·莫泽尔关于国家宪政的研究，[49]尤其是卢梭的著作。卢梭的《忏悔录》以及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费德尔的《新爱弥儿》都属于被吸收研读的著作。[50]迄今未被关注的是莫泽尔之子、出身斯图加特的国家学者兼政治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的著作。15岁的黑格尔曾将其《道德与政治文集》中略作改动的一段话题写在一本纪念册上，这是黑格尔流传至今的最早手稿之一：[51]
哦，幸福的人啊，其命运
庇佑他远离显赫名声与浮华幸运，
他嘲弄那被世俗捧高的一切；
他鲜受事务枷锁之压迫，
将肉体与灵魂的最优力量
化作践行恬静德行的器具。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曾在耶拿求学四年，并在18世纪下半叶受到舒巴特、赫尔德与歌德等人的吸收借鉴。凭借其著作《主子与仆人》，他被视为君主任意与专制制度的批判者，该论著中的一句话或许曾启发过这位中学生：“一个体系需要完备性、根基、秩序、诸部分对整体的一致性以及诸部分之间彼此的正确关系。”[52]在加尔韦主持翻译的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中，专制被批判为单个人的最高权能，是一种强行霸占并通过消灭其他一切诉求得以维持的权能。[53]批判专制制度这一动机将伴随黑格尔此后整个理智历程。威廉对苏尔策与夏尔·巴托关于美学的经典著作也很熟悉，其中很多书是在藏书丰富的公爵图书馆中阅读的。[54]这位中学生还研读了共同决定德国哲学格局的影响深远的期刊，如《普通德意志图书馆》（GW 1, 32, 545）、《柏林月刊》以及耶拿的《普通文学报》。通过这种方式，他熟悉了当时的争论，特别是莱辛以天才方式关于启蒙的辩论——从《智者纳旦》[55]中关于宽容的思想，到《人类的教化》以及在《爱米莉雅·加洛蒂》中对小邦专制制度的批判，直至浅薄平庸的半吊子启蒙。黑格尔思考着实用的历史、自由与幸福，“虽然为占统治地位的启蒙所打动，但他绝非其无条件的崇拜者”。[56]他在自述中谈及掌握莱布尼茨与沃尔夫形而上学及逻辑学知识的情况，极具启发性：“12岁时掌握了清晰理念（idea clara）的定义，14岁时完全领会了沃尔夫的逻辑学教科书”。[57]文理中学课堂上使用的费德尔（常人知性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提要，正如门德尔松的著作一样，传授了沃尔夫道德哲学的一种通俗哲学形式。[58]年轻威廉的直接邻居、卡尔学校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教授、同为席勒老师的莱布尼茨与沃尔夫追随者约翰·克里斯托夫·施瓦布很可能给予了他启发。[59]施瓦布特别看重逻辑学说，认为哲学课程应以其为开端。这位中学生无论如何在14岁时便已熟悉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逻辑学。上述这一切都与那种认为他当年平平无奇的虚构传闻针锋相对。
4. 常人知性与奇迹信仰——黑格尔之师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

神学家兼哲学家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大概是这位中学生哲学教化的核心人物，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复杂的理智氛围，其特征在于当时影响深远的共通或常人知性哲学（托马斯·里德、詹姆斯·比蒂、克里斯托夫·迈纳斯、费德尔、加尔韦）与启示宗教正统教条之间的共生，以及伴随康德哲学兴起而来的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早在斯图加特就已置身于这一张力场之中。
第一，阿贝尔推崇的作者处于这名学生阅读的核心：莱布尼茨、沃尔夫、门德尔松、莱辛、弗格森、哈勒、苏尔策、巴托。苏格兰常识哲学与弗格森的实践哲学[60]构成了阿贝尔教学的核心要素；弗格森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对黑格尔产生了惊人的深远影响。此外在18世纪80年代，康德哲学也进入了阿贝尔学说的显要位置。第二，这位卡尔学校教授早在1774年就将教育独立思考视为哲学教学最崇高的旨趣；这也对黑格尔产生了长久的影响。[61]第三，阿贝尔具有启蒙色彩的“常人知性哲学”将英国经验论的物理主义与心理主义成分同里德与比蒂的苏格兰常识实在论思想结合起来。
“真正的哲学”——这位老师在1776年写道——“是常人知性的哲学，正如里德和数位英国人所倡导的那样。”[62]相反，巴克莱与大卫·休谟的哲学被视为形而上学的疯狂，因为正如阿贝尔引用的权威比蒂所言，健康的理性已被“怀疑论的毒药”所感染。[63]按照阿贝尔的说法，我们必须同里德和比蒂一道追随自然，信赖我们的观察精神，并从个别与感性之物着手，因为唯有感性的认识活动才能带来无条件的、毋庸置疑的确知。因此，观察与归纳处于中心地位，旨在以一种经验论灵魂学说的形态收集“外部世界的数据”与“内在世界的数据”，这种灵魂学说致力于查明我们意识的事实。[64]
然而，康德明确在其《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对这种常识哲学发起了猛烈抨击，阿贝尔于1787年以其著作《试论思辨理性的本性。评析康德体系》对此作出回应。在这部著作中，他与里德和比蒂的某些立场拉开距离，以求“拯救形而上学的旧大厦”。从经验进行推导因无法实现完备归纳而告失败，这是阿贝尔对“怀疑成癖的”休谟所作的让步。但康德认为我们绝不可能离开空间与时间进行直观、绝不可能脱离范畴进行思维活动的主张，同样无法通过经验得到证明，因而只能是先天（a priori）的，这样康德便陷入了用先天主义来为先天主义辩护的循环之中。[65]因此，在通过经验的中介性进行的奠基以及先天途径皆告失败之后，阿贝尔诉诸一种“抽象力”的直接性，诉诸以本原心理法则形态直接给定的意识事实，这些法则作为我们知性现成存在的、非任意的且必然的运作是确定无疑的。阿贝尔将经验心理学作为基础科学，但“试图从灵魂能力借以能动运作的法则中，同时为先天认识的可能性进行辩护”，[66]用阿贝尔的话说就是：灵魂中的先天（a priori in der Seele）。我们通过将这些内在法则转移到对象之上、将主观之物转移到客观之物之上，从而通达“真实的外部事物”。例如，从非任意的“力”这一抽象中，推断出包含该力的某种存在者。空间与时间不能仅仅被视为直观形式，而且也可以被视为某个真实事物的真实规定。在此，对康德值得关注的质疑与基于单纯发现意识事实的合法化构想结合在一起，即对意识之事实（Facta）的确信，亦即关于一种直接确知的论点，但始终建立在存在直接感性认识这一断言的基础之上。
阿贝尔与黑格尔或许也曾就此进行过讨论，无论如何，这位中学生似乎熟悉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67]并且最迟在1788年通过抄录乌尔里希《自由学》以及奥古斯特·威廉·雷伯格《论形而上学与宗教的关系》的书评，[68]对研讨康德的各个面向有所了解，不过也许尚未详细研读康德的著作。尽管如此，通过这些辩论，他的问题意识无疑得到了磨砺，并且已经可以隐约瞥见在耶拿最初出版物中诸多总主题的闪现：常人知性哲学、德行与幸福、直接确知、怀疑论、信仰与知识。
后一个主题引出了阿贝尔见解的另一支柱。[69]正如里德与比蒂那样，常识哲思与启示宗教思想交织在一起。在苏格兰人指责同胞休谟对基督教信仰进行怀疑论式的否定之后，如今康德也被指责：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阐述的主张——凡不是可能直观之对象的事物，也不能成为我们知识的对象——从根本上攻击了神学，并将上帝贬低为一种范导性理念。根据主张基督教与理性具有同一性的阿贝尔的看法，“按照人类知性的法则，必然要假定一个依任意改变世界、创生一切幸福的存在者，一个全能、全知且至善的上帝”，这便包含了对奇迹的信仰。黑格尔获悉关于康德上帝理解及其批判的争论，前述雷伯格书评即证明了这一点。该文探讨了最奇特的形而上学思辨与宗教的相容性思想。在此语境下，“斯宾诺莎的体系”也明确受到关注，伴随着对斯宾诺莎主义作为极端教条主义、怀疑论和无神论的抨击，以及对“不久前出版的卓越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提及（GW 3, 198页以下, 194）。
对基督教宗教不同阐释的研讨随后在威廉于图宾根的神学与哲学学业中占据了显著地位，并塑造了他早期的思想道路。在图宾根时期——阿贝尔于1790年被任命为戈特弗里德·普卢克特的继任者前往该地——昔日老师的哲学影响日渐衰退。早在1787年的斯图加特，这位17岁的少年就与“上帝作为全能存在者完全依任意统治一切”的宗教表象拉开了距离（GW 1, 42）。他的立场与阿贝尔形成鲜明对照，而更多倾向于席勒关于意志自由的理解，在其中人能够行德行也能作恶，幸福或不幸皆掌握在自己手中。按照黑格尔的文本《论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宗教》，阿贝尔所阐述的全能任意存在者的正统论点属于各族群的童年期，属于自然的本原状态。但即使在“我们自夸的启蒙时代”，情况亦复如是，这是这位中学生对其老师的又一次猛烈抨击（GW 1, 42）。黑格尔在此使用了一个尚不甚明晰的人民宗教概念，该宗教建立在某种教化阶段之上。他在此能够借鉴卢梭在《爱弥儿》中的上帝观，其中在抵制一切宗教中的迷信以及反对神明降下福祸这一表象的转向中，上帝与知性及良善的理念联系在一起。人类的童年期、神话时代、即“古代世界的表象方式”（谢林），借助人类的教化（莱辛）被抛在身后。这位中学生熟知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关于人民宗教（公民宗教，religion civil）的思想。黑格尔践行了被哲学与神学教条主义者所憎恶的彻底检视意义上的怀疑，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怀疑论激情宣称，由于习惯或传统，“最荒谬的胡话被视为理性，可耻的愚行被视为真理”。依据皮浪怀疑论不偏不倚进行考察的指导思想，这位中学生就已经定言地要求：“检视我们继承并流传下来的见解，哪怕是那些我们从未对其产生过怀疑或猜测的见解，它们也许完全是错误的，或者只是半真半假的”。呼应着康德与怀疑论者，文中所述这“应当将我们从沉睡与怠惰中唤醒”（GW 1, 45）。卢梭与康德进入了黑格尔的思想天地，而阿贝尔将从中淡出。对这篇文章十分满意的中学老师没有批评其内容，而是批评了他的口头表达。[70]口才上的短板已经显现出来，这想必给这位天赋异禀的优等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5. 古代与现代诗人——艺术与自由

除了翻译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等希腊作品的练习之外，黑格尔还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启蒙美学，对希腊诗歌的起源与吸引力、[71]其独创性与质朴性展开了思考，以区别于莱辛所描述的“冰冷的书斋学问”。这体现在作于1788年8月7日的简短手稿《论古代诗人的若干特征差异》中，其中包含了对古今之争的精练反思。对希腊精神的深切接纳“已然是对冷酷、缺乏直观、匮乏之物的真正反弹，而启蒙蜕变为半吊子浅薄启蒙时正日益明显地走向这种境地”。[72]正如宗教一样，艺术同样发源于民众的精神。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在酒神节庆典中有其前史，喜剧则发源于“乡民粗鄙的滑稽剧”（GW 1, 48）。在雅典人那里，喜剧受到了特别的珍视（Ros 461）；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称，他们是一个崇尚滑稽的族群。在他们中间，“这一体裁［喜剧/滑稽］必然会大获成功，相反，严肃的罗马人对更精妙的滑稽却不可能有任何感觉”。[73]
维兰德的著作也是这位中学生的读物。据说他曾“广泛阅读并研读”这些作品。特别是“维兰德对贺拉斯书信的剖析被广泛借鉴”，[74]其注释被用来确立自身的独立立场（GW 1, 532）。后来黑格尔典型的反古典主义倾向——相对于悲剧更加推崇喜剧，以及对文学中诙谐幽默传统的喜爱——在此初露端倪，这种传统例如从阿里斯托芬、普劳图斯和琉善，经由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延伸至斯特恩和让·保罗。在图宾根时期，阿里斯托芬因其机智和对诸神的嘲弄而受到赞美（GW 1, 80）。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一样，黑格尔也跃入“希腊式明朗的海洋”，并偏爱“诙谐的悲剧”。[75]黑格尔一向喜爱妙趣横生的妙语包袱（Ros 13）。在阅读莎士比亚文集时，这位少年大概也偏爱喜剧部分：《温莎的风流妇人》以及那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酒鬼约翰·法斯塔夫爵士（HBZ 3）。除了这位英国诗人也曾参考过的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外，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为黑格尔的手稿《三人会谈》（安东尼、屋大维与雷必达之间的对话）奠定了基础；据罗森克兰茨所言，这是这位哲学家“有史以来最古老、最早的书面著述成果”。[76]莎士比亚天才构思的恺撒葬礼演说给威廉留下了深刻印象。[77]这位中学生似乎也追随维兰德的观点，后者在《阿伽通》中赞扬莎士比亚兼具悲剧与喜剧的双重天才；从国王到乞丐、从恺撒到法斯塔夫的整个人类生活都在其中得到呈现，而非仅仅局限于“重大宫廷政事剧”。[78]黑格尔的兴趣指向以诛戮暴君这一形式抵抗专制统治的法权。在后来的图宾根残篇《我们的传统》中，便有对《阿伽通》的引用，在其中哈尔摩狄奥斯与阿里斯托吉同因诛杀暴君而被视为共和主义的先驱与象征。[79]当然，黑格尔也可能从赫尔德的《自由之歌》或约翰·威廉·冯·阿尔兴霍尔茨的《密涅瓦》（1792）中得知此事。[80]“反抗暴君”（in tyrannos）作为席勒《强盗》的题词，对于这位中学生来说是耳熟能详的。
关于古代与现代艺术之争，痛骂德国观念论与黑格尔的阿图尔·叔本华贡献了一则有趣的趣闻逸事：罗森克兰茨提到黑格尔在1787年元旦的日记中写道，他曾满怀热情地阅读约翰·蒂莫特乌斯·赫尔墨斯的小说《索菲从梅梅尔到萨克森的旅行》。这条笔记引发了一连串恶意的流言蜚语。叔本华洋洋得意地写道：“我的案头至爱之书是荷马，黑格尔的至爱之书是《索菲从梅梅尔到萨克森的旅行》。”[81]库诺·费舍尔也受此感染，称其为“我们当时文学中最拙劣、最乏味的粗制滥造之作之一”，并将黑格尔贬为“毫无光彩的平庸少年”。[82]然而，作为斯特恩追随者的叔本华本该知道，赫尔墨斯的小说恰恰植根于斯特恩式的传统之中。[83]这部启蒙小说当时位列德国畅销书榜，虽然未达到赫尔墨斯在柯尼斯堡的大学同窗希佩尔那样的“诗性高度”或幽默感，却构成了后者《上升线上的生平》的重要前提预设。撇开这点不谈，青年黑格尔本来就是荷马的热心读者，[84]并且曾致力于翻译《伊利亚特》。
旅行小说与教化小说这一现代体裁，以及漫游求学岁月的主题，在黑格尔后来的美学中被视为现代诗性艺术的范式。在此展现出诗性自我叙述、自我描绘、富有想象力的幽默自我建构、独白以及与自我自身的诙谐对话。幽默主观性的散步、在自我之中的旅行以及自我意识在自身领地上的漫游，进一步成为黑格尔在耶拿创作的千秋巨著《精神现象学》的呈现方式典范。在该书中，教化小说的诗性形式被转化为概念的形式，转化为作为智慧的索菲亚的生平历程，转化为一次通往知识的世界之旅，这被理解为意识“漫游”并“经验”其一系列形态的发展道路，理解为怀疑论式的“意识迈向科学的教化”。阅读这些小说，为这位中学生逐渐形成的世界理解提供了一块不可低估的拼图。
6. 世界的“链铐之屋”——卢梭与席勒

除了克洛普施托克的颂歌、维兰德的小说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之外，威廉很早就阅读了席勒的《非埃斯科》。罗森克兰茨提及黑格尔对该剧的钻研（Ros 10以下），在该剧中作者用大写字母书写了“服从”（Subordination）一词。黑格尔对这部献给其老师阿贝尔的共和主义戏剧的分析不幸散佚。克里斯蒂亚娜与威廉喜爱席勒的语调、《强盗》与《欢乐颂》，喜爱自由与专制的主题以及为年轻叛逆一代发声的新语言，呼应了卢梭的名言——人生来本非君主或富豪，所有人皆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黑格尔还通过费德尔的《新爱弥儿》（GW 3, 168, 274）、加尔韦、赫尔德与伊萨克·伊泽林，接触到了卢梭关于统治与压迫、关于人性堕落的理念。据罗森克兰茨所述，黑格尔早在中学时代就“广泛且乐此不疲地阅读”卢梭的作品（Ros 33）。斯多亚学派奴隶爱比克泰德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阿贝尔不仅能在席勒心中，也能在黑格尔心中唤起对莎士比亚的热情。在阿贝尔的《论伟大心灵的产生与表征》（1776）中可以读到：“没有激情，就从来不曾成就过任何伟大之事，不曾成就过任何光荣之事”。[85]这一思想在黑格尔身上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数十年后他写道：“没有激情，就什么伟大的事业也没有完成过”（GW 20, 471）。
在文理中学修辞学教授巴尔塔萨·豪格的宅邸中，[86]席勒写就了他的诗作《友谊》，该诗末尾诗句稍作改动便成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结语：“从这灵界王国的酒杯中／向他泛出他的无限性”（GW 9, 434）。黑格尔借此向他那位著名的、于1805年过早离世的斯图加特时期邻居树立了一座丰碑。从席勒几乎同时创作的诗作《卢梭》中，很可能产生了激发黑格尔对这位法国思想家着迷的决定性动力，席勒将卢梭的哲思比作普罗米修斯之火，奋起反抗“自私自利的鬣狗”与贫困的恐慌。[87]席勒在《非埃斯科》中借用了卢梭关于锁链的意象；在暴君船上被捆绑的划桨奴隶将挣脱并扯断他们的链条。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后来都曾用这划桨奴役的隐喻来描绘他们在图宾根的岁月。因为权欲将世界粉碎成一座“铮铮作响的链铐之屋”，暴君必须被推翻[88]——席勒正如在他之前的卢梭一样摧毁了“精神的巴士底狱”，“构筑着自由的殿堂”。[89]卢梭与席勒在国家与历史脉络中对思考自由所提出的挑战变得清晰可见：“获得自由吧，热那亚，而我将成为你最幸福的公民”。[90]这种自由的激情同样出自黑格尔笔下的屋大维之口：“我不习于做奴隶的脖颈，不习惯向一个统治者居高临下的目光低头”（GW 1, 39）。卢梭与席勒将一直作为两颗指路明灯，留在黑格尔直到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苍穹中。
借鉴黑格尔后来的话语，他在斯图加特的童年与青年时期可以总结如下：人们看到年轻的威廉骑马出征，去初识知识的王国，起初是搜集资料，继而在科学、宗教和艺术及其问题情境中展开最初试探性却已颇具自信的探索。他的兴趣谱系从道德与幸福，经由文化与自然性、孤独与社交，一直延伸至历史以及教化与人民宗教的关系，后者进入了他最初书面表达的核心。但恰恰是这种与基督教宗教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对卢梭作品的阅读，对青年黑格尔而言显现为极具或然性的。在他看来，人必须在善恶之间作出抉择，异教徒试图通过斋戒与献祭来平息诸神愤怒的谬误，在许多基督徒（无论是路德宗还是天主教徒）身上同样存在。[91]学业成就与痛苦打击交织在这位天赋异禀的中学生的青少年岁月中。特别是在勒夫勒、霍普夫、克莱斯、格里辛格与阿贝尔那里，他在中学时期拥有了才思敏捷且思想自由的导师。威廉虽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显赫文理中学毕业，并在所有重要科目上都被证明具有杰出才华，但他在演讲与布道方面的缺陷也被直言不讳地指出。[92]对于这位优等生来说，这种评价无疑是一次破灭幻想的打击，也是对他既定牧师职业生涯的一项沉重包袱。
在耶拿最初出版物中诸多总主题的闪现，在此已可辨识：信仰与知识、常人知性哲学、自然法权与实践理性、怀疑论。[93]反对专制的冲动以及尚显抽象的自由理念，是在并不轻松的境遇中形成的。然而威廉参与到了探讨共和主义与民主理念的团体中；前述与施托伊德林家族及克尔纳家族的联系便可作为典型例证。无论如何，威廉凭借其惊人的、具有全面教学式倾向的教化积淀，在理智上为前往图宾根攻读神学做好了充分准备，但修辞表达却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与他自己思想“呈现的斗争”将伴随他终生（Ros 17）。在中学时代，古典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莱布尼茨-沃尔夫形而上学、苏格兰、法国与德国的启蒙思想（除卢梭外，还有约翰·洛克与休谟），以及阿贝尔所传授的苏格兰与德国常识哲学，为他在哲学领域提供了最初的导向。此外，他也初步领略了康德式的思维方式。希腊悲剧与喜剧诗人、威廉·莎士比亚以及斯特恩风格的现代小说，同样对这位学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心中的主要英雄是卢梭与席勒以及他们关于自由的思考。自斯图加特时期起，对黑格尔而言便适用如下评语：“他真正的独特性在于认识活动的最高充沛精力”（Ros 22）。
正如在谢林与荷尔德林家族中一样，斯图加特的黑格尔家长子也注定要奉献给上帝，成为神学院学生与教职人员。[94]然而，这名中学生的偏好读物表明，威廉的特殊兴趣早在斯图加特时期就已指向了哲学领域。他与基督教宗教的关系暂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位准大学生也清楚1788年10月21日签署的誓约文书的内容，他在其中必须承诺完全顺从，只专注于神学而“不从事任何其他行业”，作为公爵的仆人听候差遣，并在求学期间始终“至为恭顺听话”。为此，父亲不得不以书面形式抵押了自己的全部财产。[95]1788年10月22日，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出版数月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数月，黑格尔在图宾根注册入学：“来自斯图加特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derich Hegel aus Stutgardt）。
II.
‹我的国不属于这座神学院›——
黑格尔在图宾根的求学年代 
(1788–1793)

谢林与黑格尔，
在咱们这儿是常态，
荷尔德林与豪夫，
在咱们这儿谁也不见怪。
略经改动的诗段，
出自爱德华·保卢斯

在黑格尔开始求学时，融合了乡村与城镇环境特色、被森林覆盖的丘陵与山峦所环绕、坐落于内卡河与阿默河交汇处的小城图宾根约有6000名居民。除了约有500名成员的大学之外，农业和葡萄种植构成了这座小镇的风貌。歌德曾写道：“朝向东面、面朝内卡河的斜坡，”展示了“巨大的学校、修道院和神学院建筑；中部城区宛如一座古老、随意拼凑起来的工商业城镇；朝向西面、面朝阿默河的斜坡，以及该城地势低平的下部，居住着园艺工人和田作农人，房屋建造得极差，仅仅勉强遮风挡雨。”[1]另有访客报道说，该城“地处三座最怡人、最肥沃的山谷之间，紧靠内卡河”，并且“全赖这所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赋予其全部价值与显要地位”。[2]然而人们也能读到关于幽暗、阴郁、曲折而肮脏的小巷以及破败的中世纪小屋的记述。在图宾根残篇《希腊人与德国人的建筑风格》中，青年学生黑格尔写道：希腊人的聚居地以自由开阔的街道、宏大的广场以及用朴素、优美而高贵的风格建造的庙宇为特征，而我们的城市却有着恶臭的小巷，房间狭小而昏暗，大厅低矮而压抑，“庙宇是哥特式的庞然大物”，堆砌着“幼稚狭隘的饰物”，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崇高感中展示着“死神的丑陋假面”，而非希腊人那般明朗而欢悦的想象力（GW 1, 81）。
黑格尔在1788年至1793年的求学年代，正值一个在政治和哲学上都极度动荡的时期。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随着攻占巴士底狱而爆发；8月26日，巴黎的国民议会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2年瓦尔密战役之后——青年黑格尔对此战“抱有极大兴趣”（Br III, 184）——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一年后，《忿激派宣言》敲响了雅各宾派夺取政权的钟声。在这些年间，康德出版了他的《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判断力批判》（1790年）以及最后的1793年论著《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这些论著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1787年）一道，标志着“全德意志思想体系中一场革命”的开端（Br I, 23）。不可剥夺的人权宣言及其第一条——“人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3]以及卢梭-康德式的自律思维方式，成为这位斯图加特青年决定性的启迪与挑战。直到数十年后，法国大革命在他眼中依然是“一切有思维活动的精神都为之庆祝的壮丽日出”。[4]这一时期图宾根神学院内部同样笼罩着一种绝无仅有的精神氛围，其特征表现为法国革命反对者与支持者之间的交锋，一方面是以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施托尔、约翰·弗里德里希·弗拉特和约翰·弗里德里希·勒布雷为主的神学教授，另一方面则是学生与助教中的新哲学拥护者：“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图宾根，理性的自律与上帝之言的权威之间的斗争，在任何地方都不曾像在这里那样激烈。”[5]此外还出现了一个对哲学而言非同寻常的星群组合，大概唯有1800年前后的耶拿堪与比拟：荷尔德林、谢林和黑格尔构成的“神圣三角”，他们在1790年冬共同居住在有史以来最非凡的学生宿舍——位于猎人楼区的奥古斯丁寝室，其东翼也被称为奥古斯丁楼区[6]——这是欧洲精神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幸运机遇。“这间屋子是最好的之一，朝向东方，非常宽敞，而且已经在二楼。我这一届有七个人住在里面。”[7]1791年，奥古斯丁寝室住有16名公费生。[8]黑格尔在前四个学期大概住在老鼠楼区。[9]
1. 图宾根神学院——精神与桨帆船

坐落于原奥古斯丁隐修会修道院旧址的神学院，无可争议是这座小城天地的精神中心。早在开普勒[10]时期，他便在这里了解了通向日心世界观的哥白尼式转向，并对行星轨道进行了沉思。1790年前后，三颗理智巨星开始在图宾根升起闪耀——荷尔德林、黑格尔与谢林。他们将投身于康德在哲学中开启的哥白尼式转向。1791年，大学注册在读的学生有188名，其中148名是图宾根神学院的神学候选人，自16世纪以来该神学院便是一所神学高等学府。女学生则被排斥在外。
在黑格尔这一届（即1788年的“届次”）学生中，大多数人（首推荷尔德林）都来自毛尔布隆修道院学校，并且早已体验过如何在《在轮下》被管教培育，恰似赫尔曼·黑塞小说中的汉斯·吉本拉特。不过也许“其中不乏一两个机敏而顽固的施瓦本犟脑瓜，他们总能在岁月的流逝中挤入大千世界，将自己始终略显枯燥而固执的想法塑造成全新庞大体系的核心”。[11]除毛尔布隆的学生外，还有四名斯图加特文理中学毕业生加入进来，其中包括黑格尔。谢林的弟弟卡尔因为黑格尔在斯图加特受过的学校教育，称赞他具有一种“更为成熟练达的世务理解力”、沉稳的气度以及对“近代文学”的卓越知识。在卡尔眼中，黑格尔无论如何都是“最机敏、最能干的人才之一”（HBZ 15）。来自符腾堡莱茵河左岸地区的蒙贝利亚尔公费生，对于神学院接收革命事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2]各届次均以当届首席生命名，本届则以卡尔·克里斯托夫·伦茨命名。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由此归属于伦茨届。[13]学生们始终处于“排定座次”的状态，即不断接受考核，并依据成绩和操行排定名次；1789年黑格尔位列第5名，荷尔德林位列第8名。令人惊讶的是，两人都绝未登上领奖台，这对多年名列第一的优等生黑格尔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处境。
[image: ]城堡右下方紧靠内卡河畔的公爵神学院（1793年前）

该神学院被视为符腾堡牧师与学者的“温床”，是该邦精神精英的摇篮，但与此同时也被视作“可怕的城堡”，一所修道院式被严格规训的机构。[14]一些神学院生察觉到了“自由、近乎放荡不羁的思维方式”与“极度奴役般的对待方式”之间不可理喻的反差。神学被看作“一头长着一百个脑袋、每个口中都喷射烈火的怪兽”。[15]科学与研究只能在狭隘的限制中开展。格奥尔格·克尔纳借鉴赖因哈德的尖锐批评，指责符腾堡教育机构的双重面孔。关于卡尔高等学校，他报告说该机构存在一种“全校与自身处于矛盾之中的组织”——“科学之极与服从之极针锋相对”。克尔纳关于卡尔高等学校的报道，同样适用于图宾根神学院。正如席勒在斯图加特一样，神学院的学生们也必须过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施展自身才华，另一方面无条件服从。在图宾根助教康茨看来，教化与令人窒息压抑、扼杀灵性的氛围截然对立。[16]对于贫困家庭的聪明孩子来说，“只有唯一一条狭窄的通道：通过邦考进入修道院初等预科，由此升入图宾根神学院，再从那里走向讲坛或大学教席”。[17]依靠国家公费——学费、住宿、伙食和学习材料均免费——他们得以了解人文学科知识的各个领域。在专制环境中踏上这一教化之路，也是黑格尔的宿命。
尤为值得强调的是极其出色的语言训练，特别是在希腊语与拉丁语、古代文学与哲学方面。荷尔德林、黑格尔与谢林对希腊古典经典的自如驾驭与高超造诣堪称令人赞叹的典范，例如他们对荷马、索福克勒斯或柏拉图的翻译练习，他们对希腊悲剧以及黑格尔对喜剧的深切熟稔。在图宾根的一篇残篇中，这位斯图加特人将人文学研习（studia humanitatis）界定为：通过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宗教、另一种文化来获取关于人性与理性的知识。就在这座新教神学院的腹地，发生了一场古代文明的文艺复兴与重振。文化上的相异者被用作反抗现存体制的象征性反向理想。“黑格尔在荷尔德林身上发现，他对希腊精神的挚爱已经凝聚到了极点”（Ros 40）。
除了官方教学内容（尤其是神学）之外，还有许多神学院生自发的研习，以及他们在读书小组中讨论的思想与见解。在单调乏味的神学纲要之外，这些机敏的青年阅读席勒的戏剧与诗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以及斯宾诺莎和康德的著作、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荷尔德林与黑格尔的友人施陶德林关于自由和“人类神圣权利”的论文、他的诗作《高卢的自由》（Galliens Freiheit）[18]，以及来自大革命巴黎的报纸和阿兴霍尔茨的《密涅瓦》（Minerva）。
对黑格尔的学识培养起过重要作用的助教们，如康茨、克里斯托夫·戈特弗里德·巴尔迪利和伊曼纽尔·卡尔·迪茨，以不同方式推动了反对派精神的形成。1791年，康茨对他已身居巴黎的友人赖因哈德声称自己是“法国宪法的热忱拥护者”；[19]法国著名政治家兼外交家塔列朗以赖因哈德为例，赞扬图宾根的教化赋予了人“一种论证上的力量与兼具的弹性”。[20]神学与哲学中的重要思想被提上日程，文本阐释的技艺得到了磨砺。巴尔迪利讲授希腊哲学史[21]与逻辑学纲要。“忿激派”迪茨借助康德思想猛烈抨击神学教授们的教条教义。[22]学生们自发结成研读康德的小组；据说一名神学院生甚至抄录康德著作来撰写布道词。[23]正因如此，神学院生尼特哈默在1791年担忧“迫在眉睫的宗教裁判”。[24]
在神学院里，《圣经》、《协和信条》[25]与神学院规章的三位一体宛如铁律般森严统治着一切。赖因哈德将学生比作在一艘大桨帆船上服役的“划桨奴隶”，他们处于僵硬严苛的指令体制下，彼此束缚甚至用铁链锁在一起，必须按照上级指令重复千篇一律的动作[26]——镣铐、锁链与奴隶再次成为卢梭与席勒式的隐喻。格奥尔格·克尔纳也谈到这是一种“真正的苦役桨帆船劳役”。[27]人们虽有“卓越的教师与教授”，但目的却是为国家与教会培养“盲目效忠的奴仆”；然而未造就博学的奴隶，却往往滋生出“反对派精神的有害萌芽”。[28]在不同的记述中，那艘旧桨帆船被描绘为破败、幽暗、透风且逼仄不适。一间屋子往往住着十多名学生，陈设极其简陋，取暖严重不足。然而令荷尔德林及其同学感到痛苦愤懑的，绝不仅是这些恶劣的生活条件、污浊的空气和粗劣的伙食；整个氛围在才思敏捷的神学院生中间激起了“绵延不绝的烦闷沮丧”。
人们驾驶着神学的桨帆船犁过知识的海洋。荷尔德林的这一意象也被其他杰出的神学院生所采纳，从赖因哈德到康茨，从黑格尔到威廉·豪夫。在这所高等学府中，人们日复一日地诵读《圣经》，把全部混乱芜杂的神学强行灌输下去。[29]无用的琐碎字句折磨着记忆，精神被“扼杀在最沉浊的学塾尘埃之中”。对于荷尔德林的友人鲁道夫·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马格瑙而言，在神学院的生活“从第一刻起到我告别离去都令人不堪忍受”，森严的规章管束、成千上万次的屈辱、陈腐的修道院礼节和裙带人情网沉重地压在心头——“愚妄的蜂群”在深宅高墙中嗡嗡作响。[30]荷尔德林明确表达了对“任意”的反抗，康茨自感是“奴役机器上一枚可怜的齿轮”。[31]这种机器齿轮的隐喻后来也见于席勒的《审美书简》以及《德国观念论的最早体系纲领》中。来自神学院规章的无休止压力、近乎无数次的考核与严苛的巡查，再加上刺探窥伺与告密告发，导致了一种“奴隶般的对待方式”，这种对待方式“仅对个别优秀之才未产生影响”（Br I, 12）。然而，当时尚处于乐观开朗且渴望求知教化阶段的黑格尔，却低估了神学院体制的致命影响。在阳光的一面，我们看到的是图宾根这场戏剧的英雄们；在阴暗的一面，则是“三分之二的蠢材、无知之徒与嫉妒之辈”，[32]以及那些如今大多已被遗忘的消沉者、失望者与自暴自弃者，例如天赋极高的首席生伦茨——他以反感修道院清规戒律及诉诸康德命令而拒考的形态所展开的反抗，最终还是被彻底摧垮了。黑格尔认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且富于反叛精神的人，数年后仍多次向谢林打听他的下落，谢林同样认为伦茨才华出众。黑格尔希望这位内向谦逊的首席生“未曾将自己的才干白白埋没”。[33]
谢林给神学院诊断出的症结是一种“‹道德的专制›”。在评定中首当其冲的并非“知识或才华”，人们只评判品格。“人们不想要有学问的神学家，而只想要道德虔信的神学家，想要将不合理之事说成合乎理性的哲学家”（Br I, 27）。人们只把“德行与虔诚作为衡量功绩的尺度”，黑格尔以他早年便颇具代表性的方式补充了政治维度：对虔诚与道德的评判构成了“分发公职”的主要标准（Br I, 31）。神学院与卡尔学校在精神领域的某些方面堪称顶尖机构——赖因哈德、席勒、弗拉特、尼特哈默、迪茨、伦茨、荷尔德林、黑格尔与谢林等名字便是明证。海涅曾满怀情致地谈到施瓦本派，“那座从施瓦本地界生长出来的伟人之繁茂森林，那些深深扎根直至地界中心、树冠高耸入群星的参天巨栎”。[34]但与此同时，神学院生们生活在一艘实际上孕育了理智抵抗的桨帆船上，这为一种新哲学奠定了基础。[35]
神学公费体制中漫长的一天

在一个夏日清晨四点半，黑格尔[36]在自己的寝室里被附近内卡河岸边窜来的老鼠吵醒，那些老鼠正在啃噬学生们藏在石头下的异端书籍。这位没睡醒的学生对这些小畜生怒火中烧。阿里斯托芬不是推荐过用雪貂捕鼠吗？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不是练习过刺杀老鼠吗？当他刚穿好衣服时，神学院的钟声在五点敲响，也将他的同室舍友从睡梦中惊醒。现在他们全都要到一层的大厅（即公共大厅）参加集体晨祷。学监核查出勤情况。睡眼惺忪的黑格尔跟着喃喃念诵那些早已让他厌倦的套话。祷告之后，他们还必须研读《新约》，然后才能自备早餐。在上午的三节课程中，黑格尔逃了一节。权威信条的那套陈腐面酵听上两遍已绰绰有余；其内容他早就了如指掌。弗拉特的讲授课带来了更有趣的视角，今天讲的是哲学心理学、认识论以及康德与赖因霍尔德。黑格尔不愿第一百次去咀嚼神学家萨托利乌斯那冗长乏味的纲要或是他早已熟知的沃尔夫主义，而是更想读卢梭——那些聪明且叛逆的学生最喜爱的作家。学生学仆会举报他的缺勤并获得奖赏。被禁止的事情真是不胜枚举：抽烟、乘雪橇、穿时髦衣服，甚至喝茶和咖啡。对于违规的惩处他也一清二楚。因未经许可擅自出行或离校、无秩序或缺席课程和礼拜所受到的惩戒，此前已多次落在他头上。宗教总会上一季度的批复中甚至以禁闭关押相威胁：“严肃斥责硕士黑格尔的无纪律行为，并告诫他下次若再犯同样过失，必将被关禁闭。”上午十一点，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共大厅享用难以下咽的午餐。喝着来自梅齐根或罗伊特林根的劣酒，他深切怀念起在柯尼希斯布龙的朋友芬克那里，或是同施陶德林在席勒常去的斯图加特“雕旅馆”或“金牛旅馆”里能喝到的醇美佳酿。马格瑙关于在酒馆里建立一所高尚科学学院的想法，在他看来一点儿也不荒唐。吃饭时，当有人诵读《圣经》和《协和书》并布道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也几乎不跟着唱赞美诗。
饭后人声喧闹起来。学生们闲聊着、笑着、争论着成群结队漫步走过回荡着足音的走廊和铺着石砖的院落。三两挚友倚在窗前或敞开的寝室门边，那些或欢悦、或严肃、或开朗、或沉思的年轻脸庞上映照着温暖晴朗的阳光。[37]转眼到了十二点，放行外出的时间开始了，黑格尔终于能够逃离那艘奴隶船。今天他要与荷尔德林结伴前往霍恩-图宾根城堡，前往普卢克教授在厄斯特贝格山的花园，穿过环绕丘陵的葡萄园前往武尔姆灵根小教堂。“老头子”与“木头”——这是两人的戏谑外号——一如既往地谈论着诗歌与哲学，并在攀登途中领略秀丽山谷的如画风光。友人吟诵着自己歌咏古代之美的新诗篇。很快他们便辩论起席勒的颂诗《希腊诸神》（Die Götter Griechenlands）。
下午三点他们返回了神学院。黑格尔没有去上专业大课或复习课，而是与志同道合者在读书小组聚会，研读卢梭或康德的著作。今天的主题是对教授们神迹信仰的批判，以及希伯来语神学概念的翻译难题。随后谢林就柏拉图的《蒂迈欧篇》（Timaios）和保罗的《罗马书》作了报告。
在这个夏日里，晚餐后从六点起允许外出。人们走进坐落于厄斯特贝格山脚下的一家传统客栈饮酒。荷尔德林朗读了席勒的《强盗》（Räubern）选段，大家吟诵了《欢乐颂》（Ode an die Freude），并高唱同学格里辛格翻译的德语版《马赛曲》（Marseillaise）；蒙贝利亚尔人尤为响亮地齐声合唱。黑格尔随后玩起塔罗克牌，并张望寻觅着女士的身影；他被奥古斯汀·黑格尔迈尔[38]深深吸引，称她为美丽的女奥古斯汀（la belle Augustine）（Br IV/1, 154）。直到这天深夜，带着几分醉意的他才踏上返回神学院的归途：“哎呀黑格尔，你这狂饮滥醉准会把你仅有的一点点知性彻底喝个精光！”无处不在的稽查人员记录下了这一严重违规。夜里十点助教清点学子人数时，他尚未归寝。因为迟到，自然面临着关禁闭的处罚。为了平复心绪，他微笑着再次阅读了自己纪念册中最钟爱的一段题词：
哦！请相信我吧，我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人生的轨迹不过是一缕轻烟、一场梦，
傍晚你们躺下时还健康而精神抖擞，
清晨醒来时却已一命呜呼、僵冷如铁。


2. 作为晨曦的法国大革命——神学院中的革命狂热

神学院中“最活跃的社交往来”的核心要素，无可争议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热狂（Ros 32）。形形色色由革命热衷者构成的显赫圈子汇聚在一起；除黑格尔和谢林外，成员大概还包括伦茨、荷尔德林的友人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希勒、约翰·雅各布·格里辛格、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芬克、辛克莱、默克林、日后的法国秘密特工海因里希·克纳普[39]，尤其还有若干蒙贝利亚尔人和阿尔萨斯人。[40]同样参与其中的路易·克尔纳（格奥尔格·克尔纳之弟）写道，神学院里的人早就领会了法国大革命的全部伟大之处，不少人甚至想把书包塞满康德的著作奔赴巴黎。[41]这些聪明头脑的反叛与抗争，同样是制度性与精神性规训环境所结出的产物。
在法国人的这场革命中，黑格尔观察到了一个“真正具有哲学意义的壮丽戏剧”，即一个国家如何从国家的理念、从其概念迈向世界的戏剧（Ros 32）。这场革命是他的根本政治体验。卢梭《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中的哲学思想，在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91年的法国新宪法中获得了政治作用性。法国大革命从哲学那里获得的，既不少于也不多于最初的灵感启示；依黑格尔之见，它是“自由的晨曦”。法权概念赫然确立起自身的效力，面对它，“不法的旧架构”根本无法负隅抵抗。青年黑格尔的这一洞见对其世界理解具有核心的分量：“没有第二种哲学像黑格尔的哲学那样，如此深切且直至其最内在的冲力本身都是革命的哲学。[……]在自由是所有人的权利这一思想中，蕴含着黑格尔所理解的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42]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为这一通盘规定着其思维活动的原则奠定了第一批基石，这既体现在对卢梭[43]与康德哲学的深思中，也体现在他于同情革命的秘密学生社团中的积极活动中。一位友人在黑格尔的纪念册中写道：“有什么比黄金更受尊崇？自由！”（Br IV/1, 143）
在学生中因生性风趣且始终性格开朗而备受喜爱的黑格尔，是一个深入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研讨小组的成员；他很可能是其中的主讲人之一。枢密顾问官菲舍尔曾报告过一个政治俱乐部，其意图是在本邦“如同法国人那样引入自由与平等”。[44]据罗森克兰茨记载，“神学院里建立了一个政治俱乐部。人们订阅法国报纸。贪婪地吞读报上的消息”。[45]黑格尔的同学兼挚友芬克隐晦地谈及一个“候选人学会”并连用了两个感叹号（Br IV/1, 150）。1794年黑格尔向谢林探询道：“你们还在读法国报刊吗？”（Br I, 12）他还听说这些报刊在符腾堡已被查禁。神学院里的革命同情者阅读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日报《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46]对该报而言尤具重要意义的是关于国民议会会议的详尽公告，刊载了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就政治和公民生活一切问题的发言，1792年亦涵盖宪法辩论。[47]具有革命民主倾向的周报《巴黎革命报》（Les Révolutions de Paris）大概也属于该小组的读物。通过这些报刊带来了来自巴黎的直接消息。[48]自1792年起由舒巴特之友阿兴霍尔茨出版的期刊《密涅瓦》（Minerva）亦是如此。从伯尔尼出发的黑格尔曾对谢林提及出自厄尔斯纳手笔的“你所熟知的阿兴霍尔茨《密涅瓦》中的书信”。[49]在后者从法国大都会发回的报道中，哲学对革命的意义备受赞颂：“哲学的充沛生命之息已渗透到市民社会的一切微粒中”，并奠定与传播了关于人权的知识。[50]紧随卢梭之见，所有人生来对大自然之赐赋享有平等要求，各国人民正在打破锁链。即便法国大革命归于失败，“它的火星也必将落遍整个欧洲并点燃烈焰”。[51]在《密涅瓦》的某一期扉页上，人们看到一只展翅欲飞的猫头鹰，下方附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Hamlet）中的引句：“向时代和世纪的身体展示其形态的印记”。[52]在暮色降临中展翅腾飞的猫头鹰，象征着自由而有教养的思维活动，后来演变为黑格尔最著名的隐喻。
在神学院内秘密活动的非逻辑学院（Collegium alogicum,），即所谓的“荒诞学院”，在人员构成上很可能与政治俱乐部大体重合。[53]该学院的成员大概包括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奥古斯特·韦策尔、谢林、格里辛格、黑格尔、芬克、伦茨、希勒以及斯图加特画家兼革命拥护者弗朗茨·卡尔·希默之弟菲利普·雅各布·希默；格里辛格[54]于1793年1月1日在黑格尔纪念册上的题词证实了两人在该学院的成员身份。[55]据一份关于该团体的报告称，“其间朗诵滑稽诗篇和散文短论，嘲弄重要人物，上演非宗教题材的喜剧。该圈子的成员在公共场所和酒馆里公然亵渎基督教”。黑格尔酷爱“诙谐幽默的俏皮话”（Ros 13），作为阿里斯托芬和沙夫茨伯里的读者，他很可能是机敏诙谐与嘲讽挖苦的领军人物之一——按照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即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说法，没有嘲讽与幽默便不可能有自由。专制暴君与宗教仆从最惧怕的莫过于敏锐的机智与良好的幽默，他们拒绝接受“幽默的试金石”，反而派来宗教裁判所。[56]学生们阅读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作品以及《堂吉诃德》（Don Quixote）。在同届同学希勒的纪念册中，留有格里辛格一段意义明确的题词：“自由、平等。望向应许之地。并非写给所有读者。——韦策尔！”[57]神学院高层指责该政治俱乐部企图引入“法兰克式的自由与平等”；嫌疑尤重的韦策尔甚至被逐出神学院：“1793年5月开除——民主分子”。[58]同样被视为民主分子的谢林[59]亦受牵连，并在遭人告密后被公爵传唤，但在其声望卓著的父亲干预下相对全身而退。谈及韦策尔时，总监勒布雷于1795年致信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写道：“事实确是如此，当时民主精神由来自巴黎的秘密爪牙在神学公费体制中煽动起来，并被推向了极高的程度。”[60]
来自莱茵河左岸地区的同窗好友，为神学院的革命热情注入了独特的基调，并带来了对法国局势的深切熟稔。他们住在蒙贝利亚尔寝室，但有时也分散在其他寝室中。黑格尔与同学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法洛[61]、格奥尔格·路德维希·贝尔纳、蒙贝利亚尔人E·弗雷德里克·让迈尔以及来自科尔马的安德烈·比林过从甚密。后者在黑格尔的纪念册中留下了这样的名言：“倘若存在一个由天使组成的政府，他们也会以民主方式治理自身。”并加上了题铭：“思考自由”。[62]总监勒布雷怀疑比林具有民主情意：指责他用革命精神毒害神学院。[63]当时“发表了自由主义演说，创作了自由赞歌，并从法语翻译、歌唱并朗诵。特别是《马赛曲》享有极高声誉”（HBZ 14）。在其中一本纪念册中，让迈尔为诛戮暴君辩护，贝尔纳则写下：“法兰西自由万岁（Vive la liberté française）”和“让-雅克万岁（Vive Jean Jacques）”，并在希勒的纪念册上署名“民主之友”。[64]官方报告中哀叹道，蒙贝利亚尔人“以其放肆乖戾的自由意识未能带来任何善举”。[65]
对巴黎事件的狂喜狂欢，同人权与自由的情致、同由席勒所激发的狂热自由感与世界主义交融在一起，正如辛克莱的口号所言：“我的祖国是全人类”，[66]亦如席勒所宣告的“从暴君锁链中得救”与“谎言余孽的覆灭”。[67]席勒成为学生们最重要的革命思想指引者。他们甚至将席勒的诗句加以激化：“谎言余孽”变成了“贵族与暴君的孽种”。[68]席勒的友人康茨（黑格尔购得其诗集）在1791年的一首诗中赞颂理性回归其神圣权利，赞颂攻占巴士底狱与对专制主义的胜利。[69]在荷尔德林的《自由颂》（Hymnen an die Freiheit）与《不朽颂》（an die Unsterblichkeit）中，他也歌唱着“人类的权利”与“自由的神圣目标”，“暴君的锁链必被彻底击碎”。[70]1795年5月，在研读了谢林最初的出版物与费希特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之后，黑格尔本着自由与理性（Freiheit und Vernunft）这两大根本原则的精神，写下了自己的政治信条：
“没有任何时代征兆比这个更好：人类在其自身被表现得如此值得尊重；这是一个证明，表明压迫者和地界诸神头顶的光环正在消逝。哲学家证明这种尊严，民众将学会感知它，并不再是去乞求他们那被贬入尘土的权利，而是自己重新拾起它——将其据为己有。宗教与政治曾在同一条被子下串通一气，前者教授专制统治所想要的东西：对人类的鄙视。”（Br I, 24）
尤其是法国人在瓦尔密大胜欧洲封建势力、国王被废黜以及1792年9月20/21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在图宾根的共和主义者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卢梭与康德的思想由此同革命原则发生了爆炸性的融合。此时已升任图宾根教授的阿贝尔记录下了“若干头面人物对最新哲学的依恋追随”。[71]1791年视察团的一项调查结论指出了大部分公费生“对抗服从的行为”。[72]据说那里盛行“对神学的蔑视”和“对异端见解的偏好”，以及桀骜不驯和“对神职人员阶层的厌恶”。[73]调查严厉斥责了“对被误解之自由的冲动”和“虚妄的自由意识”。[74]这一整套斥责以及训诫长谈的每一个细微切面，同样切中神学院生黑格尔。据后来的学生回忆，对于硬性规定的周日布道，大家报以“最断然的漠不相关”；一百多名年轻的神学院生——几乎是该邦神职人员的全体后备力量——根本不参与礼拜仪式，而是阅读席勒与歌德。[75]黑格尔后来对听布道也“从未培养出特别的兴趣”（Ros 233）。在神学院与图宾根城中甚至有人高唱那首“马赛土匪的优美小调”。就连院长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施努尔尔也不得不在1793年承认，年轻人们“大多感染了自由眩晕症（FreyheitsSchwindel）”。[76]当局的攻击始终针对这种对自由的崭新理解：自由眩晕、扭曲颠倒的自由概念、放任悖乱的自由行径、虚妄的自由意识。1793年8月13日的一份公爵批复将神学院的气氛描述为“极度民主化”。公爵弗里德里希·欧根更是直言不讳地宣布：“我们绝不要雅各宾派来充当布道者”。[77]1793年10月完成学业之际，黑格尔在希勒的纪念册中写下了这样的附言：“把自由之帽压得深覆双眼！”[78]单是这一点，就早已将那种认为黑格尔一生“鲜有戏剧色彩”、“是一段缺乏命运与作为的人生”、他过着平庸凡俗生活的传说（HBZ, XII）归于荒谬（ad absurdum）。
在1791年2月至8月因病滞留斯图加特之后，这位学生在1793年也几乎整个夏天都逗留在这座首府。克里斯蒂亚娜提到他发了一场热病，而施努尔尔则怀疑这是“疗养的借口”（HBZ 24）。对图宾根神学感到厌倦的威廉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写下了自己的思想，尤其是那篇深刻敏锐的残篇《宗教是至关紧要的大事之一》（Religion ist eine der wichtigsten Angelegenheiten）。此外也有迹象表明他融入了斯图加特的革命之友圈子。在黑格尔于1791年上半年逗留该地期间，卡尔学校爆发了革命行动，参与者包括克里斯托夫·海因里希·普法夫、宣布法国为理性与正义之邦的画家约瑟夫·安东·科赫、雕塑家约翰·海因里希·丹内克、让-夏尔·拉沃、格奥尔格·克尔纳及其未婚妻奥古斯特·布赖尔。[79]这是一场反对“专制铁腕”的反叛。假面舞会被赋予了政治用途；人们散发传单，并在7月14日秘密庆祝攻占巴士底狱。[80]毫无疑问，黑格尔通过其就读于卡尔学校的弟弟路德维希、布赖尔以及普法夫和克尔纳等友人获悉了这些行动。[81]普法夫明确将自己归入“知心密友的小圈子”（Br IV/1, 160）。在1791年的这几个月里，学院内还建立了一个政治协会——真理学会（Gesellschaft der Wahrheit）。[82]1789年至1793年就读于卡尔学校的卡尔·奥古斯特·埃申迈尔后来谈及“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时代”以及“《通报》奉为恒常标志的自由与平等这些字眼，在我们这些不自由的[……]青年心中”激起的巨大“同情”。很快“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学院俱乐部”，该俱乐部同斯特拉斯堡的革命者保持着接触——由于学院官方探子长着一副“搜寻松露的灵敏鼻子”，这是一场危险的冒险。[83]
在黑格尔动身前往伯尔尼之前的日子里，特别是在1793年10月9日的告别之夜，[84]留下了比林、格里辛格、1791年卡尔学校斯图加特行动的头领之一“忠实友人”普法夫[85]以及希腊革命拥护者德米特里奥斯·尼科利德斯（齐扎奥斯）[86]的纪念册题词。同样，后来像舒巴特一样因“革命阴谋”被囚禁在霍亨阿斯佩格城堡的黑格尔友人豪夫，也在纪念册中留名纪念。1799年，黑格尔的妹妹甚至将写给其女友威廉敏娜·埃尔泽瑟·豪夫之夫的信件秘密夹带进监狱。此外，豪夫还参与了为黑格尔谋划伯尔尼家庭教师席位的中介协调。[87]这也同样适用于施陶德林，他在1793年发表了荷尔德林的《自由颂》（Hymnen an die Freiheit）与《人类颂》（an die Menschheit），并在黑格尔的纪念册中留下了这样的箴言：“反对暴君！（In tyrannos!）”，以此暗指席勒《强盗》（Räubern）的卷首题词。[88]荷尔德林曾创作过歌咏诛戮暴君者哈尔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的赞歌。依黑格尔之见，这两位民主先驱获得了永恒的声名，因为“他们击杀了暴君，并赋予其公民平等的权利与法律”（GW 1, 80）。施陶德林曾在席勒处为黑格尔争取图林根的家庭教师职位，但后来该职位由荷尔德林获得。施陶德林的《编年史》（Chronik）于3月沦为书报审查的牺牲品。斯图加特当局将他归档为“雅各宾派与忿激派（Enragé）”。[89]然而在1793年他拒绝接受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并且很可能在立场上接近吉伦特派。他写道：“从那些末日明显日益临近的可怜的人类公敌那里，我完全预料得到一切滔天罪行。”[90]新的宗教裁判后来逼得他破产并自杀，这无疑对黑格尔造成了极深打击。据罗森克兰茨所言，黑格尔与施陶德林在这个夏日与夏末多次散步畅谈。克里斯蒂亚娜或许曾爱慕过这位法学家兼政治出版家。[91]施陶德林在给身处伯尔尼的黑格尔的一封信中，热情回忆起与黑格尔这位他渴望常伴身旁的正直之人所度过的“甜美、笑声不断的时光”（Br I, 9）。他们期盼着“神圣的自由宛如帕拉斯·雅典娜那样战胜专制统治”。[92]
1793年秋天，斯图加特与图宾根不同倾向的革命同情者在黑格尔处汇聚一堂，包括图宾根俱乐部和研讨小组的成员、真理学会的会员以及斯图加特民主派团体的成员：[93]施陶德林、豪夫、比林、格里辛格、普法夫、希勒、弗朗茨·卡尔·希默，大概还有荷尔德林的友人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诺伊弗与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豪格，当然还有黑格尔、布赖尔、施陶德林、埃尔泽瑟和豪夫家族的女儿们。希默同年也在黑格尔的纪念册上留下了题词，他与普法夫以及画家科赫一道，是斯图加特革命拥护者圈子里的活跃同道。在科赫的一幅讽刺画中，可以看到希默手举普罗米修斯之火炬——至迟自席勒的《卢梭》（Rousseau）诗篇与歌德献给盗火者的颂诗以来，这便是反叛的象征。[94]黑格尔同民主派圈子即所谓的斯图加特俱乐部的重要领军人物保持着联系，包括康茨与席勒的友人约翰·威廉·彼得森、丹内克，以及他早年的家庭教师杜滕霍费尔（席勒与克尔纳的友人）。[95]
无论是在神学院还是在首府，黑格尔尽管行事往往审慎，却毫无疑问是符腾堡大学生革命拥护者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不过他的同情倾向于温和的吉伦特派。他的矛头直指政治与精神专制统治的“冰冷地带”。[96]他那“绝无奴性的颈项不习惯屈从于统治者居高临下的目光”；他拒绝让自己骄傲、自由的颈项套上枷锁，并力图挣脱“其锁链的沉负”（GW 1, 39, 87）。
3. 神学与哲学的研习

神学院的学业培养始于前四个学期，其间在哲学系研习语文学、哲学、数学与自然学[97]等学科。黑格尔听取了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伯克与弗拉特的哲学讲授课、施努尔尔的语文学讲授课，以及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冯·普夫莱德雷尔的数学与自然学讲授课。[98]弗拉特在1790年冬季学期的心理学讲授课给他留下了格外深远的印象。[99]第一阶段学业结束后，黑格尔于1790年9月22日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100]学生们必须就实践哲学教授伯克所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人类义务的界限》（De limite officiorum humanorum）作口头报告。[101]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对伯克道德哲学论题中带有通俗哲学色彩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式论证早已熟稔无比，并将其视作满是灰尘的陈腐学院哲学，根本未达到当代争论的水准。伯克触及了自然法与政治理论主题，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与社会契约理论的对比，然而这却同为符腾堡阶层制等级国家现存秩序所作的辩护纠缠在一起。[102]同样需要答辩的1790年形而上学开学论题，是弗拉特以普卢克的纲要为基础拟定的。[103]黑格尔以特别的热情投入到哲学讲授课中。但在“当时向他讲授的形而上学”中，他却“未找到预期的对最内在之物的阐发”（Br IV/1, 127）。成绩单上显示出优良与极佳的成绩，在“专业研习课程”（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中多为最高分。[104]
1790年秋天开始了学业的第二阶段，即在勒布雷、路德维希·约瑟夫·乌兰德、施托尔和弗拉特等教授指导下进行六个学期的神学主修研习。[105]神学研习并非威廉的兴趣核心。他甚至与荷尔德林一样考虑过转入法学专业；据克里斯蒂亚娜称，他作为硕士还打算研读法学。[106]施托尔在1790年抱怨公费生中普遍存在对神学与教条学的强烈反感。[107]黑格尔在1792年和1793年长时间离开图宾根，大概正与神学学习阶段有关。他之所以仍坚守神学，仅仅是“为了同古典文学与哲学的结合”（Br IV/1, 89）。除了继续备受推崇的卢梭之外，康德和柏拉图的著作也属于核心读物，它们“对其神学见解”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位年轻的神学院生希望“通过哲学拓宽自己的视野”（Br IV/1, 127及下页）。
4. ‹青年时期的理想›——教化与国民教育

为了评估黑格尔的哲学研习——除一处例外之外，这些研习直到1792年起才见于寥寥数篇手稿记载——人们经常援引神学院同窗克里斯蒂安·菲利普·弗里德里希·洛伊特魏因（Christian Philipp Friedrich Leutwein）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完全具有多义性。据洛伊特魏因所言，形而上学并不是黑格尔特别关切的事情，他还指出了黑格尔心中的“英雄”卢梭。[108]据说黑格尔甚至对“康德老爹”也算不上真正熟悉：作为折中主义者的黑格尔“仍在知识王国中漫不经心地信步闲逛”（cavalieremente）。(HBZ 12)。只不过，折中主义作为外来思想与概念的大杂烩，正如cavalieremente（漫不经心、毫无明确意图的游荡）一样，同样并不切合实际。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罗森克兰茨的评价：“他的精神的广阔蕴含着许多世界，它们之间的相互斗争在沉静而持久地为他酝酿一种对一切事物的更高直观。”(Ros 40)这种持久性始终是这位思想家贯穿始终的原则：正如佳酿需要精心发酵的过程，哲学同样需要对这份天赐甘霖施以审慎细致的对待。在伯尔尼书信中，黑格尔坦承了自己在图宾根求学期间的不足，然而毫无疑问，他在那一时期获得了哲学领域极为广博的知识，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到洛克与休谟、斯宾诺莎与卢梭，直至康德与莱因霍尔德——这是一座五彩斑斓的哲学宝库。黑格尔的关注点并没有局限在图宾根神学与康德哲学之间的争论上；他更多地活动于所敬仰的卢梭的问题视界中。[109]核心主题是国民教育、自然宗教、社会契约与自由。迈着尚不确定却深思熟虑的步伐，黑格尔踏上了一场目标未定的探险之旅。
牧师的前途无论是因为与统治神学的疏离，还是由于口头演讲上的明显劣势，都成了疑问。除了学术职位之外，正如施托伊德林那样，政论出版活动或宗教改革式的国民教育者之路本可以成为一种前景；图宾根时期关于宗教与教育的论著为此提供了诸多佐证。但此时黑格尔想必还不知道自己应当从事何种职业。与谢林的情况类似，他对于踏上哲学之路绝没有抱持亢奋的态度。黑格尔的精神漫游让人联想到斯特恩（Sterne）和希珀尔（Hippel）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向着自我的漫游与探索。对于图宾根的朋友们而言，阅读希珀尔的Lebensläufe（《生平历程》）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中关涉空间与时间的康德式思考。罗森克兰茨推测，这部代表了现代文学范式并构成某种内部小圈子行话基础的书籍在当时曾“风靡一时”。[110]在这一时期，黑格尔致力于深入探寻并了解尽可能广泛的实体性哲学思考与概念。哲学似乎是他未来的可能选项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它对于其思想道路具有非同寻常的分量。黑格尔不仅在图宾根的神学家面前，而且在哲学的权威与英雄面前，都不打算“低下脖颈”，即便面对康德亦是如此。依照康德先验哲学自身的要求，它恰恰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持存。即便面对这本全新的“福音书”，人们也必须以纯正的康德方式鼓起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人们必须自信地踏入哥尼斯堡雄狮的洞穴，并在这里同样予以怀疑式的审视。对批判哲学的批判固然要求对其思维方式的革命抱以高度敬重，但这种批判必须不带偏见，且不顾念其盛名来进行。
[image: ]附有黑格尔与荷尔德林签名的硕士候选人名单

通过图宾根教授普卢凯（Ploucquet）和弗拉特（Flatt）的著述、新旧哲学史著作，以及围绕迪茨（Diez）和尼特哈默展开的辩论，[111]黑格尔熟悉了皮浪怀疑论，熟悉了其反对一切假定的牢固之物、反对一切据称显而易见且永恒确凿之物的根本冲动。这些桀骜不驯的辩护人被视作不带偏见的审视者，其学说则被视为涤除一切独断论的清泻剂。借助他们，黑格尔得以巩固自己在斯图加特时期就已确立的信条：亲自审视一切立场，哪怕是那些迄今从未引起怀疑的立场：“向概念不预设任何东西的理论的漠不相关，首要地是哲学家所必需的”（Ros 38）。他挺身反抗偏见——席勒在其Rousseau-（《卢梭》）诗作中就曾将偏见痛斥为怪物——这正是黑格尔思维活动彻头彻尾的核心环节。据“确凿消息”，黑格尔曾与伦茨（Renz）、[112]荷尔德林和芬克（Fink）一同讨论康德。在伦茨身上，黑格尔看到了一位出色的康德精通者。
据谢林的弟弟所言，康德的批判主义是谢林与黑格尔之间“强大而持久的纽带”(HBZ 15)。黑格尔、荷尔德林与谢林之间那段著名的伯尔尼通信，为图宾根时期投下了极为重要的侧影，记录了一场平起平坐的辩论，朋友们在其中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坦诚各自的新思想与新规划。正如当年在斯图加特，阿贝尔、霍普夫（Hopf）或克莱斯（Cleß）等老师从黑格尔身上认出了这位独具创见的头脑一样，如今图宾根的挚友们同样敬重他。荷尔德林称这位朋友为“天才”（Genius）(Br I, 9)。谢林则将黑格尔视作“撕碎迷信蛛网”的最重要战友，怀揣着推进由康德开创的哲学革命这一崇高而大胆的目标：“我们两人都想阻止我们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伟大之物再次与过去时代的陈腐酵母混杂在一起”。谢林主张，大家必须共同继续向迄今为止的整个世界与科学的现状宣战(Br I, 20 f.)。正如黑格尔总是提及自己尚未成熟的思考一样，很早就以引人注目的出版物崭露头角的谢林，在1795年7月21日的一封信中接受了黑格尔的批评意见并预告了修正(Br I, 28 f.)。这里对话的是志同道合者，他们致力于崇高的追求，并在智识能力上相互承认。谢林认为黑格尔的见解至关重要，以至于他在1796年最终向这位朋友提出了明确要求，敦促他终于也该公开投身于这项崇高事业了(Br I, 35 f.)。
5. “神学—康德式进路”与最初的智识挑战

在1790年代初的哲学星丛背景下妥善阐释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的论著，对罗森克兰茨而言就已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最初那些往往未加梳理的立场表述，尽管存在内容与术语上的诸多不确定性，但在某些成分中已经展现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着眼于法国开启的现代秩序政治形塑而展开的关于康德先验哲学的争论，以及卢梭关于宗教与国民教育的思想，构成了黑格尔求学的背景。要在这场“神学院辩论的星丛式动态”中重构其思维活动的起源[113]——无论在符腾堡的图宾根还是图林根的耶拿，哲学都穿上了飞速跃进的神行靴——需要像印第安寻踪猎人或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去寻觅微小的蛛丝马迹与精神指纹。令人遗憾的缺憾在于，既缺失了关于康德批判主义的手稿，也缺失了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孟德斯鸠以及卢梭、斯宾诺莎与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的研习文献。同样，黑格尔在1792年和1793年关于费希特与康德宗教论著的书面考量——有据可查黑格尔在这些著作出版后立即进行了研读——如今也被列为遗失。现存的文本往往被不恰当地视为“早期神学著作”的一部分，在主题领域方面传递出的是一幅狭隘而片面的图景。针对其广泛得多的兴趣范围，在Tübinger Fragmenten（《图宾根残篇》）中可以找到些许线索。在黑格尔思想道路的这缕破晓曙光中，许多事情依然掩映在昏暗与微光之中。
[image: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法洛在黑格尔纪念册上的题词：黑格尔作为“老人”

关于“神学—康德式进路”的说法具有双重含义，既暗示了图宾根超自然主义神学（施托尔、勒布雷、弗拉特、聚斯金德、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拉普）与康德之间的争论，也暗示了将图宾根教条学与批判哲学结合起来的尝试。在以迪茨和尼特哈默周围的小圈子为代表的第一代哲学叛逆者之后，如今开启了以荷尔德林、黑格尔与谢林为领军人物的第二代智识崛起。[114]与此同时，费希特与康德凭借其宗教论著，以及图宾根神学家相应的防守策略，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使得这三位挚友面临着改变了的挑战。黑格尔生性缓慢、事事深究，被同窗法洛戏拟为“拄拐杖的老人”，他坚持审视的严谨精审而非操之过急。他面对的是各种立场错综复杂、阵线林立的交织局面，例如图宾根神学的主角与自然宗教或人民宗教代表之间的争端，图宾根超自然主义者与康德福音传布者（如迪茨）或康德继承者（莱因霍尔德[115]与费希特）之间的争论。关于康德原则的“应用”这一模糊提法(Br I, 23 f.)，或许正是对此的一种反应。卢梭与康德的思想被视为一项深刻改革的主观宗教方案的核心要素，而这种宗教正是一种人民宗教。它“与自由携手并进”。[116]
[image: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在黑格尔纪念册上的题词

黑格尔的智识才具初露锋芒，其开端已然透露出这位思想家无可错认的面貌。然而，当时只有密友与知己才能认出这位未来的智识舞台主角，那便是荷尔德林与谢林。谢林暗引席勒之语，认为自己的朋友肩负使命，“彻底封死迷信的最后一扇门”(Br I, 21)，在铲除“旧杂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Br I, 13)。谢林使用“封死”（Verrammeln）一词，或许是暗指席勒的Rousseau（《卢梭》）诗作：“黑夜与愚昧恶毒地聚首，／封死通往你的光明的路径”。[117]图宾根三杰发现自己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对抗新教神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施托尔的超自然主义学派。黑格尔的这场交锋是在如下准则下展开的：宗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也是他其中一篇残篇的标题。黑格尔同样知晓席勒在狂飙突进时期创作的诗歌Die Götter Griechenlands（《希腊诸神》），其中包含异端般的诗句：“当诸神更富人性之时，／人便更具神性”，[118]以及歌德那斥责盲从幼童信仰的普罗米修斯式信仰告白。最后，卢梭——他认为人并非背负原罪的存在，而是生而自由且向善的本质，并对文明、社会与政治提出了深刻批判——与被贬斥为无神论者的斯宾诺莎、拒绝神学道德奠基的沙夫茨伯里以及康德被一并予以高度推崇(GW 1, 142)。那么，图宾根时期的黑格尔究竟持有一种怎样的宗教观，特别是基督教观？对作为客观宗教的基督教的批判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而共和主义意义上的自然宗教、人民宗教思想又是以何种形式被接纳的？
面对神学家对康德及康德主义的接受，以及他们以莱因霍尔德式的“新型康德哲学超自然主义”形式对康德与费希特作出的反应，图宾根时期的挑战同样显得格外艰巨。后者促使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个别教义既进行辩护又予以批判。对于精读过莱辛与雅可比的黑格尔而言，[119]斯宾诺莎的一元论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成为能与康德严肃竞争的概念构想，尤其是神学院中的弗拉特和勒布雷等教授将这种“斯宾诺莎主义”贬斥为无神论。对于莱辛那句传奇名言：“正统的神概念对我已不适用了——hen kai pan! Ich weiß nichts anders”，谢林在一封致黑格尔的信中几乎逐字进行了引用(Br I, 22)；而在荷尔德林于黑格尔纪念册的题词中，也附上了这一hen kai pan(Br IV/1, 136)。1790年，通过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对威廉·海因塞（Wilhelm Heinse）的Ardinghello（《阿尔丁盖洛》）[120]以及雅可比的Spinoza-（《斯宾诺莎》）小册子的阅读，“一与一切”的思维形象可能已然变得极具感染力。对于各种立场光谱中的核心成分、问题层面的盘根错节以及神学院内外的争论，黑格尔皆了然于胸。显而易见，这位年仅二十二三岁的神学院学员正日益驶入波涛汹涌的水域。
黑格尔是“一个缓慢自我磨砺、纯正深沉的精神，在那里，每一个思想都必须首先冲破纷繁复杂的重重包被，方能昭然显现，然而随后它又会被以格外顽强的坚韧紧紧抓住并持之以恒地加以追索”。[121]只要将图宾根时期的残篇思考与后来在耶拿发表的最初那些独立且引人瞩目的出版物相比较，就能看出那些被顽强追索的思想与问题的连续性，这些出版物在标题中就已经为穿越图宾根迷宫的“神学—康德式进路”提供了一些定向坐标。这关涉先验哲学的成就与界限等相互关联的问题，关涉主题性的主要线索，关涉黑格尔思维活动中逐渐明朗的核心脉络。我们将尝试从这些相互关联的主题领域出发，去贴近图宾根立场的根本特质。它们可作为阅读的导航指引：第一，信仰与知识、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第二，“对自然的摧残”以及二元论与一元论之间的关系；第三，怀疑论那魔鬼般的挑战；第四，着眼于现代世界中不同生活领域的独立性，道德、自然法权、国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第五，形而上学—逻辑学—认识论这一主题领域。
6. 智识探索进路的根本特质

1. 基督教与人民宗教

在1788年至1793年的五年间，神学教学大纲涵盖了极其广泛的主题——从施托尔关于教条神学的讲授课（依据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萨托里乌斯与萨穆埃尔·弗里德里希·纳塔奈尔·莫鲁斯的大纲），到弗拉特关于道德神学、基督教与哲学神论、康德的Prolegomena（《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与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纯粹理性批判》）的课程，[122]直至勒布雷关于教会史与神学论争的讲授课。此外还有拉普与巴尔迪利（Bardili）的辅导课。[123]黑格尔对超自然主义的若干核心立场发起了尖锐而明确的抨击，旨在“终止从上帝的神圣性中进行推论的胡闹”，将蚂蚁般勤勉的大纲神学“从每一个藏匿的角落鞭笞出来”，并“挺身对抗教条证明的旧方式、神学逻辑及其关于启示、奇迹与神意的教条”(Br I, 17)。“三十年前曾有多少事情被视为异端，如今却已不再是了”(GW 1, 121)。黑格尔在此极有可能暗指的是卢梭，卢梭曾激烈抨击启示宗教并倡导“自然宗教”，其著作Émile（《爱弥儿》）与Contrat Social（《社会契约论》）恰恰在三十年前的1762年遭到了公开发配焚毁。[124]然而，“正统派的捍卫者们”[125]在抵御攻击他们的“巨人们”——斯宾诺莎、卢梭、康德——的过程中采纳了后者的概念，从而在不经意间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勒布雷的辩论讲授课为此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例，谢林曾记录了该课笔记，而黑格尔几乎可以肯定也听了这门课，尤其是他于1793年6月还曾与他人共同为勒布雷的一篇博士论文进行答辩。[126]勒布雷的批判针对斯宾诺莎、休谟、沙夫茨伯里、卢梭与康德，而这些作者正是黑格尔在Tübinger Fragmenten（《图宾根残篇》）中就宗教问题所赞同引用的。[127]那位神学家所抨击的卢梭的若干论点，黑格尔将在他对图宾根所讲授的基督教教义的批判中予以申明——即“斯宾诺莎、沙夫茨伯里、卢梭与康德对德行与道德的崇高敬重”(GW 1, 142)。与谢林严苛的论争略显不同的是，黑格尔后来将亮出关于狡黠机智的理性的经典表述：神学家们“为了修筑其哥特式神庙而搬来的批判性建筑材料”，“他们将这些材料从康德的柴堆中夺走，以防止教条学的火灾，但他们想必也总是把燃烧的炭火一同带回了家；——他们促进了哲学观念的普遍传播”(Br I, 17)。这不仅适用于施托尔与弗拉特对康德的批判，也适用于弗拉特与梅尔克林（Märklin）的公开辩论。[128]康德的反对者们确实提出了颇为引人注目的论据，例如被费希特称为“独立思考者”的弗拉特对康德与莱因霍尔德提出的怀疑性质疑，正如罗森克兰茨所记载的，弗拉特乃是“康德哲学最敏锐、最开明的反驳者之一”。[129]这场争论对于恰恰未曾感染“康德狂热”的黑格尔而言具有重要分量，黑格尔追求的是对康德思维方式抱持一种平衡而细致的观察，而绝不像康德主义者与超自然主义者那样，带着紧张与不安期盼着来自哥尼斯堡的邮政马车抵达，正如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所讽刺的那样。
黑格尔对图宾根教条学的表态由以下主要部分构成：首先，超自然主义学说的核心在于拒斥源自自然的关于上帝定在的信服根据，在于主张一种超自然（supra-naturalen）启示的教条，这种启示原则上并非建立在理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直接来自上帝的超自然通告的信仰上，这是一种由作为神圣特使的耶稣基督以及使徒和福音书作者所传递并以圣经形态呈现的信息。施托尔学派试图通过揭示“耶稣及其使徒言论的语法—理论意义”，特别是借助“历史上可证实的符号与奇迹”，来进行“历史证明”。[130]据黑格尔所言，“旧体系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神学院里那样被如此忠实地流传下来”(Br I, 12)。这种对上帝存在的历史神学合法化论证，[131]既针对康德的伦理神学论证，也针对理性宗教的理性主义理解。[132]相反，在黑格尔看来，理性从自身出发构成原则；这颠覆了施托尔将历史根据置于理性根据之上的优先地位。[133]超自然主义神学有悖于理性的自律，该学说认为权威应当起源于天界，表现为一种既定的启示。对这种宗教——黑格尔后来称之为positive Religion（实证宗教）——的批判，在这位年轻思想家那里凝结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
其次，神学的另一个基石受到了抨击，即关于人性败坏、原罪、“沦为肉体罪孽之奴”的学说，这是黑格尔以卢梭精神予以反击的根本教条，他采纳了卢梭关于人性不可摧毁的善良与人生而自由的名言。神圣性或无瑕性被认为与感性本性不可调和——在这一生来败坏的教条中，黑格尔看到的是一种纯粹的神学偏见，是对人的贬低与虚伪谦卑的表现。神学对人的自然性与感性的贬抑，固化了精神之物与感性之物的二元论，并催生了一种形式的Misshandlung der Natur（对自然的摧残）。
第三，在对和解学说——基督作为人类罪孽的承担者——发起攻势时，意志自由被置于首要地位。这一学说宣告了“人的卑劣无价值”，剥夺了人通过自身行动承担责任的价值。基督亲自承担全人类的惩罚并在其受难中承受一切这一“荒谬表象”，导致人们因他人的功德而被免除罪责——即所谓的“代偿补偿”。[134]据黑格尔所言，共和国的自由公民绝不会为自己的自由行动索取奖赏。处于压迫状态下的受苦大众曾经是自由的，而今身陷桎梏，他们绝不接受盲从，也不接受对彼岸的空洞安慰，而是奋起反抗，要求在此岸实现变革。
第四，在与试图用批判主义的战利品构建独断论新体系（谢林语）的新型“康德哲学超自然主义”（莱因霍尔德）的交锋中，图宾根神学对康德模式的吸纳成为了焦点。图宾根教条学针对康德道德神学的调适策略，[135]可以在黑格尔曾听过其课的助教拉普身上得到典型体现，拉普的观点呈现出施托尔主义与康德主义引人注目的混合，是占主导地位的超自然主义核心论点与康德学说教义之间的熔铸。谢林对此讽刺道：从康德那里取出若干配料熬成一锅神学浓汤；施托尔与拉普将各种可能的教条都“盖上了实践理性公设的印记”。[136]在其论著Über die moralischen Triebfedern, besonders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论道德动机，特别是基督教的道德动机》）中，[137]拉普接着从法则“推论”到作为最高存在形态的立法者，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种荒谬的推论方式。如谢林所写，“机关神”（deus ex machina）一跃而出，“那端坐在天界之上的具有人格的、个体的存在！”(Br I, 14)。在此，基督教启示神学与康德公设学说的亲和性显露无遗，二者在单纯假定与单纯确信上具有共通之处。这显示出英语中“信仰”的两种含义——belief（信念）与faith（信仰）之间的结构相似性，以及教条与公设之间的邻近性。据黑格尔所言，“费希特通过其《启示批判》毫无疑问为图宾根实践理性大开方便之门”。[138]正如“神学逻辑”一样，康德追随者哪怕较为温和，也同样在“从上帝的神圣性中”进行推论，从而助长了教条学旧有证明方式的复辟(Br I,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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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黑格尔1793年6月16日在图宾根的毕业讲道，可以进一步阐明他与康德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与康德不久前发表的Religionsschrift（《宗教著作》）的关系，黑格尔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所引圣经章节上都呼应了该作。[139]其中的核心在于那个著名的意象：作为内在性的Reich Gottes（上帝之国），[140]它不是可见的教会或实证宗教，而是作为unsichtbare Kirche（不可见的教会），作为一个道德王国；成为其公民并不是通过服从、盲从拜物、迷信或奇迹信仰等外在操演，而是如同黑格尔赞同康德所言，通过在生活中依照伦理法则建立言与行的和谐一致。然而，康德关于认识一切义务皆为神圣诫命的论点所蕴含的双重性显露无遗，即断言基督教与道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结。黑格尔逐步拉开与康德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对立的距离，拉开与其关于“虚妄玄想对道德之危害”的说法的距离。与此相关联，他开始对将认识局限于范导性原则的做法提出质疑。黑格尔将上帝之国名言——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避免使用路德的译法“天国”（Himmelreich）——展示为“在你们心里”，倾向于宣告一个自由存在者的联盟，并与教育人类、进行国民教育的意图相结合，这种国民教育能够把人教化为这个王国的公民。黑格尔借由这种教化与国民教育的思想，隐秘地指向了一种此岸的、一元论的世界观。[141]
关于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知识的关系，黑格尔此时虽已作出了对康德阐释至关重要的表象（想象力）与概念之间的实体性区分，却尚不能给出清晰的勾勒。为了克服图宾根超自然主义，他将一种活生生的、主观的宗教这一尚不成熟的思想与客观宗教、教理问答的陈腐酵母相对立，将其作为心之事情与行动的动机。在此过程中，他越来越深入地试图把卢梭与康德关于religion civile（公民宗教）与普遍理性宗教的立场结合起来。[142]

2. “我们距自然太遥远了”：道德—自然—一元论

黑格尔在图宾根就已诊断出人与自然的距离过于遥远；而关键恰恰在于承认自然的权能。我们固然必须强调精神之物、理性法则的合法重要性，“然而在审视人及其生活本身时，我们同样必须将他的感性、他对外部与内部自然——对他所置身其间、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事物——的依赖性，以及他的感性倾向考虑在内”(GW 1, 84 f.)。无论是外部自然还是内部自然，都不可被理解为“无形状的土块”。[143]理性如同调味香料渗透佳肴并规定整体的滋味一样，如同光芒穿透整个自然一样，但绝不像旧形而上学的实体那样，而是理性“如光芒一般在每个对象中各有差别地折射”(GW 1, 85)。与知性冰冷的归摄相对立的，是一种整体论一元论进路的最初微量元素，并与对古希腊的理想化以及追溯至卢梭与席勒的自然观相结合。这构成了他对近代世界观中征服自然态度的二元论展开批判的背景。
通过知性教化达致的启蒙，尽管存在局限，在黑格尔看来依然不可或缺。黑格尔在斯图加特与图宾根潜心研习的近代自然科学，终其一生都被他视为建构有待发展的新自然哲学理解的必要基础——没有进行分离、分析的知性，便不可能有理性。对于精通数学与自然科学的黑格尔而言，公认的专家普弗莱德勒（Pfleiderer）在图宾根开设的数学与自然学讲座具有极大的重要性。[144]这里既讲授传统理论，也讲授现代数学与自然科学理论，范围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延伸至开普勒、艾萨克·牛顿与莱昂哈德·欧拉，从微分与微积分延伸至力学，从热学延伸至光学。[145]然而，这种数理知性提供的认识并不充分，只是一种“冰冷”的认识。与这种“entgötterten Natur”（去神圣化的自然，席勒语）相对立的，是一种希腊理想；后来席勒与威廉·豪夫（Wilhelm Hauff）也使用了“冷酷的心”这一意象(GW 1, 93)。严格的几何与物理操作流程导致了一种宿命论式的决定论——神学院学子们可以在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的Spinoza-Büchleins（《斯宾诺莎小册子》）第七附录中读到这一思想。斯宾诺莎式的deus sive natura（神即自然）可以作为反对精神与自然相割裂的二元论构想的有力论据。黑格尔认为，这种二元论把“树林（lucus）贬低为一堆木头”，把“神殿贬低为一堆石块”(GW 1, 124)。席勒写道：“所有那些花朵均已凋零／随北风的冬日吹拂。”去神圣化的自然犹如“钟摆死寂的敲击声”。[146]在法则与知性世界的严寒中，那“富有生命温度的形象”只留下了“阴影的枯骨”。而黑格尔写道：自然的“芳香气息”已然“从地界逃离”(GW 1, 112)。紧接着席勒之言，他后来在残篇的边缘处写道：wir sind zuweit von der Natur entfernt（我们距自然太遥远了）。[147]
荷尔德林的早期赞美诗洋溢着同样的渴慕精神，渴慕那片受神圣永恒自然之优美祝福的“更美好的国度”，[148]并交织着希望的火花：“纵使时光将其择为掳物，／明日它亦将在新花中绽放”。[149]席勒与荷尔德林双双为“静谧自然”的崇奉者卢梭献诗，绝非偶然。黑格尔翻译柏拉图的尝试遗憾已佚失。有线索表明他曾研习过对话录Phaidon（《斐多篇》）、Symposion（《会饮篇》）、Phaidros（《斐德罗篇》）、Politeia（《理想国》）、Theaitetos, Apologie, Nomoi, Menon（《泰阿泰德篇》《申辩篇》《法律篇》《美诺篇》）与Timaios（《蒂迈欧篇》）。[150]对于理解人及其意志的规定根据，理性和感性、道德法则与幸福被赋予了同等权利。人们往往忽视了人“是一个由感性与理性复合而成的存在者”(GW 1, 78)。这既包含了对启蒙妄论者的幸福观念——那些喋喋不休的“经验主义万灵丹兜售者”(GW 1, 98)——的批判，也包含了对康德的批判。[151]除了对伦理法则的纯粹敬重之外，那些关涉感性的动机也必须得到考量。若漠视自然性、幸福与福祉，就会跌入冰冷、吹毛求疵的算计之中，在其中只知呼唤义务的单纯推论知性不可避免地贬抑了达致幸福。结合席勒对“更温和的人性”的要求，黑格尔主张“在画卷中融入更温和的人性与良善色彩”(GW 1, 86)，并挺身反抗基督教的压抑无乐，重新点燃至福乐土的神圣火花，拂动“欢乐的柔和翅膀”。[152]希腊诸神带着怡然的欣喜注视着人类，在他们的神殿中回荡着笑声，加尼米德欢快地举杯邀饮。人绝不应当因欢乐与欣喜而在宗教面前感到羞耻。黑格尔提到了希腊人献给酒神巴克科斯的节日与亲吻：只有鄙视感性之人方才避讳“与妇人交往”，“因为他唯恐少女的轻微触碰便会在其血管中注入熊熊燃烧的烈火”(GW 1, 98)。
针对大纲神学的客观宗教——黑格尔将其比作陈列枯死植物与动物标本的自然陈列室(GW 1, 88)——他首先确立了卢梭式的以心与良知为支撑的自然而充满生机的宗教，其次确立了希腊式的想象力宗教。这位年轻知识分子的关键论断指出，人民宗教“与自由携手并进”。相反，客观宗教“却要把人教育成天界的公民，其目光总是仰视上方，人类的情感由此对他们变得陌生疏离”。[153]

3. “皮浪派党人”与“怀疑之门”

在京都风景优美的大仙院禅寺中有一座Tor des Zweifels（怀疑之门）。青年黑格尔想必曾穿过这样一扇门。他切身体验了怀疑论与皮浪主义的复兴。[154]罗森克兰茨多次且激烈地主张，严谨、不偏不倚的真正怀疑论审视原则，对黑格尔哲学的展开过程具有极其突出的重要性。若没有这场常常被不恰当地视为边缘环节的对1790年代怀疑论复兴的辨析——特别是对皮浪主义思想和康德怀疑方法的探讨——青年黑格尔的思想中就会缺失一个核心成分。他对否定性的独特理解，ohne Zweifel（毫无疑问）属于其哲学形成时期的关键轴心之一。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名字自图宾根时期起便象征着黑格尔绝对自由观念论的独特性。青年黑格尔思想中的批判怀疑之轴，借由研读费希特对莱昂哈德·克罗伊策与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埃内西德穆）的反驳，借由对最高根本原则哲学的批判，经由法兰克福时期对柏拉图与塞克斯都的对照研读，直至耶拿时期的Skeptizismusaufsatz（《怀疑论论文》）而获得了蓬勃动力，并最终在作为sich vollbringenden Skeptizismus（自我实现的怀疑论）的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精神现象学》）规划中达到顶峰。黑格尔由此在作为后康德哲学常被忽视维度的怀疑论论争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份额。这些轰动一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争论，是1800年前后那些极富创新性的数十年中黑格尔哲学实现惊人发展的关键引擎。[155]舒尔策尤其扮演了令人印象深刻的agent provocateur（挑衅者）角色，充当成名之士的逆骨反叛者，这主要归功于他针对莱因霍尔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提出的时而颇具分量的异议。舒尔策迫使费希特和黑格尔对其构想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并迫使他们修正各自的奠基策略。黑格尔应对怀疑论挑战的独特进路，其基石正是奠定于神学院。这位年轻的反叛者必然对怀疑的思维方式深感折服，既包括皮浪操作流程，也包括康德那“唯独且根本上为先验哲学所固有”的怀疑方法，[156]这是两类par excellence（名副其实）的反独断论形式。图宾根的神学家与受沃尔夫学派影响的哲学家们不得不畏惧这些叛逆立场、否定性倡导者、魔鬼代言人尤其对基督教信仰所构成的威胁，因而激烈攻击塞克斯都与康德所提出的对上帝证明的批判。面对关于上帝的问题，理论上的不带偏见与坦率直白立刻被斥为无神论(Ros 38)。[157]伴随着康德柴堆的“熊熊烈火”，神学家中的怀疑论抵制者们把锋牙利齿的魔鬼皮浪主义的炭火也一并带入了神学院。讽刺的是，神学院由此演变成了亵渎神明的怀疑之发祥温床。
最初的门径是由对古代与近代哲学史广泛而深入的研习开启的。[158]具有决定性分量的是皮浪学派者的自我理解，他们不是昏睡冷漠的怀疑者，而是严谨、不带偏见、对正反两面进行彻底权衡的求索者、侦测者与审视者，完全符合希腊语“Skepsis”（审视／怀疑）的本义。[159]休谟将怀疑论者描绘为谨慎、权衡、细致审视且批判的思想家类型，这一点完全切合黑格尔。均势（Isosthenia）原则——任何判断都可以设立一个同等效力的判断与之对立——迫使人们悬搁判断。这种均势—二律背反母题的核心结构，黑格尔通过柏拉图的Parmenides（《巴门尼德篇》）以及亚里士多德也已熟知。这种隐性或显性存在的均势与二律背反思维形式，后来将对黑格尔关于否定性与矛盾的概念建构产生构成性价值。
第二扇进路之门与戈特弗里德·普卢凯（Gottfried Ploucquet）教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尽管在黑格尔的大学岁月里他已不再亲自授课，但他关于怀疑与逻辑的思维活动依然历历在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关于皮浪主义的两篇论著，即Disputatio de Epoche Pyrrhonis（《论皮浪派的悬搁争辩》）——他在其中将怀疑论步骤描述为处于via investigationis（探索之道）中并强调了二律背反与等效性的思想——以及反驳塞克斯都所载反对上帝存在诸理由的论战小册子。[160]出自该神学院并在对黑格尔至关重要的论述中援引普卢凯的两位思想家分别是：哥廷根神学家施托伊德林及其第一部德语全景著作Geist und Geschichte des Skepticismus（《怀疑主义的精神与历史》），以及尼特哈默及其将Pyrrhonischen Hypotyposen（《皮浪主义纲要》）首次部分翻译为德文的著作（这是他离开图宾根求学后的第一部出版物）。仅从学生习作清单（Specimina）——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关于新旧怀疑论的研究——来看，怀疑论在神学院中拥有举足轻重重要性的佐证便是不容辩驳的。
第三道进路之门是对休谟哲学的结识，休谟当年曾以怀疑论的异议猛烈地将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通过阿贝尔，青年黑格尔便已获知了休谟的反对者们，即苏格兰常识学派哲学家（里德、比蒂）及其德国追随者（除阿贝尔外特别是费德尔）。[161]将近三十年后，黑格尔将在休谟关于知觉中不存在必然性与普遍性的立场中，看到一个“极其伟大的思想”(GW 30/1, 179)。
第四道进路之门上方刻着公开反怀疑论者弗拉特的名字。皮浪母题的论证潜能可以通过这位对黑格尔图宾根时期至关重要的人物得到阐明。在他对康德的敏锐批判、在弗拉特—莱因霍尔德论争以及在他的哲学讲授课中，超自然主义独断论者弗拉特反常地以其深思熟虑的怀疑论异议脱颖而出，特别是针对康德与莱因霍尔德的哲学。他由此推动了黑格尔与先验哲学特定教义保持距离。[162]下文简要勾勒弗拉特反对康德与莱因霍尔德的三项论证，三者皆与黑格尔密切相关：第一项异议针对康德关于启示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否认的论点。在弗拉特看来，这种悬置存疑的做法是一种皮浪式的模式，他宣称神圣启示的问题绝不能悬而未决。超自然主义的这一棒喝指出，康德与其先辈塞克斯都和休谟一样倾向于“怀疑论的无神论”。[163]弗拉特的另一项异议针对公设学说，关于上帝，康德的Religionsschrift（《宗教著作》）中谈到了一种“问题性的假定”。诸公设——对象的可能性（上帝、灵魂不朽）——只是为了实践理性的需要而被假定，乃是“纯粹必然的假设”，其解释已经预设了有待解释之物。[164]弗拉特批评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缺乏连贯一致，并批评了在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界限划定。如果理论理性的羽翼预先在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纯粹理性批判》）中被剪除，那么实践理性“即便张开双翼企图向超感性之物翱翔，也终归是徒劳的”。[165]理念的客观性无法得到奠定，它依旧dahingestellt（悬置存疑）。[166]在此，faith（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信仰代表者正在反对belief（信念）意义上的“必然假定”代表者，教条对决公设。至迟自这场辩论以来，摆脱“公设方式”的要求就已浮出水面。
借助莱因霍尔德与弗拉特的论争，可以阐明运用怀疑论工具对康德进行批判的论证策略。弗拉特暗指莱因霍尔德的Philosophie aus oberstem Grundsatz（《基于最高根本原则的哲学》）并暗指阿格里帕的第二条疑表指出，一个“第一奠基性命题”要么依然只是一个纯粹的“问题性命题”并陷入无穷倒退的奠基回溯，要么必须凭借盲目信仰而被接受。莱因霍尔德试图从一个更高的原则出发体系性地推导康德的结果。这让人联想到谢林的说法：康德给出了结果，但前提依然缺失。[167]在其根本原则怀疑论中，弗拉特坚持认为命题与对立命题具有同等效力，两个相反的推论具有同等的严密性；两个命题都可以同样严格地得到证明。关于莱因霍尔德的表象理论，他又诊断出一种仅构成Versicherung（断言确证）的证明；在这里，同样不能从主观强迫性推论出与表象有差别的对象的客观必然性。[168]
无论如何，黑格尔至少通过弗拉特的讲授课，很早就熟悉了莱因霍尔德规定一个最终的、最高的原则、一个最高根本原则的尝试，并得以操练皮浪式的论证形式。而且很早他就与莱因霍尔德的企图拉开了明显的距离，这一点谢林后来间接证实道：“在莱因霍尔德试图将哲学还原为其最终原则的尝试中，你认为这些尝试并没有把《纯粹理性批判》所带来的革命本身推向前进的推测，肯定没有欺骗你。”[169]无论如何，这位大学生得以结识了一个反对各种独断论形式的论证武器库。穿越哲学与神学丛林的这场还将持续约十五年的探险，在诸多方面类似于但丁的地狱之行。最高根本原则的新构想走到了聚光灯下，新的断言确信行当建立起来，魔鬼辩护士、纵身跃入信仰的敢死队与循环论证的锻造者各显神通。一套针对看似致命的怀疑论异议实现免疫的操作流程仍有待构思。

4. 法权与国家——“唯一的共和国”

“青年时期的理想”中包含了“自由共和主义者”的形象，即在理性构建的自由人共同体中自觉行动的人。这样一种生活形式要求一种共和主义的国民教育。每个人，无论文化、国籍、族裔、性别、宗教等如何，都生而自由，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生活的法权。只是这样一种形态的“原貌”已然“从地界逃离”，正如黑格尔追溯古代的“精灵”那样，那是席勒与荷尔德林笔下经过美化的古代城邦秩序(GW 1, 112)。这种平等与手足之谊的思想，想必是黑格尔对斯多亚学派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是对作为奴隶的斯多亚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感兴趣，后者构成了奴役与教化的象征；[170]另一方面，斯多亚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关于全体公民彻底的法权平等与自由的思想获得了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基调：城邦公民成为了世界公民。我们“都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世界是一个共和国，服从于一条伟大的规则，即普遍理性的规则”。[171]这种关于一、关于普遍的思维活动，与席勒以及荷尔德林在Hymne an die Menschheit（《致人类赞美诗》）中的世界主义思想相契合。这种整体论视角也规定着黑格尔对共同体生活的看法，这种生活此时已被称为Geist eines Volkes（民族精神）。这一表达共同体统一的精神，首先将人类生活中分化为独立领域的各个不同领域在自身内部联结起来；其次，这一精神是人类自主活动的产物；第三，政治自由的程度在这个整体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依照古代模式，作为民族精神的这一“精灵”以时代环境Chronos（时间神）为父，以Politeia（宪法）为母。宗教、艺术与理性则充当乳母(GW 1, 111)。对宪法的格外珍视将被证明是黑格尔始终如一的钟情偏好。
道德、宗教、艺术、科学以及“市民与政治关系”(GW 1, 147)的历史整体架构，呈现出了后来精神概念的雏形，以及对后来被界定为objektiver Geist（客观精神：法权、道德、市民与政治结构、历史）和absoluter Geist（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之物进行区分的最初开端。在这个整体的框架内，相互交织的部分领域日益获得独立性。
早在图宾根求学期间，黑格尔便强烈主张政教明确分离——“最不幸的国家”便是那些“教士老爷掌权执政”的国家(GW 1, 128)。与宗教与道德必须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论点相反，黑格尔坚持区分道德与宗教，坚持人民宗教与良知自由的共存，坚持席勒笔下Marquis Posa（《波萨侯爵》）精神中的思想自由。作为理论基础，他已经提出了关于Vielfalt der Vorstellungsarten（表象方式多样性）的观点，并通过追溯莱辛的Nathan der Weise（《智者纳坦》）提出了宗教多样性的观点。无论教会还是国家，无论“狂热的教士还是荒淫的独裁者”，都不得对道德与宗教观念下达“任何命令与禁令”。若出现相反情况，正如黑格尔后来进一步发展的论点所言，将直接导致狂热主义（Fanatismus），[172]这是他用来指称原教旨主义的词汇。由国家或教会公开设立的道德巡查员、用“宗教尺规”丈量的道德使徒或“教会治安机构”，都与自由国家水火不容。[173]国家的体制“必须与意向的自由相容，不得强暴良知与自由”，而必须间接作用于意志的规定根据(GW 1, 139)。黑格尔由此为现代国家理解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国家能做什么？必须留给每个人自己决定的又有多少？”(GW 1, 139)

5. 逻辑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哲学心理学

尽管哲学的奠基问题尚未成为这位大学生表面上的首要兴趣，但在其关注重心的设定中已经隐约鸣响着这一维度。弗拉特依据普卢凯大纲讲授的逻辑学讲授课（1788/89与1789/90）以及巴尔迪利的逻辑学课程均促成了这一点。在伯尔尼时期持久延续的对弗拉特关于经验心理学与思辨心理学的讲授课的探讨具有特殊分量[174]。他在伯克（Bök）教授门下撰写却已散佚的学业论文Über das Urteil des gemeinen Menschenverstandes über Objektivität und Subjektivität der Vorstellungen（《论普通人类理智关于表象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判断》），[175]本可为他对该论题的兴趣提供又一佐证，该文极有可能探讨了莱因霍尔德与休谟、关于健全理智哲学的讨论，并采纳了弗拉特的启发建议。[176]弗拉特与阿贝尔的立场构成了黑格尔探讨莱因霍尔德Versuch einer Theorie des Vorstellungsvermögens（《表象能力理论构想》）的背景。[177]弗拉特为1792年硕士论文答辩起草的论点，正是以阿贝尔反对莱因霍尔德的论点为基础的。黑格尔作为答辩反对人之一参与的这场论文答辩，想必是黑格尔在图宾根参加的最后一次重大学术活动。[178]

7. 前往“自由之邦”——赴伯尔尼担任家庭教师之前

神学院毕业生黑格尔积累了极其丰厚的知识储备，但他早已明确决定不走教会或神学职业道路。他显然不大适合担任传教牧师；图宾根的老师们早已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正如后来的神学院学员威廉·魏布林格（Wilhelm Waiblinger）所写的那样，对于黑格尔而言：“我的王国不属于这座神学院。世界才是我的王国”。[179]与他的同行伙伴及精神同道荷尔德林、谢林或费希特一样，黑格尔起初唯一的选择是去寻找一份家庭教师或私人教师的工作。最初，黑格尔的朋友与熟人帮他联系了瓦尔特斯豪森（Waltershausen）的席勒女性友人夏洛特·冯·卡尔布（Charlotte von Kalb）。在黑格尔婉拒之后，荷尔德林接受了她提供的职位，在荷尔德林看来，朋友将自己的“美好命运”转让给了他(Br I, 9)。
黑格尔选择了伯尔尼。甚至斯图加特金牛客栈的老板也参与了这次谈判。前往瑞士的决定，大概是由多种交织在一起的动机构成的：首先是一种亲瑞士情结，[180]将瑞士勾勒为诞生自吕特利誓约的自由避难所这一田园牧歌式的瑞士图景，作为res publica（共和国）的象征。在后来重写的伯尔尼Positivitätsmanuskripts（《实证性手稿》）开头中，黑格尔谈到了“更严肃的自由瑞士各共和国”。[181]荷尔德林的游记及其关于瑞士之行的诗篇想必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黑格尔（威廉）显然对卢梭踏上瑞士土地时的如下惊叹印象深刻：“天界啊，德行的庇护者，我赞美你，我踏上了自由的土地！”[182]施托伊德林赞颂伯尔尼共和国为“自由的甜美花朵”的诗篇，[183]及其将瑞士描绘为“自由之邦”的文字想必也发挥了作用，[184]或许还有他在图宾根与后来著名的教育家菲利普·埃马努埃尔·费伦贝格（Philipp Emanuel Fellenberg）的交往，或许是卢梭驻足过的日内瓦与比尔湖圣彼得岛的魅力，亦或是早年在斯图加特阅读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的瑞士诗歌以及哈勒的学生约翰·格奥尔格·齐默尔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的论文Über die Einsamkeit（《论孤独》，1783/84）。从卢梭和友人施托伊德林的榜样来看，成为政论出版家与宗教改革式国民教育者的潜在职业前景也支持了他选择瑞士。[185]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瑞士联邦与革命时期的法国地理相邻。此外，克里斯托夫·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于1791年在图宾根由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出版的Briefe über die Schweiz（《瑞士书信》）也具有重要影响，书中勾画了田园诗般的瑞士图景，并赞扬了黑格尔的新雇主斯泰格（von Steiger）家族。[186]前往瑞士的所有这些动机皆合情合理，但与之相连的许多期冀最终却化为了泡影。
1793年9月给黑格尔出具的毕业证书(Br IV/1, 53 f.)，因一个小小的笔误而助长了其反对者对其哲学神话的编造。由于笔误，毕业证书上最初出现的评语是nullam operam impendit（未曾付出任何努力），这与图宾根页边修正中给出的正确评价multam operam impendit（付出了诸多努力）恰恰相反(Br IV/1, 54)。鲁道夫·海姆（Rudolf Haym）轻信了这一错误并幸灾乐祸地宣称：“一个资质良好的人，[…]但在哲学上却是个白痴”。[187]由此开启了对这位施瓦本哲学家的贬低与诽谤性中伤，并在将黑格尔定性为复辟派与国家崇拜思想家时达到顶峰。正如18世纪人们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在19与20世纪人们也企图将黑格尔宣布为“死狗”：ein gefährlicher Idiot in der Philosophie（哲学上危险的白痴）。
斯图加特宗教法庭的会议记录包含对这位神学毕业生极具深意的一项要求：他今后应当“勤加操练讲道，在这方面他尚有欠缺”，他应当“牢记自己的主要规定，不可荒废神学的修习”(Br IV/1, 53)。黑格尔后来将关于自己规定的说法彻底颠倒过来，当他在1804年的履历中写道，他自己已将科学“作为自己生命的规定”(Br IV/1, 89)时。在移居瑞士的前夕，人们在斯图加特庆祝告别大学生活，并与图宾根和斯图加特的一些同行好友道别。通往科学的旅程首先通向伯尔尼。
III.
伯尔尼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
黑格尔在瑞士
（1793—1796）

受永恒的守卫者、巍峨群山庇护，
神圣之谷向我们嫣然含笑，自由的源泉。
湖泊从远方的宿营地友好地招手［……］
神圣自由的国度啊，我怎能将你遗忘！
荷尔德林
友好地闪烁着
湖面那明亮的光带遥遥映来
黑格尔

转赴伯尔尼对这位23岁的青年而言，意味着其一生中深刻的更替与剧变，标志着与学生定在、大学环境和学院氛围的告别。正如荷尔德林在信中所写，从“神学的苦役船”中脱身，便达成了一种“最初的独立”（Br I, 19）。但黑格尔也告别了那热烈交流的气氛与亲密的朋友圈子。当年的三星如今各奔一方：荷尔德林身在耶拿，谢林留守图宾根，黑格尔则远赴伯尔尼。这位年轻的施瓦本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文化与陌生的心智生态，步入了一座前工业时期的城邦，一座“有趣的城市”（Ros 43）——伯尔尼。该城由施瓦本的策林格贵族世家所建，阿勒河的河湾将其三面环抱，四周群峰环耸，罗马式回廊风格独树一帜；黑格尔亦由此来到埃尔拉赫附近乡村般的楚格，这处葡萄种植区“风景如画地坐落在比尔湖与纳沙泰尔湖之间”，[1]远眺卢梭笔下“被如镜明澈之湖水环绕的圣彼得岛”。[2]
[image: ]伯尔尼容克街51号施泰格尔家族府邸，立面上绘有卡尔·弗里德里希与玛丽亚·冯·施泰格尔，即黑格尔所教学生的父母

克里斯托夫·迈纳斯曾在其《瑞士书简》中提及施泰格尔家族，并记述道，“若干声望卓著的显贵家族延请德意志家庭教师教导其子女”。[3]虽然黑格尔在瑞士担任家庭教师的定在仅有零星文献记载，[4]但这无疑为他留出了潜心自修的时间。然而这终究是一碗“可怜的依附糊口之食”，绝非甘美之事，而是一种全新的从属形态，完全仰赖主人阴晴不定的好恶。一旦“卑躬屈膝不够周全，便会迅速被视作不再配教导东家的子弟”（海涅）。黑格尔的主人——身为伯尔尼大议会成员、“深深植根于旧制度的各项原则之中”却又对英国启蒙思想抱有浓厚兴趣的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施泰格尔[5]，与其妻玛丽亚·冯·瓦滕维尔-迪斯巴赫一样，均出自伯尔尼的古老贵族世家。冬日里，该家族依其显赫身份，居住在伯尔尼市中心容克街51号一座正门建有回廊、庄严巍峨的贵族府邸中。1766年至1772年间，自然科学家兼诗人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曾在此居留，他正是后来黑格尔保守派论敌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的祖父。施泰格尔家族直至1793年才购入伯尔尼这所宅邸。夏季里，全家则移居楚格高雅典雅的乡间庄园。1793年黑格尔初任教职时，受教的孩子玛丽亚·卡塔琳娜和弗里德里希·鲁道夫分别为八岁和六岁。[6]由于除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外，法国文学亦是授课的主要对象，这位新家庭教师不仅凭藉渊博的知识，更凭藉其早已为荷尔德林所盛赞的“娴熟纯正的法语”，展现出极为优异的胜任才能（Br I, 44）。这位来自斯图加特的革命同情者，此刻就生活在一派贵族寡头秩序代表人物的宅邸之中。起初或许尚能相安无事，但时日一长，裂痕便逐渐显露。[7]伯尔尼的贵族阶层对“法兰克革命”所引发的权力剧烈更替深恶痛绝。东家的胞弟约翰·鲁道夫·施泰格尔更以傲慢的姿态，将这位家庭教师“黑格尔先生”贬斥为一个带有“愚钝宿命”烙印的施瓦本“死脑筋”。[8]正如耶拿大学毕业生、费希特追随者鲁道夫·施特克所记，黑格尔“因毫不掩饰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而格外引人侧目。[9]
他与革命同道之间的联络始终未曾中断。1794年12月，黑格尔会见了为躲避雅各宾派而逃亡的吉伦特派追随者厄尔斯纳，后者“带来了巴黎若干符腾堡同乡的消息，亦转达了赖因哈德的近况”（Br I, 11）。为迷惑密探耳目，黑格尔特意注记称这位来自巴黎的宾客系因私事到访伯尔尼。早在同年6月，厄尔斯纳便与同样在巴黎活动的黑格尔故友克尔纳及吉伦特派人朱塞佩·戈拉尼逗留伯尔尼，全程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10]与赖因哈德一样，厄尔斯纳[11]与克尔纳亦同大革命的领军人物西耶斯保持着直接往来。他们不得不设法自保，以避开雅各宾派日趋严酷的恐怖专政。作为来自巴黎的亲历见证人，他们的到来令黑格尔喜出望外——无论是来自斯图加特的昔日挚友、“喷涌着火山般自由之情”的克尔纳，[12]还是黑格尔通过《密涅瓦》杂志早已熟知其论著的厄尔斯纳。在这些文章中，贯穿着对哲学思维活动本身及其对革命进程之重大意义的高度评价：“人人生而对自然的产物享有平等的诉求，如今各国人民正着手挣脱锁链”。[13]
[image: ]从穆里施塔尔登俯瞰伯尔尼（约1820年）

黑格尔在伯尔尼同来自斯图加特和图宾根的密友保持着频繁往来，他们同样也是作为家庭教师来到瑞士的，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沃尔夫冈·默格林与弗莱施曼。[14]荷尔德林通过黑格尔“向聚斯金德与卡普夫致以千百声问候”，并告知默格林曾告诫切勿在瑞士境内非法拆启信件（Br I, 12及以下）。另一位图宾根同窗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克吕普费尔于1795年前往洛桑途中，在这座阿勒河畔之城作短暂停留：“我于1月15日早晨9点抵达伯尔尼——下榻于王冠客栈，并同黑格尔、默格林和弗莱施曼交谈。”[15]一年后，黑格尔与霍恩鲍姆、施托尔德以及托马斯（后者在黑格尔东家胞弟府上供职）这几位家庭教师，共同展开了一场穿越伯尔尼与乌里阿尔卑斯山的徒步远游。[16]此外，他与来自斯图加特的雕塑家兼素描画家约翰·瓦伦廷·佐嫩沙因亦结下深厚友谊，后者自1792年起在伯尔尼政治学院这一市民阶层教育机构与学社中担任学院素描教授。[17]与佐嫩沙因的相识，无疑得益于黑格尔在斯图加特圈子里结识的艺术家同好，即佐嫩沙因的学生科赫与丹内克。[18]在佐嫩沙因家中，黑格尔常玩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兴起的“波士顿牌”。对纸牌游戏的雅好伴随了黑格尔终生；他甚至专门就此写过一篇短小的残篇（GW 2, 585）。后来佐嫩沙因致信哲学家道：“人们常唱起‘欢乐，美丽的诸神火花’来纪念您”（Br I, 57）。黑格尔很可能通过佐嫩沙因与厄尔斯纳，[19]结识了伯尔尼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萨穆埃尔·伊特和菲利普·阿尔贝特·施塔普费尔，两人同为学院教授，其共和主义理念接续自康德与费希特；[20]并通过这两位学者，或许还结识了来自图林根哥达、同赫尔德与歌德交好的埃米莉·冯·贝尔勒普施。[21]自1796年起，康德与莱因霍尔德的追随者埃马努埃尔·雅各布·策恩德亦在学院任教；黑格尔对其论述怀疑论的著述颇为熟悉。[22]此外，黑格尔极可能见过丹麦诗人兼哲学家延斯·伊曼纽尔·巴格森，荷尔德林曾向他预告过后者的伯尔尼之行。[23]他同图宾根求学时便已相识的康德主义者及西耶斯追随者费伦贝格的交往亦在情理之中，后者常与厄尔斯纳通信，并隶属于瑞士的一个费希特学派圈子。[24]而1795年同克里斯托夫·奥古斯特·克莱特的会晤，更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尽管如此，黑格尔在其“瑞士宁静生活”中，依旧深切怀念着图宾根时期的论谈。他同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创性哲学论辩相隔绝，早在1794年便毫无保留地慨叹自己“远离了著述活动性的舞台”。[25]1795年夏，他致信谢林道：“你无法想象，在我的寂寥之中，能不时从你和其他朋友那里听到音讯，对我是多么大的慰藉。”（Br I, 33）他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伯尔尼与楚格日趋复杂的处境、职业前景的渺茫莫测是其主因，而雅各宾专政下法国局势的发展所带来的沉痛失望亦推波助澜。然而，正是在这几年中，他为自己的第一部出版物完成了前期准备，并撰写了第一部哲学手稿。
1. 德国观念论的兴起

对于身处智性边缘地带的黑格尔而言，同谢林与荷尔德林那段名噪一时的《伯尔尼通信》，其意义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1794年，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耶拿发表《知识学》，标志着德国观念论这一崭新世界哲学的诞生，这部著述成为引爆哲学思维活动史上最具创造力的十年的导火索。这座拥有五千居民的图林根大学城一跃成为世界级都会，化身为“哲学的罗马”。曾与黑格尔在神学院同室操戈的同窗、谢林的表弟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布赖尔，日后在致黑格尔红颜知己娜内特·恩德尔的信中追忆道：“当法国人掀起一场政治革命时，德国人则在真理的王国里成就了一场革命，在这方面，耶拿之于后者恰如巴黎之于前者”。[26]黑格尔却深感自己远离了理论战场上的这些破晓启航与激烈鏖战。针对荷尔德林与谢林1795年在图宾根的聚首，他评注道：“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是那第三个人啊！”（Br I, 33）。
与此同时，法国革命的天空阴云密布。由于军事与经济层面的重重危机与威胁，法国的革命进程走向激进化。1793年夏，黑格尔及其绝大多数友人所同情的温和温雅吉伦特派遭到排挤打压，日益仰仗恐怖统治的雅各宾派执掌大权。吉伦特派人韦尼奥曾留下关于这场革命的著名箴言：大革命犹如古代神祇萨图尔恩，正在吞噬自己的亲生骨肉。吉约坦医生的杀人机器沦为反常残暴的象征。人们纷纷控诉那些以自由之名犯下的罪行。施托伊德林在1793年底便已觉察到法国渐次降临的恐怖统治，那任意专横的恐怖。在其诗作《时代精灵》中，我们读到关于高卢的诗句：“被狂热灌醉的你／正向着深渊踉跄跌落”。[27]克尔纳亦严厉斥责“狂暴狂徒”的专制暴政，但他恳请好友施托伊德林保持耐心，无论恐怖如何肆虐，依然要对大革命怀抱应有的同情。面对恐怖年代与屡屡泛起的怀疑，他道出了德意志革命拥护者的核心冲突：“请转告那位诗人，自由的凯旋仍属于可能且可期之事，人类唯有经受剧烈的阵痛方能降生于世。——告诉他切莫丧失勇气，矢志不渝地做自由的朋友、一切暴君的死敌。”[28]他还在自叙中写道：“作为共和自由之友，我备受贵族阶层极尽残酷的迫害——作为嗜血恶犬之敌，我同样不见容于狂热的民主派。”[29]1794年平安夜，黑格尔在致谢林的信中，对狂热的国民公会成员让-巴蒂斯特·卡里耶受审伏法表示赞同，卡里耶因下令推行野蛮的大屠杀而臭名昭著；他曾下令将数千人溺死，卢瓦尔河的河水被染得猩红。黑格尔强调对卡里耶的审判具有非凡意义，因其“揭露了罗伯斯庇尔党徒的全部丑恶”（Br I, 12）。正如黑格尔日后所言，罗伯斯庇尔对一切问题给出的回答，唯有“la mort［死亡］！”（GW 5, 493）。在彻底怀疑之中，他与绝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迥异，依然矢志坚守自由、一致与博爱的各项原则，并最终成为现代自由真正的理论大师。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并未归于失败，1789年的诸多理念依然鲜活。在瑞士期间他写道：“在那些引人注目的宏大革命发生之前，时代的精神深处必定已经先行发生了一场静默、隐秘的革命”（GW 1, 365）。而黑格尔将为这种崭新精神的孕育塑造贡献关键力量。
楚格的夏夜

在比尔湖畔置身于清新翠绿之中，
无忧无虑且音调贫乏，
如同初学者般向夜莺求学
荷尔德林

1796年8月的一个闲暇时刻，黑格尔端坐于施泰格尔庄园藏书宏富的图书馆内，提笔写下献给荷尔德林的诗篇《埃勒西斯》。他的脑海中亦浮现出汉泽的《莱迪翁，或埃勒西斯秘仪》。荷尔德林在其咏叹瑞士的诗篇中曾写道：湖泊从远方的宿营地友好地招手。黑格尔的目光继而驻留在圣彼得岛上。三十多年前，卢梭曾在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对岸闪耀着“卢梭的花园”，宛如汉泽《阿尔丁格洛》中那座极乐之岛。“当夕阳以其最后一抹余晖将此岸的高地、苍穹与湖水染作纯金，而彼岸则融化在紫、灰与蔚蓝的烟岚中时，世间再无任何景致能比这番风光更为迷人。”[30]1788年，迈纳斯曾在“遁世幽静的心醉神迷”中，漫步于“这处伊甸仙岛含笑的湖岸”。[31]湖泊投来招引，宛如“一幅含笑的壮美画卷，这片小岛在灿烂阳光下全幅展现”，又如“一片纯净明澈的水晶，倒映着缀满葡萄藤蔓的湖岸”，犹如“小小的拔摩岛，让-雅克·卢梭曾在此安详的神圣梦境中忘却尘世喧嚣”。[32]然而，卢梭随后却遭到包括黑格尔东家在内的伯尔尼贵族驱逐，被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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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深谙卢梭的命运及其颠沛流离的生活，切望寻得一个“更好的施展抱负之天地”。他在藏书楼中尽情享受着这“自由与闲暇”的时光，这“生命的礼拜日”；环绕在他身旁书架上的，是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孟德斯鸠、邦雅曼·康斯坦、莎士比亚与歌德的著作，继而是卢梭的传世杰作——从《爱弥儿》、《论不平等》直至《社会契约论》，此外还有关于伯尔尼国家建制与哲学逻辑学的著述。案几上摆放着来自耶拿的各色刊物：《总文学报》、席勒主编的《荷瑞雅》以及尼特哈默与费希特合办的《哲学杂志》。他又重读了一遍自己写下的最后诗行：“奔忙世人那永不知倦的忧虑已然沉睡”。亚里士多德曾论及far niente，即孤岛生活中甘美的无所事事。他手捧席勒的《美育书简》，忆起迈纳斯’关于能在此逃离“世俗生活与凡俗事务之常规流转”的言论。[33]黑格尔遥想着卢梭“对这片极乐仙境令人沉醉的描摹”，那“伊甸园般的宁静”，遥想着岛上寓所里的小小胸像，以及墙壁上的题字留痕，[34]四方来客曾用折叠小刀在门柱与长凳上刻下自己的姓名或姓名缩写及到访日期。不知他们都是何许人也？[35]每当想起卢梭当年用来神不知鬼不觉悄然隐退的活动地板暗门，他便不禁莞尔。他多么希望自己在此处也能有一扇这般的暗门。巴格森曾描绘此地道：“我的心曾是何等安详，一切忧虑悉数忘却！那是何等深邃的灵魂风平浪静。”接着又写道：“面对如此景致，若有一颗心灵无法哪怕片刻忘却其所有悲愁，那它必当哀哉！”[36]然而在黑格尔眼中，身畔与心内盘桓的宁静似乎带有虚幻色彩：“与裁制意见和感受的成规戒律，永不妥协，绝不媾和”。[37]巴格森同样未曾忘怀卢梭的思想：“这种精神并未被禁锢在圣彼得岛上；——日前（1789年），它正雄浑磅礴地走在高卢苏醒的英雄们前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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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黑格尔致信荷尔德林写道：“唯为自由的真理而活着”。他期盼着能很快发现当年图宾根盟约的这一信条变得更为坚定、更为成熟。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从未虚掷光阴，但他仍深感不满，自知所付出的诸多努力尚存欠缺。他站起身来。外面的天地召唤着他，于是他启程漫步。夕阳余晖下湖面波光粼粼，峰峦依然沐浴在残阳的最后映射之中。漫步在清新空气里，黑格尔忆起在明媚晴日中自己曾无数次泛舟远划，深入静谧湖心。那时他总如小舟中的卢梭一般仰卧船头，凝望苍穹，任由舟楫在水波中缓缓漂荡漂流。[39]暮色苍茫中，楚格的猫头鹰开启了它们的飞翔。
回到屋内，黑格尔点燃一盏蜡烛。随即取过墨水瓶与鹅毛笔。他欲将七月间循着迈纳斯描绘的路线进行的阿尔卑斯徒步之行记录成文。这将是一篇生动直观的记述，是他眼底所见直接涌现的思索，毫无感伤煽情，毫无文过饰非，绝不妄称一切皆优美与崇高，超然于浪漫主义的自然狂热与知性冷漠的自然轻蔑两极之外。[40]在此过程中，这位漫游者记录了截然对立的强烈印象：从“鲜活运动之物那令人心旷神怡、妩媚动人的景象”，到凄凉荒芜的荒野绝域，他尽收眼底。[41]他欲描摹水雾优雅、随性、可爱的飘洒嬉戏，描摹那“永恒自我变动与能动之物”。尤其是水！在迈林根附近，他曾驻足凝望赖兴巴赫瀑布那气势恢宏的壮观景象。他借用赫拉克利特的典故写道，那些“水波不断将观者的目光牵引向下，观者却绝无法将其固定，绝无法将其追踪，因为它们的形象、它们的形态瞬息消解，在每一环节中皆被崭新者所取代，在这种情形下他永恒地看见同一幅图像，同时又看见它绝非同一个”。然而伫立在上方岩石巨壁与荒凉石漠之中时，景象则全然不同；无论是肉眼还是想象力，在这些毫无形状的庞然块体之上，都无法寻觅到任何可供惬意驻足、寄托事务或寻得嬉戏的着落点。面对这般永恒死寂的巨块，理性在人们赋予其的崇高之中，亦体悟不到任何足以令其心折折服之物：那是一个“由岩石与坚冰构成的顽固、明晰、冷酷、陌生，乃至严酷凶险的冰冷世界，沉浸在冷峻敌意的幽蓝之中，唯有零星陡坡在此处或彼处暂受片刻明亮照射，其万年积雪与冷光以一种冰冷、晶莹、清醒而近乎抽象的方式给出了回应”。
鉴于自然对当地居民而言显得贫瘠而困顿，黑格尔在此处针对物理神学展开了论辩，后者宣称被造自然已为我们备齐了一切最好的事物。黑格尔意欲写写当地居民艰辛的生活境况、其经济与政治关系、其伦常与语言，乃至奶酪的制作。暮色降临后，他与其他家庭教师总会一同玩起朗布尔牌；有一次在卡布遣会修士那里，他们痛饮了沿途最醇美的意大利红葡萄酒，因为它正出自神职修士的地窖。循着威廉·退尔的足迹，在那催生出誓约同盟的传奇盟誓之地，他们一路漫游，最终抵达了坐拥秀美湖泊的卢塞恩。
在饮尽最后一小杯醇厚温润的埃尔拉赫沙瑟拉白葡萄酒后，黑格尔准备就寝。但他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好友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为他斡旋中介新的家庭教师教席，寄托了他全部的期望。他也久已渴望对费希特与挚友谢林的新哲学作出回应；荷尔德林此前便已对这两套构想表达了怀疑。遗憾的是他匮乏必要的时间。明日一早，他又不得不投身于照料学生、打理家务、监管采石场、葡萄园与高位沼泽，几乎无暇向那友好闪烁着的明亮湖面光带遥遥眺望。

2. 一段艰难而险峻的哲学攀登之旅

转赴瑞士这一生活之地的更替，并未对黑格尔的思维活动带来根本性突变。他此前开端的诸多思索在此得以延续，若干残篇演进为构想草案，他也笔录下盘桓心头良久的诸般理念。他实现了“同图宾根死寂神学的彻底决裂”（Ros 45），但他必须在一组全新的问题架构中寻觅方位。瑞士的岁月绝非一条坦途，而是伴随着困惑与迷惘，布满了未明之点与模糊之处。其文本，尤其是那些诠释性文字，时而显得“晦涩、神秘、芜杂、巴洛克式”（Ros 45）。在经历了图宾根神学院迷宫般的昏暗回廊之后，如今他必须在空气稀薄、毫无结绳队保护的险境中，独自驾驭一场艰苦卓绝、惊心动魄的智性攀登之旅。在攀抵的思想高度之上，黑格尔眼前豁然展开了崭新的视野，催促着他对自身固有之物做出实质性变革与重构。这几年中哲学领域里异乎寻常的剧烈动态与革新突变，使得辨明方向愈发艰难。黑格尔原先设想的将康德与卢梭关于宗教的思想熔于一炉的计划，并未取得实质进展。他从瑞士带走的，除了植物标本集[42]与若干主导思想的磨砺成熟之外，便是与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基石以及与卢梭关于公民宗教或人民宗教的表象渐次告别。这位青年对伯尔尼的政治与经济结构展开了深入透彻的批判。其独特思维轨迹中关涉方法论切入与呈现形式的两大恒定要素，值得在此先行点明。首先是明确显现出罗森克兰茨所提示的如下方法原则：“为事情本身阐明根据，并对其内容予以充分辩护”（GW 1, 282）。必须严格杜绝仅仅因为某物被预设为公设或假定、仅仅因为它是现成给予的抑或众人皆表赞同，便将其视为真理。在关于上帝理解的问题上采取这种做法——罗森克兰茨同样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往往会迅速招致无神论的指责。黑格尔关于《宗教的实定性》的思索，及其秉承卢梭与康德精神撰写的手稿《耶稣传》，本会掀起一阵愤怒的风暴，其激烈程度甚至会超过日后尚待爆发的无神论论争中针对费希特的相应攻击。黑格尔深思熟虑且秉持其一贯的审慎，将这两篇文稿留作自存，正如他对卡尔笔下批判伯尔尼寡头统治的法文战书的翻译一样，该译作直至1798年才在法兰克福匿名刊印。第二个恒定要素在于，哲学论证始终伴随着出自诗歌的丰瞻意象，即论述的感性化，这奠基于黑格尔对纯文学的浩瀚博通之上。这与康德和费希特那些文学艺术史知识相对匮乏的论著构成了显著差异。然而，黑格尔在此所追求的绝非对干瘪形而上学命题的“装点”或“修饰”，而是在伟大的艺术杰作中捕捉对各特定问题领域具有重大启示的思想。例如在伯尔尼手稿中，莱辛蕴含宗教宽容思想的《智者纳坦》，[43]探讨行动主体归责能力的古代悲剧——《俄狄浦斯》——以及不同伦常原则之间的冲突碰撞——《安提戈涅》——皆扮演着重要角色。黑格尔汲取了普劳图斯与琉善对待诸神时的机智与幽默，亦借鉴了马里沃反禁欲主义小说中的母题（GW 1, 634），或是希佩尔笔下描绘那些僵化宗教模式的故事。“上帝的属性（正如我们的求索者在某处所言）依旧是这些神学先生们用来开启一切的金钥盗锁之具”（Br I, 30）。他在援引希佩尔《求索者传记》中的一则名言时，阐述了他对作为审美怀疑形式之欢笑的热爱，这亦有助于排遣抑郁心绪：“朋友们，奔向太阳吧，好让人类的福祉早日成熟！阻碍的枝叶算得了什么？树权又算得了什么？——冲破它们奔向太阳，哪怕疲惫不堪，亦无不可！如此方能睡得更为酣甜！”（Br I, 24及以下）。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中绽放出的对美之享受，正是自由的一大显著标志——自由的想象力，取代了那通过教理问答强行灌输、早已令人难以下咽的神学校样老酵母（GW 1, 93）。
格奥尔格·福斯特的《下莱茵景象》是关于反思古代与现代艺术的一座宝库，一方面得益于其对近代绘画杰作翔实而敏锐的批判性描述，[44]另一方面则源于其对艺术哲学的宏深思索。尤其是关于时代与艺术的关系、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关系之论点，以及关于作为艺术对象的理想之美的一系列思考，[45]皆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分量。希腊人崇高的美的理想已不可复得。然而在现代，作为“新艺术的目标”，呈现个体的杂多脱颖而出；取自自然的人物性格在保留其个体性的同时被赋予理想化。这种如在席勒与荷尔德林那里便已存在的将哲学问题求解予以审美化的倾向，在黑格尔身上同样昭然可见。在伯尔尼书简中，席勒写于此时的名作《美育书简》被尊奉为“杰作”（Br I, 25）。这种推崇备至一直延续到黑格尔晚年的柏林讲座：席勒给出了“越出这些反思哲学的阻碍［推动］”（GW 30/1,189）。
图宾根求学阶段结束后，黑格尔的立场开始发生缓慢转向。其智性关注的焦点逐步转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体系性哲思，而并未摒弃宗教、艺术与教化等主题。黑格尔留存至今最古老的体系性哲学手稿《先验理念》的诞生，便是这一转向的明证。[46]得益于荷尔德林满怀热忱的描述以及谢林关于费希特的通报，耶拿及其当时的哲学格局再次强有力地进入黑格尔的视野。他与两位挚友达成共识，认为由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奠定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一场“观念体系的革命”，但这场革命仍亟待深化推进（Br I, 24）。莱因霍尔德试图将哲学归结为单一一条基本原则的尝试，并未被视作在这条道路上的突破性进展（Br I, 21）。相反，图宾根三星对德国观念论哲学的奠基性文献——费希特1794年的《知识学》——赋予了无与伦比的极高意义。在此语境下，谢林将自由称为哲学的始终［核心要义］，黑格尔在1795年4月甚至直呼其为“哲学的最高峰”，然而正如同窗好友一样，他同时宣告了对康德所开创的先验哲学予以批判性审视与必要推进的决心。在此，这三位施瓦本人同直接承袭康德传统的莱因霍尔德与费希特相比，呈现出迥异的哲学社会化历程。出自图宾根神学院的这支施瓦本阵营，仅在数年后便相继主导了耶拿的思想舞台。在黑格尔身处伯尔尼的岁月里，这个舞台由席勒以及原图宾根校友尼特哈默、荷尔德林、迪茨、海因里希·埃伯哈德·戈特洛布·保卢斯、辛克莱、卡尔·海因里希·格罗斯、梅尔克林共同活跃其上。而谢林彼时亦已凭借高迈深湛的论著介入后康德论辩之中。[47]
对于公众而言，黑格尔尚属无名之辈；这位26岁的青年此时未曾发表过任何一篇著述。但身处伯尔尼的黑格尔，却能精准洞察1793至1796年间德国观念论这一扣人心弦孕育历程中的种种潮流。他依然扮演着远距离观察者的角色，不断深化着对康德思维方式的批判性省思。自由作为核心始末，顺理成章地引领他重新钻研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GW 3, 245）、费希特的《知识学》与谢林的早期著述，并满怀激情地研读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Br I, 25）。对后者的阅读指向了一个此前长期被忽视的向度，即对当时关乎哲学发展的三大耶拿重要刊物的精深研读——席勒的《荷瑞雅》、《总文学报》以及尼特哈默与费希特主编的《哲学杂志》，[48]这些刊物生动映照了1794年激荡不安的风云岁月。作者阵容涵盖席勒、费希特、尼特哈默、施莱格尔兄弟、赫尔德、格罗斯及约翰·本雅明·埃哈德；其中刊载了诸多举足轻重的重磅篇章，如费希特的《埃奈西德穆》与《评克罗伊策》、尼特哈默的《论普通知性对哲学的要求》，[49]关于“费希特—施密德论争”（1795—1796）的论战文献，抑或谢林的《关于独断论与批判主义的书简》（1795）。针对后者，黑格尔在1796年上半年致信谢林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可惜该信件已告散佚（Br I, 37）。从这些论著中，足可窥见通往哲思冰冷峰巅那异常艰难险阻的跋涉历程。黑格尔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蔚为大观的庞大手稿。其中清晰可见如下几条核心论证主线。
1. 宗教概念

宗教依然是黑格尔思索的最核心对象之一；罗森克兰茨所谓“瑞士棘手的神学时期”之说，忽视了其文本与主题的丰饶多样性。[50]黑格尔的诸般深思最终汇聚为对一切权威主义宗教的彻底批判。其旨趣在于构想一种崭新的国民教育。荷尔德林同样将对“宗教概念”的持续关注视为国民教育的实质组成部分，只要宗教能够激发道德行动的内驱力。黑格尔构想的基石，是在卢梭《社会契约论》精神指引下构建一种崭新的公共人民宗教，一种公民宗教（religion civile），以取代陈腐过时的传统基督教——这是卢梭与康德崭新宗教观的综合。[51]题为《理性宗教与实定宗教的斗争》的手稿由黑格尔于1795年动笔，他原拟在1800年9月附上一篇经辛克莱校阅的全新序言予以出版。[52]追溯莱辛、卢梭与康德的脉络，在黑格尔看来，唯有自然理性宗教方为真纯宗教，绝非仅仅预设外部权威的实定宗教。凡盲目顺从非由自身所立之法则的一切服从形式，皆在摒弃之列。[53]此类宗教的基础并非意志的自律与自由，而是从属臣服。权威主义信仰以绝对的无条件性下达一套宗教命题体系，如此启示之物强索直接有效性，这内在地蕴含着自由与理性的丧失（GW 1, 190及以下）。在摒弃这种宗教时，黑格尔首先强调了理性自由那无可避免的沉沦。在这一超验法庭门前，追问“合乎理性抑或违背理性”这一永恒必要的关切被悍然拒之门外（GW 1, 354）。
[image: ]圣彼得岛附近比尔湖上的卢梭

类同于卢梭式的问题设定——源自一切本质所共有的自然理性法权，何以演变出锁链束缚下的奴隶定在——黑格尔着眼于莱辛提出追问：基督教——耶稣被视作纯粹道德宗教的导师（GW 1, 285）——究竟是如何沦为实定的、亦即权威主义的？“神性的客观化与人类的堕落与奴役步调一致，而前者实则不过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一种启示、一种显象而已。”（GW 1, 375）在这一“衰亡史”中，奇迹取代了个体自身的理性。至高之物被置于一个对我们而言全然陌生的世界，我们在其领地中毫无份额，唯有靠“祈求或施展巫术”方能跻身其中。最为骇人听闻之处在于，为了这一“客观”上帝，世间竟充斥着“谋杀、诽谤、焚烧、窃夺、谎言与欺诈”（GW 1, 375）。这种宗教扭曲的形态，沦为榨取人类全部生命活力的专制暴政的“工具”、“辩护人”以及“对骇人罪行最炽烈的赞美者”（GW 1, 202）。然而黑格尔清醒地认识到，法权若无实定法权则无法持存，正如宗教若无实定性便无法持存一样。他追问究竟何为这种实定性，追问原始基督教究竟何以沦为一门宣扬奴役与奴仆式盲从的学说。批判指出，“奴隶”的价值不在于自由或自身目的，而在于侍奉主人，而在启示宗教中，这位主人是以人格化的超验本质形态降临的。在这部深藏未露、直至1907年方以《耶稣传》为题印行的手稿中，哲学家试图将耶稣身上所体现的本源基督教呈现为自然理性宗教的典范。黑格尔笔下的耶稣，恰恰体现了卢梭萨伏依代理牧师信条与康德思维方式之间那独特而吊诡的共生结合。[54]
没有任何事物比奇迹信仰更有力地推动了宗教走向权威主义，奇迹信仰以极端方式彰显了那种被启示出来的家长制立法。在这一初步阶段，黑格尔延续了对施托尔学派“历史信仰”的抨击，始终提示圣经传抄流变之不可靠，其形成亦受制于各自的时代精神，因而绝不担保任何真实性。作为批判的全新环节，黑格尔——他熟读休谟——建议不再于知性的地盘上展开这场论战，不再针对具体奇迹故事逐一核查其原因性，因为彻底穷尽的归纳根本绝无可能。相反，核心设问应当是：若理性须“从外部或经由外来权威”被设定，这岂非背离了理性的最高目的？（GW 1, 409）。“被奉为训条的奇迹故事康庄大道”必须被揭穿为未成年状态的立场，符号与奇迹不过是无孔不入的“凭信虚妄”的一部分，是对外来讯息不可接受的盲从接受。最终，对奇迹信仰的抨击展现出一个崭新的维度，其根基深植于对费希特第一部《知识学》的研读：奇迹之所以遭到彻底摒弃，是因为它们根本不能被当作一个自我的行动。它们是不可归责的事端，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讲绝非真正的行动。[55]
在这些言论中，隐隐透露出对康德与费希特宗教论著的批评意味，即凡在他们同样推行某种凭信断言之处。人绝不能放弃自身规定，否则他便不再成其为人。外在权威的立法——此处借鉴了谢林的说法——不过描绘了“一个客观世界的恐怖”。[56]另一个理论上的重大斩获，在于将实定信仰界定为两种存在形态之间不完全的联结，界定为一种两难困境，因为相互分裂者唯有在单一的存在之中方能达成其联结。因此，权威主义信仰强求对某种并不存在之物的信仰。被表象出的联结依旧停留于纯然表象，停留于对表象的信仰。由此，除了权威主义宗教之外，康德式的神性作为纯然公设亦受到直截了当的针砭。基督教与康德式的幸福表象，皆将圆满实现推迟至世界末日。这无异于理性的破产。康德的论点同样导向了他律与外来立法，这与康德关于自律的根本要求背道而驰。关于苦难泪谷之说，以及关于获得配享幸福之资格而非幸福本身的宣称，在延宕慰藉的策略上如出一辙。尘世一致的原始诺言在这一衰变进程中逐步被推诿于天界——彼此“称兄道弟”的契合就此终结（GW 1, 301）。耶稣最终被塞给了一个钱袋，而神职先生们早已同平等［Egalité］彻底决裂。对此，黑格尔针锋相对地重申法国大革命的“神圣”理想：自由、平等与博爱［Liberté, Egalité und Fraternité］。
正如巴黎的革命先驱一样，黑格尔同样面临着如下难题：是否能存在一种共和主义宗教、一种公民宗教（religion civile），以及最高本质的崇拜应当采取何种形态。法国对这一最高本质的理据阐释同谢林对最高原则的理据阐释之间，其亲和性令人惊叹——“绝对本质就是绝对本质”，作为纯粹空洞之物的最高主宰［至上存在］，而在谢林那里则是：“存在一个绝对者，仅仅因为存在一个绝对者（A=A）”。同样，在他那里，信仰与知识的关系在诸多维度上依然悬而未决。雅各宾派覆灭后，黑格尔不再奢谈人民宗教，并最终主张宗教与国家的明晰分立。[57]他此前关于国民教育的思索失去了基础，将卢梭与康德紧密熔铸的尝试未曾取得决定性成功。在关于原罪与本罪的学说语境中，他的新国民教育构想重新进入视野。他援引人的自尊自信来回应神学与康德式的信仰立场：人既非生而戴罪，亦非扭曲之木所造，决不能沦为受蔑视的对象。[58]在界定自由概念的语境下，焦点如今落在了行动的可归责性与归责问题上，落在了行动概念的核心内核之上。
在伯尔尼阶段，尽管受到卢梭的影响，尽管汲取了在楚格图书馆读到的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黑格尔却未曾勾勒任何衰亡的历史图景。黑格尔没有预言毁灭，亦未沉溺于悲观主义。他剖析了走向专断暴政的倾向，起而抨击臣服从属，力倡自由的理想。他与卢梭的疏离已然显露。在历史风云变幻中，不可剥夺的人权时而作为“理性的美丽火花”（GW 1, 351）熠熠闪现；奴隶与仆役决不会永远甘作羊群中的羔羊。人类所拥有的无限正当权利，即便是更高的本质亦无法剥夺。所谓处于从属地位者对这一更高的本质不承担任何义务，因为一切实质性权利早已悉数归属于后者。然而权利与义务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正如“奴隶”与“法权”互不相容一样，“奴隶”与“宗教”这两个词汇同样互相排斥。在屈从臣服之中，人在其真正的概念上遭到了践踏；其权利是无限的、不可丧失的、不可剥夺的、绝对的。在《伯尔尼书简》中黑格尔发问：人的这一尊严何以如此迟晚才跻身中心地位？而关于规定理性内核的哲学难题——理性僭越最高审判法席的权柄究竟源自何处——仍有待令人满意的求解。

2. 自然与“惟一”原则

为了探寻黑格尔关于一元论与自然、二元论与残害自然的思索脉络，以批判视角切入康德而发展出的四种构想扮演着核心枢纽角色。这便是席勒、费希特、谢林与荷尔德林的构想，它们共同形塑了整个后康德哲学。在莱因霍尔德之后，他们试图为康德的结论奠定前提，并为哲学赢得一个统一根据。然而黑格尔彼时对荷尔德林的构想知之甚少；后者直到他转赴法兰克福后才具有深远意义。在伯尔尼书简中，映射出遮蔽着黑格尔走向阳光［towards the sunlight］[59]之路的新问题迷丛：在第一步中，他吸纳了康德的道德神学，继而借由费希特1792年的《启示论著》对其展开批判。在第二步中，依谢林之见，以其1794年耶拿版《知识学》形态现身的“新英雄”费希特，必将把哲学推向最高峰巅；荷尔德林通报了“巨人”费希特的消息，却也向伯尔尼寄去了对《知识学》的保留意见。谢林满腔热忱地试图以斯宾诺莎主义的方式追随费希特，荷尔德林对此却反应审慎保留。
细读黑格尔的书信，人们便能体察到一种见解精微、措辞极其审慎，但在内容上却昭然若揭的立场分野——他同康德的公设学说、费希特的早期《知识学》以及谢林的《形式篇》与《自我篇》拉开了距离。[60]由此，德国观念论这一划时代的哲学方在耶拿萨勒河畔破土降生，黑格尔便在阿勒河畔发出了隐微的异议。这种看似近乎自负、实则审慎表达的疏离，紧随在对康德、费希特与谢林上述构想的盛赞之后：哲学的最高峰巅唯有“通过从中引申出的各项推论”方能攀抵（Br I, 24）。黑格尔坚执于必须进一步引申出的推论结论，诊断出这三种构想各自存在的缺陷。他对人的尊严与自由思想，以及奠基世界公民主义的、反专制的思维方式深表赞同。日后对费希特与谢林《自我篇》的异议，早在对莱因霍尔德《基于最高原则的哲学》的批判中便已初露端倪。

3. ‹被风尚［现代］严苛分开的合一›——席勒对立于康德

席勒将那些视身体为精神之牢狱、视身体为飞向圆满的恼人绊脚石的学说，以及那些坚执于满足偏好与需求的幸福论学说，皆斥为片面的极端而予以摒弃。前者在他眼中被视作“知性的迷误”，“过度热狂地贬低了人的一部分，即其动物性自然”，这与“单个个体乃至整个人类的演进截然背道而驰”。[61]科学的视野必须在这两极之间择取一条“中线”，把握动物性自然与精神性自然这两种自然［本性］的内在关联与和谐统一。席勒要求把握人的双重本性，把握其两大立法机构——理性与自然、义务与偏好——的内在统一。在《论优美与尊严》中，这位诗人以极其锋利的笔触将这一思想直指康德关于道德法则与感性之间“奴仆式”关系的表象，尽管这是一种“更为体面的奴役状态”，但终究是对感性与幸福的贬损屈从。在黑格尔最初的体系性哲学残篇《先验理念》（文本28）中初步流露出对康德的审慎脱离之后，如今黑格尔将“感性与理性的交融结合”全然视作反康德式的。[62]行动意图与行动结果的割裂，正如知性与感性的割裂一样，必须予以坚决克服。盖因倘若理性因掺杂自然之物而被呈现为受到削弱与玷污，由此便只会滋生出对某种主宰自然的外在本质的站不住脚的要求。理性眷恋自然，再也无法将其弃绝。这标志着黑格尔向康德道义论道德哲学的告别，最初体系性哲学残篇中关于自由概念的思索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文本片断更为之提供了有力佐证。友谊与爱作为超越主宰关系的范畴，此刻开始在黑格尔笔下浮现。相反，康德式的精神却“在理念王国中汲汲于谋求不可剥夺的产业”，因而必然在感官世界中沦为异乡客。对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尊奉为“杰作”的极高推崇，首要根基正在于此。凡被“风尚”（意指现代）严苛割裂的物理自然与理性自然，必须重新被思维为统一整体。人类通往自由的中介被横加剥夺，而这些中介恰是其人性的先决条件。在席勒看来，人们仅仅是以牺牲自然品性为代价换取了伦理品性，而非化自然为挚友。
伴随这一热忱的统一思想而来的，是另一条在哲学论辩中引人注目的论据，它同样深深烙印在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之中。在席勒看来，当前的课题在于克服“思辨精神”中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一方面是主观观念论构造主义那空洞的繁琐精微，它“依凭可思维者来塑造现实者，意图将其表象力的主观条件拔高为事物定在的构成性法则”，而在另一端则是“分析性的离析技艺”在作祟，它否定一切统一，以经验论的方式“试图依凭经验的一个残篇来衡量整个经验”，将整体贬低为机械拼凑的钟表构件，最终导向自然主义实在论与经验论的“迂腐狭隘”。在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操作流程中，“鲜活的生命”被彻底磨灭。席勒主张通过“将二者扬弃”来克服这两极。这一扬弃的思想对黑格尔构成了深刻的激发启示。[63]二十五年后，黑格尔在其柏林讲座中点明了席勒批判康德的非凡意义：席勒给出了“越出这些反思哲学的阻碍［推动］”（GW 30/1, 189）。正如席勒一样，黑格尔同样将“故乡清教徒沉闷的说教之室”、[64]内在与外在的来世禁欲主义、乃至“僧侣式的禁欲操练”彻底抛诸脑后。这生动体现在他对马里沃启蒙式的“敏感性”（GW 1, 346, 634）的援引之中——爱对立于禁欲。而禁欲主义的捍卫者们则不容任何思想免受关卡稽查，不容任何享乐免遭监视钳制，他们坚决反对诸如喜悦、爱、友谊与社交等一切惬意福祉的感受——而这些价值正是黑格尔终其一生深怀珍视的。[65]
在这一语境中，黑格尔针对“我们本性中生而具有之败坏”这一教条、针对原罪与本罪的教条，提出了另一个崭新的着眼点，即行动的可归责性问题。借助这一问题，自由意志的概念得以磨砺澄清，自律正如在谢林那里一样，唯独能够归属于一个绝对自由的本质。席勒主编的《荷瑞雅》曾刊发原神学院同窗卡尔·海因里希·格罗斯的一篇论文，格罗斯属于谢林与黑格尔的熟人圈子，这篇论文或许为此提供了灵感启示。[66]格罗斯与迪茨、弗拉特、克莱特、尼特哈默往来密切，在耶拿亦与席勒相熟；这位未来的埃尔朗根法学教授亦曾卷入针对黑格尔密友辛克莱的大逆不道叛国罪审判，并一度身陷囹圄。[67]格罗斯深刻的论文《论古人关于命运的理念》探讨了罪责、行动的可归责性与惩罚诸问题。归责唯有在行动出于意识且知悉其与法则之关系时方能成立，换言之，行动必须真正出于蓄意与自觉意识方属有效。[68]着眼于格罗斯亦曾论及的俄狄浦斯，黑格尔评注道：“俄狄浦斯自认处于命运的驱役与统御之下，他又岂能为其无辜承受的苦难索求赔偿？”（GW 1, 163）。他严厉抨击那些神明关于来世福报的许诺信誓等符号与奇迹，视其为虚妄的幻象，一套由内驱力与慰藉理据构成的虚假欺妄体系（GW 1, 163及以下）。在一张写于1795年、评述《新神学杂志》某篇书评的札记散页上，留有一条简短的批注，指出人内心的恶亦被外化异化给了撒旦与亚当，由此酿成了人类的道德破产（GW 1, 197）。原著原文写道：“亚当之罪的归责如同原罪一样子虚乌有”。我们“从未委派亚当代表我们所有人去行此恶事”。他并未被推选为“反对撒旦及其同伙诉讼的辩护人，代我们出庭诉讼（！）却又输掉官司！”[69]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彻底摒弃了关于原罪与本罪的学说：亚当绝不可能对神人之间的分离负责，因为他在“伊甸乐园”般的生存中根本不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本质，尚不构成真正的人。在犯罪之前，由于生活在群兽出没的乐园之中，他根本不具备明辨善恶的力量。直至他逾矩犯规之后，至高主宰方才确认他如今方能辨识善恶。即便对原罪教条施加象征性的解读亦无济于事，人决不因其感性而沦为缺陷匮乏之物，自然之物亦非上帝伊甸园中带罪的莠草毒株。

4. 费希特的自由思想与黑格尔的第一篇体系性哲学残篇

在费希特的启示论著作之后，但在1795年夏从伯尔尼预告的对费希特《知识学》的研习之前，黑格尔首先注意到其《评克罗伊策》与《评埃内西德穆》，并且无疑也注意到了发表在《季节女神》上的文章《论对真理纯粹兴趣的激发与提高》。在这篇论述中，黑格尔得以找到以人的尊严形态呈现的普遍统一的确立——理性的本质在所有理性存在者中是一并且是同一个——正如他找到了费希特关于自由的第一行动的表述一样。[70]黑格尔认为，哲学家们现在必须证明这一尊严思想。在费希特的《评克罗伊策》中，也谈到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利益之间尚未解决的争端；他意指在更高法则中的统一，即“由自然所规定”与“由自由所规定”的和谐一致。[71]这关涉到先验哲学的那一根本原则，该原则在《知识学》中被确立为自我的纯粹思维活动，确立为对自身的思维活动。[72]谢林立即——而且可以说是第一个——认识到了这一开创性意义，并将其视为继康德第一场革命之后的第二场革命。他认为康德批判哲学的成果应当通过将其还原为知识的终极原则来呈现，作为“前提”。《纯粹理性批判》的整个进程绝不可能是作为科学的哲学的进程；康德仅仅前提预设了这些原则。[73]主体与客体必须被一贯地思考为最高统一，源于知性的无限与有限之二元论由此得以克服。费希特后来的《伦理学体系》试图通过“高级与低级欲求能力”的综合来告别康德式的二分，二者在一种“原始冲动”——我们行动动机的根据——中拥有其统一。
黑格尔现存最早的体系性哲学手稿《先验理念》（文本28）[74]就其形成而言，与札记《历史的无知》以及1795年4月中旬致谢林的信属于同一时期。他对费希特、康德与莱因霍尔德关于自由意志概念的保留意见日趋尖锐。其核心在于对自然的统治关系：理性与自然的联结固然被构想出来，但作为两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对立；“兽性欲求能力应当通过理性得到秩序化”，通过“理性的原因性”。黑格尔参照了谢林的《形式篇》，在该作中，自我作为“自身原因”（causa sui）、绝对原因性意义上的绝对原则，作为某种在一测评知识之前绝对确凿之物被呈现出来。依黑格尔之见，这样的原则无法被认识，并且所构成的只是一种借助知性概念的统一。依费希特之见，每一种“合法则的”、亦即命令显象的冲动，总能达到其目标，即便不在此岸，也必定在彼岸，为此必须公设灵魂的不朽。在自愿放弃合法要求、抛弃合乎义务的倾向时，依黑格尔所言，对此不再持存任何权利；因此也不可能有事后的补偿。类似于反对原罪论点的“亚当论据”，他所关切的是对一个负责任的主体的规定，而该主体只能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自然存在者。亚当在原罪堕落之前的乐园动物之园中恰恰只是一个“肉体”存在者，而非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从而其行动并不具有可归责性，这一点圣经关于原罪堕落之后所发生之事的叙述本身也予以了承认。反过来，站在末日审判面前的人不能是一个具有行动自由的存在者，不能是一个自我，因为他作为不朽的灵魂仅仅具有“精神本性”。“因此上帝不再能够是那家为伦理行动者开具可靠幸福保单的万能保险公司。”[75]此类“保证”（GW 1, 356）自身内含着对实定宗教的亲和性，后者的教条如今“甚至被提升到了实践理性公设的地位”（GW 1, 286）。来自上天的救助与支持的确证、天界的、超世俗的奖赏与补偿，以及在末日对不朽灵魂可能享有幸福的许诺，绝不可能是自由思维活动的原则。统一也必须呈现一种自由与自然的统一；在此同样不得存在“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篇残篇记录了“黑格尔通过何种途径告别了其哲学开端时期的康德主义”。[76]

5. 谢林的自我哲学与荷尔德林

在1795年主显节前夕的信中，谢林预告说他在研习费希特之后，如今正在致力于“一部斯宾诺莎式的伦理学”（Br I, 15）：“在此期间我成了斯宾诺莎主义者！[…] 对我而言，一切哲学的最高原则乃是通过自由所设立的纯粹、绝对的自我”（Br I, 22）。他所追求的是斯宾诺莎的对应物，但保持了一个科学体系的原则。[77]斯宾诺莎主义在此指代一种一元论构想，即从一个最高原则出发展开哲学的其他规定。在其《自我篇》中，谢林批评康德缺乏知识的一元论原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尚须通过一个“共同原则”结合起来。[78]借助一种源自斯宾诺莎动机的自我一元论，这种联结应当得以实现，并将始源原则作为终极、绝对的根据：绝对的自我正是这一根基，是那独一者、无条件者、绝对者。谢林关于“自由作为哲学的起点与终点”（Br I, 22）的信条，如同对体系性哲学科学的要求一样，成为了黑格尔思维活动中的恒量。谢林写道：“在你们以神圣形态将真理从天界呼唤到地界之前，先在人自身之中寻找真理！”[79]1795年4月底，黑格尔致信对这一观点以及谢林关于一种能够跨越有限思维活动界限的新一元论的基本思想表示赞同。
然而，黑格尔在1795年8月30日的信中以看似极其谦逊的评注击中了谢林运思脉络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正是海姆对黑格尔青年时期发展所作评述的一个例证，即从未有“一个伟大的科学思想在如此谦逊的隐蔽中”走向公众：[80]在《自我篇》第12节中，谢林将自我指征为唯一实体：“凡存在者，皆在自我之中，在自我之外别无他物”。并且：“若自我是唯一实体，则凡存在者皆仅仅是自我的偶性。”[81]黑格尔提出了有力的异议，如果向绝对自我“赋予作为唯一实体的属性”，那么“倘若实体与偶性是交互概念，[…] 实体概念就不应适用于绝对自我”（Br I, 32）。黑格尔借助这句微妙的评注，指明了一切抽象统一构想的根本弊端：人们如何从无规定的、因而空洞的统一走向具体的杂多，从无条件者走向有条件者，从直接性走向中介？在费希特和谢林那里，无条件者显现为对一切的空洞总括——它是无条件的，只因它是无条件的。
如何依循费希特关于演绎——即严格逻辑推导——的要求，以逻辑且融贯的方式实现从无规定性向规定性的过渡？必须排除的是，将具体规定仅仅经验式地拼凑起来，作为绝对者的规定而暗中骗取，并在缺乏理据的情况下纯粹强加给绝对者。普罗提诺同样只是通过假定“放射”的单纯隐喻，方才从统一走向多。而斯宾诺莎式的实体无法从自身之中展开任何规定，只宣称拥有无限多的属性。费希特的自我与谢林的自我一样，定言地排斥一切对立者，并由此停滞在其抽象的无规定性中。就放弃必然的理据而言，莱因霍尔德那绝对的根本命题、费希特的自我与谢林的绝对者同样站不住脚，因为它们对怀疑论的异议毫无免疫力。《自我篇》第8节同样暴露出了同样的症结：自我只能被规定为纯粹无条件者、直接的东西。然而其结果是，它终究具有了一种规定性，即无条件性或直接性的规定性。此外，自我之存在的唯一条件应当在于绝对同一性，因而这无条件者终究是有条件的，这一点在谈论唯一条件本身时就已被承认了。[82]黑格尔深知自己也将面临沉重的举证责任。在费希特的这一伟大创举之后不久，怀疑论者的“浩荡大军”便已吹响了向自我哲学发起进攻的号角。
来自黑格尔挚友荷尔德林的启发，直到两人在法兰克福共同生活的岁月里才真正发挥作用。在伯尔尼，除了零星的书信段落之外，黑格尔几乎得不到关于荷尔德林那一时期思考的信息。与谢林青年时期的亢奋不同，荷尔德林想必是在研读斯宾诺莎之后于1795年1月26日写给黑格尔的信，包含了对先验哲学新形态的客观且审慎的反思。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献，荷尔德林在其中似乎对费希特提出了独断论的指责：费希特依然立于“十字路口”，他试图超越莱因霍尔德的意识哲学、超越意识的事实。荷尔德林将这一结果描述为“超验的”（Br I, 19）；尼特哈默与埃哈德同样将其称为超验主义、超验的斯宾诺莎主义。[83]绝对自我包含一切实在性，它是一切，而在它之外别无他物。只要在自我之中无法设想意识，“我（对我而言）就什么也不是，因而绝对自我（对我而言）就是虚无”（Br I, 20）。这种在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的费希特式结合，似乎内含着这样一个难题：经验自我因其对外部与内部自然的羁绊而永远无法达到伦理终极目的，而只能无限地趋近于它。即便在源头上所要求的统一也由此落空；它滞留在了绝对自我的内在性与抽象之中。然而，这两位家庭教师要到法兰克福才会就此展开探讨。
黑格尔的手稿41标志着从伯尔尼向法兰克福的过渡。这可被视为黑格尔自主探寻统一根据的表征，这一探寻试图回应席勒、费希特与谢林的问题提法：“在主体与客体——或自由与自然被如此联结地思考，以至于自然即是自由，主体与客体不可分割的地方，便存在着神圣之物”（GW 2, 9）。其要求在于从自身规定中获得各项规定，实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并克服双方之间的统治结构。在被思考为联结之物中，绝不能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主体不能是压倒性的统治者而客体不能是被统治者，反之亦然。大全一体，即大全一体（hen kai pan），随后在法兰克福时期伊始被黑格尔把握为爱，这带来了巨大的澄清需求。

6. 瑞士时期的怀疑根据与深渊——怀疑论的魔鬼与幽灵

卢梭笔下的萨伏依乡村神父曾生动地描绘了不确定与怀疑的情绪。这位牧师觉得自己置身于人类意见的汪洋大海中，没有船桨和指南针，没有任何指引。[84]依卢梭笔下神父援引笛卡尔之见，这种状态要求揭示怀疑根据，以达到某种不再能被怀疑的东西。黑格尔挚友戈特霍尔德·施托伊德林的兄弟、哥廷根神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托伊德林在《怀疑论的历史与精神，尤关乎道德与宗教》[85]中引用了卢梭萨伏依信条的长篇段落，并在提及卢梭的《爱弥儿》时，讲述了自己在1780年代初研读塞克斯都与休谟之后所经历的深刻危机。[86]此类个人动摇的情境，在黑格尔的瑞士岁月中毫无疑问同样存在。在他于1795年着手撰写的关于基督教宗教实定性的手稿伊始，黑格尔便借用了施托伊德林关于“时代的传染病”的意象（GW 1, 283）。怀疑显现为威胁着信仰财富的巨大撒旦。塞克斯都与休谟的思想被视为对基督教的魔鬼般危险，是对启示信仰与奇迹信仰的巨大威胁。1796年1月，谢林谈及一部关于“怀疑之术”的论著，并坚信黑格尔“毫无疑问”读过此书，向他索要一份副本（Br I, 36）。1795年在伯尔尼出版的策恩德的论文《论怀疑论的概念与种类，尤论及其当代理由》（De notione et generibus Scepticismi et hodierna praesertim ejus ratione），为当时据称蔓延整个时代的怀疑论荼毒提供了一份详尽且通晓最新争论的考察诊断。
无论如何，黑格尔对那些对其思想道路日益具有重要意义的怀疑论争端了然于胸。[87]据谢林所言，舒尔策在其《埃内西德穆》（及相关评论）中“或许比大多数人更深刻地看清了康德演绎中缺少奠基性原则和牢固联系的缺陷 […]”。[88]舒尔策的这部论著在尼特哈默看来就像一场“致命的倾盆暴雨，将莱因霍尔德脚下那普遍有效的基础冲刷殆尽”。[89]罗森克兰茨记载了舒尔策反对莱因霍尔德的合理论证所获得的“狂热喝彩”，记载了对舒尔策哲学的赞同，“而这种哲学与怀疑论的真正本质绝无共通之处，怀疑论根本不打算赋予感性之物以实定特征”。[90]费希特写道，舒尔策曾“使我困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心中推翻了莱因霍尔德，使我对康德产生怀疑，并将我的整个体系从根基上彻底倾覆”。[91]反对康德而重新复活的怀疑论毫无疑问“属于后康德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费希特正是在与其交锋的过程中获得了其知识学的根本理念。因此，对于那些没有追随费希特却依然依傍其著作的哲学家们来说，对怀疑论论据进行定位便成了一种迫切需求，正如为自身立场提供理据、并将其呈现为不受怀疑论反驳影响的立场一样迫切。”[92]
费希特与谢林关于哲学之最高、终极且唯一的根本命题的构想，关于一个必须无条件且绝对确凿的最高规定根据的构想，落入了可能面临的怀疑论异议与进攻的焦点。这源于对皮浪派关于无限前进或后退疑表的必然规避。那唯一的根本命题不可能通过“有条件命题的连续联系达到，也不可能通过从有条件命题向上攀升而达到；这样人们只会再次回到其他有条件命题”。然而谢林坚持主张一个“最高点”（Br I, 21），即第一原则的一种新变体。只要该原则只能通过自身得以奠定，就会产生一种不当前提预设的危险，即公理作为窃取论题（petitio principii）和循环证明的危险；提供理据已然前提预设了有待证明之物。谢林的表述是：“绝对者只能通过绝对者被给出”，“根本命题确凿，只因它是确凿的”，“我是，因为我是”。[93]费希特与谢林都承认这一逻辑怪圈，从而为异议提供了攻击点。费希特宣称不可能跳出这一循环；最高原则必须被假定为无条件的，否则人类知识就会失去根据且始终只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如果原因与结果始终相互分离，某物又怎能作为“自身原因”（causa sui）而成为自身的原因？“绝对原因性”这一悖论意指何物？黑格尔在伯尔尼就已看到的困难在于：自我之所以被归结为存在，是因为它思考自身；而它之所以思考自身，只是因为它存在；由此思维活动与存在的同一性被确立下来。然而思维活动难道不是规定？若是如此，自我难道终究不是有条件的吗？谢林《自我篇》第8节揭示了核心症结所在：自我的规定唯独在于它是无条件的。[94]黑格尔将以批判的态度接过这一问题，数年之后其哲学的根本理念正是由此破土而出。
1795年，尼特哈默提供了决定性的思想推动，[95]他在图宾根求学期间便致力于研习怀疑论，并早于1791年作为其处女作发表了塞克斯都《皮浪主义纲要》首要章节的德文首译本。[96]在他与费希特共同主编的《哲学杂志》第一期论文中，同样探讨了怀疑论主题。在该文中，尼特哈默认为一切知识的最高且唯一的根本命题是可以舍弃的。只有在“人类精神自身的始源法则中”，才能够独立于一切反思找到一个根基，亦即作为直接意识的感觉，一个对任何怀疑论均具有抵御力的公设“事实”。[97]尽管这不过是公设的又一个版本，是“健全人类知性的病理史”（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语）的新篇章，但与此同时，尼特哈默坚定了黑格尔对源自最高根本命题的哲思所抱持的保留态度。
在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怀疑论与共和主义这两条问题线索被交织在一起。罗马帝国的专制统治与衰亡伴随着一种“最放荡不羁的怀疑论”，一种由病态品味所决定的对神圣传统（包括诸神）的嘲弄与讽刺，伴随着一种“不信之风尚”。传染的危险尤其源自西塞罗的雄辩与琉善的机智，传统诸神遭到摒弃与嘲笑。借助哲学对世界冷酷无情的怀疑论漠不相关，人们企图在专制统治下守护“智识自由”。[98]黑格尔在其对古代共和主义衰亡的看法中承接了这一点；晚期罗马世界在他看来显现为一个现实怀疑论的帝国。皮浪主义具有双重面孔：一方面是自由的自我意识与反独断论视野；另一方面则是反共和主义姿态，即作为脱离城邦的漠不相关或“悬搁置之”。这个民族被自身及其诸神所抛弃。塞克斯都最终将诸神化为了不确定的事情。据吉本所言，需要来自神明的新确证，然而塞克斯都对所有此类确证早已提出了深邃的异议。

7. 国家宪法、经济学与共和主义——黑格尔对一篇吉伦特派论战文献的翻译

黑格尔与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这两位著名的国家思想家于1793年至1796年间同在伯尔尼生活，并在大约二十年之后各自推出了引人注目的著作，这堪称历史的一种反讽：哈勒的《国家学的复辟》——该书为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整个时代赋予了复辟时期之名；以及黑格尔“出自深远回忆的有力反击”[99]——《法哲学原理：自然法与国家学纲要》，而该作反常地为其作者招致了复辟哲学家的恶名——这是关于黑格尔的最荒谬传闻之一。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得以近距离观察保守的伯尔尼显贵家族老练发言人、贵族制度主角哈勒的活动。哈勒属于伯尔尼贵族圈子，[100]与黑格尔的雇主施泰格尔有直接联系，并在1799年猛烈抨击了吉伦特派人卡尔重返故土之后的活动。[101]伯尔尼当局拒不承认沃州的独立。与之相反，黑格尔是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是一位拒斥一切专制与各类独裁结构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也是卡尔立场的同情者，而后者当时认为自己的沃州故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专制统治巨斧之下”。[102]
黑格尔藏有卡尔的论著《致贝尔纳·德米拉尔信札》。[103]出于谨慎而匿名发表的译作《关于沃州以往国法关系的密信》（Pays de Vaud）——黑格尔的政论处女作——诞生于他1795年春前往卢梭出生地日内瓦的旅途背景下，该城当局曾于1762年因《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将这位同乡之子定罪为宗教与国家宪法的敌人；卢梭的著作在市政厅前的火刑堆上被焚毁。从伯尔尼贵族的视角来看，日内瓦是令其畏惧的革命企图的中心。黑格尔拜访了克里斯托夫·奥古斯特·克莱特，[104]后者与迪茨和尼特哈默一同属于图宾根极富哲学天赋的学子群体，他们紧接在荷尔德林、黑格尔与谢林这一代人之前；他们在神学院期间便已结识。克莱特曾在图宾根的一次舞会上爱上了黑格尔的妹妹。[105]黑格尔向谢林报告了他前往日内瓦与沃州的旅行（Br I, 36及后页）。家庭教师黑格尔与克莱特在日内瓦驻足于卢梭——这位无神论民主主义者——的胸像前，在完全的沉静与敬畏中致敬其愚人智慧。由于克莱特在沃州的普朗然担任家庭教师，[106]黑格尔在拜访期间直接洞悉了沃州的局势，极有可能也获得了关于卡尔著作的线索。该书必定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因为其中从吉伦特派视角阐述了政治权利，援引了孟德斯鸠——未经人民同意便无自由——并论述了对自身规定的践踏，而这不仅引发了美国革命，[107]也引发了沃州反抗外来统治的抵抗。尤为重要的是，卡尔是沃州独立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无论如何，黑格尔的翻译标志着一系列共和主义精神下的政治哲学尝试的开端，记录了他在自身规定思想、捍卫政治权利以及维护法国大革命核心内容方面的政治立场。克莱特起初与朋友迪茨和尼特哈默一样，怀有在耶拿继续深造的意图。他同黑格尔一样在瑞士做起了家庭教师。两人无疑也讨论了图宾根的局势以及哲学的新进展。克莱特早在神学院期间便已卷入了当地的怀疑论争论，并协助尼特哈默翻译塞克斯都的著作。他曾预告了“来自日内瓦关于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消息”。[108]黑格尔由此能够从他那里获得关于对其具有重要意义的皮浪主义思维方式的启发。
日内瓦公民卢梭及其《社会契约论》，是哈勒与黑格尔之间——反卢梭主义者哈勒与卢梭追随者黑格尔之间——仍在暗中发酵的巨大争端焦点。这部翻译出版的卡尔著作同样旨在反对哈勒作为贵族代表的身份。[109]其副标题为：《对前伯尔尼阶层寡头政治的彻底揭露》。针对哈勒的决定性且理论上极具威力的重击，黑格尔将在1820年借助其法哲学来完成。在卡尔著作中，已经展现出某种独一无二的特质。该论著记录了一种“清醒而纯正的现实感，在伟大的思辨思想家身上这种现实感总是一再令人惊叹”。[110]一位哲学家对社会与国家宪法的精密内部结构与运作方式给予如此关切，在当时实属首创，且至今仍独具特色。黑格尔没有诉诸脱离现实的构建，而是通过修昔底德与亚里士多德深邃地探究古代城邦的体制，探究德意志帝国、教皇国及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宪法，研读吉本、约翰·洛伦茨·莫斯海姆、休谟与席勒的历史著述。此时他格外关注伯尔尼的寡头政治秩序。财政宪法得到了详尽的剖析，包括公路税（即今天的通行费）。凭借这些最初的经验经济学研习，黑格尔践行了被费希特讥讽为“数豌豆”的做法。[111]这一有机体被拆解为大大小小的各个组成部分：财政与税收秩序、司法、教化体系、商业与进口关税、土地法案、任人唯亲与朋党门阀经济、阴谋诡计、买票贿选、裙带关系，以及贵族寡头结构内部公民对政府有限的参与。[112]“为了了解这样一种贵族宪法”，人们必须实地进行考察。黑格尔以辛辣刻薄的笔触剖析了伯尔尼大议会的增选操作流程，描绘了“王公宫廷中通过表亲所进行的一切阴谋，与这里所形成的勾结相比完全算不了什么 […]。父亲指定自己的儿子，或者指定带来最丰厚嫁妆的女婿，等等”（Br I, 23）。国家与宪法概念的规定，在这些往往被低估的著述中结晶为黑格尔自由哲学的核心要素。国家作为政治形态的复杂结构，要求从狭义的法权出发，经由道德、经济，一直延伸至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以及国家立法的阐述。伯尔尼为少数宗族与显贵家族统治民族、压迫沃州等其他地区提供了生动的教训模式。
在此期间，现代共和主义理念、民主共和政体理念即共和国精神在黑格尔那里日益具象化，在其中，古代民主的理想必须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以及人的个体权利结合起来。为此，格奥尔格·福斯特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下莱茵见闻》具有极其重要却未获充分重视的分量，尤其是因为它们围绕着理性与自由展开。福斯特在不断崛起的新工业时代与世界市场的条件下，极力反对“扼杀精神与心灵的专制统治”。理性的目的在于“通过发展我们被赋予的一切天赋，达到伦理完善的最高可能阶段”。人身自由对福斯特而言始终是“不可剥夺的财富”。唯一能够被承认的只有对外部自由的限制，亦即服从于“公共利益”的排除外来任意的行动。该论著区分了实定法权与理性法权（自然法权）；后者的理据植根于思维活动之中，理性构成了“法权的唯一源泉”。一个自由的国家必须限制君主的专断权力，保障全体公民的富足、劳动者的生存以及财产的安全，无可撤销地赋予宗教、良知、言论与出版自由，为普遍教化创造最佳的前提预设，并确保全体公民的人格独立。在工业、工厂与世界市场的现代世界中，劳作的人面临沦为“驮畜”的危险，而世界贸易只有伴随着精神的培育与公民自由的发展方能繁荣。这个时代发生革命的原因，在于政体形态、宗教概念与当前时代之间的不协调。千百万人幸福与福祉受到残存的死板教条与旧制度的阻碍。自由概念若“缺乏形而上学便不可理解”，并沦为一句纯粹的断言确证。[113]时代的这一诊断对黑格尔而言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思想宝库。
黑格尔写道：“在共和国里，人们为之生存的是理念，而在君主国里，人们始终只为个别之物生存”。[114]在反对“锁链下的生活”与“桨手长凳上的生活”、反对政治与宗教专制、反对一切主人—奴隶结构的论证中，黑格尔确立了根本原则：自由人只服从由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则。他描绘了一个理想化古代共和国的陨落：“国家作为其活动性的产物这一图景，从公民的灵魂中消失了；对整体的关切与全局统观只留在单个或少数几个人的灵魂之中”（GW 1, 369）。黑格尔完全在席勒的意义上使用了“支离破碎的整体”这一意象，在其中人们沦为枯死机械的单纯齿轮。“服从自我制定的法则、亲自选举统治当局、亲自执行共同决议的规划的自由丧失了”，一切政治自由皆已荡然无存，作为最高导向的共和国被摧毁（GW 1, 369及后页）。人类的才能与财富面临被挥霍于天界的危险，国家与教会的专制毒害了生命源泉。针对这一局面，黑格尔以相当分散的方式阐述了他对国家现代性的标准，包括国家不同领域的多元分化及其新型协同作用。黑格尔有时猛烈抨击国家与宗教对人性的蔑视，以下列举四个例证：第一，坚决拒斥“教会国家”或“神权国家”。国家与教会或宗教必须明确区分，因为它们呈现为义务与权利的不同源泉，且就立法权力而言在其本质上始终无法调和（GW 1, 317）。在神权国家中，国家逾越了其职权范围，倾向于专制并压制自由意志，蔑视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异教徒的权利受到的冲击尤甚。此类国家是宗教狂热的国度，是无论哪一种宗教所提出的站不住脚的排他性要求的国度。第二，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艺术自由与宗教自由被视为现代性的基石。“观念与信仰的偶然差异”、持不同政见者与异教徒必须受到尊重（GW 1, 320, 302）。善良公民可以拥有其意愿的信仰；相反，宗教裁判所与殖民者却通过在南美洲、在“恒河或密西西比河”屠杀“印第安人”、异教徒、穆斯林与犹太人，“为神明受侮辱的尊严复仇”（GW I, 304及后页）。伪善者向异教徒宣称怜悯或爱，却将他们视为深陷迷途之人。第三，在现代宪政体制中，合法性与道德同样应当清晰区分。国家固然不应作出违背道德的政令，但是，一个除了虔诚之外还把“德行”作为公民价值评价尺度的国家，一个企图“深入道德的神圣幽微之处并加以审判”的国家（Br I, 31），必将带来灾难。单纯由情意主导的主观德行，会导致对少数群体的排斥。颁布道德法则的“德行国家”，无论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式的还是罗伯斯庇尔式的，皆倾向于排除所有被视作偏离正统的异见者，从而走向狂热。[115]第四，黑格尔将正义理解为国家目标，首先是在个人与共同体之义务与权利的协同作用语境下——在此，埃哈德发表于《季节女神》上的文章《正义理念作为立法的原则》可能提供了启发。[116]他主张基于生命权与慈善的道德义务而确立获得救助的紧急法权的合法性。财产的巨大不一致对自由构成的威胁，要求“对任意与财产加以限制”。[117]在这里，尽管尚显零散，但已经塑造出了现代法治国家与福利国家日后综合的微小却实质性的基石，塑造出了民主共和主义的现代理念。一切立法、一切宪法的宏大目的，必须是全体公民的自由。

8. 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

黑格尔于1794年完成的对图宾根弗拉特听课笔记的加工整理，以《心理学与先验哲学手稿》（GW 1, 165及后页）之名闻名，对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与克吕普费尔的一份听课笔记具有显著的相似性。[118]黑格尔的文本印证了他研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B版）、《判断力批判》以及约翰·弗里德里希·舒尔茨的《对康德教授先生〈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此外，黑格尔还熟知莱因霍尔德对康德学派学者卡尔·克里斯蒂安·埃哈德·施密德著作《经验心理学》的评论（GW 3, 209及后页），并且极有可能知悉激烈的费希特—施密德论争以及费希特对施密德著名的“歼灭”。其焦点在于理性何为、以及认识与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从这份经过编订的弗拉特听课笔记中引申出了两个主题方向。其一是当时引起热烈探讨的关于一门哲学心理学的问题，该心理学应当在认识论意义上有助于阐明认识的形式基础。其二则是着眼于理性概念，提出了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处于一方面是思辨的、理性的、先验的心理学与另一方面是经验心理学之间关系的论辩张力场中。[119]
针对第一种问题情境，听课笔记与黑格尔的编订阐述了表现为三个阶梯形态的理论认识能力（“再认能力”）：第一是外感官与内感官的能力，第二是想象力，第三是知性与理性；[120]然而在弗拉特那里缺失了认识能力展开的内在逻辑。这已然是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中理论精神一节的根本结构；在该节中，这一三阶段跃迁以直观、表象与思维活动的形式经历了深刻的重构。[121]对认识论意识结构的揭示，涵盖了从关于直观与感受、知觉、回忆、再现、记忆的论述，经由表象、联想、隐喻与诗意创造力，直到任意符号、声音与文字语言、知性与理性的论述——这些事态随后在《全面教学纲要》中以亚里士多德式的进路被体系性地展开为认识论的逻辑阶梯。除了具有极高启发性并在黑格尔那里持续发挥作用的阐述（尤其是关于想象力的结构：保存、唤醒、再现能力、联想、回忆、诗意构想能力、形象的创造性产生等），[122]还包含了关于黑格尔后来称为实践精神的诸事态的思考：自身感觉、倾向、欲求能力，以及关于意志、任意与自由的理解——“自由属于意志”，且是“使自身能动地规定采取多种可能行动方式之一的能力”。[123]着眼于后来至关重要的表象与概念的区别，伯尔尼手稿在宗教“党派”与哲学“党派”之间做出了尚显模糊的区分，其中后者作为“哲学体系”（GW 1, 288）只承认理性法官，奠基于概念与定理之上，而各宗教则表达了各民族的表象世界。然而，想象力的双重面孔被一再提及，优美、自由的想象力已然与其“荒诞的放纵及其对可怖世界的描摹”相区分。它被指认偏见的源泉；其空洞的幻想尤其在“法则之火炬暗淡燃烧”（席勒语）的地方滋生（GW 1, 347）。至迟在法兰克福时期，表象概念得到了精确界定。信仰作为表象形式中的统一，最终缺失了证明，缺失了基于概念的理据（GW 2, 10）。弗拉特对知性（判断能力）与理性（推论能力）的区分，以及埃哈德对知性概念（conceptus）与理性概念（理念）的区分，想必影响了认识论更精确的表述。该听课笔记修订中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了在所有这些层面上存在受骗的可能性、错误的发生、各个认识来源的不确定性，而怀疑论者正是将攻击建立于其上——视错觉、幻觉、幽灵表象、梦境或理性的虚妄幻象。在此黑格尔参照了康德，参照其二律背反学说与怀疑方法。[124]
第二个问题关涉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关系。依照弗拉特的看法，先验哲学在试图从伴随一切思维活动的不可变自我中推导出灵魂的属性（经验自我）时遭到了失败。另一方面，费希特坚持主张绝对自我，否则便毫无机会克服经验心理学的界限以及对意识事实的纯粹独断论设定。关于与此相关的施密德—费希特论争，黑格尔通过《哲学杂志》有所了解。[125]费希特的构想被其反对者作为超验主义加以抨击；荷尔德林也持有类似的独断论怀疑。费希特看出了这一困难，并宣称诸科学未经证明的前提预设仍有待夯实；唯有通过哲学，我们的表象活动才会成为一种知识。[126]在《自我篇》中，谢林针对莱因霍尔德试图将经验上有条件的（在意识中出现的）自我确立为哲学原则的尝试提出了异议，尽管这以绝对自我的不可认识性为代价。将一门哲学心理学和人类对绝对者的认识视为不可或缺的黑格尔，在所有要点上既不能追随莱因霍尔德或弗拉特，也不能追随费希特和谢林。症结在于意识结构（莱因霍尔德的意识命题）与先验自我原则未能充分联结，意识与绝对自我未能充分联结；莱因霍尔德原则受困于停滞在有限之中，而费希特—谢林原则受困于绝对自我与经验自我之间未被澄清的关系，受困于未能严密展示从绝对者中演绎出有限者。对哲学而言，自我哲学的路径与经验心理学的路径似乎都遭到了阻断，以至于“哲学既不能以向后被决定的东西开端，也不能以向前规定着、却同样是某种有条件的东西开端”。[127]
黑格尔在其发展的这一阶段并没有解决方案，只有关于某种统一构想的模糊猜测。在可能产生于伯尔尼与法兰克福过渡时期的残篇《信仰是这种方式》中，可以找到接续费希特的思想，即表象尚须成为知识，因为信仰克服了二律背反并仅仅在表象中构成统一。然而从可设想性并不能严密推论出存在（GW 2, 11）。决定性的问题已摆在桌面上，对统一根据的探寻令人不安地悬而未决。黑格尔在其智识规划上进展得并不顺利。

3. 一场真正的人生危机

在1810年的一封信中，黑格尔谈到，他曾‘有几年乃至精疲力竭’饱受疑病症或抑郁症的折磨，失去了开朗的心境，并坠入深渊，在那里“条条小径的开端都再次中断，流散于无定之中，迷失自身，并将我们自己从我们的规定与方向中撕离”（Br I, 314）。黑格尔在瑞士的心境曾何其绝望，从他考虑申请图宾根的助教席位中便可见一斑。荷尔德林极力劝阻：黑格尔对神学院而言固然是一位合适的“起死回生者”，但那里的“掘墓人”会竭尽全力与之作对，而他将徒劳无功，这便成了“你对自己犯下的背叛，若你打算与那帮可怜之徒打交道的话”（Br I, 34）。唯有当谋生只剩下劈柴或贩卖鞋油这一条路时，人们才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职位（Br I, 41以下）。荷尔德林向黑格尔许诺，要为这位友人寻找一个“更好的施展抱负的领域”，几个月后他便兑现了这一诺言（Br I, 34）。
在1793年秋至1796年间，究竟是哪些事件构成了打击，并逐渐导致了抑郁的心境，使他陷入人生的这一低谷？在这一阶段，哪些希望破灭了？黑格尔在瑞士那日益加剧的孤立感觉究竟源于何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摧毁了由革命带来的诸多期望。图宾根神学也依然稳居统治地位。那些假定自由的瑞士共和国被证明乃是寡头政治。1794年夏，巴黎废除了最高主宰崇拜；法国建立公民宗教的企图归于失败。黑格尔不得不放弃建立一种基于由基督教发展而来的人民宗教的新国民教育计划。由于友人施托伊德林的悲剧性失败，作为从事出版与宗教改革的国民教育家的职业前景也黯淡了下来。家庭教师的职责日益成为负担，尤其在楚格，他缺乏任何智力上的交流。黑格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远离了重要论战的中心。1794年，费希特在耶拿以其《知识学》为哲学中一股新的强有力潮流奠定了根据，而黑格尔由于拒绝了图林根的家庭教师职位，错失了亲身参与这场新的哲学变革的良机。年轻得多的友人谢林发表了广受瞩目的论文，而黑格尔却尚未完成自己的任何一项计划。尽管他正全力钻研自己对世界的新理解，但伴随着他远大的抱负，种种难题如山般堆积，令他感到难以逾越。唯有学术研究与对局势早日发生改变的希望，才是他的慰藉与依靠。
4. 新的希望——前往法兰克福之路

因着阿格内斯·冯·利林的命运
他何等地打动了我们的心，
仿佛这关乎我们自身的幸福，
岂料他竟把我们深深地捉弄。
在96年的最后一个时辰
他为我们诵读其中的篇章。
我们抛下了睡眠与梦乡，
甚至几乎不敢呼吸，
目光与双耳全凝注在他的唇旁。
纳内特·恩德尔记黑格尔朗读
《阿格内斯·冯·利林》，1796年除夕

1794年10月22日对于黑格尔的一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荷尔德林在这一天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法兰克福银行家兼酒商约翰·诺埃·戈格尔同意聘用黑格尔的答复。荷尔德林立即把这解脱困境的喜讯寄往伯尔尼，盛赞戈格尔一家、位于极佳地段的美丽宅邸、屋内舒适的房间以及“极好的莱茵葡萄酒或法国葡萄酒”，并期盼早日重逢（Br I, 41）。黑格尔立即作出决定，数周后告别了瑞士，踏上了前往斯图加特的路途，途经沙夫豪森附近那展现着大河狂野权能的莱茵瀑布，心中企盼着法兰克福之行不会成为一场落空。克里斯蒂安娜后来记道：“瑞士，逾三年；归来时郁郁寡欢、沉默内向，唯在推心置腹的小圈子里方见欢容。”（HBZ 27）在联邦度过的岁月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并未使他心灰意冷。故乡旋即为他带来了一份宜人的惊喜：那就是曾在黑格尔父母家中寄宿过一段时日的‘亲爱温存的纳内特·恩德尔’（Br I, 49）。这大约是一见钟情，它“在日后从法兰克福寄出的信件中余音袅袅，并渐渐化为友谊的平静回响”（Br I, 442）。三十年后的1827年，纳内特还在黑格尔生日时为他题献了一首诗，带着对1796年末岁末交替的美丽而感伤的回忆：在当年的最后一个时辰里，黑格尔曾诵读了一篇打动人心的故事，看似出自他本人的手笔。然而这其实是在《季节女神》杂志上匿名发表的长篇小说《阿格内斯·冯·利林》，此书在当时是一场文学轰动；歌德或席勒曾被视为可能的作者。正如《项狄传》、《索菲从梅梅尔到萨克森之行》或希佩尔的《生平历程》那样，这是一部现代的‘第一人称小说’，讲述了一段特殊的人生历程，关乎感觉、爱情与自由，出自席勒的大姨子卡罗琳·冯·沃尔措根之手。纳内特数十年来始终将友人的这次朗读保留在回忆中。黑格尔想必也未曾忘却她说话的语调与温柔的眼神。[128] 1797年1月初，黑格尔启程前往法兰克福。这是从旧制度的古老贵族之城伯尔尼，向一座‘商业金钱贵族’的大都会的更替。
IV.
‹万物如何织成整体›——
黑格尔法兰克福—霍姆堡之路：
从残篇镶嵌画到体系的
基石（1797–1800）

纵然是天使与天真儿，
外乡人终归来自外边！
顶好的人也是个麻烦事，
只要他不是法兰克福本地人。
且认可我的话同声附和：
人怎能不是法兰克福人！
弗里德里希·施托尔策

1830年黑格尔出任柏林大学校长时，黑森-霍姆堡的玛丽安娜与普鲁士的威廉亲王夫妇邀请他共进午餐。玛丽安娜王妃起初在与这位哲学家的交谈中略显拘谨。这时她想起了“辛克莱先生”：“我提起他来——于是他便谈到了他，谈到了博纳默斯，谈到了与他一同在我们山上的漫游，叫出了每一个人的名字——接着他又提起了对世人而言早已杳无音讯的荷尔德林——提起了他的书《许佩里翁》——这一切由于奥古斯特姐姐的缘故都在我的童年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记——而在听到这些名字的声音时，我突然感到一种真正的喜悦——整个过去因之而重新展现，那一刻这男人的声音对我而言着实亲切。这唤起了一种回忆，宛如平时由某种气味、旋律或乐音所唤起的那样。我忽然看见了那本《许佩里翁》，它是如何以绿色装帧放在奥古斯特姐姐的窗台上，[…]整个过去都在这友好的名字中向我敞开”（GW 2, 659）。在法兰克福时期为数极少的信件中，黑格尔在写给女友纳内特·恩德尔的信里，将回忆描绘为‹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最好财富›（Br I, 57）。当玛丽安娜和黑格尔回想起三十年前在霍姆堡和法兰克福的岁月时，他们都有同感。[1] 在1797至1800年间发生了一些也介入黑格尔生活的事件：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获胜并升任第一执政；腓特烈·威廉三世成为普鲁士国王；在反法同盟战争的余波中，欧洲建立起若干共和国国家实体，即莱茵河西岸共和国、山南共和国、皮埃蒙特共和国与赫尔维蒂共和国；1798年通过沃州革命（Révolution vaudoise），沃州获得独立；同年，黑格尔的第一部印刷著作问世，即在瑞士着手翻译的卡特革命性论文。友人辛克莱参与的拉施塔特和会因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的爆发而告破裂。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了一辆蒸汽机驱动的汽车。1798年伴随着席勒与歌德的《潜水者》（Der Taucher）和《魔法学徒》（Der Zauberlehrling），亦被视为魏玛古典主义的叙事谣曲年；最后但同样重要的（last not least），康德于1797年出版了《道德形而上学》（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1. 帝国自由城市法兰克福

黑格尔从伯尔尼出发，在故乡斯图加特作短暂停留后，于1797年初来到当时约有42000居民的帝国自由城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这座繁荣的欧洲商贸大都会是一座银行与手工业之城，除了公民的富足之外，还以教化、国际化和丰富的文化生活著称。其政治结构受制于帝国自由城市的公民权，即一种家长制式的贵族秩序，其中包括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的划分。占据主导地位的显贵阶层将城市视为自身私产，不存在营业自由。人们严格且极其官僚主义地因循守旧，对现代工业化的新发展持排斥态度。[2] 法兰克福的著名之子歌德体会到了城中潜藏的紧张关系，即能动的活力与“获取与消费的持续狂乱”之间的张力。[3] 挥霍无度的奢华与深重的赤贫塑造了城市的生活环境。法兰克福的犹太巷便是隔都苦难的典型例证。在1800年前后数十年繁荣贸易的背景下，诞生了市民城市文化、商人设立的大量文化基金会、艺术收藏馆、博物馆、形形色色的社交圈子、读书会以及公民协会。自1689年起，法兰克福便有了客流络绎不绝的咖啡馆。黑格尔尤为赞赏新的剧院与歌剧院（“喜剧院”），即自1792年起位于剧院广场的法兰克福国家剧院（Br I, 52, 56）。在那里，1797至1800年间仅莫扎特的歌剧就上演了五部：《魔笛》（Die Zauberflöte）、《唐·璜》（Don Giovanni）、《女人皆如此》（Cosi van tutte）、《蒂托的仁慈》（La Clemenza di Tito）和《后宫诱逃》（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此外还有莫扎特对手安东尼奥·萨列里的歌剧，以及伊夫兰德和奥古斯特·冯·科策布那些司空见惯的中庸时髦剧目。剧院还上演了席勒改编的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Hamlet）、《裘力斯·恺撒》（Julius Cäsar）和《麦克白》（Macbeth）。席勒本人的《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热那亚的菲埃斯科的叛乱》（Fiesco）和《唐·卡洛斯》（Don Carlos）亦在此登台。黑格尔大概也没有错过帕伊谢洛的歌唱剧《假哲学家》（Die eingebildeten Philosophen）和贝克的喜剧《下棋机器》（Die Schachmaschine）。以每周至少观看一场戏剧演出的频率，他能够欣赏到极其丰富的剧目。
在1800年之前的那些年里，黑格尔体会到了城市环境中的撕裂，例如显贵阶层的教化诉求与犹太医生海姆·戈尔德施密特愿望之间的冲突——后者被禁止在文学爱好者面前‹作为康德的忠实门徒讲授一门关于康德哲学的大学讲座。›[4] 在黑格尔逗留法兰克福期间，市参议会于1799年还禁止上演莱辛的《智者纳坦》（Nathan），甚至要求查抄该剧本——这部‹就宗教而言具有最耸人听闻之内容›的剧作必须‹以最严厉之手段予以查禁›；[5] 直到1806年，这部深受黑格尔喜爱的舞台剧才在法兰克福迎来首演。黑格尔的友人兼资助者、神学家、宗教公会主席兼学校改革家威廉·弗里德里希·胡夫纳格尔早在1797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呼吁更好地将犹太人融入城市并开展共同教育。[6] 神圣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偏偏于1792年7月14日，即法国大革命爆发三周年纪念日，在美因河畔这座城市加冕。从1796年起，该城成为中立的帝国自由城市。1798年，黑格尔目击了与法军的军事交火以及革命骚乱。在诸多方面，这位来自伯尔尼的新来者都感受到了鲜活而极具张力的氛围——这座城市被美丽的花园与乡间庄园环绕，群山展现出‹俯瞰王者之莱茵河及其小兄弟美因河的视野，俯瞰两条河流之间的葱郁平原›，以及‹秀美的村庄与树林›。美丽的自然环境与城中压抑问题之间的尖锐反差，让黑格尔的友人荷尔德林深有感触，并对‹法兰克福的社交界人士›敬而远之；他感到显贵们将自己视作‹可有可无的累赘›。[7]
在这些年里对理智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中，包括在与友人荷尔德林、辛克莱和茨威林组成的‹精神之盟›中共同哲思的幸福，以及在这个哲学四重奏中以一种新的观念论一元论形态探索‹联结哲学›的革新性努力。荷尔德林写道：‹你会遇到不可多得的挚友。辛克莱为你前来感到无限欢喜›（Br I, 45）。法兰克福时期对塞克斯都的阅读、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以及宪法草案的撰写工作亦产生了深远影响。黑格尔独立哲学的更多基石由此奠定。
2. 戈格尔家族的家庭教师

大商人戈格尔
身家五百万古尔登
商品融资代销商行
但首要经营葡萄酒
在他的府邸中
饱学的黑格尔担任西宾
彼得·魏斯

经友人荷尔德林引荐在戈格尔家族——即约翰·诺埃·戈格尔三世及其妻子玛格丽特·西比拉（娘家姓柯赫）家中担任家庭教师的活动，对这位年轻思想家而言堪称天赐良机。约翰·诺埃·戈格尔三世的父亲曾是一位重要的艺术品与图书收藏家；教化在这个商人家族中具有异乎寻常的分量。其早逝兄弟的两个儿子约翰·马蒂亚斯和约翰·诺埃·戈格尔四世在他的府邸中长大。黑格尔抵达时，这两个侄子分别为11岁和9岁，直到1800年底黑格尔一直担任两人的管教教师。[8] 房主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银行家、葡萄酒商、市参议员及后来的瑞典领事。这家人居住在马市广场15号的“金链之屋”，那是城中最好的地段之一。正是这种“地缘的妙趣”，让住在顶楼阁楼房间的黑格尔如此靠近位于大鹿沟的歌德故居，“仿佛哲学家专程在寻觅诗人一般”。[9] 随后搬到马市广场“金泉之屋”的歌德母亲，也称其为“城中最优美的地带”。[10]
[image: ]法兰克福戈格尔家族住宅，马市广场15号

家庭教师活动的先兆已显得大有希望：荷尔德林从伯尔尼转交的接受聘约信被戈格尔‹非常欣喜地›接纳，这位家庭教师出众的法语知识在他看来‹宛如一份罕见而珍贵的礼物›。荷尔德林对戈格尔家族的赏识颇值得注意。他称其为‹本地最幸福的家庭之一›，由‹不拘泥的、理性的人›组成，他们过着融洽的社交生活，与大多数法兰克福富商及其‹刻板›、‹精神与内心的贫乏›有着令人欣慰的区别。在白鹿巷与戈格尔家有亲戚关系的贡塔德家族任教的荷尔德林十分推崇玛格丽特·戈格尔（Br I, 41）。黑格尔可以期待丰厚的报酬、气派庄园里的一间独立起居室，以及来自莱茵河畔与法国的绝佳葡萄酒。由于戴德斯海姆著名的约尔丹与布尔酒庄庄主都是戈格尔的生意伙伴，这位新家庭教师也能尽情品尝来自普法尔茨地区可口的雷司令和上等的琼瑶浆。[11] 荷尔德林对戈格尔家族的赞美之词，在数月之后得到了黑格尔在法兰克福几乎如出一辙的证实：金链之屋与伯尔尼贵族街的那些‹锁链›大不相同：“我们家中的基调既远离死板刻薄，也远离虚妄空洞、无灵无心的闲谈；所为所言，皆出自友谊与豁达”（Br I, 49）。荷尔德林发自内心的愿望——希望他的朋友能够重拾“大家熟知的一贯开朗的心境”——完全得以实现，尽管法兰克福的岁月对黑格尔来说恰恰成为一场巨大的挑战。“到明年春天，”这位《许佩里翁》的作者说道，“你就会重新变回过去的自己”——这是荷尔德林罕见的一句幽默之言（Br I, 45）；他指的是图宾根时期的戏称“老人”。在写给纳内特·恩德尔与索嫩沙因的信中，黑格尔汇报了他对在‹好人戈格尔›处任职的满意之情。1797年他的弟弟格奥尔格·路德维希也在这座城市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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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克福，黑格尔找到了一个“在心与精神上都令他惬意的社会世界”（Ros 81）。他‹重新变得更契合于世俗世界›。身为家庭教师的职责为他的哲学著作留出了充裕时间，他不断加大研讨力度。他接触到了最新文献，并且——与荷尔德林相反——能够在相识圈子与座谈聚会中游刃有余。黑格尔的性格特征如今缓慢而鲜明地展现出来：他在各类社会领域中的善谈与好客，以及对生命多重维度的旺盛兴趣。这位年轻知识分子的交往广度令人惊叹，涵盖杂多的社交圈子与政治阵营。在戈格尔家中不仅谈论葡萄酒，还探讨商业、银行业与欧洲经济形势，这进一步激发了黑格尔对国家学以及詹姆斯·斯图亚特与亚当·斯密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此外还有与远亲胡夫纳格尔的友谊，后者与黑格尔所熟知的符腾堡施泰德林、保卢斯及布赖尔家族保持着联系。他为黑格尔引荐了重要人脉，[12] 并邀请他到家中欢度圣诞。在那里，人们无疑热烈探讨了基督教与犹太宗教以及教育学。黑格尔与丹麦诗人约翰·埃里克·冯·贝格尔、卢梭《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的译者弗朗茨·威廉·荣格[13] 以及家庭教师卡尔·李特尔保持着联系，后者日后成为著名地理学家并在柏林大学成为黑格尔的同事。多年之后，在李特尔受雇的法兰克福医生兼讽刺作家约翰·克里斯蒂安·埃尔曼家中，人们依然记得黑格尔的到访。与贡塔德家族有来往的埃尔曼以潘托尔菲的笔名自称教皇御医和前光明会成员，他对这位风趣幽默的客人深有好感。
黑格尔周旋于市民与贵族圈子，但同时也与来自斯图加特的共和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及革命支持者秘密串联，并起草了符腾堡新宪法构想等方案。在法兰克福还生活着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与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萨维尼——两位日后反革命复辟立场的权威代表；布伦塔诺后来指责歌德与黑格尔皆为不敬神者。早在1796/97年，法兰克福便出版了一份反启蒙且极度保守的刊物，黑格尔必定知晓：《幸福论或德意志民族福乐》（Eudämonie oder deutsches Volksglück）。其中的文章极力诋毁法国大革命和哲学共和国的‹法国煽惑家›。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后风行一时的贬称“蛊惑民众者”，在此便已见端倪。该刊宣称革命意在‹颠覆王位与祭坛›，自由与平等的布道者在助长诸如‹反宗教与反道德›等最危险的谬论。文章满怀恶意地攻讦法国百科全书派、‹新法兰西偶像›卢梭及其朋党。这些无神论者被指责为支持非信仰的狂悖与反对基督教的诽谤，将‹自由、平等与人权的理念灌输进人们的头脑›，煽动起‹时代的叛乱与革命精神›，造成了从巴黎到美因茨的‹恐怖体系›。在这类恶毒攻击中，法国思想家被视为一切宗教与道德最凶险的敌人。革命被简单等同于恐怖与骇人惨象。[14] 针对这些反动行径，黑格尔将发起强有力的反驳，为自由、平等与人权的理念奠定更为坚固的哲学基础。在法兰克福时期，他与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同情者——辛克莱、荣格、巴茨、格里辛格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承接了斯图加特革命追随者卡尔·弗里德里希·冯·佩纳塞从斯图加特寄往莱因哈德的信件转递工作，其中还附有致巴黎西哀耶斯的信。公爵调查委员会将黑格尔这次危险的信使活动——一项构成叛国罪事实的行为——记录在案。[15] 妹妹克里斯蒂安娜想必促成了此事；通过她和表兄格里茨，黑格尔获得了关于符腾堡政治动态的信息。他无疑清楚自己参与的是何等凶险的行动。1798年春，他造访了革命运动的两个中心——美因茨与赫尔维蒂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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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喜爱城市生活，但也渴慕大自然的静谧。如今他不再孤身一人在宁静的比尔湖中沐浴，而是正如他笔下一首诗所透露的那样，与法兰克福的女士们一同在美因河的‹汹涌波涛›中畅游。[16] 荷尔德林所歌咏的周边景色引人驻足漫步。黑格尔乐于眺望费尔德山与阿尔特柯尼希山；甚至到了1830年，他仍能准确忆及这些高地的名字。他与荷尔德林和辛克莱一同在法兰克福与霍姆堡之间漫步游历。戈格尔家的贵宾犬——正如50年后叔本华那只名叫阿特曼的白色贵宾犬一样——需要出门奔跑散心：“它在广袤的原野中画着大圆圈飞奔，我们便是它的归宿”（Ros 83）。另一位法兰克福人的著名贵宾犬，即歌德《浮士德》（Faust）中那只魔鬼化身的犬，同样‹如螺旋式的大圆圈般环绕着我们，越来越近›。[17] 无论如何，黑格尔的魔鬼哲学如今正在步步逼近，圆圈越收越紧，贵宾犬的实质（真相）正逐渐显露出来。对于他的哲学道路而言，1797年春加入荷尔德林、辛克莱与雅各布·茨威林在法兰克福与霍姆堡结成的精神之盟具有决定性意义。[18]
3. ‹聚焦于体系性›——观念论的一元论

在法兰克福，黑格尔不可逆转地作出了投身哲学的终生抉择（Ros 81）；早先关于国民教育和政论出版的选择被彻底放弃。在1804年的个人履历中写道，黑格尔在经历六年的家庭教师生涯后，最终决定“全然献身于哲学科学”（Br IV/1, 89）。1800年11月2日致谢林的信为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的整个思维道路提供了方向指引，他在信中对前几年的理智探索作了总结：“青年时代的理想必须转化为反思形式，同时转化为一个体系”（Br I, 59）。青年时代的理想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自由——在卢梭、席勒、康德与费希特意义上的自由，在法国大革命与谢林精神中的自由：一切哲学的首尾根本皆是自由（Das A und O aller Philosophie ist Freiheit）。如今，正如巴格森所言，应当借助理性与科学，借助一种新的哲学体系（neuen Systems der Philosophie），将‹奴隶般的沉睡从眼帘中拭去›。黑格尔此前关于宗教、政治与教育的研究为此提供了绝佳前提；生命的一切维度都引起了黑格尔的哲学兴趣。作为科学的哲学体系的参照点，除亚里士多德之外，还包括康德的‹依原则组织起来的整体›、斯宾诺莎以几何学为导向的证明操作流程科学（Scientia），以及费希特关于从第一原则对科学进行严格逻辑推导的要求。费希特在1794年《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中的方法操作流程，以及谢林对知识的主要哲学对象所作的体系性探索——尤其是他在1800年3月出版的《先验观念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在此皆至关重要。早在谢林与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的通信中，就已经确立了对作为体系出现的科学、作为依逻辑原则组织起来的知识整体的无条件诉求。黑格尔谈及“科学的完满完成，它将带给我们最丰硕的成果”，并将费希特早期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称为“一切哲学的最高峰”（Br I, 23及下页）。[19] 据鲁道夫·海姆所述，黑格尔“屡次将这部著作作为最潜心研读的对象”，它是黑格尔体系哲学构想的“最后准备阶段”。[20] 谢林试图依照斯宾诺莎与费希特的逻辑方法来构想一个科学体系。其“年轻朋友谢林迅猛激进的发展”给黑格尔“聚焦于体系性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Ros 99及下页）。在此过程中，黑格尔思维活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日益增强——“一个拥有他这般理智力量与独立性的精神，不可能轻易被远方的影响裹挟进异己的轨道”。[21]
随着对哲学体系的逐渐聚焦，此前仅松散关联的问题与思想脉络结合在一起。理念线索之间产生了更为紧密的交织。日后体系建筑术的最初轮廓初现端倪。宗教主题可以更鲜明地被视为整个事业的一个环节，这得到了《1800年体系残篇》（Systemfragment von 1800）的证实；宗教概念在那里是在体系构想的语境下加以探讨的（Ros 94及下页）。此外，哲思与政治思索也越来越融合为法权哲学、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石。怀疑论与一元论的论证脉络同样交织互构。尽管如此，传记作家罗森克兰茨的感叹依然有效：‹我陷入了怎样一座迷宫啊›。[22] 新思想大厦内在建构的动力学亟需一条贯穿的红线。法兰克福时期同样有限的文本基础，要求在评判时依然保持极度谨慎。自由与共和主义的宏图鉴于法国的事态陷入了严重的危机。针对费希特的‹第一个自由体系›，荷尔德林、茨威林与辛克莱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异议。荷尔德林关于审美联结哲学的构想——他继席勒之后计划撰写《审美教育新书简》（Neue Briefe zur ästhetischen Erziehung）——有待检验。黑格尔也越来越被反体系论者与反独断论者塞克斯都所吸引，后者直接动摇了一切知识与科学的根基。塞克斯都流传下来的《阿格里帕的五条论式》（Fünf Tropen des Agrippa）在法兰克福跃升为黑格尔手中的一把‹烈焰之剑›。无论是对这些魔鬼般工具的运用，还是让哲学免受其害的免疫化，都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独特之处与真正原创性；后来他将其凝练为关于‹真正怀疑论作为一切哲学的否定性与自由的一面（negativer und freier Seite jeder Philosophie）›的公式。
黑格尔在理智上跋涉于一片几乎难以纵览的领域，这迫使他对定向工具进行重新校准。黑格尔日后写给温迪施曼的一封信令人难忘地描述了他的迷宫之旅，在歧途与死胡同中的迷失，“在那里，路径的每一次开端都再次中断并消失于不可规定之中，自身迷失并将我们自身从我们的规定与方向中撕扯开来”（Br I, 314）。黑格尔常会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地狱之门前，在那里人们埋葬了对知识的一切希望。那‹固然在内心对自身目标确信无疑的理性›，尚未能达到对整体（Ganzen）的清晰与精细展开。黑格尔日后为哲学家推荐的自我疗愈之道乃是科学——它‹引导人们进入内心的迷宫，且唯有它能够引导我们走出迷宫并予以治愈›（Br I, 314及下页）。法兰克福的最初尝试并未完成。黑格尔面临着一项庞大的任务，即‹在哲学上消化自1794年费希特在耶拿登台以来五年间哲学的迅猛发展›。他直面这一巨大的挑战，将自由的思想‹凝聚为一个体系›。[23] 真正的第一场严峻考验发生在1797年春，在辛克莱所描述的‹精神之友盟›（Br I, 395）中，在与荷尔德林、辛克莱和茨威林的哲学对话之中。
哲学问题格局的关键与枢纽，在于对一种哲学一元论（philosophischen Monismus,）作出新的充分理据奠定，即在对费希特所创立并作为体系（System）被予以展望的一元论观念论（monistischen Idealismus）进行批判性承接与推进。[24] 核心任务是克服形形色色的二元论。尽管费希特与谢林提出了引人注目的构想，但此前的尝试在法兰克福与霍姆堡圈子里仍被认为是不充分的。费希特在其实践《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中提出了一种理性与自由之一元论的大胆构想。谢林在其《自我篇》（Ich-Schrift）中将费希特的根本原则解释为“绝对存在”意义上的“存在的更高法则”。[25] 除了友人以及从舒尔策到尼特哈默等费希特批评者的异议之外，黑格尔早在伯尔尼就已表达了微弱的怀疑：‹哲学的最高峰›只有通过先验哲学的新思维方式所产生的推论才能登顶。[26] 这一主题构成了法兰克福哲学争辩的核心。在黑格尔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耶拿时期的《差异论文》（Differenzschrift）开篇，黑格尔阐述了法兰克福问题格局的精髓：费希特以纯粹而严格的形式为‹真正的观念论›奠定了基础；费希特关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被视为观念论一元论的‹真正的思辨原则›。这一成就是不容倒退的。然而，这一思想的贯彻仍有欠缺，观念论一元论的核心思想需要彻底的重新建构，必须从根据上重新构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元论，一方面在主观观念论（subjektivem Idealismus）（建构主义）与另一方面在客观主义（Objektivismus）（实在论）之间的二元论，尚未得到充分克服。1797年初，这一基本问题清晰地摆在黑格尔以及荷尔德林、茨威林与辛克莱眼前。这一四重奏的聚首对黑格尔而言是天赐良机，这要归功于荷尔德林。他有机会与三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大脑探讨，与三位直接熟知费希特革命性学说以及耶拿“生着形而上学双翼的空中精灵”之翱翔、直接熟知‹耶拿的回响›（荷尔德林语，Br I, 45）、来自‹第一原则工厂›（福贝格语）的思想家论辩；这三位同仁曾聆听并结识过席勒、莱因霍尔德与费希特等巨擘。黑格尔亦准备充分；他在瑞士积累了广博的知识储备。虽然他不甚知晓耶拿论争的一切细枝末节，但争论的核心要旨他了然于胸。在“精神之盟”（Bund der Geister）中的交流是在平视的同等地位上展开的，是一场互惠的给予与接纳。所有参与者都必须将自己的思想置于毫无保留且严格的检验之下。
黑格尔在伯尔尼时期与法兰克福时期的思考联系何其紧密，这由很可能已在瑞士记录、并附有法兰克福补充的两篇残篇展现出来：《凡被称为实定的信仰》；《宗教》（GW 2, 5及下页）以及《信仰乃是这种方式》（GW 2, 10及下页），尽管手稿断代尚不明确。一个特殊的难题是关于文本“……一种伦理学”的作者身份问题，该文本很久以后被冠以颇具争议的标题《德国观念论的最早体系纲领》。[27] 统一与联结的思想、绝对存在的思想，早已铭刻在伯尔尼后期的思考之中：“凡是将主体与客体——或自由与自然设想为如此联结，以至于自然即是自由，主体与客体不可分割之处，便有神圣者”（GW 2, 9）。唯有在爱之中，与客体的真正合一、对主奴关系范式的克服方能成功，黑格尔将这一点特别运用于基督教宗教以及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他此前图宾根与伯尔尼著作的关键关切之一。在主体与客体的联结中，绝非一方统治另一方，而是关涉对划分的真正克服，如黑格尔所言：对解体或分离的克服。这是对笛卡尔—费希特式统治自然之思想的拒斥，对通过宣布自我为‹自然之主人›而降服自然之态度的拒斥。这种倾向在谢林的《自我篇》与《论自然法权论文》中亦能觅得踪迹。援引友人的论述，黑格尔反对斯宾诺莎将实体视为一种绝对的、号令性的客观物。主体与客体不能‹保留主体或客体的形式›，否则二者之一仍将是压倒性的统治者，而另一方则沦为被统治者。黑格尔认为，在实定信仰中，展现出一种统治着我们的神圣外在权威，这导致了人脱离并远离神圣者。与此相对，黑格尔引入了爱的概念；在此概念中已然孕育着他日后的承认思想，即相互敬重与作为在他在中的在自身的自由。爱唯有‹面向相同者、面向镜子、面向我们本质的回声›方能产生。[28] 这一思想排除了‹更高›世界与‹较低›世界的二元对立。生命的‹主日›与‹工作日›之间的差别固然保留，但它们不可分割地属于一体，并不处于排他性的对立关系之中，在这种对立中‹工作日›被贬低。黑格尔一如既往地兼顾生命的所有维度：从宗教与形而上学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城邦、符腾堡和德意志的宪法，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密，从伯尔尼的关卡税到英国的济贫税，从西班牙刑法到波士顿倾茶事件（Tea-Party），从耶稣生平到莎士比亚笔下无可比拟的酒鬼约翰·福斯塔夫爵士。这一术语关涉耶稣、柏拉图对爱的理解、斯宾诺莎对上帝的理智之爱、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卢梭的自爱（amour de soi）与自尊（amour-propre）。
黑格尔的残篇《信仰乃是这种方式》（Glauben ist die Art）追溯了谢林在《自我篇》（Ich-Schrift）中阐述的关于绝对存在（absoluten Seyns）、即‹纯粹永恒之存在›的思想，这是斯宾诺莎‹绝对纯粹之永恒›意义上的自我的原始形式。谢林认为，绝对自我‹与客体毫无关联›，它只思想其自身。[29] 针对这种‹不可变的存在›，黑格尔谈到了‹存在的独立性›，即一种与我们完全分离之物。据谢林称，这种存在‹在我们之中无法被人类语言的任何单纯词句所束缚›；它唯有在一种神秘的‹自行赢得的理智直观活动›[30] 中方可被把握。在黑格尔看来，这样一种被单纯预设于分离、对立、二律背反之前的存在或联结，固然可以被信仰（geglaubt），但不能被证明为必然的（nicht als notwendig bewiesen）。信仰仅仅在我们的表象中、在图景与叙事中将二律背反地分离之物联合起来，而非通过论证与思维活动。这是一种尚不认识自身的理性。这样一种单纯被表象的存在根据定义乃是‹空洞的、毫无意义、毫无杂多的›（GW 2, 5）。黑格尔早已知晓对立物统一的思想，例如通过赫拉克利特与柏拉图关于‹在自身中区分的一›的论述、通过巴门尼德与亚里士多德、通过新柏拉图主义的统一表象，[31] 通过库萨与焦尔达诺·布鲁诺关于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理念、通过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Harmonices mundi libre ）及其统一的基础和谐论构想，[32] 通过斯宾诺莎关于单一（einen）实体的思想以及作为理智对上帝之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的爱。雅各比的《斯宾诺莎小册子》（Spinoza-Büchlein）同样具有决定性影响，包括其中附录的400年前在法兰克福活动的布鲁诺所撰写的《论原因、原则与一》（Über die Ursache, das Prinzip und das Eine）；海恩泽的小说《阿尔丁杰罗》（Ardinghello），[33] 卢梭、席勒以及谢林关于绝对存在（absoluten Seyns）及其通过理智直观（intellektualer Anschauung）加以把握的构想。至迟在图宾根时期，他就已经熟知怀疑论关于相对性的对立思想及其倡导者。但黑格尔并未追随某一流派：他既非柏拉图主义者亦非新柏拉图主义者，既非斯宾诺莎主义者亦非雅各比式的信仰哲学家，既非思辨的基督教神学家亦非形而上学的开普勒主义者，既非皮浪主义者亦非二元论的笛卡尔主义者，亦非后康德式的卢梭主义者。他志不在于在新斯宾诺莎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意义上复兴某一思想流派，他既不支持‹极度猎奇、过火的新柏拉图主义学说›，亦不支持‹思辨神学›（Ros 100）。黑格尔是一位彻底独立的思想家。他在探寻对古老一元论根本问题的独创性解决（originäre Lösung des alten monistischen Grundproblems），对统一与非统一、无差别与差别、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关系的问题探寻全新的解答。
4. 热狂与怀疑精神的同盟——荷尔德林、辛克莱、茨威林与黑格尔

四位友人试图以崭新的方式构想联结与分离的理念。辛克莱阐述道：“在哲学的使命中，正如怀疑一样，联结也必须内在地包含其中”。[34] ‹在迷宫般的探索中满怀激情、热狂的荷尔德林›[35] 在对费希特自我哲学与谢林《自我篇》（Ich-Schrift）的反思中，以及自1795年起在与其哲学导师尼特哈默的交流中，发展出一种审美诗性一元论（ästhetisch-poetischen Monismus）的最初基本要素。凭借这一大全一体学说，他在德国观念论的发展中树立了新的里程碑。[36] 在其残篇《判断与存在》（Urteil und Seyn）（1795）中，他并不承认费希特与谢林式的原则‹我是我›是‹主体与客体最亲密的联结›。只要自我思想其自身，分离与对立就尚未被逾越。自我的原则意指自我意识，只要这一关联存在，它就绝不可能是最后的根据。[37] 与此同时，荷尔德林遵循了将理智直观作为通向‹绝对存在›途径的思想，据谢林所述，在其中“直观的自我与被直观者是同一的”。[38] 荷尔德林摆脱费希特的历程也由他1795年致席勒的信件所证实，信中谈及一个‹绝对自我或随便怎么称呼它之物›。主体与客体的联结‹在审美上、在理智直观中›是可能的，决不能通过逻辑理论途径，决不能借助知性或反思。后者只能导向无限接近这一具有缺陷的思想，正因如此，怀疑论者揭示有限反思的推论固然有理，但断言统一不可企及的论点则是错误的。[39] 在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Hyperion）中，大全一体模型同样与怀疑论相关联：“怀疑者之所以在一切被思之物中皆发现矛盾与欠缺，是因为他深知未曾被思之无瑕美的和谐。人类理性善意递给他的干面包，他之所以轻蔑不顾，只是因为他暗中在众神之筵上畅饮沉醉。”[40] 克服自我与世界之间冲突的原则指向一种先行的联结，指向以“不可表现、不可企及之美”形态呈现的纯粹理想。这种永不可思的美被赋予了无可挑剔的完满。“从哲学”出发，人们必须“走向诗与宗教”。在穿行了科学的迷宫之后，人们便抵达真正的故乡，抵达寂静的美之国度。知性的两极基本原理——实体与偶性、作用与反作用、义务与权利——拥有一个更高的根据，即‹美之世界的理想无限存在›。[41]
[image: ]黑格尔友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劳芬的纪念像

辛克莱接近于荷尔德林的“一即一切”（Eins-und-Alles）学说，但他记录在《哲学推论》（Philosophischen Raisonnements）中关于“第二统一的一元论”（Monismus der zweiten Einheit）的构想展现出引人注目的独到细微之处。[42] 正如在荷尔德林那里一样，一与绝对者被视为超越反思之物：“每一种知识的形式皆是反思。而在反思之外的事物，我唯有通过否定我的知识才能（知晓）它”。[43] 这一推论意味着在把握绝对者时彻底排除‹知识的形式›。在费希特那里，辛克莱指认出若干‹相互关联的概念›，尤其是自我与非我，它们因而无法把握“合一者”；作为实体的自我被理解为自由的（frei），而自我作为非我对立于自身的自然则被理解为不自由的（unfrei）。费希特的自我在其‹傲慢的贫困›中显现，他所声称的对非我的推导乃是一次‹向后的致命一跃›，毁掉了整个体系。“傲慢的自我在行动中如何设想与非我的合一：设想为对后者的降服。”[44] 在费希特看来，行动中显现出‹傲慢的自我›对自然的统治，用谢林1796年的话来说：“我统治着对象的世界”，或者：“我宣告自己为自然的主人”。[45] 辛克莱与黑格尔的批判正针对此而发。荷尔德林则要求认识到怀疑论的自我矛盾：为了揭露谬误，人们必须承认真理；没有联结，被分离之物便不可能存在。辛克莱再次指出，统一与分离的思想必须在一个‹第三者›中联结起来，因为非关联与关联的思想都是不可或缺的。联结与怀疑必然内在固属于哲学。[46] 在这里同样体现了包含性否定性、即内隐怀疑论的思想。然而，通往第二种更高统一的入口，应当由幻想这一直觉能力来开启。
茨威林那篇杰出且完全不公正地被遗忘的残篇《论全体》（Über das Alles）展现了思辨观念论一元论的又一个版本，即一种“绝对关联性的一元论”（Monismus der absoluten Relationalität）。[47] 为了克服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的僵死对立，茨威林将一的理念本身理解为关系，理解为处于‹其最高阶段›的关系，理解为非关联与关联、命题与对立命题的绝对根据——‹我们在从联结中分离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拥有全体的理念›。从这种‹从联结中持久的分离›之中，生长出‹从分离中的重新联结›。在这里，一种‹绝对关系›被思考为‹绝对相关性›，即‹彼此相互关联›。[48] 茨威林指出，观念论的使命乃是‹在对概念关系体系的分析中并从其中获得并规定绝对者的概念›。两大支柱是对‹彼此相互关联›的规定，以及将全体视为绝对者理念的思想。残篇《论全体》（Über das Alles）的作者在“令人惊叹的早期便释放出了在黑格尔哲学道路上获得决定性意义的思想动机”。[49]
在这些继费希特的观念论之后并在与其决裂中诞生的一元论观念论纲领中，黑格尔作为第四种声音加入其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与对立之间的关系被重新思考。皮浪学派激烈主张的相对性论题与一元论思想被置入一种全新的关联之中：‹将由怀疑论所决定的问题格局与由斯宾诺莎所开辟的思维可能性相对接›，开拓了一处思想空间，在其中‹从康德、莱因霍尔德与费希特出发的思想家们建构起了思辨观念论的理论形态›。[50] 在耶拿时期的开端，黑格尔着眼于在法兰克福研读过的柏拉图与塞克斯都的著作（Ros 100），准确地描述了这一问题态势。柏拉图早在古代就引发了关于他是独断论者还是怀疑论者的争论，他构成了普罗提诺与普罗克洛的一元论热忱以及他们的对立面——相对性倡导者塞克斯都的源头活水。柏拉图的对话录《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着眼于存在于相异者之中的统一，否定了有限知识的整个领域，否定了一切反思知识。不是普罗提诺与塞克斯都的学说，而是在第三种哲学中，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关于一的原则应当与塞克斯都关于相对性的原则融合在一起。
黑格尔友人们提出的一元论方案为解答哲学奠基问题开辟了新视角，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理论困难：关于大全一体的思想最初仅以残篇形式存在，往往以思想碎片的形态出现，决非完整的论证整体，正如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文本总体上依然是残篇一样。在荷尔德林那里，已经与费希特严格论证的、演绎操作流程拉开了巨大距离。[51] 在法兰克福的第一阶段，最高统一与有限存在之间的鸿沟在他看来是不可逾越的。这促使友人们追问：这样的一种一是否因排除了有限者而恰恰错失了生命的整体性。断言联结具有绝对在先性，并不能使他们免受怀疑论关于无根据假说的反驳：人们完全有相同的权利将一种理智直观与另一种相对立，将一种信仰与另一种同样合法的信仰相对立。[52] 这种大全一体的结果将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复多。前面引用的荷尔德林关于怀疑者暗中在和谐统一的众神之筵上畅饮沉醉的妙语亦可颠倒过来理解。众神若其筵席上没有有限之物，就不得不像歌德《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中那样忍饥挨饿；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关于无花果与杏子的美好理念。辛克莱将普罗米修斯阐释为无条件归属于绝对者的反思的象征；[53] 若没有魔鬼与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这两位光明使者，没有这种本原的划分，绝对者（神圣者）就只能停留于完全模糊的无规定性之中。
迄今所构想的大全一体思想，必然排除了概念性的切入路径。更高的统一停留于理论上不可认识与不可言说的状态之中——即‹不可表现、不可企及之美›（荷尔德林）。依定义而言（Per definitionem）——对知识的否定放弃了知识的形式——通往这一绝对者的途径对概念性的思维活动而言始终是封闭的。其他认识能力占据了这一位置——幻想、理智直观、想象力、意象构想（Phantasie, 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 Einbildungskraft, Imagination）。然而，这些形式终究拒斥了论证检验与理性的审判庭，具有表象或信仰的状态——这使得一元论的审美—诗性—神话学（ästhetisch-poetisch-mythologische）版本演变为一种审美的信仰立场。对联结的信仰表现为理性，但这种理性却无法认识自身。究竟何为理智直观？谁拥有这种能力？艺术描摹的是金色的生命之树，而哲学呈现的却只是灰上加灰吗？
对于黑格尔而言，至迟自研读新柏拉图主义与斯宾诺莎以来，大全一体学说的另一个核心批判点便关涉自由。辛克莱的一元论推论（Raisonnements）亦显得含混双重：一方面，他追随费希特关于努力追求、无限接近以及在不确定的无限性中达到目标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旨在将二律背反与联结内在于一种第二（zweiten）统一之中，从而包容怀疑的、反思的与否定的维度。在茨威林绝对关联性的一元论（absoluten Correlativität）中，一种统一、一种‹彼此相互关联›、一种关系与非关系、非相对性与相对性的联结被构想出来，据称它由一种未作进一步阐明的想象力所把握。
黑格尔再次面对一座魔鬼之桥：[54] 他必须在精神之盟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立场。关键在于以哲学体系性的方式对自由作出奠基性的规定——这是哲学的始与终。激励着他与友人们的是“宏大深刻的思辨，旧世界在其生锈的铰链中因此嘎吱作响，若不因此彻底天翻地覆的话”。[55] 这些思考或许作为《德国观念论的最早体系纲领》（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载入了史册；这篇迄今因作者归属尚存争议的手稿，可能正是三位霍姆堡魔法大师的合著之作。[56]
关于1797年法兰克福一次难忘聚会的‹明如白昼的报告›

霍姆堡与法兰克福之间的丘陵与道路上积了厚厚的雪，大雪仍在纷飞。1797年的这个一月天让严冬达到了顶峰。‹放眼寰宇没有哪座城，能像这里的银装素裹这般合我心意。›三位坚定不移者——荷尔德林、黑格尔与辛克莱——冒着刺骨的寒风前行。在博纳默斯，他们探访了教堂附近幽深的哥特式地下迷宫。他们一次又一次谈及萦绕在心头的先验哲学问题。那些微妙精深的问题是辛克莱与荷尔德林从耶拿带来的。然而，屋外严酷的严寒几乎让他们的对话冻结，于是他们朝“良居”（Bona Mansio）客栈走去。客栈的招牌并不像康德那里所言承诺永久和平，而是承诺了两样法兰克福特产：
自由与苹果酒今岁皆已酿就，
进店来吧，自由的公民，此地成就民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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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辛克莱认识那位意大利掌柜，客人们得到了那间装有瓷砖火炉、温暖惬意的后屋。客栈掌柜建议他们先除掉身上的冰雪，答应奉上苹果酒与香肠，旋即带上房门，在浓密的胡须中喃喃自语：“欢迎来到云中布谷国！”三位歇脚的旅人盛赞美丽的意大利，荷尔德林吟咏着西西里、喷吐烈焰的埃特纳火山以及纵身跃入其中的恩培多克勒，黑格尔则引用了但丁《神曲》（Göttlicher Komödie）的段落，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不久前刚刚完成了该书的译作。人们终究暂时逃离了冰雪地狱。
不久前刚从伯尔尼抵达的黑格尔掏出了一封信，信是图宾根神学院荷尔德林与黑格尔同届的头名毕业生伦茨写的，这位敏锐的思想家是个狂热的康德派；除夕夜伦茨在斯图加特将信亲手交给了黑格尔。伦茨向这些可惜脱离了康德老父的光之子、这些“一即一切”（Hen-kai-pan）的歌咏者求教关于当前最新哲学的指引，当年在神学院里与他们谈经论道曾是何等畅快。他密切关注着费希特与谢林的先验魔鬼狂飙，那可真是让可敬的康德吃尽了苦头。费希特宛如一位形而上学的雅各宾派狂暴肆虐，将一切顽梗异端彻底歼灭送上断头台；另一位自我哲学家谢林则是个地道的“深帽硕士”。为此，他期望从法兰克福的这群“路西法”（光明使者）那里获得光明。众所周知，据雅各布·波墨所述，魔鬼作为光明使者正是分离、即上帝本原划分的化身。面对这位极其睿智的头名高足在时髦哲学黑森林中指引亮光的恳求，三位共和派形而上学家自然不忍推辞，定要给这位持康德定言命令的批判家好好说道说道，毕竟他也是神学院里具有哥白尼式思维方式的正派体面之人。众人商定立即起草复信。由黑格尔将一切落诸笔端，然后寄呈符腾堡。信函绝不可给任何邮政密探与审查官留下任何下口的把柄，黑格尔对此极为看重。
这位出自苏格兰圣克莱尔家族的霍姆堡人随即落座，嘴里嘟囔着关于一个自行设定的自我，起初提议向那位“柯尼斯堡的中国人”、向康德式的革命献上颂词，以此向定言命令论者伦茨致敬。黑格尔与荷尔德林在以首名生伦茨命名的毕业考评中未被‹列入›前茅，他们说道：与其沉溺于超自然主义的上帝存在证明与柯尼斯堡批判，他们宁可醉心于艺术与生活、诗歌、女士与美酒。而辛克莱作为低级实定法学的学者和公然宣称的雅各宾派，凭上帝之名，倒省去了图宾根神学的许多折磨。此外，他本该选择聪慧的黑格林小姐，对她他本是有意向的。辛克莱呼吁遵守秩序：回到康德！回到费希特与友人谢林那里，后者曾推荐过一种斯宾诺莎式的全新伦理学。荷尔德林随即说道：“在康德那里，若不信仰一位自然的主宰，上帝与不朽便不可设想。凭借其实践公设，康德尚未穷尽性地展开全部形而上学。”黑格尔道：“亲爱的弗里茨，公设乃是哲学的无用之物。所谓灵魂不朽，宛如一种破产道德哲学的可怜拐杖。自由精神不在自身之外寻找上帝与不朽。”这时辛克莱又道：“据费希特与谢林先生所言，一切理念之完整体系的第一理念乃是自我，即‹关于我自己作为一个绝对自由之本质›的表象，由此亦‹同时是自我所设定的世界›，即‹唯一可以设想的无中创有›。由此出发，我将‹降入物理学的原野›，给当下主导的物理学‹插上翅膀›，以最终获得一种‹宏观的物理学›。我考虑尝试一种由形而上学奠基的物理学[57]。我们的谢林如今亦热衷于这类关于新自然哲学的理念。”黑格尔表示赞同：继康德之后，必须揭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开端根据，并通过如我们施瓦本人开普勒那般的思维方式来批判牛顿力学机制。荷尔德林接道：“是啊，我与谢林‹并非总是一致›，在‹神圣的自然面前，人类的作品微不足道。但人们也必须从自然走向‹可怜的人类作品›，走向国家、宪法、政府与立法。正如我在致耶拿哲学导师、同为施瓦本人的尼特哈默的新审美书简中所写，人能够‹超越匮乏›，超越‹机械关联›，超越‹机械齿轮系的运转机制›，走向某种‹超越暴君与奴仆形态›之物。”辛克莱补充道：“费希特在耶拿亦谈到了匮乏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将自由的人当作庞大世界机器中的单纯齿轮，因此‹国家应当终止›。社会与人类活动性的‹千百种无形之物毫无灵魂与爱意地折磨着我们›。”[58] 黑格尔转向荷尔德林：“反对，亲爱的弗里茨：市民竞争社会机械齿轮系中的撕裂固然必须克服。但你把现存国家与作为公民自由联合体的国家概念混为一谈了；希腊城邦不也是你曾歌颂过的吗。我眼下正在翻译一篇主张自由国家的吉伦特派战斗檄文，并在思考符腾堡的新宪法。不过，荷尔德，你说得对，唯有作为自由对象之物，方能被视为真正的理念。”这位《许佩里翁》（Hyperion）的诗人毫不气馁地继续说道：“‹统一的更高原则›、‹一切思维活动与存在之纯粹理想›、‹在某一绝对者中主体与客体的真正联结›，唯有在‹不可表现、不可企及之美›的理想中方能实现。”黑格尔插话：“对于某种不可表现之物，我又如何能有任何知识？”然而荷尔德林不为所动：“‹一切理性基本原理›奠基其上的‹最后根据›，乃是作为在‹理智直观›这一‹最高审美行动›中‹最亲密联结的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存在›。两年前读完谢林的《自我篇》（Ich-Schrift）后我就记录了这些。关于存在与判断的断想。”黑格尔问：“你指的是更高柏拉图意义上的美吗？”荷尔德林答：“亲爱的威廉，在核心处‹一切宗教皆是神话性的，就其本质而言皆是诗性的›。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新神话学，管它叫作理性神话学也罢，无论那究竟是什么。”辛克莱道：“一即一切应当与茨威林探讨，他对此有着深邃洞察，你们定会大吃一惊！此外，我请求在文章中还要强调自由与平等的思想，即‹各个人乃至所有个体的属人力量的自由与平等发展›。你们定会赞同我的吧。”
进屋的掌柜听到了零星字句：“诸位眼下需要的不是新的神话宗教式空想，不是先贤阿里斯托芬云端里的空洞热气，那些尽是没有存在、没有实在性的表象。诸位眼下真正需要的是带奶泡的意大利咖啡和一份扎实的法兰克福花环蛋糕。”黑格尔随即应道：“妙极了，终于是具有理想之美的真正绝对存在了，而且它可表现、看得见且吃得着！我可不用理智直观它，而是要惬意地消灭它。意式咖啡配甜点，宛如厄琉息斯秘仪中的饮酒与食饼。”掌柜道：“大约60年前人们发明了法兰克福花环蛋糕，这是一种形如缀满黄金与红宝石王冠的圆环蛋糕，是在皇帝加冕典礼之际发明出来的。法国佬叫它法兰克福王冠（Couronne de Francfort），英国人叫它王冠蛋糕（Crown Cake）。几乎——但也仅仅是几乎——能与意大利甜品屋的神妙杰作相媲美。”黑格尔自言自语道：“我的体系也应当宛如这样一份蛋糕：一件以圆圈开端并重新闭合的奇迹杰作，具有通过甜蜜过渡相连的若干层级与领域，建构精妙却极其难以消化，但必定要以绝对坚果顶尖作为封顶基石，堪称盛在众神之筵上的绝品。鉴于三位一体以及在进食中演证对有限者的扬弃，我应当再吃第三块蛋糕才是。”
三位思想家的这场对话作为“良居客栈论辩”载入了史册，人们依这块传奇蛋糕不妨将其手稿称为《德国观念论的最早体系花环》（Älteste Systemkränzchen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即《法兰克福王冠》（Couronne de Francfort）。正如歌德在瓦尔密战役之际所呼喊的那样，在这一情境下亦可以说：伴随着良居客栈论辩，哲学思考的新世界纪元自此诞生。

5. 关于联结与生命的观念论一元论构想

在批判性承接费希特观念论体系中以联结（Vereinigung）、生命（Leben）与爱（Liebe）三个术语表述出的一元论思维方式的基本意图，尽管所写文本以残篇留存，却为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的岁月提供了方向指引。理性（Vernunft）与自由（Freiheit）构成了通盘在场的基础，即使有时摇摆不定的术语表明了这些大多不准备付印的残篇的不确定性与暂定性。借助生命（Leben）范畴，人类生存的一切本质维度都应当被纳入视野：人类思维活动与作为的整体性、一切人类实现的统一与杂多、‹人的整体›、‹教化、生活方式、诉求与需求的杂多›（GW 2, 113）。与此同时，借助生命，能动的环节、展开与发展被提上议程，即生命之路‹穿过一个从不发达的统一经由教化走向圆满完成之统一的圆圈›（GW 2, 85）——正如茨威林所阐述的，一种从分离中的重新联结。生命与圆圈概念的结合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第十二卷），在那里生命被理解为理性的能动实现。另一个组成部分在于如今清晰显现且轮廓更为鲜明的思想：作为在他在中的在自身之自由（Freiheit als Bei-sich-selbst-Sein im Anderen），即在他在中宾至如归，既体现在认识活动的方式中（宗教、哲学），也体现在承认活动的形式中（道德、政治、实践生活）。主奴关系模式、一切他律与异己规定都应当被克服。这里关涉词语广义上的鲜活的人，不再是世间的‹异乡客›或异己诫命的‹义务仆役›。反康德的倾向在海恩泽的小说标题《阿尔丁杰罗与福乐之岛》（Ardinghello und die glückseligen Inseln）中便已表露无遗。[59] 在其中，作者描绘了一种自由而自然的生活，一种能够将感性与艺术结合起来的生活。相反，康德则将幸福的可能性放逐到了彼岸。
在从伯尔尼到法兰克福的道路上，黑格尔的思维活动并未发生急转弯，但他对费希特与谢林观念论的理解得到了显著深化，尤其是通过“精神之盟”（Bund der Geister）中对费希特的批判。即使这在法兰克福的手稿文献中仅间接且零星地流露出来，费希特的哲学自1794年起也是决定性的理智挑战。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熟知《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1794）、《自然法权基础》（Grundlage der Naturrechts）（1796）、《伦常学说体系》（System der Sittenlehre）（1798）、《向公众呼吁》（Appellation an das Publikum）（1799）以及《人的使命》（Bestimmung des Menschen）（1800）。此外还有谢林依附于费希特的著作，特别是《自我篇》（Ich-Schrift）、《关于独断论与批判主义的书信》（Briefe über Dogmatismus und Kritizismus）（1795）、《阐明知识学之观念论的论文》（Abhandlung zur Erläuterung des Idealismus der Wissenschaftslehre）（1796/97）与《自然法权新演绎》（Neue Deduktion des Naturrechts）（1796）；在法兰克福第二阶段，《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1798/99）与《先验观念论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1800）则居于首要地位。在批判性检验与深化思考这些一元论进路方面，除荷尔德林、辛克莱与茨威林的革新思想外，柏拉图与塞克斯都尤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费希特所阐明的观念论原则，即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性、‹对自身的纯粹思维活动›，黑格尔在任何时候都未曾放弃。
在法兰克福，对宗教的研究构成了黑格尔流传手稿中最大的比重。然而，有文献证据与线索表明其工作范围要广泛得多：这关涉不幸散佚的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Sitten）以及《法权论与德行论》（Rechts- und Tugendlehre）的评注，[60] 几乎达到出版成熟度的关于数学、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开普勒、牛顿、康德、拉普拉斯、谢林）的著作（Ros 151），关于历史与政治（休谟、孟德斯鸠、席勒）、国家学与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斯图亚特的注释性评注，[61] 美学论著，以及符腾堡与德意志的宪法草案，最后还有1798年出版的卡特反对过时伯尔尼国家秩序的革命吉伦特派论战小册子的译作。所有这些都是通往耶拿初期著作的关键准备。
对基督教宗教的研究——罗森克兰茨将其冠以《理性宗教与实定宗教的斗争》（Der Kampf der Vernunftreligion mit der positiven Religion）或《实定宗教概念批判》（Kritik des Begriffs der positiven Religion）的标题，第一位编辑赫尔曼·诺尔则题为《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Der Geist des Christenthums und sein Schicksal）——在《全集》（Gesammelten Werken）中囊括了文本48以及52至60的手稿卷帙。它们包含了关于生命概念不同维度的思考。黑格尔于1796年着手此项著作，并在1800年9月为此撰写了一篇经辛克莱校阅的新序言，但类似于《耶稣传》（Das Leben Jesu），他并未发表该文本。[62] 黑格尔的感叹：‹虔诚已成过去›，他只是路过教堂（Br I, 54），这并不单是一句玩笑话。将黑格尔这一时期说成神学阶段或神学早期著作是片面的，因为大部分文献已不复存在。然而，鉴于基督教对人类表象世界的巨大意义，宗教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前面提及的1800年序言中，黑格尔勾勒了基督教宗教世界历史影响的宏大全景。其跨度从蓄奴并沉湎于恶习的罗马人，经由野蛮的蛮族与意大利城邦公民，直至受农奴制支配的君主国，构成了一部充满矛盾的历史：艺术与科学的极度繁荣，同时伴随着对它们的放逐与斥为异端。深受黑格尔推崇的布鲁诺与伽利略·伽利莱正是其典型代表；他们因天才而被卷入宗教裁判所的罗网或走上火刑柱。人们宣扬博爱与平等，但在西班牙人的十字架下，美洲的一个个民族惨遭屠戮；英国人则在蹂躏印度之际高唱感恩赞歌。在法兰克福最后阶段，黑格尔似乎在平行开展对宗教的研究与对融入了宗教主题的《体系残篇》（Systemfragment）的撰写。1800年秋，两份手稿均已告竣。
1. 自由国家公民的联结——哲思与政治思索

1797年的最初数月致力于‹哲思与政治思索›。[63] 联结思想的维度之一关涉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黑格尔始终强调哲学与政治的联系。早在文本44中他就坚持‹立法的进步›；政治制度必须以自由法则的形式予以界定。只要不存在作为国家公民的自由存在，法权与自由便无从谈起。可能写于伯尔尼与法兰克福的文本48再次重申了共和主义国家的理想。立法的宏伟目的在于公民的自由（Freiheit der Bürger），政治宪政必须以此为根据。[64] 作为卢梭、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孟德斯鸠的读者，黑格尔致力于宪法的理论奠基以及这些宪政的具体规定，这一点由他在基本纲领中构想的宪法草案所证实。对一个合乎理性的自由国家的条件的反思，是他哲思的恒久常项，从早期对莫泽尔的阅读直到关于英国改革法案的最后一部出版物皆是如此。
除了完成《卡特论著》（Cart-Schrift）的翻译之外，黑格尔还在法兰克福起草了一份符腾堡新宪政草案、关于德意志宪法的初步研究，并探讨了意大利城邦与《普鲁士邦法》（Preußischen Landrechts）（即普鲁士宪法）的改革。与他的思考极难兼容的似乎是《最早体系纲领》（Ältesten Systemprogramm）中的如下段落：“因此我们也必须超越国家！——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必定将自由的人当作机械齿轮系对待；而它不应当如此；因此它应当终止。”（GW 2, 615）1797年黑格尔大概着手撰写符腾堡宪法草案，旨在作为对关于符腾堡新议会辩论的建言。按照正义的尺度对迄今宪法进行评判，心怀眼下何者亟需变革的问题，决不意味着废除国家结构。
为了撰写其政治著述，黑格尔依托于1796/97年岁末年初在斯图加特相聚的共和派友人的信息，以及在符腾堡往往匿名发表的主张。符腾堡改革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传单之一、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巴茨于1797年发表的革命性论文《论符腾堡等级会议的请愿权》（Ueber das Petititionsrecht der Wirttembergischen Landstände），黑格尔终生珍藏。[65] 巴茨被视为民主主义的辩护人，是建立南德意志或施瓦本共和国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其立场建立在将所有人基本权利作为民族权利的原则之上。[66] 1798年夏，据说黑格尔将其撰就的宪法草案寄给了三位斯图加特友人；他们大概是巴茨、梅尔克林与路易·格里茨。后两位在耶拿与尼特哈默结下了友谊，后者亦与符腾堡的共和圈子保持着联系。[67] 梅尔克林经由辛克莱引荐，在革命与美因茨共和国的支持者巴尔塔萨·皮奇家中担任具有共和思想的家庭教师。1796年，不仅他在《哲学杂志》（Philosophischen Journal）上发表了带有先验哲学印记的、针对图宾根启示神学的论辩，而且还匿名出版了一篇据信由他撰写的传单短简《关于符腾堡议会议员选举的思考》（Gedanken über die Wahl der Abgeordneten zum Wirtembergischen Landtage）。在梅尔克林的交往圈子中，除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席勒、施泰德林、尼特哈默与保卢斯之外，恰恰还包括共和派与民主派人士皮奇、巴茨、荣格与辛克莱。
正如不仅由其寄往巴黎的‹叛国性›信件转递所表明的那样，黑格尔直接参与了改变符腾堡现状的努力。他与符腾堡雅各宾派审判中的主犯之一海因里希·埃申迈尔、其妻路易莎·弗里德里希娅以及著名革命追随者荣格的联系，亦证明了他对共和派圈子的归属。[68] 埃申迈尔被视为施瓦本民主运动的核心人物，人们甚至谈及‹埃申迈尔联络网›。在1800年1月被捕后的审讯中，埃申迈尔坦率承认自己曾谋求施瓦本的共和化。[69] 黑格尔与荣格或许在斯图加特便已相识。这位自1798年起在美因茨为法军效力的辛克莱政治导师，亦是荷尔德林的朋友。作为共和主义的坚定追随者，他谈到了‹公共理性›的必要胜利，并寄望于和平过渡到共和国。[70] 1799年他发表了对荷尔德林《许佩里翁》（Hyperion）的书评，次年又出版了由辛克莱校订的卢梭代表作《社会契约论》（Vom gesellschaftlichen Vertrage）译本。与黑格尔的关系由荣格1802年写给这位哲学家的一纸简信所证实——附有‹最衷心的问候与怀念›。[71] 黑格尔还结识了克里斯蒂安娜的友人海因里希·格吕奈森，[72] 以及席勒的青年友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冯·霍芬，黑格尔多年后在纽伦堡仍与后者保持联系。霍芬记述了斯图加特的革命追随者们，尽管法国发生了种种暴行、恐怖与令人发指之举，他们依然不放弃对最终取得更好成效的希望。[73] 因此，黑格尔在这些年里与自由共和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巴黎经美因茨，从法兰克福直到斯图加特，从莱因哈德、克尔纳和厄尔斯纳，经符腾堡共和派，直至辛克莱与荣格。
黑格尔的符腾堡友人们建议不要发表其宪法草案。对某些人而言这些立场或许过于激进；而对其他人而言——例如传单《施瓦本若成为共和国我们能赢得什么》（Was wir gewinnen, wenn Schwaben eine Republik wird）的作者——黑格尔的提议还不够彻底，写得太缺乏民主甚至雅各宾派色彩。[74] 这表明了南德意志共和力量内部不同的政治思潮。无论是从他的草案，还是从1798年的文本58《人们可以处于这种状态……》（Man kann den Zustand …）中，都可以看出黑格尔赞同巴茨请愿书的核心思想，并期望积极支持改革运动，即通过和平改革实现一场革命。议会文稿标题的修改颇有意味：《行政官员必须由人民选举》（Daß die Magistrate vom Volk gewählt werden müssen）；《行政官员由人民选举》（Daß die Magistrate vom Volk gewählt werden）以及《行政官员必须由公民选举》（Daß die Magistrate von den Bürgern gewählt werden müssen）。黑格尔旨在赋予实质性的民主权利。核心在于对等级议会代表进行民主选举。梅尔克林亦主张这一点，他要求人民应当有权自由选举任何正直明理的男士。在卡尔·弗里德里希·迪青格的一篇激进民主派传单中，等级议会的合法性并非由君主的恩典或任意所赐予；它“正如国家一样建立在理性之上”。[75] 在另一篇符腾堡传单中写道：“如果狂暴的罗伯斯庇尔如九天惊雷般发出其呼声，如果愤怒的马拉以猛虎的凶暴维护其原则，那么我们面对西哀耶斯温和而庄重、令人信服且循循善诱的言辞，必定会油然而生一种崇高的惊叹。”[76] 及时且坚决的改革应当使充满暴力的革命成为多余。[77] 在以下段落中，符腾堡共和派巴茨、美因茨的荣格与持共和思想的黑格尔之间的相似性不容忽视：“连孩童都能明白”，巴茨写道，‹法则与政府形式正如人们的伦常、见识与力量一样，都必须发生改变›。[78] 黑格尔写道：“那些竟然相信与人们的伦常、需求和意见不再吻合、精神已然从中逃逸的制度、宪政与法则”，还能继续构成维系民族之纽带的人，是何等盲目啊（GW 2, 104）。随后黑格尔引用孟德斯鸠的话指出：只要精神已从法则中逃逸、从宪政中消逝，变革就成为必然，新的普遍立法必须取而代之。仅仅坐等在根基上受到侵蚀的旧大厦坍塌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积极介入，亦即提出一份宪法草案。黑格尔以这种方式将作为改革的革命合法化，并像巴茨一样依托于对人不可剥夺之权利的必要承认与敬重。在此执笔的绝非蔑视国家者或无政府主义的国家掘墓人，而是对过时国家秩序的批判者以及新共和主义国家的倡导者。眼下占统治地位的依然不是平等的权利，而是专制独裁的体系、服从与依附的状态，是一种任意秩序而非合乎法权的秩序。目标应当是自由公民的鲜活联结，是‹优美的人道›与自由（GW 1, 202），而无需服从于外在于人的异己法则。后来黑格尔更明确地将真理与法权置于同一高度。
在德意志，人们在其作为公民的存在中被驱逐到了‹内在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永恒的政治死亡›（GW 5, 16）。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的著作中展现了对《德意志宪法》（Verfassung Deutschland）极具启发意义的理论视角；[79] 他的全新思维方式鲜明地显现出来：古老的政治大厦及其支柱孤立于时代的精神而耸立于世。他诊断出一种尚待进一步规定的精神与历史实在性之间的破裂。时代的精神有别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时代精神。黑格尔所谓精神的核心存在于法权概念、国家法权概念之中，存在于原本的法权根据之中，存在于作为真理与普遍性的法权渊源之中。然而，这种统一、这种作为执掌权能的（machthabenden）普遍物的法权渊源却已消逝。在实在性中行使权能的，绝非合乎理性的公法。对此可指出两条原因：存在的只是一堆权利的聚合，是一种混乱的杂多，没有统一，没有原则，毫无体系；体系在此应当作历史政治层面的理解——公法体系的诸原理乃是人作为公民之存在的体现。政治权利已然蜕化为私法，沦为私产，这意味着普遍物的无能，意味着国家的瓦解。[80] 现存的生活（伦理）已丧失了一切权能与尊严。存在的只有一种‹干涸的知性生活›，因为核心枢纽不再是国家法权的源泉，即人作为伦理与政治本质的状态。他没有作为公民而生活，就其公民存在而言他已死灭。友人荷尔德林同样认为这新‹浮华世界›中的人乃是虽生犹死。[81]
法兰克福联结思想的另一项头等重要的组成部分，显现于黑格尔不幸散佚的对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德译本的评注之中。[82] 罗森克兰茨的总结阐明了黑格尔思维方式中一个新的构成性基石：对初兴工业世界的经济学注视以及国民经济学对该世界的科学把握。[83] 早在通过弗格森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理解、通过《卡特论著》（Cart-Schrift）、格奥尔格·福斯特的思考以及对法国各种革命宪法的研读，[84] 黑格尔便已将经济维度视为理解国家宪法不可或缺的环节：
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本质、关于需求与劳动、关于分工与各阶层资产、济贫制度与治安警察、税收等等的一切思想，最终聚焦于针对斯图亚特（Stewart’s）国家经济学德译本撰写的一部加有批注的评注（Commentar）之中，这篇评注写于1799年2月19日至5月16日，且仍完整留存。其中包含了对政治与历史的大量宏阔洞见以及诸多精妙评述。斯图亚特尚是重商主义体系的追随者。黑格尔以崇高的情致、借助丰富有趣的实例力战其僵死之处，试图在竞争之中以及劳动与交往的机械机制之中拯救人类的内心（Gemüth）（Ros 86）。
席勒与费希特在内心之中看到了分离权能的联结原则。[85] 席勒写道：内心乃是一种中介心境，“在其中感性与理性同时（zugleich）处于能动状态”。[86] 撕裂的克服应当在一个和谐的整体性与统一中得以成功——这种撕裂是由‹竞争以及劳动与交往的机械机制›所助长的（Ros 86）。竞争（Konkurrenz）与交往（Verkehr）是现代工业秩序及其科学即国民经济学的标志性词汇。黑格尔通过‹在竞争之中›这一表述，首次明确表示支持这一现代工业社会，并支持对其进行科学阐发的必要性，支持这门对现代自由哲学具有突出重要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法则，laws of political economy）。黑格尔反对任何集体主义式的编排或顺从：若没有“成为万物中心的自豪”，对个体而言‹集体整体的目的便是至高无上的›（GW 2, 83）。在对无规定性与空洞者的盲目崇拜中，会产生彻底抽象平等的狂想，进而蜕化为狂热狂暴。通晓亚里士多德的黑格尔反对空洞无内容的自由，反对内容的匮乏，主张鲜活的统一与有规定的自由。这可以被视为法兰克福联结理念的核心维度之一。

2. 上帝——本质为联结的鲜活者

在黑格尔对基督教乃至一般宗教的阐释中，展现出统一与分离相结合的同一思想模式。实定宗教停留在主奴关系的模式中，停留在抽象对立与外在规定的形态中。这决非‹上帝之国›的真切标志，因为神圣者不可能是统治者，不可能是居于我之外或之中的主宰。关于‹鲜活上帝›的表象得益于黑格尔对《约翰福音》别具一格的阐释。对于‹太初有道（逻各斯），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生命在他里头›（GW 2, 254）的措辞，黑格尔将其视为一种单纯、不充分的反思语言的命题式论断，仅仅是表面的判断。黑格尔援引亚里士多德阐明了人与上帝的合一。由此，神圣理性之物的实现可以被理解为能动的生活、理解为内部蕴含对立的合一者（GW 2, 255及下页）。统一具有分离的可能性，在各部分中皆有生命，它们是一个整体，因此在每个人之中皆存在着人类生命的整体（das Ganze des menschlichen Lebens）。据茨威林所述，全体的理念在从联结中分离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在场；据荷尔德林所述，“每一个别之物皆被置于整体的位置之上”。[87] 相应的模型亦可见于谢林第一部自然哲学的导论中。[88] 黑格尔认为，每一个特殊的个别者自身就表象着普遍性；因此他绝非被奴役的臣服者。人生活在一个在自身一切规定中全然（ganz）是发展中的人之作品的世界里。三位一体表达了人与神圣者之间同一性与差别的结合——类似于辛克莱在一个第三者（Dritten）中的第二统一（zweiten Einheit）思想。因此，上帝与人必须被表象为‹同等的本性›，自身即是精神之物，由精神性的事物所表象，由一种不能被还原为知性或反思的能力所表象。这就是那时尚显模糊的思考。
1799年黑格尔最终将神圣者描述为‹至高的自由，它唯独从美那里获得其显象的形态以及与世界的关系›（GW 2, 293）。假若人与神圣本性缺少了这第二统一，二者就必须被视为绝对者（absoluta），这在逻辑上纯属荒谬。宗教实定化或客体化的一个极端表现是奇迹，而‹最非神圣之举›便在于无中创有（creatio ex nihilo），即从虚无中创造。在此宗教语境下，缺乏多样性的统一、空洞无规定性的原则性缺陷再次显露无遗。沉溺狂想及其对‹生命杂多的蔑视›必将导向狂热主义的深渊。若执意固守神圣者的这种纯粹无形态性与无关联性、空洞统一，一切其余之物就必然显得不洁与非神圣，并必须被消灭。这对一切外邦神祇亦然，其信徒因而必定被视为不敬神者，尽管他们确实信奉神明，可惜信奉的是错误之神。黑格尔在谈及这种宗教基要主义时指出，凡鄙视一切异邦神灵者，必定“在胸中怀着对全人类的仇恨”（GW 2, 96）。在对世界的这种抽象对立中，黑格尔看到了对上帝、对博爱之普遍性的公然背离。宗教与政治狂热主义严重危及了自由与特殊性。

3. 朱丽叶与罗密欧——作为承认形式的爱

即使在两人之间的爱中，这位莎士比亚的崇拜者黑格尔也看到了联结思想的基本模式，即彼此互活者之间的真正联结。恋人们处于一种由感觉与感受编织而成的结合之中。他们的爱代表着联结与独立性的统一，这包含了处于分离的可能性。与外在的实定占有相对立的，是表面上的悖论：“我给出的越多，我拥有的就越多”（GW 2, 90）。在他者中，个体能够在自身之中获得自由。然而，在这里也同样可能出现无规定者的狂热：表现为以牺牲独立性换取统一的形态，这在此处同样会导致自身规定的丧失。黑格尔留存下一份文献，其中引用了卢梭致达朗贝尔信件的一部分，里面描述了爱之思想的双重面孔：一方面是真正的爱，另一方面是傲慢的自恋。[89]作为脚注，还应提及黑格尔列举的一个爱与和解的象征：丢卡利翁与皮拉的神话。丢卡利翁是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之子，皮拉是降灾者潘多拉之女，大洪水之后，他们邀请人类与世界、与自然缔结友谊。与诺亚出于困境的和平以及敌对的永久化不同，在黑格尔看来，他们代表着爱的和平。[90]

4. 鲜活的存在者而非义务之徒——反对康德

1798年，黑格尔撰写了现已散佚的针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以及《法权论与德行论》的评注。他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同样契合一元论观念论联结的基本模式。在法兰克福，这一思想首次得到表述：“通过联结扬弃二对立者”，并伴随着与生命的法则相联结的论述（GW 2, 116以下）。康德的道德哲学最终错失了鲜活的统一，因为义务与爱好处于彼此撕裂之中——义务居于统治的、排他的地位，而爱好则是被臣服者。人被“肢解”，冲动、爱好与需要的特殊性处于对抽象普遍者、对知性的冷酷命令的奴仆关系之中，而这种冷酷命令固化了对自然的压制。在康德看来，义务理念是唯一合理的内在行动动机，与“爱好或厌恶之任意的病理学规定根据”相对立。道德行动由此被还原为其意向、其意图，尘世生活的幸福与福祉被视为无关紧要。义务与爱好的关系中有一方被如此不正当地绝对化。随着这种伴随“压制自然”与“肢解人类”而来的“义务概念的绝对主义”，产生了纯粹的“决疑论”（Ros 87）。然而，由于福祉不可放弃，康德便让人寄希望于末日审判，寄希望于一种恶无限，并通过设定一个作为至善存在者的彼岸之主来加以扬弃。正如在实定基督教中一样，自然之物、感性之物被视为污秽，对康德而言则是纯粹义务的“玷污”。因此，让·保罗将康德主义者称为定言统帅。对黑格尔而言，人在自然中绝非异乡人，在道德世界中也绝非义务之徒。即便不考虑定言命令，他们也享有获得幸福与福祉的法权，享有依据爱好行动的法权。义务与爱好的对立必须被克服。正如在宗教中上帝应当被表象为一个“仁友的存在者”一样，人同样既是履行义务的存在者，也是享有喜悦、爱与欢笑的存在者。在图宾根已初露端倪的与康德的温和疏离，以及在伯尔尼显露的怀疑，如今明确表现为彻底的分道扬镳。康德的道德哲学被站不住脚的知性思维所侵染，其思维方式的若干核心要素必须被扬弃抛弃。在法兰克福，一场术语变革也悄然酝酿：道德与合法性在一个更高的概念中“联结”起来。在康德评注中，黑格尔对此“往往简称为生命，后来称作伦理”（Ros 87）。

5. ‹理想容纳特殊性›——联结与分裂的统一

将黑格尔的思维活动从最深处结合在一起的，正是上述勾勒出的基本思想。沿着费希特与荷尔德林以及“精神同盟”的论争脉络，一元论观念论得到进一步推进。黑格尔所走的同样不是一条笔直之路，但在法兰克福时期的尾声，新的哲学建筑术获得了更多基石。其中的一个难点在于区分作为最高自我确证形式的宗教、艺术与哲学。黑格尔清醒地意识到，从宗教研究或诗性形式向哲学论证的一对一转移是不可能成功的。康德此前已经拒绝了这种做法，并要求在图像与概念之间作出区分。但在突出想象力、幻想或理智直观的过程中，展现出法兰克福时期的思维活动在穿透这片丛林时的不成熟特征，其术语依然含糊且具有多义性。黑格尔那艘驶向无垠辽阔之境的哲学轻舟，前方仍有许多浅滩与暗礁。
荷尔德林把标准定得很高。他对大全一体第一种版本的见解，在法兰克福友人的论争中占据核心地位。[91]这位诗人以费希特式自我意识的相对性论据为支撑，诊断出一种依然具有关联性的建构、一种判断的结构，费希特的原则由此错失了对无条件性的诉求。因此必须假定一个作为分离、原初划分之根基并必然先于它的原则，一个无条件的、单一的存在，唯有从其中出发，一切有条件者才能被把握。在认识论维度上，这种统一、联结的理念必须先于一切进行判断的认识活动、一切知性、一切反思与一切有限认识活动。这一统一定然被视为“不可思议的”，并被当作一种“摆脱了一切怀疑的确知”。[92]对于这种无条件者，人们只能说出它在，而不能说出它是什么。在法兰克福时期的进程中，黑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这第一种立场作出了表态，部分表示赞同，部分保持距离；这也契合他对新柏拉图主义模式的看法：[93]一方面，他认为从无条件者的思想出发是合法的，并且是一元论观念论新形态的开端。另一方面，他在其中辨识出一种对规定性不可容许的排斥，一种纯粹的、空洞的无条件者，一种仅仅抽象的普遍性，一个纯粹是虚无的一切。对于有限思维活动而言具有构成性的差异，不可能在大全一体中归于消逝。[94]他主张知性、反思、有限思维活动无法把握无条件者、绝对者，但若没有知性、没有判断，更高的认识活动注定会走向失败。尚待检验的是，判断形式是否必然是一切知识的基本形式。黑格尔借助阿格里帕论式中的怀疑论论据这把烈焰之剑，在此产生了巨大效力，诊断出的结果是：独断论。将存在宣称为摆脱了怀疑的确知是或然的。循着塞克斯都的思路，首先应当检验这一论点：为了摆脱无限回溯的奠基困境，最高原则被作为假说加以设定，它只具有信仰或假定的状态，绝非知识的状态。荷尔德林为了反驳皮浪派怀疑论者，搬出了自然（la nature）及其美[95]，而塞克斯都恰恰在此坚称，人们享有同等权利提出另一种假说的可能性。从手稿残篇中并不总能清楚地看出，这究竟代表黑格尔本人的立场，还是他所引用或批判者的立场。
如此一来，敏感的核心就在于统一之根据的建构，即其作为哲学活动无可回避的前提预设的直接确知状态。对于受过怀疑论训练的黑格尔而言，这类仅仅被宣布出来的前提预设或公设不过是哲学的无用之物，面对怀疑论的抗辩，面对塞克斯都流传下来的、被黑格尔视为针对一切独断论的致命论据的五条论式，它们根本无法免疫。“存在的绝对性应当存在，但不是为了我们而存在，这是令人不快的事情”（GW 2, 10以下）。有条件者与无条件者、规定性与无规定性，绝不可被单纯理解为不可扬弃的二律背反。只要两者作为空洞的抽象出现，就不能赋予它们绝对者的状态。必须去思考的是统一与二重性的联结，联结与分离状态的统一。皮浪派怀疑论者作为二重性、分离、相抗争者、差异与相对性的典范倡导者登场；其信条是：一切知识皆是相对的。任何形式的检验都要求设想至少存在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作为检验的怀疑原则上必须通盘参与其中，否则就会面临陷入对一种直接确知、一种单纯断言或保证的独断式“信以为真”的危险。与空洞僵化的实定性相对立的是否定性，与独断论相对立的则是作为魔鬼代言人（advocatus diaboli）的怀疑论——即扰乱或打破统一的魔鬼。歌德曾说，怀疑（Zweifel）恰好与魔鬼（Teufel）押韵，后者象征着分离、第二者以及光明之子对神圣者的“堕落背离”。凡被你们称为否定性的东西，正是墨菲斯特的要素。路德因此曾激烈疾呼：圣灵绝非怀疑论者（spiritus sanctus non est scepticus）。
与康德及怀疑论者一样，黑格尔认为二律背反式的、怀疑论式的检验是最好的操作流程，能保护理性免遭抽象思辨的陷阱与歧途，免于陷入对所谓直接确知的单纯断言。康德此前已提出将对立的论断联结起来，黑格尔采纳了这一观点，并在法兰克福通过平行研读柏拉图与塞克斯都进一步强化了它；他将柏拉图著作中隐含的怀疑论与塞克斯都明确的学说式怀疑论，以及对二律背反或均势（即作为有限反思之顶点的势均力敌的正反论证）的理解结合起来。这种通达逻辑维度的途径以及他对亚里士多德——特别是其均势论与三段论思想——的深入了解，使得黑格尔后来在耶拿能够讲授逻辑学课程，这与友人谢林截然不同。黑格尔对塞克斯都往往被低估的研读，对于他理解否定性与逻辑以及对于其观念论的整个起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耶拿时期的著作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但其迹象早在法兰克福黑格尔克服知性知识或反思知识时就已显露。他对柏拉图的关注一方面指向作为纯粹单一存在之思想家的柏拉图（《斐德罗篇》），另一方面指向辩证法的代表人物（《巴曼尼得斯篇》《智者篇》）。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对话录的论证结构在塞克斯都那里被转译为怀疑论的基本公式。[96]在黑格尔看来，一切直接确知，无论是新柏拉图主义式的、雅可比式的还是其他类型的，都必须予以放弃，因为它们建立在单纯的保证之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谁若想正确地进行认识活动，必须预先以正确的、合乎逻辑的方式提出怀疑。为了能够恰当地思考无规定性与规定性、无限与有限、统一与二重性的联结，人们必须保持不带成见与客观中立。空洞的绝对者与单纯的相对者之间、信仰与反思之间的二元对立必须被克服。同样，怀疑论既必须被理解为清除独断论的“净化剂”，也必须被理解为将自身一同清除的“净化剂”。大全一体的公式需要进一步详加阐释，一方面为了摆脱被虫蛀蚀的独断论以及那群狂热的、为虚无统一之天空辩护的新柏拉图主义倡导者，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抵御怀疑论者否定性病毒的免疫力，以驯服这些永远桀骜不驯却异常敏锐的地狱信使。正是对怀疑论冲动——这种冲动尤其存在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塞克斯都以及辛克莱和茨威林的思想中——的深层钻研，孕育了对关联性与否定性重要性的认识。它们对于法兰克福后期构想绝对观念论的初步基本思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6. 谢林与绝对观念论

自1797年、最迟至1798年起，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研读其著作的谢林，也走上了通往自身同一性构想的道路。在脱离费希特并将自然哲学主题发现为一种理论“缺口”之后，谢林对黑格尔产生了新的兴趣，尤其是因为他正着眼于一种绝对者的科学。
在新任耶拿教授谢林为其《一种自然哲学的理念》所作的导论中，他借助斯宾诺莎的一元论猛烈抨击了反思哲学的二元论。这位遭到贬斥、坟茔上曾被唱响胜利之歌的斯宾诺莎，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充分自觉中将精神与质料、观念之物与实在之物思考为一体的人。从这一思想出发，概念与现实性、思想与对象、精神之物与自然之物必须被理解为绝对同一性。谢林由此打破了费希特对自然的贬低，放弃了自己早先主张的统治自然的思想，朝着思考精神与自然的统一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世界并非虚妄幻想的游戏，人也非外物的死寂镜子。通过精神与自然体系、绝对观念之物与绝对实在之物以无差别形态呈现的同一性，一种以绝对科学形式出现的哲学得以奠定基础。作为唯一与自身等同的主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同一性开启了通往如此绝对知识立场的道路。在谢林看来，以关于绝对者的科学之形态出现的哲学就是观念论，它将实在论与相对观念论囊括于自身之下。他将第一种观念论描述为绝对观念论。作为第二种相对观念论的代表，他指出了自己曾经的偶像费希特，后者的知识学虽追求一与全，却在抽离一切实体与自然的情况下，将同一性还原为主观性。谢林将自己的自然哲学理解为主观自我哲学的补充。这一新的知识体系并非建立在静止的存在之上，而是建立在转变之上，建立在阶段式发展形式的起源之上；机械论思维模式被有机体思维模式所克服。这与黑格尔生命概念的亲和性显而易见，即对作为自身规定或自身展开的生命的理解。黑格尔在自己的自然哲学著述中从中获得了启发，这也促成了他随后在耶拿迅速通过大学授课资格考核。[97]
黑格尔并未单纯遵循这位年仅24岁便已成名的同乡的思想轨迹。在同一性思想的逻辑奠基方面，他早已远远超越了谢林。这是因为谢林未能充分考虑怀疑论与逻辑维度的挑战，没有足够重视关联性与否定性的思想。直到1800年，谢林在其《先验观念论体系》中构想的仍是一种没有内在分离、没有内部关联的同一性，甚至明确是一种绝对无差别。在这方面，黑格尔走得更远。他后来那场传奇般的抨击——将这种空洞的无差别斥为所有奶牛或猫皆为灰色的黑夜——在此已初露端倪。
7. 法兰克福总结与告别美因河

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的思维方式涵盖了一个完整的发展轨迹：从文本41中将主客体的联结、自由与自然在一个神圣者中的联结确立下来，一直延伸至1800年的《体系残篇》及其关于生命作为有限与无限之联结与分离的定理。[98]对于这种将生命理解为同一性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12卷具有决定性意义，其中神圣理性者的实现被描绘为连续不断的、圆圈式的、永恒的生命。对于为一元论观念论进行新的奠基而言，荷尔德林的大全一体理念具有推动作用，但它伴随着怀疑论式的追问：怎么可能存在某种我们有可能不相信它（GW 2, 13）、且与有限者完全分离并与之对立的东西？对黑格尔而言，一个与排他性相联系的绝对者构成了逻辑上的失误。将真理理解为超越统治与被统治之自由的思想，接近于将给定之物与建构之物融为一体的构想。谢林在实在论与建构主义的统一方面提出了类似的立场，即在鲜活精神中概念与对象、实在之物与观念之物相互渗透的意义上的“作为客体原则的建构活动性”[99]，这是一种生命的自我建构。黑格尔树立了另一个里程碑：关于鲜活者作为圆圈的动力学、过程性的定理，从一个尚未展开的统一出发，通过“教化”与成形走向圆满的统一，即整个整体、生命的自身规定。费希特关于自由与独立性的核心观念论诉求得以保留，自我性作为“万物的中心”，通过作为“自由之行动”的对立与分离的可能性而得到拓展。任何哲学活动所具有的自由面向，以及对生命具有构成性的关联性的怀疑论洞察，在此皆已被明确指明。文本52再次回归起点，但更为精细：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绝不能被设想为彼此对立的（GW 2, 9）。然而，无论是主张思想与对象、自然与自由统一为“在我们之外”的无限者的客观性或实体形而上学（后来被黑格尔定性为客观的主客体），还是主张思想与对象、自由与自然统一为“在我们之内”的无限者的主观性形而上学（后来被称为主观的主客体），都未能抵御怀疑论武器库中射出的魔鬼般武器。
除了亚里士多德与斯宾诺莎之外，费希特与谢林对黑格尔“向体系性的专注”亦有实质贡献。黑格尔将以往的思维形式发展为一种哲学体系，可能受到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中一段醒目文字的启发，其中确立了一种清晰的哲学理解，即哲学必然以体系形式出现并必须从第一理性原则出发。康德在那里还写道：客观来看，“只能有一种人类理性”，只能有“该理性基于原则构建的一套真正体系”。[100]罗森克兰茨描述了当时他仍能接触到的黑格尔《道德形而上学》评注中那种“毫不拘束的力量感”，称其如造型艺术家的手绘素描，是走向未来作品的准备工作（Ros 87）。在黑格尔1800年的《体系残篇》（遗憾的是只有碎片留存下来）中，包含了他哲学思维方式的两个核心公式，读来宛如法兰克福时期的总结：无限的生命是“无限与有限的联结与分离”，生命无限的大全则是“结合与非结合的结合”（GW 2, 342以下）。哲学科学体系的第一批基石已经奠定。然而，对于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乃至其整个早期阶段，罗森克兰茨的总结依然适用：“对于他的初步尝试——他似乎没有将其中任何一个彻底进行到底——我们只能从一些如神谕般晦涩的残存片断中形成不充分的表象。”（Ros 101）
当黑格尔试图将自己的青年理想铸入哲学体系的思想形式时，荷尔德林则越来越专注于诗歌。作为系统性科学的哲学退居次席，尽管直到1800年他仍就此与黑格尔保持着密集的交流，包括讨论他计划创作的戏剧《恩培多克勒之死》。[101]由于与雇主妻子苏塞特·贡塔尔德的悲剧性恋情，荷尔德林不得不于1798年9月底离开雇主家，迁往霍姆堡并陷入人生危机。在黑格尔狭小的房间里，荷尔德林向这位朋友朗读了《许佩里翁》的选段。
当他读完时，黑格尔不敢立刻打破沉寂。随后他说道，在每个词之间都留有停顿：这 – 不 – 是 – 你 – 弗里茨。我已经变成了这样，是你们把我变成了这样。谁？世人与时代，黑格尔。
回头吧，弗里茨，你会因此毁灭，你会因此窒息的。
彼得·黑特林
尽管荷尔德林后来遭遇了悲剧性的命运，黑格尔对这位挚友与同行者终生怀有崇敬之情。[102]黑格尔与荷尔德林的密友辛克莱保持着密切联系；1800年，辛克莱还为黑格尔的手稿《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编订了一篇新序言。
1799年1月14日，黑格尔的父亲在斯图加特去世。这位年轻的法兰克福家庭教师回到故乡，并于3月处理了遗产事宜。依据遗嘱安排，他继承了3150盾，这为他开启大学执教生涯提供了条件。对此最为适宜的地点便是当时哲学的麦加圣地耶拿，这位法兰克福家庭教师即将投身于其“文坛狂澜”之中。在萨勒河畔的雅典，在这座图林根的思想熔炉里，黑格尔开启了其观念体系革命的决定性阶段；为此所需的热火早在法兰克福岁月就已点燃。他与早已成名的谢林平分秋色地相会，在许多方面甚至已超越了他的这位朋友。尽管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与费希特和谢林不同，黑格尔在公开进行的哲学论争中仅扮演边缘角色，但他完全可被视作这十年在哲学上极具动荡与创造性的时期里最敏锐的同行者。他是旁观者中的“鹪鹩之王”。在“孤独的战役”与法兰克福的论辩中，他早已征服了自己的世界。[103]进入19世纪之初，他立刻作为主角登上了哲学舞台。
V.
黑格尔通往知识的耶拿发现之旅 
——绝对观念论 
根本思想的诞生 
（1801—1807）

耶拿在哲学王国里似乎确实扮演着各国的首都通常在时尚王国里扮演的角色。在省份里，人们总是在一种新时尚刚刚在首都已被最新时尚取代之时才开始穿戴它；而当一种新哲学在德国其余地方步入其最美好的繁花盛开期时，恰恰有一门最新的哲学在耶拿迎来了它的初春。
卡尔·弗里德里希·福尔贝格

在图林根的耶拿，黑格尔为他的哲学大厦奠定了奠基石，为他自由的绝对观念论奠定了根基。在他思维路径这一最扣人心弦且在理智上最具决定性的阶段中，诞生了具有开创性与持久影响的独一无二的根本思想——在耶拿，黑格尔成为了黑格尔。
1. 在哲学之都

1801年1月中旬，这位30岁的施瓦本人抵达了图林根的耶拿。[1] 据黑格尔本人所述，萨勒河畔这座城市及其大学的盛名，让他对于自己学术生涯的起步之地别无选择。他毅然决然要投身于当时世界哲学之都的“文墨骚动”（Br I, 59）之中。这位初来乍到者肯定已经听闻了对这座大学小城及其哲学天才时代的无数赞歌。“古怪之巢”（卡罗琳娜·施莱格尔语）被视作吸引当代首屈一指的思想家的磁石，先验哲学被视作“耶拿世界的灿烂太阳”（亨利·克拉布·罗宾逊语）。凭借费希特的知识学，耶拿母校[2]于1794年跃升为一种至今仍塑造着思维活动的世界哲学——作为现代自由思维方式的德国观念论的诞生地。费希特为哲学史上“自柏拉图时代以来”（罗宾逊语）最具创造力的时期之一提供了最初的发动火花。人们将这几年与古雅典哲学的鼎盛时期相提并论，称之为“萨勒河畔的雅典”。在这座古代大都会中，苏格拉底、伯里克利、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构成了巨擘；而在耶拿，思想的长弧则从莱因霍尔德和席勒延伸至费希特、以施莱格尔兄弟和诺瓦利斯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直至谢林和黑格尔。在1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耶拿的理智氛围以其在文学、哲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中无可匹敌的多样性与活力而格外夺目。[3] 尽管在魏玛每一块石头都是古典的（让·保罗语），在耶拿却洋溢着一种融合了古典、浪漫与观念论潮流的气韵。在此形成了一种在近代独一无二的哲学思想与构想的星丛群落。耶拿与魏玛共同代表了“我们新德意志的麦加与麦地那”。[4]
[image: ]1758年耶拿城市地图，带有位于城墙内右下方的“在旧击剑楼”房屋

这座“位于秀丽山谷中”的小城，在“一个一切方向上的旧权威皆在动摇的骚动时代”（斯特芬斯语）里，是“德国精神追求的真正所在地”。在费希特于1794年构想出“第一个自由体系”之后，随着黑格尔从1801年开始在耶拿的活动以及他与谢林的协作，耶拿哲学进入了第二大阶段。黑格尔随后将于1807年以《精神现象学》树立起这一璀璨时刻的巅峰杰作与落幕之作，这也是耶拿有史以来所撰写的最重要的著作。彼时尚无任何人预料到，随着这位默默无闻的30岁青年的登场，一位将崛起为现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已步入学术舞台，并在此阐发出决定性的定理。
1. 宛如极乐鸟的黑格尔——花园寓所

耶拿展现出其自然风光之美，新落的积雪在环绕四周的石灰石山峦上以及克利普施泰因（迪策尔）花园的林木上闪烁着微光。这座以原大学园艺师约翰·迪特里希·克利普施泰因及其女婿迪策尔命名的花园，坐落在茨魏费尔巴赫郊区居民点附近（由于莱特拉河有两条溪流，人们曾将这一带称为“双重小溪”[Zwiefaltbach]），并且紧邻“天堂”（Paradies）——萨勒河河滩草地上一座美轮美奂的公园绿地。河流两岸环绕的椴树林荫道是广受欢迎的散步小径。在“金冠”（Zur Goldenen Krone）客栈下方的花园小屋里，谢林大概为黑格尔预定了一个房间。在内卡河、阿勒河、比尔湖和美因河沐浴之后，黑格尔现在可以在萨勒河中畅游；“萨勒河明媚之滨”的“天堂”是一处受人珍视的沐浴之地。而在“天堂”公园中散步时，黑格尔能够遇见歌德、神学家保卢斯或施莱格尔兄弟、法学家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蒂博、出版商兼图书零售商卡尔·弗里德里希·恩斯特·弗罗曼，或是好友尼特哈默与谢林。“天堂”与“双重小溪”（怀疑之溪）——两者皆可视为前兆预兆：黑格尔发展出一种开辟时代的哲学，却在政治与学术的倾轧齿轮中被碾磨得筋疲力竭。他以《精神现象学》撰写出一部现代哲学的关键之作，却不得不作为一个贫困潦倒的编外讲师离开耶拿大学。费希特曾被驱逐，谢林因恶毒诽谤和流言蜚语被迫离开耶拿，而人们并未给黑格尔找到教职职位——这对于耶拿母校以及代表萨克森-魏玛公国的歌德部长而言，绝非光彩的一页。一些心胸狭隘的教授以及新哲学的仇敌，例如如今已被遗忘的两位哲学正教授乌尔里希与亨宁斯，对此推波助澜。与谢林的友谊同盟也将逐渐破裂。耶拿时期对黑格尔而言将被证明是一场通往充满矛盾的“天堂”的双重矛盾的发现之旅。
[image: ]克利普施泰因花园小屋——黑格尔在耶拿的第一处寓所，歌德画作

从1801年1月至至少7月、至多10月，黑格尔寄居在这座花园小屋中；谢林在7月4日给出的通信地址为：“克利普施泰因花园中的黑格尔博士”（HBZ 39）。诗人兼翻译家约翰·迪特里希·格里斯也居住在那里。[5] 与房舍花园相邻的是大学园艺师克利普施泰因开辟的树木园，该园因其汇集国内外树木而远近闻名，名扬耶拿疆界之外。[6] 历史画家兼歌德肖像画师路易丝·塞德勒在谈及紧靠“天堂”的、风景“秀丽”的花园小屋时写道，那是“萨勒河畔一处美丽的、矗立着古老树木的场所”。[7] 很久以来似乎还保留着一张板岩桌，卡尔·路德维希·冯·克内贝尔与歌德曾经常坐在一起喝上一杯勃艮第葡萄酒。这座花园小屋由“五间起居室和同样数目的卧室、一个宽敞的阁楼、一座染料坊、[…]一台轧布机及其配件、一座大型树木与草地花园以及相连的土地”组成。从小屋向外展开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全景——“环绕着我的波浪总是奔涌不息的辽阔湖面上，”克内贝尔后来写道，“闪闪发光的波涛在迷人的美景中翩翩起舞”，并且“蔚蓝的河流穿过依然青翠的原野蜿蜒流淌”。[8] 正是在这座天堂般的花园小屋中，在“哲学花园”（Jardin philosophique）克利普施泰因洋槐树的树荫下，黑格尔在1801年的最初几个月里撰写了他的第一部独立专著《差异论文》。

2. “在旧击剑楼”——黑格尔的第二处寓所

如果漫步在今天的耶拿，人们很快就会在许多房屋上方嵌在门上的方形小石板上有所发现；它们将我们带回到这座城市的某段时光，当时它是德国艺术与科学最活跃的工坊，因为我们在那些朴素的纪念石碑上读到了伟大精神的名字，他们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在此以炽热的竞赛精神致力于想象力与思想的最深层造物。就在这座花园里，席勒创作了《华伦斯坦》；就在这家“太阳”客栈里，歌德曾有他的落脚住所，[…]在那些房屋中居住过[…]威廉·冯·洪堡、莱因霍尔德、费希特[…]。正是在一座转角楼房二楼的那间宽敞大屋里，黑格尔写下了《精神现象学》。
卡尔·罗森克兰茨

最迟在1801年秋，黑格尔搬进了一处新居所：“在旧击剑楼”（扉页前方附图）。自17世纪以来，这座房屋就作为克罗伊茨勒家族——大学著名击剑名师家族世家——的府邸而闻名，后来被称为比格莱因大楼。[9] 该寓所位于城壕东南角的城墙塔楼旁，位于“击剑楼畔”广场。费希特曾住在咫尺之遥的地方；他曾将自己的住址写为“在旧击剑楼之旁”。[10]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多萝西娅·法伊特自1800年9月底直至1801年深秋大概就住在那里：“在旧击剑楼旁比格莱因陆军上尉遗孀家中”，并描述道“视野开阔，远眺群山；活跃的城壕总是人头攒动；屋内本身则安静详和”。[11] 在不到100米的半径之内，汇聚了德国观念论的诞生地、费希特撰写其知识学的房屋，以及《精神现象学》的诞生地。在短短十余年间，人们赞颂着“德国哲学的蜜月期，浪漫派的邪恶仙女曾在此间高声歌唱”（尼采语）。有几个星期，黑格尔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很可能曾作为同楼邻居相遇。两人的谈话很难说是“天堂般的”，况且黑格尔作为谢林的密友，几乎无法置身于谢林与施莱格尔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外。浪漫主义先验诗人施莱格尔与观念论者黑格尔这两位谙熟技艺的哲学击剑大师针锋相对，他们日后将展开一场终生的论战。无论如何，这是“在旧击剑楼”一段此前未受瞩目的、引人注目的邻里际遇。[12]
施莱格尔布道反对黑格尔，
为了魔鬼他把九柱戏打。
黑格尔嘲弄施莱格尔，
说他胡扯全无法则。
施莱格尔扬起神秘之帆；
黑格尔操起逻辑之连枷。
来吧，全家老小德国人，
从萨尔河直到普列戈利亚河！
看哪，施莱格尔怎样战黑格尔！
看哪，黑格尔怎样战施莱格尔！
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黑格尔》（1827）[13]

正是在这个竞技场上，黑格尔将阐发他的思维活动，并与他的论敌们交锋决战，时而用精致的细剑，时而用锋利的马刀。正是在这里，写下了他为谢林与黑格尔主编的《哲学批判杂志》所作的引人注目的论文、《耶拿体系草稿》以及《精神现象学》。起初，在耶拿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未曾察觉的情况下，一种世界哲学诞生了，这便是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

3. “一个充满好心情的随和年轻人”——黑格尔与其耶拿友人圈

黑格尔的同室居者格里斯在18世纪90年代属于亲近费希特的自由人同盟。他既与早期浪漫派往来，也与歌德和维兰德交游，后两位对他翻译的托尔夸托·塔索和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的作品给予高度敬重。席勒对格里斯的文学鉴赏力极为赞赏，甚至将自己的《华伦斯坦》手稿交给他审阅。黑格尔的邻居在出版商弗罗曼[14]家中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和多萝西娅·法伊特共庆世纪之交，随后在魏玛与歌德、席勒和谢林共度元旦新年。黑格尔后来将这位友人形容为“耶拿昔日的纪念符号”（Br I, 236）。两人曾结伴前往图林根森林的施瓦茨堡旅行，[15] 该地坐落在流淌着金砂的施瓦察小河畔。黑格尔后来回忆起这个“浪漫主义与感伤情调的幽胜之地”时写道：“这座图林根森林山脉拥有绝美的景致！”（Br III, 119）黑格尔经常坐在格里斯房间的茶桌旁，眺望着“天堂”公园；格里斯酷爱演奏音乐，人们谈论莫扎特的《费加罗》、谈论阿里奥斯托与但丁、谈论意大利。黑格尔提高了自己的意大利语水平，并可能在格里斯的启发下，在他第一堂讲授课的开场白中引用了出自但丁的名句：«Lasciate ogni speranza, voi ch’entrate!»——“入此门者，莫存任何指望！”[16]
[image: ]1790年左右的耶拿“天堂”公园

1801年冬天，人们可以在结冰的萨勒河上滑冰。黑格尔可能曾与一位令歌德为之倾倒的耶拿社交界名媛一同乘坐雪橇出游。[17] 这里有两位可能的人选：西尔维·冯·齐格萨尔，她是哥达枢密顾问冯·齐格萨尔的女儿，后者常住在耶拿附近的德拉克恩多夫庄园。[18] 西尔维与格里斯交好，并于1802年结识了歌德。但更有可能的是弗罗曼家族年纪尚幼的养女威廉明娜（明兴）·赫茨利布，黑格尔后来曾向她致以问候，称其为“明兴小姐”或“善良的明兴”。[19] 无论如何，黑格尔在歌德之前就已结识了这两位迷人的年轻女士，并且曾与其中一位结伴去滑雪橇。1804/05年，在克内贝尔家中，黑格尔、托马斯·约翰·塞贝克、格里斯、尼特哈默和蒂博每两周举行一次晚间聚会。克内贝尔极其器重黑格尔，称其为“敏锐深刻的思想家”，并多次向他表达持久愉快的怀念（Br I, 202）——这位哲学家给这位耶拿卢克莱修译者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人们聚在一起举行家庭音乐会、喝咖啡和打牌。[20] 黑格尔无疑也赞同他的施瓦本同乡克内贝尔的共和主义立场，例如赞同其认为健康的共和国优于所有其他政体状态、法国大革命应当被视为人类之革命的见解。[21]
黑格尔在耶拿的亲密友人圈主要包括谢林与尼特哈默，此外还有出版商兼图书零售商卡尔·弗里德里希·恩斯特·弗罗曼，黑格尔与其家庭建立了格外密切的联系，[22] 以及他后来的法律顾问、法学家兼大学法律顾问路德维希·克里斯托夫·斐迪南·阿斯韦鲁斯，后者的儿子古斯塔夫还将在黑格尔生平中扮演一段精彩角色[23]；此外还有神学家保卢斯、自然科学家塞贝克与弗朗茨·约瑟夫·舍尔弗。这位新来者起初被视为谢林的朋友。在所有这些社交聚会中，黑格尔都是一位极受欢迎的宾客，尤其是在弗罗曼、克内贝尔、塞贝克和阿斯韦鲁斯各家的晚间聚会上（Br I, 89）。在塞贝克家中，歌德、席勒、约翰·海因里希·福斯、格里斯、里特尔、克内贝尔、女画家路易丝·塞德勒以及谢林和黑格尔常常相聚。[24] 在弗罗曼家中，黑格尔成为了通家之好，是该家庭“茶桌”旁极受欢迎的座上宾，并且也在那里朗读作品。黑格尔早在图宾根时代就相识的尼特哈默，在耶拿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这段友谊维系了终生。谢林的情人卡罗琳娜曾记述了阿斯韦鲁斯家庭的一次“才智荟萃的小聚会”，与会者包括尼特哈默、戈特利布·胡费兰德和浪漫派文人约翰·伯恩哈德·费尔梅伦。[25] 据说黑格尔表现得极其活跃、意气风发，并且为女士们扮演了骑士绅士角色（HBZ 51）。自1801年秋起，他也与歌德建立了初步良好的往来；人们在魏玛剧院以及弗罗曼家中会面——“歌德与里默，然后自然有黑格尔”。[26]
黑格尔一个引人注目的性格特征是他与朋友的孩子们坦诚随和的交往。在弗罗曼家中，黑格尔经常与男主人玩源自西班牙的奥姆布尔（L’Hombre）纸牌游戏。[27] 弗罗曼夫人约翰娜记述道：“他对孩子们极其亲切。”[28] 儿子弗里德里希·约翰内斯在家庭与朋友圈中被称为弗里茨，后来戏称自己是这位哲学家的第一个学生，哲学家把他抱在膝头上考问拉丁语变格。[29] 1814年，黑格尔向中学生弗里茨致以问候，同样问候了女儿阿尔维娜·弗罗曼与养女明兴·赫茨利布（Br II, 36）。通过弗罗曼家庭，他还结识了罗伯特与威廉·韦塞尔赫夫特，他们是印刷商约翰·卡尔·韦塞尔赫夫特——弗罗曼内弟的两个儿子。[30] 黑格尔与格里斯以及浪漫派物理学家约翰·威廉·里特尔[31]共同担任塞贝克之子阿道夫的洗礼教父，反过来，塞贝克与尼特哈默则担任了黑格尔之子伊曼纽尔的教父。塞贝克的女儿西多妮在谈到哲学家谢林与黑格尔时记述道，他们“在圣诞节把我们的洋娃娃藏了起来”。[32] 黑格尔与塞贝克之子莫里茨建立了特殊关系，莫里茨后来成为了耶拿大学功勋卓著的校监。莫里茨·塞贝克与其兄长奥古斯特一同在纽伦堡就读于黑格尔任教的中学。在纽伦堡的中学时代以及随后在柏林跟随这位哲学家的大学求学生涯，持久地塑造了塞贝克的世界观；他成为了黑格尔哲学的热烈追随者。[33]
在魏玛宫廷剧院，黑格尔观看了莱辛的《智者纳坦》、席勒的《华伦斯坦》、[34] 《威廉·退尔》的演出，很可能还观看了《墨西拿的新娘》的首演。他参观了1803年魏玛艺术展览，与歌德和谢林一同前往劳赫施泰特郊游，[35] 与尼特哈默在“黄天使”酒馆共饮克斯特里茨黑啤酒，或在大学客栈“玫瑰”饮用英国啤酒。在提供来自马提尼克岛和黎凡特咖啡的哈通咖啡馆里，黑格尔与让·保罗可以下一盘棋并品尝图林根蛋糕；这位诗人将王者的游戏（国际象棋）、咖啡与哲学视为他生命的三大长生不老灵药。坐落在耶拿秀丽周边环境中的各个村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例如在著名的郊游餐馆齐根海因，黑格尔用野味烤肉、图林根土豆丸子和白啤酒犒劳自己——并且用一种对抗那些虽然理智上苍白无力但在体制上权势赫赫的论敌的有效武器：该地出售的由坚硬山樱桃木制成的著名齐根海因漫步与击剑手杖。在库尼茨小村，可以品尝传奇的库尼茨鸡蛋饼；在温策拉的特里斯尼茨，可以享用美酒。埃尔福特的拉曼兄弟葡萄酒行负责保障黑格尔家中的葡萄酒储备，该行也为歌德、谢林、施莱格尔兄弟和塞贝克供酒。这位哲学家订购了数量可观的昂贵法国红葡萄酒（邦塔克、梅多克）与白葡萄酒，[36] 但也有来自奥芬（即今日布达佩斯周边地区）的优质葡萄酒以及绝妙的埃尔劳公牛血葡萄酒。
黑格尔与该大学的外国来宾保持着极好的交往：瑞士人、挪威人、匈牙利人、希腊人、法国流亡者、英国人、利沃尼亚学生等等。[37]——耶拿“宛如一个小小的世界”。参加谢林与黑格尔共同主持的讨论课的瑞士人伊格纳茨·保罗·维塔尔·特罗克斯勒以热切的心情谈到耶拿的大学生活：归根到底，那里“只有一个院系，其共同基础就是哲学”（HBZ 42）。编外讲师黑格尔与挪威学者亨里克·斯特芬斯[38]和雅各布·尼古拉·默勒以及匈牙利人卡尔·格奥尔格·鲁米与路德维希·谢迪乌斯聚会。[39] 他们的同胞亚诺什·季亚诺夫斯基报道说，在耶拿，先验观念论者享有崇高声望，尤其是谢林与黑格尔。谈论“绝对者以及有限与无限在有限之中的合一化”，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时尚。[40] 英国人克拉布·罗宾逊为黑格尔带来了一封由黑格尔法兰克福友人雅各布·弗里德里希·莱昂哈迪与容格撰写的推荐信。[41] 或许黑格尔还曾与罗宾逊一同前往布兰肯海因参加大众节日——这位英国人在那里“极其开怀地享用了李子土豆丸子”。黑格尔最早的耶拿学生之一是彼得·加布里埃尔·范·赫特，他与黑格尔建立了终生深厚友谊，并将这位德国朋友的哲学传播到他的祖国荷兰。[42] 与丹麦诗人亚当·厄伦施莱格的关系也十分亲厚。1806年5月，黑格尔与他一同在弗罗曼家中倾听歌德的朗诵。[43] 这位丹麦来宾记述了黑格尔典型的性格特征：看到这位严肃的哲学家处于开怀大笑的状态令他感到欣喜；黑格尔“风趣幽默而心地善良”。厄伦施莱格赞叹黑格尔的深刻，并感到自己的意见与思维活动受到了他的敬重，尽管他并非理论家。1806年，厄伦施莱格与黑格尔及其友人克内贝尔、塞贝克和舍尔弗一同漫步前往耶拿的延齐格山。在归途上，他们借用草茎在一处小溪边止渴：“英雄、哲学家与诗人就是这样通过生命的小吸管吸取清凉慰藉，并且不会忘记他们如兄弟般同甘共苦的时刻”（HBZ 72）。

2. 思想体系中的革命——耶拿第一阶段

请您想象一下，正如英国人所言——请您切身体认（realisieren）一下，耶拿大学在1790年至1825年间意味着什么。我的朋友，您听到了吗？耶拿！耶拿！我每逢听到这个名字，无不涌起一阵肃然起敬的战栗。这一时期的耶拿意味着最崇高精神激发的无与伦比的丰富源泉。
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

黑格尔在耶拿的起步并非处于领先位置，而是处于学术阵营的极后方。在哲学上他当时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既无出版物又无名望的施瓦本家庭教师。充其量他起初被看作谢林的朋友；莱因霍尔德甚至称他为谢林的侍从。然而面对这位年轻朋友，黑格尔“从未有过真正的门徒之感”。[44] 他将那种声称谢林从家乡为自己招来“一名身强力壮的先锋击剑手到耶拿”（GW 4, 190）的说辞斥为谎言，并随即卷入了并不总是用精致花剑进行的路线争斗之中；那些不可谓不危险的指责包括蒙昧主义、无神论、雅各宾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因此，外界对他的接受充满了矛盾。对他作品解释的巴比伦式众声喧哗将伴随他终生，并塑造了他的哲学的接受史与影响史。
他首先必须适应耶拿舞台光溜如镜的地板。大学那份“浸透了哲学的授课总目”呈现出一幅“涵盖了最多样化立场的样卡，从独断的沃尔夫学派一直到自然哲学的浪漫主义即兴发挥”（Ros 147）。沃尔夫派通俗哲学家乌尔里希与亨宁斯这两位在体制上权势显赫的哲学正教授，在1800年前后被视为前康德时代的恐龙，多年来未再对哲学争论作出任何贡献。乌尔里希着眼于莱因霍尔德，公开宣称他对所有康德主义者的敌意。由此在正教授与新来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紧张关系。[45] 著名法学教授兼黑格尔密友蒂博——他曾听过康德与莱因霍尔德的课——直言不讳地痛斥“在所有学术事务中的迟缓与畏缩”，痛斥“大多数教授那种平庸且纯粹利己的精神”，指出他们缺乏“真正的科学热忱”。[46] 黑格尔在他1801/02年冬季的第一个授课学期中，随即与同时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两位正教授展开竞争。[47] 最受欢迎的是谢林的讲授课（哲学体系、自然哲学、美学），尼特哈默讲授基于费希特伦常学说的道德哲学，约翰·弗里德里希·恩斯特·基尔斯滕讲授舒尔策式的“较新”怀疑论。此外还有先验哲学家约翰·巴普蒂斯特·夏德以及威廉·戈特利布·特内曼、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泽与弗里斯开设的课程。大约自1801年1月起，黑格尔就作为听众旁听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先验哲学的讲授课。[48] 这种创新氛围中的纽带是对先验哲学与新同一性哲学的争论。1800年之后的关键焦点是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黑格尔毅然涉足这场理智地震的震中，捅了马蜂窝。为了介入这场争论，他做足了最充分的准备，1801年他那轰动一时的处女作《差异论文》——《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以及大学授课资格考核的论点和《论行星轨道》便证明了这一点。黑格尔在“思想体系中的革命”中探索新路径，明确了核心要点并标定了问题领域。他自身思维大厦的基石开始显露。
1. “一位极其杰出之人的著作”——《差异论文》

黑格尔是拿破仑称之为底座方正坚实（carrés par la base）的那类人。正如阿里斯托芬在公开展示其崇高艺术之前先在静默中长期操练一样，黑格尔也隐藏了“青年时代那些尚未成熟的研习”。这场“自我克制的[…]宏大戏剧”[49]已经来到了这样的时刻：“发源于孤绝高处、艰辛穿过绝壁与岩石开辟道路的河流，汇入了奔向大洋的壮阔洪流”。[50] 凭借在哲学舞台上的绚烂首秀，黑格尔迅如闪电般蜕变为一名主角。[51] 该著作是在耶拿集市广场克劳泽大楼（今市集19号）的希罗尼穆斯·威廉·克里斯蒂安·塞德勒学术书店付印的。[52] 1801年10月3日，谢林向费希特报告说，“近日将有一位极其杰出之人的一本书出版”。在宣告其友人的第一部哲学出版物之后，谢林紧接着道歉称，他“并未参与这篇论文，也无法加以阻止”。[53] 在随着黑格尔加入而形成的德国观念论三巨星之中，展现出了本质性的差异。黑格尔采取了一种精妙的文学策略，表面上看似在为谢林的同一性哲学观点辩护——人们称《差异论文》“比谢林本人还要谢林”（海姆语）——并在费希特与谢林仍看到彼此共同点的时代，标定了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同时他也隐晦地指出了谢林思维中的缺陷：“绝对者起初仅被规定为主观与客观的差异点”（Ros 149 f.）。将绝对者斥为（所有奶牛皆黑的）纯粹黑夜的批判在此已初现端倪。黑格尔与他的两位同行平起平坐，承接了谢林的同一性思想并超越了其进路。他在“关键时刻帮助了可以说是处于盲区的谢林，探讨了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的意蕴”。[54]
[image: ]集市广场上的克劳泽大楼：窄边左起第二栋房屋（约1800年）

谢林仍然看到自己与费希特体系之间有着极大的吻合一致，尽管他早在1800年11月就已阐明了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之间的对立——纯粹知识学“还不是哲学本身”。[55] 这一书信表述的改写版出现在《差异论文》中：自由自身活动性的绝对行动是哲学知识的条件，但还不是哲学本身。费希特对谢林的严厉反驳——恰在黑格尔于1801年1月抵埠之际由费希特转达给耶拿哲学讲师夏德——表明了黑格尔所面临的理论挑战之艰巨：费希特称，谢林的同一性思想是一种“新的斯宾诺莎主义，如同斯宾诺莎和一切独断论一样，将绝对者置于数量形式之下”——举起了斯宾诺莎主义与独断论判词的大棒。[56] 黑格尔对费希特与谢林之间分野线索的勾勒，切中了当时哲学星丛格局的核心骨髓。他所追求的是将先验哲学“扬弃”——保存、克服与提升——为一种同一性哲学的或绝对观念论。《差异论文》着眼于康德及后康德哲学各自对思想体系中革命的贡献，对其作出了精审的评估。它追问无差别概念中的差异、同一性之中的非同一性，并指向一种新的一元论。
[image: ]《差异论文》扉页——黑格尔的第一部哲学出版物

前费希特门徒夏德撰写了一篇深刻但至今鲜受瞩目的评论。[57] 他赞赏书中“极富敏锐洞察力和最具原创性的思想”。他将这部大师般的论著列为“极其罕见的哲学产物，促进了真正的科学精神”。鉴于盛行的时代精神，这部著作具有“极端重要性”。[58]

2. 新的一元论

根据夏德所述，黑格尔以原创的方式规定了“一个绝对总体的理念”：作为绝对活动性的大全一体。绝对同一性体系被视为绝对者的同一门科学，它呈现在两种形式之中，即自然的形式与精神的形式。在绝对者之中表达了“自然与自我性的共同转折点，同时也是两者的平衡点”。自然与自由彼此并非“排他性的”，活动性与存在必须设定为绝对同一的。它们绝不能被思考为排他的、绝不能被思考为排斥（分离），而必须被思考为联合结集（包容）。根据夏德，绝对者“不能仅仅被设立公设”；必须展示出，看似对立显现之物如何自在地为一，以及反过来，“自在地为一之物，如何必然对立地显现”。黑格尔关于有限者与绝对者之间双重关系的思考在此涌现：有限的、规定了的东西在绝对者中作为理念，同时作为独立的规定物，拥有“双重生命”。[59] 绝对者同样处于与有限者的双重关联之中：构建与消灭在一体中，设定与否定在一体中。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在耶拿岁月里阐发了一种新的一元论概念形式与体系形式。[60]
其目标在于扬弃有限与无限之间、规定者与无规定者之间的对立，在于无规定性与规定性的“真正综合”，决非仅仅停留在相互规定之中，而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与自由的统一之中。从纯粹无限性向有限性的过渡、从纯粹无规定性向规定性的过渡，在逻辑上是无法严格推导思考的。无论是从无限向有限的（新柏拉图主义式）走出，抑或有限向无限的（经验主义式）迈入，皆被排除在外。这两个环节是同时被设定的，唯有在这种联结中它们才具有其合法理据。只要反思要求一种无限性，它就“设定了无开端的过去、无止境的未来——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两种无限性”。[61] 在纯粹同一性命题中，在纯粹无规定性中——这是已在《差异论文》中表述的核心思想——一切规定性、任何不一致（差异、二重性、多样性）皆被抽象掉，然而恰恰这种对规定性的撇开，本身在逻辑上必然包含了不一致与差异。假定的纯粹无规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最初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规定性。这一思想对黑格尔后续的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
理性代表了无规定性与规定性、观念性与实在性的统一。将客观性绝对化、将世界假定为独立于主观性的客观现成之物的实在论，正如将纯粹主观性绝对化、主张理智建构宇宙的主观观念论一样，各自将片面的原则提升为绝对者，因而在根本上契合了独断论。在独断的实在论（客观主义）中，主观之物只能作为偶性出现，自由因而无法得到充分思考——这是对自由的理论“虐待”。在独断的主观观念论建构论（主观主义）中，客观性、自然沦落为单纯的偶性——这是对自然的理论贬低。理性作为一种观念之物、一种知识，既不能仅仅是自我没有客观意蕴的主观建构产物，也不能是对假定的直接被给予之物的被动接纳。在后一种观点中，绝对者被看作已为自身“炮制”好成为了某种真理；主体只需张开嘴巴，果实就会自我咀嚼好掉入口中。无论是无法摆脱虚空恐惧（horror vacui）的空洞统一学说，还是不得不拖带统一思想的二重性（非同一性）学说，都在各自的片面性中导向了“糟糕的哲学乌托邦”。黑格尔追求的是一种能动鲜活的理性及其自由动态的自身规定。这一从此刻起主导其哲学思考的雄心，在耶拿时期的开端尚未得到充分表述。
夏德指出，理性变得知性化，知性变得合理化。对知性与理性这两种思维范式的区分，以及知性在理性中扬弃的定理，塑造了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知性认识与被称为思辨的理性认识被严格区分开来。扬弃包含了作为克服知性片面性的否定（negare）、作为保存与整合差异或非同一性的保存（conservare），以及作为从更高立场出发、着眼于知性所无法洞见且对知性而言必然显得自相矛盾之物而展开的思考性、概念性检验与考察的提升（elevare）。[62] 知性的基本模式构成了非同一性、对分裂或二重性的固执，即二元论的逻辑。知性哲学或反思哲学独断地将对立的一方提升为绝对者：要么是有限的、规定的、受限制之物，要么是无限的、无条件之物，但后者却与有限者相对立，因而自身呈现为一种有限之物。知性时而略过统一与无差别，时而略过二重性与差异。主体与客体、理智与感性、无规定性与规定性、客观现成性与自由的二元对立，“未获联结地并列在一起”（GW 4, 17）。在知性的王国中，无法在两岸之间架起牢固、逻辑严密的桥梁。作为最高的形式成果，知性只能达到对命题与反命题的固执确立，即二律背反。
理性联结了知性的诸种对立，它同时设定两者，并将两者作为片面之物加以克服。通过将分裂设定入绝对者之中——绝对者被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完满统一——实现了对二元论、对纯粹非同一性的扬弃。知性转变为理性不可或缺的、内在固有的环节。黑格尔有时仍将这种绝对者描绘为“生命”，然而在亚里士多德思维理念的意义上，它已经代表了最高的鲜活性。费希特以“对自身的纯粹思维”大胆说出了理性规定的真正原则，从而将哲学提升到了自由的高度和绝对者的立场。思维活动被视为自由的自身活动，绝对者被视为理性的自身规定。承袭费希特与谢林，黑格尔在反思与直观相联结的意义上，仍将理智直观这一术语用于理性认识。然而，这种概念用法与将思辨表征为理性认识的既定界定不再融贯，显得模糊不清。在1801年，对于所期许的那种另一种、更高的、完满的同一性的理论妥当界定仍付阙如，但已经隐约显现出，理智直观这一表述在黑格尔未来的思想中将不再扮演角色。

3. 反对“设立公设的病态手法”——作为科学的哲学

根据夏德所述，黑格尔在《差异论文》中反驳了那种试图通过信仰、良知、道德来为哲学提供理据的荒唐空谈。在题为《当代哲思中所出现的各种形式》这一节中，黑格尔以针对海因泽的辛辣讽刺指出了既清醒又自信的诊断：哲学的福岛之上唯有触礁船只的残骸与不堪航行的破舟。黑格尔重申了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要求，提出了证明的诉求，并在其中诉诸亚里士多德与费希特。[63] 必须具备经过严密检验确立的知识，具备逻辑必然性中的思维规定的派生或演绎。关于体系形式，黑格尔坚持费希特的知识学——其中表达了“纯粹且严格形式下的真正观念论”（GW 4, 5）——坚持范畴的逻辑演绎。这是针对零碎或狂想式的哲思、针对哲学的诗化或审美化，特别是针对早期浪漫派先验诗的形式，反对宣布艺术为最高工具论。[64] 在这种对严格科学性的推崇抉择中，暗含了与荷尔德林表达方式的分道扬镳。哲学唯有作为概念把握的劳作（亚里士多德）、唯有“通过正当的概念”与“严密的证明”（康德）方能履行其使命，并且必须完全在费希特的意义上，作为概念的逻辑自洽体系而挺立。[65]
《差异论文》中的一些思想脉络可以被理解为对尼特哈默所撰论文《论常人知性对哲学的要求》[66]的回应。这篇作为著名的尼特哈默-费希特《杂志》1795年创刊开篇之作的论文包含两个核心焦点，它们几乎一字不差地作为《差异论文》中相继两个章节的标题重现：《常人知性》与《出自最高原则的哲学》。《理性的公设》一节既涉及尼特哈默，也涉及莱因霍尔德出自第一原则的哲思。黑格尔借此介入了在费希特、雅可比与谢林之间关于哲学开端的理论焦灼争论。对哲学开端的构想要求科学的澄清，而非像雅可比那样逃避退缩到概念知识之外的其他权威。早在1794年，尼特哈默就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一切知识的最高且唯一的原则乃是可以摒弃的”。一个命题“不论它是何种命题”，“都很难为整座建筑提供这样的基石”，尽管寻找整个拱顶的拱顶石或整座大厦的奠基石的努力确实非常重要。[67] 尼特哈默指出，在旧范式即反思的“游戏”之内，人们无法摆脱怀疑论者，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唯有在“反思彼岸”方能实现的知识的合法理据，黑格尔汲取了这一论断。症结在于克服反思的方式与方法。无论是固执于反思知性，抑或执着于直接的第一原则，都背离了科学理据确立的戒律。在第一种情况下会导致怀疑论关于无限奠基倒退的反驳，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会导致出自单纯不可证明之假说的反驳。这两种思维模式皆误入歧途：莱因霍尔德困守于反思困境与形式化奠基之中，雅可比则否认了对真相的概念性知识的可能性。[68]
核心问题在于哲思的奠基石，对它的规定是通过一系列广泛的无根据前提预设进行的。独断信条大多披着公设的外衣出现，在公设中证明的要求被取消了，而作为最终权威被兜售的则是假定、启示和空洞的保证；公设表现为“由命令派生出的命题，因而不能作为知识的基石”（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语）。[69] 货架上陈列的还有实践理性的信仰信条或“理性不可解释的纯粹道德利益”、雅可比式跃入信仰的致命一跳、意识的最高事实或“天生的”意识事实。被预设的是某种先于一切反思之物、某种独立于精神任何行动的现成存在、非任意性与直接性、被给予性与不可变性——这是所予神话的种种变体。信仰的直接确知——曾被如此频繁地谈论为“意识的最终与至高之物”——“无非是同一性本身，是理性，然而它并不认识自身，而是伴随着对立的意识”（GW 4, 21）。未经检验的假定、纯粹的保证不可能构成哲学的根基，因为批判性检验被搁置了。对直接性的单纯假定始终是一种暗中僭取，它相当于跃入信仰的致命一跳（salto mortale）或诉诸神谕。怀着克服反思旧范式的值得赞许的意图，人们竟轻率地将开端的奠基挪到了“哲学的大门之外”，从而在决定性的关键点上放弃了正当理据确立。[70]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指出，试图借由感觉或借由作为直接确知的雅可比式信仰来实现跨越，无异于“唐吉诃德骑在木马上的空中旅行”。[71] 倘若感觉、信仰、意见和据信为真要成为哲学的支柱，哲学在开端处便宣告了自身的溃败。本是哲学死敌的、在毫无根据情况下出现的担保与据信为真，如今竟被捧上了最高王座。
先验哲学这只斯芬克斯，凭借对纯粹同一性与仅具形式的绝对者的断言，同样踏上了夏德所谓的“公设的朽烂之桥”，而黑格尔正试图让这座桥梁坍塌。费希特的“阻碍”“作为事实无法从自我中派生出来”，因而他违背了自己演绎的方法论原则。代替“我等于我”，有效的是“我应当等于我”这一公设，这是一项联结的要求，然而它却不可能实现。绝对同一性的实现仅仅被设立为公设，但在体系中却未被推导出来（GW 4, 40）。在黑格尔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讲授课（1801/02）的特罗克斯勒听课笔记中写道：费希特的基本原则始终“仅仅是公设”，因为他“只想通过预设的活动性来建构”同一性。[72] 设立公设的手法导向了一种新形式的独断论，即主观性的独断论。即便这样一种绝对者也决不能未经证明就被接受。必须展示出，看似对立显现之物如何自在地为一，以及自在地为一之物如何必然对立地显现。这两方面没有结合地并列在一起，这种统一只是担保，不是知识。怀着皮浪派哲人蒙田的信条，黑格尔投身于耶拿的交锋：对于那些带着公设投入战斗的人，人们应当把其各自的反面作为公设直掷其面门，因为任何公设的有效性并不比其他任何公设更高。与两位怀疑论专家尼特哈默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交往，为批判独断论和形成对否定性的新理解提供了诸多启发。

4. 自由的思维活动——费希特

自由作为黑格尔思想宇宙的指南北极星，在其处女作中开始熠熠生辉。费希特通过赋予自由以合理性的品格，登上了其哲思的顶峰。按照费希特的诉求，知识学应当提供“第一个自由体系”，一种以原则的能动自我生产、自由自身活动性、作为自身立法的自身规定为中心的自由哲学。黑格尔始终如一地致力于这一自由观念论的抱负。然而在黑格尔眼中，费希特未能将自由原则建构为一个自洽的体系，“自由在体系中未能实现自我生产”（GW 4, 44）。理论的核心问题在此也显露无遗：在费希特那里，无规定性与规定性终究保持对立且未获联结，这阻碍了从无规定者（无限者）向规定者（有限者）的融贯过渡。自我与自然的关系采取了统治支配自然的形式，自然自身的独立性被磨灭抹平。由此产生了自然之物的依赖关系，在费希特那里甚至表现为一种原因性关系：“自我应当对非我具有原因性。”[73] 自然被贬低为客观性的死壳、原子式的僵死之物。正如在“自然的原子论”中一样，在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体系中，也统治着一种作为全盘法则的、与原子相异化的知性。由于最初绝对自由之我的自我限制，自由沦为绝对无规定性形式下的单纯否定自由，表现为对自由的限制或约束。这导致了预防性警察国家与监视国家的极端。[74] 对黑格尔而言，主体间性与共同体决不意味着对真正自由的限制，而是真正自由之可能性的条件，这反过来完全契合承接了费希特关于承认的思想。[75]
《差异论文》遭到了恶毒且脱离学术的攻击，黑格尔被诋毁为在德国引发一场哲学瘟疫的罪魁祸首，认为一种具有传染性且带来死亡的病毒通过他流入了世界。[76] 这与前述夏德的评论构成了无法更为强烈的反差。无论如何，有待处理的问题领域的关键词已被标定：知识与信仰、独断论与怀疑论、一元论与二元论、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否定性、自由、哲学体系。在结束语中蕴含着未来思想探索的基本冲力：知识与真理。黑格尔思想体系革命的第一大步已经迈出，德国观念论的第二大阶段拉开了帷幕。

5. 大学授课资格考核与观星者对《论行星轨道》的愤慨

黑格尔谋求大学授课资格考核的氛围充满了火药味。1801年8月启动的程序包括将图宾根硕士学位承认为博士学位（学历同等化），以及在答辩基础上获得授课资格（venia legendi）。[77] 出人意料的是，现任院长乌尔里希对学历承认未提出任何异议；他必须评审黑格尔的《差异论文》，并认为作者是一位“敏锐深刻的哲学家”；也许黑格尔对康德、莱因霍尔德和费希特的批判视角合乎他的心意。他投票赞成接受黑格尔的教授资格论文并基于论点进行先期答辩。答辩于8月27日即申请人31岁生日当天举行；谢林的弟弟卡尔担任答辩辅佐人，谢林、尼特哈默以及学生托马斯·施瓦茨奥特担任反对人。[78] 10月18日，黑格尔提交了论著《论行星轨道的哲学论文》，次日他举行了试讲，圆满完成了授课资格考核程序。作者后来的一声叹息表明了人们对这篇论行星轨道的教授资格论文广泛存在的误解：科学究竟何时才能对自己所需的形而上学范畴获得意识，并以事情的概念为根据？科学何时才能建立在理性概念之上？牛顿并未确立力的范畴的正当性；像无限性这样的范畴绝不能简单直接地从数学中借用。“运动的理性证明唯有基于空间与时间的概念规定方能展开，运动正是空间与时间的关系”（GW 20, 271）。正是关于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关系的这类原则性问题，构成了引起轰动的论行星轨道著作的主题。[79] 事实拜物教徒们尖酸刻薄的冷嘲热讽与“下流谩骂”（谢林语），将如同回旋镖一样反弹到他们自己身上。[80]
关于《论行星轨道》，几乎可以肯定它是一部写于法兰克福的未传世自然哲学手稿中被翻译为拉丁文的三分之一部分。[81] 这一可能几乎达到出版成熟度但已散佚的著作，探讨了机械之物与有机之物之间、有限力学与绝对力学之间的区分，从而超越了这篇授课资格考核论文的主题视野。[82] 在康德的意义上，这涉及对自然科学形而上学最初根据的考察。即使与谢林在《论世界灵魂》一书中的主题设定存在相似之处——黑格尔后来将运动描述为世界真正灵魂的概念——，这也是黑格尔第一篇独立的自然哲学论文。[83] 自然科学无可置疑的重要认识不能直接被赋予哲学尊严，黑格尔拒绝从数学和自然学说向哲学的推测外推——用耶拿时期对拉普拉斯1797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宇宙体系呈现》一书的引证来说明：分析学家或经验主义者缺乏对整体关联的理解，缺乏对空间、时间、力或运动等概念规定的理性证明。
黑格尔将坚持这种双重阵线：一方面反对单纯经验的事实独断论、反对自命纯粹的观察与单纯经验，另一方面反对自然神秘主义的狂想构想与神奇咒语。概念的匮乏与现实性的匮乏，以及两者之间的各种混合物，皆应当予以避免。在《论行星轨道》中，对理性与科学进行严密综合的尝试尚未充分成功。然而，黑格尔完全熟练地站在了他那个时代自然探索的最高水平之上。他在耶拿也“怀着极大热忱从事自然研究”，与著名自然科学家保持着密切交往，包括生理学家雅各布·阿克曼、植物学家兼医学家舍尔弗、物理学家与化学家里特尔、塞贝克和卡尔·威廉·戈特洛布·卡斯特纳（Ros 220），潜心研究光学、色彩学和伽伐尼电学，参与物理实验，甚至有望获得植物学教授职位，并举办了关于数学和几何学的讲授课。
作为两种片面自然理解的对立范例，可以举出与弗里斯的冲突——弗里斯在耶拿代表着对经验材料的“单纯罗列陈述”并讲授“旧有的牛顿派荒唐之说”（歌德语）——，与编外讲师克劳泽的数学-几何化构想的冲突，以及与在卡尔·克里斯蒂安·埃尔哈德·施密特（先前）立场中且如今由威廉·特劳戈特·克鲁格继续推进的经验心理学的哲学抱负的冲突。此外，由于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弗罗里普和乌尔里希的推崇，弗朗茨·约瑟夫·加尔的相面术与颅相学蔚然成风，[84] 后者被黑格尔讽刺为头颅的空洞无物。此外，在斯特凡·奥古斯特·温克尔曼、约翰·雅各布·瓦格纳或约瑟夫·格雷斯的浪漫化自然观中，也充斥着“醉汉般的思想闪光”与“毫无理性的类比”（GW 5, 489）。在物理学与天文学中，黑格尔同样避开极端立场：一方面是观星者将行星还原为经验天文学配置，他们将新自然哲学诋毁为超物理学与白日梦——声称黑格尔用思辨消灭了小行星——；另一方面是承接毕达哥拉斯与柏拉图理念的诗化构想，这些构想忽视了经验与体验。前者缺乏精神纽带，后者缺乏自然科学经验，而克服这一二律背反正是当务之急。谢林在《布鲁诺，或论事物的神圣与自然原则》以及《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呈现》中，赞同地借鉴了黑格尔关于开普勒与牛顿争论的视角。[85] 他肯定了解黑格尔法兰克福论文的根本思想，无论通过论著本身还是通过与朋友的交谈。早期自然哲学反思的总结或许可以说是：无知性的理性是空洞的，无理性的知性是盲目的，知性必须被引向理性，必须被扬弃。
奠基于《差异论文》及授课资格考核文稿之上的考核论点，是关于不同质事实的浓缩学说命题，其中部分表述了假定的悖论。[86] 三大重点凸显出来：首先，黑格尔展示了他所构想的新逻辑学的两大支柱，即他的新矛盾律（principium contradictionis）：“矛盾是真理的准则，非矛盾是谬误的准则”（GW 5, 227）——“矛盾是真相的法则，非矛盾则是虚假的法则”。[87] 这是针对传统逻辑中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排中律与充足根据律，既打击了形式反思逻辑，也打击了跃入信仰的致命一跳之“逻辑”。其次，指出了新的逻辑形式，即推论的逻辑，带有对亚里士多德显而易见的呼应：“推论是观念论的原则”（GW 5, 227）——“推论乃观念论之原则”。在一个方面，黑格尔承接了费希特的知识学，据此人们“不可把任何单个逻辑命题，哪怕是矛盾律，作为有效的前提预设加以预设”，否则逻辑学就只是空中楼阁。[88] 一门被简化为（以往）逻辑学的哲学（巴尔迪利）只能达到绝对的形式性，从中无法达到任何质料性，无法达到任何内容（GW 4, 82）。尽管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尚待澄清，但两者已被结合在一起。第三，《差异论文》的核心思想，即无限与有限的统一，如今被更精确地把握为理念，从而表述了绝对一元观念论的又一恒定要素。康德类型的批判哲学作为不完满的怀疑论，包含着对否定性不充分的理解，无法彻底克服哲学实在论。

6. 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最初的教学尝试

耶拿大学的授课总目记录了黑格尔在1801/02年冬季学期的首次教学活动：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讲授课（privatim Logicam et Metaphysicam）、哲学导论（introductionem in Philosophiam）以及与谢林传奇性的辩难课。在10月18日之前的一份手写公告中，黑格尔的新地址“在旧击剑楼的寓所”以及“市集广场克劳泽大楼的听讲堂”被标明为讲课地点。针对这类讲课教室，讲师必须自付租金，出于节约开支的考虑，他的答疑时间设在他的寓所内。在《差异论文》出版商塞德勒的住宅里，黑格尔于1801年10月20日11点至12点举行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堂大学讲授课：《哲学导论》。在10月26日开始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私人授课注册报名的11位听众中，随着时间推移大概只留下了一个小圈子。系统构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仅有残篇断简流传下来，散见于个别残篇以及特罗克斯勒对《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讲授课的简短听课笔记中。[89] 然而，关于这两门讲授课的流传资料包含了黑格尔思想宝库中的若干金粒：哲学的“实践利益”（GW 5, 654）导向思想体系中的一场革命，哲学能够“唤醒新伦理世界尚在沉睡的形态”（Ros 189）。哲学绝非玻璃珠游戏或无关痛痒的理智练习，哲学的旨趣在于“学习依靠它并经由它而生活”（GW 5, 261）。为此，世俗智慧必须作为理念的科学而挺立，揭示知识的基石，决不可在其领域之外提出奠基理据。黑格尔可能在讲授课中就已经提出了其《怀疑论论文》与专论《信仰与知识》的初步思考，并专门针对怀疑论幽灵展开反击——在1801/02年冬季学期，怀疑论幽灵正以基尔斯滕讲授课的形式大行其道。[90]
这一在概念形式与体系形式上尚未完工的耶拿第一体系具有四分结构：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宗教与艺术哲学。思辨理念仍被理解为绝对本质，通往理念的路径尚未得到清晰描述。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谢林的依循、对谢林关于哲学规定与绝对者理念的依循。依靠这种绝对者，“一切二元论”皆被消灭，一切皆在太一与万有一体（hen kai pan）的意义上变为“绝对的一”。然而这种作为原本在自身单纯的一的绝对者，对思维活动而言始终是封闭的；这与黑格尔对知识与科学的诉求截然对立。[91] 对费希特提出的批评——即纯粹同一性始终仅仅是公设、统一同一者仅仅是一种应当——同样适用于谢林的立场。绝不能用一元论的权威断言去对抗“二元论的权威断言”。黑格尔坚持一种新的逻辑学，它仍作为哲学的导论（形而上学）出现，作为理性的否定方面，扬弃有限的认识活动，从而为通向形而上学铺平道路。1802年6月24日，科塔出版社刊登了题为《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黑格尔论著预告，但这本著作最终未曾出版；黑格尔想必已经认识到他的最初草稿存在重大修改的必要。

7. 哲学史上最高水准的讨论班——谢林与黑格尔的辩难课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尤为引人瞩目的是谢林与黑格尔“极富教益与训练价值的讨论课”（阿贝肯语），这大概也是在10月底/11月初启动的。[92] 两位巨匠在此平起平坐地相遇。学生伯恩哈德·鲁道夫·阿贝肯讲述了他参加“谢林与黑格尔主持的辩难课”的经历，在课上人们讨论了“我在谢林与黑格尔主持下答辩过的论点”。[93] 人们以论辩对话的形式探讨美学、宗教理解与历史理解的主题，以及最新的同一性构想。[94] 除阿贝肯和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施洛塞尔之外，与会者还包括谢林的弟弟卡尔、后来闻名遐迩的瑞士哲学家特罗克斯勒，以及黑格尔未来的两位教授同仁兼好友小约翰·海因里希·福斯（海德堡）与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索尔格（柏林）。索尔格后来被黑格尔誉为浪漫派真正的哲学家，他大概正是通过这次辩难课才将哲学确定为自己的主要专业。罗森克兰茨称之为“耶拿式的喧闹混沌”，即谈话中没有固定秩序的纷乱交错，但也是创造性思想的共生融合。在学术建制与文学社团中皆洋溢着一种极具成效的生机。唯有将概念与体系的建构与多样化的交流沟通联系起来，黑格尔的思想奥德赛之旅才能得到真正理解。

3. 臭名昭著的“耶拿绝对者”之“非凡新闻业”——谢林与黑格尔的《批判杂志》

因为只要这世界尚存，这本新杂志 
就将在哲学的苍穹闪耀放光
威廉·特劳戈特·克鲁格

“目前”，黑格尔在1801年12月30日致友人胡夫纳格尔的信中写道，“又有一部新作即将问世，即由我与谢林共同编辑出版的哲学批判杂志第一期，它的宗旨一方面在于增加杂志的数量，另一方面在于为非哲学的胡作非为设定目标与界限；该杂志将使用的武器极其多样，人们会将其称为木棒、皮鞭和板子”（Br I, 65）。自1802年起，该刊物在图宾根由科塔出版社出版；印刷则由耶拿的友人弗罗曼承印。在谢林与黑格尔共同撰写的创刊预告中宣称：其旨趣在于揭示“哲学的定言本质，以反对假哲学——即伪哲学或假象哲学——的否定品格”（GW 4, 503 f.）。这种在对康德与费希特的批判性考量中为一种新的知识理论所作的辩护，发生在一门“常人知性哲学”与极度的“独立思维之匮乏”盛行的情势之下（GW 4, 188）。对于谢林与黑格尔而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出版阵地，无论在哲学理论层面，还是在基于理性的“重返介入人类生活”层面，都是一项重大关切（Br I, 5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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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王子与王妃作为赠予耶拿大学的礼物，委托宫廷供应商贝莱尔（Bellair & Comp.）用青铜铸造了哲学家黑格尔、费希特与冯·谢林的胸像。这些胸像在贝莱尔铸造厂按真人大小浇铸，由苏雷尔塑造，安放在黑色大理石立柱之上。”《纽伦堡信使报》，1858年8月13日

在1802年发表的论文《非凡知性如何看待哲学；以谢林与黑格尔两位先生之批判哲学杂志为例的呈现》中，布克斯特胡德的两位图书出租商策特尔与斯昆茨向“德意志体面的读者公众”发话。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这两个人物的背后隐藏着威廉·特劳戈特·克鲁格。据说最近有两位“新闻业者”决心帮助克服德国哲学孤立无援的处境，“谢林先生与一位举世闻名的黑格尔先生”。[95] 在1802年便将鲜为人知的黑格尔称为国际名流，这是何等具有先见之明的洞察力！不久之前，克鲁格因其“庸俗的”哲学在《哲学批判杂志》中被“施以谢林-黑格尔式的鞭笞重重惩诫”。[96] 然而他的笔端却流淌出对该“批判机构”更高的赞颂：“因为只要这世界尚存，这本新杂志就将在哲学的苍穹闪耀放光”。[97]
在《哲学批判杂志》第一期出版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或许很容易对克鲁格针对其耶拿论敌的反应报以莞尔。然而在当时，他那拙劣的讽刺却是德国哲学界内部具有政治与文化深远影响的严肃激烈争论的一部分。创办这本哲学杂志无可争议是谢林的功绩；而作为作者，黑格尔则居于主导地位。尽管存在诸多差异，《批判杂志》直接继承了费希特-尼特哈默杂志的精神传统。后者曾与早期浪漫派的《雅典娜神殿》一同塑造了1800年之前最后几年的争论。尽管发行时间短暂，耶拿这三份刊物构成了1800年前后最重要的哲学期刊。如同当年反对费希特一样，如今针对耶拿的绝对者谢林与黑格尔，也结成了一个不神圣同盟，成员从伪康德主义者到启蒙狂信派代表与常识宣讲者，从教会正统派直到通俗杂志中的浅薄浮华鼓吹者。事实证明，《批判杂志》是哲学争论中强有力的武器。[98] 它是哲学史上的一大幸事，被证明是处于哲学发展关键阶段的两位思想家精神亲缘关系与协作互动的重大历史文献。两者之间疏离与即将破裂的最初迹象也已隐隐显现。黑格尔1802年在《杂志》上的论文《信仰与知识》便已招致了谢林的责备（GW 4, 539）。谢林感受到了与黑格尔思想路径的差异，认识到了那些对其自身同一性体系构成威胁的论证，特别是在理智直观、逻辑诉求与哲学开端问题方面。巴尔迪利在其表兄谢林的操作流程中看到了某种站不住脚的从无中创世（creatio ex nihilo）：“谢林的理性在成为某种东西之前什么都不是，并且什么也成不了，因为它的本质包含了对一切事物[…]的完全漠不相关。”[99] 整个实在性仅仅显现为“如同从绝对者的一种堕落脱离”。1804年，黑格尔嘲讽“谢林那里堕落意外地扮演了如此重大的角色，以至于他将整个现实性仅仅看作是从绝对者的一种堕落脱离”。[100] 作为事物始基根源的无差别点源于想象，而非理论-概念性思维活动。谢林与黑格尔的学生奥古斯特·冯·特罗特·祖·索尔茨[101]指出了谢林身上那种“更为他所特有的直观式呈现方式”；黑格尔则“纯粹得多地更具哲学性”，他的呈现不是“抒发倾泻”，而是“严谨艰苦的精心推敲”。[102] 耶拿的另一位来客称，黑格尔比谢林“更有头脑”。[103]
克鲁格还写道，“在谢林先生的作坊里，在其忠实帮工黑格尔的协助下，确实正在锻造一门最新且最高的哲学”。[104] 尽管后来围绕各篇论文的作者归属发生了争论，但这无疑是两人向公众呈现全新哲学构想的共同尝试。与当时许多哲学期刊不同，所有论文皆出自编者之手；有些论著甚至是合作撰写的。黑格尔毫无疑问提供了哲学上的重头篇章。在耶拿共事的整个时期，两人的合作是两位自信且独立的思想家的相互激发，他们共同探寻从先验哲学通往同一性哲学的道路。[105] 当时极少有人知晓，“谢林在当时也在何等程度上得益于黑格尔”。[106] 海姆写道，黑格尔为杂志撰写的论著中有四分之三是“真正重要且为最深邃、最富思想的讨论之宝库”，其余四分之一则部分只是“重复谢林昔日的言论”，部分带有“浪漫天才式的粗鲁与文雅的傲慢”。[107]
在当年曾反对费希特与尼特哈默及其《杂志》的同一圈子里，如今又掀起了一片叫骂之声。[108] 不仅克鲁格，其他被击中者也开始大声吠叫。[109] 巴伐利亚浅薄学风的主要代表卡耶坦·魏勒在其专供“一般有教养公众使用”的谩骂小册子《谢林、黑格尔及其合伙人最新哲学的精神》（1804/05）中，将新观念论咒骂为“先验闵希豪森术”。[110] 观念论这头“健硕的大象”据说生产的纯粹是扑风捉影、野蛮与破坏行为。最狂暴的愤怒直指论文《信仰与知识》，该文当时仍被归在谢林名下。据说“哲学罗伯斯庇尔主义”的“先验断头台”在不停歇地运转，甚至连康德、雅可比与费希特都被传唤到了新的审判席前。[111] 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帮伙很乐意挥舞雅可比也曾拔出过的、屡试不爽且恶劣卑鄙的无神论大棒——“一种独特的无神狂热在所有这些人心中沸腾”。[112] 《批判杂志》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克鲁格的预言应验了：两位杂志作者那些屡屡被宣告死亡的思想至今仍在发挥力量。
讨论对象的目录清单包括绝对观念论的奠基、绝对性与他异性的关系、康德、雅可比与费希特哲学中真正的思辨“方面”与知性“方面”、反思哲学与主观性哲学之间的关系、谢林所倡导的自然哲学在哲学体系中的定位、怀疑论的重大意义以及将怀疑纳入哲学、直接确知的各种构想以及信仰与知识的关系。黑格尔“思想体系革命”的决定性阶段拉开了序幕。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将知性范式扬弃入理性范式之中。思辨观念论的根本思想正在逐步结晶显现。
许多人将费希特与谢林的耶拿先验哲学视为真正的现代思维方式，其代表是谢林、尼特哈默以及费希特研究专家夏德的讲授课。关于斯宾诺莎的争论得以延续，这受到保卢斯版斯宾诺莎文集的推动——黑格尔曾通过“法文译本的比对”（GW 5, 724）以及对斯宾诺莎政治哲学的探讨参与其中。[113] 黑格尔还必须在耶拿大学哲学竞争者的思想面前确立自己的立场：面对浪漫派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黑格尔从其讲授课中获得了重要的思想冲力；面对新怀疑论者基尔斯滕；[114] 面对编外讲师克劳泽与弗里斯——他们在这几年里正致力于撰写关于逻辑学与自然法以及各自哲学体系的著作。法学家费尔巴哈与蒂博致力于对法权的新理解。尼特哈默与黑格尔探讨了怀疑论的实体性关联、基本命题哲学的破产，想必也探讨了费希特的先验哲学，[115] 与之相联的伦常学说以及道德意识的演绎，[116] 必然还探讨了尼特哈默关于教养与教化的现代见解，这一见解在许多方面与黑格尔学习依靠哲学并经由哲学而生活的命题相呼应。
1. 阿格里帕的五条论式与绝对观念论的核心思想

在《怀疑论论文》中首次出现了黑格尔的核心公式：在自身的他者之中在自身。它是通过同怀疑论的相对性论式交锋而发展出来的。黑格尔对怀疑论论证的珍视及其针对费希特乃至谢林的运用，以及独立理性概念的阐发，皆渊源于对诸论式的解释。不存在比这更适于反对独断论的武器。诸论式源自知性最本己的领域，源自反思本身作为其最高可能的推论。借助首先是立场的多样性（Diaphonia）、其次是无限倒退与递进、第三是原则性的相对性、第四是未经证明的前提预设、第五是恶性循环的思想，展开了对独断论有限性的攻击，即将其所抽象掉的东西反转过来对准它自身。知性的一面被对准其另一面、第二面，二重性与多样性对准统一，纯粹差异对准纯粹无差别，相对性对准无关系性。对于知性的每一个命题——按照皮浪派怀疑论者的主张——皆可对之以一个与其等值、同等有效的命题，遵循均势原则或二律背反（principium contradictionis）。从在有限者自身内部确认的二律背反中，怀疑论认识到了“单纯有限者的非真理性”。[117] 检验着既有知识的诸论式以其全部力量击中了有限者以及对有限者的认识即知性。伴随着有限者的否定性与自我消灭，知性宣告了对自己本身的死刑判决。有限知识落入了无限消逝之狂暴复仇女神的罗网，无法从自身获得任何合法理据。相对性——一切知识皆是相对的——、差异或非同一性在此找到了它们的“最高抽象与最真实形式”（GW 4, 223）。针对一种知性原则假定的无条件有效性，怀疑论者作为检验者、作为探求者的辩护人，提出了至少存在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的假定。
对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怀疑论审视表明，由于其知性的一面——只要它仍然是反思思维——它便无法获得针对皮浪主义异议的免疫力。在其试图避免无限奠基倒退的努力中，这种纯粹的形式观念论堕入了激进的独断论。根据表现为一个立在乌龟之上的球体，而乌龟又立在大象之上，等等等等。因此必须设定某种“绝对最初且未被证明之物”（GW 4, 218）。当独断论者“陷入无限倒退时，他们便以某种他们不加论证、仅仅要求通过让步未经证明地加以接受的东西作为开端”。[118] 于是怀疑论者以同样的权利且同样无需证明，设定了那一预设之物的对立面。由于从自我性中完全排除了有限性、规定性与特殊性，后者必然异化为单纯积极的、不完备之物，在无限与有限之间产生了一种僵硬且不可逾越的二元论。独断论这种不完备的、片面的绝对者作为单纯抽象的普遍之物，始终是一个未被证明的前提预设，陷入了单纯假说公理的“绝望的”第四论式（出自假说，ex hypotheseos）。
从纯粹的统一中，不存在通向二重性或多样性的逻辑严密路径，反之亦然（vice versa）。正如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那里，这种过渡试图通过太一的走出或放射的比喻来把握一样，在费希特那里存在着非我从自我中的单纯附加，而缺乏逻辑正当性。无限是空洞的，而有限本身并未真正被否定，而是在其单纯片面的被给予性中得到了确证。费希特式的演绎无非是符号的转换，由负变正——“如同空钱包是一个钱包，相对于它而言，钱虽然已经存在，但被设定为带有负号（minus），并且钱可以直接从其中演绎出来，因为钱在其匮乏中被直接设定了”（GW 4, 391 f.）。困难显然在于演绎的开端，[119] 在于开端点，这个点绝不能是空洞的统一，因为每一次否定在逻辑上必然包含着一种规定——规定即否定（negatio est determinatio）。这也适用于抽象的最高阶段，它于是只有一种最低限度的规定性，恰恰在无规定性中拥有其规定性。在1801/02年，“一切哲学的开端”是“摧毁知性的矛盾”、摧毁有限性的形式。[120] 在1802/03年，关于开端的问题在理论和术语上仍然悬而未决，这体现在所谓以一种“真正理智直观”为开端的说法中。[121] 对开端点证明的要求，促使黑格尔在随后的耶拿岁月里对其思维策略作出了重大转变。
对此具有根本性理论意义的是对五条论式的探讨，针对这五条论式，一种精妙的防御策略——特别是针对这种对知识极其危险的相对性病毒的主动免疫——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剩下的唯有退避弃权或悬置知识诉求。将知性逻辑转变为理性逻辑唯有在成功战胜怀疑论时方能实现，即通过主动免疫，也就是说通过将论式中的合理成分整合进绝对者之中，通过将否定性把握为绝对者的内在环节。怀疑论若仅仅固执于纯粹的差异、固执于相对之物，它同样会堕入片面性，堕入另一个极端。分歧论式仅仅盯住多样性，然而所有多样者在其有限性中乃是一体的；第四论式在未经证明的前提预设方面模仿了独断论；而在第三论式中表述的“一切知识皆是相对的”命题必须将自身涵盖在内，从而构成了施事自相矛盾。黑格尔也利用了这种倒转操作流程：论证性的怀疑成功地针对了同一性的独断性，但如同回旋镖一样也击中了自身，因为这些论式仅仅包含反思概念，并且同样仅仅建立在有限的形象之上。
与出自知性的独断论以及怀疑论相对立，针对空洞统一、空洞一元论的普罗提诺模式以及单纯二重性、空洞二元论的塞克斯都模式，新的合理之物必须被思考为关系，思考为与作为其自身他者的另一个者的必然关联。它无非就是关联本身，是一种自身关联，因而绝非恶性循环。早在《怀疑论论文》中，黑格尔就宣布了这种作为自身规定、作为理性自身思维的自身关联。合理之物不会陷入沦为未经证明的前提预设的困境——那种前提预设会被以同样权利对之以同样未经证明的对立面——证明的诉求绝不可逃避，绝不能用保证、公设、内在启示来搪塞。彻底的一元论避免了从无限中排除有限，合理之物将有限性及其二律背反、它们的对立包容于自身之中。根据与推论的知性范畴——即他者通过他者得到奠基——以及恶无限性皆可被悬置；对于合理之物而言，不存在针对另一个者的绝对他者。无限与有限皆将它们的他者作为自身的环节包含在自身之内；它们的统一才是真正的无限性，即绝对者。在此已经包含了双重统一、肯定与否定的结构，包含了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与否定即规定（negatio est determinatio）的合一。第一个环节即费希特的激进抽象，并非真正的无限性，而仅仅是一个规定了的、片面的东西。正因为它是对规定性的抽象，它本身便不能没有规定性；恰恰是这种抽象性构成了它的规定性。哲学思维活动绝不能接受纯粹的直接性、绝不能接受前反思之物，除非付出雅可比式跃入信仰的致命一跳的代价，跃入虽非二元论但毫无概念的信仰与纯粹保证之中。真相——按照这种极度独断的论点——据说处于“知识之前与之外”，理性预设了真相。在黑格尔著名的思辨的耶稣受难日这一托pos中，表达了对有限与无限的否定。宗教上的受难日包含着对有限人类之死与上帝之死的表象。然而，耶稣死了与上帝死了这些命题仅仅代表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一个环节，随后而来的是两者在一个被称为“精神”的第三者之中的复活重建。黑格尔构想了独断论与怀疑论、一元论与二元论在绝对一元观念论中的思辨概念性三位一体：绝对者即自我关联的否定性。正如术语所揭示的那样，关于开端点的问题（“真正理智直观”）以及关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关系地位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然而，在对费希特“形式观念论”的批判中，已经显露出了对自己关于逻辑之物视角的修正——在费希特那里只能找到“抽象掉一切内容的逻辑形式的建构”（GW 4, 400）。这要求一种新的逻辑学，它必须同样整合“内容”，并由此能够克服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差异。

2. 论文《信仰与知识》——反对反思哲学的基本模式

在新的主观性哲学中，黑格尔认为思维方式的革命尚未完成。他决心推进哲学作为科学的事业。在康德、雅可比与费希特的反思哲学中，非但没有达到所追求的理性自身规定，反而将至高的合理之物设定在理性之上与理性之外，将其置于对于知识、对于理性认识而言的彼岸之中，将其转变为“一个对于知识而言无限空洞的空间，然后再试图用渴望、预感和信仰来填满它。理性在自身之上假定了一个将自身排斥在外的更高之物”，一片处于所谓“理性界标”彼岸的领地（GW 4, 319 f.）。最高的认识能力竟应当是单纯的假定、纯粹的保证、一种信仰、一种据信为真，哲学由此再度沦落为信仰的婢女（GW 4, 315）。篇幅最为宏大的《杂志》论文《信仰与知识》的标题具有纲领性意义。单是其副标题《主观性反思哲学，在其形式的完备性中，作为康德、雅可比与费希特的哲学》就拉开了与康德、雅可比和费希特哲学的界线；谢林在1802年立即对该文本表示了疏离（HBZ 48）。黑格尔指出，尽管反思哲学对现代思维有着无可争议的贡献，但它们无法脱离知性世界，并在关键要害点上奉行着主观性的独断论。针对思维活动的破产宣告，黑格尔要求建立一门新的科学、一门新的形而上学，而非一种新的神话学。黑格尔选择了内在批判的操作流程（Ros 164），并夹杂着讽刺与论战锋芒。各项构想皆以其自身的诉求为尺度加以衡量。歌德曾描述黑格尔这种“置身于论敌阵营之内以求借论敌自身驳倒论敌”的批判力量（Ros 164）。康德凭借统觉的原初综合统一思想，构想了一与多的绝对同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绝对同一、作为自我意识原初同一性的对立面的真实同一，但同时却设立了认识活动受限定的、不可逾越的有限性这一公设。对显象的认识被视为认识活动的唯一方式，而概念把握的理性认识则被断然否定（GW 4, 351 f.）。在希佩尔小说《生平历程》的开篇，对“学者共和国卫队”的值班边防军官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打开关卡吊杆！”黑格尔要求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在康德划定界线的做法中，先前的独断客观有限性仅仅被转换成了一种独断主观的有限性。
与康德不同，雅可比试图脱离知性的轨道。个别之物唯有在整体中才获得规定，且唯有在绝对同一性中才拥有其实在性。他假定了个体人类意识、感受者与被感受者的绝对性，一种奇迹般的启示。黑格尔指出，在“通过信仰我们获知”这一表述中体现出一种独断论，它企图从根本上摧毁对真理进行概念性认识的一切诉求；理性沦为了盲目的、缺乏认识的信仰（GW 4, 351）。这样一来，有限与无限再度发生彻底的对立。无限与有限因而处于绝对对立之中，由此一方与另一方同样是有限的，因为无限受到了有限的限制，因而在真理中本身就是一种有限之物（GW 4, 322）。
为了能够摆脱古老的陈规陈辙，在矛盾律与充足根据律之后，排中律也必须被限制在其形式的界限之内。绝对观念论必须克服排中律（tertium non datur），发展出“既非怀疑论亦非独断论，因而是两者兼具”的第三种哲学。[122] 在“第三者”即绝对观念论中，也强力推进了对存在与思维、实在论与主观观念论之间旧有知性二元论的克服。有限之物、显现之物不能被看作仅仅是被给予之物，不能被看作独立于思维的现成存在，不能被看作“真正存在者”；但同时也不能被看作单纯虚幻的空无（GW 4, 324）。显现之物具有其规定性，它与概念相联结。由此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枢纽：对有限者的扬弃并非单纯的消灭毁灭，而是其真理的揭示与保存。有限者在其自身中包含着矛盾，它扬弃自身，过渡到其对立面，并在更高统一中获得其真实位置。这便是否定之否定的萌芽。
内在否定性的思想代表了在耶拿逐步展开的绝对观念论的核心思想[123]，真实的无限性被视为自我关联的否定性，被视为设定与消灭、肯定与否定、有限与无限的双重统一。内在否定性这一主导思想的决定性方面，既由论著《信仰与知识》所阐明，也以突出且迄今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方式由《怀疑论论文》所阐发——这是一篇“切入哲学最深层核心的论著”（Ros 166）。关于作为哲学否定性与自由一面的真正怀疑论的探讨，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耶拿《先验哲学讲演录》中的思考颇为相似——施莱格尔与黑格尔可被视为1800年前后的两位怀疑论专家。对于黑格尔而言，内在否定性即必然包含否定之物的思想，对于绝对观念论的形成日益具有重大意义。将怀疑论成分整合进科学，被证明是黑格尔绝对观念论的创始理念与基本基石。[124] 任何真正的哲学必然同时具有一个否定性方面，它“统摄并摧毁通过知性概念获得的那个知识的全部领域”。这一立场“对准了有限性的这整个地基”，旨在对知性的一切独断片面真理进行“彻底否定”（GW 4, 207 f.）。对此提供决定性准备工作的有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怀疑方法、费希特的知识学、谢林的同一性构想，以及那些将否定性思想置于中心地位的哲学即皮浪派哲学。黑格尔指出，对绝对者的认识所具有的否定的与自由的方面，内在地蕴含于每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之中——“与一切真正的哲学相比，怀疑论本身与之最为内在深刻地合而为一”（GW 4, 206）。对真正怀疑的包容接纳，要求理论-认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的联结；绝对观念论必须能够被视为自由的观念论。在皮浪派怀疑论中，这种自由的一面表现在“性格的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自我意识的自由，以及哲学家作为自身规定第一步的“无差别”，即激进的无偏见与无前提预设之中。承接亚里士多德与费希特，黑格尔将思维活动与意志理解为有区别但非对立的能力。在这两者之中，理论方面与实践方面皆结合在一起。规定能够被展示为自身规定，自我被展示为行动——作为纯粹鲜活性与活动性的普遍者。

3. 自由的观念论

自由始终是绝对观念论的始与终（Alpha und Omega）。这也是《批判杂志》的宗旨所在：“哲学与全部文化的接触点”（GW 4, 503）应当被探寻发掘，哲学对于自由的现代社会的重大意义应当被呈现出来。自由概念作为哲学的珠穆朗玛峰，唯有通过对康德与费希特实践理性的扬弃方能被攻克登顶。这涉及克服两种明确将自身理解为自由思维的构想。黑格尔在论著《信仰与知识》与《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中的论证是平行展开的，而在《自然法》论文中，实践理性的主题跃居中心地位。黑格尔在理论-认识论领域与实践-伦理领域使用了相同的批判工具。自由的形式观念论（“形式主义”）的缺陷在于纯粹消极自由的思想，这种思想源于对消极空洞的绝对者的假定。相反，真正、真实、具体的绝对者的构成，蕴含着真实具体的自由——伦理这一关键词指向了一种具体自身规定的哲学。
黑格尔论证的轮廓清晰展现出来：在其纯粹性中形式化且无内容的意志代表了消极自由；它在其激进的抽象性中缺乏规定且缺乏实在性，是一种“带来杀戮的真空窒息状态”。[125] 在将这种纯粹观念物绝对化的过程中，一切超越其上的东西都被排除在外，一切其他东西都不属于纯粹实践理性，不属于纯粹意志。这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从无内容中无法派生出任何内容；规定性与特殊性只能被暗中僭取，只能不加批判地从单纯经验中撷取。只要绝对主观性将自身同世界的纯粹意志、自然、感性与偏好相对立，这个“空洞的法则”就暴露出其暴君的面目；特殊之物被涵摄、屈从于抽象普遍者。对经验内容的单纯接纳导致了本应被克服的他律的死灰复燃，导向了自身规定的反面。在费希特的实践理性中，个别特殊者的一切行动皆由与其相对立的普遍者所规定——这意味着专制暴政与对一切自由的消灭。
与康德实践理性的较量在自然法领域得到了延续。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愈发显现出其重大意义。根据作为实践理性根本法则的定言命令，准则的内容着眼于其普遍化潜质而受到检验，即检验该准则能否作为普遍立法的原则而成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只要不同的特殊性具有同等有效性，究竟哪一种规定或特殊能够被视作普遍之物？在逻辑前提预设之下，当义务发生冲突碰撞时并不存在判定标准。黑格尔指出，这一决断出自一种被假定的假说，并在此暴露了实践理性的独断论。归根结底，对相互对立的规定之一的选择是任意的（GW 4, 438）。康德与费希特的“遁词小道”经受不住逻辑的检验。谢林也遭遇了批评的交叉火力，黑格尔顺带抨击了绝对无差别点。反思哲学的操作流程执迷于单纯道德的立场，停留在合乎义务之行动的空洞意识之中，未能达到作为普遍者与特殊者真正统一的真正伦理立场。[126] 新的逻辑学必须克服上述的无内容状态。因此，黑格尔面临着修订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关系的使命，而且是坚决反对“抽象掉一切内容的逻辑形式的建构”。[127]
被转移到空洞普遍性中因而未被扬弃的特殊性催生了一个实体性问题。现代工业社会作为特殊性的王国被视为相对性的一个极端，黑格尔早在法兰克福时期就对此写道：“愈发巨大的差异与不一致的急剧飙升”（GW 4, 451）。从这种结构中无法产生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真正同一。真正的伦理要求克服这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单纯自为存在的私人主体，另一方面是抽象空洞的普遍性；并且要求一种有待更为精准刻画的、自由特殊主体在自由共同体中生成的动态演进。相反，在形式主义中，完全的无差别始终与相异之物截然对立，因而伦理的真正实在性、伦理概念与其现实性的统一便无从发生。黑格尔借助前述的钱包隐喻，对消极自由的症结作了精辟概括：“在理性存在者的自由中，其自由所指向的客观之物被设定为一个负数（minus）：为自由演绎其领域的做法在于，该客观之物被带有正数（plus）地设定为存在”（GW 4, 392）。真正的伦理要求普遍者与特殊者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同一——即具体的自由。即便多样性与经验自身无法为知识提供尺度，但“由原则构筑的矫揉造作的空洞脚手架”同样无法胜任这一重任（GW 4, 429）。关键在于法的精神、伦常的经验与鲜活的法权实践。科学理所当然地要求以经验为导向，以本质在自然与历史中的显象为导向。然而，现存之物必须按照理性加以塑造，而决非被简单肯定迎合。
黑格尔将个体的伦理视为伦理的“脉搏”，它本身表达了伦理的整个体系（GW 4, 467）。他将伦理视为普遍者与特殊者在“个体性与形态”之中的同一，将个别性视为内在自由的特殊性。不过个别性这一术语在当时尚显模糊。无论在《伦理体系》手稿[128]中，还是在《自然法》论文以及《德国宪法批判残篇》[129]中，皆阐述了实践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精神这一术语在此已经出现，它一方面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为指针，另一方面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伦理精神即城邦（Polis）为指针——每一个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的普遍性与公民身份代表了公共实体的精神。这涉及作为公民的特殊个体，也涉及组织完备的社会，涉及现代主观自由与理想化古代伦理原则的联结。正义在此已被称作宪法的灵魂。但是对于实践世界的哲学而言，更详尽的规定尚付阙如。
《批判杂志》关于“在批判的手中规定新哲学的根基与土壤”的宗旨，在许多方面通过黑格尔的论著得以践行（GW 4, 503 ff.）。他关于绝对思辨观念论、关于“认识着、知晓着的自身关联”的思想，在与一切意识哲学或反思哲学的二元结构的区隔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鲜明确立。

4. 德国宪法草案

关于《自然法》论文的撰述与其他实践哲学计划密切相关：1802年夏季学期与1802/03年冬季学期的自然法讲授课、1802/03年撰写的《德国宪法草案》誊清稿残篇[130]以及耶拿专论《伦理体系》。这些流传下来的文本虽然具有实验性且未完成，但为后来客观精神的哲学即黑格尔的《法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准备材料宝库。在其中可以找到伦理与国家概念的雏形阶段。继《差异论文》、《信仰与知识》和《自然法》论文之后，这些残篇展现了与费希特的自然法理论及其关于《封闭的商贸国家》著作的论战交锋。
早在1799年的法兰克福，黑格尔就已开始着手宪法草案的研究，这一工作随后在1803年中断。[131] 在此他投身于自己最喜爱的活动之一：从理论上开拓政治领域。哲学家对当下政治局势的表态同样是典型的黑格尔风格。他对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进行了尖锐批判——“德国已不再是一个国家。”（GW 5, 161）1801年至1805年间的诸多事件证实了他的判断：欧洲战争的后果，尤其是拿破仑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中的胜利，以及神圣罗马帝国诸多地区的世俗化。黑格尔发展出了现代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他此前就曾研究过宪法及相关著作，包括莫泽尔父子的著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诸部宪法、关于符腾堡宪法的辩论、普鲁士普通邦法以及关于卡特论著的经验研究。如今，除了当下的政治政论之外，[132] 他潜心研读约翰·斯特凡·皮特的三卷本论著《德意志帝国当代国家宪法的历史发展》，[133] 研读马基雅维利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城市国家的政治结构，摘录拿破仑与福克斯的言论[134]。
黑格尔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城邦（如锡耶纳、比萨、佛罗伦萨，它们完全处于没有“普遍权能”的四分五裂状态）历史的探讨，源于他对极端地方割据分裂主义的拒斥以及对反制策略的求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黑格尔提出了几乎不足为奇但极具破坏性的论点：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比德意志帝国更悲惨的宪法了，虽然存在着大量法律的杂烩，但却没有一个被“一种精神所统治”的体系（GW 5, 163）。德国正不可遏制地滑向其瓦解的深渊。[135] 所提出的现代新宪法原则，既反对过时的封建小邦割据的无政府状态，也反对专横的统制国家与警察国家，勾勒出一个以联邦制与辅助性为基础、以正义为“宪法灵魂”的法治国与福利国家。从自由与正义的共生中，应当构想出统一德国的根本法则。政治的现代性应当奠基于三大支柱：首先，国家概念必须体现于政府这一国家权力的必要核心之中，无论这一掌权者是由君主还是由民选人员代表。每一个公民皆有权以其特殊意志参与公共事务的塑造（GW 5, 175）。公民“自由且自尊的自我感觉”是实体性的，自由必须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国家权力而言，没有什么比保障公民的自由行动更为崇高。每一个公民在其公民身份中就是国家本身，因而是一切国家制度的基石。国家作为制度必须保护这些权利，防止对正义的侵犯，并限制任意的肆虐。其次，现代国家不再立足于单一民族，不再立足于种族、文化、语言与宗教的同一性或同质性——这是黑格尔后来界定“民族精神”和民族国家范畴的决定性环节。公民多样且各自特殊的规定性并不是构建现代国家的阻碍，宗教或文化的同质性不再能被视为国家秩序的根本前提。第三，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有效的是辅助性原则，必须给公民及其共同体形式留出创新、自主建构的空间，例如在经济领域、行政管理、行会事务以及扶贫济困等社会任务方面（GW 5, 167 ff.）。对“活生生的自由”、对特殊性权利的坚持，也构成了联邦制政体思想的基础，即在保障整个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的各种形式的区域自治与市镇自治。这样一种作为自由国家实体的“联合体”，必须形成特殊者的有机整体，决不能“如同一堆圆石拼凑成一座金字塔”，后者一阵微风刮过就会分崩离析（GW 5, 193）。
借助联邦制与辅助性原则，黑格尔试图捍卫他关于自由作为合法律性与正义相统一的理解，以反对另一种“自由体系”，反对费希特的自然法学说，特别是反对1800年出版的《捍卫封闭商贸国家》。首先，黑格尔反驳了国家是只有一根发条的机器的论点，暗指弗里德里希·卡尔·莫泽的一段话[136]：“在我们宪法之钟里只有一根发条”（GW 5, 782）。当黑格尔指责这种普遍机器原则被“披上了理性原则的外衣”时，其针对的目标正是费希特，批评的要旨也与《差异论文》和《信仰与知识》中相同。黑格尔瞄准了费希特关于统制国家的构想——其中“一切皆由上至下统管”（GW 5, 177），“上面”规定、命令、调控、监视和控制一切（GW 5, 174），统治的繁琐拘泥与官僚主义甚至延伸到学校窗玻璃的修缮。[137] 黑格尔的批判深入到了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中契约论的基本环节。费希特将意志理解为处于其特异任意之中的单个人的意志，并将其作为实体性基础与第一要素。黑格尔指出，根据这一仅仅被断言的原则，合理之物自然只能作为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并作为外在的、形式的普遍之物出现。[138] 其次，单个人拥有一种对他们而言异己的知性作为法则——在费希特的钟表隐喻[139]中，单个人仍然是井井有条齿轮系统中的小齿轮，仅仅是一架无灵魂机器的零件，行动着的“我”或“自身”沦为国家机制中被均质化的臣民。特殊之物陷入了单纯抽象普遍性的专制统治。这样一种苦役犯国家将是对一切特殊之物的恐怖暴政。费希特在《自然法权基础》中主张预防性、防范性的警察国家，在其中安全构成了至高无上的价值。任何混乱皆被视为罪恶之源，犯罪成为了罕见的例外，因为“警察几乎确切知晓每一个公民在一天的每一小时身在何处、在干些什么”。[140] 在费希特的《封闭商贸国家》中，黑格尔看到了对特殊之物的彻底屈服被强力推行。从所有人与所有人订立的契约中产生出来，单个人拥有同等的法权诉求，而现存之物必须在所有人之间平均分配。“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皆是总体的仆役，并为此获得他们在总体财物中的应得份额。”计划与指令统制规定了这一构想。[141] 在费希特的知性国家中，“没有任何人有权享有更高的富裕”，这种计划经济的轻而易举之处在于，人们“有条不紊、纵览全局地并按照既定计划付诸实施”。[142] 一切特殊性的领域如谋生与经商皆被视为赌博冒险。通过对均质化与一体化的严格整饬，臣民感到安适，而政府则是伟大的施惠者。黑格尔坚决反驳了这种反现代的、封闭的、民族的统制国家的虚构产物，指出它必然发展为警察与监视国家。取消任何形式的特殊性固然导向一种天堂般的状态，但众所周知，天堂乃是不自由存在者的花园，而非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的居所。在黑格尔那里，普遍者的法权不在于抽象普遍者的统治；现代秩序奠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协调一致，奠基于其中所包含的对特殊性权利的尊重，奠基于对主观自由权利的尊重——这是“古代与现代之差异中的转折点与中心点”（GW 14/1, 109 ff.）。
残篇《伦理体系》中的一些思想脉络与术语规定——理智直观、位格学说——证明了当时黑格尔与谢林之间仍然存在的共同哲思。第三位施瓦本同乡尼特哈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在1802年夏季学期讲授了费希特的伦常学说。与同样处于写作中的宪法草案不同，黑格尔在这一残篇中汇集了实践哲学骨架的诸多成分，包含了客观精神构想的萌芽，尽管尚缺乏后来支撑性的自由意志与行动的哲学理论维度。黑格尔关于“伦理之位格”的论述涵盖了从人格、需要、劳动、工具和财产等范畴，经过语言、家庭，一直延伸至经济领域与政治结构。三个在内容上引人注目的固定点有助于阐明这一在许多段落晦涩难懂的文本：首先，在与费希特的区隔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谢林的语言中即无差别与差异的关系——为了构想伦理的新概念而被突出强调，并与空洞抽象的普遍性相对立——必须思考“普遍者与特殊者的合一”。伦理的一个构成性环节在于差异与否定性的各种形式，在于必然一致与必然不一致的关系之中——伦理总体必须穿过这种进入特殊性的“分离”。需要加以考量的差异或特殊性，其根据在于人类作为自然的因而并不平等的存在者。在“生命的非均等力量”中，体现为需求体系内部财产的差异、现实事物的偶然性与任意，抑或体现在政治权力的差异即分权之中。其次，关于需要体系与劳动分工的思考（GW 5, 350 ff.）是全新的，这是后来《法哲学》的基石之一。在此背景下，黑格尔首次引证了斯密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及其关于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著名命题。[143] 从劳动分工中产生了一个“普遍相互身体依赖的体系”，它表现为“个体所依赖的外在权能”。“需求及其满足方式的无意识、盲目总体”并不掌握在个体手中；市场运作在行动者面前表现为一种“极难认识、看不见、不可捉摸的权能”，它作为“独立于他且多变之物”而出现（GW 5, 350）。伦理普遍者——这是黑格尔明确无误的要求——必须“掌控这种无意识的盲目命运”，然而决不能通过专制官僚的统治国家，而是要通过需要体系与正义体系之间的协同互动。第三，一个国家的量化性状获得了显著的分量，这关系到在需要体系——社会的经济领域——框架下产生的财富不平等，特别是在“极端财富与赤贫绝望”的鸿沟这一极端情况下（GW 5, 354）。黑格尔后来将此称作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早在当时他就估计德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口达数百万之巨，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严重不平等的产生与加剧威胁着撕裂共同体的纽带；它蕴含着“伦理消失”的危险，国家必须对此加以遏制。要求“缩小‘外在不平等’”、通过税收正义设立“负担体系”来抑制过高利润、[144] 要求“关切公共福祉”、对抗住房短缺等诉求，皆是所要求的“正义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法律面前的平等必须与福祉的要求结合起来，保障人生活所必需之物。然而，唯有柏林时期的《法哲学》才最终为法权与福祉之国家、法治国与福利国家相统一的有力构想提供完整的原理大纲。
5. “我们的黑格尔博士”——耶拿第二阶段

在1803年8月与10月的信件中，弗里德里希·席勒表达了他面对大学危机、面对耶拿母校危如累卵的“衰落”时的深切悲痛，并回忆起过去几年的天才时代：“也许耶拿[…]几个世纪以来是同类现象中最后的鲜活显现”。[145] 居住在席勒花园洋房里的法学家蒂博甚至谈到，由于许多教授以及魏玛宫廷的心胸狭隘、猜忌与利己主义，大学遭遇了一场“处决”。卡尔·奥古斯特将无数金钱挥霍在他的个人嗜好上。留给大学的唯有微薄的资金。席勒就此写道：“随着魏玛新宫殿的入住与新生活的开始，耶拿古老的大学正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146] 拙劣笨拙的大学行政管理与学生的骚乱加剧了这场危机。在此期间，像谢林、尼特哈默与保卢斯、医学家洛德、两位胡费兰德以及浪漫派的大多数代表等杰出学者皆离开了耶拿母校；《普通文学报》迁往哈雷。德国其他大学瓜分了“耶拿的宝贵遗存”（格里斯语）。黑格尔在1803年11月写信给谢林：耶拿啊，你被剥夺了一切伟大头脑；耶拿丧失了作为哲学麦加的卓越声誉（Br I, 76 ff.）。德国哲学的蜜月期落幕了。
席勒继续记述道：“哲学并未完全喑哑，我们的黑格尔博士据说迎来了许多听众，他们对他的讲课并不感到不满意。”[147] 他报道说，歌德如今“同黑格尔有了更密切的结识”（HBZ 54）。据歌德所言，塞贝克、舍尔弗与黑格尔“单单他们自己就构成了一所科学院”（HBZ 86）。不过席勒指出，这位施瓦本人必须将他的观念论讲授得更加通俗易懂。关于黑格尔1803年生平的稀少文献证明了他与魏玛两位文坛宗匠的密切接触，后两位将黑格尔视为“彻头彻尾的哲学头脑”与“极其出类拔萃的人”。[148] 1803年12月3日，在歌德家中举行了一场名流汇聚的聚会，尽是黑格尔的朋友与熟人：尼特哈默、弗罗曼、蒂博、格里斯、舍尔弗、韦塞尔赫夫特与塞贝克。在弗罗曼家中，人们亲切地直呼黑格尔而不带任何头衔。[149] 他观看了席勒《威廉·退尔》的首演，在阿斯韦鲁斯与克内贝尔家中品茶，去狐狸塔喝克斯特里茨啤酒，并观看了由友人格里斯指挥的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演出。
1. 精神概念

为了他的自然哲学，黑格尔在“自然的所有领域”中强化了研习（Ros 198 f.）。同样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同事与熟人是极有助益的谈话伙伴。除歌德、前述的植物学家舍尔弗、闭门钻研的自然探索者塞贝克之外，还包括里特尔以及物理学家兼化学家卡斯特纳。自1803年起，黑格尔加入了矿物学会；任命歌德为会长的证书上也带有助理黑格尔的签名。1804年，他成为著名自然研究学会的会员。据友人保卢斯所述，黑格尔在其会长歌德那里享有崇高威望：“就数学与物理学的预备知识而言，歌德对黑格尔的器重想必超过了他那位著名的朋友谢林”。[150] 自然探索的新进展为观念论-思辨的自然哲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启迪。[151]
[image: ]矿物学会任命歌德为会长的证书，附有黑格尔签名

当大学的鼎盛时期走向终结之际，这位逐渐为人所知的编外讲师加紧了关于绝对观念论的工作。在1803年夏的一篇残篇《精神的本质》中，首先展现出了作为精神的绝对者概念的初步轮廓，而精神正是其理论大厦的核心灵魂。
精神不是，或者它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转变生成之存在；一种来自消灭，并由此在它为自身所准备的这一观念性要素即虚无中自由运动并享受自身之物。精神仅仅是对其自身他者存在的扬弃；这个作为它自身的他者，就是自然；精神仅仅是将自身从这种他者存在转变为与自身同一者之物。[…]精神扬弃了自然，或扬弃了其自身他者存在，乃是通过认识到：这种自身的他者存在就是它自身，自然并非别的东西，而就是被设定为对立面的它自身。通过这种认识活动，精神变得自由，或者说正是通过这种解放，它才成其为精神[…]它唯有通过从这种脱离自身的存在中返回自身、并寻获自身，它才成其为精神。（GW 5, 370 f.）
在这一原本并非为出版而写的文本片段中，正如在1801至1803年讲授课的其他残篇中一样，黑格尔既探讨了他所构想的自然观，探讨了参考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与卢梭而在共同体伦理框架下的精神理解各环节，探讨了三位一体的表象，也探讨了先验哲学及其作为自身目的的思想。他强化了自己在思辨受难日与伦理悲剧方面的固有立场。费希特的自由思想以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获得了持久深远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通过黑格尔独具匠心的解释塑造了绝对观念论的形成。[152] 诸多维度在此发挥作用：理性自身关联的论题、思维的思维、鲜活生命与内在合目的性的思想、可能性与现实性以及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dynamis, energeia, entelechia）。[153] 黑格尔的学生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加布勒坦言，他关于这一点最重要的启示是在耶拿获得的，想必是在哲学史讲授课（1805/06）中。[154] 早在《自然法》论文中对经验成分与经验的处理，就已令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理念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潜能（potentia）、被理解为空洞的整体，而必须被理解为概念与实现的统一、目的与其现实化的统一。
作为绝对者最高表述的新精神概念的三个侧面被表述出来：首先是对能动的、过程性的自身关联原则的奠基夯实，即对自身的关联与永恒保持自身同一的统一，以及对他者存在、对他者关联的确认，即精神的他者存在乃是其自身的他者存在。原则的本质是活动性与现实性；表面上静止不动之物乃是纯粹活动性。精神不是存在，而是转变生成之存在，是其“异化他化”、“出离自身”、分裂自身、将自身与自身相对立并从其自身他者中返回自身的过程。因此，理念不仅仅是潜能（dynamis），不仅仅是可能性，不仅仅是缺乏过程的存在，不仅仅是自在存在，而且是实现活动（energeia），是鲜活的、现实化自身的、“自为存在”。这一道路是从自在存在走向作为自我产生、作为目的论终极因形成、作为目的及其现实化的自为存在。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就使用了人生成的例子，无论在个体上还是在历史上。人在自在的意义上是合理的与自由的，但能够自为地变为合理的与自由的，能够通过将自由理性内化塑造于自身之中并将自由思想外化塑造于世界之中，实现其作为自我目的现实化的自身规定。由此，针对相对主义者将过程性视为自我创造与自我消灭的永恒更替、直至遥遥无期的恶无限性的教条，提出了一种精确的发展范畴规定。不存在没有开奖的彩票，原本自在的目的在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道路上现实化自身，正如圆圈运动的比喻所形象展现的那样。其次，自身关联被定义为认识者。理性把握、认识、规定自身。理性与被思维者是同一的。精神将宇宙认识为其自身，思维活动即思维的思维，完全的在自身之中。在第三个侧面中，黑格尔将亚里士多德的过程性思想同现代自由与主观性原则结合起来，同他此前已经构想的作为哲学自由一面的否定性环节结合起来。作为自身规定的“活生生的解放”，唯有通过在假定的无规定性中认识到自身的规定性与特殊性方能成功。宇宙、世界、自然被认识为自身的自我。精神认识到，“其自身他者存在就是它自身”，自然“不是别的，正是它自身”。“通过这种认识，精神变得自由”，它在自然中找到了自身，归返于自身（GW 5, 370）。在思维的思维中，存在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真实统一，存在着主体与实体的统一、建构（设定）与被给予性（预设）的统一。伦常、法则、生活方式、世界观的总体，代表了这样一个精神的鲜活组织。这一精神自身经历着通往自由的各个阶段，并在其中必须重构自身的形态。黑格尔借此为他将历史理解为精神的阶梯式进程、理解为自由的可能进展奠定了根基（GW 5, 369）。
《1803/04年耶拿体系草稿》勾勒了绝对观念论作为理念一元论的结构：“第一部分（仍处于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二重性之中）将精神建构为理念，达到绝对的自身同一性，达到绝对实体——实体在通过活动性反对无为被动性的生成演变中，在无限对立之中，在生成的同时同样是绝对的”。理念在其处于自然哲学中的他者存在与出离自身存在中被探讨，自然哲学是精神的前提预设得以形成的领域。在精神哲学中，理念表现为退回到绝对普遍性之中、作为规定且自由者归返于自身的理念（GW 6, 268）。

2. 黑格尔与谢林分道扬镳

早在1802年8月，谢林就在几乎所有要点上赞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对《信仰与知识》提出的批评责备。两位施瓦本人之间当时仍然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往来。他们甚至曾萌生共同前往意大利旅行的想法。谢林于1803年5月与其未来的妻子卡罗琳娜启程前往瑞士。1803年8月16日，黑格尔致信谢林表示希望在意大利与他会合（Br I, 74）。最终，谢林接受维尔茨堡大学教职聘书打破了意大利之行的计划。因此他们未能在实地结识令人心醉神迷的意大利艺术与生活方式，这对两人而言皆是一大憾事。
谢林式观念论与黑格尔式观念论之间的分歧逐渐凸显，裂痕已经产生。随着《精神现象学》的完成，与“谢林哲学思维方式的永恒告别”（爱德华·甘斯语）宣告来临。谢林未曾贯彻在逻辑基础上构建一个融贯体系的构想；他停留在理智直观之中，排斥通过逻辑途径对绝对者的认识，尽管他通过黑格尔结识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形式逻辑的新逻辑的诸种基石。黑格尔则致力于为其哲学确立一个具有逻辑支撑的建筑术结构。时代呼唤一种作为形而上学的新逻辑，绝对者唯有在哲学中、在概念把握的思维活动中方能被言说并得到充分呈现（GW 5, 370 ff.）。
在谢林对黑格尔怀疑论解释的接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鸿沟是如何扩大的。谢林区分了“恶劣的”与“真正的”怀疑论；前者完全困守于反思，并以为通过反思同时攻击并消灭了哲学本身；而另一种真正的怀疑论虽然反对反思认识，却是出自真正的思辨原则。它的武器来自知性，是从反思中借用的——谢林称之为相对知识。[155] 遭到攻击的舒尔策于1803年和1805年发表了两篇反驳论著：《论绝对者的警句》与《关于人类认识的怀疑论思维方式的主要环节》，[156] 在其中他试图捍卫新的怀疑论以对抗耶拿的“绝对者福音”。[157] 这两篇论著代表了新世纪最初几年哲学星丛的一个重要维度。[158] 舒尔策在此使用了纯正的皮浪派论证，并将相对性论式对准了那种带有纯粹、空洞、漠不相关统一之思维形象的绝非成熟的绝对观念论草案。[159] 着眼于怀疑以及理论构想日益显现的分歧，谢林于1806年出版的《自然哲学导论格言》扮演了重要角色。谢林对舒尔策的反驳中包含着对黑格尔“极佳的”《怀疑论论文》的出人意料的提及。谢林的这一赞扬在黑格尔看来很可能是一种挑衅；黑格尔自1802年起加紧推进的绝对者形而上学的建构，显然根本未被谢林所注意到。黑格尔不得不推断，这位朋友要么从未真正理解其绝对观念论的真正意图，要么拒绝承认其要害锋芒。在黑格尔眼中，谢林未曾充分守护早期耶拿同一性哲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亦未认识到舒尔策的新论作完全有理地击中了这一软肋。两位哲学家的思维轨迹背道而驰。在对待舒尔策的问题上，隐藏着导致他们决裂的重大原因之一。然而在这背后，则是对待塞克斯都、对待皮浪派怀疑论的不同态度立场。
对黑格尔而言，不仅以大全一体思想（谢林诉诸于此）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是构建绝对观念论的必经中介点，而且以相对性与否定性为基本母题的怀疑论同样如此。谢林从未深入探讨过思辨怀疑论的鼻祖，根本谈不上对真正怀疑论的概念性整合。这正是谢林开始背离理性及其可知性、转向固守神圣绝对者——一个对思维活动而言封闭的第一者——以及转向其哲学中日益处于核心地位的超乎概念把握思维并先于概念把握思维的“无法预先思维者”（Unvordenkliches）的原因所在。针对绝对无条件者的虚构，针对纯粹直接性的独断保证，黑格尔提出了在“逻辑的绳梯”上的怀疑攀登，将怀疑作为对抗一切假定的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原初真理与前反思之物的总武器。怀疑在其内容上乃是纯粹直接性的反面。黑格尔对舒尔策（以及对怀疑论）的真正回应，绝非如谢林所暗示的那样是《怀疑论论文》，而恰恰是《精神现象学》——即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的构想。在他1805/06年的《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公开宣告了与谢林的对立，特别是针对“绝对者对立面的静止直接统一以及仅仅在数量上被把握的差异”。[160]

3. 通往思维的奥林匹斯之路——《耶拿体系草稿》

在1803年《批判杂志》停刊之后，直到1807年黑格尔未再发表任何著作。在这一漫长的公开沉寂时期，他专注于自己的巨擘工程，远离了“时代的喧嚣与浮躁空谈”（GW 21, 20）。已编辑出版的1803/04年（I）、1804/05年（II）与1805/06年（III）的《耶拿体系草稿》，尽管具有残篇性质，却包含了所设想的哲学体系的诸多形态构型，为人们提供了窥探黑格尔实验工坊、窥探其进行中的工作（work in progress）以及窥探其耶拿第二阶段思想演变的迷人视角。建筑虽未最终落成，但脚手架与重要基石已然挺立。[161] 这些草稿记录了对其哲学各个组成部分的持续推敲雕琢。它们同样反映了与谢林同一性哲学的日益疏离：尽管在1803/04年谢林的术语仍然可见，但黑格尔后来将谢林所谓“从绝对者的脱离堕落”以及无限者向有限者的“走出”这种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形象，断言为一种“无概念性”的表达。在此可以辨识出通往《精神现象学》、通往《逻辑科学》的准备工作以及后来百科全书构想的其他基石。
若干思想可以简要勾勒如下：[162] 首先，黑格尔承接早期的自然哲学研究，特别是法兰克福时期的工作与《论行星轨道》，进一步推进围绕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思考，起初仍带有谢林的痕迹，并依托于对当时自然科学出版物的摘录。罗森克兰茨曾接触过包含这些手稿的一本“小对开本”（GW 5, 485）。其次，《1804/05年体系草稿》中的逻辑学轮廓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闪现了对后来《逻辑科学》的重要先声预示。尽管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澄清——罗森克兰茨称形而上学部分“极其晦暗”（Ros 110）——但一种新的逻辑学构想已经脱颖而出，包括从存在逻辑到本质逻辑再到概念逻辑的阶梯序列，以及这些阶梯内部的诸多要素。第三，与怀疑论的较量进一步深化，对否定性的理解更加犀利敏锐——这是一个迄今被低估的重大维度。[163] 在此意义上，《体系草稿》是从《怀疑论论文》通往现象学工程的中介环节；它们包含了关于精神构想以及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学说的值得重视的先期准备。新的重心在于应对在《怀疑论论文》中仅略加提示的怀疑论唯我论维度。为此，与尼特哈默的交流可能具有特殊意义；后者在18世纪90年代曾卷入了一场主要与埃尔哈德展开的相应辩论。在关于否定性的论述中，黑格尔将单纯的自身同一性思想概括为否定的自我关联。绝对个别性意味着一种无声且无行动的意识（GW 6, 285），这相当于尼特哈默与埃尔哈德所诊断出的唯我论者的独在或可怕的彻底孤独（独我自身，solus ipse）。埃尔哈德强调了唯我论的自我封闭，尼特哈默则提请人们注意唯我论-怀疑论立场的内在不融贯性：当怀疑论者说话或进食时，他不知道自己是在用语言表达知识，还是食物在滋养他。真理据说存在于静默无声与无所行动之中，但怀疑论者却在说话与行动。即便凭借其沉默与悬置不论，也暗中提出了有效性诉求，它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虚假中立。以此为基础，黑格尔反驳了皮浪派关于真理不可沟通传达的论点，反驳了对无所行动的赞美：沟通（语言）与活动性必须作为克服无声与虚无的形式而获得具体规定。第四，黑格尔清晰阐发了对其自由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概念：意志与承认。在激进的孤独中，在对世界的完全漠不相关中，在纯粹的自为存在中，一切外在内容皆被涤除；这是纯粹消极的自身规定。这种任意即实践领域的偶然性，可被视为自由意志的必要但非充分谓词。[164] 当意志仅仅是“自身的闭合推论”时，个体只能想要，而无法真正行动，缺乏通过特定行动解开闭锁状态的“决-断”意志行动。[165] 单子式唯我论的自我，唯有通过在思维的自身关联中扬弃表象式的与渴求-欲望式的自我指涉——即后来理论精神与实践精神的中间阶段——方能达到承认的自我意识，唯有通过意志的知识，意志由此被把握为普遍意志且本质上是被承认的存在（GW 8, 187）。当黑格尔将自我作为被承认的存在定义为从概念中产生的存在时（GW 8, 215），他强调了意志这一概念规定的核心思想。通过对自由意志范畴以及建立在承认基础上的法权范畴的逐步接近——这些正是其实践哲学的构成性原则——黑格尔为其自由意志的哲学理论开辟了道路。这一工程的工作还将耗时约15年，直至1820年开辟时代的《法哲学原理》。《耶拿体系草稿》也为这一大厦的其他基石提供了先期准备，特别是结合对斯密的接受而对需要体系及现代社会理解的初步研讨，以及对现代国家理解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第五，在草稿中已经出现了艺术-宗教-哲学这一三阶段结构，即精神的三种最高表达形式。
总体而言，在耶拿中期可以确认两个相互关联、逐步实现的路线修正：随着1803/04年冬季学期讲授课的预告，黑格尔放弃了一直以来对科塔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专著的提示。1804/05年虽然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仍然分开，但该讲授课如今冠以思辨哲学（philosophia speculativa）的名称。自1805/06年起，两者最终合并为一门学科。此外，预告出版物的标题被注明为《科学体系》。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转变为一种扬弃了传统区分的新逻辑学——“作为新形而上学的逻辑学”。这源于思维自身关联的范式，并源于由此产生的逻辑与形而上学事实对于理性自我认识的意义这一追问。[166]
第二个决定性的方向转变涉及观念论依然存在且触目惊心的理据匮乏漏洞。后来黑格尔将该问题概括为这一追问：“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确立新知识模式的合法理据，包括对开端的正当性论证，开端必须被理解为无规定性与规定性、无中介性与中介性的统一。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要求绝对者的运动必须有一个开端，追问其“为何缘故”（Ros 108）。这绝非某种预备性逻辑学，绝非绪论意义上的单纯导言，绝非教学法上的引导，亦非自我意识的历史。开端不能处于科学的大门之外，不能处于知识的彼岸。它不能是一个基本命题、公理、假说、启示，不能是一个不可理解的开端点。关于开端的困境在于，无论是纯粹直接之物还是纯粹中介之物皆无法构成开端。将开端正当化为“通往科学的准备”本身必须是科学，唯有凭借这样一门科学才能有力迎战怀疑论。黑格尔开始了他通过生成中的知识为知识奠定理据的宏伟巨擘工程，即通过一门《意识经验的科学》，[167] 这也是《精神现象学》最初的标题。
在1807年初写给谢林的一封信中，黑格尔将整部现象学论著称为“仅仅是开端，固然作为开端它已足够浩瀚”（Br I, 132）。辛克莱也向黑格尔预告将寄赠一份“我的开端”的样本（Br I, 332），并写道他极愿像在法兰克福和巴特霍姆堡那样再次同黑格尔重温旧论并钻研新篇。辛克莱敏锐地指出，“一切从原则出发的立场皆是单纯的独断论”。然而人们“无法完全凭空开端”，并向黑格尔推荐了后者在法兰克福如此精妙运用的怀疑的“烈焰之剑”。此外，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看到了一部“从生活走向哲学立场的导论”，然而该书也以一种“最初做出的假定”进行操作，并倾向于一种更为历史性的奠基理据（Br I, 417, 429 f.）。黑格尔赞同对独断论的批判——在独断论中开端作为不可动摇的原初之物缺乏证明。开端的构想必须是在思维正当化意义上真正的哲学。然而黑格尔反驳道，以怀疑开端依然无法摆脱暗中僭取的瑕疵。这种怀疑“远甚于开端”，它本身已经是中介的原则，是“开端与终点之间的中间状态（medias res）”。开端必须具有直接之物的形式，但绝非纯粹直接之物，然而作为开端它终究是不完备和不完全的。因此，“它是开端，因为它尚未向前进展；唯有向前进展才会带来不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他者而获得中介之物”（Br II, 5）。
在《精神现象学》的末尾挺立着纯粹知识，但它作为结果同时也是中介之物。“个体有权要求，为了提升到绝对认识的立场，向其递过梯子并在其自身之中展示出这一立场的必然性。”[168] 罗森克兰茨谈到表面的双重开端，据他所言，《精神现象学》为主体、为“首先必须被倒立过来”的意识提供了开端的合法理据（Ros 206）。这部论著被证明是对哲思开端的正当性论证。唯有通过决意进行纯粹思维，人们方能舍弃《精神现象学》的“梯子”。当然，这要求接受现象学事业的精髓要义，即将纯粹概念把握的思维活动视为结果。在研读了黑格尔的《逻辑科学》之后，辛克莱修正了关于单纯历史性导论的责难，承认了《精神现象学》对于哲学开端的奠基奠基功能。《逻辑学》中题为《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这一节，可被视为对辛克莱的间接回应，辛克莱曾在此背景下对《精神现象学》作出了最为敏锐深刻的评价。在《逻辑科学》的以下段落中可以清晰感受到对辛克莱的回应：“唯有在直接之物中，尚未存在从一者走向另一者的进展”（GW 11, 40）。唯有回望十年后问世的《逻辑学》，才能对耶拿中期启动的《现象学》事业获得充分理解。
哲学必须再一次从头开始。学生加布勒记述了黑格尔耶拿讲授课所留下的这一深刻印象：他假定的知识被“沉入非知与怀疑的黑夜之中，以便为知识建立起全新的坚实基础”（HBZ 60）。在阐发一套全新科学体系的基本特征之前，首先必须构想并确立开端的合法理据。这要求一部具有论证力量的深邃论著。《精神现象学》是这位哲学家第一部具有体系抱负的论著。

4. 耶拿的两个世界灵魂——黑格尔与拿破仑

1805年与1806年对黑格尔而言想必是最扣人心弦、充满矛盾与惊涛骇浪的岁月。这几年被对《精神现象学》的热切劳作、耶拿的理智衰落、严重的经济困窘、谋求大学教职的持续挫败、与女管家克里斯蒂亚娜·布克哈特之间产生深远后果的风流韵事、耶拿战役、与拿破仑的相遇、一部现代哲学关键著作的完稿直至被迫离开耶拿所支配。尽管与歌德有着启迪思想的交往，尽管教学上的成功与日俱增——1806年2月学生们公开为黑格尔欢呼致敬——并且尽管在1805年2月获任编外教授，但他内心的撕裂与焦虑却愈发加剧。早在1804年，尼特哈默就必须提供经济援助。1806年5月，卡罗琳娜·谢林记述道，人们不知道黑格尔如何维持生计（HBZ 71）。1806年，这位哲学家从魏玛获得了为期一年、少得令人蒙羞的100帝国塔勒资助——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每周为建造其宫邸就挥霍4000塔勒。“魏玛那些可怜虫既可笑又可鄙！”（Br I, 110）黑格尔在埃尔朗根、海德堡、柏林、图宾根与阿尔特多夫谋求教授职位的试探皆付诸东流。加布勒描述了一个深沉内向的人格：大眼睛中闪烁着破碎的光芒，温和的微笑中融合了亲切、讽刺与痛苦，宛如“从通常乌云密布的天空迸发出的阳光”（HBZ 61, 64）。自1806年5月起，黑格尔的女管家克里斯蒂亚娜·布克哈特怀上了他的非婚生子路德维希，孩子于1807年2月降生。在极度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对《精神现象学》进行的收尾工作以及在班贝格格布哈特出版社的书籍印刷，成为了一场巨大的耐力考验。最终，在1806年10月，战争的烈焰直接蔓延到了耶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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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拿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一部哲学史上的千年巨著大体告竣。1806年10月13日与14日是决定命运的日子。一方面尼特哈默通知称，10月13日是手稿“最后批次寄送的最后期限”（Br I, 117）；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一天耶拿被法国军队占领；第三，黑格尔遇见了拿破仑。手稿原定于10月8日和10日分两大部分寄往班贝格，但这大概直到10月14日才得以成行，而14日清晨城内已能听见剧烈的炮火轰鸣（Br I, 120 f., 464）。黑格尔对战争时期的邮寄深感忧虑；书稿没有底稿复本。他在“耶拿战役前夜的午夜时分”才最终完成了编辑统稿（Br I, 161 f.）。自该城被占领以来，黑格尔便将最后几印张手稿随身携带；稍有不慎便面临无可挽回的遗失危险。1806年10月13日，黑格尔与拿破仑这两位世界历史风云人物相遇了：“我看见皇帝——这位世界灵魂——骑马穿过城市出城侦察；——看到这样一个集聚在此处一点上、骑在马背之上、统摄世界并统治世界的个体，确实是一种奇妙的感受”（Br I, 120）。这位哲学家在约翰尼斯街看到的并不是人们常常渲染的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而是他所器重的大政治法学家，他为欧洲带来了现代的新宪法。1804年，拿破仑加冕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并颁布施行了《法国民法典》。10月14日，这位天才统帅在耶拿高地上将普鲁士军队击溃殆尽，很可能就在同一天，《现象学》手稿的最后一部分发往班贝格。由此，封建势力的旧世界即旧制度（Ancien Regime）在这些日子里遭遇了两次重创，一次是政治上的，一次是哲学上的，而两者皆来自这座仅有约5000居民的图林根大学小城。在耶拿战役（Bataille de Jena）前一个月，黑格尔曾写道：“我们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代，一个动荡骚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精神猛然跃进，超越了其先前的形态并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形态。以往表象、概念的整个庞大体量，世界的纽带，皆已瓦解并如同梦境般分崩离析。精神的一种崭新绽放正在酝酿准备之中。”（Ros 214）
黑格尔本人直接受到了战火波及，住所遭到抢劫，不得不离开寓所，起初短暂寄宿在加布勒家中，随后住在黑尔费尔德大楼克内贝尔家中，[169] 最终在弗罗曼家中安顿下来。[170] 军队驻扎征用、约翰尼斯街的大火以及抢劫抢掠（包括在大学内部）在这座小城留下了深刻创痕。他目睹了科斯佩达战役的惨烈后果：数以千计被运送进城的伤员与垂死者。“我们的城市教堂、整个学院、宫殿与救济院、政府大楼、教会顾问施密特大楼、击剑楼以及所有大型房屋皆成为了战地医院。”[171] 黑格尔将战争比作魔鬼：“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像我们亲眼所见的那样去想象战争！”（Br I, 126）战役发生大约一个月后，黑格尔离开耶拿前往班贝格，以便就近监督他的《现象学》的排版印刷。直到1807年1月初，他仍抱有在耶拿谋得教职的微弱希望；2月中旬，尼特哈默传来消息，黑格尔可以接任《班贝格日报》编辑部的主编一职。随后他在1807年3月迁居弗兰肯地区。凭借他的《现象学》，这位思想家已将一颗无价的璀璨钻石奉献入了哲学的宝库之中。

6. 《精神现象学》（1807）——哲学史上的千年巨著

一部真正的艺术品，最严密的概念规定与高超的诗意融为一体，以独创的意象将最艰深之物展现得近乎微观般清晰明澈，富于对最崇高与最平庸之物的用典与戏拟，同时通篇洋溢着奥林匹斯式的朗澈与明澈。
卡尔·罗森克兰茨

1. 意识哲学多头怪九头蛇

据说黑格尔曾将他的《精神现象学》描述为通往知识的发现之旅。在这项宏大雄心勃勃的壮举中，他首先必须斩断意识哲学这只张牙舞爪的九头蛇的诸个头颅，彻底清扫反思哲学的奥吉亚斯牛圈。[172] 黑格尔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宣告，真理绝非一蹴而就的现成结论，而是一个内在展开的活生生的有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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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想为整个体系而不仅仅是作为《现象学》前奏的《序言》中，黑格尔将他以《差异论文》发端的对主导思维模式的批判扩展为一场全面的论战横扫。黑格尔坚决反对他力图通过这部著作予以克服的意识范式。此时意识哲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宣称“不存在对真理的认识”，人们所能把握的唯有流变与转瞬即逝之物。黑格尔后来指出，放弃真理“被抬高为精神的至高胜利”，哲学借此亲手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凡人的眼睛无法仰望上帝的面容”，这是雅可比向哲学开具的破产公证书。紧随康德其后的批判哲学凭借其划界心态，甚至还为无知换取了一副心安理得的良知。对真实知识的宣称被视为狂妄自大；人们诉诸对概率的认识与可错性，兜售着二手货知识。尽管这些关卡看守人与边境哨兵在思维水准上根本无法望黑格尔之项背，但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宣称自己已经超越了黑格尔。因此，这部《序言》至今依然具有鲜活的现实性；意识哲学的九头蛇与地狱恶犬在今天依然横行肆虐，奥吉亚斯的牛圈尚未清洗干净，“据信为真”的杂音喧嚣正在欢快复活。一种将自身包装为哲学科学的逻辑-数学公理体系亦在经历繁荣，它热衷于毫无生机与色彩的形式主义与分析图式主义，这些图式酷似对杂货铺秩序一清二楚的明细账单。另一些人则借助作为意识结构核心的相对主义，为思维活动筑起了一座禁忌之城。当人们追随黑格尔做出偏离这一轨道的尝试时，这些角落便传来刺耳的鼓噪：过时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神学、要求过多（claiming too much）。借用康德友人希佩尔的话来说：“凡是对人类说‘到此为止，不可越雷池一步！’的人，就是剥夺了人类的头脑”。[173] 谈论理性的界限，黑格尔后来认为这比谈论木制铁器还要荒唐拙劣。

2. 《精神现象学》的宗旨诉求

意识所习惯倚赖的所有支柱皆应当被认识到是不充分的并予以摒弃，旧范式应当被引渡到新范式之中。必须打破对现成知性知识的习惯，以便为通往新知识开辟道路。在知识与真理的大厦中，必须系统呈现思维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应当给出理据交代，应当严密检验知识诉求，奠定一门崭新的科学。黑格尔提出了三个相互交织的纲领性要点：首先是《意识经验的科学》，即意识向科学的教化提升，意识自身展开的阶梯式生成创造；其次是显现着的知识的呈现，在其形态的完备性中，意识的道路作为显现的、“现象的”精神通往作为概念把握思维的精神之路；第三是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174]
通向知识的阶梯进程绝非漫无目的的游荡，绝非松鼠灵魂从一个枝头向另一个枝头的跳跃（尼采语），绝非凭个人兴致展开的狂想零散叙述，绝非意象与隐喻的单纯队列检阅，而是概念把握方阵的坚实挺进，是在纯正亚里士多德与费希特意义上的“原初开端”以及作为“纯粹知识概念之演绎”（GW 11, 20）形式的逻辑推导中对“概念之冷酷必然性”的贯彻执行。所关涉的并非一部意识形态的历史，而是展现出概念把握思维立场的必然与完备生成。初看之下宛如混沌一团的精神显象的丰沛宝藏，必须获得一种科学秩序。该论著应当为一门崭新哲学科学的开端及其立场奠定理据。纯粹知识、纯粹概念的喷薄涌现必须得到严格证明。在《逻辑科学》中黑格尔强调，科学的概念已在《现象学》中获得了其正当理由，后者为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开端确立了合法性，而非直接为《逻辑学》的开端确立合法性，因为逻辑学的开端产生自纯粹思维活动的开局第一步。
单个个体无法直接占据这一科学的立场，他首先必须经历通往那里的诸教化阶段，在此由于他容易遗忘已获成果、经常发生自我欺骗与自我误判，必须向其递过一把拾级而上的“梯子”。两条相互呼应的道路最终汇合在一起。由于公理化操作流程以及出自最高基本命题的哲学已被证明并不适用，黑格尔致力于完成一项使命：对哲学的新开端不仅加以断言或借用，而且予以严格证明；整部著作皆服务于这一目的。

3. 意识的结构

倘若有人在思维与言说中提出了知识诉求，这至少包含两个基本意蕴，而这两个意蕴并不构成任何实体性的预先假设：首先是参与到这场极其严肃的知识游戏之中的决意，其次是意识本身的单纯基本结构：某人将自身同与其相对立的某物区分开来，同那与其相对而立的“对象”（Gegen-Stand）区分开来，认识主体与对象发生关联，以便获得作为对象的关于它的知识。黑格尔将这一意识范式的核心、这场游戏的“基本布局”视为思想与对象、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涉、关联与二重性（两分性）。由于对关联的两大“极点”、对两种“主体权威”的区分，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对各自另一方的排斥（否定）。德语中优美的“对象”（Gegenstand）一词指示着“意识的对立”（Gegen-Satz），指示着对思想而言呈否定性的“对象性”，以及对对象而言呈否定性的“思想性”。意识包含着双方的独立性与其统一、即作为唯一的意识之两面的同一性之间的矛盾。二重性、关联性、思想与对象的分离、两个独立方面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深刻铭刻于意识之中，并且始终是其稳固的基本特征，其动态机制必须被详加阐明：对象首先可以被理解为被给予性，其次可以被理解为建构物。着眼于被给予的、现成发现之物，实在论标以肯定、赞同的符号，而主观观念论则标以否定的符号；着眼于建构，情况则恰好相反。因此这一对立存在于两种极端形式之中：在第一种形式中，对象处于我之外，作为直接现成存在或被给予之物，它并非源于我的知识，独立于我而存在。在第二种形式中，对象仅仅被看作由我所创造的内在表象。用哲学的话说：倘若我在第一种情况下以判断的方式同世界发生关联，那么这个世界便是一种直接的、独立于我而存在的现成之物——这是原初实在论的原则。在第二种情况下，自我设定了对象、设定了世界——这是建构主义、主观观念论的原则。孤立来看，两种变体皆处于单纯断言、意见与信仰（belief）的状态之中。意识依据其本性必然在两极之间“摇摆动荡”，在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振荡往复”。

4. 纲领各维度的关联

应当分几步来揭示现象学发现之旅这三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方面。意识被视为精神，只要精神作为关系而呈现或显象。显象指明了意识中的区别，即思想向一个对象的关联。就此而言，这里涉及的是原则上处于其关系性状态之中的“显象的”精神。显象知识相继出现的诸站点，作为精神的各种不同形态，乃是精神走向自身的运动路标。这绝非智识形式杂乱无章的或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历史；它是从相对性走向在绝对性中对这种相对性的扬弃的过程，是从“不纯粹的”知识走向“纯粹的”知识的过程。意识的结构在从关系走向自身关系的道路上被扬弃，“二元论的意识范式”在新的“对思维活动进行思维活动的一元论范式”中被扬弃。
相对性、二元性、显象与表象，以及在后两者之间的摇摆不定，正是怀疑论的标志。“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这一表述，即怀疑之路，是黑格尔在与古代皮浪学派以及近代唯心主义怀疑论的论辩中发展出来的。在独断论中，一个有限的、处于关系之中的东西被设定为绝对者。针对这种立足于关系的一个极的知识要求，另一个极被提出，并指明其相对性，指明意识所特有的关系结构、对立结构。由此，各自独断地设定自身的一方的知识要求被否定了。相应地，黑格尔早前就曾将塞克斯图斯的五条论式称为反对一切独断论的主要武器。[175] 针对假定的单一性（教条），借由否定而提出硬币的第二面，即二元性，这乃是就意识本身的内在对立建制而言的。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就这样通过向显象的、现象的知识展示其自身特有的第二面，将显象知识的所有知识要求都引向归于荒谬。随后尚待探讨的意识的自我检验，则借由倒转、借由特定的否定，导向怀疑论的自我毁灭，导向对二元结构本身的扬弃。在自身的完成中，在直至纯粹知识的净化性操作流程中，它如同一剂强效的导泻剂，连同自身一并排泄出去。但正如二元结构在自身关系中被扬弃一样，二重之物在一元论哲思中的包容，也是以整合其否定的、自由的一面的形式进行的。在这方面，该著作展示了对意识范式的解放。
从这三个维度的内在关联可以看出，在《精神现象学》的内容构想中并没有重大的修正。[176] 标题的改变表明了用精练的表述取代枯燥题目的努力。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说，最后几部分的“不成形”是由于交付手稿时的时间紧迫。尽管如此，黑格尔凭借其第一部大型专著取得了一项天才的成就，使他一跃进入第一流哲学家的行列。哲学界充耳不闻；大多数书评人们完全可以省去不读。一个例外是黑格尔的学生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1810年的评论，该评论虽然在内容上有所欠缺，但将黑格尔赞誉为新的亚里士多德。他称，随着哲学获得科学的严格形式，一元论被敏锐地展开，理性展现出其全部力量。随着《现象学》的面世，哲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纪元。[177] 尽管如此，在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哲学家们仍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阻碍了黑格尔的学术生涯。
该著作建立在从头到尾首尾一贯的、系统的构篇之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前后矛盾或断裂。其精确性也体现在前瞻性以及回顾性的段落中。即使在难以理清的精细区分与高度浓缩的丛林中，人们也能看出意识这一主题如何在变奏中以及在不断扩大的复杂性中展开，以及通往知识的攀升“阶梯”以何种方式被递出。思想在思维宇宙中通往科学立场、通往纯粹的、概念式思维活动的奥德赛史诗，直至今日仍未失去其魅力，即便摆脱陈旧的意识模式、从二元论走向一元论、从关系走向自身关系的道路尚未终结。

5. 意识的自我检验

黑格尔的这盘棋从第一步开始，经由开局、中局与残局直至将死，都由一种进攻与防守相得益彰的清晰策略所主导。逼着、抽将、王车易位一路相随——黑格尔从象棋爱好者让·保罗的《美学预备课》中熟知倒转、颠倒、反转的多变形式。巧妙的机锋和成功的还击与晦暗而未臻成熟的段落并存。令人困惑和不清晰的棋步增加了诠释的难度，同样不适度铺陈的论述也是如此，这在“观察的理性”一节中源于对当代争论的兴趣，并导致了在自然探究中对“形而上学经验论”过于冗长的论辩。传记轶事也产生了影响，例如颅相学学者加尔对魏玛和耶拿的访问，以及“颅相空洞说”信徒弗罗里普的存在。黑格尔有时也会信马由缰，比如对诺瓦利斯罹患肺结核的尴尬影射。最终，意识被缠入一张绝杀之网——在纯粹的知识概念之中。
大量的影射对读者而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多为匿名的诗意典故中，可以发现来自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琉善、莎士比亚、狄德罗、诺瓦利斯、荷尔德林、席勒或歌德的母题与形象，此外还有来自不同宗教表象世界的母题。在哲学家中，思想的脉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爱比克泰德、马可·奥勒留和塞克斯图斯，贯穿雅各·波墨与布鲁诺、笛卡尔、斯宾诺莎、卢梭和休谟，从法国百科全书派一直延伸到里德、雅可比和舒尔策，从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直至浪漫派。
提出真理要求包含着对其单纯形式结构的决意，从而包含着检验的开端、严格的检验过程及其结果。黑格尔对其著作的出版自我介绍（GW 9, 446 f.）在此意义上谈到了道路的诸站点。“实施的方法”必须毫无保留地在于意识的自我检验，这由不偏不倚与内容上的无前提性这两大保证所标示——这是科学性的一堂典范课。意识是以其自身所设定的尺度来衡量的，无需从外部引入任何准则；试金石就是意识本身，无需由外部来进行教诲。[178] 若不遵循这一点，哲学事业就会退回到仅仅采纳另一准则的独断论之中，退回到检验的无穷倒退之中。考察的核心在于毫无偏见的“意识与自身的比较”，在于一种内在检验或内在批判。显现出来的意识所表明为知识的内容，要以其自身所规定、处于其结构之中的试金石来衡量。检验建立在所阐明的区别之上，建立在意识的关系、对立之上（GW 9, 59 f.）。在此意义上，意识本身就是这种比较，即思想与对象是否契合，思想（表象）是否契合对象（事情），或者对象（事情）是否契合思想（表象）。两者可以被视为同一的，因为差异的各方都属于意识本身，意识本身就表现着这种关联、这种对立。
阶段进程中的双重化——一方面是自然的、显象的意识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坚持意识自我要求的“干预”——建立在意识对自身的片面看法之上，意识在其全部彻底性中误识了自身。黑格尔在多处谈及自我的遗忘、自我的误识、自我的欺骗，或者“对自身的漫不经心”。[179] 意识最终并未将自身的两个环节结合在一起，时而倾向于仅仅现成存在的现象的实在断言这一面，认为对象完全脱离了对它的表象而存在，认为事物在关系能够被看透之前就已被给予；时而又断言对象就是自己内在的表象。凭借这种违背自身关系结构或对立结构的片面断言，意识误识了自身，必须向它指出其“漫不经心”，而这并不会触动无前提性原则。相反，必须从字面上彻底对待意识的主张，敦促其结构的彻底贯彻，并揭示其固有的二元性——而意识总是一再忽视这种二元性。意识在此经历着一再被抛回到其另一面、抛回到对已达到的形态的否定上的经验。它经验到各自提出的知识要求的相对性、有限性与不足，该要求被推入“虚无的空洞深渊”。每一个新的要求都沦入同样的消灭之中，这是既定性与其否定之间的持续更替。意识在此过程中“遗忘”了它自己所要求的贯彻到底，误识了各自新生成的立场。
因此，必须把握住相对性，并向意识展示“意识自身的倒转”。纯粹否定性的立场抽离了这一点：这种假定的单纯虚无，乃是它从中产生、它所源自之物的虚无，因此结果必须被视为一个被规定者。意识被展示了其自身的本性、它的本质，以及它所固有的二元性或对立性。论点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同等有效地包含着论点否定即规定（negatio est determinatio）；借助特定的否定这一形象，我们获得了发展的推动原则，获得了向新形态严格过渡的原则，即“由此通过完整的形态序列的发展过程便自发产生出来”的原则（GW 9, 57）。这种源自意识范式但被意识所“误识”的对特定的否定这一逻辑形式的辩护——即著名的黑格尔式的作为消灭、保存与提升之统一的扬弃——黑格尔直到后来才给出：
要赢得科学的进展，唯一的事情就是认识到这一逻辑命题：否定的东西［否定］同样也是实定的［肯定］，或者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瓦解为零、瓦解为抽象的虚无，而是本质上仅仅瓦解为其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者说这样一种否定并非一切否定，而是自身瓦解的特定事情的否定；因此在结果中本质上包含着它所由产生出来的东西（GW 11, 25）。
黑格尔将这种从意识结构中获得合法性的增添因素刻画为“意识的倒转本身”，借此“意识的经验序列提升为科学的进程，而这种倒转并不是为我们所考察的意识而存在的”（GW 9, 61）。这一段落高度浓缩的论证依然表明，黑格尔通过对特定的否定的思考，明确关注着《现象学》与怀疑论的关系：即各自的结果、形态决不代表空洞的虚无，而是也包含着前一形态所具有的真相。在意识的倒转与怀疑论的这种结合中，后者获得了格外突出的分量；它上升为“中项”，成为关键的转折点，并且本身就是意识自身的倒转。影射让·保罗，这里起作用的是逆转律（lex inversa），一种突破性的位置更替，《现象学》的长易位。精神在这种倒转中犹如传说中的墨罗普斯鸟（Merops），倒飞向天界，向上啜饮花蜜并倒立舞蹈。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的地狱之旅，为精神铺平了升天之路，即通往新知识的道路。

6. 现象学道路的制图学

此处只能勾勒该著作的纲要，道路的地形图见于目录。黑格尔在对该书的自我介绍中就此写道：
本卷呈现的是转变中的知识。精神现象学应当取代心理学解释，或者取代关于知识理据的更为抽象的讨论。它从一个视角考察科学的准备，由此它是哲学的崭新的、有趣的并且是第一门科学。它将精神的诸形态总括于自身之中，作为精神借以成为纯粹知识或绝对精神的道路站点。因此，在这门科学的主要部分中（这些部分又再分为若干部分），考察了意识、自我意识、观察与行动的理性、精神本身（作为伦理的、教化的与道德的精神），最后作为处于其不同形式之中的宗教精神。在第一眼看来如同混沌的精神显象的丰富内容被纳入一种科学秩序之中，该秩序按照显象的必然性展现它们，在其中不完善的显象自行瓦解并过渡到更高的显象之中，后者构成它们最切近的真理。最终的真理首先在宗教中找到，然后在作为精神之结果的科学中找到。（GW 9, 446 f.）
为了伴随意识的自我经验（“对它而言”），“现象学家”（“对我们而言”）展示了精神、展示了知识的纯粹环节相继的自我生成，描绘着“必须在意识背后发生的事情”。精神的这种自身规定作为逐步的“富集”而进行，直至知识达到其“临界质量”。各自展开的形态与已经生成的意识结构相对质——必须向意识指出它所遗忘、压抑和误识的东西。与此同时，在这些阶梯式的转变中，始终涉及意识固有的对立基本建制及其自身的倒转。着眼于康德哲学的基本构成要素，作者强调，这种思维活动以革命性的方式打破了旧范式的界限。然而与此同时，康德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处理表现了意识未获消解的矛盾的充分展开。它是不折不扣的意识哲学，它——如黑格尔后来毫不含糊地指出的那样——“完全只包含现象学的规定”（GW 19, 317）。
形象地说，这一路程包含着攀升、驻足、沉思与回忆、回转与倒转、歧途与死胡同、轨道倍增与多样化的“交会点”、轨道的汇合以及“有教养的复归”。构篇的基本主题在多样的变奏中被“通篇演练”，直至以定音鼓与小号奏响的终曲。场景、布景与角色都在转变——然而基本母题与主角则是早已在开端形态中显现、彼时虽尚未被充分规定的精神，它自身规定，走向自身，获得自由。从意识立场出发的精神走向了其自身特有的立场，即科学的立场。旅行开阔眼界，随着思维之舟、现象学“梦想客机”在概念式思维活动中的着陆，一种崭新的哲学知识范式得以确立。若干精选形态及其之间的过渡，以及突出的路标值得特别关注。在每一处都应当做简短停留，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智识世界漫游的构篇与布局原则、呈现方式以及意蕴，当然这只能描绘出整幅画卷的寥寥数笔：例如从力与知性向自我意识的过渡，以及作为整部著作“中项”的怀疑论；向理性与精神篇章的过渡；作为确知自身之精神的道德，以及从宗教通往绝对知识的桥梁——这是最终扬弃意识模型的核心要点、终极形式——作为建筑术压顶石的最后狂澜壮阔的一幕。[180]
目录区分了这座大厦的三个部分：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性，这是这部包含八幕的戏剧的三大主角幕。在自我介绍中，黑格尔将第三章细分为观察的与行动的理性，作为伦理的、教化的与道德的精神，作为处于其不同形式之中的宗教精神，最终作为科学，即概念式思维活动。
1. 开端形态——感性确知与意谓

在思想与对象之间关系的这种最单纯的、自然的、开端的形态中，知识要求采取对对象的直接确知的形式，这种确知仅仅存在于对象自身之中，即一种获知该对象本身如何真实存在的知识。思想的意蕴完全来自一个绝对的他者，知识从该他者那里被接收。自然意识作为经验论操作流程的初级形式，用感官接收所呈现的、所发现的、降临于主体之物在其个别性（“这一个”）中的状态。相对立的客体显得主权独揽且独立，作为相对于自我的完全的他者。世界在其所有偶然的个别性中被视为绝对被给予的；个别对象能够以这种方式在其不可变易的、全部的真理中被把握——感性确知的主张便是如此。对象、客体构成了本质性的东西，接收的主体则是无关紧要的。在“被给予性神话”的这一极简形象中，对象的存在被视为独立于该对象是否被感性接受。即使它不被认知，它依然持存。思想纯粹是接收者，在感性确知的形态中，被给予者应当仅仅传达自身，应当将客体（对象）实在性的绝对确定之物说成是不可动摇的，而且是用指示性表达作为精确的空间与时间点状性——在“此地”与“此时”之中。然而，借助这些表达形式，没有任何对象能被把握为不可变易的时空点：“此地”是一座房屋或一张桌子；“此时”是白天或黑夜。所预期的不可变易性猝然跌入变异（成为他者），假定的确知跌入主观的意谓；空间与时间假定的“客观”指示性落入主体之中，落入思想之中。对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知道它，因为我看见它、听见它等等。在纯粹的存在之中，在作为假定直接性的感性确知形态之中，必须区分作为对象的“这一个”与作为思想、作为自我的“这一个”。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不仅仅是直接的，而是同时是受中介的——意识的关系性、二元基本模式在这里就已经显露于直接性与中介的矛盾之中。“我通过另一个东西即事情而具有确知；而事情同样在确知中是通过另一个东西，即通过我。”（GW 9, 64）。因此，所主张的作为对被给予之物的具体接收的直接知识，即以持久确知形式对所遭际之事的记录，乃是最抽象、最贫乏的认识活动，因为它仅仅抓住赤裸裸的“是”，而意识则作为单纯、纯粹的自我出现。对于真相而言的唯一分量应当仅仅落在意识的一方，然而它只能通过另一方才得以确知，通过一个单独的主体，而该主体却必须将这假定的真相表明为其单纯的意谓。由此，相对立的、外在事情的绝对独立性便可被否定，这是借助指明意识固有的相对性来完成的。
假定对象具有完全独立的实在性的实在论原则——例如在里德、雅可比和舒尔策那里——遭遇了相对主义怀疑论者的异议，后者揭示了感性认识活动的不协调、相互冲突的多声部性，并在视觉、听觉、味觉中指明感官幻觉——有人在沙漠中看到水，有人看不到；有人自认听到悦耳之音，有人听到嘈杂噪声；有人觉得蜂蜜甘甜，有人觉得发苦。因此，皮浪学派的怀疑论者断言，他仅仅报告自己各自特有的感性经验——这是一种贯彻到底的反实在论立场。他彻底地确立了意识的第二项环节，即意识本身的环节。对象与思想的支配关系颠倒了过来；对象降格为非本质之物。它之存在，是因为单个主体知晓它。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感性确知“被从对象中驱逐出去，并被推回到自我之中”。上述实在论原则的代表人物也清楚意识到意谓的这另一面。雅可比认为，在能够洞察关系之前，事物必须已经被给予；但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我们相信自己拥有一个身体，我们相信感性事物的存在。在此显露了意识的漫不经心。黑格尔将朴素实在论者指引到“智慧的最低级学堂”，指引到吃面包与饮葡萄酒的厄琉息斯秘仪，这不仅唤起了对外部事物之存在的怀疑，而且表达了对有限之物本身的消灭（GW 9, 69）。动物因此被视为天生的唯心主义者，因为它们天真无邪地吞食着有限之物。
只要感性确知与意谓的代表者将有效性要求、知识要求以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意识模式的双重面目就会被展现在他们面前；黑格尔在此谈到了“语言的神圣本性”。这一最初形态经验中的辩证法导向了如下认识：不可变易的确知转变为意见，本质既不仅仅在于个别对象之中，也不仅仅在于思想之中、个别的自我之中，直接性与中介、存在与思维活动必须被设定为一体，不可能存在纯粹直接的东西和纯粹受中介的东西。精神结构即概念结构在开端形态中就已经显露出来，尽管还是极其未被充分规定的。从一开始，涉及的就是精神现象学。开端形态的结果是认识到：特殊的个别者乃是普遍者，对象与自我都是普遍者，并且两者必须被结合在一起思考。每一张纸都是这一个纸，每一个自我都是这一个自我，就它们自身而言，它们是许多“此地”或许多自我的“单纯聚合”，是一个普遍者。感性确知的真相是普遍者，纯粹的存在不能再被当作仅仅直接的东西，而是被当作否定与中介所固有的存在。直接确知的真理并非获知直接的东西或这一个，而是一个普遍者：我知觉。意识总是一再“遗忘”这一点，并跌落回其原初的片面性。只要直接确知试图把握“这一个”，就必须一再向它展示其自身面孔的第二面。

2. 从意识走向自我意识

在意识章的末尾，总结了所经历形态的共同之处以及所获得经验的结果。对象的各个类型以及思想的各个类型都被否定了，它们的真相乃是一个不同于它们自身的他者。意识固有的二元性——被给予的外部现象与被建构的内部表象——达致了自我意识的统一。只要自我意识与自身发生关联，是在其自身他者存在中对自身的意识，它就呈现为区分未区分之物的悖论——自我自身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思想契合对象，对象也契合思想。特定的否定引发了必然的发展进程，即意识自身的倒转，世界与自我的“颠倒”。自我意识在逻辑的、连续的进程中“扬弃”了先前内容的真理——保存、否定并提升。一个主权独揽的独立对象——意识的一个前提条件——消失了，由此已经暗示了自我意识的缺陷，这一缺陷根植于它自身的诉求之中——成为自我意识，并由此成为意识。
自我意识章要求转换视角——将对象方式的三位一体与思想方式的三位一体相对质。对象起初自诩为一个直接的、独立的、不依赖于思想的自在对象：第一是感性确知的个别存在者，第二是知觉的具体事物，第三是知性的力。对象的这种自在被证明并不“在”它自身之中，而是本质上作为一个他者，作为思想，作为内在表象，作为第一意谓、第二知觉与第三知性。由此生成了一个“新的”对象：思想本身、自我、自身、主观性。自我意识自由的新形态宣告来临。只要对象现在契合思想，并且反之亦然，一种新的知识形式便诞生了，即一种关于自身的知识，一种最初明确的自身关系，即单纯的、直接的精神结构。
反对在撰写《现象学》过程中构篇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一论点的证据，是在此语境中对精神作为始终参与其中的东西所做的预测。精神与自由得到了规定，并且随即指出了这些定义的不充分性及其未充分规定性。意识在作为精神概念的自我意识中迎来了转折点，由此完成了向“真理的本土王国”（GW 9, 103）的跨入。自由——这一术语在此首次出现在正文中——现在可以被视为意识与自我意识的统一，被视为在其他者存在中自身的统一。精神显象为“这个绝对的实体，它在其对立面的完全自由和独立性中，即在各种自为存在的自我意识的完全自由和独立性中，乃是这些自我意识的统一”（GW 9, 108）。在这一预先设想中已经暗示了，在实体能够被思考为主体之前，精神还有多么漫长的道路要走，这尤其可以在宗教中看到，在宗教中神圣之物被表象为实体性的主体。反之，在伦理章以及宗教章中，都对自由自我意识的三个站点进行了回顾，即纯粹思维活动的斯多亚式自我、怀疑论自我意识的能动性以及苦恼的意识，[181] 其中这一序列在更高的阶段上再次重复，这是该论著构篇深思熟虑的又一证据。关于“进入真理的本土王国”的热情话语之所以有其理据，是因为这种自身关系（一元论原则）扬弃了意识的二元性、扬弃了意识的关系结构（二元论原则），并将意识倒转过来。
随着自我将另一个自我作为其对象关联起来，对象是一个“他者”自我意识，这个对象就必须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既是自我又是非我。通过自我性相互承认的过程——这是早已蕴含在自我的概念之中的双重化、二元性与多数性——具有其基本规定自由的精神概念首次明确进入视野——“我是我们，而我们是我的我”，这是主体间性的初级形式。精神更为连贯地显现为该著作能动性的主角。同样，也必须向自我意识出示其自身的准则。他者作为独立的、外在的对象已经消失，但自我意识必须保留“客观性”，否则它就会陷于空洞和无规定，仅仅执着于自身的同一性。它分裂为两个环节，在其中旧有的对立重新显现：一方面它表达出“我等于我的静止同义反复”，即自身规定的抽象自由、与自身同一的环节；另一方面意识的本质保持不变，即对象性的一面，它作为“欲求之物”、作为填充空洞的内容而进入，并且作为未被否定的、保持不变的意蕴进入，但同时它又必须被视为虚无的。因此，自我意识拥有双重对象：自身以及未改变的对象，即自我与非我。这一运动导向对立的扬弃——这再次构成一种二元结构——其目标是在双重化中认识到同一性。
这条道路通向独立自我意识与不独立自我意识的对立，通向主奴关系的形态、为承认而斗争，以及在主人与奴隶的相互承认、自我的相互尊重中扬弃对立，在其中主人的自我意识与奴隶的自我意识的差异被抚平，两种自我意识的一致得以生成——这是一出引起争议的范例戏，对黑格尔的接受史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182] 互惠的承认导向斯多亚主义，在其中每一个自我都可以在思想中、在其自我意识中完全居于自身之中。对于黑格尔对这两种形态的构想而言，有两个背景至关重要：一方面是费希特的自由思想及其承认理念，另一方面是爱比克泰德，此外作为奴隶的他与另一位斯多亚主义者马可·奥勒留皇帝形成鲜明对比。两者都代表了思想的自由，代表了自我意识“在皇帝宝座上正如在镣铐中一般”的斯多亚式自由。所达到的统一伴随着新的双重化，伴随着一种对立，自我因而无法获得完全的承认。在怀疑论中对这种双重化形式的扬弃，以及在苦恼的意识中对二者统一的进一步倒转，构成了通向理性、通向狭义精神的过渡阶段。


3. 怀疑论自我意识——黑格尔的易位

对于这一思想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站点，正是怀疑论自我意识或怀疑论这一形态。在其中，最典型地显现出意识结构par excellence，亦即纯粹意识的标志，也就是作为一种关系、一种对立。二元性与相对性典范地‹显现›为意识本身之颠倒的精髓。纯粹形式的自我意识范式及其内在的自我扬弃得到了表述，相对主义的核心论题是：“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panti logo logos isos antikeitai，每一命题都有一个同等有效的对立命题与之相对立。均势或二律背反被视为意识、反思与知性之对立的最高可能形式。怀疑论的最高表述是纯粹者、完满者或完全者、纯粹的自为存在、纯粹的主观性、绝对的否定性、纯粹的自身一致，以及‹他者的全然非本质性与非自主性›。一切来自相对立的规定性的他律或奴役都被一扫而空，纯然的否定性被经验到了。思想变成了‹将多重规定之世界的存在彻底消灭的思维活动›，任何‹呈现为实在之物者›，一切所谓的世界上和意识中的事实，都在怀疑论面前化为乌有。一切自命不凡的实在论连同其将世界视为被给予者或现成发现之实定之物的教条，都被撵到魔鬼那里去了，焚毁在否定性的地狱之火中。在这种对世界的漠不相关中，表现出思想、思维活动本身的不可变易的确知，即宁静（Ataraxia），思考自身的不可动摇、平静的确知。黑格尔借用皮浪主义关于灵魂之海之寂静的托波斯，谈到了‹唯思维之认识的宁静›，谈到了‹海面上毫无波澜的平静›（GW 21, 20; GW 16, 204）。既然思维着的我能够在自身之中，因为它恰恰不是在某个他者之中、而是在其自身的他者之中具有自己的本质，思想便由此自身规定着自身。在自我意识的自由诸形态的中项，怀疑论构成了思想的自由（GW 9, 119）的典范表达，也就是‹哲学的自由一面›。这是观念论-建构主义原则的第一个明确且精致的形式：与自身一致的自我意识、纯粹的自为存在。在纯粹与无条件的普遍者中，一切差别皆归于沉没；在纯粹的思维活动面前，一切假定为独立自主的东西皆告消逝。在这种纯粹自身关系的最初形式——思维活动的自身关系，亦即思辨观念论之一元论的基本思想中，一切二元论都被摧毁了。黑格尔因此能够宣告进入‹真理的本土王国›，即自由与精神的王国——一个尚待开拓的领域。这种新的精神范式，即思维着的自身关系，内蕴着一种自由的一元观念论。自由的怀疑论自我意识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过渡站点，此后便再也不能后退到其后去了。然而，因‹遗忘›而重新跌回二元论的情况仍将伴随随后的道路。
“颠倒”这一术语包含着若干重含义：第一，对迄今为止之运动的回顾，连同对所经验之物的检验与扬弃；第二，作为将此前一切倒置过来的逆转；第三，停顿驻足；第四，促使人们游荡彷徨的对后续道路的不确知；第五，转向一种新的行进方式。[183]在迄今为止的意识诸形态中，真相都被假定为相对于思想的一个完全的他者，被假定为一般的对象。与此同时，思想本身也在三个阶段中经验自身——从单个的存在者到知觉的具体事物，再到力的游戏，并在这一系列阶段中颠倒为从我的意谓到知觉，再到作出解释的知性。自我意识由此表述出此前诸形态的真理。对象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完全丧失了其原初的被给予、相对立的状态。关于‹第一›对象的知识转变成了关于‹第二›对象的知识，关于纯然他者的知识转变成了关于自身的知识。现象（phainomenon）作为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被转化为主观的表象。随着从实在论者所假定的纯粹、实在的自在存在过渡到纯粹的自为存在、过渡到绝对的否定性，思想完成了‹从他者存在中的返回›。在第一段路程上显现为遭遇之事的对象的演变中，原初的、自然的实在论破产了。
怀疑论总括了迄今为止整个发展的辩证运动，把辩证之物呈现为否定的运动，其中也包含着对先前自我意识阶段的扬弃：一方面是在自我意识的相互承认中主人自律的意识与奴隶依附的意识之间的抗争，另一方面是在斯多亚主义中对思想内在性的扬弃，因为怀疑论摧毁了一切区别与不一致。思维活动与意志的自由得到了承认，特殊性格与生活方式的一致亦复如此。
关于怀疑论自我意识双重面孔的论述值得格外关注，因为这一形态呈现了意识的对立，恰恰就是纯粹形式的‹旧›范式，而全书所探讨的正是对这一范式的扬弃。这种分裂体现在‹来回往复›中，体现在‹在与自身一致的自我意识这一端项与偶然混乱的意识这一另一端项之间的抛掷›中；一方面是与自身的不可变易的一致，另一方面则是变幻不定的遭遇之物的不一致与全然偶然性。这一‹具有双重面孔的›形态包含着‹一切个别性、一切差别的否定性›，并且‹相反地›是一个个别的、偶然的、迷失的自我意识。在原初实在论遭遇滑铁卢、一切客观性都沉没于纯粹主观性中之后，实在论原则现在以实在论经验论的形式迎来了复活。怀疑论者塞克斯都证明了自己是经验派。由此形成了一种生有两张面孔的自我意识，它“遵循着对它而言毫无实在性的东西，服从着对它而言毫无本质的东西，做着并使之现实化为对它而言毫无真理的东西”（GW 9, 120）。以类似的方式，空洞的主观观念论也颠覆为绝对经验论。[184]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被假定为一个无法赋予任何谓词的完全真空。最初关闭的通往客观性之门至少还敞开着一条缝隙。在外部遭遇的阻碍中，存在着客观性的狭窄通道，客观性虽被明确拒斥，但随着客观性表达——hypokeimenon，基底——的使用而再次被接纳。怀疑论者极尽挑剔地宣布了一切伦理权能的否定性，却又未经批判地把它们当成自己行动的权能——他既是激进的叛逆者，又是严苛的因循守旧者。实在被给予之物——对其知识曾是一种‹发现›——变成了‹我的发现›；对假定的直接被给予之物并没有真正的扬弃。怀疑论者依靠经验论者的‹鲜血›、依靠‹实定的›经验内容而生存，并在这一方面始终是一个作出保证的独断论者。纯粹的自律坠入纯粹的他律，作为超拔于现成发现之物之上的自由沦为对这种偶然降临之物的纯粹接受，自由变成了服从，那无所不挖的怀疑论鼹鼠变异成了卑躬屈膝的顺民。那个确知自身、安住于自身的唐吉诃德成了一个流离失所的冒险家，灵魂的风平浪静跌入了持续的动荡不安。怀疑论自我意识无法克服其二元性；它‹无法把关于自身的这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乃是‹一个在自身内部自相矛盾的意识›（GW 9, 121）。
黑格尔把这种不断的立场变换、持久的辩证法比作孩童的争吵，他们‹通过自相矛盾买到了彼此保持矛盾的快乐›。这一诊断迄今为止依然适用于所有的意识哲学与自我意识哲学。黑格尔随后也把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含义›归咎于主观观念论，在主观观念论中，这种双重性‹实定地›以一种表象能力理论的形式出现，但它同样无法克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元论。怀疑论以及理论与实践的观念论均作为理想型出现，它们被视为‹意识的否定态度的不同方式›，被视为‹显现的知识›的各种形式。它们为一种自由的思维活动、为理性与自身规定的思想提供了冲力。与此同时，它们完成了存在向映象与显象的‹转译›，并且无法摆脱直观与知性、自我与非我、思想与实在性的二元论。这种怀疑论的同道——浪漫主义反讽，借助所谓自我意识哲学的交替证明而获得了平静的良知，因为它把这种来回往复、左右摇摆翻译成了一种高雅的语言：实定者与否定者、自我建构与自我瓦解的永恒振荡。随着这永无止境的辩证法——浪漫派乃是真正的辩证法家——怀疑论的二元性及其无依无靠的动荡不安被重新赋予生命与活力。
黑格尔刺破了怀疑论自我意识的一窝施事矛盾，后者的言与行相互冲突。怀疑论者表述着绝对的消逝，但言说本身却是。他断言伦理权能的虚无性，却恰恰把它们作为自身行动的规定根据。他在沉默与嘲笑中否定了一切有效性，却在践行其生活方式的同一瞬间隐在地提出了有效性要求，亦即其特殊的规定性的有效性要求。怀疑论自我意识‹遗忘›了自我包容。人们可以向它竖起镜子展示其双重面孔，但他却像爱恋自己倒影的纳喀索斯一样淹死在映照其面容的湖水里。黑格尔把这种形态的根本构造——关系性、二元性——倒转过来对付它自身，让它面对它自己的状态。在作为一场grand diablerie（宏大地狱之旅）的《现象学》的中项，魔鬼性以纯粹形式主宰着一切。魔鬼，作为原初划分（Ur-Teilung）中代表分离的第二者，碰到了自己的代言人。据让·保罗所言，魔鬼在一次漫游中曾厚颜无耻地对自身的存在表示怀疑，对自己所代表的激进、毫无实定性的否定性提出疑虑。怀疑论的可怕武器——相对性、二元性、相反命题的大炮——现在‹合乎规范地›对准了相对性本身。怀疑论的信条“一切知识都是相对的”得到了贯彻的应用。它也必须把自己‹包含在内›，作为一个要求普遍性的命题，它落入了自身的触角之中。它陷入了相对性，因而必须自身——正如怀疑论的操作流程所要求的那样——承认其对立命题：“一切知识都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这一具有双重面孔之形态、从而也是意识本身的困境大白于天下：只要意识提出了关于知识的要求，它就必然否定自身；它必须扬弃自身——这是一种回旋镖效应。透过纯粹的否定性，透过作为巨大世界阴影的魔鬼，光明逐渐显露。这种恶魔般的反讽在古代怀疑论中亦可寻见：在相对性的主要论式所要求的对绝对者的排除——apolytos，非绝对——之中，恰恰需要包含绝对性。这为构建绝对观念论提供了冲力。对立的意识可以在对规定了的否定的理解中被克服，非规定性与规定性、否定性与实定性的统一也可以在精神的范式中被思考，而精神的轮廓现在已然显现。这种对怀疑论的勾勒，把《怀疑论论文》中的考量提升到了更高质地的理论层面，并纳入黑格尔哲学的体系脉络之中，构成了将无限性理解为指涉自身的否定性之思想的关键成分。
这种双重的自我意识因而必须归入‹一›之中。它变成了一个内在分裂的本质，既无限又有限，既无规定又具规定——一个苦恼意识。在自我意识的这一终结形态中，可以回顾意识的最终阶段。在意识一章中，曾首次前瞻性地出现了理性这一术语：知性的绝对普遍者，其作为‹持久的纯粹彼岸›的超感性-无限者，在其中意识本身尚不能找到自身，即单纯的普遍者。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在那里已经得出了思想与事物结合在一起的经验（GW 9, 89）。概念作为知性的概念与事物的内核是同一的，两个被区别开的东西在其自身上就具有他者；与自身一致者（超感性世界）在其自身内部具有对立（感性世界），成为自身一致者包含着分裂。这种以洞见形态出现的理性的最初因而也是不完满的显象，以克服先前形态的撕裂的形式，重新被纳入意识之对立的上述结合之中，在先前形态中意识错认了先前已知的东西——统-一。因此人们必须‹拉开帷幕，亲自走到其背后去›。
既然一个自我意识成了对象，这个对象就既是自我又是对象，但意识结构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了下来，恰恰作为表象、作为单纯的确知，而尚未是充分的知识。随着自我意识的最终形态，即苦恼意识，一方面进展表现为回归，亦即回归到将对象理解为事物、理解为存在的意识原则，另一方面宗教的一种雏形以尚未充分规定的方式显现出来。在这里，作为苦恼意识的精神在其合一中是表象中的双重物，恰恰尚未进入概念之中；根据黑格尔的描述，这是一种无实体的意识，只是‹显象的虚无›，是空虚，是其中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纯粹光明，犹如伴随着对无法企及的彼岸之无法实现的、带来不幸的渴慕而鸣响的钟声。

4. 向理性、向精神结构的过渡

在决定性的过渡站点即‹怀疑论的解放›（GW 9, 133）之后，精神的根本构造建立起来了，亦即这两个命题的统一：凡是自在的东西，唯有对思想而言才是；凡是对思想而言的东西，也是自在的——即自在且自为的存在。至此，向理性的过渡被清晰且透彻地展示了出来，具体而言就是向其最初形态——观察理性的过渡。这一桥梁的搭建是由怀疑论所宣告的思想与对象在对立形式中的统一所准备的，即自由思想与被给予之遭遇的二元论，亦即经验论的维度。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唯物论）被视为经验论的一种变体，这是经验论的最初变体，它试图超越对两个同等实体性世界的假定，扬弃原初之一者的二元论撕裂（GW 20, 99）。理性应当被还原为可观察的自然性。根据加尔[185]及其耶拿追随者弗罗里普的看法，在观察、经验与归纳的基础上，可以获得不可否认的事实，并将精神过程完全还原为自然过程。意识与精神的现实定在被说成是一块骨头、一个头盖骨（GW 9, 190及以下），这是该立场的极端形式，它在物理之物与自我意识的个体性存在、精神属性之间假定了一种单纯的原因性。[186]尽管具有反二元论的倾向，这种自然主义却‹遗忘›了怀疑论的自由一面，否定了‹思维着的原则›，最终陷入毫无概念的观察琐碎之中。[187]
对于已达到的理性阶段而言，决定性的是：思想契合其对象，对象亦契合其思想，这是实在论原则与建构主义原则的统一。通往知识中心的旅程，是一场通往自我中心与对象中心的旅程。‹对我们而言›，只要自身规定性、思维活动与意志的自由通过自身构成自身，精神的核心结构就已经产生。黑格尔在一个中间总结中记录了主要序列：第一，思想假定了一个独立于表象的对象；第二，对象作为自我的表象而出现，自我本身就是对象；第三，意识与自我意识在理性的概念中达到统一。只是那把这条道路抛在身后的意识遗忘了这一结果。在这里涉及的是确知，它恰恰不契合自由的把握着的思维活动，即‹自由的确知›，或者更明确地说，仅仅是‹表象着的自身确知›。扬弃作为精神之缺陷传达形式的确知与表象，构成了随后整条道路的特征。这里已经暗示出表象作为意识、显现的知识的标志，这随后在对艺术与宗教的探讨中获得了决定性的意义。
所生成的精神范式并不能免于重新跌入二元论，免于自我误认与自我欺骗。人们才刚刚到达精神领域的门槛，起初还只是其‹内部›王国，尚未到达其‹外部›王国。我们最初只拥有‹理性的表象，即意识确知自己是一切实在性›，这奠定了一种尚属‹直接的›观念论的基础，它仅仅断言理性是一切实在性，却没有为此提出证明。这一形态的阿喀琉斯之踵——缺乏规定性——再次显露出来。纯粹的自为存在倾向于‹遗忘›自在存在与区别。它无法确凿地从自身出发构成自身；它依然是没有实体的自我意识。但是，非规定的、抽象的自我必须用内容充实自身，变得具体。在通往规定性的道路上，必须重新经历先前意识的运动以及自我意识的双重运动，以获得所需的客观意蕴。精神不能停留在直接自身一致的真空中，尽管这种一致性是一个构成性的基石，也不能停留在‹空洞的›观念论中。negatio est determinatio（否定即规定）这一托波斯必须得到实现，‹尚属内部的精神›必须展开为规定性，展开为实体，展开为实在的、定在的实体。
理性就在于确知自身是一切实在性。一切现实性——观念论的核心论题如是说——无非就是理性，而理性确知自己在世界上唯有经验到自身。黑格尔将这种同一性宣告为‹纯粹范畴›，它在理性知识的进一步阐明中获得了自身的具体规定。在理论与实践之现已构成的统一中的理性，把对象当成自己的对象来认识。然而，以先验哲学为代表的理论观念论与实践观念论，蕴含着一种类似于怀疑论的‹自相矛盾的双重含义›——被视为一切实在性的纯粹意识与作为‹外部阻碍›之直接性形式的对象之间的对立，后者同样拥有实在性。知识的真理在于康德统觉的统一（GW 9, 137）。然而，人们对伴随一切表象的“我思”的显象不可能有概念。因此，在建构主义原则与实在论原则之间的往复摆动依然具有决定性，并与恶无限性的原则联结在一起。
在自我意识通过自身实现自身的过程中，被承认的自我意识在另一个自由的自我意识中拥有了对自身的确知、拥有了自己的真理，并在伦理王国（GW 9, 194及以下）中作为普遍的自我意识获得了自己的实现。在这样奠定基础的自由共同体中，理性的真理似乎被实现为当下的活生生的精神。然而，特殊的个别性在这种伦理实体中依然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大小，伦理实体也降格为无自我的谓词。（GW 9, 201及以下）最终，为人类福祉而产生的美德心跳——后来被黑格尔描述为空洞的世界主义——过渡为疯狂自负的狂暴，极端的利他主义转变为彻底的自我主义。所生成的只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在任意的无本质游戏中，每个人都尽可能地攫取一切，并把自己所占有的东西冒充为正义的作为。个体性的运动被经验为普遍者的实在性、自身的目的。理性一章最终在精神的动物王国这一形态中达到高潮。[188]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诸形态中，自律与他律、已达到的自身规定与受他者规定发生颠倒，显示出双方的欠缺。这促使人们走向个体性的一种新形态，即游戏式的、人为自确的主观性，在其中精神的根本结构更加鲜明地显露出来：过程性的自身规定性，即作为自我展开之自身关系的自由。但即便这种直接的统一，即‹精神的动物王国›，也只是一座斯芬克斯，一个由精神性与动物性构成的混合物，无论如何，这是克服二元论的重要一步。实在论关于纯粹现成发现的、决定一切的自然的前提预设，即所与的神话（Myth of the Given）意义上的彻底自然主义，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早在（精神的动物王国之前的）动物身上就已经表现为自发的观念论者了。[189]实践的个体性知道世界是属于自己的，已经在世界本身中彰显并找到了自身。但是在自然化为作品的过程中潜藏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迈出了走向行动与客观化的后果严重的一步。[190]个体性变成了创造作品的作为，变成了作品创造者，但尚未成为工匠大师。[191]由于通过行动所制造的区分，作为作为之成果的作品需要得到评判，但为此尚缺乏尺度。一部作品——订立的一份契约、创立的一所机构或制定的一部宪法——不能仅仅因为行动者将这部作品归功于自身行动的结果就被视为成功或适当的。合理性与法权首先产生于将伦理实体思考为所生成之自我意识的本质，后者呈现出伦理实体的‹现实性与定在›。作为孤立、特殊的意识扬弃了自身，中介现在得以完成，意识成了‹伦理实体的直接自我意识›（GW 9, 235）。

5. 走向把握着的思维活动的精神

在《现象学》第六章“精神”中，生成了真正概念的一个核心环节，即行动着的、确知自身的精神。在此过程中，精神获得了自我的形式，并提出了概念式的知识的要求，即概念纯粹性的要求。在作为伦理的世界中，有知识且受过教化的自我拥有自己的实体。伦理世界在单个自我中拥有其真理。人作为公民在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统一中代表着伦理共同体。然而，没有主观性的直接实体性伦理，仅仅是‹无意识命运之夜›的空洞普遍性；主观性（特殊意志）与客观性（普遍意志）尚未真正综合在一起。缺乏真正、自由主观性的实体，以及缺乏客观性且脱离伦理共同体的主观个别性，都依然是毫无骨气的、不真实的阴影。在政治或艺术作品中，在纯粹的教化中，在塑成与内化中，主体把独立自主的存在直观为自身，概念与实在性合而为一，哪一方被称为概念、哪一方被称为实在性是‹漠不相关›的。知识似乎终于达成了真理，变得与自己的真理相一致，因为它的真理就是这种知识本身。意识两方面的所有对立似乎都已消失，自我意识似乎‹掌控了意识的对立›。绝对本质现在不仅是思维活动的单纯本质，而且是一切现实性，并且同时作为知识而存在。精神是‹伦理现实性，是主体间诸联结的意蕴。自我、我以及伦理世界都已经褪去了一切异己的意义›（GW 9, 324及以下）。因此，自由自我意识的知识被视为直接与中介的实体。“精神因此是自身支撑着的、绝对实在的本质。迄今为止意识的一切形态都是它的抽象”。先前展开之环节的孤立‹以精神本身为前提预设›，‹环节的进一步规定乃是返回其根据›。[192]
精神作为伦理的与受教化的精神，经历了直接伦理、法权状态、异化与教化的阶段，走向启蒙的真理，直至绝对自由。作为具有自我意识之主体的根据的自由意志的概念，作为这些新形态的核心而显露出来。世界必须被理解为由自由意志所塑造的世界。实在的普遍意志被视为一切个别人的真正现实的意志。绝对自由的这种‹不可分割的›实体性登上了‹世界的宝座›——而不是像斯多亚主义那样仅仅是单纯的思想。单个意识应当直接就是普遍意识。然而，这种直接性包含着对一切特殊性、一切差别的消灭，从而包含着对一种抽象、空洞之普遍者的索求。特殊者、个别者在普遍者中被否定了；实定的、特殊的行动被排除了。其后果是纯粹的否定性，即‹消逝的狂暴›，作为单纯抽象自由之结果的死亡恐惧，由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所象征。黑格尔极力捍卫自由意志的思想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根据，但也警告坚持抽象普遍者的危险，这会导致狂热，导致雅各宾派专政的恐怖。黑格尔对其核心原则即自由意志（表现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所作的哲学的辩护，后来在《法哲学》中的客观精神概念中得到了进一步详尽阐发。在普遍者与特殊者的统一中，个别人的自由概念最终得以确立。

6. 对自身确知的精神——道德

形塑为道德意识的精神（第六章C节），在其核心是统合了思想与对象、主体与实体的认知着的意志。自我“绝对自由，在于它知道自己的自由，而关于其自由的这一知识正是它的实体、目的和唯一的内涵”（GW 9, 324）。主观实体性或实体性主观性的这种思维模式奠定了自身规定思想的基础。在精神作为“主客同体”[193]的理念中，表达出自由的观念论，对自由的思考走到了哲思的中心。康德与费希特的先验哲学迈出的这一开创性步伐，开启了对意识范式的克服；此后哲学若不承受严重损失，便再也无法倒退回去了。意志的特殊者与普遍者应当截然合一，自身自由的主观性应当是绝对实体。思维活动与存在是同一的，在自由精神中思想与对象是同一的（GW 9, 313, 316及以下）。将客观性绝对化的实在论独断论，以及将主观性绝对化的主观观念论独断论，都应当被克服。但道德形态依然停留在旧模式中，因为所达成的统一仍被理解为与他者存在、与外在之物、与处于彼岸之物的关系：意识‹把自己的对象设定在自己之外，作为处于自身彼岸之物›。精神唯有在与原则上的他者的关系中才存在，因而保持了其作为关系的状态，未能实现所意指的完全的自身关系（GW 20, 423）。
自我意识关于义务的知识依然‹完全闭锁于自身内部›。对象作为纯然直接的、纯粹被自我所渗透的对象，不能算作真正的对象；先前生成的否定性与异己性环节在其中再次被排除。这种道德与同它相对立的他者存在彼此漠不相关；一方面，否定的他者必须被视为完全自主的整体，另一方面，道德要求拥有唯一的内容，必须断言世界与自然的全然非独立性。道德行动必须遵循定言命令，哪怕世界毁灭。然而对康德而言，善若没有幸福（福祉）也是无法达成的。道德世界观展现了这些相互冲突的环节；道德主体在其行动中经验到，自己可能会幸福，也可能会不幸。然而，这种认识活动停留在假定或信仰中，无法生成充分的概念式的知识，甚至必须拒斥这种知识的可能性并提出公设的界限。道德与幸福的和谐依然仅仅是理性的一项纯粹要求。
于是展现出一整套公设，例如纯粹道德意识与作为冲动和偏好的感性之间的对抗。道德的完满、所有主体的一致，只能发生在遥遥无期之日，发生在‹恶无限性的幽暗远方›，因为意志与道德法则的完全契合将意味着道德意识的瓦解。因此，连绵不断的应当、渴慕与努力，击碎了先前所假定的统一。道德与幸福的和谐由纯粹义务的神圣立法者、仁慈而公正的统治者所担保。伴随着纯粹实践理性所固有的上帝定在公设，必须假定一个纯然不同的、处于彼岸的意识。单个道德意识依然是不完满的，单个主体被降格为一根‹曲木›，因为他被感性所‹污染›。早在年轻时代，青年黑格尔就曾与席勒和谢林一道反对这种‹对自然的虐待›。在这样的道德哲学框架内，主体的功绩只能出于恩典而被承认；基于灵魂不朽，关于幸福的裁决直到末日审判才会做出。这种思想在原则上同所要求的自身规定、同自我意识的自由相抵触。在现实意识彼岸被设定为公设的高级立法者和审判者，具有表象的认识论状态，缺乏概念思维的合法性；通往他的途径“仅仅是思维着，而不是把握着”（GW 9, 330）。
与这一出自康德渊源的哲学的自身旨趣相反，人们发现旧有的二元论重新确立，自由的思维活动与意志再次被降格为有限、不完备之物。建立真正的统一失败了，人们仅仅断言了一种应当存在的统一。与显象和表象的怀疑论标志在术语上的相似性也显露出来。这里涉及的是对一种印象（phantasia）的表述，在其中显现之物呈现为一种直接的、纯然被给予之物，恰恰没有通过主体自身构成。在黑格尔早在1802年于《信仰与知识》中诊断出的这种二元论的复辟中，道德世界观依然是一种关于自我意识与表象能力的理论，未能充分上升到概念，未能上升到自在且自为的精神。在《逻辑科学》中，黑格尔将重述道德世界观的二元论性质：“完全的善的理念虽然是一个绝对公设，但不过是一个公设而已，即带有主观性规定性的绝对者。依然有两个世界处于对立之中，一个是处于通透思想之纯粹空间中的主观性王国，另一个是处于外在多样的现实性要素中的客观性王国”（GW 12, 233）。
显而易见的二元论应当在良知中被克服，在其中精神第三发展阶段的第三个自我获得了其真正的构型：以出于良知确信的行动形式而对自身的直接具体确知。用费希特的话说：“始终按照你对义务的最佳确信去行动；或者：按照你的良知去行动。”[194]主体在此处于自身之中，其思维活动被视为唯一的权威（‹尊严›），这也否定了外在的神圣本质。自身规定性在激进的主观性以及对一切规定之物的绝对否定性中被把握。这个自我将迄今所生成的实体性的一切环节聚合于自身内部，通过将它们设定在自身之中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属性来认识而扬弃了它们：被承认状态中的伦理、朝向自由的教化与义务，以及道德的知识与意志。以这种方式，我、自我与实体同一。然而，精神不能停留在确知的阶段上。由于所要求的观念论的主客观统一，不仅必须要求确知，而且必须要求真理。但是，由于良知仅仅从自身获取其自身规定性并立足于其特殊的确信，这就退化为了内部的主观确知，而没有对客观性进行充分的检验——这种尊严暴露为一种‹能够捆绑与解脱的自足性›，转变成为了‹单个特殊者的任意，转变成了其无意识与自然存在的纯然偶然性›。针对奠定承认基础的普遍知识与意志，仅仅出现了主观的、特殊的确信，它可能契合普遍者，也可能不契合。确知表达为单纯的断言：‹因此保证只是保证：良知主体确信自己的确信是真的›（GW 9, 352）。良知命令的公式化空洞显而易见。自由的行动绝不可能仅仅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随着对思维着的客观检验的悬置，良知的内在声音自诩为神圣的声音，并缔结出相互保证其‹问心无愧›的关联，即自命的‹道德家›之间的纯粹共识。在对自身的这种确知中，自我意识声称自己是一切作为的毫无限制的主人——这是纯粹主观性与否定性的一种极端形式，是带有其‹如我所愿›信条的彻底任意。‹美丽的良心灵魂›将任何其他规定性视为瑕疵加以拒斥，不愿玷污其完全内在性的荣耀。在这一激进形态中，自我意识沉溺于纯粹的任意与自我陶醉之中。这种纯洁与贫乏成为它唯一的财产。黑格尔区分了虚假的、形式的良知与真实的良知。唯有当内在立法者超拔于主观检验之上并将行动同时奠定于客观性之中时，他才能成为真正的尊严。形式的良知缺乏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与我对立的客体性之物并不是现实自我的真正否定物。外在对象不具有真正存在者的形式，不具有自为规定的客观性。因此，在思想与对象之间依然存在着不契合。在表象的状态中，不存在确知与真理的区别。表象在他者存在之中、而不是在自身之中具有现实性。尽管道德世界观力图克服对自身的确知与对对象的确知之间的对立，但它依然作为关于意识、自我意识、表象能力的理论而存在。自由的知识构成了主体的实体，构成了其唯一本质的内容，这是一个需要客观化与具体规定的内容。

7. 漫长而蜿蜒的道路（A long and winding road）——在精神的迷宫中

随后的整个上升过程包含了精神范式的渐进运动与展开，直至思想与对象唯有完满的统一，绝非永恒的逼近。从精神较少规定的形式出发，道路通向其完全纯粹的规定性。在转变过程中，精神结构相继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复杂。意识与自我意识‹自在地其实就是理性、精神›（GW 9, 191），但关于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精神的知识，仍有待生成。在意识与自我意识中，精神依然站在意识的立场上，尚未站在知识与科学的立场上。
在这条类似于文化形式与思维构型之生命历程的道路上，人们遇到了显现的知识的各种理想型人物与面向：斯芬克斯、俄瑞斯忒斯与众神之父宙斯，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悲剧，身处云中乌托邦的带笑的阿里斯托芬连同他的鸟和青蛙作为‹意识的安适与纵乐›（GW 9, 399）的表达。人们体验到了希腊诸神的滑稽自忘以及他们在卢奇安嘲讽中的毁灭，遇见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麦克白、拉莫的侄儿与宿命论者雅克、席勒的华伦斯坦、歌德的浮士德与聪明诡黠的《列那狐》（Reineke Fuchs），聆听着断头台单调的节奏作为抽象自由的恐怖旋律，畏惧着登上政治世界宝座的消逝的狂暴，注视着诺瓦利斯的蓝花及其美丽灵魂的凋谢，倾听着神谕与启示，体验着厄琉息斯关于饼与酒的奥秘以及基督教关于肉与血的奥秘，目睹着实定的天界香烟与魔鬼般的硫磺一同消散。笛卡尔与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登台亮相，法国启蒙运动以及传统经验论、逻辑或心理经验论与理性主义诸变体之间的争论亦登场登台。人们欣赏着康德的原初统觉及其自在之物、费希特的自由之我与外部阻碍，以及对道德世界观探讨的精妙两面角色。就连一分为二的包心菜和据说吃后必定下雨的烤猪肉也出现在这里。活生生的精神显现为四处游荡的唐吉诃德、游牧民或莱布尼茨的单子，甚至是一块骨头；它陷入了酒神的沉醉乃至巴克科斯式的狂乱之中。它起初无声的持续织造，犹如蜜蜂筑巢，犹如无痛蜕皮的智慧之隐伏爬蛇，它的塑造宛如世俗或神圣的工匠艺术家。最后，人们哀悼耶稣受难日的上帝之死，追寻着图像向概念的转译。在其道路上，意识越来越深入地洞察到自身的本性，即精神结构——并又一次将自身遗忘。它弹奏着自我误认的整个键盘：它作保、压抑、隐匿并乔装，欺瞒，自欺欺人，狂妄自大且卑劣下作，沉溺于自恋，旋即又谦卑恭顺，时而卑躬屈膝，它欺骗、伪善并狂热。人们惊异地跟随着它从‹健忘的›朴素实在论者到狡猾小狐狸，再经由自命清高且虚伪的道德说教者向政治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上升›。其对立结构、相对性、分裂与撕裂令人头晕目眩。唯有当向它出示其各自的肖像、让它面对其自身的要求时，对它自忘的反击才能成功。

8. 表象与概念——作为必然之“传达方式之改变”的翻译

黑格尔扬弃意识范式的尝试，犹如奥德修斯既不落入斯库拉（实在论）的触角、又不跌入卡律布狄斯（主观观念论）的吞噬深渊，逃脱空洞的一元论与二元论之怪物的英勇冒险。犹如席勒笔下的潜水者，黑格尔勇敢地跃入深处，以便从看似无底且无边的形而上学大洋中，从假定为无法化解的困境中打捞出知识。对奥德修斯来说，一棵无花果树是救命稻草，而黑格尔后来则把‹精神的内在之星›称为在迷茫水域漂泊时的罗盘。正如古埃及那道路错综复杂的迷宫（其背后很可能以天体的运动模式为基础）一样，这终究是一个可以解开的谜题。阿丽阿德涅之线，即贯穿一切的细微内在线索（GW 20, 223），是可以被揭示出来的；铭刻在著作中的精神标志是可以被破译的。例如，理性的首次术语出现构成了一个里程碑：概念作为知性与事物的内核是同一的——‹端项的结合在一起的状态›。理性之物被视为逻辑或实践联结意义上的推论——这是精神的基本模式。第二个里程碑则是将自我意识预先规定为思维着的与自由的自我意识。
对于思维活动而言，对象并非在表象或形态中运动，而是在概念中运动，这也就是说，是在一种有区别的自在存在中运动，这种自在存在直接对意识而言并非与意识有区别的东西。被表象者、具形态者、存在者本身，具有作为某种不同于意识的东西的形式；但一个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存在者，而这种区别只要就其自身而言存在，就是它的规定内容，——但是正因为这一内容同时是一个被把握的内容，它就直接意识到自己与这一被规定的、有区别的存在者的统一；并不像在表象中那样，在表象中它还必须特别回忆起这是它的表象；相反，概念直接对我而言就是我的概念。在思维活动中我是自由的，因为我不是在一个他者之中，而是纯然停留在自身之中，而对我而言构成本质的对象，在不可分割的统一中就是我的自为存在；并且我在概念中的运动就是在自身内部的运动。（GW 9, 116及以下）
在直至宗教一章的接下来的路程中，思想与对象这两个极项及其统一性将得到进一步规定。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导致所穿行的领域越来越扑朔迷离。对二元论的逐步克服，是在一种包容了二元性的一元论中得以呈现的。主观与客观的二重性宛如在‹重叠的图像画廊›中展现出来，其中一个画廊是另一个画廊的映射（GW 9, 170）。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揭示出两条主要序列：‹自我极›序列与‹对象极›序列。最初，单个的我面对着单个的这个；最初的、规定不足的统一体现在“我知觉”这一命题中。随后，知觉者与事物、知性与力的游戏相对立，生成了交互客体性（Inter-Objektivität），由此产生了知性形式的思想与对象的同一性经验。在向自我意识的过渡中，以自我的相互承认的形式产生了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ktivität），这反过来诱发了自我意识的统一，这种统一在其倍增中与理论和实践的二元论相结合。观察与立法的理性在自我分化的对象与行动脉络中、在范畴与法则中塑成自身。理论与实践作为主体自我分化的作为的二元论，在经历撕裂与异化后，在实体性伦理、教化与道德中得以克服。主观性与客观性、观念性与实在性、我与世界等对应项及其联结形式，在内容与术语上都呈现出递增的进一步规定。
一方面，展开的主观性画廊呈现为日益多层的自我的‹肖像›；其弧线从感性认知、知觉与理解的自我，延伸到活生生的、塑造着的主体，到自觉的自我，到先验的自我，到作为公民的伦理个体，再到道德主体，从艺术家延伸到思维着与意愿着的自我。另一方面展现出个别的这个、事物与力量、构型与事情的阶段序列，从外在自然延伸到非我、命运、世界进程、伦理宇宙、纯粹义务的神圣高级立法者与宗教共同体。自我越自由，对象就越独立，对象蜕变成为一个自主的整体、自然、世界。意识形态的转变序列‹平行地›展开，在互补的交替游戏中展开其各自的统一，即精神在各发展阶段的结构，直至在唯有完全的同一性中扬弃意识模型，在其中思维活动在自身固有的要素中找到了自身。
若干精选的阶段站点是：艺术家所创造的优美作品的精髓由幽默的自我所表述，首先是阿里斯托芬将神圣之物塑造成人类的个体性，呈现神圣与人类的统一（GW 15, 553; GW 17, 109）。这以最高的方式表达在以下命题中：自我即绝对本质、绝对实体。绝对宗教表达了这一命题在内容上相同的颠倒：绝对实体、绝对本质即自我。在这一反讽的倒置中，小丑（国际象棋中的象在法语中称为fou）上升为主教（在英语中名为bishop），小丑帽变成了主教冠——后者是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梦寐以求之物。由滑稽幽默的自我、由欢快轻浮所表达的命题自身即神圣实体，在绝对宗教的‹严肃›中被颠倒过来，实体被提升为主体，以此表达神圣与人类的统一。艺术与宗教能够在其绝对性中呈现并表象精神。但是，无论美还是宗教，都不能被视为思想的充分媒介。早在《现象学》的准备工作中，黑格尔就已经借助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新范式，即‹纯粹思维的纯粹思维活动›，以及绝对知识，即‹知道自身为精神的精神›。
借助若干先行阶段，可以表征新知识模式的各个维度，特别是在自身中融汇了实在论原则与建构主义-观念论原则、客观性与主观性，从而克服了关于直接被给予者与纯粹被创造者的传说的全新一元论——体现在‹现成存在与做成存在的统一›（GW 9, 171）、体现在现成的与被设定的现实性的统一中。只要自我获得了自在存在的意义，对象获得了自为存在的意义，就可以在自在且自为的存在中确立统一——对象作为自在，唯有当它是对思想而言时才存在；而它对思想而言所是的东西，可以被视为自在（GW 9, 133及以下）。

9. 宗教

现在的道路（第七章）穿行于艺术与宗教的表象王国，在其中实体作为主体、主体作为实体被表象与被图像化。这里也出现了艺术与宗教的混合物、作为艺术-宗教的神话学，以及被表象之物与概念之物的混合；它们全都表现在表象的形式中。在宗教中，精神结构走向完满，只要它获得了作为客观内容的绝对内容。迄今所生成的各个环节——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与精神——现在都返回到它们的根据之中。作为整体的精神呈现为‹它的这些环节的分化与返回自身的运动›。在此过程中，它的要素之一塑造了宗教形式的特定形态。
由此导致了现象学运动方式的重大变革，即形态的重新排序。在迄今确定的线性序列中，‹每一环节都在其固有的原则中深化自身，形成为一个整体›。现在，一种全然崭新的结构开始发挥作用。只要实体作为知道自身的精神跃然而出，迄今生成的全部内容就在它之中被扬弃了。不再允许任何原则孤立自身并上升为整体（GW 9, 366及以下）。所有环节都被汇聚并结合在一起，作为特殊者获得整体的同等有效的规定性。迄今为止不断推进的一条序列被‹打破›，分解为纯粹的线条；一条道路分岔为多条。由此形成了一个由宗教、由表象-图像式的重现所构成的圆圈。针对任何排他性要求，阐明了宗教之间平等与相互尊重的思想；正如不可能存在唯一真实的艺术品一样，也不存在唯一真实的信仰。不过，这里存在着一种认识论上的等级制，这取决于哪一环节——意识、自我意识、理性还是精神——起主导作用；一种精神宗教在认识论上高于一种自然宗教，因为它与精神范式有着更大的亲缘性。
现在决定性的是这一形态的表达形式、呈现方式、媒介模式——表象的语言。问题在于，“在他的意识中，究竟有怎样的规定性存在，他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自我，或者他在何种形态中认识自己的本质”（GW 9, 367）。真实的内容尚未获得真实的形式；正如早先耶拿时期的黑格尔所指出的，精神必须‹逃离表象›。表象位于感性直观与概念式的思维活动之间，表现为普遍者的形象化或直观的普遍化，表现为想象或想象力。[195]从荷尔德林与席勒那里，当然也从歌德与让·保罗那里，青年黑格尔学到了许多关于概念感性化的东西。在这一类知识中，它既非纯粹情感的事情，但也并非概念式思维活动的替代品。神话-诗性或神话-逻辑的语言处于转义、隐喻的层面上，这内在地包含了原则上的双关多义性。当神圣本质被想象为太阳、地界、母亲或父亲时，思想就与外在性、自然性、感性存在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在绝对者的思想与男性或女性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自洽的必然联系。表象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直接性。内容对自我意识而言是直接确知的；它信仰神圣之物，信仰一种缺乏概念的超感性之物，这种超感性之物因而呈现为一系列独立的形态，其运动表现为一种事变，通过报道或叙事来传达。类似于皮浪主义的论式与虚描，这里存在着逻辑之物与直观之物的混合物、杂合体。精神环节在各自宗教形式中的运动并不展现为一个逻辑整体，不展现为概念生成，而是在‹圣经›中以叙事的方式传达一段神圣的历史。这些历史涵盖了相应神圣之物的生命历程或变形记，作为神话-逻辑，作为图像、隐喻与比喻的组合与场景。
尽管多义性是构成性的，且不存在逻辑联系、不存在逻辑连贯性，但由于表象包含着本质的思想，它们能够指向概念。然而，从这种表象者的语言向概念的语言的翻译依然是必要的——在基督教的情况下，就是将关于耶稣受难日“上帝死了”的叙事翻译为思辨的受难日，翻译为绝对否定性的思想；或者将三位一体转译为无限者与有限者的统一，作为它们在绝对者中的自我扬弃。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因为直观与表象‹直接依靠自身发生效力›，而概念则带有通过艰苦辛劳而铸就的面貌。在精神艺术品的过渡形式中，艺术与哲学对神话学的表象世界发起了攻击。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于那些以神话方式进行哲思的人，不值得认真对待。宙斯与奥林匹斯诸神成了怀疑论批判的靶子，无论是在皮浪主义中，在阿里斯托芬的《云》（Wolken）中，还是在卢奇安的嘲讽中。新的主导命题是：自我即绝对本质。非宗教的、现实的精神的这一命题，在绝对宗教中通过自我意识并为了自我意识而找到了其颠倒（GW 9, 400）：绝对本质即自我。因此，在一个命题中实体仅仅作为谓词出现，在另一个命题中主体仅仅作为谓词出现，这里是间接者或规定者的代言人，那里是直接者或无条件者的维护者。然而，这两个命题具有互补性，因为在这两个命题中，两方面都以‹价值的相反不一致›出现，从而克服了二律背反。主体与实体两者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同等本质，同时又仅仅是环节›。伴随着这种贯通，实现了一种真正的联结：精神既是持久的自我意识，又是对自己作为对象性实体的意识——直接的自我意识就是上帝意识，上帝意识就是自我意识，这是表象语言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主体与实体的统一。
这对黑格尔的宗教理解具有深远的影响，[196]在其中宗教的神圣之物既非直接被给予者也非单纯的建构，既非单纯独断断言的实在被给予之物也非单纯的投射，而是二者的统一。尽管所构想的绝对宗教形态显然与作为精神宗教的基督教具有对应之处，但这里构建的是一种宗教的理想型，这也包含了对特定天主教以及新教观点的排斥。例如，黑格尔批判了以圣经为试金石的唯圣经论。然而，信仰不能建立在历史上偶然流传下来的见证及其解释之上。信仰不需要‹字母、纸张和抄写员›，不能从历史之物中为自己谋取理据与印证。针对这种‹外在的›辩白，黑格尔坚持对绝对对象的纯粹知识，坚持将意识作为其知识的自我中介的根据，坚持将精神自身作为自身的见证。人并非被动地接受一个不可支配的话语；通过神圣立法者的恩典进行辩白的主张遭到了拒斥，[197]因为在其中意志只能是奴隶般的。当下之物在这种宗教构型中在原则上依然未得和解；中介者的和解处于遥远的过去，单个人的和解处于末日审判的遥远未来（GW 9, 420及以下）。但是，精神的规定性不能仅仅是神圣主观性的谓词，而必须被视为独立的、自由的定在。在其行动维度上，精神显现于宗教公社与崇拜活动中。然而对于自我意识而言，当下尚未完全具有“精神形态”（GW 9, 421）。关于对当下的强调，黑格尔后来的要求是：这里有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 hic saltus），今天和当下就是罗陀斯，在这里就当‹起跳›，天界与地狱只能是世界中的场所，作为彼岸之物它们依然只是表象。
信徒共同体的内容根基具有表象的形式，即关于某种“不是按照概念如此这般、而是作为某种异己的补赎之作为”的表象（GW 9, 420）。因此，在思想与对象之间依然残留着一种二元性、一种分裂。在启示（绝对）宗教中，意识结构并未被完全超越；现实的自我意识并未真正成为对象。但是，意识在表象着的实体性主观性或主观实体性中已经到达了其‹最后的转折点›（GW 9, 420）。黑格尔多次强调，现在所涉及的是最后的过渡与终极的转变：形态本身与表象构成了‹尚未克服的一面›，现在‹唯独在于扬弃这种单纯的形式›（GW 9, 422）。属于意识范式本身的表象语言，必须被翻译为概念的语言，以获得思想与对象的完全契合。


7. 作为把握着的思维活动的绝对知识

与永恒逼近的思维模式不同，现象学的进程到达了一个最终站点。这趟‹在危险苍穹下的精神化北极探险›（尼采）在永恒的知识之冰中迎来了尾声。最后的阶段是那个‹赋予其完全而真实的内容同时以自我之形式›的精神。先前生成的一切环节都已齐备，其中也包括概念：表象的语言在概念的语言中找到了自己的翻译。
意识的范式——关系，在作为精神基本模式的自身关系中得到了扬弃，在纯粹思维的纯粹思维活动中，在‹知道自身为精神的精神›中得到了扬弃——这契合黑格尔早先关于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同一的公式。随着从意识的立场向知识、科学的立场的过渡（黑格尔将其界定为绝对知识），自身完成和自身实现的怀疑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它得以完成，因为它的相对性、对立的核心动机，在对立者的绝对统一中找到了自己的扬弃。黑格尔断言了‹从意识之对立中的解放，思想与对象之矛盾的彻底克服；思想同样被视为对象、被视为事情自身，对象同样被视为纯粹思想›。有差别者的‹无缝隙的›统一以其多样的变体被表述出来：作为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统一、内容与表达形式的统一、实在性与观念性的统一、静止与动态的统一、知识与意志的统一、确知与真理的统一——在精神中，对自身的确知与这一确知的真理彼此完全同一（GW 9, 398）。人们所思考的是实体与主体的合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合一、直接性与中介的合一——直接性同样是绝对的中介（GW 9, 400）。
完整性的要求得以满足，在于意识的运动以怀疑论检验的方式贯穿了‹主观与客观之关系的一切形式，并最终以知识的概念为结果›。在怀疑论的实行中，‹意识的一切固有形态都瓦解了›，包括怀疑论本身的形态，它在其贯彻到底的拆除事业中必须连同自己一并拆毁。在此过程中同时实现了纯粹科学概念的演绎（GW 5, 42及以下）。绝对知识包含了意识的一切方式的真理。每一环节都在其原则上代表着‹整个精神的生命›，所有的环节都构成了精神的规定不足的形式；从开端起，精神结构就隐在地在起作用。借助亚里士多德，目的被视为凭借纯粹否定性的‹自身运动的未动之物›。“结果之所以与开端完全相同，仅仅因为开端即是目的；——或者现实之物之所以与其概念完全相同，仅仅因为直接者作为目的在其自身内部具有自我或纯粹的现实性”（GW 9, 20）。伴随着最后这一阶段性目标，现象学轨道在自身封闭的圆圈意义上走向了圆满。“唯有在意识的历史之后，借助概念，人们才知道这些抽象概念意味着什么：这是费希特的功绩”（GW 5, 502）。在检验的法庭中，在概念于自身内部的自我产生、前进与返回之中，存在着证明（GW 9, 45），这与单纯的假定、神谕、预感或预言性言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精神中构成为把握着的思维活动的模式，由于包容了关系性、否定性，能够与带有其相对性思想的怀疑论分庭抗礼。正因为精神“在‘绝对的撕裂中找到自身’，‘直面否定者，并在它那里逗留’”，将否定者理解为自身的环节并将这把握为颠倒的魔力（GW 9, 27），它才借助对否定者的包容获得了抵御怀疑论的抗体。
意识从根本上将自身经验为了精神，‹真正的经验是把握了的经验›（GW 7, 346及以下）。对黑格尔而言，精神在概念中‹唯独拥有关于自身的真正知识›。伴随着这唯有完全‹封闭的›自身关系，伴随着这一真正的或绝对的统一，意识‹结束›了自己的塑造活动，精神代表了个别者、特殊者与普遍者的‹联结›，代表着与自身的联结闭合。恶性循环合拢了，这个圆圈不再属于魔鬼，因为作为魔鬼代言人（advocatus diaboli）的怀疑论已经一同扬弃了自身。在这一新的哥白尼革命中，对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构成了哲学宇宙的中心恒星，构成了绝对观念论的核心。
从意识之对立中解放出来具有第二个维度：精神的自身关系必须被理解为其能动活动的自身规定，理解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自由思维活动与自由意志的统一。在扬弃先前的道德与宗教原则的过程中，内容被视为自我自身的作为，被视为伦理世界的被把握之动态（其作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与艺术及宗教内容的融汇。精神变得彻底通透，它达成了‹不受任何异己之物玷污的、返回自身的纯粹回归›，达成了它的自由，因为它可以‹在其自身的他者之中处于自身处›。自由不再需要像在宗教的彼岸中那样以外在、异己的方式克服异己性，而是在‹自己的世界与当下›之中。带有表象语言的宗教确知依然处于关联、关系的模式中；因此完全的自由不可能成功。自由要求克服无主体之实体性与无实体之主观性这两个端项。在将自身关系理解为运动、理解为自身规定的历史（精神作为活动性，作为Aktuosität）的过程中，彰显出思维活动与自由的统一。‹在把握着的思维活动中我是自由的，因为我不再处于他者之中，而是纯然处于自身处。›在作为思维着的、普遍的自性的概念中，精神获得了唯有契合于它的形式。一位热情洋溢的评论家把这部耶拿著作称为‹自由的地契之书›。
黑格尔用‹最内层深处›这一最高级来形容思想的降临。在主体与实体的完全统一中，在规定性与非规定性的完全统一中，在黑格尔看来蕴藏着整体的钻石枢轴，蕴藏着从最深处维系世界的东西，蕴藏着浮士德的本质核心。所生成的新观念论避免了自我意识退缩到美丽灵魂的纯粹内在性中，也避免了自我沉没到空洞实体之中，并在概念中、在对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中规定了科学的立场。它继承了作为最深刻思辨哲思之表达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思维活动与被思维者的合一，继承了宣告思维活动与存在同一性的观念论，却要求扬弃费希特式的主体观念论，也要求扬弃谢林‹客观实在-观念论›所代表的客体观念论。实体作为主体恰恰“不是作为这样的本原的统一，或者作为这样的直接的统一”（GW 9, 18），不是一切牛都是灰色的黑夜，不是对思维活动紧闭的大门。假定的完全直接、纯粹的同一性宛如‹一幅调色板上只有无形式之白色、却必须暗中骗取色彩的画作›（GW 9, 38）。《差异论文》的思想脉络，即阐明费希特与谢林构想的区别，被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论证维度，其中也包含了对黑格尔自身早期立场的批判。首先是在前景中与谢林关于理智直观直接性思想的交锋——“绝对认识活动[是]横扫一切的大扫帚”（GW 2, 561）。一切规定性都已消逝，而关键问题在于，规定性唯有以独断的方式才能被重新生成。同样，《信仰与知识》对主观性反思哲学的批判也获得了更高的思想与术语精确度及尊严。随着上升到知识的立场，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消失了，但绝不是它们的差别消失了。意识的前进运动必须在这一意识本身上、通过其自身的必然性被展现出来。然而，如果这一上升被要求为直接的，它就依然只是一项仅仅通过恳求而被采纳的主观公设。仅仅作为公设提出的纯粹知识以及谢林的理智直观，只能算作‹任意的立场›，不能算作知识的立场（GW 21, 63）。
在概念中，精神获得了其‹定在的纯粹要素›，即纯粹的把握、纯粹的概念形式。由此看来，《现象学》似乎得出了一个相当贫乏的结果，仅仅得出了作为未展开、未发展的概念，仅仅得出了开端的灰里套灰。然而正是在开端的问题上，先验哲学、主观观念论与客观观念论正如浪漫主义与雅可比一样遭遇了失败；没有谁能够充分解决为开端辩护的难题。随着《现象学》的落幕，黑格尔快刀斩断了戈耳狄俄斯之结。旧范式连同其悬而未决的开端被克服了，科学的转变得到了证明，知识的、精神的立场得以达成。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黑格尔在论证中通过开端不多不少构想了哲学的半壁江山。对于为哲思之开端确立合法性的巨大挑战的自觉意识，“在迄今为止试图让哲学探索自我奠定基础并为哲学认识诉求确立合法性的尝试中，人们未能见到”；人们必须“对黑格尔完成其任务的广度与深度感到由衷惊叹”。[198]黑格尔后来描述道，如果人们想要开始哲思，就必须下定决心决意自由地思维。
伴随着现象学大厦的顶石——概念，自由的绝对观念论的基础与内在中心得以奠定。纯粹知识的展开需要一场新的运动，其环节不再是意识的形态，而是规定的概念。紧随《现象学》之后的科学体系各部分包括新逻辑学以及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在关于“单一理念”的言说中，表达出观念论的一元论。为即将到来的思维活动迷宫所准备的、贯穿一切的细微红线已经就绪。
概念的辛劳、把握着的思维活动的艰难依然不可或缺：“真正的思想与科学洞见唯有在概念的劳动中才能获得。”（GW 9, 48）这一概念作为知识的适度要素，总结了意识经验的科学、显现意识的逻辑、科学概念的演绎、精神教化阶段的道路，亦即《精神现象学》。这部著作为耶拿哲学的鼎盛时期画上了休止符。“人们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来把在耶拿诞生的精神在耶拿抚育成人，使之与耶拿紧紧相系”（HBZ 81）。用席勒与约翰·弥尔顿的话说，在图林根哲思的美好岁月已然逝去，失乐园（paradise lost）。黑格尔告别了具有双重面孔的耶拿乐园；从萨勒河畔走向雷格尼茨河畔，走向弗兰肯的班贝格。在耶拿岁月中诞生了他的思想大厦的决定性基石，毫无疑问，黑格尔凭借其最具魅力的著作《精神现象学》，奉献了一部哲学的千年之作，为耶拿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VI.
报馆里的 
新班贝格骑士—— 
作为政治记者的黑格尔 
（1807—1808）

Accipe nunc Babeberga tuas clarissima laudes!
听吧，此刻献给班贝格的最崇高赞颂！
克里斯托夫·戈特利布·冯·穆尔（1799）
耸立于七座高丘之上，
一座亲切可爱的小罗马，
举目望向那一边，
古老大教堂巍然远扬！
卡尔·弗里德里希·戈特洛布·韦策尔

1. 从萨勒河畔的雅典到弗兰肯的小罗马

在弗兰肯的班贝格和纽伦堡两座城市度过的两个人生阶段，绝非仅仅是暂时的过渡驿站，恰恰相反。在1807年至1816年的这十年间，诞生了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作《逻辑科学》——这是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黑格尔担任了近两年的《班贝格日报》编辑。[1] 在政局动荡的拿破仑时代，他结识了这座坐落在雷格尼茨河两条支流两岸、约有一万七千居民的天主教城市。1806年，随着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覆灭和莱茵邦联的建立，班贝格成为新成立的巴伐利亚王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拿破仑战争的时代——法国人的皇帝曾在班贝格签署对普鲁士的宣战书——也是世俗化拉开帷幕的时代。在班贝格医生阿达尔伯特·弗里德里希·马库斯于米歇尔斯贝格举办的新年化装舞会上，黑格尔不仅遇到了一个路德，还遇到了一个扮作身穿红袍的班贝格骑士的圣斯蒂芬；[2] 而他自己却颇带讽刺意味地以戴假发侍仆的形象出席了节日。
在班贝格的数月由作为记者的活动性[3]以及《逻辑科学》著述工作的开端所规定。在耶拿时期在理论上奠定基础的哲学开端之上，如今紧接着展开的是作为新体系第一部分的逻辑学的阐发。黑格尔怀有一种近乎狂妄的雄心壮志：他意欲克服陈旧过时的旧逻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未曾经历实质性的变革，而仅仅经历了平庸化，它作为“一件古老的传家宝”被拖拽沿袭，并且大多滋养着“不毛的经院哲学诡辩”（Br I, 229）；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造’（GW 21, 35）。黑格尔着手建构一种适应于近代哲学的现代逻辑学。他将在弗兰肯撰写此书，并于1812年至1816年间予以出版。除了耸立着传奇骑士的班贝格大教堂之外，如今又矗立起脱离陈规旧辙的思辨逻辑的巍峨大教堂。
黑格尔在班贝格的寓所位于木桩广场的“巨蟹楼”，坐落在大教堂山脚下。他从耶拿的“天堂”来到了‘德意志的天堂’班贝格（韦策尔语）。这座‘白色大楼’容纳着“《弗兰肯墨丘利》的账房与印刷所，除了报纸之外，它还向公众提供学术著作”。[4] 在建筑的二楼有一家葡萄酒行和一间小酒馆。[5] 班贝格周围的地区是一座“无边无际的圆形剧场，由肥沃的丘陵构成，如画般点缀着灌木与树木，错落着村庄、城堡、云杉林、辽阔的草甸、远处的群山以及古老的小礼拜堂[…]班贝格是一座宜人的城市，建构得优美典雅”。[6] 巴本堡伯爵的古老城堡——班贝格之名正来源于此——‘巍然耸立在深邃的背景中，在地平线遥远的蔚蓝之处’。[7] 宏伟的大教堂与官邸宫、‘带有优良意大利风格的高大宅邸’（尼古拉语）、哥特式建筑以及舍恩博恩采邑主教的巴洛克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城市如画的风貌。居民依靠花卉、水果和蔬菜种植、木材与葡萄酒贸易以及啤酒酿造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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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06年11月初至12月中旬的数周里，黑格尔还必须忙于完成他的《精神现象学》，并在出版商戈布哈特处付印。1807年1月中旬在图林根旅行之后，黑格尔将他大概从11月起撰写的序言寄给出版社。由于他深知自己著作的不足，他表达了希望“在这里和那里清理掉船上的压舱物，使之能航行得更轻快”（Br I, 136）。1月底，他还向歌德提交了一份最终未能成功的申请，希望受聘担任耶拿植物园园长（Br I, 141及以下）。他也必须放弃在兰茨胡特获得职位的希望；他的论敌扎拉特和克彭在那里暗中作梗。黑格尔的个人生活也颇为艰难；2月5日，他的私生子路德维希出生。2月15日，他决定接受《班贝格日报》的职位。在应聘信中，他指出在“资金拮据”阶段这种活动性具有过渡性质；他为其他选择敞开大门——例如重返耶拿、创办一份新期刊等。他告诉歌德，必须通过‘在班贝格的一处私人差事’来维持生计（Br I, 146, 156）。3月初，他从荒芜的北方获救；从各个方面来看，将他从那里拉脱出来都是有益的（Br I, 133）。尼特哈默自1805年起担任弗兰肯的高级学校专员，自1806年起在班贝格任职了数月。
2. 《精神现象学》问世

1807年3月底复活节期间，一些人早已翘首以盼的这部耶拿巨著终于在班贝格显现。在更广泛的哲学公众界，它起初几乎未受关注。黑格尔的大多数朋友都赞叹不已，尽管未能迅速领会这部专著的全部维度；尼特哈默看到了‘敏锐的哲学家’在劳作，克内贝尔赞赏这位晋升为‘我们时代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之一’的‘深邃思维活动的灵魂’（Br I, 191），他的学生巴赫曼将黑格尔描绘为现代的“德国亚里士多德”。[8] 另一方面，扎拉特和克彭发表了论战文章，这仅仅证明了作者的无能。[9] 海德堡大学教授弗里斯则代表了浅薄误解的极致；关于《精神现象学》的结尾，他写道：真理不再是我们观察其奔流的河流，“而仅仅是它倾泻入其中的绝对者的死海”（HBZ 88）。温迪施曼带着宗教式的狂热赞颂这部“人类解放的入门初阶书”（Br I, 307）。让·保罗对书中的“明晰、笔法、自由与力量”深表钦佩与惊叹，并至少部分看到了对“父亲式息肉谢林”的摆脱（HBZ 87）。后一种关系带来了《精神现象学》最沉重的直接人际后果：它的出版导致了两位好友之间的彻底决裂。在谢林于1807年11月2日写给黑格尔的大概是最后一封信中，他将理智直观列为两人思维活动的核心分歧。在他看来，这部论著宛如地狱乱发般盘根错节。甘斯断言这是‘对谢林哲学思维方式的永诀’。较为中立的观察者克拉布·罗宾逊后来写道：谢林“在形而上学地位上被黑格尔废黜”（HBZ 81）。面对这一时期泼向黑格尔的所有冷嘲热讽，大概最见效的抚慰就是班贝格啤酒，当然还有弗兰肯葡萄酒。黑格尔按照班贝格人的俗语“去酒窖”享用当地优质名酿，也就是前往拥有深邃储酒坑道的斯蒂芬斯贝格。黑格尔提及的“岩石酒窖”被罗森克兰茨称为班贝格的圣泉（Ros 233）；九家酿酒坊在那里供应他们出色的烟熏啤酒。[10] 至于葡萄酒，大概主要是西万尼干白，这位哲学家可以在自己寓所或从新教葡萄酒商卡尔·弗里德里希·涅措尔迪那里购得。[11]
3. 黑格尔作为《班贝格日报》编辑

除了逻辑学的著述之外，黑格尔在弗兰肯活动性的主导主题是教化，这是他由来自久的志趣。即便作为《班贝格日报》的编辑，他也深感对这一使命的责任。散文《谁在抽象思维？》与《德意志文学杂志准则》致力于以富于智慧的公共方式传播哲学思想，促进科学与审美的教化。此外，政治问题也尤为突出地成为核心关注。陈腐无概念的旧杂物应当被颠倒过来，立足于精神之上。针对费希特和谢林同样助长的那种空洞形式主义与随意幻想的作风，黑格尔要求进行切实有力的论证，严肃深入地探究根基理由。在对一位耶拿学生的谈话中，黑格尔表达了愿为教化与精神战胜粗俗和缺乏精神的知性贡献力量的心愿。政治抱负显然走到了前台，这位‘老政治家’黑格尔正处于他的要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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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与报纸出版人兼房产主康拉德·施奈德班格达成了一项合理的商业协议——分享报纸收入的一半——这确保了每年1350古尔登的可观收入。人们称之为‘三重报业机构’，即编辑部、印刷所与书店。[12] 自1808年起，会计专家卡斯帕·阿洛伊斯·沃尔夫冈·费塞尔担任报社账房的簿记员。[13] “《班贝格日报》由法国人格莱于1795年创办，后来在黑格尔主持下繁荣发展，如今凭借才华横溢、机智且抱负良好的韦策尔跻身德国顶尖报刊之列，其真正的幕后功臣其实是马[库斯]。”[14] 1828年，精通黑格尔法哲学[15]的伊格纳茨·克里斯蒂安·施瓦茨接掌编辑部，后来该报将‘黑格尔教授与韦策尔博士’称为‘才华卓绝的前任’。[16] 这份每日发行的四版报纸正式名称为《蒙国王陛下至仁特许之班贝格日报》（后更名为《弗兰肯墨丘利》），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报道世界大事。它在弗兰肯地区（从维尔茨堡、拜罗伊特到埃尔朗根）广泛流传，并在黑格尔的主编下跃升为“德国最重要的政治报刊之一”。“明晰、敏锐且洞察时代的文章”彰显了“主持业务的深邃精神”。[17] 据称，一位“才力非凡”的人“在谦逊沉静中主持了班贝格《弗兰肯墨丘利》的编辑工作”，并“甚至为报纸报道注入了精神与生命”。[18] 谢林的评论也颇具启发性：“然而，他在关于当代历史的政治判断中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尽管表达这些判断的方式本身未必完全脱离政治手腕”。[19] 罗森克兰茨看到‘黑格尔的精神翱翔于政治水面之上’，他也加入了赞誉之列：这位政治编辑展现出‘把握当下的卓越技巧’，以及其写作中极其多样的体裁形式——从严谨的哲学专论到通俗散文、警句格言，乃至政治报刊文章。[20]
黑格尔在班贝格作为记者的活动核心，是倡导现代国家及其自由宪法，倡导通往自由的教化，这也在他的通信中得到了体现。[21] 他的报纸在重要层面上亲拿破仑，利用‘公共性的纸质武器’来进行政治教化，正因如此，黑格尔被归入‘自由派报贩团伙’——弗里德里希·冯·根茨曾如此辱骂激进进步的编辑们。黑格尔对拿破仑作为立法者的敬佩并非隐秘之事。尽管报纸中出自黑格尔亲笔的文章寥寥无几，但他策划并挑选了各种报道与篇章。
四个重点内容显现出来，围绕着拿破仑这一核心人物展开。首先，面对欧洲和德国新宪法的涌现，关于合理国家宪法的问题依然十分迫切。黑格尔在其中看到了历史的进步，将它们视为走向现代根本法则的阶段。法国通过‘革命的洗礼摆脱了陈旧过时的制度与毫无精神的羁绊’（Br I, 138）；在拿破仑历次征伐之后，如今的关键在于贯彻现代宪法构想。这不应局限于对法国法权模式《拿破仑法典》的单纯模仿——顺便提及，该法典的德文版自1808年2月底起便可通过《班贝格日报》编辑部购得（GW 5, 433）。决定性的是独立的立法，即‘创制一部宪法的伟大而深刻的意义’。‘民族自由的最崇高一面’、‘自由的核心环节’在于自律，在于国家对自身的信任，并以通过自由选举和决议而作为其承担者的自主决定的公民为依托（Br I, 197及以下）。在旧德意志帝国宪法中恰恰缺乏这一决定性的环节。[22] 针对拿破仑建立的威斯特法伦王国[23]关于立法的官方报道，黑格尔借此强调了几项旨在实现共同福祉与安全的现代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致、代议制等级代表制、废除封建特权、自由信教、政教分离、统一税法。[24] 他的特别关注点在于对欧洲诸宪法的比较，并指出法国、英国、威斯特法伦和匈牙利宪法的优势与进步性。在写给立足改革的匈牙利知识分子路德维希·谢迪乌斯的一封信中，黑格尔试图争取他担任驻外通讯员。他提到了来自欧洲其他地区的稿件，描述了匈牙利与德国之间的相似之处，并涉及国家公法关系、工业发展、教育体制以及对待不同宗教的方式。匈牙利宪法在要点上与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英国宪法一致。黑格尔将“公开性”列为核心特征，即统治权力的代议制议会公开商议与问责报告。在‘政府就自身与人民的利益与人民对话’之中，他看到了法国和英国宪法的特殊力量；政府向人民提交社会和公共行政状况以及国家资金的使用情况以供确认。忽视这一原则——即便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公开性也并不受欢迎——会导致公民的任意、沉默与不满，导致挥霍浪费、漠不相关以及对政治的厌倦。[25]
其次，关于拿破仑战争进程的报道在新闻中占据了很大篇幅，包括关于战役、1807年7月的《提尔西特和约》、在威斯特法伦、荷兰与西班牙建立新法兰西王国，以及关于莱茵邦联与大陆封锁的报道。好友克内贝尔向黑格尔通报了埃尔福特诸侯大会的情况、法国皇帝与俄国沙皇的会晤、拿破仑在魏玛的访问，以及在昔日耶拿战场“拿破仑山”的视察——在那里人们为皇帝修建了一座小神庙。他在拿破仑的面部神情中察觉到一种忧郁的流露，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忧郁正是所有伟大人物的特质。[26]
第三，编辑试图为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中介一种适应当今时代的新理解——在黑格尔看来，亚历山大大帝与亚里士多德正是这种关系的代表。在剖析法国摆脱政治与宗教羁绊的尝试时，被视为1789年革命先驱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受到了推崇。在关于拿破仑与科学院学者会晤的报道中，介绍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及其动机：‘对智慧的爱’、‘对真理的探索’与‘理性的进步’。刊登的会谈纪要还引用了皇帝对那些企图阻挠理性进步的哲学之敌的谴责；这指的是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布鲁瓦兹·德·博纳尔德等反革命思想家，后者攻击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新宽容与中立，并且‘企图将祭司冠带再次与王冠联结起来’。[27] 随后，报纸报道了法兰西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会上洪堡、赫歇尔、克拉普罗特、维尔纳、布卢门巴赫、泽默林与基尔迈尔等德国学者受到了表彰。报纸中罕见的与黑格尔直接相关的文献之一，是一篇关于古代东方世界观研究的短评，即奥特马尔·弗兰克那部‘极富趣味的著作’《东方之光》（1808年）。该文反对对东方往往狭隘的看法，指出了东方最古老智慧中鲜活且富于创造性的思想，并指出希腊人正是从东方汲取了他们的智慧与崇高生命的萌芽。[28] 在一篇文章中，作者严厉驳斥了将弱肉强食（吞噬与被吞噬）的言论照搬到政治领域的做法——认为这是从“鲨鱼的补充消化”向国家历史作出的荒谬推论。这里已经隐约展现出黑格尔日后与复辟派意识形态家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的论战。黑格尔很快被他的论敌们称为班贝格的‘毒蜘蛛’。[29]
第四，突出了公共教化的重要性及其理论奠基。关于这一主题的关键著作——尼特哈默的《泛爱派与人道主义之争》被多次预告；友人弗罗曼与黑格尔本人亲自撰写了公告。其中写道：世世代代的福祉取决于由公共教育机构尤为保障的‘人的普遍教化’、‘自在自为的精神教化’。[30]
4. 哲学的可理解性问题

在阅读了《精神现象学》之后，尼特哈默、克内贝尔和保卢斯向他们的朋友黑格尔提出了一个哲学的永恒问题：在呈现中的明晰性与可理解性。尽管他在费希特的著作《真福生活指南》和《当代根本特征》中看到了部分‘可笑的通俗化’，但他依然严肃对待将‘思想的网络以更具感性、更容易领会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要求（Br I, 191）。更好的可理解性与明晰性被认为是“最难达到的”（Br I, 200）；‘以崇高方式变得晦涩难懂，比起以质朴方式通俗易懂要容易得多’（Br I, 176）。黑格尔随后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散文，题为《谁在抽象思维？》。这颗小巧的明珠极其适合作为初涉黑格尔哲学的入门之径，它探讨了针对哲学的经典指责——指责哲学过于抽象：‘形而上学、思维活动与抽象是人人避之不及的词汇，多多少少就如同避开染上瘟疫的人一样’。[31] 黑格尔对标题问题的回答初看令人惊诧：抽象思维的是未受教化的人，而非受过教化的人。他用实例证实了这一点：抽象思维的意思大约是，在杀人犯身上除了他是杀人犯这一抽象事实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从而否定了他身上的一切其余方面，即他的具体性：他同样是一个强壮、俊美的男子，他的头颅同样沐浴在阳光之下。未受教化的人在抽象思维，当他把一位高贵老爷贬低为仆人的单一谓词时。借助狄德罗的小说《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表明，雅克绝非仅仅是个侍仆，他还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他是一个狡黠机敏的淘气鬼，通晓城里的奇闻轶事与姑娘们。黑格尔通过这篇饱含机智与敏锐洞察的散文，以诙谐直观的方式阐释了哲学抽象性与具体性之间的内在关联。
同样富于幽默与辛辣讽刺的《耶拿笔记本警句》（1803—1806年）宛如‘渊博学识岩块间破土而出的深邃花朵’（Ros 199）。从这部比照利希滕贝格《涂鸦本》而被称为废纸簿中采撷的几段片段如是写道：“庸俗的思维活动并不构建：这里是一棵椴树，旁边是柳树、插枝等等，下方有一头母牛走过。它并不证明，而是将自身的劳累当作某种证明，将枯燥乏味当作深刻，将自身的疲惫当作结论”。[32] 针对所有母牛皆黑的绝对者、针对空洞的普遍性展开了论战：“罗伯斯庇尔对一切给出的回答——某人在这里这样想、那样做、如此意愿或这般言说——都是：la mort!（死刑！）其千篇一律实在令人厌烦至极”（GW 5, 493）。谢林那里与之相应的绝对认识活动同样是那个“一扫而空的大扫帚”。[33] 德国的摇钱树（金驴）也遭到了嘲弄：“在德国，人们对金钱怀有并表现出的鄙视，真是一大美妙特征。德国人给金钱虚构了一个再卑鄙、再低下不过的起源。人们以眼见为实的人物形象来呈现它，称之为拉钱鬼”。[34] 纵观这些短小的警句残篇，罗森克兰茨称赞黑格尔具有‘开辟流派的通俗性’。[35]
5. ‘班贝格内外景色宜人’——黑格尔的交往圈

我终究最心仪你，
你这乡野般自由的城市，
拥有美酒与夜莺，
还有美丽的佳人！
卡尔·弗里德里希·戈特洛布·韦策尔

黑格尔在班贝格同样寻求交流与社交。对这位初来乍到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三位曾在班贝格担任宗教法庭顾问的前神学教授建立联系：挚友尼特哈默（但他很快不得不离开该城）、保卢斯以及卡尔·海因里希·富克斯。[36] 1808年1月28日，班贝格首座新教教堂圣斯蒂芬教堂举行了隆重的祝圣典礼。[37] 这是历史性剧变的重要符号标志。巴伐利亚国王马克思·约瑟夫于1807年6月“根据我们宗教诏令的规定准予”建立该机构，并下令将圣斯蒂芬教堂移交给新教教会。一个重要动因是将教会评议会从维尔茨堡迁往班贝格。[38] 国民小学也引入了新教教学。起初统计约有250名堂区会众。[39] 富克斯成为正统天主教城市班贝格的首位新教牧师。在祝圣典礼之际，由他撰写的论著《论教会的本质》由黑格尔校对，黑格尔还对其内容产生了影响：“思维活动与直观活动的人只有在自身思维活动的条件下才能领受神圣之物。”[40] 该文因其语言与深刻感染力而被与尼特哈默和保卢斯的著作相提并论。[41] 后者在给黑格尔的信中谈到了共同的“朋友富克斯”（Br I, 258），甚至到了海德堡时期，他的妻子卡罗琳娜仍在给黑格尔的信中赞扬富克斯牧师的布道。在典礼的众多参与者中，想必也包括黑格尔。通过这个教会群体，他大概也与其他新教徒建立了联系，也许包括瓷画师海因里希·福格特，以及两位教会董事——宫廷法院顾问兼法律学者约翰·海因里希·施特普夫和葡萄酒商涅措尔迪。因对班贝格历史的贡献以及与E·T·A·霍夫曼和让·保罗的交往而备受推崇的葡萄酒商兼作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孔茨，自1806年起担任涅措尔迪的雇员与合伙人。因此黑格尔也很可能结识了孔茨，后者在很久之后接管了《弗兰肯墨丘利》的编辑工作。从1808年起，这家葡萄酒行经营弗兰肯名产，主要是西万尼白葡萄酒（维尔茨堡石山葡萄酒、佐默拉赫葡萄酒、韦特海姆葡萄酒），还有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红葡萄酒（马拉加、波尔多、梅多克、勃艮第）。黑格尔常出入于由酒商施特吕普夫经营的“班贝格宫廷”——当地首屈一指的客栈名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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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往昔一样，黑格尔是一位热心的戏剧爱好者。他常去法国剧场，观摩由拿破仑提携的著名演员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马的表演，后者在1808年埃尔福特与魏玛诸侯大会期间在剧场中的演出同样令人赞叹；[42] 即便在二十年后的1827年访问巴黎期间，黑格尔依然忆起他。班贝格的演出剧目包括伊夫兰和科策布的常见剧目，还有席勒的《强盗》、莱辛的《爱米丽雅·迦洛蒂》，以及莫扎特的《唐·璜》及其《魔笛》。迪鲁夫家族[43]被屡次提及。医师卡尔·雅各布·迪鲁夫曾在海德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发表过关于矿物学与人类学的论著；康德属于他最喜爱的读物。[44] 他的妻子尤莉·迪鲁夫将社交视为自己‘真正的生命要素’；“黑格尔以及诗人E·T·A·霍夫曼等杰出才俊皆属于这些社交聚会的常客”。[45] 与黑格尔一样，她也酷爱打牌；‘市民晚间社交聚会’上的隆布尔牌局往往“持续至深夜，常常直达清晨”；[46] 1807年4月，黑格尔向将他引荐入迪鲁夫家的尼特哈默报告了在迪鲁夫宅邸举行的一次隆布尔牌局（Br I, 159）。“我妻子高度的社交修养，”迪鲁夫后来写道，“加上她下萨克森母语的迷人魅力，以及此前我享有的作为受过教养、经宫廷生活陶冶的渊博精神的声誉，使得班贝格城里一切追求才智、天赋与教化的人士，都渴望与这对异乡夫妇交往。就这样，比我们预想得更快，在我们热情好客的家中形成了两个社交圆圈圈子，其中一个由前采邑主教宫廷遗留的贵族以及新晋贵族组成，另一个则由首批国家公务人员和市民名流组成，其中包括学者，在他们中间有学校特派员保卢斯与尼特哈默及其好友黑格尔、富克斯、马蒂尼等人。”[47]
黑格尔参加茶会，与宫廷法院顾问弗朗茨·冯·里特尔男爵畅饮葡萄酒，会晤了日后对其获聘海德堡教席至关重要的艺术专家苏尔皮茨·布瓦瑟雷，并结识了文理中学教授菲利普·利希滕塔勒，黑格尔赞赏后者为‘坦诚、正直的教育家’。[48] 1816年在他前往海德堡的旅途中，黑格尔曾在维尔茨堡拜访利希滕塔勒，并一直与他保持联系直至柏林晚期（Br III, 175, 217）。黑格尔还认识利希滕塔勒的上级、1804年至1810年任职的区学校顾问约翰·巴普蒂斯特·格拉泽（Br I, 242）——即‘弗兰肯的裴斯泰洛齐’。[49]
黑格尔尤其喜爱去利贝斯金德家走动，在那里人们也与剧院监督的夫人尤莉·冯·索登伯爵夫人一起打隆布尔牌。自1807年起，约翰·海因里希·利贝斯金德在班贝格担任高级司法顾问。他是一位启蒙拥护者和卢梭读者，精通普鲁士宪法，并曾发表过美因茨雅各宾派成员格奥尔格·福斯特从巴黎寄来的两封信，信中对法国的自由制度大加赞赏。他的妻子梅塔·多萝西娅·福克尔-利贝斯金德是革命家格奥尔格·韦德金德的妹妹并结识福斯特，她经历了一段波澜起伏的人生：16岁结婚，18岁为人母，在哥廷根有多段私情，其中包括与《吹牛大王历险记》作者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比尔格的情缘。她属于美因茨革命支持者圈子，并与卡罗琳娜·谢林私交笃深。她创作小说，并于1792年翻译了对黑格尔而言亦十分重要的康斯坦丁·弗朗索瓦·沃尔内著作《废墟，或对帝国革命的沉思》（《废墟，或对各帝国革命的考察》），[50] 还将威廉·戈德温和詹姆斯·鲍斯韦尔的著作、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以及安·拉德克利夫的小说译成德语。一位丹麦学者在她身上看到了“一部由克洛普施托克、席勒与歌德化身的有血有肉的作品选集”。[51] 这家人极有可能在柯尼斯堡也结识了康德。[52] 此外，黑格尔友人克内贝尔的侄孙女也是在利贝斯金德家长大的。因此，双方有着形形色色的交往契机。
作为维兰德主编之《墨丘利》的读者，黑格尔必定也知晓1797年出版的《修道院忏悔录》，该书作者为昔日耶拿同事兼《差异论文》的敏锐评论家沙德，他在这些讽刺性文本中对班贝格的天主教环境、对教会权威的绝对有效性以及对理性的拒斥提出了尖锐批判。沙德要求不可‘盲目跟随盲目的引路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逃避审查检验”。[53] 这位叛逃的僧侣在书名中讽刺地注明：由神圣宗教裁判所出资印制。黑格尔认为，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绝不能是一种主奴关系——‘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沃尔内语），‘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创造我们自己的上帝’（福斯特语）。黑格尔同样对歌德《普罗米修斯》中的这一自白抱有共鸣。至于保守派代表人物——如报社天主教前任兼来自法国的革命难民热拉尔·格莱、尤利乌斯·冯·索登，以及哲学家约翰·雅各布·瓦格纳（自1803年起设立的大学后继机构班贝格高级专科学院校长，该院教授天主教神学），黑格尔并不寻求与他们建立联系。[54] 大概是承袭歌德的看法，黑格尔在瓦格纳身上——瓦格纳大概与保卢斯一家有联系，并且同样在出版商戈布哈特处出版著作——看到了他与歌德《浮士德》中同名人物的相似之处。[55]
在班贝格时期，黑格尔与卡罗琳娜·保卢斯之间难以言明的情感纠葛仍在继续，她大概因各种绯闻而被称为‘宝拉’。[56] 她提醒他关于‘计划中的期刊’，并希望这位哲学家对她的思念至少能有她对他的思念的一半。他们两人可以尽可能保持忠诚，而不会惹人非议（Br I, 251）。然而信件中不乏情欲暗示。在班贝格，卡罗琳娜·保卢斯也曾与医师马库斯有过私情，并于1801年诞下一个私生子；卡罗琳娜·施莱格尔当时曾尖刻讥讽地发问，生父究竟是使徒还是福音传道者。这位神学家之妻被讥讽地称为施韦特莱因夫人，典出歌德《浮士德》中的拉皮条老妇。[57] 最后，班贝格的流言蜚语还传出黑格尔与军官夫人约利夫人（娘家姓班贝格的玛丽·埃莱奥诺雷·阿尔特）的风流韵事；据说哲学家曾向她大献殷勤。保卢斯也暗示过黑格尔在班贝格的女性知己们（Br I, 265）——梅塔·福克尔-利贝斯金德、埃莱奥诺雷·阿尔特，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保卢斯自己的妻子卡罗琳娜——直至1829年，黑格尔的岳母还会记录道：“他把那些漂亮诱人的妇人拉入自己的罗网，手段实在厉害得过分”。[58]
黑格尔还在周边地区及班茨修道院进行了数次郊游，品尝甘草制成的甘草汁和牛角面包，搭配牛角面包的是伦福德式咖啡壶烹煮的绝妙咖啡。黑格尔认为，我们把这台机器归功于科学，而科学也应当对这种咖啡感恩良多——或许新逻辑学最初的部分正是与班贝格啤酒[59]以及美味的弗兰肯葡萄酒一同孕育而生的。
6. 从天主教的弗兰肯到新教的弗兰肯

班贝格的田园诗是虚幻的，审查制度愈发严苛——黑格尔甚至称之为“宗教裁判所”（Br I, 240）。他极其渴望将报纸编辑部换成哲学教授席位。他在给尼特哈默的信中写道“我等待与渴望之悠长，这已持续了如此多年，其间的每一天都在啃噬着我”（Br I, 252）。在兰茨胡特、阿尔特多夫与埃尔朗根谋求教职的希望破灭了。[60] 他“多年来在雄鹰旁的开阔岩壁上筑巢、习惯于呼吸清纯山地空气”，难道如今应当‘学会以死产的思想为食，在空洞闲话的沉闷浊气中虚度苟活’（Br I, 196）？当得知尼特哈默可能被任命为教会评议顾问时——“班贝格教会评议顾问尼特哈默已被巴伐利亚国王陛下任命为内政部新教中央学校顾问”[61]——他恳请在“科学的地界上”合作，不要被“一堵镀金的隔墙”分离开来，而在那堵隔墙之后等待着的“只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牢狱’”（Br I,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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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班贝格那种安逸鄙陋的小城镇市民环境的厌恶与日俱增；他时常觉得自己就像让·保罗《齐本凯斯》在库施纳佩尔一样。他嘲弄地把啤酒桶称为这座弗兰肯城市的真正缪斯源泉，环绕该城的森林绝非月桂树丛，而是野猪盘踞的地盘。远离哲学的康庄大道，耶拿的岁月愈发显得崇高美好。留滞在耶拿的幼子路德维希及其生母的道德义务也沉重压在他心头。当他听闻拿破仑欲将耶拿提升为莱茵邦联的中央大学的传言时[62]，黑格尔向弗罗曼表示，为了能在大学任职，他“由衷欣喜”愿回耶拿，去任何地方都不如回耶拿更称心（Br I, 236）。“在我的报社事务中的每一分钟都是荒废糟蹋的生命”（Br I, 245）。“理论工作[…]在世界上成就的事情胜于实践工作；一旦表象的王国发生了革命，现实性就无法支撑”（Br I, 253）。由于审查制度与报纸遭封禁的威胁，黑格尔用老蒂宾根时代的字眼“苦役桨帆船”和“枷锁”来描述编辑活动——哦，巴伐利亚，哦，野蛮荒邦！（Br I, 195）。一篇关于埃尔福特诸侯大会的文章在慕尼黑引起了‘至高不悦’，黑格尔不得不自作申辩。[63] 他看到了纯粹任意的肆虐，把这场闹剧描述为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引发的一桩不体面、龌龊肮脏的纠纷（Br I, 240及以下、244）。让·保罗的《自由小册子》探讨了出版自由与审查制度、报纸撰稿人的自由，以及统治者对墨水瓶与油墨的恐惧。没有任何审查官能将其禁令的法权建立在掌握真理之上，更何况审查官们彼此之间就如同正统教皇与敌对教皇那样互不承认无误性。[64] 黑格尔对此深表赞同，他渴望脱离‘报业苦役船’并甩掉‘报业枷锁’。1809年，在纽伦堡的他根据戈特希尔夫·海因里希·冯·舒伯特的提议，推荐浪漫派作家卡尔·弗里德里希·戈特洛布·韦策尔担任新编辑；黑格尔在耶拿时结识了他们两人，当时他们还是谢林的学生（Br I, 493）。韦策尔属于耶拿矿物学学会成员，黑格尔曾担任该学会评议员。由此，该报历任知名而能干的编辑：格莱、历史学教授弗朗茨·安瑟姆·德伊贝尔、继而是黑格尔与韦策尔，后来还有孔茨、约阿希姆·海因里希·耶克以及伊格纳茨·克里斯蒂安·施瓦茨教授。1808年秋，黑格尔摆脱了严苛‘报业裁判所’的魔爪。尼特哈默再次展现出忠诚的臂助。1808年11月，他被任命为纽伦堡文理中学的哲学预备科学教授兼校长。[65]
VII.
纽伦堡——
第一所人文文理中学、
大《逻辑学》与小家庭
（1808—1816）

纽伦堡！你这往昔举世闻名的城市！我曾多么欣喜地
漫步于你那曲折的小巷；以怎样一种孩童般的
深情注视着你那些古朴的
房屋与教堂
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

1. 在绘画大师与名歌手的城市

1808年11月底，黑格尔启程离开天主教的、昔日采邑主教辖区班贝格，前往新教的、曾经的帝国自由市纽伦堡——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与汉斯·萨克斯的故乡。抵达之时，‹朝霞将烈焰越扬越高，四周原野从朦胧的薄暮中显现出来；圣塞巴尔德与圣劳伦茨教堂尖塔上的金色圆顶球闪闪发光›——正如路德维希·提克的《弗朗茨·施特恩巴尔德》一样，黑格尔看到了‹纽伦堡的塔楼，其圆顶与窗户在阳光的映象中耀眼生辉›。[1]帝国森林环抱着这座昔日的贸易大都会。流经平缓草地注入此地的佩格尼茨河，将这座街巷纵横交错的城市分为了塞巴尔德一侧与劳伦茨一侧，公民们穿行于七座桥梁之上。这处昔日德国皇帝钟爱的居所曾于15和16世纪迎来全盛时期，作为欧洲贸易、手工业、艺术与科学、图书印刷与图书贸易的一个中心。[2]1530年之后，纽伦堡成为路德福音派的重镇。1812年，全城拥有104个新教教区，而天主教教区仅有一个；在26,569名居民中，有25,313人信奉路德福音派，1,158人信奉天主教。1806年，它失去了帝国自由市的状态，归属于巴伐利亚王国与莱茵邦联，从而站在了拿破仑一边。最迟至1808年，在部长马克西米利安·冯·蒙特格拉斯的主持下，巴伐利亚启动了反封建改革，他也起草了一部新宪法的基本要点。[3]
[image: ]纽伦堡的埃吉迪恩文理中学

在往往被不公正地冷落忽视的纽伦堡时期，黑格尔活动的核心是立足于尼特哈默的改革构想和巴伐利亚新学校规划而建立德国第一所人文文理中学；这其中包括他开创性的哲学教学。在与其挚友的密切合作中，黑格尔作为地方学校参事，改革了纽伦堡的整个教化版图。在这座弗兰肯大都会多元立体的文化、政治与学术网络中，他为其1817年出版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的进一步阐发汲取了思想养分，尤其是关于自然哲学、法权哲学与艺术哲学。在这里，他完满地完成并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巨著——《逻辑科学》。并且，他建立了一个家庭。
2. ‹出于生计把思辨的飞马套在教书的大车上›？——黑格尔担任德国第一所人文文理中学校长

1808年12月19日，黑格尔在埃吉迪恩文理学校开始展开其活动性。这所位于埃吉迪恩教堂旁迪灵霍夫的路德福音派学校，于1526年在菲利普·梅兰希通的庇护支持下创立。[4]一楼是原奥古斯丁修道院的教室以及用于庆典和考试的大礼堂；校长寓所则位于楼上。[5]此外还设有一座图书馆，并收藏有物理仪器、钱币与矿石标本。黑格尔校长任期内大概唯一保留至今的原装陈设对象，是一座华丽的天文钟——艾马特钟，由天文学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艾马特[6]于1700年左右为其天文台设计，并由钟表匠约翰·卡尔·兰德克制造。[7]它于1757年进入埃吉迪恩文理中学，并一直悬挂在校长的办公室里，直到1884年过渡归属于日耳曼国家博物馆的馆藏。[8]
黑格尔校长领导下的埃吉迪恩中学，代表了由尼特哈默构想并推动的学校改革堪称绝无仅有的成功典范。这所文理中学由四个年级组成：低年级班、中下年级班、中高年级班和高年级班，学生在各班分别就读一年。每周开设33课时。[9]黑格尔与其他教师保持着良好关系；大家每周在各自家中或花园聚会一次。这所学校在纽伦堡公民群体中享有极高声誉。黑格尔“主持该文理中学，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赞誉”。[10]新校长受到了巴伐利亚保守派与天主教圈子的审视与挑剔，后者企图阻挠破坏这一教化场所的发展。天主教启蒙派首领魏勒成为黑格尔与尼特哈默的主要对手，他此前就曾攻击过谢林与黑格尔的《哲学批判杂志》。他在三个方面对改革者采取行动：其一，通过他所制定的1804年巴伐利亚学校规划；其二，通过他在该规划中所规定的哲学教科书；其三，通过他作为慕尼黑天主教威廉文理中学校长的权能与影响力。魏勒的学校规划以牺牲理性与知识为代价来强调感觉与精神陶冶，针对这一规划，尼特哈默撰写了《人文主义论著》，并于1808年11月3日颁布了立足于此的学校规划——《公立教学机构设立通用规范》（Br I, 481及以下，490）。他关于人文文理中学的理念——甚至早于威廉·冯·洪堡——旨在实现一种普遍的精神教化，将年轻人培养为具有自我意识与自由思维活动的人。这一理念源自他对待古典语言与古典文学的深入钻研。他的旨趣在于，借助新哲学的精神打破过时的经院主义—教义问答式教化形态，并反对较新的启蒙主义、功利主义与泛爱主义教化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教育仅仅以适应日后的职业技能及其对社会的有用性为导向。黑格尔与让·保罗同样严厉拒绝将教育贬低为对职业与社会的有用性——那样只会造就‹受过训化的奴隶›。尼特哈默对‹袖珍读物智慧›与‹报刊学术›发起猛烈抨击，并敦促黑格尔撰写一部中学哲学教科书以反驳魏勒，但这是一部未及实现的项目。埃吉迪恩中学的方向转变，是尼特哈默改革的关键试金石。黑格尔的成功在政治上关系重大。他再次卷入动荡的政治纷争之中，深陷19世纪头二十年巴伐利亚内部激烈的学校斗争中心。反改革势力的抵抗仍在持续。改革者被诋毁为‹外邦人与新教徒›，人们对‹普鲁士与讲英语的›学者大加攻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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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尼特哈默的《规范》，学校机构分为三个层级：初等阶段、预备文理中学和文理中学。从初等学校可以过渡到人文文理中学或实科学校。在实科学校中，自然科学科目受到更多重视，但在这里同样开设古典语言与古代典籍的培养课程，并在高年级讲授哲学。[11]此外还包括德语与德国文学、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在较高年级中还包括法语与希伯来语。[12]法语练习采用了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莫里哀或卢梭的文本。[13]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将获得图书奖励，这些图书的选定带有黑格尔鲜明的个人印记；从荷马的《伊利亚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直至莱辛的《智者纳坦》与席勒的《华伦斯坦》。[14]在节庆典礼上，学生们朗诵席勒的叙事谣曲《潜水者》及其《人质》，以及歌德《艾格蒙特》与《浮士德》中的独白。
黑格尔学校工作活动性的指导原则是：朝向自由的教化。在学年总结典礼演说中，他指明了这一教化的核心支柱：其一，古典古代的语言与文化，尤其是科学与艺术，乃是教化之路上的‹精神之浴、世俗洗礼›。在‹对异己之物与遥远之物的诱人兴趣›引导下，学生面对着一个相异的、异质的对象，例如荷马的《奥德赛》与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5]借助其他语言与文学对异己之物的中介性占有，被视为一切智性教化的前提条件。其二，必须赋予教化一种独立的、内在的价值；作为绝对目的，它绝不能被视为单纯的中介，不能仅仅以功利有用性为导向。同尼特哈默一样，黑格尔主张以普遍教化的形式来实现个别人的教化，以语法、逻辑、知性以及道德与审美教化相结合的形态展开，并且是作为在受保护空间内默默进行的、内在于自身的对公共生活之严肃性的准备与预习。其三，学校应当促进学生自主活动性、独立性与自我意识的展开，必须从理解与接受走向自主研习、自主把握；单纯的重复不过是‹将文字书写于水上›。学校必须被理解为一个学习者的共同体，而不是主子与奴仆的聚会。教师不得充当法官，规章不可过于严苛，教学应被视为带有游戏性质的竞逐；在秩序、排斥纯粹任意的学科训练、对知识客观性的敬重，与另一方面培育自律之间，在要求与放手之间保持张力弧。这里暗讽了魏勒，指出科学教化旨在将精神从感觉与冲动的非自由领域中提升出来（GW 10/1, 484）。学校必须避免压抑萌发的自我感觉，绝不能导致顺从与不自由。在同他者的关系中，学生应当获得对自身的信任。对于校务无关宏旨的事项应当‹放手任其自由›，将其作为未加管制的领域，学生在其中自行规定自身的行为。其四，教化机构是一所伦理制度设施，理应受到特别重视。教化与正义是所有公民的核心关切，因而也是现代国家的基石。一所公立学校的成功立足于教师与家长的共同行动，立足于在家庭与国家这些决定性的伦理结合体中对年轻人的培育；这既非柏拉图意义上的家庭之外的教育，亦非纯然私人领域的教育。学校被视为联结家庭与真实世界的纽带领域。个别人由此熟悉自身的双重生存，并在尚受保护的空间中为未来更为严峻的张力做好准备；他可以在这里‹练习生活›。
在1815年的最后一次学校演说中，黑格尔明确反对那些企图召回理应覆灭之物的复辟倾向。新事物已可在其朝霞中被认识，世界已孕育出一个伟大的时代，更美好的事物正处于转变之中。这是一篇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为法国大革命思想所作的辩护辞（GW 10/1, 501及以下）。1844年，黑格尔的学生洛赫纳明确证实，这位校长‹内心里是一个亲法者，尤为崇拜拿破仑›。[16]
1. 黑格尔与他的挚友尼特哈默

黑格尔最亲密的朋友与同行者是尼特哈默，他是荷尔德林的哲学导师，此外也是席勒和谢林的朋友，是一位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理论家、宗教事务顾问与学校委员，正是他挽救了《现象学》的出版，并使黑格尔在班贝格和纽伦堡的活动成为可能。纽伦堡时期的通信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这些信件围绕着文理中学的情况与哲学课教学、对学术生涯的期望以及新教宗教展开。从那时起，黑格尔只与这位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神学院同窗分担自己最迫切的忧虑。每当黑格尔的人生之舟陷入困境，尼特哈默总是伸出援手。
你对宗教持何态度？自图宾根神学院时期起，这便是一个微妙棘手的问题。在《现象学》中，黑格尔曾摒弃了基督教传统宗教的若干基石。天主教的老巴伐利亚人与新教的新巴伐利亚人之间的冲突，甚至一度危及纽伦堡文理中学的存续。自1809年起巴伐利亚学校论战激化，尼特哈默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Br I, 495 f.）。早在耶拿时期，黑格尔就曾猛烈攻击天主教巴伐利亚启蒙派，特别是萨拉特和魏勒。后者在拿破仑倒台后便主张废除文理中学的哲学预备课程。作为最高学校委员的新教徒尼特哈默，对这些天主教圈子来说是一个绊脚石，一只溜进了主的葡萄园、溜进了慕尼黑王宫的卢德派狐狸。黑格尔后来谈及“唯我得救的慕尼黑兽性”（Br I, 303 ff.）。[17]
在学校教育方面，黑格尔同样主张政教分离：“国民普遍教育应独立于教派差异，学校机构应当与教会目的分开”。[18]黑格尔在信中阐明了他对新教教会的疏离立场。学者教化机构丝毫不逊色于教会：“新教与其说在于某种特殊的教派，不如说在于反思的精神和更高的理性教化”（Br I, 337）。新教的精神不应托付给教会的等级组织，而是“仅仅在于普遍的洞见与教化。[…] 我们的大学和学校就是我们的教会”（Br II, 89）。问题不在于大公会议法规的总和，而在于共同体的整体教化。大学和普通教育机构应当被视作新教徒的罗马与主教座堂。唯一的权威、唯一的神圣之物是所有人智识与道德上的教化。黑格尔明确反对一种十字架哲学。他争取到让文理中学教师不必强制参加周日礼拜，据道默尔所言，那里的布道既乏味又令人无法忍受。广义上的教化在黑格尔那里上升为“圣物”，成为现代社会成功的根本原则。
在通信中，两位友人也探讨了黑格尔谋求大学职位的机会，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自耶拿以来经历了一段令他饱受折磨的等待与挫折时期。获得埃尔兰根、阿尔特多夫、维尔茨堡、图宾根、[19]耶拿、海德堡和柏林等大学聘任的希望纷纷落空。去往荷兰（前耶拿学生兼黑格尔友人范·赫特的提议）对黑格尔并无吸引力。在大多数选择中，尼特哈默都在多方打探并提供协助，传达信心：尽管“船搁浅在沙滩上”，但黑格尔不应放弃“使船重新起航的希望”（Br I, 416）。

2. ‹受教化的人是自由的›

文理中学生约翰·格奥尔格·奥古斯特·维尔特在谈及黑格尔领导下的德国第一所人文主义文理中学的氛围时如此写道（GW 10/1, 113）。作为校长，黑格尔成功地在文理中学传达了他的世界观的根本意蕴——自由与理性。学生们一致的报告与回忆证明了这一点，[20]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维尔特的回忆，尽管他后来与黑格尔哲学保持距离，但仍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他在我心中点燃了不灭的自由火花”[21]。他是埃尔兰根大学生协会的联合创立者以及汉巴赫集会的共同组织者，他在该集会上提出了一个“联邦制的、共和主义的欧洲”的构想。他在“三月革命前”时期成为政治作家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并将纽伦堡文理中学视为一所模范学校。校长与教师对学生的尊重态度、他的文雅举止、敏锐心智与学者风度，极大地促进了年轻学子自我意识的提升，他的开朗、机智与幽默亦然。他成功地“唤醒并促进了对教化的兴趣”，传授了多方面的知识，激发了对“真正的科学之维的探索并培养了敏锐的洞察力”。哲学思想在历史、科学、艺术与文学的对象中得到解释。学生们“在自由的交流对话中”研讨论点。[22]“黑格尔作为教师与校长以严肃和庄重面对学生，但同时又体贴友善地体察每个人的境况”。[23]
还有四位文理中学的毕业生值得一提：莫里茨·塞贝克、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道默尔、尤利乌斯·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阿贝格和格奥尔格·洛赫纳。塞贝克家的一众儿女黑格尔早在耶拿就已熟识，他还是莫里茨的弟弟阿道夫的教父。莫里茨在纽伦堡和柏林都曾师从黑格尔，在他看来，黑格尔“讲课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罕有他人能及”。[24]据说他终生每每谈及恩师都“双目炯炯”。[25]后来在柏林，他在黑格尔的赞助者兼教育大臣阿尔滕施泰因手下任职。道默尔后来任教于黑格尔文理中学，并参与了抚育著名的弃儿卡斯帕尔·豪泽尔的工作，他作为新教神学的犀利批判者和德国动物保护运动的联合创始人而闻名。道默尔谈道，黑格尔“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后来在埃尔兰根听到的哲学讲座，在我看来简直幼稚可笑”；[26]他在那里听过谢林、舒伯特和坎内的讲课。1826年，道默尔曾在纽伦堡短暂地为黑格尔的儿子们授课（Br III, 128）。关于黑格尔在纽伦堡的教学活动，阿贝格留下了极具启发性的课堂笔记；[27]他在海德堡和柏林都是黑格尔的学生，因而在三个不同地方都是其“感恩的学生”（Br III, 30 f.）。格奥尔格·洛赫纳对黑格尔的严肃与庄重以及体贴友善钦佩不已，黑格尔总是准时从楼上的居所来到教室。洛赫纳坦言，自己起初很难适应文理中学的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但黑格尔的教学实乃一件幸事。[28]洛赫纳就1844年夏出版的黑格尔传记致信卡尔·罗森克兰茨，专门针对其中的纽伦堡章节陈述己见。[29]洛赫纳赞赏了罗森克兰茨笔下对其昔日恩师的生动描摹，提供了有关文理中学生活的更多细节，并纠正了传记作者的一处资料来源，据推测是阿贝格的记述（GW 10/2, 868）。几位学生曾创办文学会，致力于研读德国古典文学，并以此举抵制“纵酒之风”以及在校内同样活跃的饮酒欢聚社。黑格尔出于对学生社团的赞赏，建议他们亦应研读古典古代文本，并提供了一间教室供聚会之用；自那时起，大家每月有三周研读《奥德赛》，第四周则研读一部德语文本。在一个夏日傍晚，黑格尔走访了读书会，据洛赫纳见证，该读书会是出于深化德语教学的志趣而设立的，并且在开展活动时“对黑格尔毫无半点抵触”。[30]洛赫纳写道，在黑格尔那里“体系与生活携手并进”；“人的整体性唯有在两者的和谐一致中”方可寻得。尽管校长以严厉著称，鲜有笑颜，更极少夸奖，但由于其“仁爱人道”而享有崇高敬重，因为他“彻头彻尾显现为一位学者、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个纯全圆融的典范人格”。他宛如“自成一体的完整体系”，“却从未对他人吝惜关怀与宽厚”，并且对所有“有幸成为其门生的人”都“产生了深沉而巨大的震撼”。洛赫纳在根本上证实了同窗们的记述，例如黑格尔讲解《熙德》与印度名剧《沙恭达罗》时的动人场景，以及当他谈及沃尔夫《形而上学》的“乏味枯燥”时自己忍不住发笑，抑或带着“戏谑的微笑”谈论共济会神秘本质时偶尔流露的幽默。洛赫纳还描述了文理中学的革新性改造，即“从旧形态跨入新形态”，并补充道：对于建立这所新的人文主义文理中学而言，纽伦堡有幸拥有了这样一位人物，他的“学说注定要赋予时代精神以形态”。
地区督学保卢斯和海因里希·施特凡尼也向慕尼黑教育部报告了纽伦堡文理中学的成功办学与崇高声誉。保卢斯写道，这所学校享有“纽伦堡公众坚定的敬重，无疑是王国中最优异的学校之一”。[31]1810年，他向挚友黑格尔提议由其接管全城的“学务”，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然而黑格尔婉言谢绝了这两项提议（Br I, 305）。施特凡尼自1811年起接替保卢斯担任统管纽伦堡整个学校体系的督学官员，他写道，民众对“纽伦堡两所学校的校领导与教师怀有充分的信任”。[32]作为圣埃吉迪恩文理中学校长与施特凡尼多有往来的黑格尔，称其为“受人尊敬的老友”。[33]他是尼特哈默领导下的重要学校改革家之一。[34]他关于儿童受教化权以及关于家庭教育与公共教育相统一的思想，深合黑格尔的信念。[35]“与父母的权利相对立的，亦有儿童的权利。[…]国家作为所有联合者的担保人与保护者，因此亦拥有权利与义务去悉心关照，确保儿童对父母的这些合法权利诉求不受侵害。”[36]施特凡尼认为让所有儿童获得智识教化是一项根本要求，因为“缺乏这种教化，正是人民在肉体与道德层面陷入贫困的主要根源所在”。[37]
圣埃吉迪恩文理中学的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大多数出身于纽伦堡贵族家庭，其父辈为官员、法律界人士、商人、工匠、牧师或医生。但瓷器画工、姜饼面包师、圣餐面饼制造商和制针匠的子弟亦入读该校。几乎所有毕业生都去攻读神学或法学。在1815和1816年，除前述人员外，图歇尔、霍尔茨舒赫、绍尔和格伦德赫尔家族的子弟亦见于学校档案之中。[38]黑格尔与许多学生保持着联系，例如阿贝格、图歇尔、默克尔、道默尔和塞贝克。1823年，他在柏林与学生克里斯托夫·西格蒙德·施特勒贝尔重逢，并邀请他参加校长就职典礼庆祝活动及观看歌剧《狄多》。[39]在离别之际，学生们深知黑格尔对拉斐尔的名作《西斯廷圣母》情有独钟，便赠予其校长一幅该画的铜版画。
[image: ]给黑格尔内弟弗里德里希·卡尔·威廉·冯·图歇尔的成绩单

从1813年到1816年，黑格尔担任地方学务委员，作为纽伦堡市皇家专员公署学校与学业事务部门的主管，负责监督该市的学校体系。[40]财政匮乏以及教育领域重新天主教化的加剧企图，令他倍感重压。[41]他的管辖范围包括文理中学、实科学校、各类国民小学、贫民学校或免费学校，[42]以及纽伦堡师范学堂——一个培训与进修教师的新机构。黑格尔在该师范学堂的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在1815年8月1日，他考核了二十多名学员，其中包括约翰·鲁德，后者后来在纽伦堡共同起草了建立第一个超越教派的教师协会的倡议书；该协会契合黑格尔所秉持的教化原则。[43]通过作为学务委员所付出的多方面努力，黑格尔在构建旨在实现普遍高度教化的公共学校体系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3. 人如何学会思维？ – 作为哲学教师的黑格尔

尼特哈默的《人文主义论著》，尤其是他的《标准规范》，为建立新的文理中学教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志同道合的友人们保持着持续的沟通，黑格尔参与了新教学计划若干核心要点的拟定，首先是强调理性的、思辨的思维活动。他在文理中学最高年级讲授了他正在构想中的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体系的基本思想。[44]对这位校长而言，哲学作为一门预备科学的教学既复杂又极具挑战，构成了文理中学教化的核心学科，提供了检验哲学思维活动并逐步提升其阐释“明晰可解度”的契机（Ros 248）。在耶拿时期，他“尚未淬炼出明晰性，在口头讲授中拘泥于讲义的字句”（Br II, 73）。通过在文理中学的八年历练以及与学生的持续对话，黑格尔在教学中获得了游刃有余的笃定。在与尼特哈默的通信中，他教学经验中的矛盾复杂性显露无遗。这一试验田有时竟成了炼狱般的困局。若干相互交织的教学环节逐渐明晰起来。
首先，《标准规范》规定了将哲学作为预备科学来传授。学生们应当通过入门性的思维训练被引导至思辨的思维活动。黑格尔以他特有的创造性方式诠释了规范中的若干要点。这一点体现在他的私人意见书中，在其中他全力支持尼特哈默与慕尼黑的反对者及管理当局进行艰难的抗争，同时也显露出细微的分歧。例如，黑格尔疏远了图宾根教师普卢克所推荐的操作流程，他在《逻辑科学》中将该方法描述为对逻辑推论的形式主义-数学化片面处理；或者他拒绝了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卡鲁斯的心理学，认为其乏味且缺乏灵气；他当时正在研读亚里士多德，翻译其《论灵魂》，并为自己作为独立认识论的心理学构筑基石。康德的立场也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判。康德的逻辑学仅包含勉强应付的粗糙内容，其对上帝定在证明的批判则部分值得赞赏，部分应当拒绝。二律背反学说为理解理性提供了深刻的基础，但仍过于隐蔽且部分缺乏深思。在教学中更为适用的则是爱利亚学派的辩证法。[45]对于“思辨思维活动的开端”（GW 4, 296），黑格尔完全立足于自己的思考。
其次，教学活动涵盖了广泛的哲学领域：法权、道德与宗教讲学，认识论以及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基石。[46]在各教学对象与领域的相互渗透中，黑格尔看到了哲学的一项根本要求，即哲学呈现为“不同科学的体系性复合体”，一个在自身体系结构中井然有序的整体性。在最高年级中，则应落实全面教学纲要的宗旨：“统观科学的全体，使体系性的关联清晰彰显，并阐释构成各门特殊科学之基础的概念”。[47]在课程安排中，黑格尔《逻辑学》的内容以及《全面教学纲要》和《法哲学》的前期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纽伦堡时期的文献见证了他的这三部杰出著作的起源，以及为了使这些著作的智识潜能契合中学教学而做出的阐释努力。一方面，逻辑学依循亚里士多德被规定为“思考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逻辑学被视作“纯粹思维活动的体系”（GW 10/1, 443），除了思维活动本身之外别无其他根据，是思维活动在纯粹思想自身领域内的展开。展示的亦有这部新逻辑学的基本密码，即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GW 10/2, 741）。作为探寻逻辑建筑术的范例，可以参见对三部分核心结构的反复修订。1808/09年最初为：本体论逻辑学、主观逻辑学和理念论；随后在1810/11年调整为：存在逻辑学、本质逻辑学和概念逻辑学。这种新型逻辑学的关键枢纽被阐明：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直接性与中介的统一，其中存在与本质作为自身的根据复归于概念之中。而且，逻辑学开端的构想已经同时包含了存在与虚无两者——在天界与地界之间、在自然与精神中，没有任何事物不是直接的东西与中介的统一（GW 10/1, 444）。随后，海德堡《全面教学纲要》的核心环节初露端倪。在毕业班讲授的全面教学纲要被理解为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的体系，绝对理念被指认为哲学科学的唯一内容，划分为三大主干科学：逻辑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绝对精神的三大阶段——艺术、宗教与哲学——首次以清晰的方式被区分开来（GW 10/1, 362 ff.）。实践哲学的课题也显著涌现：意志与行动的自由、道德、福祉、权力分立以及法权、道德与国家的关系，尽管并不总是以完全成熟的形式出现。例如，黑格尔当时将家庭归入道德领域，尚未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作出清晰的区分。至关重要的仍然是理性思想与自由思想的结合：在将实践哲学原则上理解为自由意志理论的过程中，在关于政治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表象中（GW 10/1, 382）。这套课题谱系在当时意味着哲学教学的一场革命。
第三，哲学教学的方法是崭新的。犹如任何其他科学（例如物理学）一样，哲学能够且必须被传授与学习，以便让经受检验的知识取代意见、悬揣、臆想或纯粹的断言。首要任务是必须让青年“忘却耳闻目见”，即必须将他们从看似确凿的感性认识和具体表象中“拉开”。黑格尔的反向策略对应于后来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展示的知识的三大阶段：知性的、抽象的思维活动作为文理中学的主导；包含爱利亚学派、皮浪学派以及康德范例的二律背反的、辩证的思维活动；以及作为真正哲学本质的思辨思维活动。这“最艰难之物”在文理中学只能初步涉猎并严格定量。黑格尔在谈及他作为中学教师的进退两难时写道：他总是在“与我自己作对，因为由于听众的缘故，我无法运用[思辨之物]——由于我自身的缘故，我又无法离开它”。[48]对他的哲学课极为关键的，是对表象与概念之间进行精确区分的思考。一方面，思想借助想象力被塑造成形，作为图像并带有“叙事性”。思想被形象化了；这里描绘的并非概念那“灰暗的单调”，而是展现所表象之物的繁复与多彩——诸如“创世”、伊甸园的树木或三位一体等表象，伦理世界中的冲突则通过悲剧被赋予象征意象。由此，艺术与宗教的意蕴有助于获得包含思辨内容的表象。在文理中学中应当克制使用概念的表达形式，且应当在很大程度上放弃最高形式的思辨之维。尼特哈默对学习思辨思维活动的要求被理解为一个目标，但表现为审慎循序渐进的努力，正是一门哲学的预备科学。据罗森克兰茨所言，随着纽伦堡的这种预备训练，开启了中学哲学教学的新纪元。[49]

3. «Dieser schönen Zeit ich immer mit Freude gedenke»

欧洲反法同盟战争的继续与终结——从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直到他的战败与维也纳会议——在政治上深刻影响了黑格尔在纽伦堡的岁月。对于他后来的生平道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1809年克莱门斯·文策尔·洛塔尔·冯·梅特涅被任命为哈布斯堡外交大臣，以及1810年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与柏林大学的创立。黑格尔很快融入了纽伦堡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显赫的家族将子弟送入圣埃吉迪恩文理中学，新任中学校长不久便出入于由各类协会、学者圈子与家族聚会交织而成的绚丽网络之中；人们尊崇他为一位亲切友善、幽默风趣且饱读诗书的对话伙伴。
1. 知己保罗·沃尔夫冈·默克尔

商人兼集市理事保罗·沃尔夫冈·默克尔是纽伦堡最有影响、最受尊重的市民之一，数十年来一直作为深受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市民改革者发挥着作用。[50] 在黑格尔身处这座昔日帝国自由城市的岁月里，他是黑格尔最重要的对话伙伴。他的宅邸构成了一个社交中心；贵族、官员、企业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此聚会。黑格尔受邀赴宴时，除了保卢斯和霍芬之外，还在这里结识了数学家约翰·威廉·安德烈亚斯·普法夫（1809年起任文科中学自然科学教师，也是黑格尔在斯图加特旧识的兄弟）、物理学家兼化学家约翰·萨洛莫·克里斯托夫·施魏格尔（1811年起在实科中学任教）、自然科学家戈特希尔夫·海因里希·舒伯特（自1809年起任实科中学校长）、弗赖贝格采矿顾问兼地质学家亚伯拉罕·戈特洛布·维尔纳，以及来自纽约的著名亿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之子威廉·伯克豪斯·阿斯特。[51] 1810年5月，黑格尔向尼特哈默报告说，他与玛丽·冯·图歇尔联姻之事托付给默克尔最为妥当。后者的威望与外交手腕对这门婚事的促成举足轻重。默克尔曾于1792年参与创立“促进祖国工业协会”，并在二十余年间一直是该协会的核心人物。为城市繁荣和公共福祉做出贡献，是他的一大核心关切。
在纽伦堡，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依然清晰可辨，约翰·本雅明·埃尔哈德的思想及其论著《论人民革命的权利》同美泉旁张贴的革命传单，以及在法国协会用德法双语唱响《马赛曲》的情景一样，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52] 默克尔与一家主要商行的代表尤斯图斯·克里斯蒂安·基斯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者被视为大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同时摒弃了“罗伯斯庇尔式的暴行”。两人在1795年与巴黎秘密特工瓦伦廷·普罗布斯特保持着密切联系，资助革命传单的印刷与发行，并出资将法国革命文献翻译成德文。[53] 为纪念雾月十八日政变，默克尔参加了基斯林举办的和平庆典；现场竖立着一棵棕榈树，上面系着法国国旗三色丝带，并写有波拿巴和莫罗的名字。黑格尔大概是在1809年在默克尔家中结识基斯林的。[54] 两年后，在基斯林参加的一次聚会中讨论了为默克尔制作荣誉奖章的项目；执事罗特提供了设计图，黑格尔则撰写了铭文horum auspiciis（赖其庇佑）。同年，基斯林与黑格尔在默克尔家中再次相遇，[55] 当时法国协会正在那里聚会。从青年时代起，黑格尔在人生的各个驻足地都结识了1789年大革命的支持者和领军人物。

2. 纽伦堡的知识界圈子

席勒的挚友、纽伦堡高级医疗顾问兼医院总监霍芬回忆起那些年显赫的友人圈子。正如1800年前后在耶拿由尼特哈默、迪茨、荷尔德林、梅克林、保卢斯、谢林和黑格尔构成的圈子一样，纽伦堡再次形成了一个由施瓦本人主导的圈子。纽伦堡圈子的成员包括神学家保卢斯、自然科学家舒伯特、物理学家兼化学家施魏格尔、数学家普法夫、自然科学家兼友人塞贝克，以及医学家霍芬（其研究黑格尔早在耶拿时期便已熟知）。此外还有语言学家路德维希·黑勒（1808年起在文科中学任教）、约翰·阿诺德·坎内（1809年起在实科中学教授历史），以及作为客人的让·保罗——他在多年后依然怀念这些聚会，[56] 尤其是与他在“墨水宇宙中的真正兄弟”黑格尔的相聚；此外还有雅各比、地质学家维尔纳以及在安斯巴赫任教的黑格尔学生加布勒。[57] 这些文科中学教师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获得了埃尔兰根大学的教授职位；黑格尔于1816年正式接到埃尔兰根大学的聘书，但他当时已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教职邀请。无论如何，纽伦堡的这两所学校是新教埃尔兰根大学的人才摇篮。[58]
纽伦堡学者圈子及其成员广泛的专业造诣，对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具有特殊的意义。[59] 在一场关于歌德色彩学的辩论中，塞贝克与黑格尔为歌德辩护，而普法夫则站在牛顿一边。黑格尔在1810/11年间参与了塞贝克的色彩实验。黑格尔为新发现的色彩现象所命名的“内折射”（entoptisch）一词，被歌德和物理学家们所采纳。[60] 普法夫和舒伯特介绍了天文学见解，特别是关于开普勒的“宇宙和谐论”。普法夫还与黑格尔就其新逻辑学展开了争论，探讨了数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区别，以及公理和公设在哲学中的不适用性（Br I, 401 ff.）。黑格尔了解了霍芬关于布朗主义、热病学说和神经疾病（1813年）的研究成果，以及施魏格尔关于伽伐尼电和电磁学的研究。[61] 谈话围绕着浪漫派和谢林自然哲学的立场展开，身为谢林崇拜者的友人舒伯特将这些立场与其渊博的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舒伯特的著作《自然科学黑夜面之观察》（1808年）、《自然科学手册》（1813年由纽伦堡施拉格出版社出版）和《梦的象征意义》（1814年）带来了丰富的启迪与张力。这同样适用于黑格尔将黑暗理解为光的否定性、对绘画中明暗对照的思考、关于黑暗矿井与自然事物的幽暗权利的论述，以及将魔鬼解释为引光者和黑暗之君。[62]
黑格尔与保卢斯家族及塞贝克家族的深厚友谊始终保持着。他在耶拿和班贝格时期对卡罗琳·保卢斯产生的那份特殊好感也依然延续。据说黑格尔对她于1811年出版的小说《阿道夫与维尔吉妮，或爱与艺术》印象深刻，并由此试图教导他的未婚妻玛丽学习希腊语。[63] 著名古史学家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于1816年因黑格尔可能赴柏林任教一事来纽伦堡探查情况，他非常享受与这位精通古代语言且对古代典籍了如指掌的哲学家的交流。相比之下，到访纽伦堡的浪漫派作家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则固守着对黑格尔呆板迟钝的刻板印象，大概是因为这位哲学家不愿追随其步入德意志浪漫派的原始森林与中世纪诗意田园。黑格尔与谢林的会面也颇有意思，后者为筹建一所艺术学校于1812年造访纽伦堡。谢林“在此以友好的方式拜访了我；我们未曾触及哲学论题”。[64]
学者与艺术家汇聚的这种充满张力而又丰富多元的环境，无论对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全面教学纲要构想，还是对其美学思想的建构而言，必定都是一座真正的宝库。舒伯特在1855年印行的纽伦堡回忆录中，对黑格尔表达了高度赞赏，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一位拥有非凡博学与深邃学识的精神巨匠，一个品行高洁、性格坚毅的人。 […] 他启发了当年在纽伦堡的那些学生的悟性，使他们习惯于善用自己的精神力量 […]。凡是仅从著作和讲堂上认识黑格尔的人，并不知道此人在私人交往中是何等和蔼可亲，作为一家之主又是何等体贴温情。即便在日常社交中，他也能以精当的见解启迪人心，以幽默诙谐令人开怀；当然，在政治同情方面，他与我们——尤其是与普法夫、坎内和我——相去甚远；[…]。在我们看来，他对那位伟大统帅与征服者的崇拜未免过于绝对，尽管他在评判当时德意志各邦及欧洲其他大国同法国的关系时，流露出的对事物真正地位与局势的明晰、确凿把握，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即便当时未予苟同，在紧随其后的时期里也必须承认这一点。（HBZ 99 f.）

3. 为公共福祉服务与初露端倪的工业世界

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而言，新型地方社交形式和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黑格尔与默克尔、格伦德赫尔以及罗特一同加入了法国协会和和谐协会。此外，他还是另外两个社团的成员：成立于1810年的博物馆协会和早在1792年就已成立的促进祖国工业协会。[65] 协会章程中频繁出现“时代精神”这一表述。促进祖国工业协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以及纽伦堡萌芽中的工业结构，[66] 让黑格尔洞察到了社会的变革历程。这也是其实践哲学的经验沃土，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奠定了基础，这一区分是其自由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的革新之一，随后在柏林时期的《法哲学》中公之于世。协会的最高准则是“公共福祉”，即城市的共同福祉。黑格尔后来用“福祉”替代“幸福”这一范畴，大概也源于此。[67] 默克尔强调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他们“凭借自己的才华、知识、勤勉与美德，尽可能地向上奋进”。[68] 除了扶持商业和手工业，协会还致力于广泛的社会政治事业、经济结构的合理社会调控，以及市民的教育教化，其座右铭为：“减轻人类苦难，增进人类福祉”。[69] 为了在制度上构建城市共同体，需要合理的税收体系和运转良好的基础设施；建立了针对贫困手工业者的救济基金会，创办了女子学校、外科医学校和助产士学校。这些机构大多被称为“治安”（Policey），即行政管理之意，这一点在黑格尔《法哲学》的相应术语中清晰可见。由于相当大一部分（大概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早在1793年就制定了贫民救济重组方案，并设立了贫民学校与施粥所。除了阅读来自英国的报道外，黑格尔亲眼目睹了城中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并随后将其视为现代社会构建中最严峻的问题。作为督学委员，他致力于贫民学校的改革，这项工作十分紧迫，但也相当棘手。他将全民受教育的原则视为一项公共责任。[70] 默克尔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附于商业和手工业，对新兴工厂和英国的工场手工业体系持怀疑态度。黑格尔赞同其友人的批判性见解，即“那里的业主独享财富，而生产阶级却深陷贫困”，像“有理性的驮兽一样苟且偷生”。[71] 但与默克尔不同的是，黑格尔在工业结构中看到了新型现代社会形态的基石之一；然而，由于工业结构内部所展现的分裂与异化，它更加需要调控与社会建构来作为其运行的前提条件。纽伦堡岁月这一鲜为人知的侧面，揭示了这位成熟政治哲学家黑格尔的核心关切：构建一门现代社会哲学。

4. 与玛丽·冯·图歇尔完婚及儿子卡尔和伊曼努尔的出生

让·保罗后来向黑格尔夫妇致意，称赞“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而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72] 他多次提及“长着美丽眼睛的玛丽·黑格尔”和“黑格尔教授的出色夫人”。他深知这位中学教师迎娶古老而尊贵的图歇尔家族之女所经历的并不平坦的道路。让·保罗写道，1812年在某些“纽伦堡女性看来，她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女学者”。[73] 布瓦瑟雷发现玛丽与挂在圣塞巴尔德教堂里的丢勒所作图歇尔夫人肖像颇为神似，塞贝克则认为她与丢勒《四使徒》中的约翰很像。[74] 玛丽·海伦娜·苏珊娜·冯·图歇尔是苏珊娜·玛丽亚·图歇尔与约布斯特·威廉·卡尔·图歇尔·冯·西默尔斯多夫的长女。黑格尔在1810年5月11日致尼特哈默的信中首次提到了她（Br I, 309 ff.）。卡罗琳·保卢斯在1810年也已得知此事；她请人为自己引介图歇尔小姐。黑格尔与玛丽·图歇尔在各种场合结识，可能是在某次社交聚会、协会集会或在默克尔家中。她的父亲记述道，黑格尔校长于1811年4月初通过格伦德赫尔家族表达了求婚意向，并于4月8日亲自向他坦露心迹（HBZ 105）。友人默克尔扫清了绊脚石。4月19日，他转达了玛丽的同意，同时也转达了图歇尔家族的顾虑——希望黑格尔保持耐心，直至其处境有所改善。除了默克尔，古老的贵族家族格伦德赫尔与哈勒·冯·哈勒斯坦也出面求情。[75] 但黑格尔的经济状况与学术处境被视为障碍：“父亲约布斯特目前只承诺在他[黑格尔]在大学谋得教职时给予首肯。祖父据说完全不满意。”[76] 1811年5月底，默克尔告知黑格尔，在获准结婚后他“由衷地高兴”。这位哲学家后来在其《法哲学》中，将婚姻纯粹建立在两个享有平等权利的伴侣的自由决意之上；任何其他权威在此均无权干涉。
[image: ]玛丽·图歇尔，黑格尔的夫人

在纽伦堡的某些阶层中，联姻的消息引发了反对的声音：“订婚让他[黑格尔]变得非常活跃和殷勤，但这并不能让他与女性群体——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性和解。她们对他挑三拣四，不能原谅他作为一个稳重的中年男子，却没有选择一位同样沉稳持重的配偶。”[77] 玛丽比这位40岁的新郎小21岁。刻薄者认为，他本应保持单身，悉心抚养留在耶拿的亲生骨肉。[78] 一位女裁缝评论道：“图歇尔家的玛丽竟然要嫁人了，嫁给一个老校长，他还有个古怪的名字，自称是教授，却又不是真正的大学教授，哎呀呀，人们本以为会来一位帝国伯爵，可如今她却要嫁给 […] 一个老顽固，他看起来那么老，而她却那么年轻。”[79] 默克尔记述道：“总的来说，极少有一桩联姻受到如此多且如此不一的评头论足。”[80] 尼特哈默表达了他对黑格尔的深厚情谊，表示对于这对新人，他们全家献上了“无与伦比的最真挚的喜悦、最温切的关怀和最热诚的祝愿”（Br I, 359）。最晚在1811年初夏，大局已定，黑格尔“顿时如愿以偿”。岳父答应为他们主持婚礼。[81] 得到恩准的国王批准后，婚礼于1811年9月15日在圣灵教堂举行。这对夫妇搬进了位于埃吉迪恩广场文科中学大楼内新布置的居所；居所里有一张船形床和一顶名为“罗马”的床幔等。[82]
[image: ]购买结婚戒指的收据——“两枚蛇形金戒，象征永恒，成色极佳”

他们前往图歇尔家族在贝林格斯多夫的庄园以及哈勒·冯·哈勒斯坦家族在格罗斯格林德拉赫的府邸远足，维持着社交往来，观赏话剧、歌剧并聆听音乐会，其中包括莫扎特的《后宫诱逃》。他们前往埃吉迪恩广场的集市和圣诞集市，那里有传奇的纽伦堡姜饼，黑格尔称之为“在历次革命风暴中始终坚贞不移、始终如一”的神圣糕点（Br II, 16）。这位新婚男子经常光顾“红马”和“茨温格”客栈（十年后他还记得那里的店主汉贝格），以及约瑟夫广场的“金玫瑰”咖啡馆。他十分欣赏纽伦堡的煎香肠和脆香肠。默克尔是他最重要的葡萄酒供货商，其酒窖里藏有勃艮第、1779年份的波尔多、法国埃米塔日葡萄酒以及产自摩泽尔、萨摩斯和马拉加的葡萄酒。他与维尔茨堡附近基青根的酒商卡尔·霍恩舒赫也有往来；1816年霍恩舒赫向“亲爱的黑格尔”致歉，称其目前业务实在太忙。[83] 在纽伦堡的餐单上，除了香肠之外，还有野味和禽肉烤肉，除了土豆，还有花椰菜、芦笋、甜菜、豌豆、辣根、黄瓜，以及樱桃、醋栗、杏和桃子。[84]
[image: ]购买带“罗马”床幔的船形床以及胡桃木沙发与六把扶手椅的收据

黑格尔与玛丽在文科中学就读的弟弟戈特利布·冯·图歇尔以及玛丽母亲的妹妹罗森海恩姨妈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玛丽怀孕了。在经历了数月的无忧快乐之后，1812/13年间接踵而至的是数次命运的打击。1812年6月27日出生的女儿苏珊娜·玛丽亚·路易莎·威廉明娜仅仅活了不到两周便夭折了。威廉的弟弟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和玛丽的弟弟齐格蒙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在拿破仑的征俄战役中阵亡。[85] 身在海德堡的卡罗琳·保卢斯深深体恤这位“沉默寡言”的朋友：“请代我们所有人向黑格尔及其爱妻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并向他保证我们一如既往的热切关怀。得知他的为人父之乐遭受了如此痛苦的破灭，且图歇尔家族除此以外还因长子去世而承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我感到无比难过。”[86] 1813年玛丽的父亲也相继离世。几乎在同一时期，即1813年6月7日，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出生，名字取自阵亡的舅舅。[87] 次年1814年9月25日，第二个儿子托马斯·伊曼努尔·克里斯蒂安降生；教名伊曼努尔来自教父尼特哈默，其余两个教名则来自姑姑克里斯蒂安娜和友人塞贝克。
5. 妹妹克里斯蒂安娜与耶拿时期的儿子路德维希

玛丽和威廉·黑格尔与妹妹克里斯蒂安娜以及儿子路德维希的关系很难评估，一方面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某些偏见与误判，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缺少文献与信息匮乏。尽管关于黑格尔妹妹的传记具有启发性，[88] 但关于她的种种传言仍在文献中流传，黑格尔的表兄格里茨、玛丽以及儿子卡尔和伊曼努尔对此也难辞其咎。大概在父亲去世后，玛丽和儿子们销毁了威廉与克里斯蒂安娜之间、父亲与儿子路德维希之间，以及黑格尔与弗罗曼家族之间的大部分通信。
当克里斯蒂安娜于1815年夏来到纽伦堡时，两个饱受不幸与悲剧折磨的十年已落在她的身后。这位充满自信、聪慧且思想政治前卫的女性曾积极参与斯图加特的革命圈子，并在母亲去世后悉心照料病重的父亲。她对戈特霍尔德·施托伊德林的挚爱未能如愿，与克里斯托夫·奥古斯特·克莱特以及辛克莱之间可能的结合也化为了泡影。在1800年前后的逮捕浪潮中，友人的圈子被冲散；革命的梦想宣告破灭。克里斯蒂安娜因向巴黎递送书信而与胞兄一同蒙受叛国嫌疑，由此或许滋生了自己被当作邮政包裹寄递的强迫症倾向。在世纪之交，她孤身一人，痛失双亲，与兄弟们疏于联络，无夫无家，既无高等学养亦无固定职业。她成为几户人家的家庭女教师。经过十五个春秋，四十岁的她放弃了这项极其辛苦的营生，显然在身心上都已筋疲力竭。她在纽伦堡的哥哥及其家中寄宿了近四个月。关于这次探访流传着诸多传闻，并伴随着毫无根据的片面评判和草率给出的精神分析陈词滥调，如兄妹情结、同胞心理创伤、嫉妒玛丽、癔症、精神错乱等。[89] 克里斯蒂安娜在虚弱的健康状态下陷入了极不易处的境地。她与哥哥已有多年未曾谋面。学校的事务对哥哥的羁绊远超其所愿；他当时正为他的《逻辑学》打磨收尾基石。因世道沧桑以及迄今屡受挫折的大学求职计划，他深感沮丧。由于符腾堡宪法谈判的分歧可能也显露了出来。兄妹二人不再共享同一个精神世界，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自然而然地互相理解。[90] 并且随着姑嫂两人的相处，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产生了碰撞：一位是受过良好教育、见识广博、关注政治、远离一切虔敬狂热却饱受生活悲剧摧残的年长女性；另一位则是具有浪漫天性、年轻的母亲——一朵“娇嫩柔顺的蜡花”；[91] 让·保罗曾回忆起她“温和天真而善良的目光，毫无任何智识上的出众之处，甚至算不上博览群书”。[92] 玛丽倾向于虔信派的狂热，据说在1816年曾考虑皈依天主教，这无疑遭到了其丈夫的坚决反对。[93] 1815年10月25日，克里斯蒂安娜在致黑格尔当年的同学校友威廉·克里斯蒂安·诺伊弗的信中写道：“我哥哥在这里过得相当好，他有一位极其温婉可亲、出色的妻子和健康的孩子们”。[94] 寄宿在文科中学阁楼小屋的黑格尔妹妹，对玛丽的虔敬信仰感到隔阂。她寻不到康复所需的清幽宁静，日益感到格格不入，显然患上了抑郁症。在她返乡之后，她致信感谢“你们给予我的一切关爱以及我在你们那里得到的全般善意”，她打扰了家中的秩序，但未曾破坏家庭的和睦（Br II, 58）。玛丽很久以后对其小姑作出的所谓“性情偏执/心智失调”的论断，并非没有掺杂对克里斯蒂安娜遗嘱的怒气——该遗嘱偏向路德维希，并挑明了他实为黑格尔的亲生骨肉而非寻常养子，这一点卡尔和伊曼努尔此前大概一无所知。[95] 但克里斯蒂安娜在1831年完全有理由认定黑格尔一家早已知晓此事。除了所谓“心智失调”的定性外，还有路易·格里茨的有失公允的评判，称克里斯蒂安娜憎恨其嫂子，对自己的哥哥心怀不满，指责他傲慢自大、学究气十足且缺乏信仰。关于克里斯蒂安娜的离奇传闻，所谓古怪反常和精神错乱的神话，纯属恶意中伤的荒诞之辞。1822年，斯图加特的哈勒一家在谈到克里斯蒂安娜时写道，她“居所布置得温馨而得体，完全康复且心境开朗，全身心地投入到法语教学工作中，这给她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但也让她非常忙碌。得知你们寄来的好消息和孩子们充满爱意的信件，她感到非常高兴”。[96] 黑格尔内心大概怀有愧疚，因未能给予妹妹更多扶助而自责。要想彻底恢复与妹妹完好如初的关系，对他而言终究未能如愿。
黑格尔之子路德维希的经历同样充满悲情。他在耶拿度过了人生的最初十年，随后于1817年春来到海德堡的黑格尔家中。在妊娠的最后数月里，路德维希的母亲克里斯蒂安娜·夏洛特·约翰娜·布克哈特在弗罗曼家中找到了庇护。“在战乱时期，黑格尔恳求我们收留她，她怀上了路易。她就住在蓝厅旁边的内室里。”[97] 当时，即1807年2月，弗里德里希·弗罗曼与黑格尔的弟弟一同担任了小路易的教父；这个三岁的男孩将这位出版商及其夫人约翰娜视为共同的教父母。直至1810年，路易一直生活在母亲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而母亲“根本不管这个孩子”。1810年10月，她把孩子带到了弗罗曼家——“说她一无所有了，再也抚养不起他，问我们是否愿意收留他”。[98] 出于怜悯以及与黑格尔的深厚友谊，弗罗曼夫妇收留了这个被完全抛弃、衣衫褴褛的男孩，并对他给予了慈母般的照料。随后，约翰娜·弗罗曼的妹妹索菲·波恩承担了照料这个男孩长达七年的责任，孩子在她身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童年时光。[99] 路德维希纪念册中的题词见证了他在耶拿的人际往来、索菲·波恩如母亲般的关爱、与弗罗曼夫妇儿女及养女的友谊，以及这个男孩与克内贝尔和歌德的深厚情谊。他的儿时玩伴除了索菲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之外，还有弗罗曼家和韦塞尔赫夫特家的年幼子女，以及塞贝克和赛登施蒂克两位教授的孩子们。[100] 黑格尔向索菲·波恩支付伙食费，有时由其出版商施拉格转交。1814年秋，他嘱咐弗罗曼代他和妻子向路易致以亲切的问候。[101] 同年，玛丽·黑格尔在致养母索菲·波恩的信中表达了愿分担或完全承担照顾丈夫骨肉的意愿。黑格尔致弗罗曼的数封信件表明，他们心中挂念着路德维希和耶拿的挚友们，他极其珍视波恩夫人的关爱与友谊（Br II, 36, 64, 93）。1817年，男孩向耶拿的友人圈告别，带着索菲·波恩、弗罗曼一家、韦塞尔赫夫特一家、明兴·赫茨利布、黑格尔友人格里斯与克内贝尔，尤其是歌德的美好祝愿，启程前往海德堡。阿尔维娜·弗罗曼在路德维希的纪念册上写道：“莫忘我们的耶拿”。[102]
6. 海德堡美学的前奏——黑格尔与纽伦堡的艺术珍宝

在关于黑格尔美学的各项研究中，哲学家的纽伦堡岁月迄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黑格尔对艺术的迷恋与其持之以恒的浓厚兴趣，使他汲取了渊博的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知识，涵盖了莱辛、康德、歌德、席勒、谢林及浪漫派学者的美学构想。多年来他对绘画艺术的认识不断拓展——通过与斯图加特画家丹内克、科赫与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席克的交往，随后在伯尔尼与丹内克的导师松嫩沙因结下的友谊，在那里他还研读了格奥尔格·福斯特关于精选意大利名画和近代荷兰画作的论述，以及在耶拿与卡尔·路德维希·费尔诺关于意大利绘画艺术与风景画的深入交谈。
纽伦堡堪称一座艺术宝库，[103] 对其艺术宝藏的领略在黑格尔后来的美学讲演录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首先应当提及的是他对各个艺术门类的广泛兴趣。这涵盖了从昔日帝国自由城市的哥特式教堂到形形色色的艺术喷泉乃至整体建筑艺术，从绘画、铜版画和石版画直至文学作品。在令人瞩目的圣殿中有圣塞巴尔德教堂和圣洛伦茨教堂，以及集市广场上安放有法伊特·施托斯所雕祭坛的圣母教堂。[104] 黑格尔对一系列市民代表性建筑了如指掌：施瓦茨的宅邸（Br III, 119）、集市街角过去曾设有帝国封邑宝座的霍尔茨舒赫宅邸，或者格伦德赫尔家族的“金盾”宅邸；[105] 这些宅邸的主人均属于他的家庭、友人与相识之列。曾在耶拿师从费希特的法律专家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卡尔·霍尔茨舒赫，对黑格尔而言无疑是一位极富启发的交谈伙伴。霍尔茨舒赫对纽伦堡市的情势洞若观火，1796年曾亲自撰写过一部哲学论著，并将他对新哲学的兴趣与进步的政治立场融为一体。在美泉旁，人们可以领略神圣罗马帝国的世界图景、哲学、七艺、福音传教士等雕塑形象。集市上备受歌德与艺术专家约翰·海因里希·迈尔赞赏的青铜雕塑“鹅夫”，乃是“一位神态极为栩栩如生的青铜铸造农夫汉子，双臂各夹着一只待售的鹅”。[106]
其次，纽伦堡城内以及波默斯费尔登的魏森施泰因宫拥有极其丰富的艺术珍藏，汇聚了大量的绘画杰作。[107] 黑格尔的评价与瓦肯罗德及蒂克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反差。[108] 相应地，他与艺术史家兼收藏家苏尔皮茨·布瓦瑟雷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他曾与后者一同饱览了纽伦堡的艺术瑰宝。在此过程中，双方在艺术理论构想上的差异也显露无遗，特别是黑格尔本着歌德的精神对浪漫派感伤主义所持的拒斥态度。浪漫派文人瓦肯罗德在纽伦堡教堂与艺术品的富丽堂皇中仿佛梦回中世纪，甚至渴望能邂逅一位骑士或修士。[109] 尤其是在对待丢勒的作品以及意大利和荷兰绘画艺术方面，这些重大分歧更是展露得淋漓尽致。黑格尔在这座丢勒之城生活了整整十年，在海德堡、柏林、亚琛也能见到丢勒的杰作。1818年，他赠予玛丽一幅丢勒的铜版画：作于1520年的《天使与圣母》（Br IV/1, 169, 345）。由此可见，黑格尔在肖像画领域将提香与丢勒置于同一高度：“画中生动鲜活的神韵被展现得如此逼真，仿佛整幅画作都在跃动”。他强调这位纽伦堡天才所蕴含的自由与精神性，以及对自立市民阶层的早期刻画——“精神似乎带着自身的意志破茧步入尘世”。[110] 然而不仅丢勒的作品足以令大型美术馆蓬荜生辉，当时沉睡在纽伦堡诸府邸[111]以及波默斯费尔登魏森施泰因宫里的其他德意志、意大利和荷兰大师的画作，放到今天也能促成一场华美璀璨的盛大展览，从克拉纳赫、小汉斯·霍尔拜因，到科雷吉欧、米开朗基罗、提香、拉斐尔、丁托列托，再到黑格尔尤为推崇的荷兰绘画天才：勃鲁盖尔家族、伦勃朗及其流派、鲁本斯、雷斯达尔，乃至一幅罕见的维米尔真迹。[112]
黑格尔将王室行宫所在地慕尼黑视为德意志最卓越的城市之一，[113] 特别是因为那里的艺术瑰宝。其中包括西班牙画家巴托洛梅·埃斯特班·牟利罗著名的流浪儿画像，这是黑格尔特别钟爱的作品，他在其中看到了作为其更高心灵的“精神欢畅”，一种清新敏锐的精神自由与蓬勃活力，堪称现代艺术理想的绝佳写照。许多上述色彩大师及其代表作，都在他后来的《美学讲演录》中得到了深入探讨。正是在这一基石之上，黑格尔摆脱了浪漫主义者对前现代绘画的偏狭执念，进而推崇荷兰画派，将其视为近代自立自由市民阶层典范形象的描摹者。
第三，在班贝格建立并于纽伦堡得以延续的与布瓦瑟雷的交往颇具教益。1816年5月和6月，布瓦瑟雷到访纽伦堡，两人共同度过了许多时光。他们一道走访了纽伦堡各处艺术胜地，从庄严教堂到私人珍藏，其中便包括德肖收藏馆——其铜版画与木刻画部后来被普鲁士国家收购，其油画藏品部分则被英国艺术商人爱德华·索利买下。[114] 1816年5月初，在默克尔家中举行了一场由黑格尔、布瓦瑟雷、塞贝克、霍尔茨舒赫以及画家兼艺术收藏家克里斯托夫·哈勒·冯·哈勒斯坦参加的聚会；众人一同观赏了丢勒的遗作。[115] 黑格尔协助布瓦瑟雷购得一批珍贵油画。[116] 他记述道，布瓦瑟雷对待他“十分友善”，并称这位收藏家为一位“备受尊崇的朋友”（Br II, 91）。这位来客在笔记中写道，黑格尔将其逻辑学体系视为他名副其实的哲学史。在纽伦堡的首次会面中，黑格尔便表达了转赴海德堡大学任教的愿望；[117] 布瓦瑟雷随后也参与了推举这位哲学家赴海德堡任职之事，而黑格尔将在那里深入赏鉴布瓦瑟雷兄弟的知名收藏。[118] 两人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政治分歧也逐渐浮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格尔与布瓦瑟雷兄弟及其晚期浪漫派思想导师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之间的分歧日益扩大，后者致力于中世纪、民族过往与基督教之美的复兴。浪漫派的攻讦矛头直指索利藏品以及其中极具代表性的荷兰近代绘画艺术。
第四，英国收藏家索利著名收藏中若干重要藏品此前扑朔迷离的来历同样饶有兴味。[119] 默克尔信中的一段话澄清了索利藏品与柏林艺术学院相当大一部分艺术品的出处渊源；这些作品出自汉斯·阿尔布雷希特·冯·德肖在纽伦堡的旧藏。[120] 索利于1821年将其藏品售予普鲁士国家，后来艺术学院又获得了国王恩赐的德肖铜版画；[121] 艺术名城纽伦堡就这样为柏林画廊奠定了核心基石。对于黑格尔日后从事艺术哲学研究而言，在纽伦堡积累的艺术鉴赏经验构成了至关重要的基石。两项真知灼见充分展现了他对绘画艺术的敏锐鉴赏力：其一，黑格尔敏锐地发掘出布瓦瑟雷藏品与索利藏品中两幅画作的惊人相似性，即扬·凡·艾克的一幅基督头像与另一幅被归于汉斯·梅姆林笔下的画作之间的渊源；其二，他辨认出迪尔克·鲍茨所作鲁汶最后的晚餐祭坛画中两个互相关联的分幅原本同属一炉——其中一幅他曾见于布瓦瑟雷处，第二幅则在贝滕多夫收藏中亲眼得见。[122]
7. 黑格尔致尼特哈默的三封论拿破仑书简

1812年，拿破仑进军俄国的征候愈发显露；依据巴伐利亚与法国缔结的盟约，巴伐利亚军队接到了开拔命令。1812年10月，拿破仑回师巴黎的消息传来，到了11月，“黑格尔的心情便不再那么舒畅了”。[123] 1813年，如同当年在耶拿一样，他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惨绝人寰。诸如默克尔等同代人的记述生动描摹了法军与巴伐利亚军队从俄国败退的凄惨情景，数以千计的伤病员在绝望中冻毙、饿死、精神失常。战火的蔓延绝非让黑格尔漠然处之。早在耶拿时期，他就曾将战争比作恶魔。从根本上说，在他后来的政治哲学中，战争被定性为无理性、法度废弛与强权暴力的反常状态。[124] 寄给尼特哈默的三封信件堪称透视其拿破仑观的典范文献：1806年10月13日在耶拿写就的论及世界灵魂拿破仑的著名信件、1814年4月29日论皇帝覆亡的另一封信，以及1816年7月5日对友人悲观来信的复函。在这三封信中，黑格尔无一例外地为法国新宪法和1789年大革命的根本目标极力辩护。在这位巴黎卓越的国家法导师身上，他看到了一位代表着进步新原则的世界历史个体，将崭新的思想与制度播撒至全欧洲，摧毁了行将就木的封建旧秩序。古老的帝国分崩离析，《拿破仑法典》作为崭新的法典势在必行。然而执政手段却部分沿袭了旧有的政治工具，乃至诉诸恐怖手段与暴力战争；法兰西共和国正当的自卫防御战逐渐变质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征伐。第二封信让人联想到《精神现象学》中抽象自由的形象，该形象的原型深植于“源于启蒙运动的法兰西共和国纯粹抽象的形式自由”（Br II, 28）。这种徒具空名的抽象自由堕入了以断头台和血腥战争为象征的彻底毁灭的狂热之中，呈现为一种“自我毁灭的现实性”。拿破仑时期的解放战争具有双重面相：既是对外来异族统治的反抗挣脱，又是对已被历史淘汰之陈腐秩序的逆时代反动复辟。对于拿破仑倒台后随着维也纳会议而拉开序幕的、对理应粉碎之旧体制的逆流复辟，黑格尔给予了无情的猛烈抨击：伴随着丧钟与火炬的虚妄游行，人们掉头奔向古德意志纪念碑与所谓的爱国旧古董，奔向那片被讽为“德意志愚顽王国”（Br II, 43）的应许之地，沉沦于狭隘盲目的德意志民族沙文主义，沉溺于诸如恩斯特·莫里茨·阿尔恩特与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之流对法国人的狂热敌视，这些人甚至公开叫嚣要彻底消灭由阿尔恩特杜撰出的所谓“世仇宿敌”。保卢斯哀叹自己仿佛置身于野蛮的“未开化状态”。即便人们身上挂满千百个十字架，恶魔也并未被驱逐出境，反而会以千百倍更凶残的面目卷土重来。尼特哈默忧心忡忡地预见到“新建的新教学校将被倒退改造成昔日的修道院学堂”（Br II, 59 f.）；一切腐朽陈旧的东西都在死灰复燃，数学和哲学课程将被勒令取缔。旧制度的卫道士们早已在普及大众教育中嗅到了动摇统治的莫大危险。黑格尔坚决抵制任何复辟企图；日后他将对复辟主义的鼓吹者兼得名鼻祖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展开根本性的清算批驳。[125] 他试图宽慰陷入绝望的尼特哈默，并向其传递一种高瞻远瞩的历史哲学视野：尽管反动势力侥幸获得了微不足道的“残羹碎屑式胜利”，但现代自由的理念依然“如同一支披坚执锐、严密如铁的方阵，以不可阻挡之势，在悄无声息的行进中，冲破重重荆棘险阻，坚定不移地奋勇向前”（Br II, 86 f.）。
8. 《逻辑科学》——黑格尔的皇皇巨著

在女婿离世数月之后，玛丽的母亲苏珊娜·冯·图歇尔于1832年7月18日从纽伦堡致信告诫外孙卡尔，切勿荒废韶华，应将闲暇时光倾注于严肃的学问，例如研读其生父的《逻辑学》。宗教哲学讲演录的序言中明确训诫，在研读父亲的其他著作之前，必须首先潜心研读这部《逻辑学》。[126] 早在1815年，便有读者赞誉其为“书中之书”，是人类精神造就的旷世杰作（Br II, 54）。在一本传记的篇幅内对黑格尔这部皇皇巨著进行阐述，不啻于一场走钢丝般的惊险平衡，即如何将极其深奥晦涩的理论内涵深入浅出地呈现给专业学者与广大普通读者。在此，我们将尝试勾勒其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但这绝无法替代对这部极度繁复深邃之作的亲身研读与深入探索。[127] 我们将从作者的立论初衷出发，提纲挈领地追溯整座哲学大厦的支撑支柱，即概念的逻辑自身规定的各个主要阶段。此外，还将概括性地阐明贯穿于有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三大领域的哲学方法及其内在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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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逻辑学的钻研，早在青年黑格尔时期便已成为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贯要素。[128] 自1801/02年耶拿的第一个学期起，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便赫然列入其教学大纲。在耶拿最初的著述中，逻辑要素的根本重要性已彰显无遗，其核心旨趣在于扬弃传统陈旧的逻辑学。这一意图集中体现在其教授资格论文中树立的新矛盾原则（principium contradictionis）：矛盾是真理的准则，不矛盾是谬误的标志（Contradictio est regula veri, non contradictio, falsi），以及对推论逻辑的诉求：推论是唯心主义的原则（Syllogismus est principium Idealismi）。特罗克斯勒记录的黑格尔首次讲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听课笔记，证实了他对科学开端问题的独特专注。在耶拿初期的出版物（《差异篇》与《批判杂志》论文）中，这一主题同样占据支配地位——知性逻辑与理性逻辑的对立、反思与思辨、直接性与中介、普遍、特殊与个别等等。早在1802年，黑格尔便预告将出版一部论述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专著。彼时他已深刻认识到（《耶拿体系构想之二》为此提供了明证），必须彻底克服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人为割裂。[129] 对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相互关系的根本性重构，催生了一门崭新的思辨哲学（philosophia speculativa），即作为新形而上学的新逻辑学。随后的《精神现象学》为科学的开端奠定了基石，从而确立了作为全面教学纲要体系第一部分的逻辑学的开端。耶拿时期的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纲领迫切要求在一门独立专著中进行深刻的脱胎换骨式的重构——这正是黑格尔在班贝格与纽伦堡时期所肩负的重任。
纽伦堡书商为黑格尔《逻辑科学》第一卷刊登的售书广告如是写道：
倘若在哲学的近代演进中，公认逻辑学在发展完备程度上远逊于哲学的其余分支，至多只能以若干空洞抽象的公式敷衍塞责——那么，一部以亚里士多德般的精深洞察力写就的著作，其功勋便毋庸置疑：该书的宏旨在于将逻辑学提升到与其崇高使命相称、与时代觉醒之自我意识相符的崇高形态，在真正纯粹洗练的形而上学中重现哲学被轻率放逐的玄奥奥秘，捍卫其独一无二、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科学的自主原则及其固有方法，并重新为理性确立其作为真理自主创造者的永恒古老法权。（GW 12, 327）
黑格尔通过纽伦堡出版商施拉格分三步出版了其巨著：1812年出版第一卷第一册《有论》，1813年出版第一卷第二册《本质论》，以及1816年出版第二卷《主观逻辑，或概念论》。正如他所写的那样，他在耶拿时期为此“仅仅”奠定了初步基石，在班贝格展开了紧张密集的创作，而最终的统稿定局与排印付梓则是在纽伦堡付诸实现的。他将整整十年的岁月——在弗兰肯的全部光阴——倾注于这部巨著。在纽伦堡，他流露出这样的心声：要使著作达到“应有的完美形式”，他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严酷的外部环境“只允许我在这门本需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投入的科学中进行断断续续的写作”（GW 12, 6）。1831年他坦陈，尽管经过了“多年的潜心构思”，该著作仍有未臻完善之处；这部书稿尚需反复审订打磨七十七遍方能尽善。此书意在“彻底撼动整个哲学学术界的根基”（Br II, 56）。包括1831年新版序言在内的诸篇序言[130]以及若干书信段落，均宣示了这一非同凡响的宏图抱负：他所致力的绝非寻常琐细之举，而是奠定一门现代逻辑学的基础——正如亚里士多德当年创立了古代的那部逻辑学一样，黑格尔誓要缔造出属于现代的那部逻辑学。
与哲学的其他领域不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并未经历任何实质性的演进，即便沃尔夫或康德亦未带来根本突破，尽管后者试图以其先验逻辑开启崭新的大门。然而，精神两千年来持续不辍的演进发展，迫切要求对思维活动本身具备更高、更具创新性与革命性的自觉意识。既然全新的时代精神在传统逻辑学中尚未得到应有的体现，那么就必须“从头开始”；现代世界亟待一项彻底的“全新事业”（GW 21, 10, 19 f.）。一场“彻底的重构”势在必行，陈腐的“公认逻辑”理应被解构废黜，必须在黑格尔的哲学语境中予以扬弃。黑格尔将其陈旧内容讥讽为没有生命的枯骨、干瘪的朽木、枯萎的败叶、干瘪的细线，衰微消瘦，是生搬硬套、味同嚼蜡且空洞乏味的逻辑破烂，是不结实果的经院哲学繁琐推论。倘若要在“一片荒芜废墟上营建一座崭新的城市，固然可能有足够充裕的砖石材料，但对于全新规划而言却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以往被奉为圭臬的东西必须被坚决果断地彻底抛弃”。这一重构旨在从“僵死死寂的材料中重新点燃鲜活的概念”（GW 12, 5），并由概念的逻辑学作为新形而上学去取代因循守旧的传统逻辑；必须彻底摒弃陈旧的认知范式，掀起一场席卷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双重革命。扬弃的三重维度包含着：保存（conservare）——概念的逻辑即思辨逻辑，完好保留了反思与知性逻辑的思想形式；否定（negare）——对其施以脱胎换骨的根本性改造；提升（elevare）——同时将其升华至更高的理论境界。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的新逻辑，正是从扬弃的三重维度的辩证统一中汲取其澎湃的理智力量。无论当年的论者抑或当今的诠释者，凡是割裂抛弃其中任一维度的解读，都无异于彻底抽空剥夺了这部逻辑学的思想伟力。那些矢口否认其颠覆性特质的论调，仅仅将黑格尔的逻辑学视为西方基督教形而上学与本体神学的延续或顶峰，然而该著作实则是对“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所有本体神学企图的系统性断然否定”。[131]
对这部逻辑学的康德式解读完全忽视了黑格尔对先验哲学立场的根本性批判，仅仅是重弹那条“被千百次盲目奉为偏见”的陈旧老调，即“无限者[绝对者]无法通过概念来把握”（GW 20, 49）。根据黑格尔的剖析，沃尔夫式的传统形而上学武断地预设客体是某种现成固定的实体，从未理解其乃是从自身出发自由规定自身的存在。它仅仅习惯于以知性的狭隘视角去审视理性的崇高对象，推演出被绝对化了的抽象有限的知性规定或反思规定。与它的论敌——“直接知识”的信徒们一样，它们共享着以抽象空洞的同一性作为最高原则与衡量判准。寻常的形式逻辑将逻辑形式视作“观念或思想的僵死、无效且漠不关心的容器”（GW 20, 178），将逻辑学极度窄化为矛盾律等干瘪命题，以及被当成天赋公理而不加任何批判审视的零散判断论与推论学说。例如，康德武断地预设判断形式是范畴的有效规定。逻辑形式乃至概念的诸多形式，同它们之间的必然内在联系一样，根本未曾得到合理论证（GW 20, 178; GW 21, 35）。先验逻辑“从主观逻辑中借用所谓的原始概念范畴，而这些范畴在主观逻辑中不过是经验性地搜集而来的”（GW 12, 44）。因此，它完全丧失了坚实的基础与必然的明证。逻辑规定由此被赋予了“本质上主观的意义；因而它们始终与它们企图摆脱的客体纠缠不清”（GW 21, 35）。亚里士多德系统描述了逻辑思维的诸多形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GW 12, 28）。然而，向现代逻辑的“大步迈进”一方面要求对逻辑形式的有效性进行彻底检验，另一方面则要求系统展现它们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传统旧逻辑最严重的片面性，莫过于将形式同一律A=A与排中律神圣化，而这至今仍是当代分析逻辑哲学的教条信条。[132] 与之相对立，黑格尔确立了概念（Begriff），其本质与寻常的逻辑形式迥然不同（GW 12, 25 f.）；内容由此堂皇迈入了思维逻辑的考察殿堂。概念这一术语的运用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意蕴，迥异于寻常所谓的概念”（GW 20, 49）。对概念、对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的这种开创性理解，铸就了作为新形而上学的黑格尔逻辑学的鲜明标志，[133] 亦构成了其整部哲学体系的核心精髓所在。
作为自由者的唯一概念，作为思维活动的普遍形式；纯粹概念作为对象之内在与关于对象之主观思维内在的统一；逻辑学作为对思维的思维，作为对概念“本性”的演绎——这正是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深刻变革的核心要旨。根据黑格尔的见解，从更深层意义上去把握逻辑学的需求，源于对法、国家与宗教等实体性现实事务的关切。黑格尔赋予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即概念以决定性的颠覆力量——犹如莎士比亚笔下那位勇毅的鼹鼠精魂，凭借其内在的持续劳作与步步掘进，终将冲破将它与太阳阻隔的地壳。精神正从其黑夜牢狱的深处破茧而出，奔向概念。在精神的概念把握与自身规定中，一座没有灵魂、朽烂脆弱的陈旧大厦轰然倒塌。借助作为“卓越爆破手”的概念思维，现存事物所窃据的貌似神圣的权威被剥夺殆尽；国家宪制与宗教信仰纷纷瓦解于这种思维活动之下。专制独裁的旧秩序与旧机构理所当然地对此深感恐惧，并曾残酷迫害、流放或诛戮这类思想家；苏格拉底、布鲁诺、伽利略、斯宾诺莎曾令他们所处的时代天翻地覆，因为思想规定正是从最深处维系整个世界的纽带。概念思维的“雷霆伟力”，源于对现存事物合理性合法化的严苛拷问，由此同样催生了对思维活动自身进行正当性论证的必然要求，催生了对概念“本性”的深入探究。
1. 《逻辑科学》——黑格尔体系的基石与概念规定体系的纲要

承接耶拿后期的体系构想，黑格尔的一元论唯心主义旨在阐明作为“与自身同一的理性”的唯一理念，“为了达到自为存在，它将自身设立为自身的对立面，成为自身的相异者，但在此相异者之中又与自身保持同一”。逻辑学是研究自在自为理念的科学，是新型形而上学；相比之下，自然哲学代表着处于相异存在之中的理念，而精神哲学则代表着从相异存在中返回自身的理念。逻辑学构成了整座体系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在自由的一元论唯心主义哲学中，核心在于理念作为自身规定的自我产生，将自由的思维活动视为哲学的根本核心所在，将哲学确立为理性的科学与自由的科学。
逻辑学阐明了纯粹理念的科学，即处于纯粹思维活动要素之中的理念的科学，这是最高阶段的认知或知识。在推进耶拿时期阐发的思维的自我关联并溯及亚里士多德的过程中，黑格尔将逻辑学定性为对思维的思维，定性为一个不断展开的思维规定体系，即思维活动赋予自身的、处于自身规定之中的规定体系。正如《精神现象学》所揭示的那样，主观性与客观性、建构论原则与实在论原则在此融为一体，对象规定的思维之内在与关于对象之主观思维之内在合二为一。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本身才是真正的对象，并非外在事物，而是事物的概念，即作为诸多具体规定概念之基石的概念本身。这绝非康德所言的唯一逻辑概念受制于直观之杂多性的条件局限。[134] 康德所谓的概念实则不过是指表象（GW 21, 74）。然而必须毫无保留地认为，思想与对象之间的割裂已被彻底消解。摆脱意识对立的解放意味着，纯粹思想既是事情本身，正如事情本身即是纯粹思想一样（GW 21, 33）。因此，这既不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其中知识的内容仅仅被规定为由自我所设定、封闭于自我意识之内的产物），亦非对现成给定实存的客观主义（实在论）。思维活动自己产生自己，并赋予自身以对象，即作为思维者的思维活动。[135] 这种绝不可再被康德式的二元论所消解瓦解的同一性，即思维活动的自指性，为理解这种新型形而上学逻辑学推开了一扇大门。
当黑格尔谈及形式科学的纯粹思维、纯粹理性时，他意指的是作为绝对形式的科学的逻辑学，呈现在“其纯粹规定的无色、冰冷的简朴之中”（GW 21, 42）。在逻辑领域的森严冷峻中，我们行进在灰上画灰的调色板上，而非置身于明丽斑斓的世界。海涅将黑格尔视作通往“思维的北极，在那里大脑在抽象的坚冰中冻结”的引路人。尼采则将逻辑要素描绘为“无香、无色、无灵之物”，一种“宛若坚冰”的思维，散发着“冰冷刺骨的光芒”。那条“沿着逻辑绳梯攀登而获的真理”，犹如“最冰冷、空无一物的概念即‘存在’那僵死的死寂”。[136] 黑格尔谈到了“僵死冰冷的字句”（GW 14/1, 11），并化用了席勒的诗句：陶冶纯粹思想的科学漫游在“理念的幽灵王国”（GW 21, 42）中，置身于摆脱了一切感性具体性、摆脱了一切表象与图像世界的概念领域。《精神现象学》曾为此扫清了道路，并将把握概念的思维理解为对隐喻表象式的扬弃。人们不再将伸手抓取一个苹果描绘为对苹果的“概念把握”（Begreifen），感性意象已被彻底超越，隐喻已死，被“扬弃”了。席勒将理想与生活对立，将实在性与艺术对立，即“美之宁静的幽灵之邦”。在这个幽灵王国中，直接定在的诸种形态已然枯亡，它们与自然实存的结构相剥离，摆脱了外在影响的依赖，荡涤了一切有限事物的颠倒与扭曲。逻辑的发展历程作为无时间的演进展开，仅仅在“纯粹”空间和“纯粹”时间中展开，作为纯粹逻辑的并列与相继，采取“纯粹的、不从外部掺杂任何杂质的历程”（GW 21, 38）形式，“在返躬自省、纯粹自在的思维活动的宁静空间中”（GW 21, 12 f.），在“纯思维认识的宁静之中”（GW 21, 20）。在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中，思维的普遍形式即概念自我表白。黑格尔的逻辑学因而可以被解读为一门概念的科学，它同样规定了作为这般概念的边界以及向理念的过渡。对概念之逻辑形式的专注，排除了直观、知觉、感觉、表象这些意识的不完满形态；其核心关涉纯粹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137]
唯一概念——这一单数形式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内容与规定，“唯有通过包含其[概念的]起源的内在演绎才能得到确证”（GW 12, 16）。这部逻辑学详尽阐明了概念的必然演进，即这唯一概念的自我建构与自身规定。知识或作为最高认知形式的科学，要求通过概念去认知，要求将一切实体性的表象转化为把握概念的思想。[138] 知性从其狭隘的视角出发，将概念仅仅理解为单纯共有特性的知性规定，理解为普遍表象，例如将蓝色或红色仅仅理解为一种颜色的感性表象。[139] 对于植物、动物或房屋，知性仅仅着眼于作为共同特性的抽象普遍性，仅仅着眼于将知性个别性归摄于知性普遍性之下，这生动体现在“某事实归属于某概念之下”这种逻辑上有缺陷的表述中。黑格尔所关注的是概念诸环节的统一，即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辩证统一，关注符合具体物（concretum）原意即各环节共同生长融合意义上的具体概念。有了概念，我们便拥有了绝对的具体者，其余一切具体物不过是“被外在维系在一起的杂多”（GW 20, 181）。
与知性立场及形式逻辑不同，概念的立场构成了绝对唯心主义的真正立足点。黑格尔的逻辑学以概念规定的自我展开的整体方式，展现了概念的体系，即作为其内在于自身的纯粹规定之基石的唯一概念，逻各斯，理性作为万物中唯一的实体性存在。黑格尔谈到了整体的自为力量，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是整体本身——即概念。它是从最深处构成世界的本质，是世界的“生命脉搏”，是世界的“神经中枢”。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将诸多表象转化为概念，将其翻译为这样一种概念，其基本规定已在《逻辑科学》中建构成型。

2. 黑格尔逻辑学的方法与基本模式

概念“其本性与寻常的逻辑形式截然不同”（GW 12, 25）。就内容而言，逻辑学考察的是自在自为的思维规定，考察在严密逻辑阶梯序列中作为具体纯粹思想的概念。形式与内容是同一的，形式本身具有与其形式相符的内容。概念所把握的绝非形式的、空洞的同一性；在其自身规定中，它将全部丰富充实的内容规定展开为自身的内容。逻辑学的方法决不能从数学、几何学或形式逻辑等其他表面上“精确”的科学中生搬硬套而来；[140] 否则“无概念之量的历程”就会被非法僭称为“概念的历程”。方法的阐发与正当性确立完全内在于对逻辑学本身的论述之中，决非某种外在的、先验的、需从外部带入的反思结果。方法“从其对象本身中汲取其规定性，因为方法本身正是对象的内在原则与灵魂”（GW 12, 241）。方法包含了概念自身的诸规定及其相互关系，并在其内在自我运动中加以审视。方法的内容与对象在原则上并无割裂；它关涉事情本身的历程。通过将概念规定严格推演为内在的进一步规定，逻辑严密的整体得以确立。在概念的动态自身规定中，演绎性的向前推进与回溯性的确证论证合二为一，即“开端的向前进一步规定”与“开端的向后回溯论证”（GW 12, 251）浑然一体。
逻辑要素具有三个方面；每一个概念都包孕着这三个环节：第一，抽象的或知性的环节；第二，辩证的或否定理性的环节；第三，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环节。在此应当指出的是，虽然第二环节构成了推动原则，使内在联系与必然性赋予科学的内容，但它同时仅仅构成了黑格尔方法的一个方面。与其相对立并加以统摄的则是第三环节，即对辩证怀疑环节的扬弃（GW 20, 120）。《全面教学纲要》第82节指出了若抽离遗弃第三环节所带来的严重恶果，读来宛若对黑格尔之后逻辑学灾难性演进的深刻预言。关于思辨环节的权威论述如是写道：
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环节把握了诸规定在对立之中的统一，把握了包含在它们的瓦解与过渡之中的肯定性。1) 辩证法具有一个肯定的结果，因为它具有一个确定的内容，或者说，因为它的结果真正说来并非空洞的、抽象的虚无，而是对某些确定规定的否定，这些规定之所以包含在结果中，恰恰因为这一结果不是一个直接的虚无，而是一个结果。2) 因此，这种理性物虽然是一个被思考之物、一个抽象之物，但同时却是一个具体之物，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形式的统一，而是不同规定的统一。因此，哲学根本不与单纯的抽象或形式思想打交道，而唯独与具体思想打交道。3) 在思辨逻辑中包含着单纯的知性逻辑，并且随时可以从前者中提炼出来；为此只需将辩证与理性的要素从中抽离；这样它就变成了寻常逻辑原本的模样，成了由形形色色杂凑在一起的思想规定构成的历史叙述，这些思想规定在其有限性中竟被当作某种无限之物。（GW 20, 120）
黑格尔将思辨的与肯定理性的作为同义词使用。概念“在其否定性或绝对规定的环节中拥有各不相同的规定；内容归根结底无非是绝对形式的这些规定”（GW 12, 25）。在此触及了概念自身规定的动态特性——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即作为概念逻辑又一基本思想的规定否定。它充当着向前推进的驱动力量，充当着动态展开的关键结构。逻辑学的系统性正是由规定否定所构筑的。各个范畴与概念规定并非根据其实用目的或应用可能性而产生。[141]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引述了《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段落，其中指明了这一方法的显著环节：“为了赢得科学的向前演进，并且为了对那完全纯朴的洞见付出根本努力，唯一紧要的——就是认识到这样一条逻辑命题：否定物同样也是肯定物，或者说，自我矛盾者并非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虚无，而是本质上仅仅消解为其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者说，这样一种否定并非一切全盘的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特定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的否定”（GW 21, 38）。
概念那不可推翻、不堕入时间长河的“坚如磐石”的真理，正存在于这种双重的、自我关联的否定性之中。绝对否定的原则早在“成熟的晚期怀疑论”中就已扩展至一切科学概念，然而它却仅仅止步于消极否定的结果，未能挺进至对矛盾的扬弃，从而未能上升至概念的逻辑、上升至肯定理性的境界。通过诉诸塞克斯都·恩披里柯，黑格尔回顾了自己当年的皮浪主义研究，其丰硕成果在《逻辑学》中得以尽情采撷。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的本质“唯在于在其统一中把握对立的环节。由于每一方 […] 在自身中都显露出自身包含着自身的对立面，并在对立面中与自身相符合，因此肯定的真理就是这种在自身中运动的统一，是对双方思想的统摄，是它们的无限性——是对自身的关联，不是直接的关联，而是无限的关联”（GW 21, 139）。对立双方在其差异中作为相互的否定仅仅是诸环节、被扬弃者、观念性的东西。在绝对否定性的基本结构中，与他者关联、与自身之对立面关联的思想，被整合进与自身关联的思想之中，而这个他者本身便是一个双重否定。
从根本上说，在无规定性中潜藏着对一切规定性的舍弃，且是作为一种单纯直接的同一性而存在。然而，作为与自身的单纯等同，它必须被视为自身的反面，即规定性。而规定性同样直接地在对一切他者的排斥中得到规定。因此，这两个环节必须同时在其抽象性与统一性中加以把握。在概念中，真正未受中介者、直接者、无规定者，正如受中介者、规定者一样，各自代表着两者的统一；概念“既不单纯存在于片面的直接性中，亦不单纯存在于片面的中介中”（GW 20, 115）。无规定性与规定性、直接性与间接性、无差别性与差别性在概念中处于“不可分割的结合”之中。在概念中，犹如从一开始且始终不渝地涌现出这种否定性与自身的关联，即对立面的统一，绝对的否定性。
这本身正是方才所指明的那种立足点，依照该立足点，一个普遍的第一者在被自在自为地考察时，显现为自身的他者。若从完全普遍的意义来把握，这种规定可以理解为：在此最初的直接者由此被设立为受中介者，被关联于另一个他者，或者说，普遍者被设立为特殊者。由此产生的第二者因此便是第一者的否定物；并且若我们预先关照后续的演进过程，它便是第一否定物。直接者依照这否定的一面在它者中沉沦消逝，但这个他者本质上并非寻常辩证法所视为的结果的那种空洞的否定物、那种虚无，而是第一者的他者，是直接者的否定物；因此它被规定为受中介者，——在其自身中全盘包含着第一者的规定。第一者由此本质上也包含在它者中并被保存和保留了下来。——在其自身的否定物中紧紧把握住肯定物，在结果中紧紧把握住前提的内容，这乃是理性认知中最关键之所在（GW 12, 244 f.）。

3. 有——本质——概念：概念自身规定三个阶段的简述

纯粹思维规定的体系依照概念的逻辑三位一体划分为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第一，有论逻辑，抽象普遍性，概念最初表现为貌似纯粹直接者；第二，本质论逻辑，受中介的概念，概念的自为存在，直接性与中介的自我设定但尚不完备的联结；第三，概念论逻辑及向理念的过渡，自在自为的概念作为有与本质的真理。黑格尔将有论与本质论逻辑亦称为客观逻辑，它取代了以往的形而上学，作为对传统本体论及旧形而上学其余领域的扬弃。它们的思想形式被保存、改造并被进一步规定。在第三部分《主观逻辑》中，论述了真正的概念逻辑。在概念的推演中，有与本质的诸规定返回到作为其根据的概念之中，同时概念亦从作为其根据的有与本质中展开出来。概念构成了对其前提即有与本质的扬弃，同时正是概念自身设定了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并在所有阶段中，贯穿始终的都是这唯一概念及其自身规定。关于推演开端的特殊问题，在此仅预先指出，即便是这个开端，所关涉的亦非无概念之物，而是关涉概念本身，即关涉其“最贫乏”的规定与“最简陋”的抽象，关涉“在概念中所能展示出的最微小 […] 之物”（GW 20, 175），关涉其极度的规定不足。
有与本质在其自身之中都包含着自身的对立面，在术语上概括为直接性与中介、无规定性与规定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对立与统一。在此，在有论领域中直接者似乎占据主导，在本质论领域中中介占据主导。有与本质在概念中被扬弃。“在”作为二者统一的概念之中，它们在其差异中作为相互的否定乃是概念的诸环节：概念在其作为双重否定的地位上乃是“有与本质的真理，通过自身并与自身受中介者，因而它同时作为真正直接者”。逻辑思维既非片面地在直接性中展开，亦非片面地在中介中进行。即便两个环节呈现为有差异的，它们从一开始便处于“不可分割的结合”（GW 20, 52）之中，因为在逻辑学中关涉的乃是概念；一切逻辑规定都呈现出这种统一性。“没有任何事物不既包含直接性亦包含中介，以致这两种规定表现为未曾分离且不可分离”（GW 21, 54）。将这一点清晰展现出来，正是逻辑学中理论上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本质论》的任务，即“论述直接性与中介的本质的自我设定的统一”（GW 20, 107），无规定性与规定性、无差别性与差别性、自在与自为的统一。然而，直接者与受中介者在本质论领域中的联结尚不完备；唯有在概念论领域中，这一统一才作为自我关联的否定性被完全建构成型。
对直接性或中介的非此即彼的排斥，以及用“兼有”进行的拼凑（既有直接性兼有中介、既有无规定性兼有规定性），均属于形而上学知性的思维范式。传统形而上学与经验论的抽象知性思维，同直观知识的诸哲学一样，都属于同一种二元论——非纯粹直接者即纯粹受中介者、非相对性与相对性。作为思辨者的概念，在其自身中将诸如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对立作为观念性的环节包孕于内。在关于思维之思维的论题中，两者依照其内在结构必须被视为同一的，绝非此岸作为意识在旁旁观的主观思维与彼岸绝对客观理性的对立——那将倒退回意识的旧范式，成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崭新实在论或建构论。作为意识的主观思维，处于其一切构型中的纯粹思维，早已拥有了一切意识形态的真理，即概念的结构；概念在其自身规定中向前推进，历经从极简规定性走向完备逻辑规定性的漫长征程。
在概念的逻辑展开中，直接性与中介、无差别性与差别性在其各种不同规定中的两条阶梯历程紧密联结在一起，双重否定、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在此显露无遗。黑格尔勾勒了直接性的阶梯上升过程：在有论领域以有（第一直接性）、定在与自在存在为术语，在本质论领域以实存、现实性与实体性为术语，在概念论领域则以抽象普遍性与客观性为术语；在后一种直接性中，概念“通过扬弃其抽象与中介”（GW 12, 130）来规定自身。与之互补的中介推进过程可以通过若干主要枢纽加以概括：有论领域的无、他者与自为存在，本质论领域的差别与矛盾、显象、本质关系，随后是概念论领域的抽象特殊性与主观性。在对一侧、对一系列向前推进规定的思维践履中，另一侧即对立面总是逻辑严密地必然涌现出来，例如在有中涌现出无，或在选言推论中涌现出客观性。
在这些统一体中最最初始的一个，即在转变中有与无的统一，作为“第一真理”构成了概念全部逻辑轨迹的基石。正如作为这种统一的转变一样，“一切逻辑规定，乃至哲学的一切概念，都是这种统一的范例与构型”。黑格尔强调，对于有和无而言，关于直接性与中介之统一所阐明的一切同样完全适用：在概念的意义上，没有任何东西不既包含有亦包含无、既包含直接性亦包含中介（GW 21, 71 f.）。由此便引出了推演、演绎乃至逻辑学之开端的合法性问题。

4. 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

通过冠以此标题的章节以及《逻辑学》的《导论》，黑格尔承接了其耶拿时期的思考，并将其铸就为论证严密的完满形态。直到此时，人们才能真正洞察黑格尔关于第三种哲学的悖论式名言所指为何——一种既非独断论亦非怀疑论、而是二者兼备的哲学。倘若开端是一个确定的、受中介的开端，它就取消了自身作为开端的资格，因为它必须预设某种为之奠基之物，从而陷入相对性的无休止倒退之中。倘若开端是无规定的、无根据的、直接的，它就无法摆脱独断论纯粹断言的窠臼。在《逻辑学》的开篇，黑格尔援引耶拿时期的论据，坚决反对对开端的任意公设，那种“从内在启示、信仰或理智直观的手枪中射出的子弹”（GW 21, 53），反对雅各比与谢林采取的拒绝论证的立场，这种立场无异于拱手放弃了对知识的诉求。与之相对立，费希特那“贯彻得更为彻底的先验唯心主义”的功勋得到了高度评价，即“让理性从自身出发去展现自身的规定”（GW 21, 31）。《导论》多次强调了意识对立已被克服这一基本事实。从纯粹知识、纯粹概念开始，并非某种乞求而来的假定或单纯的主观断言，而是通过其产生的必然性获得了合法性与证明，正如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展示的那样。1831年《逻辑学》第二版同样证实，耶拿时期的那部专著提供了纯粹科学概念的演绎，提供了哲学整体从而也是《逻辑学》开端的演绎。然而，只要人们直接决意进行纯粹思维，这架“梯子”在某种程度上便可弃置不用。
因此，逻辑开端似乎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把握：即通过受中介的方式与通过直接的方式。但在开端问题上，同样绝不可违背方法的基本原则，即概念的内在结构——自我关联的否定性。既不能以单纯的直接性开启，亦不能以单纯的中介开启。即便两个环节作为有差异的而显现，它们也处于不可分割的结合之中。黑格尔为这唯一开端开辟了两个“视角”，即作为两个环节在其各自片面性中的两条逻辑道路，它们同时恰恰包含着对自身的扬弃，在其自身中蕴含着否定性，并由此证实了直接性与中介的同一性与统一。
在变体A即中介的视角中，开端是通过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纯粹知识立足点即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所作的论证而实现的。一切诸如通过意见、感觉、信仰、表象等开启的方式均被坚决排除。就此而言，这是《逻辑学》的一个前提，表现为借助对意识范式的否定、借助“怀疑论”的一面，在纯粹的、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中作为对相对性、对中介的扬弃，从而确立了开端的合法性。由此，“结果”直接转化为“开端”，终结直接转化为起始。中介道路的逻辑必然性乃是对中介本身的扬弃，纯粹把握概念的知识表现为单纯的直接性，毫无任何进一步的规定。中介在其自身中包含着对自身在纯粹直接者之中的扬弃。
在变体B即从直接性出发的途径中，开端应当直接得以完成，即通过决意纯粹思维的决断，去思考作为这般思维的思维活动。这种“决断”（Ent-schließen）意味着“开启”（Er-öffnen），蕴含着直接的设定，即起始思维的“是”（Ist）。在这一决断之前，根本谈不上任何“存续”。黑格尔使用了这一晦涩深奥的公式：“开端即是开端”（GW 21, 62）。伴随着这一“是”，纯粹有作为第一直接者被设定下来、被言说出来。在此不预设任何前提，亦不诉诸任何中介。然而，纯粹的是、纯粹的有、绝对直接者，从一开始便同样显现为一个受中介者。通过演绎的必然向前推进，开端丧失了它在这一最初规定性中所看似呈现的面貌，即丧失了作为根本上的无规定者与抽象者的表象。即便纯粹知识也是一种否定的规定，拥有无规定性的规定性，在其自身中拥有否定性——否定即规定（negatio est determinatio）。
殊途同归，两条道路皆通往纯粹有，将其作为在知识中必须首先涌现出的规定，作为尚未进一步规定、纯粹只是开端的直接者与单纯者。行文至此，黑格尔宣布论证在逻辑上已告圆满；后续内容仅用于阐释与说明。开端的正当性论证将片面的间接性与片面的直接性、将“前提”与“无前提性”有机融合在一起。严格说来，《逻辑学》始于纯粹把握概念的思维活动，以及由此设定的这一思维活动的纯粹“是”。《逻辑学》自始至终考察的都是纯粹自我概念把握的思维活动，别无其他；它以这种思维活动作为有而开启。打个比喻：决意下国际象棋的人，通过走符合下棋规则的开局第一步棋来彰显这一决断，然而（国际象棋的）思维活动作为被预设者早已内在于其中，且必须符合棋规。
伴随着有、纯粹有，概念规定的极小量即“最初的”有、直接性、作为无规定性的自在、作为与自身同一的规定被表述出来，毫无任何进一步的规定。黑格尔通过使用最高级形容词竭力强调这种极简性：有是“最贫乏、最抽象的规定”，就内容而言，对于思想而言绝无“比纯粹有更微小之物”。这是在概念中所能展示出的最微小之物，是最简陋、最抽象、纯粹起始的“定义”（GW 20, 92, 175, 122 f.），是作为规定性的无规定性或无规定性之规定性的貌似悖论。开端作为开端，必须以彻底的纯朴被命名为有——“自在地贫乏 […] 普遍者直接本身即是这直接者”（GW 12, 240）。《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同样是从最直接、最贫乏、最抽象的形态开始的，其贫乏构成了其唯一的财富，且其本身即是一种消逝，即从感性意识的“是”与意见开始。逻辑开端可以被描绘为普遍、特殊与个别的第一统一，在其中这些环节尚未作为展开者而分化，但却早已参与其中——作为最抽象普遍性的同一或无差别，作为不确定特殊的抽象差异，作为纯粹个别的单一性。[142] 这种极简性要求与其相称的语言表达，既非命题，亦非判断，而仅仅是纯粹的词语有，一种感叹，将一个句子转化为一声呼告，一个孤立的词语，作为概念的极简语言雏形。开端由此作为自身不完满者、绝对的匮乏者被语言表述出来，单纯的开端“被设定为带有一种否定”（GW 12, 240），纯粹的否定性，无（非有）。这种作为第二步的第一向前推进，这种前进依然保持着直接性。既然有是直接被设定的，那么“无便仅仅直接地在有中迸发出来”（GW 21, 86）。
然而，这种最高级表述根本无法逃脱规定性与中介，关联内在于它自身。逻辑上的第二者[143]，即“作为第二情形的犹疑分化”，显露为原本“粘附”在第一者之上的东西。抽象普遍者及其直接性，作为抽象物“已经被设定为带有一种否定”；这“本身即是规定性”，开端正因其而显得匮乏不全（GW 12, 240）。无同样保持着与自身的纯粹等同。感叹式的语言表达可以是“有-无”（“有-非有”），两个对立的词合为一体，一个本身便指称着此类矛盾的矛盾修辞（深刻的荒唐），一种“不可言说却可言说之物”（歌德）。有与无是同一的，绝对同一，是统一性（同一性）的极小量，然而在第一词或第一情形“有”与第二词或第二情形“无”之间，却存在着“抽象的差别”。由此，区分（非同一性的原始形态，差异）与矛盾的最简形式被表述了出来，即逻辑上的第一者与逻辑上的第二者，仅此而已。每一方在其自身中都包含着否定，并直接“消逝”在其对立面之中。这就是最初被抽象把握的微小运动，作为起始的逻辑运动——被黑格尔称为抽象的转变。开端在转变中包孕着有与无的统一，并在转变的否定物即定在之中包孕着这种统一，在定在中，有与无才作为环节获得了它们的存在。黑格尔将此定性为“第一真理”，一劳永逸地构成了后续一切演进的基石。[144] 凭借反思的否定性，有与无成为了自身他者的雏形，成为了自身极端规定不足的逻辑构型。自我关联的否定性显露为概念的基本构造，显露为概念的胚芽，显露为自在的“自由”概念。
在冠以《着眼于哲学诸形态的附释》标题的各小节中，这一点在逻辑而非时间顺序上得到了说明：第一个范例是巴门尼德的有，第二个范例是佛教的无，第三个范例则是赫拉克利特，他在更高的范畴即转变之中，以最微小、最抽象的形式扬弃了有与无的单纯而片面的抽象：万物皆变（panta rhei，万物皆流）。[145] 有与无必须在彻底、极端的抽象性中来把握，作为抽象的“思想之物”，而非某种更具体的规定。假定某种被进一步规定的有或特定的无乃是荒谬绝伦的；这无异于认为一栋特定的房屋存在与否、一百塔勒是否属于我的财产是同一回事。
凭借对立面的这种“最初”统一，概念的基石被牢固奠定，为后续思维规定的内在运动奠定了基础，将这种统一随后的诸构型呈现为一条“自我建构的道路”。“在《逻辑科学》的向前推进中，对其开端的理论理解将逐步扩展深化。在开端本身，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仅仅具有极其浮浅的认识，我们所理解的不过是足以开启旅程（并随后循规蹈矩地向前推进）的必要知识而已。”[146] 随后对概念的新逻辑学的详细阐发，特别是在各个过渡环节中，必须展现出严密的逻辑一致性。不过对于本传记项目而言，重点在于言简意赅地勾勒基本脉络、里程碑与承上启下的理论桥梁。

5. 第一部分：有论

《有论》作为《逻辑学》的第一册，包含了从开端向前推进的三大主要步骤：质（规定性）、量（大小）与度量。[147] 这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规定在论述中呈现为逻辑上的先后承继（GW 21, 380）。其中一个核心篇章致力于探讨传统本体论与形而上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无限与有限的关系。黑格尔认为关于有限与无限之统一的抽象公式是根本不充分的，它不过是具有两个互不运动的持存者作为有者的静止自我等同。真正的无限在有论内部循着逐步上升的规定阶梯被勾勒出来：首先被规定的是以抽象的有和无为其环节的转变，随后是被规定为以某物与他物为其规定性的变化，最后是真正的无限，以无限与有限作为其两侧环节。黑格尔以一个源自怀疑论武器库、对其思想具有根本意义的论据，刻画了以往立场的逻辑缺陷：即援引走向无限的恶劣进展（或倒退），即坏的无限（GW 21, 137 ff.）。后者乃是一种不可解矛盾的典型表现，在这种矛盾中，不可解性竟被粉饰为解决方案，被吹嘘为理论收获。渐近线永无止境地逼近一条直线的图像，导致了关于无限逼近的灾难性逻辑谈论。这两种思想——一方面是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另一方面是二者的统一——根本无法融为一体；尽管它们应当融为一体，但它们只是在永恒地交替轮替，僵死停滞于矛盾之中。
在此背景下，确立了关于矛盾范畴及其在本质论领域中被扬弃的首批重要规定。只要有限与无限被理解为运动，被理解为通过其否定而实现的向自身的返回，它们就不再仅仅是直接的，而是受中介的，存在于对两者的否定即否定的否定之中。作为结果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肯定，即真正的无限，在术语上被把握为观念性。它代表了被消解与和解的矛盾的一种雏形，代表了矛盾的扬弃。每一方由此都在其自身中拥有其对立面，并在一种运动着的统一中、在真正无限的自我关联中与对立面融为一体（GW 21, 139）。黑格尔坚决反对使用数学、几何以及其他图像和象征——数字、乘方、数学上的无限——来描述无限逼近以及被排除的目标达成——渐近线、最后的审判、希腊式希腊历、猴年马月、等待戈多——他的批判本身并非针对图像本身，而是针对用图像和象征去僭越替代概念规定。逻辑学在从事其提炼概念的本职工作时，根本不需要此类源于感性世界或表象想象力的具象。“使用隐喻不过是一种偷懒省事的伎俩，借以逃避对概念规定的把握、指明与正当性论证”（GW 21, 322）。
一个意义深远且极为繁复的过渡将有论领域与本质论领域贯通起来。绝对无差别作为有在成为本质之前的最后规定，标志着直接的有与受中介之有的对峙交锋。[148] 有是抽象的、直接的冷漠无差别，然而这种无差别却是通过对有的一切规定性的否定而将自身中介为单纯的统一。由此，全方位的矛盾似乎成为了终极话语，成为了逻辑道路的停车标志，标志着其貌似流产的破产。然而，仅“冷漠无差别”（Gleichgültigkeit）一词就暗示了黑格尔回击怀疑论的战略：冷漠无差别掉转矛头指向了冷漠无差别本身。绝对无差别并不满足这一标准，即“那一统一的诸差别的固有规定就是扬弃自身”（GW 21, 382），因为这一统一展现为“绝对的否定性，其针对自身、针对其自身冷漠无差别的冷漠无差别”。[149] 在这种无差别中，有的一切规定都被设定为消逝了；究竟是什么坠入了这一深渊根本无关紧要。然而“无差别规定的自我扬弃早已水落石出；在它被设定的展开过程中，它在各个方面都显露为矛盾。它自在地是全盘总体，在其中有的一切规定都被扬弃并包含在内；因此它是基石，但最初仅仅处于自在存在的片面规定之中”（GW 21, 382）。无差别扬弃了自身。[150] 从有论逻辑终结处的这场逻辑“灾难”中，催生了进行根本性重新开端的必然要求，催生了否定的要求，然而这是否定的规定否定。例如在巴门尼德的一元论学说中，一切特殊性都湮灭在有之中，在毫无运动的僵化石化中根本不可能有转变。既然无在原则上被坚决排除，那么有的诸规定、谓词或属性就根本无法被逻辑推演出来，只能通过外在反思经验性地生硬附加，必须被偶然杂凑捡拾而来。这样的有根本无法从自身出发规定自身。差异与区别不可避免的涌现——诸如在有与无之间、在质与量之间——乃至一切属性的涌现，使人们误以为早已克服的二元论死灰复燃。从相异存在的逻辑及其匮乏中，萌生了重新开端的必然要求，这一开端起初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无规定的。正如有的道路所证明的那样，单纯的直接者、绝对无差别绝不可能始终是唯一的规定性。返回到纯粹逻辑形式，无差别的核心可以在随后的逻辑演进中被彻底揭示，即它在矛盾中的自我扬弃。差异必须被思考为“在”无差别“之上”，作为有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有再也不能是作为这般的无差别。[151] 貌似完全未受中介之物内在地包含着受中介性，反之亦然——无规定性之规定性与规定性之无规定性并存。作为绝对否定性的统一不仅包含着针对相异存在的排他性立场，亦包含着“针对自身、针对自身冷漠无差别的冷漠无差别”；一切规定皆是否定，但这种否定同时是否定的否定，是作为自身及其相异者之统一的统一。自在存在的规定之无规定性与必然被规定（即被设定的、关联性的、受中介的规定性）之间的对立，无差别与其自身的不可调和性，在自我关联中、在将无差别生成性地理解为与自身单纯且无限否定的关联之中被扬弃了——这正是概念的范式，概念在自身的相异者之中守候在自身身边。双方绝非像在整个有论领域那样仅仅是寻常的有者，而仅仅是被设定在一种统一体之中的存在，是这一统一体的诸环节，因而具有关联性结构，是带有指向其统一体之关联规定的环节。对立双方中的每一方都关联于他者，关联于自身的否定——这正是怀疑论关于相对性的核心模式，否定性作为自我相对性、自我否定性。貌似纯粹的直接者同时是受中介者。直接的有即被预设状态，显露为对这一预设的扬弃。开端“毫不遮掩地”作为结果涌现出来，起初原始的同一性表现为与自身的合流融合（GW 21, 383）。黑格尔将这一阶段描述为本质，即通过有的自我扬弃而达成的有。向本质的运动既非过渡亦非外在变化；有进入自身内部，“回忆起自身的本性”，并通过“其深入自身而成为本质”（GW 12, 241）。在其逻辑轨迹上，关于有的知识决不可能停滞于直接者，无差别从一开始便已被差异所“浸染”。

6. 第二部分：本质论

本质论逻辑——演绎中最艰涩的部分——包含了对“直接性与中介的本质的自我设定的统一”在尚不完备、尚未完善构型中的论述，并随后架起通往真正概念的桥梁：首先通过在自身内部的反思、单纯的自在本质、本质在自身内部的映现；其次作为显象，即本质在其外在实存与显象中的挺身而出；第三作为与其“显象合而为一”的本质，即现实性。[152] 在《逻辑科学》中，黑格尔必须在逻辑道路上令人信服地论证其逃离直接性与间接性两难困境的战略。奥德修斯成功逃脱了潜伏在墨西拿海峡两侧的女妖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的恐怖两难夹击。黑格尔的《逻辑学》，尤其是其《本质论》，在许多方面宛若这位古代英雄的豪迈壮举：据黑格尔自身宣称，《逻辑学》中的认知既不能落入吞噬一切、名为直接性的斯库拉漩涡，亦不能落入贪婪中介那卡律布狄斯触手的罗网（GW 20, 114 f.）。两种同等严重的恶果必须予以避免：既要避免片面的单纯直接性，亦要避免片面的间接性，避免纯粹无差别与纯粹差异。在这项事业中，道路同样变得极其狭窄崎岖。《本质论》构成了《逻辑科学》的第二部分，黑格尔本人将其视为最艰深且最具风险的部分。“《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即论述本质的学说，是对直接性与中介的本质的自我设定的统一的阐述”（GW 20, 107）。首先，直接性与中介必须被思考为本质的统一，处于“不可分割的结合”（GW 20, 52）之中，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事物不符合这种共生关系；其次，这种同一性必须被理解为自我设定的统一。对这一顽固矛盾的驯服能否大获全胜？
在黑格尔那里，表面上呈现为直接性的有，凭借内在于自身的否定性最终汇入了受中介性的逻辑。早在纯粹有作为表面上的纯粹直接性时，就已显露为受中介者；一切逻辑阶段必须能够被视为这种统一的形式。本质论逻辑被视为有论逻辑的结果，本质被视为有的真理。因此，本质论逻辑必然要将直接性、无规定性的思想，同知性的规定性、间接性的思想，同无差别与差异相对峙，使两者发生关联。然而，本质论领域所达到的仅仅是“直接性与中介之间尚不完备的联结”（GW 20, 145），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区分力量的本质（Essenz），尚未达到真正的精髓（Quintessenz）即把握概念的思维。《本质论》主要包含了作为反思知性产物的形而上学范畴与科学范畴。这种知性首先将区分规定为独立的自存者，其合法性在于将具体物分化为抽象的规定性；其次知性同时设定它们的相对性，但仅仅将二者作为并列或相继的关系联结起来；其结果是一种僵死的、终究不可消解的二元性或多元性。由此只能建构起一种知性的同一性，而无法建构起概念的思辨统一。这绝非纯正的自身规定，因为对象并未被理解为从自身出发全面自由地规定自身。在《本质论》中经历扬弃、改造与深化发展的传统形而上学，固然正确地将思维规定视为事物的基本规定——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作为纯粹思维规定体系的《逻辑学》就是形而上学——，但恰恰是康德之前的近代形而上学，只是经验性地从表象中搜集这些抽象规定。在表象与知性看来，规定性被假定为给定的、直接现成发现的；发现竟被当作等同于有效性。黑格尔谈到了诸如世界或上帝等现成给定的既成事实。首先，给上帝冠以诸如黑格尔讽刺指出的“卓越的”、至高无上的终极谓词，如定在（GW 20, 70 f.），即上帝存在，而非上帝是什么。其次，人们容忍了对断言谓述的任意搜集或坏的无限，例如具有两种或无限多属性的绝对实体。第三，在均势或二律背反的情形下，人们便搬出排中律，诉诸非此即彼。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阿格里帕诸悬搁变相的恐怖触手之中，即陷入无穷倒退变相与相对性变相之中。面对此类形而上学的片面肯定性，面对排除冷漠反论的独断论，面对割裂孤立的知性，皮浪主义的诸悬搁变相再度彰显为主要武器。先验哲学的怀疑方法在黑格尔看来承袭了皮浪主义传统。在《本质论》中确立这种关联绝非偶然——随着怀疑论中的现象（phainomenon）与先验唯心主义中的显象这两个术语的引入，中介、二元性与反思的思想粉墨登场；无论是phainomenon还是显象，都不代表一个独立事物，不代表冷漠的直接有；它们仅仅存在于自身的规定之中，存在于对主体、对自我的关联之中。由此，有转化为显象者，从“所予之神话”的一个极端跌入了“建构之神话”的另一极端。两难困境由此构筑而成。
走出有，意味着深入到有之中，即有向自身的返回，换言之返回到内在的逻辑基本模式之中。在本质中，我们拥有作为“无时间之过去者”的有的真理。纯粹的有在其作为对一切特殊性之否定的构造中，作为宁静不动的存在，在逻辑上预设了一场完成了净化、完成了彻底抽象、舍弃了一切规定性的运动。在有论领域中必须把握的动态特性即转变，可以被视为反思的无规定形式。作为有之“过去/本质化”（verwestes）的生成本质，并非源于外来的否定性，而是源于有自身的无限运动，作为双重否定的统一：首先，它对有的一切规定性、自在存在及任何相异存在都持冷漠态度，漠不关心；与他者的关联被彻底扬弃——这是一个不可附加任何规定的绝对本质。其次，它乃是自为存在，因为它本身正是这种否定性，是对相异存在的自我扬弃。因此，有论领域与本质论领域中的规定方式截然不同；在后者中，规定是在直接者与间接者的统一之中、在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统一之中完成的。运动不再表现为逾越界限、直接突变转化为他者；诸多独立自存者唯有在统一体内部才能被思考，它们不是直接的，而是由本质自身所设定、所中介的。只要它们仅仅、唯独存在于这种关系之中，它们就不能被视为完全自由的。一方面，可以确认存在着对最初孤立规定的超越；它们如今处于关系之中，但依然停留在孤立的有效性之中，谓词并未得到合乎逻辑的严密演绎。黑格尔将这种确保动态机制的否定性称为反思（Reflexion），如同光线的反射反弹运动，来回弯折，永恒的钟摆运动，一种相互规定，然而规定与其对立规定、命题与反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后者必须具有同等的效力、同等的力量。这种被动态化的均势或二律背反的一个范例，便是浪漫主义反讽的相互交替原则，即在自我建构与自我毁灭之间的持续震荡。
《本质论》探讨了概念在其本质差异之中、在其关联性之中的展开。作为中介，作为被设定的对否定物之否定，它居于有与概念的正中，伫立于二者之间。概念隐然呈现为一个不断展开的相互规定或反思规定体系，并在矛盾中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反思形而上学的诸范畴（显象、根据、实体、原因等）在其批判性改造中构成了主要里程碑；黑格尔因此称之为反思哲学或知性哲学。对规定之这种冲突抗争的深刻洞察，构成了“通往真正理性概念的巨大否定性步骤”（GW 21, 30）。在《本质论》的终局，相对性被相对化，矛盾被扬弃，反讽被反讽化，相互规定与反思在“绝对关系”（GW 11, 393）的矛盾修辞中、并最终在概念之中被彻底扬弃。
1. 对矛盾的畏惧——同一律与矛盾律作为旧逻辑中应被扬弃的原则

理解本质的一个关键枢纽，在于克服“以往逻辑学的根本偏见之一”（GW 11, 286），即矛盾律、对无矛盾性的奢求，以及认定矛盾不可思议的教条。在《逻辑学》中，黑格尔为其1801年耶拿第一篇教授资格论文论题提供了理论上极富深度的严密论证：“矛盾是真理的准则，不矛盾是谬误的标志”，为其在《差异篇》（1801年）中关于同一与非同一之同一的名言、为其根本思想之核心奠定了坚实基石。正如在《论怀疑论》（1802年）中所写的那样，“一个单独设立的命题，若不同样断言与其矛盾对立的命题，正因如此便是虚妄的”；一切真正的哲学都“永远扬弃矛盾律”（GW 4, 208 f.）。真正怀疑论的原则即均势——任何规定、任何命题都可以被设立一个同等有效、同等权重的对立规定与对立命题——作为任何哲学的否定与自由的一面，不仅驱动着《精神现象学》，亦同样驱动着《逻辑学》。尽管两部著作存在差异，但规定否定性都在发挥作用，即矛盾对立及其扬弃。在《精神现象学》中怀疑论提供了关键的“逆转形态”，而在《逻辑学》中，矛盾则作为否定性在逻辑上一以贯之的模范规定而存在，构成了“概念运动的转折点”（GW 12, 246）。理性思维在其自身中包含着矛盾，将其作为内在自我生成的原则；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则是“自我运动的内在脉搏”。矛盾本身正是这种动态力量，决不能被视为瑕疵、缺陷或错误。概念乃是“一个自身矛盾之物，但同样是被消解了的矛盾”（GW 11, 288 f.）。正如在《精神现象学》中怀疑论作为一种形态出场一样，带有矛盾这一范式规定的规定否定性，构成了逻辑思想以及推进逻辑规定过渡践履的“动力机”。逻辑运动机制的精细打磨，在从“有-无”这一矛盾修辞走向对立、走向二律背反的道路上大显身手，后者在其展开的形式中在本质论领域被作为矛盾、矛盾对立的独立范畴来处理。无在有之上作为极简对立直接迸发出来，而本质则内在地包含着同等有效且相互否定的命题的对立与矛盾，亦包含着矛盾的自我扬弃。
如同在有论领域的开端一样，本质论以双重起始的“孪生公式”拉开帷幕：直接地作为开端，同时受中介地体现为源自于有、作为有之展开的结果。随后才展开证明：最初与自身的等同即无差别，唯有通过对其自身的扬弃方能被思考；从而在有论领域中将转变确证为无限运动、确证为反思。本质正是这种在无差别与差异、同一与非同一之间永不停歇的运动，是纯粹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对直接性与中介的持续扬弃，预设与设定，“发现与建构”持续地震荡交替（正如在其介于有和无之间的规定不足的雏形中一样）。它们处于相互运动之中，处于彼此的动态关系之中，处于相对性与否定性的状态之中，直至在思辨中、在关系双方于概念之中的真正统一中达到对其自身的扬弃。
在其如今所达到的作为被扬弃者的规定中，有的“残余存留”在“映象”（怀疑论的现象，先验唯心主义的显象）这一术语中被保留了下来，存在于被反思的直接性的悖论之中。怀疑论“不允许自己言说有、言说是”；怀疑论者的现象、显象不应具有任何有的基石；不存在任何冷漠的有，不存在物自身，不存在脱离与主体关联的某物。然而，怀疑论者的映象却“以整个世界的杂多丰富为内容”，唯心主义者的显象“在其自身中包揽了这些杂多规定的全部广度”（GW 11, 246）。这一内容依然停留在直接者、给定者、现成发现者的地位上，根本不是被设定者。因此，通过主体的受中介性与直接的被给予性、否定者与肯定者作为难解的悖论未解地对峙着。怀疑论与先验哲学的思维方式依然带着在《信仰与知识》中所诊断出的反思哲学的烙印。本质论领域乃是反思的王国。黑格尔反复将目光引向反思的结果，即给定物与建构物的统一：“因此反思发现一个直接者现成存在，反思超越了它，并且反思是从它之中的返回。但这种返回首先乃是对现成发现者的预设。”后者并非纯粹直接的——它“唯在被离弃时方才生成”（GW 11, 252）。直接性与中介绝不能被思考为独立的自存者，而必须必然被思考为被扬弃者，作为概念的诸环节。哲学实在论与建构唯心主义的核心原则，被证明是一元论唯心主义不可分割、理应被扬弃的两个侧面。在二者的合流汇聚中，本质论登峰造极，并为通往概念扫清了道路。
逻辑道路经由差异或非同一性的诸形式（区别、多样性、对立）通向矛盾，在矛盾中客体在自身内部自我反思，直至在同一与非同一之同一中扬弃排中律。同一性包含了同一者的规定，且其自身自在地就是非同一性。在旧逻辑认定同一与非同一在原则上截然不同的核心论点中，至少承认了同一性是一种相异者，即区别于相异性；同一性依其本性便内在地包含着区别。古老的同一律确立了一种片面、抽象且不完备的规定；如念珠般反复吟诵的A=A作为同义反复最终自我瓦解。这种同一律的否定形式即矛盾律——A不能同时既是A又是非A——同样丧失了正当性论证；两者都不是真正的思想命题或理性命题。在同一言说的同时，否定性便被言说出来。差异的最高形式存在于矛盾对立、矛盾之中，以均势或二律背反的形式，以两极对立关系的身态显现，因为肯定性与否定性在此被熔于一炉。矛盾对立的鲜明特征在于两极的相互排斥，这两极作为独立的反思规定具有同等效力，正如在直接性与中介、无差别与差异、无限与有限的二律背反中一样。在此，源自《差异篇》（GW 4, 23 ff.）关于二律背反的思考再度被精辟阐明：无论是单独一个命题，还是两个同等有效却截然相反的命题，都不足以表达理性之物。正如该篇所指出的，二律背反应当被阐明为“自我扬弃的矛盾”，矛盾自我消解。肯定与否定双方都在其自存性中自我扬弃。黑格尔在《信仰与知识》结尾处以隐喻形式展现的图景，在此获得了逻辑上的坚实奠基：思辨的耶稣受难日与思辨的复活节在此融为一体。每一个环节都在其自身中拥有他者的规定——包含与排斥，一种“将自身翻译为自身对立面的转化”（GW 11, 280）以及反之亦然（vice versa）。各自相反的一方瞬间消逝，这是从无到无的运动；在此无法作出任何判断，无法产生任何知识。与一相对立的如今是二，是其对立极，monos（合一）作为合在一起的存在，而dia（分离）作为分开独立的存在，二元辩证法与一元论分庭抗礼。在diabolus（魔鬼）一词中潜藏着割裂与原始分离，统一被四分五裂。倘若依据怀疑论的相对性悬搁变相，一切都在关联中、作为处于关系中的事物被思考，那么关于一切知识皆具相对性的命题本身亦当作如是观。它被应用于自身；黑格尔借此反客为主。否定性被证明是片面的，并在其践履中自我摧毁。思辨之物决不能仅仅在命题与反题的单纯对立中被把握；二律背反在逻辑上带有仅具排他性且彼此毫无联系之命题的致命缺陷。
否定者与肯定者乃是更高统一体的诸环节，黑格尔最初在范畴上将其规定为根据——本质作为根据——在其中对立被保留并被消解。迄今在本质论中所生成的全部反思规定，都可以在更高理论层面上被理解为在矛盾中被扬弃。[153] 黑格尔在此一举两得：一方面，在逻辑上紧随矛盾之后产生了一个崭新的范畴；另一方面，矛盾被典范性地证明为规定否定，构成了生成体系的核心驱动力量。[154]


2. 对立的统一

为了将对立的统一理解为真正纯粹的逻辑模式，首先一些适宜的简单例子是有所助益的，尽管这些例子并不能替代论证进程。它们带有这种逻辑结构的特征，并展示了矛盾性及其统一。[155]黑格尔提到了磁极性，即两极的相互制约与相互排斥，这在磁性中找到了其根据。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电的两极，其中每一个有差别者都与其自身的他者相对立。离开这种对立，电就是不可设想的；其“根据”正是彼此处于张力之中的两极——实定与否定（正与负），它们是电不可或缺的侧面。传统逻辑基于一种不合法的操作流程排除了矛盾，并将后者视为疑难，视为无法解决的困境。[156]相反，对对立两极性与对抗性的克服，则已经被思考为重合，被思考为对立面重合（coincidentia oppositorum）。通过负债，不仅产生出自在自为的否定之物，而且生成了一种“价值”，它同时既是不拥有（作为债务人）又是拥有（作为债权人），借方与贷方（应当与拥有）便如此构成了对立中的统一。[157]人们不必畏惧矛盾。矛盾排斥律这一旧逻辑以及直至今日的分析逻辑的偏见，并没有恰如其分地对待对立，而只是简单地将它排除在外。反思规定的核心在于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于相关性。本质作为不断变换位置的自身运动——“运动[是]定在着的矛盾本身”——必然导向作为展开着的自身规定的概念。在概念之中，每一个规定都将自身的对立面包含在自身内——黑格尔认为，没有这一认识，“在哲学中就不能前进一步”（GW 11, 285 ff.）。
传统形而上学——这应当由本质论来证明——固守在所与物的独断论中。皮浪主义形态的怀疑论及其现代姊妹先验哲学，代表着自由的主观方面，即“第二”哲学。在耶拿时期的著作中便已触及的、对哲思不可或缺的唯我论-建构论环节，黑格尔在两处进行了阐明：其一，他谈到了在名为思维活动的航船自由出航意义上的“完满孤寂的生存”（GW 8, 208）；主体处于根本的孤独之中，唯与自身独处。[158]其二，在《柏林就职演讲》中谈道，思维活动孤寂地在自身之中，将自身投向无边的海洋；一切支点都已消失。“我”在这一孤寂中被不确定性的恐惧所纠缠；唯有精神的内在北极星在闪烁（GW 18, 30）。思维活动作为主体是能思者，现存主体作为能思者的简单表达便是“我”。只要“我”同时存在于其所有感觉、表象等之中，思想便无处不在，并作为范畴贯穿所有这些规定。被设定进“我”的同一性这一统一步骤中的东西，都被纯粹统觉所“感染”。“自由的思维活动之行动”是一种“由此为自身自己产生其对象并给予”的思维活动（GW 20, 59）。作为思维活动的自身规定的逻辑学，其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在于对这一自身、对主观性思想的进一步规定：这单一概念就是自由者。自由意味着“完全在自身中”、自身规定、一种“与自身结合在一起”。“在康德、费希特乃至谢林那里，都找不到具有可比细致程度的自由者之特征”。[159]在对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中，关涉的是自在的事情本身，正如关涉纯粹思想一样。黑格尔试图克服所与性与建构性的片面构想——逻辑学的事情就是事情的逻辑，反之亦然（vice versa）。[160]
在绝对观念论中，有限者不被承认是真正真实的存在者，无论是直接的东西还是间接的东西。有限者的观念性被视为哲学的根本原则。黑格尔认为，直接的或外在的客体没有真正的实在性，只是纯粹表面上的独立之物（GW 20, 428 f.）。怀疑论与先验观念论抨击了所与物的神话，既抨击了独断的实在论，也抨击了天赋观念或闪烁神经元类型的独断论。在此意义上，黑格尔将怀疑论称为在一切认识活动形式中贯彻的否定科学，它揭示了纯粹前提与断言的虚无性（GW 20, 117）。黑格尔凭借其显现的本质的构想，接过了怀疑论与先验哲学的挑战，并建构起对生存与现实性的全新理解。然而，无论在皮浪主义还是在先验观念论中，倒洗澡水时都把孩子一起倒掉了：显象之物缺乏存在的基础；例如，自在之物被假定为一个空洞的彼岸之物、一个空洞的名称、一种残渣（caput mortuum），并由此被排除在把握的认识之外——这是一种过分的“对不应当自相矛盾之物的温存”。有限者被视作不自相矛盾之物。但显象之物恰恰以现成发现之物的繁复规定、以整个世界的差异丰富性为内容。从存在向显象的转移（Translatio），一方面打破了关于绝对存在的直接之物的神话，并提出了经由中介的、被反思的直接性思想；但另一方面，只要内容并非由自身所设定并创造出新的绝对直接性，它就没有彻底克服所与性的范式；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并未得到充分获得。黑格尔认为费希特将作为建构论的主观观念论阐发得最为彻底，称其为“主观性的体系观念论”。哲学再也不能放弃这一原则了。在费希特那里，这一原则与排斥任何客观性、排斥内容之外在定在的排他性主张相结合；由此，进行反思与区分的知性以及经验的实定成就遭到了贬低。黑格尔构想了一种“第三”哲学，它超越了存在实在论与主观观念论，呈现为绝对观念论的把握性思维活动形态。
本质作为在自身内部运动者，走出自身而又保持在自身之中。它的动力机制在相互关系、反思运动的阶段序列中展开。其对应项包括自在存在与显象、部分与整体、内部与外部、本质逻辑的绝对者及其显示、可能性与现实性、实体与属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绝对实体性与偶性、原因与结果、作用与反作用。本质逻辑的绝对者最终代表着根据的进一步规定，实定者与否定者的统一，对一切谓词的否定。这种尚属外在的反映便导致了最形式化的矛盾（GW 11, 370）。既然一切逻辑之物都是相对的，那么“镜像命题”同样成立：一切逻辑之物都是绝对的。一个绝对者如果不能区分自身、应当排除相对性，那么它同样也是相对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与有差别者的关联；它停留在永恒的相互作用之中，而这两个命题的统一尚未完成。
从本质逻辑向概念逻辑的过渡，是《逻辑学》中的重大挑战之一。在本质论的第三篇《现实性》中，本质论的绝对者及其自身区分获得了形态，存在的自身转变与本质的反思返回到它们的基础中。在此，此前在存在和本质领域中展开的逻辑运动作为整体凸显出来。每一个生成的范畴规定、每一个“部分”自身就是整体。一切规定在绝对者中都作为被扬弃者而存在。然而，这样的实体仍然是静止不动的同一性。在实体的这种一元论观念论中，各项规定无法从实体中被逻辑地推导出来；其实体属性与模式仅仅作为所与物被罗列出来。因此，这一构想缺乏内在融贯性，缺乏个体化原则；实体尚未成为主观性。本质与存在的终极统一是绝对实体，并非被动的、静止的实体性，而是与自身的绝对关系，是在与自身相同的现实性中显示自身、规定自身的实体。基于这种同一的自身设定，在实体的每一个偶性中、在其每一个环节中，存在的范畴与反思的规定都共同持存。黑格尔用矛盾修辞、用绝对关系（即绝对相对性）的悖论来描述这种共同持存与这种统一。这一绝对实体性的根据在于上述运动的施行；它是现前活动性，是作为自身设定的活动性，这意味着向开端的折回或返回，意味着对开端更高程度的追回，意味着成为自由。在为自为的思维活动的自由行动中，思维活动产生出它自身的他者，能够在其中居于自身，并因而获得自由。这其中蕴含着对绝对实体的思维活动的萌芽，蕴含着作为主观性的客观性（最初被固化为相互作用）的思维活动萌芽。绝对关系现在已经被设定，而这种主观设定的、在其各项规定中的自身统一——这些规定作为整体自身、因而同样作为规定被设定——就是概念。


7. 第三部分：概念论

凭借将这单一概念视为自由者这一论题，黑格尔对概念的理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被展示出来：概念自身规定，它自己产生自身，自身建构自身。概念的自身规定包含着：它自己赋予自身其规定与法则，而不是简单地拥有它们，也不是已经在自身中现成找到它们（GW 20, 61）。在对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的施行中，在其纯粹的自身关系中，概念在自身的他者中居于自身——在一种毫无内容差异的、完满、封闭、无缝的自身关系意义上是自由的；绝不可能有属于思维活动自身的内容之外的其他内容参与其中。在作为这种活动性之产物的把握性思维活动中，“我”作为自由者能够完全在自身之中。把握性思维活动之所以是自由的，在于它不是偶然地或任意地规定自身，而是依照理性来规定自身。在“思维活动中直接包含着自由，因为它是普遍者的活动性，由此是一种抽象的自身相关，是一种就主观性而言无规定的在自身中，而就内容而言同时仅仅处于事情及其规定之中”（GW 20, 66）。黑格尔的《逻辑学》可被视为自身规定的奠基性哲学构想，被视为现代自由概念的坚固支柱。[161]
从必然性向自由的进展，从实体性的现实性向概念的进展，被黑格尔理解为“最艰硬的”（GW 20, 175 f.）。只要独立性、“自身”已经证明自身是对自身的无限否定关系，是绝对的否定者，那么这种保持在自身之中的交替运动在其最高阶段——作为相互作用、作为相互规定、在持续的来回摆动中作为相互证明——便标志着向概念的跨越。概念是被消解、被扬弃的矛盾，包含并承载着矛盾的各项规定（GW 11, 289）。《客观逻辑》作为《逻辑学》的前两卷，提供了概念的起源，在最高层面上表现为绝对实体的辩证动力学形态，后者的关系方式是必然性，而自由则构成了概念的关系方式。由于内在的否定性，绝对实体转化为自我设定、自我扬弃、自我呈现的统一，转化为作为概念的“本性”的自由。[162]必然性与自由的二律背反在此处找到了其逻辑越界。
在矛盾排斥律中所表达的对矛盾的厌恶被克服了。关于矛盾不可思议这一命题，唯一正确的地方在于：事情不能停留在矛盾上，并且矛盾会通过自身扬弃自身。[163]对否定者的恐惧失去了其骇人之处。自由作为哲学的自由方面，因而可以被看作无的最高形式，而这种否定性同时就是肯定，作为思维活动的一个阶段被包含在思维活动之中。概念性的思维活动并未终结于一种摇摆体系，辩证者作为一切运动的原则驱使自身超越自身。哲学将这种辩证的东西、这种怀疑的东西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自身内。
《客观逻辑》推进到《主观逻辑》之中，进入自由概念的王国。在本质中凸显出来的作为反思普遍性的同一性变成了概念普遍性，作为反思特殊性的差异（非同一性）变成了概念的特殊性，而单一根据的统一步骤、单一绝对实体作为反思个别性被进一步规定为概念的个别性。反思规定过渡到概念之中，后者的意蕴就在于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三位一体”（GW 11, 409）。
在概念中，同一性发展为普遍性，差别发展为特殊性，返回到根据之中的对立发展为个别性。在这些形式中，那些反思规定就像它们在其概念中那样存在。普遍者不仅证明自身是同一者，而且同时证明自身是相对于特殊者和个别者的有差别者或相反者（conträre），此外也证明自身与它们相对立，或属于矛盾对立的（contradictorisch）；但在这种对立中，它与它们是同一的，并且是它们真正的根据，它们在其中被扬弃。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特殊性与个别性，它们同样是反思规定的整体性（GW 12, 46）。
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既不构成并列或相继，也不构成形式逻辑演算。概念规定普遍性（A）、特殊性（B）、个别性（E）是有差别的，它们也是对立的，并且它们的关系在本质上不同于字母、线条、数学符号：“如果概念以符合此类符号的方式被理解，它们就不再是概念了。”既然人类拥有语言“作为理性所特有的标示工具”，那么“去寻找一种更不完满的呈现方式并以此自寻烦恼”，便是徒劳的。[164]一切逻辑推进都证明是对这单一概念的呈现，《逻辑科学》则证明是一门全新的逻辑科学。黑格尔最初幸运地穿过了直接性与中介之间的海峡。然而，奥德赛史诗在返回母港、返回圆圈运动出发点的形态下继续进行。接下来是概念通向理念之路。思维规定的推进方式也经历了一场转变。在存在中发生的是“过渡”，在本质中是“映现入他者”，而在概念中关涉的则是其自身的展开，因为每一种规定性都代表着“整个概念的自由存在”。
脱离了思维活动与概念的对象，乃是一种表象或一个名称；唯在思维规定与概念规定之中，对象是其所是。因此实际上，唯一紧要的正是它们；它们是理性真正的对象与内容。（GW 12, 244）
概念自由规定的思想步骤包括：第一，从主观性——即作为仅仅被设定者的开端的形式概念及其将自身规定为客观者的过程；第二，经由客观性——即被规定为直接性、进入定在的实在概念，它相继赋予自身以主观性的形式；第三，走向理念——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适切的概念（GW 12, 29 f.）。在此，概念获得了自由，只要它在其主观性中拥有客观性、在其客观性中拥有主观性，从而能够在自身的他者中完全居于自身。黑格尔借助各种表达将注意力引向自身规定的特征：概念作为赋形者与创造者，作为持续保持自身的创造性权能，它不像在存在领域那样被卷入转变之中或过渡到他者之中。逻辑学最本质、最高的目标在于对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的进一步规定：在概念本身的最深处把握概念的创造、概念的自我建构。
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这一逻辑基本模式构成了整个乐章的基础三和音。然而，在所达到的阶段上，每一个环节不仅代表概念的诸规定之一，而且代表整个概念。抽象的同一性、区分与结合，构成了自身展开为形式概念、判断（原初-切分）与推论（结合推论）的整体，也构成了基本规定在“更为丰富”的判断形式与推论形式中的变异与组合。概念的诸规定、判断形式与推论形式的体系性关联和阶段序列绝非杂乱无章的堆积。[165]从每一个阶段出发，都施行着向下一阶段在思维上必然的推进，从概念的简单规定经由判断形式直至选言推论。
为了能够对这一复杂结构有所洞察，请允许对黑格尔后来的《法哲学》做一番预测性考察，该书对《逻辑学》的再次指引证明了这一前瞻的合理性（GW 14/1, 6, 225）。黑格尔坚决主张，整个思想进程“基于逻辑精神”。作为思辨认识方式和严谨科学操作流程的逻辑方法构成了基础，因为正是在其中体现了与其他哲学的重大差别，在其中也显示出“旧逻辑”的缺陷。核心焦点是概念自身作为思辨的核心。“对思辨的这一最深处、对作为自身相关的否定性的无限性、对一切活动性、生命和意识的这一终极源点的证明与深入探讨，属于作为纯粹思辨哲学的《逻辑学》。”（GW 14/1, 34）不仅对于理解《逻辑学》、而且对于理解黑格尔的整体哲思都极具助益的一段引人入胜的文本，是《法哲学》的第5、第6和第7节。它们揭示了意志概念的逻辑结构，即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三位一体”。[166]仅仅用一种纯粹无规定性的称谓，只能片面地把握概念。在这一第一者中逻辑地包含着第二者；第一否定性将第二否定性包含在自身之中。概念的直接的、抽象的普遍性，即表面上纯粹的无规定性，恰恰构成了概念的规定性。无规定性即是规定性，只要它与规定者相对立，它就随着被言说而已经被扬弃。绝对否定性是它的第一项、唯一的规定性——这正是对斯宾诺莎一切否定即规定（omnis negatio est determinatio）的反转。即便假定的纯粹否定也是规定了的否定。严格意义上说，绝对纯粹的抽象绝不可能完全空洞。它也受虚空恐惧（horror vacui）所困扰；它具有无规定性的规定性。[167]纯粹的无在逻辑上是无法被思考的，只能是表象的事情。这种规定性——即处于无规定——仍然是开端无可逾越的禀赋。这并非外加给普遍者（A）的，并非归诸它的，而是逻辑施行的结果，已经内在于第一步之中。无规定者构成了普遍者的规定性，即普遍者乃是一个特殊者（B）（GW 12, 37 f.）。普遍者所内蕴的否定性、无规定性与规定性、直接性与中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步骤这一逻辑思想，构成了逻辑世界的枢轴。在存在与本质领域中产生的一切思想规定——存在、定在、尺度、同一性、矛盾、根据、整体与部分、原因与结果、实体与偶性等——现在都可以被视为规定的概念，其中每一个概念都内在地包含着矛盾规定的统一。在第三步中，第一环节与第二环节由于其内在的双重否定性而融合为个别性（E）。这种思辨的个别性就是概念自身——即“与自身相关的否定性，个别性”（GW 12, 128）。
关于概念的前两个环节——即概念能够从一切事物中抽象出来，并且它也是被规定的——乃是大多被认可的知性环节。知性拒绝承认作为真正思辨之物的第三环节，因为概念被宣告为不可把握之物。概念必须被展示为否定性对自身的关系。它是一种统一：将自身设定为它自身的否定者、设定为特殊性，却又在其与自身的同一性即其普遍性中、在双重否定性中保持在自身之中。普遍性以特殊性为对立面，由此它（原初地）切分自身（作出判断）；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判断。特殊性通过其反思在自身中与普遍性结合，与普遍性结为一体。只要概念必然规定自身，它就在他者中保持在自身之中，返回到自身，并应当被理解为这种与自身结为一体者、与自身和解者，理解为自由者。概念的基本规定性A、B与E，代表着必然自我阐发（自我“原初切分/判断”）的构建基石，用以搭建配置为推论（三段论）体系的逻辑整体建筑，它们是整个体系的细胞基核，该体系涵盖了对概念及其向客观性的规定的自足考察，以及对作为主观性与客观性之统一的理念的思维活动。
对黑格尔而言，对概念的重大“侵犯”会导致其他领域的侵犯。在奴隶这一绝对被压迫者的形象中，自由意志的概念、自由本质的概念遭到了侵害，这意味着对人的概念的严重违背。具有自由意志的本质会堕落到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奴隶制在此是“历史性的东西——即它属于、跌入处于法权之前的状态中”。[168]黑格尔在此追随卢梭：“‘奴隶’与‘法权’这两个词彼此矛盾；它们相互排斥。”[169]任何奴隶制、压迫或贬损在原则上都必须予以拒斥。生活在奴隶状态或农奴役使状态中的人，有权利在任何时候砸碎其枷锁。他对自身人格获得承认享有无条件的、不受限制的、不可剥夺的、永恒的权利；在此一切时间规定都归于无效。[170]真理因此建立在对象或事实状态与自身、与其概念的和谐一致之上。在奴隶身上，我们看到对人的概念的公然违背，克服一切奴隶制的权利便由此滋生。这是黑格尔的典型做法：从对概念的侵犯中，产生出一切奴隶、一切被压迫者的反抗权（一项人权）的合法性——这正是其哲学理据。自由意志的概念就这样为自由的、现代的、人道的共同体提供了一块试金石。
《主观性》一章漫长的思想历程包含了黑格尔关于概念、逻辑判断与推论的学说。[171]在此至关重要的同样是：这并非罗列或并列与相继，而是逻辑-体系性的推进；黑格尔写道：“应当推导出诸概念并证明诸科学命题……”（GW 12, 44）。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构成了这单一概念的规定性。在个别性中，概念处于绝对否定性的规定之中。纯粹抽象的普遍性必然表现为日益空洞、毫无生气与精神、缺乏色彩与意蕴的表象，而被它所鄙弃的个别性则表现为概念的根本规定，其中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个别性转变过程的环节，但同时自身也代表着整个概念，因而在个别性中展示出它们自在自为地所是的本质（GW 12, 49）。此外，个别性不仅呈现了概念向自身的返回，而且同样呈现了其必然的进一步规定，即联合规定的切分——作为判断形式的体系构想而非单纯判断表的原初-切分（判断），直至揭示出判断本身的逻辑缺陷。
自由意愿与自由行动的概念如何落空的一个例子便是犯罪。不法行为并不契合行动的完整概念。这归咎于判断在逻辑上具有缺陷的形式，该形式构成了将该行为评判为犯罪的基础。在逻辑上，犯罪是一种无限否定的“判断，在其中判断的形式也被扬弃了。……它应当是一个判断，从而包含主词与谓词的关系；但这样一种关系同时又应当不在其中”（GW 12, 69）。诸如“精神不是黄色的”或“玫瑰不是大象”之类的判断虽属正确，却是荒谬的。这也适用于“犯罪是一种行动”这一判断，因为“不法的”绝不能成为自由行动的谓词。在对行动的完整刻画意义上，行动与不法是相互排斥的：“犯罪可被视为无限否定判断的一个客观实例。实施犯罪者，……不仅否定了……他人对特定事物的特殊权利，而且否定了此人本身的法权本身”。[172]罪犯从我这里剥夺了某物，否定了我的特殊权利（他者的法权），并在其中同时侵害了法权本身。因此，行为人在侵害我的人格性时，侵害并损害了他自身的人格性。他侵害了我、侵害了自身，并侵害了普遍者。从概念的“缺陷”即不完满性中，产生出概念必须趋于完满的必然性，即通过惩罚对虚无之物（犯罪）予以消灭来达成其“实现”。犯罪错失了自由行动的概念；逻辑基础遭到了破坏。为了行动的完满，惩罚必须介入进来，作为对不法行为的反转。惩罚的合法性就这样从自由行动的概念中生长出来。自由意志与自由行动在其概念中是不可能被侵犯的。
由于判断形式原则上的局限性，判断逻辑过渡到了推论逻辑。以克服切分（克服判断）的形式对概念规定统一性的必要恢复，借助逻辑上的结合-推论得以成功——黑格尔的三段论体系揭示了形式推论的功绩与局限，例如在归纳或类比中。随后，主观性的自身规定达致必然性推论，并在最高阶段达致选言推论，后者表达了自由者与必然者结合的一种本质形式；在其中，三段论的逻辑形象显现为应当被扬弃之物，成为从主观性推进到客观性的枢轴。黑格尔在某一处尖锐指出了作为抽象无概念形式的形式主义推论学说与他的推论学说之间的区别。在将逻辑推论令人望而生畏地还原为数学组合操作的过程中，三段论的概念形式规定性被贬低为无概念的质料，犹如算术师的机械操作流程。推论的组成部分被置于与骰子点数或隆布尔纸牌（L’Hombre）相同的层面上，由此摧毁了概念统一性的本真核心（GW 12, 108 f.）。
在必然推论的最高形式即选言推论中，达成了完全的结合。选言推论突出的枢纽功能，建立在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形式统一的建立之上，因为三个环节中的每一个都代表着整个推论，每一个都拥有推论中项的地位。一切合乎理性的东西因此都必须满足选言推论的条件。然而，这同时包含着三个概念环节之独立性即“主权”的瓦解，包含着它们在无差别中对其差异的扬弃，从而包含着对新的直接之物的设定，而这正是建构性中介即主观性的结果。这一运动必然导向中介在直接性中的扬弃，直接性现在以客观性的形式达到其逻辑上的终极阶段；主观性证明自身为客观性，随后客观性在其直至合目的性的过渡中证明自身为恢复了的主观性。推论作为纯粹主观的推论，在客观性的各种结合-推论中被克服并被保存。客观性作为概念，已将其自身规定的中介扬弃为对自身的直接关系，但这是一种被概念所渗透的直接性。黑格尔由此在其观念论一元论中勾勒出一个逻辑基本思想，即主观建构论与客观实在论这两种对立原则[173]在这一单一理念之思想规定中的终极统一。
从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过渡不能被视为逻辑基本学说的应用；它不是对逻辑领域的越界扩张，也不是“从语言一方跳向世界一方，从思维之物（res cogitans）跳向广延之物（res extensa）”。[174]这关涉的是对普通知性逻辑紧闭大门的概念生成性展开的原则，该原则在自身规定的思维活动的施行中获得其证明（GW 20, 200 ff.）。为了阐明这一点，黑格尔使用了木框架建筑的隐喻：[175]三段论的框架结构并不还原为纯粹的逻辑梁架；填充其间的缝隙同样具有建构作用。只有这样建筑才能立得住。然而在逻辑框架中，“填充”并非通过外部添加、并非通过现成客体来完成，而是主观性的逻辑进程随着选言推论的扬弃，严密必然地导向对客观性、对逻辑客体的思维活动。逻辑客观性——机械性、化学性、目的论——表现为有差别者的完全独立性与不独立性之间的绝对矛盾，并在对目的论的论述中将客观性内在的主观性以及向理念的过渡呈现在眼前。[176]例如，国家的理念“主观地”将国家包含为推论体系，而“客观地”将国家包含为机械机制、有机体和内在目的，如此将主观性的“梁架”与客观性的“填充”连接起来，构成了自由与规定性的统一，阐明了公民的自身规定——即政治事务的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统一。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写道：
[哲学]除了通过思维活动来克服这种对立之外，没有其他任务。在认识活动中，根本之点就在于褪去与我们相对立的客观世界的疏离感，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在其中发现我们自身，这恰恰意味着将客观之物还原为概念，而概念正是我们最内在的自我。[将]主观性与客观性视作固定而抽象的对立[是错误的]。……概念起初仅仅是主观的，它不需要外部材料或质料，便依凭其自身的活动性向前推进以客观化自身；同样，客体也不是僵死和无过程的，它的过程就在于证明自身同时是主观的，这构成了向理念的进展。[177]

8. 作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绝对统一的逻辑理念

概念自身规定的最后阶段是理念。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既不同于日常语言，也不同于柏拉图或康德对它的使用。这里关涉的不是偶然的灵光一现，不是“彼岸的”诸理念之繁多，也不是逼近原则。康德的功绩在于他坚持理性理念以对抗与理念相冲突的经验。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在感性世界中不可能存在与理念相吻合的对象，诸理念被剥夺了真理的价值。对黑格尔而言，理念涵盖着将概念自身作为其自身实在性的概念。这关涉概念在逻辑领域内的实现，因为概念在其特殊性的诸规定中拥有其逻辑实在性。只有在某物将理念包含在自身中并表达理念时，它才能被承认为现实的。不契合概念之物没有真理，仅仅是单纯的存在。如果一件艺术作品符合艺术的概念，如《安提戈涅》、《堂吉诃德》或达·芬奇的杰作，它就被视为真实的或现实的艺术品。并非每一件人造物都是艺术作品，并非每一个共同体都能算作国家。只要这样一个构造成物根本不契合概念，“灵魂”与“活的身体”就是分离的。黑格尔后来在其《法哲学》中将此铸成了遭到不公正攻击的名言：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这是他瞒过审查官的成功妙计，审查官将“现实的”与“实存的”理解成了同义词。
只要概念作为理念达到了其自由，理念就必须承载“自身内最艰硬的对立”并“经受住”这一对立（GW 12, 177）。基于概念内在否定性的过程首先包含理念生命的阶段，其次包含认识活动与意愿的阶段（在其中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的对立被建立并被克服），第三包含作为对自身之绝对知识的理念、它与自身的结合。在探讨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的统一、真与善的理念的框架内，关涉的是“行动推论”中的“实践”维度，关涉作为行动、作为自由主观性的理念，该理念由于其实践化而与自身同一，在他者中将自身的客观性作为对象，因而乃是自由的。在理念中，达成了理论者、认识活动与“真实存在的客观性”的统一。后者在原则上区别于“仅仅显象的、从而自在自为虚无的、非客观的现实性”。现成发现的实在性必须被理解为实现了的绝对目的，这有别于探索性的认识活动，在后者中客观世界缺乏概念的主观性。黑格尔所关注的是“以概念为内在根据与现实持存的客观世界”。这就是绝对理念，哲学的唯一对象与内容。通过其自身规定、通过其特殊化，它具有各种形态，并返回到自身。现在的任务是借助哲学科学在这些具有差异的构型中认识理念（GW 12, 235）。《逻辑科学》在此迈出了第一项奠基性步伐。
在理念中，逻辑领域的整个展开变成了其内容与形式，成为逻辑整体的完满圆圈式展开。黑格尔再次强调，在对矛盾的思维活动中包含着概念的本质环节，否定性思想构成了“概念运动的转折点”，即对自身的“否定性关系，概念的一切活动性、鲜活与精神性自身运动的最内在源泉”（GW 12, 246）。概念此前的诸构成要素统合在一起；理念成为这单一者、绝对合乎理性者、自在自为真实者。理念代表着适切的、纯粹的概念，即“自由的、将自身规定为逻辑实在性的概念”（GW 20, 216）。在理念中建立了逻辑主观性与逻辑客观性的绝对统一，即概念与自身的统一。在作为理念终点的纯粹概念中，概念完全居于自身之中；它在最高且终极的意义上是自由者。理念作为对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将自身作为对象；它是唯一的完满自身关系。《逻辑学》为黑格尔作为理性与自由之科学的一元论观念论提供了奠基。在理念的结果中蕴含着中介与直接性的思辨统一，二者的统一。开端的直接性可被视为已被证明的、经由中介的直接性。这个绝非恶性循环的圆圈，在向开端的返回中闭合了。
这种想法是奇特的：……为了对“我”作出判断，“我”必须已经利用了“我”……但是，把自我意识的这种本性——即“我”思考自身，如果不正是“我”在思考就无法思考“我”——称为一种不便，并作为某种缺陷称之为一个循环，这确实是可笑的；——借助这种关系，在直接的经验性自我意识中揭示出了它自身以及概念的绝对、永恒本性，之所以揭示出来，是因为自我意识恰恰是定在着的、从而经验上可知觉的、纯粹的概念，是对自身的绝对关系，它作为分离性的判断将自身作为对象，并且唯有如此才能使自身成为圆圈。（GW 12, 194）
缺乏客观性的片面主观性与同样缺乏主观性的片面客观性这两种极端，可以被视为已经被克服。绝对纯粹的理念是逻辑上规定自身、把握了自身概念的概念，它一方面作为内容规定的体系，作为“浓缩”在这一单一理念中的逻辑规定的体系性整体；另一方面作为形式，即思辨把握性进展的方法，方法作为途径（methodos），作为探究的操作流程，作为纯粹思维活动通往逻辑理念之整体性所走过的道路。
在体系性逻辑的终篇中最终证明了：逻辑开端的无规定性或直接性恰恰构成了它的规定性。直接开端已被证明同时是经由中介的。这唯有体系的整体才能实现，而不是支离破碎的随性漫谈，黑格尔把这一点铭刻在所有体系批评者与鄙视者的座右铭中。此外，伴随这一结果，无规定性、直接性与无差别得到了恢复。从开端起，整个逻辑道路便呈现为向起始点的重新回归逼近，因此才有“圆圈的圆圈”的说法（GW 12, 250 ff.）。每一个圆圈都突破自身的局限，扬弃其领域。新的圆圈展现出概念更高的复杂性。这条道路从萌芽结构的“充实”以及层层递进的“更丰富者”的反复“还原”，一直走向完满的这单一圆圈。在整个圆圈运动中，向后追溯的奠定根据与向前推进的进一步规定始终融合为一体。

9. 从《逻辑学》向自然哲学的进展

正如其开端一样，《逻辑学》的结尾同样是微妙复杂的，《全面教学纲要》与《法哲学》有助于澄清这一点。黑格尔运用了《逻辑学》结果中的若干逻辑规定与基石，如定在、生存、有限性、现实性、偶然性、特殊性、客观性，以及活动性、目的、主观性与“自由者”。唯有通过逐字剖析范畴之网，才能成功对必然进展给出令人信服且逻辑严密的阐释，唯有如此才能拒斥那些诉诸外在逻辑权威的解释（如关于创造自然的说法），并揭示诸如谢林及其追随者批评的站不住脚。[178]首先，逻辑自身规定的一个结果是直接性与中介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在逻辑上无法得到充分把握，因为它并非静止之物，而是“与自身发生中介的运动和活动性”（GW 12, 248）。其次，在绝对理念中，逻辑学返回到作为其开端的简单统一——“存在的纯粹直接性，在其中起初所有规定都表现为被消除或被抽象所略去”（GW 12, 252）。理念被理解为对自身的简单关系，理解为纯粹的无规定性，但同时又被理解为处于把握自身之概念状态的存在，理解为在其概念中居于自身之中的自由主观性。由此，直接性最终得以恢复——“正如开端者对自己所作的规定那样”（GW 12, 241），但现在则是带有自由这一谓词的概念。唯有当《逻辑学》中已经展开的将概念视为自由者这一论题的诸维度被充分挖掘时，黑格尔“理念的绝对自由”这一说法的意蕴才能被揭示出来。当谢林声称单纯的概念无法作出决断时，他当然是对的，只不过黑格尔在此眼中的绝非单纯的概念，而是自由的、主观的概念。概念与理念在黑格尔那里与诸如现前活动性、判断、实现了的目的、能动主体、实践理念、意志理念以及“行动推论”等范畴相关联。对此只需简要查阅黑格尔的文本：“意志理念作为自身规定的自为者，在自身内拥有内容。”（GW 12, 231）第三，由于概念在理念的终点处仍处于其逻辑观念性之中，理念依然“封闭在纯粹思想之中”，认识活动的“纯粹理念封闭在主观性之中”，由此产生出理念之敞开（Auf-）与决断（Ent-schließen）的需要。逻辑领域“仅仅”涵盖纯粹概念的科学。理论的敞开与实践的决断之间的协同作用，体现在“纯粹理念的绝对解放”、理念“将自身自由释放”（GW 12, 253）等表述中，体现在敞开、决断、自由等标志性词汇中。[179]在理念中，理论理念（认识活动）与实践理念相统一：“现成发现的现实性同时被规定为实现了的目的……被规定为以概念为其内在根据和现实持存的客观世界”（GW 12, 235）。理念的决定性特征始终是其自身规定；思维活动——绝不能被理解为自我意识——规定其自身。黑格尔将一般的哲学理解为概念通过自身的解放，理解为概念的自我解放。然而，对逻辑结构的“理论”敞开与“实践”决断，确实包含着对纯粹逻辑之物的扬弃。在“解放”的第一步中，纯粹逻辑之物将自身从由其自身封闭的空间中释放出来，被逻辑地捆绑在一起的东西被解开，逻辑的结合-推论被打开。第四，在解放的第一步中，直接性暗示着脱离任何规定的可能性，一种作为选择可能性的“消极自由”，一种源于理念的对逻辑必然性的“自发”废止。对于逻辑理念的这第一场“灾难”，内蕴着第二场灾难：随着理念这种“意愿”的无规定性，伴随而来的是对所与物的依赖，这是一种对立立场，因为逻辑理念是自身规定的。在任何内容中，理念的意愿都无法真正居于自身之中，因为没有任何内容完全是由逻辑意志的本性所规定的，而是同样代表着偶然降临者与偶然性。逻辑性必须通过自身炸裂自身，将自身作为他者与自身相对立。黑格尔用偶然性与任意的范畴来把握这一事态——后者被视为“作为意志而存在的偶然性”（GW 14/1, 38）——，视之为自由意志的第一个必然的、但非充分的规定环节。理念由此能够保持在自身中并同时“处于自身之外”，在自然中合乎理性者表现为自然法则的形式，同时偶然性拥有其持存。第五，这一结尾章节缺乏详尽阐述，许多内容仍然是隐含的。[180]在结尾段落中同样只谈到了规定，而没有谈到特殊性，不过特殊性在《善的理念》一节中得到了探讨——“自身规定本质上是特殊化，因为意志在自身中的反思作为绝对的否定统一，也是在排斥与预设他者的意义上的个别性”（GW 12, 231 f.）。1817年版《全面教学纲要》第191节（GW 13, 110）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组成部分：逻辑理念决意首先从自身中释放出其特殊性环节；这一特殊化被视为实在性在其于《逻辑学》中展开的定在、有限性、现实性、客观性等繁复规定中的第一个绝对环节。自然作为特殊性的第一个王国，代表着理念从自身中释放出的理念之特殊性及其处于他者存在的环节。自然哲学的生命概念便建立在生命的逻辑范畴之上。伴随着自我设定的通向决断与行动的目的，必须走出逻辑空间——在这一开端处尚未展示更多内容。此外，决断得到了更精确的把握：一方面关涉包含在概念中的自由，另一方面关涉“相互阐明/展开设定”的自由。处于自由“模式”（能动施行）下的思维理性决意走向有限性，而没有放弃无限者，没有舍弃逻辑理念。理念显示自身，它宣告自身。[181]概念能够在其处于他者存在中保持在自身之中，在黑格尔之前，康德与后康德主义观念论者中没有一人思考过这种自由规定。[182]理念不仅能够保持在其逻辑内容与逻辑形式的绝对直接性之中，而且必须首先特殊化自身，方法是将它在《逻辑学》结尾处所达到的、将逻辑规定与目的封闭在自身内的简单统一步骤，从自身中产生出来。借助这种特殊化，封闭在包罗万象的主观性-客观性之中的理念敞开自身，达致实在的施行，达致对在自身内尚属封闭、尚被捆绑在一起的环节或规定的设定。早在本质逻辑中，借助于现实性范畴以及关于除了显示绝对者之外别无其他内容的显示的论述，这一进展就已得到暗示与铺垫。现实者“由于其外在性既未被卷入变化的领域，也非它在另一个东西之中的映现”，规定性的环节“尚未被实现；它们的有差别性因此首先属于外在反思，而非被规定为内容”（GW 11, 381）。从逻辑学向实在哲学的进展，也体现在对偶然性、可能性与必然性等现实性规定的考察中。例如，在实在哲学框架内构想的法权科学，便是以法权理念、法权概念及其实现为对象的。
关于《逻辑学》的“继续前行”或“中断”的说法依然完全模糊不清，在黑格尔意义上更确切的说法是将这一进展称为扬弃。这里关涉的不再仅仅是纯粹思维规定，但逻辑之物决非被彻底摧毁。黑格尔认为，思辨知识的本性在《逻辑科学》中得到了详尽阐发，他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即“实在哲学”均基于逻辑之物，展开了各自具体且自身繁复的对象的逻辑。关于逻辑学的这一进展，关于逻辑与自然之间的这道“桥梁”，至少可以说：只要逻辑理念是按照自身规定的模式来思考的，就必须排除停留在“无所作为”之中的状态；作为将自身设定于外部的自身决断（决议）是不可回避的。一个例子是不作为，它绝非什么都不做，而是必然构成一种行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应受惩罚的行动。一切试图停留在这种不作为、这种“缺乏特殊化”之中、停留在简单统一步骤与未分裂的同一性之中，从而避免用有限与具体之物来“玷污”自身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正如概念一样，那些“优美灵魂”也是如此。即便是怠惰、无为的冥思、保持在自身内以及什么都不做，其根据也必然在于决断。一切不作为都代表着某种决议与行动，代表着对某种特殊的个别者的赞成表决。正如意志在决议、特殊化或自我限制中不会丧失自身一样，理念也是如此。黑格尔援引歌德写道：欲图大事者，必须善于自我限制、特殊化自身、自身规定——欲求一切者，实则一无所求。
决断在开始时只产生极微小的结果，即直接的存在，纯粹的“是”，作为自然的理念，纯粹的客观性与外在生命，恰恰是理念的处于自身之外。最初的此类规定或特殊化包含着：将自然作为逻辑理念自身的他者从自身中“释放”出来，但同时保持静止以作为逻辑基础。逻辑时空的领域、逻辑上的并列与相继推进到最初“没有主观性存在的空间与时间的外在性”（GW 12, 253）这一“第二”领域，走向作为概念自我解放的一个阶段的自然，走向“概念作为自由的、从外在性返回自身的生存从中升起的诸中介”（GW 12, 253）。奠基于本质论中的“第一次”显示，在理念的“第二次”显示中得到了延续。[183]纯粹逻辑的、形而上学的领域必须被离开——理念那不可或缺的幽灵王国，纯粹逻辑之物的灰暗之境，在其中自然的一切丰富色彩都黯然失色，千姿百态的奇妙枯萎为干瘪却在逻辑上自洽的形式，无定形的普遍者沉没在阴沉的迷雾之中。在其特殊化的道路上，理念起初处于他者存在的形式中，处于分裂的在自身之外的形式中——既转向色彩斑斓、生机盎然、广袤多姿的自然之丰饶，也处于外在必然性与偶然性主宰意义上的在自身之外。[184]作为实在哲学第一部分的自然哲学，包含着对自然的思考着的、把握性的认识活动。随着理念，把握到了对象的理性；理念乃是理性的真正意涵，而哲学始终是对理念的思考着的认识。
无论如何，哲学面临着黑格尔本人所提出的任务：至少将思维规定从纯粹存在直至绝对理念的逻辑进程重新研读77遍，并检验其一致性——这正是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恰当阐释的决定性挑战。

9. 从“学校琐屑累赘”与“沮丧懊恼”中解放——走上大学教职之路

校长、哲学教师、学监——黑格尔以高度的责任感履行着他的职责。通往自由的康庄大道在他看来名为教化。他的投入令他负担日益沉重，这体现在对“学校琐屑累赘”的抱怨以及沮丧情绪加剧为“学校、学业与组织安排的沮丧懊恼”中（Br II, 111）。1815年夏，黑格尔将自己的处境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时的拿破仑相比（Br II, 54）。他清醒地意识到，对他而言唯有大学才能成为相称的施展才华之地。在与尼特哈默的通信中，对学术教职生涯的渴望屡屡见诸笔端。然而各种机会一次次化为泡影。尼特哈默甚至已经说到了“遥遥无期的那一天”。1815年与1816年，黑格尔曾前往埃尔朗根试探机会，拜访了布赖尔以及神学教授保罗·约阿希姆·西格蒙德·福格尔。[185]1816年时局终于发生逆转，“因生活困迫被套在学校车辕上的思辨飞马”（Ros 247）得以展翅翱翔于学术天地：耶拿似乎成为一种可能，柏林、埃尔朗根与海德堡亦然。1816年8月6日，黑格尔接受了海德堡的聘请，8月15日来自柏林的聘约送达——他在那里击败了谢林及其他竞争对手（Br II, 397 ff.）——而在9月6日他被任命为埃尔朗根的教授。[186]黑格尔早已选定了历史悠久且负有盛名的海德堡大学，即便来自慕尼黑最高层的劝诱挽留也未能奏效。[187]他的哲学才能终于获得了公众的承认。在关于黑格尔脱离巴伐利亚公职的辞呈的一份意见书中，纽伦堡市立特派员克拉克指出了这位哲学家在“本地有教养的公众”中享有极高声望，但也谈到了他与行政当局的冲突，并补充指出黑格尔毕竟是个外乡人，是个符腾堡人。[188]
对于埃尔朗根、柏林与海德堡几乎同时发出的聘请，有两个决定性原因：《逻辑科学》的出版以及在纽伦堡成功的教学活动。柏林大学校长与评议会的一份文件中写道，“科学的旧大厦，即此前的逻辑学”已经“彻底动摇并自行坍塌”，而人们需要“一套全新的、坚实的知识体系”，唯有黑格尔能够拿出这样的体系。[189]科学的兴盛不能仅仅依赖于康德的理性批判、心理学以及将幻想冒充为哲学，这是针对弗里斯、柯本及其他许多人毫无哲学深度之思想的辛辣抨击。[190]在这份文件中，黑格尔被视为“唯一无可置疑的卓越哲学家”。他在纽伦堡“教学方法的精湛与明晰”得到了明确强调（HBZ 126）。在海德堡方面，布瓦瑟雷、[191]卡尔·道布、弗里德里希·威尔肯、约翰·路德维希·埃瓦尔德，当然还有老相识保卢斯与埃申迈尔，都为这次聘请奔走出力。黑格尔如今无可争议地跻身于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之列。
纽伦堡在名诗人和名歌手汉斯·萨克斯以及绘画大师阿尔布雷希特·丢勒300年之后，在其城墙之内迎来了这位现代的思想宗师。对黑格尔而言，纽伦堡的岁月极其充实而动荡，受着第一所人文文理中学的建立、《逻辑学》的撰写以及波澜起伏的个人生活的铸造。关于其百科全书式哲学体系、实践哲学及其美学的决定性准备工作，便诞生于这座弗兰肯的大都市。他的代表作《逻辑科学》将开启逻辑思维活动的新纪元，奠定作为新形而上学的现代逻辑学。
VIII.
黑格尔在海德堡的
哲学家小道上——内卡河畔的
密涅瓦的猫头鹰（1816–1818）

犹如诸神所遣，昔日一种魔力将我
羁留在桥上，当我从那里走过，
而深入群山之中，
唯有那迷人的远方在显现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

[image: ]海德堡老桥上的密涅瓦

歌德也对横跨内卡河的海德堡石桥留下了深刻印象，它‹显现出世上或许没有任何别的桥梁能及的美丽›。1816年秋，46岁的黑格尔在这座桥不远处就任他的首个正教授教席。在这些月份里，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宣告成立；坦博拉火山爆发引发的“火山冬天”给欧洲带来了一个饥荒之年；黑格尔钟爱的歌剧之一——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首演；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与简·奥斯汀的《艾玛》出版；叶绿素被发现。黑格尔觉得这座属于巴登大公国的内卡河畔城市‹非常欢快而浪漫›（Br II, 167）。«左侧是树林与葡萄藤遮蔽的山峦，右侧是环绕岩石碎屑奔腾咆哮的宽阔银色水流[…]；在我们面前是内卡桥雄健的拱券，其上方则是山间城堡的壮丽残垣[…]；在旁侧低洼的地基上，城市优美地舒展铺陈开来，部分如同阶梯剧场般拔地而起»。[1]在地下室藏有传奇巨型酒桶的古堡废墟下方，坐落着拥有约11,000名居民、分布于内卡河两岸的城市。从阅兵广场望去，黑格尔看到了他新工作场所的建筑群。‹森林的气息从山间吹来，清新地拂过街道›（约瑟夫·冯·艾兴多夫）。威廉·透纳后来会将这种浪漫抒情的气氛凝定在画布之上。但黑格尔看到的不仅是田园牧歌，还有初兴工业世界的最初符号——铸铁厂与纺纱机制造厂。由蒸汽机驱动的轮船已在河上航行。卡尔·冯·德莱斯于1817年（黑格尔海德堡版《全面教学纲要》的出版之年）在海德堡附近制造了第一辆自行车——德莱斯轮式车，这是一项改变世界的发明。[2]
1. 黑格尔一家在海德堡的家庭生活

1816年10月19日，黑格尔抵达海德堡。11月，他的妻子玛丽带着两个儿子，以及岳母苏珊娜和小姨子索菲·玛丽·弗里德里克（通称弗里茨）随后赶来。[3]这家人起初可能只是在儿子卡尔提及的康拉德·夸斯特的房子里短住了一段时间。[4]岁末年初之际，全家搬进了位于普勒克街48号（普查地籍图4中官方登记的第300号地块）的新居；房主是贝内迪克特·魏德曼。[5]黑格尔在1817年夏天写信给妹妹说：“我们的房东有大片耕地”（Br II, 166）——魏德曼是一位农夫兼葡萄园种植者。[6]据说黑格尔常常站在窗前，“眺望浸润在芬芳中的群山与板栗林”（Ros 301）。苏珊娜·冯·图歇尔在最初的几天里操持家务。回到纽伦堡后，她给女儿写了一系列信件，其中也谈到了黑格尔一家在海德堡的家庭生活。 [7]玛丽“身边有一位为你和理性世界所高度赞誉的丈夫”，还有“两个可爱的小男孩”——苏珊娜最初的孙辈。“凭借平静的沉着”，黑格尔“将在他生活的所有境遇中行事，无论是幸运还是顺境，都不会像对成千上万软弱之辈那样让他冲昏头脑”。[8]苏珊娜为她的女婿感到骄傲，称他为‹我们的黑格尔›，并在1817年秋天向女儿玛丽预言：“这样你终将成为名扬天下的人妇。”[9]但她也十分担忧遭受了多次流产的玛丽，并因玛丽对女儿的狂热渴望而告诫她。[10]她寄去纽伦堡的美食；这样这家人即使在内卡河畔，也不必放弃黑格尔钟爱的煎香肠、脆皮香肠、胡椒蜂蜜饼与精致果冻。[11]
黑格尔对他那位生性活泼的17岁小姨子弗里茨印象极佳，同她一起去郊游，并陪她参加舞会和狂欢节。这位年轻女子在1817年10月离开之前赢得了许多追求者。母亲对此感到担忧，希望小尼特哈默的“理性不至于完全跟着心灵溜走”。[12]1817年秋天，弗里茨和玛丽的弟弟戈特利布·冯·图歇尔开始在海德堡大学就读，起初寄宿在黑格尔家中。母亲苏珊娜希望儿子能得到黑格尔的庇护，因为戈特利布在埃尔兰根的第一个学期里，曾与其中学好友维尔特[13]一起名列反叛学生的风云人物之列。戈特利布大概也参加过他姐夫的讲授课。[14]在儿子的汇报中，苏珊娜看出了“黑格尔清晰的精神与见解，戈特利布将他尊为父亲和挚友”。[15]黑格尔在岳母面前说情，使戈特利布得以参加1817年10月18日和19日的瓦尔特堡节。戈特利布继续与埃尔兰根的大学学友保持结合；在阿斯韦鲁斯1819年1月的一封信中，流露出由席勒戏剧点燃的自由狂热（Br II, 435）。他受到了警方的讯问，黑格尔对此知情。
[image: ]黑格尔在奥古斯特·冯·歌德纪念册上的题词
神之子可大胆将自己托付于圆满的斗争；随后同你自己打破和平，同尘世的事业打破和平。奋求吧，尝试比今天和昨天更多的东西，这样你虽不比时代更优，却能以最好的方式成为时代自身。
耶拿，1805年9月21日。

[image: ]歌德在路德维希·黑格尔——“黑格尔的私生子”纪念册上的题词
我曾见你尚是幼童，便以至高的自信走向世界；无论世事未来如何待你，且安心承受友人目光的祝福。
耶拿，1817年3月30日。

来自耶拿的儿子路德维希也于1817年4月被接纳进这个家庭，并在海德堡就读文理中学。在对弗罗曼1816年夏天一封散佚信函的回复中，黑格尔通报了如今将儿子融入家庭的决定，并提及了由此产生的问题。当黑格尔的朋友克内贝尔得知路德维希即将搬迁时，称这是一次“从你忠诚的女保护者的花园前往一位正直父亲庇护性阴影”的旅程（Br IV/1, 232）。不知他是否想到了这种“阴影”的双重含义？奥古斯特·冯·歌德一生也饱受这位严父之‹阴影›的折磨。这位十岁的少年与新近受聘到海德堡的海因里希·福斯（小福斯）一同前往海德堡：福斯对这男孩十分喜爱，称他为“我可爱的小路德维希”、“哲学家黑格尔的长子”、‹一个讨人喜欢、天资聪颖、活泼开朗的孩子›（Br IV/1, 364）。耶拿的密友们嘱咐这男孩，愿他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家乡和那里的朋友。枢密顾问歌德在这男孩的纪念册上留下题词；而十多年前，黑格尔也同样以一首四行诗题赠于奥古斯特·歌德的纪念册中。
路德维希抵达后，黑格尔于1817年5月写了一封感谢信给朋友弗罗曼及其家人。他赞颂了弗罗曼姻妹博恩夫人及其妹妹贝蒂的‹极佳教养›与关爱，谈及“心怀感激地感受到的来自忠诚友谊与乐于助人的善意的经验”（Br II, 155）。路德维希理当完全属于这个家庭。苏珊娜·冯·图歇尔也从遥远的纽伦堡接纳了他，自视为三个孙子的外祖母，为路德维希张罗了一张床，寄来草帽、“李子干小人”[16]以及给三个相处甚欢的小男孩的过节钱。黑格尔写道：“我和我的妻子都为路德维希感到欣慰”；他展现出“聪颖的头脑”，拉丁文学得很好（Br II, 155）。路德维希以‹哲学家黑格尔的长子›身份被引介到海德堡是一件具有双重意味的事，因为两个儿子卡尔和伊曼努尔大概以为他是一个养子，直到父亲去世和路德维希死后，他们才得知事情的真相。黑格尔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在1831年的遗嘱中将路德维希立为她的继承人。后来，卡尔和伊曼努尔与母亲及外祖母一道，竭力抹去路德维希与克里斯蒂亚娜的痕迹。后来的历史学教授卡尔·黑格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路德维希只字未提。
2. 威廉·透纳笔下如画而浪漫的内卡河风光

黑格尔喜爱汉德舒斯海姆的早熟樱桃，与游泳教练梅茨一起在内卡河中沐浴，在沃尔夫斯布伦嫩品尝鳟鱼或薄煎饼，在红牛餐馆享用牛排。他常去梭子鱼客栈和齐格尔豪森的小酒馆，可能还去过大学附近的传统客栈骑士旅店与白鹿旅店。住宅斜对面是新醋坊啤酒厂。儿子卡尔回忆起位于哲学家小道下方老桥附近内卡河北岸、能眺望古堡的森林号角客栈。人们去德杜普雷咖啡馆阅读报纸。学生们则到鹿巷臭名昭著的协会酒馆以及巨石磨坊畅饮啤酒。冬天里，在罗尔巴赫乘雪橇是一项风尚，大学教师们也参与其中。人们漫步前往诺伊恩海姆，在圣山俯瞰莱茵河谷的壮丽全景。黑格尔与1817年夏天在海德堡度过数周的让·保罗一同在哲学家小道上漫步，与布瓦瑟雷一同前往古堡以及巨石旁的根斯勒花园；黑格尔与这位诗人探讨其著作《美学初阶》，与这位收藏家探讨基督教与和解。黑格尔尤其珍视与同事和朋友们在周边地区的郊游。有关此事的记述[17]勾勒出他的核心密友圈：1817年7月23日，他与让·保罗、道布、蒂博、布瓦瑟雷和克罗伊策前往施韦青根，他们就堕落论展开争论。他与道布、布瓦瑟雷、法学教授卡尔·特奥多尔·韦尔克以及瑞典王子古斯塔夫·冯·瓦萨乘船顺流而下前往希施霍恩。1817年10月，黑格尔与道布、克罗伊策、布瓦瑟雷以及历史学家施洛塞尔造访罗尔巴赫，与布瓦瑟雷和克罗伊策造访维布林根。黑格尔前往曼海姆和施派尔，热切赞美贝格施特拉瑟犹如一条果树与葡萄藤绵延不绝的林荫大道。当克罗伊策后来骄傲地告诉黑格尔自己购得了三大桶瓦亨海姆葡萄酒时，人们完全可以断定，普法尔茨葡萄酒（尤其是雷司令）必然备受他们的青睐。自法兰克福时期以来，黑格尔就深知葡萄酒之路上的醇醪佳酿，例如戴德斯海姆的约旦酒庄。黑格尔与玛丽还曾与让·保罗、施瓦茨、克罗伊策以及卡罗琳·保卢斯进行过一次饶有风味的郊游。据说玛丽欢快地登上了让·保罗前往比肯奥山谷的马车，他们自纽伦堡时期起就已相识。在一场典当赎取游戏中，玛丽和这位诗人甚至据说互换了八个吻，可谓‹在极其无辜纯洁中犯了小罪›。黑格尔在与保卢斯决裂后与保卢斯夫人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则未有文献流传下来。
3. 海德堡的第一位哲学家

[黑格尔]由枢密顾问蒂博、克罗伊策和维尔肯以及枢密教会顾问道布共同举荐，教会顾问埃瓦尔德认为他是所能延揽到的最卓越的人物[…]延聘到他无疑将是海德堡的巨大收获。
约翰·弗里德里希·冯·艾希罗特

黑格尔在巴登新归属下的鲁普雷希特-卡尔大学的执教生涯，介于对其学术意义的两种格外尊崇的评价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介于思想巨人斯宾诺莎与费希特之间：神学家道布指出，在昔日延请斯宾诺莎未果之后，如今海德堡大学第一次迎来了一位哲学家的任教。两年后，普鲁士大臣阿尔滕施泰因希望以体面的方式重新填补因费希特去世而空缺的哲学讲席，而为此唯一合适的人选非黑格尔莫属。在耶拿初出茅庐时黑格尔尚籍籍无名，而如今第二次跨入学术界时，他已是哲学舞台的主角。在四个学期里，黑格尔完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繁重教学任务。承袭被尊为体系思想家的斯宾诺莎与费希特的传统，黑格尔于1817年出版了哲学科学全面教学，这是他哲学体系的纲要与海德堡教学计划的核心。凭借这部同时用作讲授课指南的著作，黑格尔践行了一项诺言：提供一部新哲学体系的轮廓以取代新的神话学或旧的形而上学，从而深入哲学的最深处——唯有理性认识方能赋予人类以尊严。
黑格尔所作的讲授课引起了极其持久的反响，并在海德堡延续了传奇的耶拿讨论课的传统。他在1816/17年冬季学期讲授《全面教学纲要》与《哲学史》，在1817年夏季学期讲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以及《人类学与心理学》，在1817/18年冬季学期讲授《哲学史》、《自然法与国家学》，此外还为古斯塔夫·冯·瓦萨开设私人讲课[18]，在1818年夏季学期再次开讲《全面教学纲要与美学》。除了《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之外，关于自然法即法哲学的课程连同《全面教学纲要》中关于客观精神的章节以及关于美学的章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开设艺术哲学讲授课，黑格尔实现了自耶拿时期以来就怀有的心愿。[19]尽管黑格尔每学期讲课多达每周16课时，他在大学里依然感到幸福。随着在海德堡的岁月，“他的哲学学术生涯的蜜月期与全盛期拉开了序幕”（HBZ 493）。
4. «这里的一切都呼吸着一种自由、明朗的精神»

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感到如处自己真正的要素之中。[20]科学女神密涅瓦端坐于雄伟的桥上，是大学的守护神。正如在礼堂中所见费迪南德·凯勒的画作《帕拉斯·雅典娜》中女神胜利进驻海德堡那样，黑格尔如今也在此地确立了作为科学的哲学。连同阿尔亨霍尔茨著名的杂志《密涅瓦》，这座内卡河畔城市大概为这位哲学家最具深远影响力的隐喻之一——黄昏降临时密涅瓦的猫头鹰的起飞——提供了另外两重启迪。黑格尔在其中也看到了知识战胜浪漫派奇妙号角与修士倾吐心声的‹迟来的›胜利。在继耶拿之后德国浪漫主义的第二个故乡，黑格尔同样树立了作为浪漫主义和新神话学之思想论敌的鲜明形象；就此而言，他与布瓦瑟雷和克罗伊策保持着密切而卓有成效的交流。他坚决反对一切呼唤复古的声音，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新天主教式的古老德意志式的。艾兴多夫称城堡与森林诉说着‹远古奇妙童话›，戈雷斯则称‹古昔先民更加伟大、纯洁和圣洁›——黑格尔却主张以自由、开放的眼光审视现代的精神，反对对传统的单纯保守，主张在保存与克服的统一中对既定传统的扬弃。他立于福斯的古典主义以及克罗伊策和戈雷斯的反古典主义的彼岸。[21]黑格尔对政治事件和思潮明确表态，积极介入公共争辩。在神圣同盟攻击自由与改革的时代，他的公共作用性日益增强。他继续捍卫法国大革命的基本理念，反对任何复辟企图，支持争取德意志统一的进步自由、非民族主义诉求，并在瓦尔特堡节前后对海德堡德意志大学生协会的‹世界主义›派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作为政治政论家，他还深度介入了符腾堡宪法之争。
他在海德堡的学术耕耘立足于四大支柱：首先，《全面教学纲要》以作为新形而上学的逻辑学，对一元论观念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系统性的理据阐发与呈现。其次，《全面教学纲要》中关于哲学心理学的章节以及相应的讲授课，为黑格尔的认识论以及符号与语言理论提供了基石。其中，表象与概念之间关系的精确界定处于核心地位。在与克罗伊策和让·保罗的交锋中，关于表象（想象力、幻想、表象能力）作为艺术和宗教形式基础的思考占据了很大篇幅，并构成了同雅可比以及浪漫主义划清界限的理据。第三，关于自然法的首次讲授课呈现了自由意志与行动哲学的轮廓；探讨了法权的理性规定，以及作为自由领域的法权领域。黑格尔形式法权理论的基本线条、他的道德哲学以及包含市民社会与国家之划时代区分的现代国家观逐渐显现。第四，在关于美学的思考[22]中，一种新的艺术哲学理解与艺术史结合在一起。黑格尔将现代艺术称为自由的‹浪漫型›艺术，以弥合片面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理论之间的鸿沟。通过由他共同发起为让·保罗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既为新的美学思潮树立了标志，也在政治上顺应了将这位诗人尊为英雄的进步学生界的心声。黑格尔借此表明了他反对海德堡浪漫派、反对新天主教徒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立场——后者如今仰仗梅特涅的恩宠为仆役，并与根茨一同充当保守天主教复辟势力的使徒。黑格尔凭借其自由哲学的理论基石，一跃成为反复辟运动的旗手。
世纪之交后蓬勃发展的鲁普雷希特-卡尔大学受益于耶拿大学的衰落，耶拿学术界的知名领军人物纷纷从萨勒河畔的雅典迁往‹南方雅典›[23]：法学家蒂博、神学家保卢斯、文献学家福斯、医学家阿克曼、自然科学家舍尔弗和卡斯特纳，当然还有黑格尔。在海德堡最初的几周里，黑格尔一家得到了保卢斯和埃申迈尔两家人的扶助。卡罗琳·保卢斯就此再度语带双关地写道：“我们曾在耶拿、班贝格和纽伦堡相伴，因此我希望一切能再次合拍”（Br II, 33）。埃申迈尔一家在布置新居时“给予了最友善的帮助”（Ros 299）。国家学、财政学和官房法教授海因里希·埃申迈尔曾作为1800年符腾堡雅各宾派诉讼案的主要被告之一被定罪，[24]被囚禁近两年并终身驱逐出境。他被视为谋求建立南德意志共和国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并与珀纳斯[25]以及法国间谍泰雷曼保持着联络。在审讯中，埃申迈尔曾承认致力于施瓦本的共和化。黑格尔在机密档案中作为接触人出现；他的妹妹克里斯蒂亚娜也属于被怀疑具有民主倾向的圈子。甚至到了1816年，埃申迈尔仍被指控卷入了借助法国人推动革命的活动之中。[26]黑格尔将埃申迈尔视作密友，后来还从柏林向他致以最亲切的问候。黑格尔还参观了矿物学教授卡尔·采萨·冯·莱昂哈德的藏品，并与他在内卡河谷结伴徒步。[27]此外，他还与神学家兼教育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施瓦茨、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施洛塞尔（黑格尔曾去他家饮茶）以及福斯父子保持着联络；黑格尔曾从耶拿向老福斯表达过希望在海德堡获得职位的愿望，而小福斯则是耶拿辩论课的参与者之一。
黑格尔与道布、克罗伊策、布瓦瑟雷和维尔肯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后者成功推荐黑格尔担任《海德堡年鉴》的编辑。年长几岁的清教-理性主义神学家道布[28]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热忱追随者；据说在他的书桌上，除了日历之外，唯有《新约》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全面教学纲要》占有固定的位置。他把黑格尔这部耶拿时期的著作视为所有哲学书籍中最具重大意义的一部。罗森克兰茨在回忆他的老师道布时，采纳了道布将《逻辑科学》誉为新哲学之《大宪章》的评价。[29]道布与黑格尔结为挚友。他们研讨宗教与宗教哲学，研讨对恶与谎言的理解，研讨康德以及莱辛的《智者纳坦》。1827年，这位神学家将主编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的第二版，后来还向他题献了一部著作。道布建议费尔巴哈去柏林师从黑格尔攻读哲学，这一举动为19世纪哲学指引了重要方向。
在海德堡的社交生活中，蒂博在每周四举办的歌唱之夜引起了强烈反响，[30]后来也受到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和罗伯特·舒曼的赞赏。让·保罗与蒂克都是常客。黑格尔曾多次请求歌唱协会在他家中演出。这位新聘教授在头几周就与他在耶拿就已熟识的法学家蒂博建立了联系，蒂博的法律理论立场（特别是与萨维尼相对立的立场）必然引起了黑格尔的极大兴趣。岳母苏珊娜热切赞叹在那里的一个夜晚，看见蒂博端坐在三角钢琴旁，沉醉于深情饱满的音乐之中。[31]后来的音乐学教授海因里希·卡尔·布赖登施泰因也参加了这个歌唱圈子，他旁听了黑格尔的美学课程，尤其受到关于音乐阐述的启发。他的博士论文因‹哲学精神、真实而高雅的品位以及对音乐理论深刻透彻的洞见›而大放异彩。[32]法学家兼黑格尔的学生费迪南德·瓦尔特记述了黑格尔在这样一个夜晚的情景：黑格尔那“冷静、敏锐，但对一切真实与伟大事物都极具感受力的精神，首先凝神细听，然后为了自己的目的去梳理事情”；随后在他的美学中就能找到那些“真正的思想火花，而这或许是他著作中流传最久的一部分”（HBZ 157）。
5. 布瓦瑟雷藏品、克罗伊策与让·保罗

自纽伦堡时期起，黑格尔与苏尔皮茨·布瓦瑟雷就结下了深厚交情。[33]通过后者令人赞叹的绘画收藏，黑格尔对绘画及其历史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这位哲学家与苏尔皮茨·布瓦瑟雷、梅尔希奥·布瓦瑟雷以及约翰·巴普蒂斯特·贝尔特拉姆这组‹手足般的三叶草›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还在柏林盛赞他们极其亲善的接待。[34]凭借与普鲁士宗教文化大臣阿尔滕施泰因的良好关系，黑格尔参与了将布瓦瑟雷藏品迁至柏林的谈判，尽管这项谈判最终未能成功。在恢复与歌德的联络方面，布瓦瑟雷也发挥了作用。黑格尔对歌德色彩学说的肯定态度是一桩关键事件，促使这位诗人高度评价黑格尔的《全面教学纲要》，并将黑格尔视为当代第一思想家。正如昔日在黑格尔的耶拿时期那样，两人自此在魏玛妇女广场的居所中友好相聚。[35]弗里斯在对《全面教学纲要》的一篇书评中指责黑格尔对歌德的错误进行了可笑而迂腐的盲从鹦鹉学舌，歌德对此予以尖刻的嘲弄。布瓦瑟雷也致信歌德，直斥弗里斯思想上的贫瘠与“权宜物理学”，指出弗里斯‹最终投向了反犹主义与狂热德意志主义›，并不时“狂妄地发表掩藏在虚伪的科学热爱之下的浅薄空谈”（Br II, 418）。黑格尔后来在《法哲学》中同样会指责弗里斯浅薄肤浅和盲目崇德狂热。
[image: ]《海德堡》，约1818年，画家克里斯托夫·菲利普·克斯特赠予黑格尔的礼物

黑格尔也结识了为布瓦瑟雷担任修复师的画家克里斯蒂安·菲利普·克斯特、约翰·雅各布·施莱辛格和克里斯蒂安·克塞勒，[36]他们后来都前往柏林。黑格尔从克斯特那里收到了一幅海德堡画作作为告别礼物。黑格尔的肖像画则出自施莱辛格、克塞勒以及学生弗朗茨·库格勒之手。[37]抵达海德堡两天后，黑格尔便在布瓦瑟雷处观赏了‹画作与大教堂图样›。黑格尔对古德意志和古荷兰大师的绘画藏品评价极高，称赞其“卓越非凡”，并将布瓦瑟雷兄弟与贝尔特拉姆的收藏誉为‹你们的艺术杰作›。[38]他同布瓦瑟雷争论荷马与尼伯龙根之歌，批评片面回顾中世纪艺术的倾向，反对单纯保存某种‹原汁原味的›古代事物，不论是在绘画方面还是在科隆大教堂方面。与布瓦瑟雷相反，他将黄金时代的荷兰绘画艺术视作现代公民自我理解的艺术表现。黑格尔未能说服这位艺术鉴赏家。两人的分歧也表现在对英国索利藏品的评价上，布瓦瑟雷将其称作伪劣艺术品的堆砌。他更赞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排斥态度，特别是对后期的荷兰画家，施莱格尔甚至指责他们退化与浅薄。施莱格尔认为，真正的基督教艺术应当呈现基督受难与圣母；其核心在于（天主教）宗教在各项艺术之上的胜利，而艺术仅仅是宗教圣所中的侍女。黑格尔则与歌德一样，聚焦于每件作品的美学价值。[39]在这一时期，艺术品正从祈祷礼拜空间转向博物馆，布瓦瑟雷兄弟对此亦有贡献。他们收藏早期基督教绘画并以博物馆方式呈现；画作成为艺术史与美学的对象，标志着日益增强的世俗化。黑格尔认为，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展现了不朽的美，其艺术美学上的光彩毋庸置疑，但宗教维度已退居次席。相比之下，荷兰画作对骄傲的公民、劳作的农夫、一篮水果或酒馆中畅饮者的呈现，正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传世名篇以及劳伦斯·斯特恩的小说一样，昭示了现代浪漫型艺术的解放。同布瓦瑟雷的争论无疑促进了黑格尔艺术哲学的成熟，特别是他对绘画历史的评判。
与‹象征学者›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的辩论同样提供了重要启示。辩论围绕神话学、古代东方思想世界、形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展开。尽管克罗伊策认为象征-形象“与概念的语言不可通约”，而黑格尔反对建立新的神话学，但两人保持着良好的交流。[40]黑格尔必须锤炼他在表象语言与概念语言之间进行‹翻译›的构想，并对神话学、亚洲文化以及作为象征艺术形式的东方艺术获得了新的见解。在一门讲授课中，黑格尔亲切地称克罗伊策为‹亲爱的朋友克罗伊策›，赞赏其著作《古代各民族、特别是希腊人的象征学与神话学》，同时阐明古代人借助神话表达了合乎理性的东西，但哲学命题需要概念的语言和进行思维的理性。神话学是表象与幻想的产物，其中的意蕴、理念无法以合宜的方式得到呈现。
黑格尔坚决支持授予让·保罗荣誉博士学位。1817年6月18日，在学生们的火炬游行伴随下，证书正式授予了这位新晋哲学与自由艺术博士。黑格尔希望为现代诗歌以及超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现代艺术哲学树立一个标志；而让·保罗对此再合适不过了。首先，他被视为与希佩尔并列的、由劳伦斯·斯特恩开创的小说类型最重要的代表；其次，他是喜剧性——即现代幽默——的杰出代表，幽默在黑格尔看来是自由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绝妙的范例包括《小乡村教师武茨》、《齐本凯斯》与《弗莱茨之旅》。第三，让·保罗以对审查制度的辛辣讽刺刺中了过时体制的根本弊端，在主张改革的阵营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第四，他对康德主义者作为‹绝对定言君主›的批评，以及在《费希特之钥》中对费希特的批评，深契黑格尔的心意，大概让黑格尔深感惬意与开怀。第五，让·保罗的《美学初阶》对黑格尔的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41]然而不足为奇的是，两人之间在关涉概念方阵与隐喻大军之间微妙关系这一问题上，并未达成完全的和谐一致：这位诗人“每每被思想的统帅所压倒，便在大受逗乐的哲学家面前极其灵巧地逃遁到表象的洞穴之中”（HBZ 179）——逃回他自己的固有领地。随后，大家开怀畅饮巴登葡萄酒，其间还须辨清“巴克科斯式的沉醉与狂欢节式的烂醉之间的区别”（HBZ 151）。
一位牧师恳请黑格尔为年轻姑娘们写一部哲学[…]。黑格尔婉拒道，他的思想不够通俗易懂，而语言上更是捉襟见肘。“如果仅此而已的话”，牧师满怀热情与喜悦地高喊道，“[…]那这事必须由我们的让·保罗来承担，他懂得如何通过语言和呈现来播撒生机。”——
“这么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让·保罗插话高呼道，“我们的黑格尔应当贡献精神，而我应当为它披上一具健硕的活的身体和一件华美衣装[…]。”[…]黑格尔变得如此开怀放纵、欢欣舒畅、平易近人（在讲台上他并不总是如此），以至于差一点就当场开始讲授哲学了。[…]临别前不久，黑格尔指着让·保罗说道：“他必须成为哲学博士”（HBZ 150）。
海因里希·福斯致克里斯蒂安·楚克泽斯，1817年7月18日
6. 符腾堡宪法之争——‹等级议会的上帝›保卢斯与黑格尔决裂

古老而美好的法权
无论符腾堡人在何处痛饮
陈年香醇的美酒，
第一声祝酒辞应当是：
古老而美好的法权！
路德维希·乌兰德

多年同路人保卢斯与黑格尔之间的友谊因政治分歧而破裂。撇开对立的立场不谈，黑格尔因其参与负责的《海德堡年鉴》的不公出版操作而对此负有相当责任。1816年深秋，他接任了该《年鉴》哲学与文献学部门的光荣主编之职。首批职务行为之一便是同维尔肯与蒂博共同签署了一封致保卢斯的信函。争论的焦点涉及他们故乡符腾堡的宪法问题。他们以篇幅过长为公然借口拒绝刊登保卢斯的立场声明。然而黑格尔本人却发表了一篇篇幅更长的关于此事的专论。1817年初，保卢斯断绝了同黑格尔的一切关系。
在内容上，黑格尔的现代宪法理解[42]与保卢斯对‹古老法权›的捍卫之间存在着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国王与各等级议会的宪法草案之争中，保卢斯将自己标榜为民众的代表、各等级议会的代言人。黑格尔则在立场声明中批判了这两种草案的陈旧过时：在1789年以来的历史变迁中，过时的法权与宪法概念的若干支柱直遭‹踏碎›。昔日的封建状态已无法被赋予新生。[43]首先，已经覆灭的、曾是一种‹建制化的无政府状态›的神圣罗马帝国，再也不能充当符腾堡君主与各等级议会之间旷日持久分歧的裁判者。这构成了一部新宪法的迫切理据。其次，各等级议会正如其‹上帝›保卢斯那样，企图维系古老法权，维护既得特权，继续培植唯利是图的地方割据偏执，尤其是无处不在的裙带关系以及僵化的行会秩序。他们妄称代表民众的事情，实则是欺骗了人民。在对古老法权派的抨击中，黑格尔将‹他们貌似爱国的措辞中的诡辩术彻底揭露至最隐秘的巢穴›（Ros 311）。保卢斯关于普遍公民权利的动听主张，把女性、犹太人以及无产者排斥在外。第三，黑格尔在国王的宪法草案中支持民众参与立法的权利、预算收支决算报告制度、各教派的一致。将公民划分为两个阶级的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为此设定的财产标准。民众的民主参与必须受到严肃对待，应以有教养的公民作为选民。第三阶层面对政府与贵族的权利依然不充分。此外，民众必须能够亲自审查宪法。这要求根本法具备一种公民可理解的形式，即早在班贝格就已要求的广义的‹公开性›，而非单纯的‹律师特权宪章›。第四，财政的重组整顿绝对必要。对国库的私人掠夺必须予以终止——依照‹良好的古老法权›，巨额资金遭到非法挥霍，导致了民众的大规模赤贫化与被迫迁徙移民。第五，决定性的关键点关涉宪法的合法性根据。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宪法应当唯独凭借理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绝非凭借代代相传的文件和纸契。像保卢斯这样的古老法权派要求一种‹腐朽过时的宪法概念›，[44]痛斥‹法国原则的毒素›（Ros 312）。黑格尔援引了《权利法案》、普鲁士《普通邦法》、法国革命宪法以及《拿破仑法典》中的改革原则；它们全都构成了新宪法的指引标准，与古老法权派的见解有着云泥之别。在这一语境中，黑格尔同样将法国大革命视为‹破晓的晨曦›；人们绝不能停留在旧事物的废墟之上，也不应发出任何呻吟或哀鸣，蓬勃生动的力量必将瓦解腐朽，精神必将突破其过时的‹外壳›。[45]
黑格尔在海德堡的《法哲学讲授课》中为其立场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讲课记录在《万嫩曼听课笔记》中流传后世。在影射法国大革命时，黑格尔强调：“在我们这个时代，走向国家合乎理性的生存迈出了一步，这是千年来未曾发生过的”；理性的法权正被用来对抗古老的特权法权。[46]在对古老法权派的攻击中，黑格尔指出割据主义者摧毁了国家，仅仅制造了一种自由的映象。这一尚不完全成熟的国家概念勾勒了一个代表制体系，其中个别性由掌握最终决断权的君主权力所代表，特殊性由政府权力所代表。普遍性则被理解为‹普遍的、合乎理性的意志›，细分为‹宪法›与‹立法权力›。因此，黑格尔用‹君主立宪制›这一术语所指称的内涵，在此依然显得模糊不清。保卢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一篇书评进行报复，然而这篇书评却如回旋镖般反噬了自身。[47]黑格尔在《年鉴》上关于宪法问题的文章与《法哲学讲授课》应当平行对照阅读。在这些讲授课中，黑格尔首次阐述了他关于自由意志与行动的理论基本线索，这是他全部哲学中迄今最具深远影响也最富争议的组成部分。其源头正是将意志把握在其自由的自身规定之中的思想。
7. 济济一堂的听众与弟子群体

在继耶拿时期的听讲者加布勒、索尔格、特罗克斯勒、范·赫特之后，黑格尔在海德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以及首位崭露头角的门生，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卡罗韦——一位天主教的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成员，也是瓦特堡节上最重要的发言人之一。[48] 他参加了他的教授开设的全部课程，采纳了黑格尔关于理性作为指路明灯的表述，[49] 凭借一篇关于德意志大学生协会的论文在黑格尔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并跟随他前往柏林。让·保罗致信问候这位‹诗人卡罗韦›，后者曾帮助其他讲授课参与者理解黑格尔艰涩的思路。[50] 黑格尔尤其是通过卡罗韦对激进、导向改革的大学生施加了影响。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欣里希斯亦属于核心门生圈子；黑格尔的讲授课曾促使他从法学专业转向哲学专业。在黑格尔离任后，他在海德堡鲁普雷希特-卡尔大学获得大学授课资格，并作为私人讲师开设了关于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的课程以及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讨论课（1818/19年冬季学期）。戈特利布·冯·图歇尔告知其母亲，欣里希斯博士完全本着黑格尔精神讲授哲学，博得了热烈喝彩。[51] 在黑格尔离任后的1820年5月，克罗伊策宣称：黑格尔的‹学派在海德堡通过若干忠实门生以及从柏林来的大学生中延续存活›（Br II, 230）。同年欣里希斯从海德堡报道称，人们如饥似渴地期待黑格尔《法哲学》的出版，该书印本在面世当天便销售一空。对于欣里希斯1822年的专著《内在关联于科学的宗教》，黑格尔将为之撰写一篇序言。在黑格尔致这位其时已在哈勒任教者的书信中，有一段关于其哲学理解的凝练阐释：‹任何哲学都是对绝对者的把握，但不是作为某种陌生之物的把握，因而乃是绝对者的自我把握›（Br II, 216）。
另一群听讲者是由来自耶拿和纽伦堡的熟人组成的，他们全都选择了法学专业：尼特哈默之子尤利乌斯、戈特利布·冯·图歇尔、古斯塔夫·阿斯韦鲁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的法律顾问之子）以及阿贝格（来自纽伦堡的前文理中学学生）；阿斯韦鲁斯和阿贝格后来成为耶拿和布雷斯劳的法学教授，尼特哈默和图歇尔则成为成功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听讲者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瓦根、弗朗茨·库格勒和卡尔·施纳泽在柏林晋升为知名艺术行家和艺术史学家，并在创立柏林艺术史学派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样听过蒂博讲课、后来对柏林艺术收藏馆的建立起到决定性塑造作用的施纳泽，在黑格尔将历史同逻辑之物的范畴相联结中看到了黑格尔的意义所在。因此，黑格尔通过其美学讲授课以及总体上通过其哲学，参与推动了19世纪20年代柏林艺术界的崛起，并促进了作为独立学科训练的科学艺术史的形成。还有许多听讲者被黑格尔的思维天地深深打动。其中包括后来的神学教授伊萨克·鲁斯特（黑格尔证明其著作具有‹卓越的形而上学意蕴›），[52] 参加过逻辑学和哲学史课程的后来海德堡教授理查德·罗特，法学家瓦尔特（后来的波恩法学教授），以及格奥尔格·约瑟夫·贝克尔（后来的鲁汶哲学教授）。[53] 黑格尔的支持者W. R. 冯·凯泽（Br II, 456）和利奥波德·卡尔·海因里希·冯·蒂根男爵，[54] 医科学生兼具有影响力的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成员、后来的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国民议会议员卡尔·海因里希·亚历山大·帕根施特歇尔也同样值得提及。[55] 旁听客人有诗人兼费希特追随者路德维希·罗伯特，[56] 爱沙尼亚男爵鲍里斯·冯·于克斯屈尔，以及年轻的法国哲学教授维克多·库赞；后者大概是由多布引荐给黑格尔的——按照这位神学家的说法，如果在海德堡打听哲学，能谈论的唯有黑格尔。库赞赞同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高度评价，并转述道：黑格尔乐于谈论大革命的诸般事迹与丰功伟绩。[57] 1817年秋天，在卡罗韦的协助下，库赞试图在城堡花园和哲人路的散步中更好地把握《全面教学纲要》——“傍晚茶叙时刻，他们来到黑格尔处叩问神谕”。[58] 这一交往将在柏林和巴黎延续下去。在远游中总是随身携带黑格尔著作的于克斯屈尔，留下了关于1817年夏季《人类学与心理学》讲授课以及关于《全面教学纲要》的富有启发性的笔记。[59] 他试图通过《现象学》深入黑格尔“绝对者的建构”之奥秘，亦即深入“概念之圣殿”。[60] 起初这些思想和术语在他看来显得晦暗艰深，“但后来从深沉、幽暗的思辨深渊中射出了明亮耀眼的光芒”，这一深邃之处“逐渐展卷成为一幅无边无际的思维画卷，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开始思维活动”。[61]
8. 黑格尔与海德堡德意志大学生协会

须得先学习诸多事物，
方能够去改良世界
特奥多尔·冯·科贝

哲学家再次毫不畏惧地踏上了一片危险的政治雷区。他致力于对政治化的大学生群体施加影响，试图增强知识分子阶层与非民族主义思潮，并引导条顿派倾向的追随者脱离激进的德意志狂热。1817年成立的海德堡德意志大学生协会中有相当数目的成员听过黑格尔讲课或与他保持接触：卡罗韦、尼特哈默与阿斯韦鲁斯的儿子们、弗朗茨·安东·古德、罗特、戈特利布·冯·图歇尔、帕根施特歇尔、凯泽。[62] 在德意志大学生协会内部对峙着两个派别：德意志派、条顿派、黑衣派、弗里斯派，以及世界主义派（亦称黑格尔派）。[63] 排外与反犹派别的思想导师是弗里斯、弗里斯学派学者威廉·马丁·勒伯雷希特·德韦特、恩斯特·莫里茨·阿尔恩特以及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卡罗韦是民主-世界公民思潮的倡导者之一。与弗里斯追随者的民族主义取向相反，他主张一种普遍主义立场，在他看来，大学的每位注册在籍学生都应享有学术公民权以及成为德意志大学生协会会员的权利。在狂热推崇德意志的条顿派思潮占据上风之后，外国人与犹太人被排除在外。弗里斯1816年尚在海德堡《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论犹太人对德意志人福祉与品性的危害》——他在其中要求犹太人在衣物上佩戴标识——为之铺平了道路。“严苛的黑衣派根本不想了解黑格尔分毫。”[64] 黑格尔是身处幕后的对手。“所有这些世界主义者，无论是黑格尔先生还是卡罗韦，全都是傻瓜，他们在自己的理念与抽象中，要么完全无视现实性，要么对其一无所知，要么他们就是疯了。”[65] 普遍主义者被蔑称为黑格尔的‹随声附和者›。尽管如此，帕根施特歇尔等人仍然承认黑格尔处‹每周辩论课那引人入胜的力量›。[66] 起初仍受德意志盲目排外情绪感染的尤利乌斯·尼特哈默曾提出建议，将黑格尔的法哲学视为德意志大学生协会的理论基础，不出所料毫无结果。黑格尔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讲授课的一份听课笔记传世者古德，[67] 曾多次与狂热的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成员、弗里斯追随者（尤其是神学家德韦特的追随者）卡尔·路德维希·桑德会面。同德韦特一样，古德为桑德于1819年对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实施的政治谋杀进行辩护。德韦特称这桩罪行为“我们时代的一个美好符号”；声称桑德‹将自身作为上帝的工具、作为一项崇高事情的殉道者牺牲了自己›。[68] 这是狂热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语言，是对恐怖主义的合法化辩护：‹每个人只须按照自己的确信行事›（德韦特），出于确信与预感（弗里斯），而非基于思维活动的认识。黑格尔在海德堡初现端倪并在柏林彻底爆发的针对自命自由派的弗里斯小圈子的极具论战性的愤怒，也必须置于其政治危险性的背景下来审视。黑格尔获悉了德韦特针对他的密谋，获悉了在接替费希特教席的聘任程序中针对他蓄意散布的虚假信息。[69]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改革诉求被恐怖行动玷污并瓦解。《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及所谓的煽惑者迫害，也是由弗里斯分子煽动的德意志盲目狂热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改革的反对者利用了这一绝佳借口，复辟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黑格尔对学生运动的代表人物拥有显著的知识分子影响力。特奥多尔·冯·科贝谈到黑格尔“在年轻心灵中所建立的巨大功勋。他的哲学法权科学，他关于国家作为现实的伦理理念的学说，虽仅进入少数人、但大多是最优秀的头脑的意识之中”，并深刻传达出“须得先学习诸多事物，方能够去改良世界。”[70] 理查德·罗特生动地勾勒出针对黑格尔的反对阵营：“在德意志大学生协会中，同‹德意志派›截然相对的是所谓的哲学家或黑格尔派，他们顺便说一句，在同人集会中并不炫耀自己的哲学，而是举止得体、行事稳妥，绝不在事物原貌之外妄加臆断，但对现存事物亦洞若观火。他们是德意志派最痛恨的人，而在他们当中最遭嫉恨的便是卡罗韦”。[71] 卡罗韦是条顿派最重要的论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严厉抨击了弗里斯身上的民族主义。激进的德意志大学生协会成员阿尔班·洛霍姆指责他，说他正引导同人们‹走向普遍与合乎理性者›（即走向黑格尔），而非走向弗里斯和阿尔恩特。卡罗韦随后成为黑格尔在柏林的第一位助教。黑格尔在柏林依然同其中一些学生保持着联系。1819年，他满怀欣喜地期待他的内弟戈特利布以及尼特哈默之子的到来，并记述了阿斯韦鲁斯继续留在柏林的情况。[72]
黑格尔认为，政治参与和理论奠基必须相一致。这要求像在符腾堡宪法争端中那样，做出精准、审慎的表态。这种表态一方面必须针对反对改革的复辟势力及其意识形态家哈勒，另一方面必须针对狂热的、支持改革与德意志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及其弗里斯主义和反犹主义，针对仇法狂阿尔恩特和‹体操之父›雅恩。这两种思潮在两个实体性要点上汇合在一起，这两个要点早在海德堡版的《法哲学》中就已被突出阐明。首先，实践哲学的合乎理性的、思维活动的理据遭到拒斥。人们寄托于主观确信、狂热激情和感觉，以及自然上的特殊之物。相反，黑格尔诉诸卢梭与法国大革命——它们从概念出发，抨击旧有的非法秩序结构，质疑一切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并倡导自由与一致。复辟势力与其激进的反对派都试图确立片面的原则。弗里斯与哈勒一样，在蓄意放弃理论透彻理解的情况下‹不动脑筋地›将立法与宪法搁置一旁，用‹自然的不一致›（哈勒）或感觉、预感与确信（弗里斯）熬制成一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糊涂粥。他们无法提出任何严肃的哲学证成，在他们对一切客观化的仇恨中必须被揭露为辩护性的意识形态。特殊之物（自然或确信）被提升为规定的唯一原则。[73] 第二点是在宗教上的伪合法化，即诉诸一种‹空洞的虔诚›。德韦特将刺客桑德视作上帝的工具；哈勒甚至认为从自己口中道出的是上帝的话语。这种伪虔诚是对宗教的扭曲，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滥用。柏林版《法哲学》第209节直接针对弗里斯及其排外与反犹主义。面对民族主义，黑格尔提出了一种并未沦为空洞世界主义的普遍主义-世界公民理解。将我“理解为一个普遍的人，在其中所有人都是同一的，这属于概念把握性思维活动，而不能单凭感觉或确信来建构。人之所以被视为人，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GW 14/1, 175）。对弗里斯派异常严苛且具论战性的抨击，其理论背景正在于此。黑格尔的知识分子工作与政治实践致力于在未来统一的德意志推行理性改革，反对神圣同盟的反动政治，主张建构一个能够将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义务、国家的法权与公民的义务结合起来的现代共同体——唯有能够在我们理性面前进行辩护的事物，方可主张有效性。思维活动与自由始终是黑格尔的根本诉求，这一诉求在漫步内卡河畔和走在海德堡哲人路上时被进一步规定。
9. “概念把握性认识的辉煌轨道”——黑格尔海德堡时期的《全面教学纲要》

黑格尔1817年的《全面教学纲要》“依然完全带有首次创作的创造性气息。”（Ros 306）对整个纲要性方案的恰当阐释，必须包含1827年和1830年大幅扩展与修订的新版本。[74] 在1816/17年冬季学期的第一个海德堡学期中，黑格尔开讲了《全面教学纲要》。自然哲学在其中得到了详尽的处理（Br II, 114及以下）。由于他没有现成可供学生使用的通例手册，黑格尔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版了该书。1817年春，描绘出体系最初轮廓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面世。1817年7月，他向友人范·赫特通报说，该著作“于数周前完稿，供我的讲授课使用”（Br II, 166）。它被构想为讲授课的指南，在某种程度上被构想为听课或教学课本，因此详尽论证受到了限制。在结构上，该论著承接了来自耶拿、班贝格和纽伦堡的先期研究，例如逻辑学、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的三分法；同时也整合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与讲授课的内容，例如来自耶拿体系草稿、纽伦堡文稿、关于实践哲学或哲学心理学研究的内容。《全面教学纲要》并没有提供一个完全成熟完备的哲学体系。对各个体系部分的详细呈现留待专门的论著（如《逻辑科学》）以及口头讲课中去完成。对讲授课听课笔记与记录的批判性阅读依然不可或缺。[75]
无论在其就职演讲中，还是在《全面教学纲要》最初的几个小节中，黑格尔都以高度浓缩的形式确立了其全新思维活动的基石。在这一理论的‹毛坯架构›中，早已构想妥当的整体结构显露出来，同时这种紧凑的呈现也暴露出若干空白；因而扩展版本显得确有必要。黑格尔希望精炼地呈现哲学作为科学的基本基石，尤其是考虑到肤浅的浮夸言辞已然在哲学中占据上风——这是对其在海德堡的前任弗里斯的暗讽。正如他对整个哲学界所作的毁灭性裁断所言：哲学作为科学的处境从未如此恶劣（GW 18, 5）。哲学必须作为‹理性科学›与‹自由科学›挺身而出，理性作为自由理性，只要它‹在自身那里›，就必须‹意识到自身即一切存在›（GW 13, 17及以下）。黑格尔预告了必要的修订；该著作面世的时间比原计划更早。在这略显仓促的出版背后，政治原因也起到了作用。黑格尔认为在后拿破仑时代有必要迅速作出反应——应当以哲学最深邃的内容即合乎理性的认识、以唤起对思维活动的认识活动的兴趣，来迎接“重新焕发生机之精神的晨曦”。黑格尔希望让其学生牢记：法国大革命并未失败。面对旧势力的疯狂复辟企图，切不可丧失勇气。正在崛起的高级精神的生命力量已然敲响了过时之物的丧钟，而后者必须走向灭亡。合乎理性的认识活动要求证明、确立理据、体系性派生以及思维活动的合法化。这一承接费希特的诉求，应当通过这部纲要性手册得以兑现。
哲学思维活动同样要求呈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差异。“宗教的对象固然自为地是无限的对象，理当将一切包揽于自身之内；但它的表象并不忠实于自身，因为对它而言，无限者之外的世界同样再次保持着独立自存，而它所指明为最高真理的东西，对于进行区分的意识而言，应当同时是不可探测的、秘密的和不可认识的，是一个所与物，并且仅仅以一个所与物和外在物的形式保留着。”（GW 13, 17及以下）关于所与物的这一提法，与黑格尔海德堡时期《评雅可比》中纯粹直接性的思想密切相关（GW 15, 9及以下）。在宗教中犹如在直接性哲学中一样，“真相存在于感觉、直观、预感、表象之中[…]，亦与思想交织在一起，但真理并未以真理的形式存在”。[76]
黑格尔所理解的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不是知识的汇编，不是知识词典，而是一个作为‹一个在自身内部闭合的圆圈›、一个‹圆圈的圆圈›的整体（GW 13, 18及以下）。他诉诸希腊人对kyklos（圆圈）的理解——“对于希腊人而言，例如环形诗派诗人便是演述神话学说整个圆圈的人。他们记述诸神英雄般的独特性”（GW 10/2, 718）。哲学的独特之处、令其卓尔不群的特质必须被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来。真相乃是诸特殊的、自我展开的圆圈或领域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必然是一个体系。这样一部《全面教学纲要》仅提供诸科学的‹概观›（GW 13, 5），严格“根据每一门科学的对象以及该对象的基本概念”来考察特殊的哲学科学（GW 10/2, 644）。它“不能在其特殊化的详尽展开中呈现该科学，而是必须限制在各特殊科学的开端与基本概念上”（GW 13, 20）。哲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同时形成为由若干门特殊的哲学科学构成的整体（GW 13, 20）。各部分必须在自身内部被建构为特殊的科学。三分结构得以保留：逻辑科学、自然科学或自然哲学，以及精神科学或精神哲学。然而，它们的阐发程度截然不同；这涉及《全面教学纲要》的全部三个版本。其中最坚实、最成功的部分是‹小逻辑›，即纽伦堡时期《逻辑学》的精炼与修订版本。严格来说，在其著作的体系构成要素中，黑格尔以详尽形式出版的唯有这部‹大›《逻辑学》。《法哲学原理》虽然呈现了客观精神的强有力构想，但明确局限于基本规定，即局限于原理纲要。
诸如物理学或法权科学等学科自然会产生关于自然与法权的知识，但它们不是体系部分，必须同自然或法权哲学严格区分开来。牛顿的色彩理论出自自然科学视角，歌德的色彩学说则额外出自自然哲学视角。法权科学裁决的是那些“处于概念的自在自为被规定状态之外”的事态，因而容许了规定所必需的“广度”（GW 13, 21）。这是由于各专门学科在材料、形式以及认识根据上的有限性所致（GW 13, 21）。在后来的版本中，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受到了更高的关注，例如在关于经验论原则的详尽呈现中。第7节要求借助体系性的建筑术来进行合法化论证，否则便是建立在无理据的前提预设或主观确知之上。在《评雅可比》中，黑格尔赞同那些习惯在真理的事情上探寻根据的思想家。这篇书评肯定了雅可比对知性思维活动的批判；在笛卡尔的cogito ergo sum意义上，思想被视作存在的根据。但黑格尔批判了雅可比将纯粹直接之物假定为根据（以及假定通向那里的必要悬崖一跃），并批判了其放弃逻辑学的‹表象的高贵调子›。[77] 雅可比将自己对纯粹反思性思维活动所作的合理指责，错误地当作同样适用于理性思维活动的指责；‹思辨›意味着概念把握性地思维。哲学作为科学绝不允许使用未经论证的前提预设；如果对绝对者的把握存在于直接知识、感觉或信仰之中，那么这不过是‹担保哲学›。[78]
体系性根本结构的若干基石在1827年和1830年更成熟且篇幅大为扩充的《全面教学纲要》版本中依然持存，但吸纳了新的认识。在初版的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中存在若干不够成熟的段落；《全面教学纲要》中关于客观精神的章节虽然包含了抽象法权、道德与伦理的三分法，但尚缺乏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实质性区分。[79] 在绝对精神一节关于艺术的呈现中，虽然阐述了理想的概念性以及直观与表象的概念性，但依然谈及一种‹艺术宗教›，同样也缺乏后来成为特征的艺术形式的历史阶梯序列。在柏林，黑格尔将接续推出《全面教学纲要》的两次修订版，并开设关于各特殊哲学科学的系列讲授课。[80]
当黑格尔前往柏林时，多布对海德堡遭受的巨大损失深表痛惜。苏珊娜·冯·图歇尔记述道：“在你们启程离开后，福克斯身在海德堡，并从多布那里获悉，黑格尔离开海德堡是多么令人惋惜之事。他那始终如一的彻底本质，尤其是他那从事科学的贯通方式”，在教授和学生中间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精神”。[81] 多布预言了普鲁士大都会及其大学将获得的巨大收益——随着黑格尔接受聘任，“为它戴上了王冠”。[82] 1818年9月17日或18日，黑格尔一家离开海德堡前往柏林。[83] 艾森纳赫附近的瓦特堡正处于途中——年幼的伊曼努尔在那里误喝了一小杯烧酒（Br IV/2, 65）。在耶拿以弗罗曼家为站点、在莱比锡以路德维希家庭女教师之子亚历山大·博恩处为站点作了停留（Br II, 197及以下, 429）。在1818年9月11日写给弗罗曼的一封此前鲜为人知的信中，[84] 黑格尔通报说，他很想在这位亲爱的朋友及其家人那里‹度过几天亲切温馨的时光›。博恩夫人曾多次向黑格尔一家重申邀请，并希望在路德维希造访耶拿期间接待他。“星期四，但很可能是星期五，即18日，我将离开这里，并打算在星期二22日抵达您处；但也可能变成星期三[…]我也希望在耶拿见到歌德”。[85] 9月22日，全家抵达耶拿；次日，黑格尔在魏玛拜访了歌德；9月24日，人们在弗罗曼家庆祝了伊曼努尔的四岁生日。[86] 克内贝尔记述了这位教授富有同理心、幽默的‹讽刺本质›（Br II, 429）。途经莱比锡历经四天旅程之后，黑格尔一家于1818年9月28日入住位于莱比锡大街29号的柏林第一处居所。
IX.
柏林——“伟大的中心”
与黑格尔享誉世界之路
（1818—1831）

自由，美丽的神性火花！
这乃是永恒的德意志之歌。
阿道夫·格拉斯布伦纳

柏林大学校长和评议会早在1816年4月就推荐黑格尔担任哲学教授职位：“在当下德意志所有在世的哲学家中，他在最普遍的哲学运作方面拥有最大的熟练度和确定性。[……]对这种思维艺术的掌握也使他成为一位开创者，以至于整个哲学的重大进步都归功于他，而不仅仅是对已知事物的加工与阐释。”黑格尔“针对近代学派无形态的模糊思维活动，正如针对以往哲学的空洞形式主义一样，树立了一种深刻透彻的科学性”。“鉴于不可否认的是，科学的旧大厦，尤其是以往的逻辑学，已经彻底动摇并自行坍塌[……]，因此像黑格尔先生这样构建了全新而扎实的知识体系的哲学家，对激发起并培养我们求学青年的真正科学思维活动，将能产生极其有益的作用”（Br II, 402）。该决议确认了尤其是逻辑学的改革必要性，并对黑格尔崭新的系统哲思给予了非同寻常的承认。31岁才发表第一部独立著作、46岁才获得首个教授席位的黑格尔，其人生迎来了学术巅峰：1818年他成为柏林大学教授，1829年出任校长。[1]赴柏林之前的岁月曾极度消耗精力，但如今他觉得自己终于抵达了“中心”。随之而来的，是交织着光明与阴影的13年。黑格尔兵临城下（ante portas），这位施瓦本的魔鬼思想家正走近勃兰登堡门。他来到了一座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充满生机的城市，并亲自成为精神圈子的枢纽：“无论是著名画家的作坊里诞生了一幅著名新作，还是某项大有前景的新发明吸引了实业家的注意；无论是科学界爆发出某种震撼学者世界的绝妙思想，还是松塔格小姐在音乐会上展喉歌唱，在所有这些场合，柏林都会问：对此黑格尔怎么看？”（HBZ 378）在充满政治危机的年月里，黑格尔成为了他那个时代的首要哲学家，成为理性与自由这一现代规划的杰出思想家。
1. 普鲁士大都会生活初印象——1818年11月至1819年秋

柏林正处于上升为欧洲大都市的进程中。1818年，这座大都会拥有约20万居民。在政治上，改革支持者与复辟势力的力量似乎还势均力敌。[2]反封建社会变革迈出了第一步：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军事改革、工商业自由以及教化改革；“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正在形成。在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的基础上，这座初具工业结构的城市正蜕变为艺术与科学的中心。由威廉·冯·洪堡构想并于1810年10月开学的柏林大学，迅速跻身欧洲顶尖高校之列。
奥古斯特·冯·歌德与妻子奥蒂莉于1819年5月8日至6月1日造访该市，并描绘了柏林的生活；行程由枢密顾问克里斯托夫·路德维希·舒尔茨规划，他是歌德的友人，后来也成为黑格尔的密友。马车从蒂尔加滕出发，穿过朗汉斯仿照雅典卫城山门修建的勃兰登堡门，驶入菩提树下大街这一林荫大道，这是一条延伸一公里多直达王宫的林荫道，两旁排列着菩提树。奥古斯特对伴有壮丽景致的“全城最美部分”[3]赞不绝口。其中的亮点包括歌剧院、图书馆、科学院大楼、大学、军械库、仿照罗马万神殿风格修建的圣黑德维希教堂、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设计的新警卫所、腓特烈二世塑像以及通往王宫的长桥。奥蒂莉和奥古斯特尽情享受着“菩提树下的纷纭熙攘”。[4]他们漫步在宪兵广场上，这是最大、最美丽的广场，坐落着法国大教堂、德国大教堂以及依申克尔构想修建的新剧院；总的来说，“柏林总建造师”设计的建筑塑造了市中心的全新建筑风貌。[5]舒尔茨还将得益于新工商业自由而早期倾向工业化的柏林纳入了参观行程。人们参观了第一家蒸汽机和燃气照明工厂、科克里尔毛纺与机械制造厂、门克硬木雕与青铜制品厂、舒曼铁道工场以及皇家瓷器制造厂。在奥拉宁堡门的铸铁厂周边，供新工厂劳工居住的廉租出租屋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这两位魏玛来客还享受着被黑格尔称为“饕餮生活”（Br II, 212 f.）的时光，美食与社交在此融为一体。人们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宫廷甜品师雅戈尔店里享用搭配黑皮诺红酒的鱼子酱早餐；黑格尔曾与神学家、很快结为好友的菲利普·康拉德·马海内克以及“逍遥协会”发起人菲利普·卡尔·布特曼在此小聚。在同样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富克斯甜品店，人们对糖饰和杏仁膏点心赞叹不已。在猎人街拐角处的施泰赫利咖啡馆，人们品尝咖啡与巧克力，还可以阅读德文、法文和英文报纸。这家咖啡馆离黑格尔的第一个住处不远；这位热心的读报者想必经常光顾。在传奇的鲁特与韦格纳（Lutter & Wegner）酒馆，奥蒂莉和奥古斯特遇到了著名的常客E. T. A. 霍夫曼和演员路德维希·德夫连特；[6]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日后也将在这里相遇。黑格尔住处附近还有萨拉·塔罗内特色商品店，出售来自意大利的美食佳肴。富尔尼耶水果店无疑是全城“果实最丰饶”的去处。在蒂尔加滕，人们可以品尝到被称为“北方香槟”的柏林白啤酒，也可以畅饮埃尔朗根或纽伦堡啤酒。家庭食谱与客栈菜单上列有野味、三文鱼、斯特拉斯堡馅饼、胡椒洋葱牛排、芦笋、泰尔托小萝卜以及周边地区的其他蔬菜。在歌德的友人、柏林声乐学院院长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家中，黑格尔品尝到了款待他的野鸡肉。
在知名人士宅邸中举办的沙龙和茶会，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著名的女主客包括拉海尔·法恩哈根、夏洛特·索菲·布洛赫、阿玛莉·贝尔和范妮·门德尔松。人们还在策尔特和莫伊泽巴赫家族的宅第聚会。[7]据卡尔·黑格尔所述，他的父亲“乐于造访犹太人家庭，在那里人们能够遇到首都的精神巨擘”，诸如在莱比锡街和猎人街的门德尔松家中，除了贝尔、布洛赫与法恩哈根之外，还结识了出版商古斯塔夫·帕泰。[8]黑格尔与让·皮埃尔·弗雷德里克·昂西永、阿希姆·冯·阿尔尼姆、克莱门斯·布伦塔诺或萨维尼周围的民族保守派圈子几乎没有任何往来。1819年5月22日在策尔特家与歌德夫妇及黑格尔夫妇共度的夜晚，政府顾问格奥尔格·海因里希·路德维希·尼科洛维乌斯和门德尔松一家等也在场。门德尔松家的两个孩子——策尔特的弟子、后来的作曲家，13岁的费利克斯与10岁的范妮——在三角钢琴上以惊人的艺术熟练度和精准度合奏了四手联弹曲目。[9]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后来旁听了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在这一时期的社交生活中，艺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歌德曾嘱咐儿子主要向他汇报歌剧、戏剧、作坊和艺术收藏的情况，而奥古斯特完成了一份令人惊叹的行程，也为黑格尔最初数月的生活提供了线索。1819年5月，奥古斯特与妻子观看了三部莫扎特歌剧：《唐·乔瓦尼》、《费加罗的婚礼》与《魔笛》，后者配有申克尔设计的舞台布景。作为莫扎特的崇拜者，黑格尔想必看过了这些在柏林的演出；1819年8月他观看《唐·乔瓦尼》已有据可查（Br IV/1, 206）。剧院里也在上演黑格尔感兴趣的剧目。歌德夫妇观看了席勒的《奥尔良的姑娘》与《唐·卡洛斯》，由庇护·亚历山大·沃尔夫饰演波萨，奥古斯塔·克雷林格-施蒂希饰演艾波莉；黑格尔与沃尔夫夫妇以及这位女演员均有交往（Br III, 360 f., 120）。两位魏玛客人造访了著名雕塑家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勃兰登堡门四马战车（Quadriga）的创作者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以及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蒂克的作坊。奥古斯特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王宫画廊以及黑格尔非常熟悉的朱斯蒂尼亚尼和索利收藏。[10]在蒙比茹宫，歌德夫妇与黑格尔夫妇出席了歌德《浮士德》的演出，配乐由威廉·拉齐维乌亲王创作，策尔特声乐学院参演，申克尔设计了布景。深受黑格尔推崇的女歌唱家、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永恒的爱人”、策尔特的弟子兼黑格尔密友克劳泽的夫人阿玛莉·克劳泽，[11]也参与了演出（Br IV/2, 106）。策尔特扮演剧院经理，沃尔夫扮演浮士德，卡尔·冯·梅克伦堡扮演靡菲斯特，著名女高音保利娜·安娜·米尔德-豪普特曼扮演格蕾琴。借助幻灯机（Laterna-magica）的投影，一尊巨大的歌德半身像从烟雾中显现。[12]
2. 黑格尔在莱比锡大街的最初数月

1818年10月5日，载着黑格尔一家的马车大概穿过勃兰登堡门驶入菩提树下大街，右转进入腓特烈大街，抵达了腓特烈大街拐角处的莱比锡大街29号住宅。[13]在1820年的柏林住址名录中记载着：“黑格尔，F. W.，大学教授”。[14]住所是由格拉博夫寡妇出租的，阿尔滕施泰因大臣的姐姐促成了这次联系。莱比锡大街是美丽而尊贵的林荫大道之一。寓所紧邻高档的普鲁士酒店，附近坐落着门德尔松家族的宅邸、一家乐谱书店和皇家瓷器制造厂的大楼。在一座新城市里“在没有近亲相助和友人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家政”，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玛丽而言（Br II, 212）。黑格尔同样感到了重负，早在10月22日他就必须发表就职演讲，学期也随之开始。因此从1818年底到1819年3月几乎没有任何书信；直到冬季学期结束后的1819年3月25日，黑格尔才回复了他的朋友尼特哈默。除了布置寓所（购买了落地钟和立式钢琴等）之外，还必须安排两个年长儿子的入学问题；伊曼纽尔最初由母亲施教。他将父亲描绘为“严肃、善良而慈爱。在家庭和社交生活中，他展现出施瓦本式的纯朴坦荡与惬意敦厚”。[15]据次子卡尔所言，父母的教导“充满慈爱与宽容，唯在例外情况下才严厉，父亲极少插手干预”（HBZ 451）。他们选择的学校是附近威廉·亚历山大·布伦茨的私立学校，招收6至12岁的男童。黑格尔一家也经常开展家庭音乐活动：路德维希接受声乐训练，卡尔和伊曼纽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学习钢琴和风琴。冬天，人们可以在施普雷河和蒂尔加滕滑冰，逛圣诞市集，还可以在波赫哈默蒸汽浴室放松。蒸汽船是一大亮点；它们在施普雷河上航行至施潘道，人们从那里穿过森林和草地漫步到夏洛滕堡。秋天，黑格尔陪儿子们放风筝。孩子们赞叹格罗皮乌斯的新西洋镜[16]以及苏尔展示异域动物的全景画（Br IV/1, 206）。家中的生活呈现出一种“高贵的单纯”（HBZ 448）。墙上除了悬挂着克斯特尔绘制的海德堡画作外，肯定还挂着黑格尔送给玛丽的丢勒版画。在报纸阅读中，黑格尔看到了世俗的“晨祷”（GW 5, 493）。他“一向是个热心的读报者”，[17]在早餐桌上畅谈时政。在去往大学途中的咖啡馆里，他阅读诸如《晨报纪事》（The Morning Chronicle）、《爱丁堡纪事》（The Edinburgh Cronicle）或《环球报》（Le Globe）等法国和英国报纸。这位哲学家的外貌宛如施瓦本的硕士，戴着一顶宽边的圆形天鹅绒便帽；他酷似一位“来自中世纪的自由艺术家”。在隆重场合，他选用朴素的蓝色燕尾服搭配黄色南京布长裤。[18]1822年春，玛丽与妹妹弗里茨以及利奥波德·冯·亨宁一同参加了在歌剧院举行的二公主婚礼化装舞会。[19]
[image: ]莱比锡大街29号住宅——黑格尔一家在柏林的最初住址

在柏林，黑格尔同样被描述为“纯朴、自然、亲切、惬意、充满欢愉”。操着施瓦本方言并手舞足蹈交谈的他，堪称“最活跃的健谈者”（HBZ 232）。凭借机智诙谐的行事风格，他很快融入了社交圈子，并开拓了新的交友范围。咖啡馆和甜品店是学生生活的中心；教授在那里与听众碰面。朋友和宾客纷纷造访莱比锡大街。他探访了沙龙和社团，例如逍遥协会和星期一俱乐部。在那里他能够遇到申克尔、路德维希·蒂克、索尔格、阿尔尼姆和E. T. A. 霍夫曼。在短时间内，他在知识界和艺术界建立起了一张不断扩大的交往网络。由策尔特、风景画家兼艺术学院教授约翰·戈特洛布·萨穆埃尔·勒塞尔以及银行家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布洛赫组成的龙勃牌局随之建立并延续至他去世，后来他们改玩惠斯特牌，通常激战至深夜（HBZ 453; Br III, 135）。在布洛赫宅邸“经常能见到柏林最出类拔萃的才智之士”。[20]以风趣幽默闻名的勒塞尔早在1819年就邀请黑格尔参加其生日聚会；后来他们互赠应景诗（HBZ 311 f., 453），并与女艺术家保利娜·安娜·米尔德一起玩惠斯特牌。在直至1819年夏天的最初数月里，黑格尔戴着面具身穿多米诺斗篷参加了狂欢节舞会。一家人常去郊游，受难圣周五造访了一家知名餐馆：“在蒂尔加滕最美丽的区域之一的霍夫耶格餐馆，人们在夏季几个月按照英国人和瑞士人的习惯享用早餐”。[21]随后黑格尔一家还会造访贝尔维尤宫附近的约斯蒂甜品店。蒂尔加滕拥有建有卢梭岛的人工湖、一座温室和一条诗人之路。该公园被视为“尽享大自然之友的避难所；许多哲学家、许多多愁善感的美人都在那里沉浸于无所事事的甜美（dolce far niente）”。[22]在暑假期间，黑格尔一家前往吕根岛旅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大海，捡拾贝壳，并在海上庆祝了结婚纪念日。黑格尔体会到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内心平静（Br II, 213）；据玛丽所述，他在“自己的职业中感到满足，陪伴我和孩子们时充满欢愉，并且得到了承认”（Br II, 431）。然而乌云正在聚集，尤其是政治局势的变迁给这幅图景蒙上了阴影。
3. 《卡尔斯巴德决议》

在181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本应对黑格尔最钟爱的规划——《法哲学原理》进行精细打磨，并在秋天付印。1819年3月底致尼特哈默的信中写道，在10月初的莱比锡书展上“我的自然法”应当面世（Br II, 213）。这一规划被1819年夏天的政治事件所打破。随着1819年8月《卡尔斯巴德决议》的生效，由梅特涅推动的复辟时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保守反改革势力取得了胜利，在普鲁士则是以塞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为首的反动宫廷党派得势，带来了政治与文化上的灾难性后果。《卡尔斯巴德决议》的目的是遏制“革命骚乱”并建立严苛的警察与监控体制。在“整肃煽动分子”的名义下，复辟派打击一切民主努力与改革追求。出版与言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各类出版物受到严格审查，德意志大学生协会与体操场被取缔，大学受到严密控制。尤其是黑格尔的旧对手哈勒、后浪漫派学者亚当·穆勒以及以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派，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黑格尔早先在海德堡所担忧的那样，弗里斯和德韦特等“自由派”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与反犹主义者，因桑德刺杀科策布事件而为之提供了口实。“然而，妄图通过刺杀那个老窝囊废来拯救祖国，真乃愚不可及的蠢行（stupide Dummheit）”（GW 16, 90）。黑格尔在此引用了索尔格的话，他自1818年秋以来便与索尔格保持着密切联系。索尔格于1819年10月的英年早逝，对他而言是沉重的损失。无论是在《法哲学》中，还是后来撰写索尔格著作集的书评，黑格尔都为这位同行树立了一座丰碑。1819年秋，在柏林最危险、最压抑的时期以及索尔格去世之后，他表达了希望日后葬在多罗特娅城区墓园费希特和索尔格身旁的愿望（Br II, 220, 448）。
黑格尔本是秉承1789年观念的精神撰写了《法哲学》。如今就在行将完成之际，复辟却给出版带来了威胁。尽管如此，该书仍被黑格尔的论敌贴上了复辟意识形态的标签——真可谓双重反讽。黑格尔恳请出版商帕泰（尼古拉书店）推迟出版并着手修改，以便“审查制度的獠牙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着力点”。[23]在发生变化的政治背景下，落实其就职演说中所宣布的纲领变得异常艰难。鉴于普鲁士的局势，所勾勒的目标未免过于乐观。罗森克兰茨强调，黑格尔的哲思“内含着另一种理想，这与普鲁士的实际状况绝不相符”。[24]除了赞誉之外，若干要点引起了很大阻碍：这关涉黑格尔把哲学理解为思维活动的科学这一典型观念；作为这种科学，哲学在“中心之大学”应当呈现为教化与科学的中心。黑格尔尖锐地抨击了浪漫派以及萨维尼历史法学派的相对主义。浅薄的启蒙思想与康德式的哲学也成为了攻击靶子，后者宣扬人们只能认识活动于显象之物。所谓平庸与浅薄是指弗里斯一派；对理性、自由与法权的坚持是针对哈勒等复辟意识形态家的；在关于感觉与宗教的思考中，则隐含着针对极具影响力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的锋芒。作为反制，施莱尔马赫与萨维尼于1819年阻止了黑格尔入选科学院。伴随黑格尔在柏林之路的后续争论的阵线已然明朗。针对当下的政治思潮，他在《法哲学》中确立了他关于现代世界的哲学理论。就职演说向学生们传递了追求真理与科学的勇气。
黑格尔起初的热情化为了清醒，政治环境在1819年发生了剧变。学术领域的紧张关系加剧。这对他在柏林的抱负构成了沉重打击。在1819年3月底致尼特哈默以及同年10月30日致克罗伊策的信件中，这种情绪的转变清晰可感。回顾法国大革命爆发以来的数十年，以及1819年维也纳会议和《卡尔斯巴德决议》之后复辟势力的抬头，哲学家在1819年秋表达了深切的失望：“我已年近五十，在这些充斥着恐惧与希望的永不安宁的岁月中度过了三十年，并曾指望恐惧与希望终有结束的一天。[如今]我不得不看到，它始终在持续，甚至在阴郁的时刻人们会觉得，情况变得越来越糟”（Br II, 219）。
4. 柏林的三位图林根黑格尔追随者——古斯塔夫·阿斯韦鲁斯、弗里德里希·弗斯特与利奥波德·冯·亨宁

普鲁士统治者翻遍了所有卷宗，核查了各种文件，阅读了查抄的信件。
他们调查了阿斯韦鲁斯、弗斯特、卡洛韦、库赞以及其他被告的交往圈，每一次都碰到了这个名字……黑格尔！
雅克·当特

三位年轻图林根知识分子——耶拿大学生古斯塔夫·阿斯韦鲁斯、耶拿近郊出身的学者弗里德里希·弗斯特以及生于哥达的利奥波德·冯·亨宁——在柏林的命运，足以阐明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之后的政治局势。普鲁士复辟势力的领头羊是卡尔·阿尔伯特·冯·卡普茨，他是梅特涅的拥趸、维特根施泰因周围反动反改革党派的成员、普鲁士警察部主管总监，因“专吃自由主义者”而臭名昭著。他将黑格尔视作目标，依据的是维特根施泰因委托起草的一份审查鉴定，其中谈及“近代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灾难性神秘主义”（Br II, 460）。黑格尔反戈一击，将自己的论敌称为“老德意志煽动分子”（GW 22, 51）。
阿斯韦鲁斯案（Br II, 432 ff.）为E. T. A. 霍夫曼创作其最后一部小说《跳蚤师傅》（Meister Floh）提供了灵感。他在书中讽刺了宫廷走狗——“密探四处活动，布设下陷阱与捕狐夹，意图让我们落网”。他借助办案笔录嘲弄了整场反煽动运动。直接取自阿斯韦鲁斯日记的“懒得杀人”[25]一词严重激怒了卡普茨，以至于他查扣了手稿并删去了这些段落——由此包括黑格尔和海涅在内的读者都无缘得见。在未删节的原本中，卡普茨被惟妙惟肖地讽刺为枢密顾问克纳尔庞蒂：“克纳尔庞蒂认为，思维活动自在自为地本就是一项危险的运作，而在危险人物身上尤为加倍危险”。[26]关于亲王，书中则宣称他在所有国家机构中最钟爱“秘密国家宗教裁判所”。E. T. A. 霍夫曼可能借格奥尔格·佩普施这一“哲学家先生”和“昔日耶拿人”的形象暗指黑格尔；他对黑格尔为营救阿斯韦鲁斯所做的努力心知肚明。在这件事上两人或许有过直接接触，至少通过他们彼此熟识的弗斯特有所沟通；然而黑格尔站在辩护方立场，而E. T. A. 霍夫曼则是代表普鲁士行政当局卷入了该程序。但这位作家与这位哲学家同样鄙视对基本法权原则的践踏，并拒绝德意志大学生协会中的狭隘德意志狂热。他们认为桑德的刺杀行径是狂热盲动的犯罪行为。黑格尔对宫廷党构成了潜在威胁。他在讲授课与著作中无所畏惧地坚持自由思维活动。他支持受到叛国嫌疑的学生——除阿斯韦鲁斯外，还有弗里茨·弗罗曼、尤利乌斯·尼特哈默以及他的内弟戈特利布。他们起初都曾同情过大学生协会的激进观念。阿斯韦鲁斯是一个例证，表明“必须对若干年轻狂热之徒如鬼魅般的胡作非为加以限制”（E. T. A. 霍夫曼），同时也表明黑格尔成功地通过“勾画出崭新且更高的目标”，[27]将“这艘依然在青年自由热情的汹涌波涛中摇摆不定的船只”引向了平稳的水道——追求自由与德意志统一，反对民族主义、仇犹和仇法情绪。这一转变是渐进的：在海德堡，阿斯韦鲁斯与其密友图歇尔和尤利乌斯·尼特哈默同属民族主义、仇犹和仇外的阵营，也是黑格尔门徒卡洛韦的论敌。他曾同情弗里斯，起初对桑德的行动表示赞同，直到1819年初他宣称黑格尔哲学“远比弗里斯哲学深刻，教授真正的智慧”，并采纳了“全体人类自由”的思想（Br II, 436）。自1818年秋起，他在黑格尔门下听讲《法哲学》，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28]在柏林大学生协会中，他结识了一群杰出人物：弗里茨·弗罗曼（后来担任德意志书业工会主席）、韦塞尔霍夫特兄弟、后来的朋友弗斯特（他将跻身黑格尔最核心的圈子）、卡洛韦（黑格尔在柏林的第一位助手）、克里斯蒂安·卡普（黑格尔听众，后来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弗朗茨·利伯（后来参加希腊亲希腊解放斗争并担任亚伯拉罕·林肯的顾问）、威廉·阿道夫·莱特（在海德堡和柏林听黑格尔讲课，后来成为著名社会政治家并同样当选保罗教堂议会议员）、[29]卡尔·乌尔里希（大学生协会领导人物）以及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后来任巴塞尔解剖学教授，分析心理学创始人的祖父）。
流传下来的有黑格尔与集合起来的大学生协会直接接触的三项证据：1819年2月9日他曾是一次集会的嘉宾；随后他又与施莱尔马赫、德韦特、乌尔里希以及阿斯韦鲁斯一样，参加了1819年5月2日在皮歇尔斯山举行的节庆。黑格尔后来的友人弗斯特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令人震惊地拒绝向桑德致敬，并要求“不诉诸匕首”实现局势的变革（HBZ 193）。据目击者称，大学生协会内部的裂痕立即暴露无遗，这也是德韦特与黑格尔之间的分歧。针对弗斯特的演讲，响起了为桑德欢呼的口号。随后，黑格尔断然拒绝了乌尔里希起草的章程中的一条规定：大学生协会是全体基督教德意志青年男子的组织；外国人和犹太人在德意志集会中既无席位也无表决权。然而，正如早先在海德堡一样，他主动寻求与这些狂热年轻人的对话，同情他们的自由渴望，意在帮助克服民族主义与仇犹主义，显然取得了显著成效：“弗里斯的许多忠实门生后来都成为了黑格尔更忠实的弟子；我很想知道，是否有谁离开了黑格尔而投奔弗里斯。”（HBZ 197）他坚决反击“体操之父”雅恩的狭隘德意志风气和对“崇洋”的仇恨——在E. T. A. 霍夫曼笔下雅恩是跳跃、翻滚和荡摆师傅。在体操场上，他“诙谐而响亮地嘲笑在这里围绕一件本属可嘉的事情而对年轻人施加的荒谬迂腐”（HBZ 208）。人们妄想从体操协会中召唤出古老的巴巴罗萨复活——绝不能轻视这种民族主义，尤其是因为它“缺乏更深层的政治概念”。[30]海涅曾相信，这些反犹派系在狂热中会割断成千上万犹太人的喉咙。反犹与反法路线的主要代表之一、黑格尔在柏林的同事弗里德里希·吕斯与阿恩特一同宣称法国人是世仇，并发表了一篇恶毒的反犹小册子《论犹太人对德意志公民权的诉求》（Über die Ansprüche der Juden auf das deutsche Bürgerrecht），[31]其中要求犹太人佩戴“民族缎带”。早在1816年，那位据称“自由派”的弗里斯也曾提出过佩戴衣物标记的相同要求。[32]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和阿尔尼姆等浪漫派持有激进的反犹立场，反对普鲁士改革给予犹太人的解放。在黑格尔看来，反犹主义与自由精神水火不容。他在犹太公民中有亲密的朋友，从门德尔松一家到海因里希·威廉·施蒂格利茨、帕泰、戈特利布·莫里茨·萨菲尔和布洛赫，乃至甘斯和海涅；他出入犹太沙龙，将儿子送入法语文理中学。在《法哲学》中，他将在理论上把任何民族主义以及具体排除犹太人和法国人的做法推至荒谬绝伦的境地（ad absurdum）。
第三次与多数大学生协会成员的相遇发生在1819年6月18日的特雷普托，当时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局面：作为拿破仑法典拥护者的黑格尔，前来参加拿破仑在滑铁卢彻底溃败的纪念活动。除黑格尔、索尔格和德韦特外，在场的大学教授还包括法学教授萨维尼、约翰·克里斯蒂安·哈塞和约翰·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申。从阿斯韦鲁斯和雅恩的信件可知，现场并未发表任何公开演说。然而秘密警察早已布下了严密的监控网络。不久后，警察部长卡普茨采取了行动：7月7日查抄了阿斯韦鲁斯和荣格的私人文件；在随后的几天里，除雅恩外，勒狄格、威廉·韦塞尔霍夫特、亨宁、乌尔里希[33]和阿斯韦鲁斯相继被捕，后者是在7月14日至15日夜间被拘的。早在7月27日，黑格尔就为营救阿斯韦鲁斯展开了法律与外交斗争，后者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参与推翻普鲁士君主制的阴谋；这场反抗专断司法的斗争持续了七年有余，最终以赦免成功告终。同样，黑格尔在司法诉讼中也为乌尔里希——即曾在埃尔朗根与桑德有联系并参与起草大学生协会章程中民族主义条款的暴怒的乌尔里希（Ulrico furioso）——进行了斡旋。两人在数年间保持着通信，并“如惯常一样在仔细通读后将信撕毁”。[34]
第二位图林根人利奥波德·冯·亨宁在柏林监狱里被关押了十周。他自1818年起师从黑格尔并辅导复习其讲授课；黑格尔有意聘请他为助教。1820年2月7日亨宁获平反，并于8月恢复了作为黑格尔辅导助教的工作，1821年春开始授课。“这一成就当然主要归功于黑格尔”，他在写给姐姐的信中写道。[35]亨宁或许是在黑格尔的授意下，翻译了托马斯·杰斐逊的《议事规则手册：供美国参议院使用》（Manual of Parliamentary Practice. For the use of the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36]并翻译了英国和法国的议会演说。黑格尔由此也掌握了关于美国宪法和当地政治结构的知识。流传着一个或许经过粉饰的轶事：黑格尔曾与密友在午夜划船来到牢房窗下，用拉丁语同亨宁交谈，以免守卫听懂。人们深知风险之高：“岗哨的一颗子弹极易让这位煽动分子感化者省去一切后续的辛劳”（Ros 338），尽管如此，在返程途中黑格尔也加入了大家的欢声笑语中。
来自黑格尔圈子的第三位图林根人弗里德里希·弗斯特指责卡普茨迫害异端、构筑火刑柱。他在煽动分子黑名单上位列榜首。这位阿斯韦鲁斯的朋友于1819年9月30日被普鲁士国家公职开除，直到1829年在黑格尔——他是黑格尔最密友圈子的成员——的协助下才成为柏林博物馆的管理员。他的兄弟恩斯特记载道，“难以置信但却完全属实”的是，学术青年以及他几乎所有的同学，“不久前还在为自由、荣誉与祖国而热烈燃烧”（HBZ 205），如今都转向了黑格尔-卡洛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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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阿斯韦鲁斯的肄业证书[37]
法学大学生阿斯韦鲁斯的离校情况，在向教务长先生出示本证书后予以通记
费用 1塔勒22格罗申
速办[？] 极速 戈申
1818年10月28日在本校注册入学的法学大学生古斯塔夫·阿斯韦鲁斯系耶拿原籍，于去年4月经耶拿大学法庭要求，因在当地参与决斗而在本校受禁闭惩罚14天。于去年7月，其因涉嫌秘密政治结社与骚乱而被本地警方逮捕；同年10月，皇家直接调查委员会因其涉嫌致命威胁未遂及参与叛国结社而对其提起刑事调查，由此其大学公民权立即被中止。今年春，其告知已从监禁中获释并同时声明离校。
此外，阿斯韦鲁斯在本大学就读期间品行端正，特由现任校长签名 \ 加盖大学大印予以证明。
柏林，1820年9月7日。
大学校长
戈申
黑格尔既反对由卡普茨象征的复辟宫廷党，也反对弗里斯-阿恩特-雅恩圈子中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代表，这导致他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攻击。由于他积极支持“叛国者”，自然进入了秘密警察的视线。他试图以温和的外交方式让市民法权原则发挥效力，并对年轻的叛逆者施加温和的影响。1820年5月16日——阿斯韦鲁斯在未受审讯的情况下已被关押在牢狱近一年——他与友人司法顾问克劳泽一同出席了案件审理，并声明愿意提供保释。6月7日，阿斯韦鲁斯在保持沉默并立即离开柏林的条件下获释。在6月11日离开柏林之前，这位耶拿“叛国者”寄宿在黑格尔家中。[38]1824年他被判处六年要塞监禁，直到1826年9月17日在一份赦免申请后诉讼程序才被撤销。在长年的动荡与未知之后，阿斯韦鲁斯最终得以摆脱专断司法的魔爪，黑格尔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黑格尔也曾向乌尔里希和弗斯特伸出援手。相反，尽管黑格尔竭力争取，他的首位弟子卡洛韦的学术仕途却被彻底断送。
黑格尔冒着极大风险，同样作为说情者为因革命情意而受到怀疑的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赞进行斡旋，后者同样落入了普鲁士司法的罗网。由于1827年发表在《宪政报》（Constitutionel）上的一篇文章清楚地显示了黑格尔对库赞的支持，卡普茨随即怀疑黑格尔因库赞事件前往了巴黎。[39]尽管黑格尔为上述人士做出了这些努力，却遭到了恶意而不公的指责，被称为普鲁士复辟政权的卫道士，这成了荒诞剧“黑格尔，一个谎言故事”中最恶劣、最持久的流言之一。对此最决定性的反驳当属《法哲学》，它是反对复辟意识形态和一切民族主义、捍卫现代自由与正义共同体的最具理论意义的文献。[40]复辟党人在阿斯韦鲁斯和卡洛韦身上杀一儆百以敲打黑格尔。耐人寻味的是，自命无比自由的弗里斯与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卢登通过阻挠阿斯韦鲁斯在耶拿大学的仕途来进行报复，并阻止在耶拿讲授黑格尔的《法哲学》。阿斯韦鲁斯将这些民族主义者斥为无耻自私之徒、虚荣至极的蠢货、骗子以及最可怖的无事生非者（Br II, 442）。1834年他致信黑格尔的友人舒尔策写道：“谁要是想在这里[耶拿]按黑格尔的精神开课，毫无疑问不会招徕任何听众。黑格尔精神的思维活动在这里完全格格不入。”[41]
5. 黑格尔的《法哲学》作为自由与正义的哲学

《精神现象学》可以被视作黑格尔最引人入胜、最扣人心弦的著作，《逻辑科学》是最重要、最基础的著作，而《法哲学原理》则是影响最为深远、遭到批评最为尖锐的著作。后者是除《逻辑学》外全面教学纲要体系中唯一经过充分阐述并出版的部分——作为讲授课的纲要。自由意志与行动的哲学、自由与现代正义的哲学理论，是黑格尔的心之所系。通过这部著作，他渴望并且必将融入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霍布斯《利维坦》、卢梭《社会契约论》以及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传统之中。一种关于实践世界、社会与政治世界的哲学理论，应当推动“观念体系中的革命”并“介入生活”。构筑《法哲学》的“唯一的纯金”（甘斯），便是自由的思想。
[image: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扉页

《卡尔斯巴德决议》使普鲁士改革事业的若干支柱动摇乃至坍塌。改革派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如威廉·冯·洪堡被迫辞去政治职务。对一切公开言论的监控与审查、对科学与大学的管制、对一切反对派动向的刺探体制卷土重来。对于梅特涅和宫廷党推行的警察国家压迫——民族主义者为其提供了借口——柏林也是“核心引力点”。[42]1819年夏，柏林弥漫着恐惧与猜疑的气氛。改革的反对者煽动这样一种观念，即德意志面临着由煽动分子和雅各宾阴谋家策动的政变威胁。这段时期对“书信往来也是不利的”，虽然写满字的信纸并未被禁，正如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泽致奥尔斯纳所言，但“每个人都要自担风险”，因为“窥探者与罗网者”无处不在。[43]警方也收集关于黑格尔的报告。一个高级审查委员会旨在取缔图书出版领域的一切批判与革命骚动。手稿在1819年夏/秋已经完成。黑格尔为冬季学期预告了讲授课《自然法与国家学或法哲学》——“依据其即将出版的指导手册”。[44]在此第一次出现了《法哲学》这一书名。“我正准备付印，联邦议会的决议就出台了。既然我们现在[明白]我们的审查自由究竟处于何种境地，我最近将把[它]付印。”（Br II, 220）然而这又历经了七个多月，在此期间黑格尔修改了若干段落并撰写了新的序言。
这篇序言至今仍饱受争议，尽管它应被视作瞒过复辟审查制度的杰作，并且包含着对民族主义平庸哲学以及保守的历史法学派的尖锐论战。尤其是正文注释中对哈勒——“绝对服从学说的使徒”（Br II, 486）和最重要的复辟意识形态家之一——的抨击，使这次批判成为了政治论争的重要贡献。黑格尔引用了哈勒的《国家学的复辟》（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这部著作赋予了整个时代以名称——中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仇恨的清算，并暗指哈勒曾扮演旧伯尔尼贵族阶层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对他而言“除了伯尔尼人的观点外，别无其他进入意识”。[45]黑格尔主要瞄准的是其极度保守的论点，即关于“强权者统治、必须统治且将永远统治的上帝永恒不易的秩序”（GW 22, 449）。这一举动绝非没有危险，对阿斯韦鲁斯的起诉书中有一项核心指控就是其写给哈勒的“恐吓信”（Br IV/2, 57）。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哲学界那部最具反复辟色彩的著作。它首要捍卫的是E. T. A. 霍夫曼所描述的、为卡普茨所惧怕的自由思维活动。黑格尔“毫无倒向复辟势力的嫌疑”；针对哈勒的《国家学的复辟》，黑格尔提供的是《国家学的革命》（Ros 333）。明智的读者“领会了字里行间的深意，对黑格尔献给当班密探的那些段落报以会心一笑。我们切莫比他们更天真！”[46]黑格尔早在青年时代就学会了必要的伪装技巧。当他在《法哲学》给阿尔滕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的两篇题词中赞美“真正自由的哲思”并强调其思想与普鲁士国家的“契合”时，其中的反讽意味几乎不言而喻。海涅看透了这一把戏：学者们采用晦涩曲折的经院式套话，“警察走狗们根本听不懂”，有些人甚至把这些文本看作驱除革命幽灵的咒语，正如“普鲁士大臣阿尔滕施泰因所经历的那样，他在极高程度上根本不懂黑格尔，以至于还庇护了他”。[47]1820年6月9日，黑格尔将修改稿的前半部分寄给了尼古拉书店；序言落款日期为6月25日。尽管扉页标注的是1821年，这部至今仍在哲学界激起激烈辩论的论著于1820年秋正式出版。这主要关涉序言中著名的双重命题：“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1. 被声讨的双重命题

该双重命题至今仍是整个哲学史上最被误解的段落之一。[48]弗里斯声称，黑格尔用这句话亲吻了卡普茨的皮鞭和警棍——黑格尔是“普鲁士差役中的先知”，其“形而上学的蘑菇生长在卑躬屈膝的粪堆之上”（HBZ 221）。维特根施泰因与卡普茨代表的复辟阵营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双方最终都没能理解黑格尔的这句名言：“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命题像它这样招致狭隘政府的感激和同样狭隘的自由主义者的愤怒”；它似乎“确凿无疑地是对一切现存事物的神圣化，对专制制度、警察国家和审查制度的哲学加冕”。[49]批评者甚至声称黑格尔把普鲁士警察的任意妄为也宣布为合理的，因为它是现实的（HBZ 205）。据指责，借助这部《法哲学》，普鲁士的秩序得到了世界精神的祝福。海姆的著名断语是：复辟时期的普鲁士国家哲学，主要建立在对该双重命题的曲解之上。黑格尔在两大阵线之间复杂的处境因之更加严峻。弗里斯“华而不实且辞藻浮夸的演说”助长了对“民族、自由、博爱与统一等抽象概念的盲目狂热”，将其杂糅成“由心灵、友谊与狂热熬成的烂粥”，并佐以“效忠君主与君主诺言”的废话（Ros 334, 336）。在法权概念上，黑格尔将政治上的对立面弗里斯和哈勒置于同一层次，批判他们的法权与自由概念背离了现代实践哲学。[50]黑格尔主张自由-民族观念，主张德意志统一的思想，但反对哈勒的父权制以及关于自然强权者权利的论点。值得玩味的是，在瓦特堡除了公开宣扬自由与民族统一思想外，还焚烧了遭萨维尼反对的《民法典》（Code civil）——“过去发出其阴暗的乌鸦哀鸣”，宣扬“狭隘的纯德意志狂热”（海涅）。
由于黑格尔秉持世界公民主义——即认为仅仅作为德意志人是非德意志的——在后来德意志历史的关键节点（1870年、1914年和1933年），他被斥为非德意志的思想家；指责他沉迷于1789年的非德意志观念。对弗里斯和哈勒的批判指出，不仅是某些特定的人，而是人本身便被承认为人格。[51]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企图借助谢林的启示哲学消灭黑格尔思维活动的“毒龙毒草”；德皇威廉二世则认为费希特和黑格尔这类人在他的帝国中绝无立足之地。纳粹理论家罗森堡辱骂黑格尔为反德意志、“非民族”的世界主义者。罗森堡的民族主义基于各民族具有根本差异的观念。他反对人类观念，反对诸如黑格尔这种导致“所有灵魂单一化”的“普世主义”体系。[52]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从黑格尔到希特勒”论点的荒谬性。《法哲学》始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黑格尔深知狭隘德意志狂热的巨大危险——这也正是他对论敌进行严厉乃至往往过火的论战性攻击的原因所在。
不过，在黑格尔的同时代人中，确实有一些人努力对这一双重命题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海涅坦言自己起初也认为这句话是逢迎之词：“当我曾对‘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感到不悦时，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并指出：‘这句话也可以读作：凡是合理的，都必然存在。’”黑格尔仓促环顾四周；他完全有理由惧怕普鲁士秘密警察的眼线（HBZ 235）。甘斯认为，人们是“出于误解和错误展示”才将《法哲学》贬低为逢迎谄媚之作的。[53]并非一切存在之物都是现实的，唯有依合理性塑造之物才配享有“现实的”这一属性。正如序言所言，自由思维活动“不停留在现成之物上，无论它是得到国家的外部权威、人类的和谐一致还是内心感觉与情感权威的支持”（GW 14/1, 7）。各处有效的实在法权绝不能与理性法权等同。只要阅读《法哲学》的第一节就能消除这一误解。并非现成之物、既有之物——如普鲁士国家——而是理性，才是“法权”必须在其面前证明自身正当性的尺度、试金石和法庭。在一份听课笔记中写道：“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并非一切存在之物都是现实的”。[54]审查官们把“现实的”理解为现存之物，即普鲁士政权，他们对此表示赞同并同时被瞒天过海。日常语言用现实性（Wirklichkeit）来指称每一种“哪怕再萎缩、再短暂的存在”。“然而当我谈到现实性时，本应不言而喻地想到我是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表达的，因为我在一部详尽的《逻辑学》中也讨论了现实性，并且不仅立即将它与虽然具有存在但属于偶然之物区分开来，更准确地将它与定在、存在及其他规定作了严格区分”（GW 20, 45）。1820年7月，黑格尔向布瓦瑟雷报告了“此地的状况”：在最初的虚惊之后，人们看到“事情不久便重新回到了宽和的旧轨道”。[55]最初的风暴已经平息，但尽管某些改革仍在延续，政治上沉闷窒息的十年随之到来。在毕德麦雅时代，柏林显得宛如“一座处在反动与审查、住房短缺与施舍贫民、恶臭阴沟与轰鸣蒸汽机夹缝中的缪斯之城”。[56]
许多同时代人“最多只能把进步的精神揣摩为一只活跃的田鼠，却无法从个别意想不到的隆起地面中看清它的总进程”。[57]这位所谓的复辟卫道士、“真正的”田鼠黑格尔，在提交《法哲学》手稿后不久，一如既往地在1820年7月14日用香槟为法国大革命祝酒。[58]在宫廷党人、哈勒和萨维尼或梵蒂冈密探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看来，抑或在民族主义“体操先锋”雅恩、阿恩特和弗里斯眼中，对这一业已实现的“壮丽日出”的此类辩护必将激起宗教裁判所般的狂怒。黑格尔的同事弗里德里希·冯·劳默早已预见到了该双重命题的悲剧性影响史：“人们固执于错误的诠释，正如无论黑格尔为了正确理解讲了多少、写了多少，人们依旧就‘现实之物乃是合理的’这一命题对他进行攻击与嘲弄”。[59]

2. 密涅瓦的猫头鹰

《法哲学》序言中包含着哲学史上最美妙的比喻之一：“密涅瓦的猫头鹰要在黄昏降临时才起飞。”在批评者的刻板印象中，黑格尔哲学总是姗姗来迟。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黑格尔将法国大革命诠释为壮丽的日出：破天荒第一次，一部宪法建立在了法权之上；人把自己立于头脑之上，即立于思想之上。哲学思维活动在革命前夕发挥了激励作用；在卢梭等哲学家的头脑中开始了对旧事物的倾覆，人们认识到思想统治着精神现实性。现代世界代表着历史的“黄昏”，即自由阶段的最高形态。唯有它提供了基础，使得所有特殊主体在自由共同体中的个体自由得以实现。晨曦与黄昏的比喻相辅相成：对黑格尔而言，法国大革命既是历史黄昏的体现（在其走向自由的阶梯进程终结的意义上），同时又是最新时代的晨曦、真正属人存在的开端。黑格尔引用了多米尼克·迪富尔·德·普拉特的话[60]：欧洲不再需要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国家，而是需要建立在原则之上的国家；前者属于特定时代，后者则超越时代（GW 22, 51）。自由的思想如今可以植入人们的头脑并向外部世界展开；一个自由的共同体、一个合理的国家得以确立。密涅瓦代表着“自知自愿的神圣者”，同时作为城邦与知识之女神。
钻研黑格尔的《原理》[61]绝非在哲学的杂物堆里翻检搜寻。恰恰相反，两百年来从未出现过具有如此思想力度的类似自由构想。黑格尔关于伦理的哲学理论包含着最具支撑力的社会与政治自由构想之一。它勾画了现代世界中自由行动的哲学基本轮廓，为正义与社会国家的思想奠定了根据。狂妄自大的并非那些继承黑格尔思想的人，而是那些以为自己能与黑格尔同台竞技的人。哲学一如既往必须回答以下问题：自由、负责任的人道行动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现代性中正义的尺度何在？要寻找答案，求助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仅大有裨益，而且必不可少。自由的思想以及它作为实践宇宙的根据以何种方式被规定，构成了核心议题。
该法权与自由体系的革新亮点，涵盖从自由意志概念及其基本结构（第5至7节）、新颖的人格性理论、人际性的奠基、自然可持续性思想、作为现代刑法理论基石的黑格尔刑罚观，直到具有开创性的行动概念的构想，并揭示了功利主义-后果主义伦理学与道义论伦理学的片面性。这部著作还包括作为对抽象法与道德的扬弃的伦理这一范畴创新、现代家庭概念的雏形、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开创性区分、将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确定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以及首个社会国家理论的基石。以权利体系形式呈现的自由可以被表象为法权的阶梯演进，从所有权、获取知识的权利、主观自由的权利，直到社会与政治权利，始终与现代共同体的两个通盘条件紧密相连：教化与正义。
《法哲学》独特的理论力量源于其一贯的逻辑奠基，必须将其作为系统的总体建筑术来阅读，而非零散思想的采石场。黑格尔明确提出了这一要求：“整个体系以及各部分的展开都建立在逻辑精神之上。我也主要希望人们从这个角度来把握和评判这篇论文。”[62]倘若脱离黑格尔哲思的核心神经——《逻辑科学》的意蕴，这一现代最具深远意义的自由哲学就无法得到充分把握。

3. 实践的宇宙

正如在标题《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与国家学纲要》[63]中所提示的那样，黑格尔关注的是自由意志的建筑术。“法权科学以自由意志为其原则和开端。”[64]其实质是一种哲学行动理论：“意志作为内在自我规定的概念，本质上就是活动性与行动。”[65]除著作本身（包括黑格尔在其自用本上的手注）以及《全面教学纲要》的相关条目外，至今出版的黑格尔法哲学讲授课听课笔记也被一并采纳。[66]此处与其说是对各个段落的细致阐释，不如说是梳理这一思想大厦的基本结构，仅仅标注哲学地图上的关键标识。作为讲座纲要或指南的文本体裁、条目形式、叙述的简练以及从其他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科学》、《全面教学纲要》）中未作充分阐述的先决思想，都给阐明这一思索历程增加了难度。
该论著具有如下基本结构：在《导论》中，首先阐明法哲学的概念（第1—4节），进而规定自由意志的概念并将其与自由及法权概念相联系（第5—33节）。[67]随后展开三个部分，在这三部分中自由意志与行动的哲学理论在人际、道德和伦理行动的三个阶段中得到阐发；意志与行动主体的自身规定从人格经由道德主体推进至伦理主体，自由意志的逻辑进程从意志的自在存在——抽象法——经由其自为存在——道德——走向其自在自为的存在——伦理。这三个部分之前——这是黑格尔许多著作的特色——均预先给出了随后展开结构的普遍句法。在每一个新阶段之前都冠以建筑术蓝图。意志概念为穿透《法哲学》的迷宫提供了红线：
[我们从]某种抽象物开始，即从意志概念开始，然后推进到在某种外在的定在中所实现的依然抽象的意志，推进到形式法权的领域，继而过渡到从外在定在反思入自身内部的意志，即道德的领域，并最终第三步到达将这两个抽象环节在自身中结合起来并因而成为具体的伦理意志。在伦理本身的领域中，我们又重新从某种直接的东西开始，即从伦理精神在家庭中所具有的自然的、未展开的形态开始，进而到达伦理实体在市民社会中发生的分裂，并最终到达在国家中存在的、伦理精神那两种片面形式的统一与真理。——然而，从我们考察的这一进程中绝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想把伦理说成在时间上晚于法权与道德的东西，或者把家庭与市民社会宣布为在现实性中先于国家的东西。相反，我们深知伦理乃是法权与道德的基础，并且家庭与市民社会以其井然有序的差异已经预先假定了国家的存在。然而在伦理的哲学展开中，我们却不能从国家开始，因为在国家中它展开为其最具体的形式，相反，开端必然是某种抽象之物。[68]
第一部分《抽象法》，包括关于形式的、抽象法权的哲学学说，关于形式法权行为的学说，关于处于直接性及其外在客观化中的自由意志的学说，在这一部分的中心，自由本质作为人格确立并获得承认；在此构想了人格性理论与人格自由理论。第二部分《道德》，关涉作为内在特殊主观性的自由意志，关涉自由理性本质的道德行动，该本质将自身规定为道德主体并获得承认。这一部分包含着一种关于道德行动以及道德主体自由的哲学理论。第三部分《伦理》，发展出一种以哲学国家学说为顶点的伦理行动理论，一种关于社会精神基础与制度基础的哲学，并以历史哲学作为基石。意志主体将自身规定为生活共同体的成员、国家公民与世界公民。具有创新性的是在伦理语境中对社会与政治自身规定的构想。这里汇集了实践哲学的经典领域：法权学说、伦理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但体系性的构想是全新的，术语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对法权概念的使用，以及道德与伦理之间、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区分。
黑格尔的导论阐明了意志、自由与法权等基本思想。第1至4节对纲领和方法论操作流程给出了原则性提示：首先，本论著的唯一对象是法权的理念、法权的概念及其实现。法权被视为自由意志的定在，这应被全面理解为自由之一切规定的定在。自由构成了意志的实体与规定，法权体系是“实现的自由的王国”；这种自身关系被铸造为如下形式：“想要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GW 14/1, 31, 45）。其次，这里探讨的是理性法权的原则，而非以现存法律形式呈现的法权，亦非实在法权。唯有当涉及对自由意志概念的科学规定时，才谈得上原则。实在法权既可能包含合乎理性的规定，也可能包含不合乎理性、与自由相悖的决断。它可以使暴政和奴隶制合法化，而按照理性法权，这些都是不法，因为它们违背了自由意志的概念。这意味着，每一个人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本质，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有权抵抗违背合理法权的规定。“意志是自由的这一事实，以及意志与自由是什么——对此的演绎只能在总体的关联中成立。”（GW 14/1, 24, 31）在理性法权的发展中，概念及其规定从抽象法领域经由道德领域走向伦理领域。第三，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针对了那种声称自由受到合理者与法权者“限制”的说法，以及随之而来的将自由视为特殊者之任意的表象。通过指出形式同一性与传统矛盾律在逻辑上的缺陷，这些概念被揭露为“消极自由”的概念。在法权状态下，自由无需受到限制或牺牲，需要限制或牺牲的仅仅是任意。限制自由的不是合理构建的国家，而是不法、非正义与任意性。第四，黑格尔开创性的意志概念克服了理论与实践、认识活动与意志的二元论。它们并非两种官能；在区分中，理论与实践是不可分割的。它们相互整合。没有理解性的思维活动就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思维活动。[69]
第5至7节堪称黑格尔哲学中最为令人信服的段落，其中以精妙的方式展示了其自由意志与行动理论的逻辑根基。此外，还阐述了对其哲思至关重要的直接性与间接性关系。[70]自由意志概念作为法权科学原则与开端的基本规定性，需通过求助于《逻辑学》方能得以领会。
意志概念的诸规定：
普遍性（A）
一致、无差别、同一性
普遍概念
特殊性（B）
区分、差异、非同一性
特殊概念
个别性（E）
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
个别者

出发点即普遍概念，源自主观精神的终点；“我”作为真正自由意志的首要形式，即通过自身设定的、被提升为普遍性的直接个别性。“我”的直接性源自对任何确定内容的完全抽离，在第5节中被范畴化地确定下来：自由意志即对自身的思维活动，“我”即纯粹对自身的思维活动。意志作为思维着的“我性”的这第一环节，在《法哲学》和《逻辑学》中尽管两者的领域有所区别，表述却很相似：“我”是“这种首要的纯粹的自身相关统一，而这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它抽离一切规定性与内容，并返回到与自身无限制的一致之自由中。因此它是普遍性”（GW 12, 17）。无规定性、抽象同一性是唯一的规定性；它存在于同一性的规定性中，即与自身的一致中。在纯粹思维活动中，“我”将自身意愿为一个普遍者，并排除所有特殊性，把所有规定作为可能之物包含于自身中。但这一首要环节“自身并非没有规定性；并且作为抽象的、片面的存在，构成了它的规定性”。[71]意志概念是不充分规定的（underdetermined），但并非完全无规定或纯粹直接的，而是在其极简状态下仅仅具有一种规定性。这绝非寻常，它正是《逻辑学》的基本论证与实践哲学的决定性思想，更是整个黑格尔哲思的关键枢纽。直接性与中介、普遍性与特殊性各自的他者，都存在于它们自身之中；其中蕴含着被扬弃的矛盾的雏形。只有通过这扇大门，才能实现从作为假定完全无规定性的普遍性向特殊性的逻辑过渡。这关涉到“能够从我所发现的、或我设定于自身的任何规定中抽离出来的绝对可能性”（GW 14/1, 32）。“我”作为潜在的“初始发起者”、无条件且无规定的冲动设定者而登场。这一环节缺乏作用性；它假定地停留在纯粹“理论”层面。自由依然仅仅是绝对可能性。在对意志的这第一个思考步骤中，看似矛盾地得出了其反面，即一种无运动的、无意志的和无活动的形态。自由的这一消极的、“理论的”方面，是其必要但非充分的规定。
第6节探讨自由意志的第二环节，即它的特殊性。由于第一规定的根本片面性，“我”必须同时被思考为脱离无规定性、开启封闭状态，被思考为敞开、区分、判断（原始区分）、设定某一内容或对象的规定性。意志在逻辑上必然地从其普遍性走向其特殊性。[72]特殊者的本质特征如归责、责任、发起性均建立在这一命题之上。随着这种决断（开启）的完成，“我”成为了行动者，成为了行动的“我”。“通过将自身设定为某种被规定者——作为敞开的决断——‘我’进入定在，进入有限之中”（GW 14/1, 37 f.）。[73]在此表达了“‘我’的特殊化”。第二环节已经包含在第一环节之中。“因为它抽离了一切规定性，所以它本身并非没有规定性”。[74]这一环节并非在“亦”的意义上被简单相加。否定之物并非在第二步中才额外添加进来，而是本就内在于第一环节。作为黑格尔《逻辑学》关键人物的内在否定性，在关涉自由意志时也必须被同样思考。第一环节已经蕴含了它所排除之物；它并非纯粹、真正的无限性与普遍性，尚非整个概念，而恰恰在其作为无规定者和抽象者的状态中存在着它的规定性。“我”固然能够抽离一切，唯独不能抽离思维活动，因为抽离本身就是思维活动，抽象物是这一环节唯一的规定性。因此，它恰恰并非毫无规定，并非空洞，并非永恒的未决，而是无规定性构成了规定性。纯粹抽象具有“无规定性的规定性”；这种假定的无规定性必须被视为一种规定性。
第7节描述了通往普遍性与特殊性根据的道路，即两个环节在个别性（E）中的逻辑统一。“知识的直接性与中介是一柄片面的抽象，两者皆然。”真正的、思辨的思维活动——把握——并不排斥其中之一，而是将二者结合于自身。在个别性中，两个概念规定找到了自己的根据，在其中它们只是环节，只是“结合在一起之物”；判断（原始区分）过渡为推论的结合，判断的逻辑形式过渡为推论的逻辑形式。个别性被视为反思入自身并由此复归普遍性的特殊性，是否定之否定，是“我”真正的自身规定性，“我”规定自身，从而是一个特殊者，却与自身保持同一，并且“只与自身相结合”。[75]黑格尔如此理解自身规定：“‘我’规定自身，只要它是否定性对自身的关联”，同时作为“这种对自身的关联，它对这种规定性漠不相关”（GW 14/1, 34）。“我”固然确定了自身，但也同样对这种确定“漠不相关”，知道这种确定属于自己，只是一种单纯的可能性。一个能够以此种方式将自身从其存在的特殊化中区分开来的本质，可以被视为自由本质、理性本质。黑格尔再次指出，前两个环节很容易得到承认，与此相反，作为思辨与真理的第三环节——个别性、概念本身——却很难被领会。[76]
因此概念乃是普遍者，它一方面通过自身将自身否定为规定性与特殊化，但另一方面又作为对普遍者的否定，同样再度将这种特殊性扬弃。因为普遍者在特殊者——它不过是普遍者自身的特殊方面——之中并没有遇到绝对的他者，所以它在特殊者之中恢复了自己作为普遍者与自身的统一。在这种向自身的复归中，概念是无限的否定；不是针对他者的否定，而是自身规定，在其中概念始终是唯与自身相关的肯定性统一。因此它是真正的个别性，即在其特殊性中唯与自身相结合的普遍性。[77]
意志作为“我”的自身规定，其中个别性（E）应被思考为普遍者（A）与特殊者（B）的统一，唯有思辨思维活动才能把握；关于自身相关的否定性思想的证明由《逻辑学》提供。以此种个别性形式出现的意志概念被视为《法哲学》的绝对原则——“绝对原则——作为我们时代的环节”。[78]自由意志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绝对的或“神圣的”，但绝非某种超越之物；它是不可相对化的、不可侵犯的。自由单独构成了意志概念的意蕴。至关紧要的是，“我”在其“限制中，在此他者中在自身，当它规定自身时，它依然在自身，不停止在自身”。[79]

4. 第一部分：抽象法与人格自由

黑格尔建立在崭新人格概念之上的开创性抽象法权理论，构成了理解理性法权的基石。问题范畴的范围从人格性与人际性、基本权利、私有财产、作为自我塑造和外在自然塑造的可持续性思想、占有、知识产权，一直延伸到契约与不法。
自由意志起初是直接的，因此其概念是抽象的——即人格性（第33节）。后者意味着，“我作为这一个完全在各方面[…]受到规定且有限，然而纯然是对自身的纯粹关联，并在有限性中将自身认知为无限者、普遍者、自由者”。[80]人格性表达的是概念本身；人格则包含了具有现实性规定性的概念。[81]在《法哲学》的开端，“我”在抽象意志主体中具有双重作用：既作为被指示性表达的“这一个”、独一无二者，同时又作为对立面，作为纯粹的自我关联并由此成为普遍者。在抽象人格的规定中，意志的特殊性被完全抽离。每一个思维和意愿着自身并将其自身（承）认为这种存在的“我性”，都是一个人格；个别者即普遍者。这适用于所有的“我性”，适用于所有的人格。[82]建立在这项作为新人格性理论基石的权利之上的，是进一步待规定的诸权利。人格概念从抽象法权人格推进至具体国家人格。在行动概念和行动者规定的更高阶段上，人格性被扬弃了；[83]道德主体被描述为特殊人格，市民社会成员被描述为具体人格或私人。“事实上，法权及其一切规定唯建立在自由的人格性、一种自身规定之上”。[84]
这一思想包含三个相互交织的维度：首先，在迄今所阐述的内容中存在着人格性与人际性的结合，承认作为对人格性、权利能力的互惠赋予。这蕴含着处于承认关系中的各单个人格在完全作为人格对待时的绝对平等。农奴制、奴隶制或专制体制等关系绝非自由的形式；“奴隶”和“主人”同样都不自由；他们“处于不自由的同一种关系之中”。在人格作为人格的互惠被承认中，蕴含着黑格尔自由意志概念的一个内在环节。[85]人际性作为主体间性第一阶段的思想，早在1817年的《全面教学纲要》中就已出现：人格“唯在其他人的存在中具有其实现”；唯在其中，“我才是自为的一个现实的人格”（GW 13, 225）。承认原则贯穿于《法哲学》的一切形态之中。它是一切真正共同体性（从友谊与爱情到家庭与国家）的实体。[86]抽象法的命令包括“成为一个人格”的义务，以及以人际性形式呈现的主体间性：“尊重任何其他单个‘我性’为人格、作为具有法权能力的主体”。在这一人际性的基础上，构建起了道德领域、家庭、市民社会、作为“第二家庭”的同业公会以及最终在国家中的其他主体间性形式。可以确认主体间性的三个主要阶段：人际性、道德主体间性与伦理主体间性。第二，每一个人格都享有不可侵犯或完整的命令，禁止损害或侵犯这种人格性。侵犯这一根本权利将殃及所有权利。凡是不将自由意志主体尊重为人格、或介入其自由领域的行动，都是不自由的。第三，黑格尔继承康德与费希特的目的自足原则：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本质——与物不同——自身就是目的；意志主体是“绝对的自身目的”。
承认、不可侵犯与自身目的这三个维度，在人格于“人性”中的平等性中与人格权作为基本权利和人权基石结合在一起。根据这一原则，“我”被评判为普遍人格，所有主体都是同一的。[87]人格的法权原则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是根本的基本权利。法权的一切进一步规定都建立在这一唯一的普遍权利之上。正如德国宪法第一条所写：“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在现代国家中，“人们可以把对人——作为具有权利能力者——的定义放在法典之首，——而不会冒遭遇违背人的概念的人的权利与义务规定的危险”。[88]作为自由之法的国家法必须预设这项权利，即人不可侵犯的尊严。既然所有权利都建立在那一项“基本权利”之上并是其进一步规定，那么就可以复数形式谈论诸基本权利、人权（droits de l’homme）。这项基本权利是不可转让的，构成了人格的实体及其自我意识的普遍本质、其普遍的意志自由、人格性的不可侵犯与自身目的性、所有权能力、知性合理性、道德、伦理、宗教。[89]每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本质，都享有其人格获得承认的无条件的、不受限制的权利。[90]这项基本权利在最真实的意义上是“不可剥夺的”、不可侵犯的、绝对的。
抽象法权的另一方面探讨自由意志主体与一切不具有自由意志之物的首要关系。在这里同样适用：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在黑格尔那里，第一规定意味着排除所有“无意志”之物（物）。这关涉人格性对物的一般权利，即对根本上属于自由之外在者的权利（参见GW 14/1, 53 ff.）。对意志主体作为有生命本质而言，占有物品以满足需求是必要的。抽象法首先探讨我的意志的直接定在，即对外部物品的抽象占有权，对作为自身外在性的自然的占有权——即至关重要的章节《所有权》。阐述从所有权的首要形式即对自身身体的所有权开始，由此到达了特殊性的维度（以肉身差异的形式出现），从而必须思考一致与不一致的实际情况。这在逻辑上意味着：通过意志主体进行占有的普遍权利分别归属于特定人格。特殊性的权利——在此即私有财产权——通盘持存，但在更高层面上得到进一步规定（例如在市场结构中），这同样由于必须展开对特定事物的必然排斥，即对私有财产的限制或扬弃。这种排斥的第一种形式关涉他人，即禁止对其买卖或酷刑。另一种形式体现在对自然可持续性的简要勾勒中，即为了保障未来的占有而进行的关照与预防，其基础是排除对水与空气等基本物品的私人占有，因为它们构成了人格生存的基本条件。黑格尔重拾了他早先对那些蕴含虐待自然的哲学的批判。取代对自然对象的粗暴消费与破坏的，是对自然的“爱护”与“呵护”式对待与维护，以及“为未来使用”做出的预防——“属于我的东西[…]不再局限于我在这个空间和这个时间的存在，也不再局限于我的知与愿的现前”。[91]在此呈现出了可持续性原则、合理对待周边环境的早期雏形。“可持续利用”建立在自由主体当下与未来的权利之上。自然作为特殊性、差异领域的维度凸显出来，由此显明了根本的、通盘的公有财产在理论上的不可行性。抽象法的第二种形式是契约，即通过共同意志中介的所有权。第三种是特殊意志与作为自在自为存在之意志的法权相抗衡。在逻辑上，起初被抽离的特殊性逐步获得了其有效性：作为特殊财产、作为两个特殊意志的特殊契约标的，并最终以不法的形态表现为孤立形式的特殊性对抗法权的普遍性。
在法学中，黑格尔从行动理论对刑罚的论证具有历久弥新的意义。[92]在抽象法的最后阶段即正义刑罚的执行中，意志被抛回自身，向道德的跨越由此完成。处于其“单纯”普遍性中的个别性重新返回特殊意志。迄今为止的自身关联形式必须得到扩展；由于所揭示的局限性，它不能仅仅是“外在的”，而必须过渡到内在的反思、过渡到特殊性。抽象法缺乏特殊主观性的环节。抽象法的否定性——其顶点是不法本身——推动自身走向对自身的否定。意志越来越不仅显现为自在地自由，而且显现为自为地自身自由；因此特殊意志自身成为了其对象。通过遍历抽象法表明，意志的直接性作为由主观特殊意志所中介之物，其本身必须被思考为中介。第二领域即道德，可以被理解为第一领域展开的结果，绝非额外附加之物。道德就存在于主观特殊意志对普遍意志的关涉之中。[93]发展过程从意志的抽象规定性、其自在存在、其在与事情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并把行动关涉到否定者与禁令上的直接性，前进到主观特殊规定性、道德命令的行动、主观性的内在自身规定性，即从人格的行为到道德行动，从对单个人的抽象形式承认提升到对作为道德主体的特殊人的反思承认。

5. 第二部分：道德——道德主体的自由

下文将对意愿与行动的概念进行进一步规定，检验何种意愿与行动契合于自由本质并因而应被评判为善，并提出道德判断的构想。在人格性中自由的定在关涉于外在事物被规定之后，现在关涉的是“反思入自身的意志”（GW 14/1, 48），其中意志必然是特殊的。道德行动者的内部视角一方面作为把诸规定设定为自身所有的内在归属，另一方面作为活动的外化、作为行动而发挥作用。[94]在《法哲学》的这一部分中，构想了一种关于自由道德判断与行动的理论。判断的三种发展形式构成了这一进程的隐秘坐标系，道德的诸规定奠基于其上。[95]道德法权的三个阶段包括：第一，故意与过失，即行动的抽象法权、其直接定在及其作为自身所有的内容；第二，意图与福利，即行动作为其内在内容的特殊性，首先是行动对我的价值（意图），其次是行动作为我的特殊定在之特殊目的的内容（福利）；第三，善与良知，行动的内容被提升至其普遍性、提升至自在自为存在的客观性之中，善被视为意志的绝对目的。[96]整个道德领域呈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在抽象法中，从意志的个别性（E）推进到法权的普遍性（A），这种普遍性是通过单个意志作为人格性将自身作为普遍者作为对象，并且该对象在其普遍性中作为价值出现而获得的，在其中开启了判断的可能性。迄今为止，动机被排除了，特殊性被抽象掉了，而特殊性总是要求其“法权”、要求得到重视，例如在过失侵权与犯罪的必要区分中。然而，内部起因、动机、特殊冲动、行为动机的环节，对于规定行动概念而言依然不可或缺。
行为与行动首先必须加以区分。唯有计入意图（故意与意图），与抽象法中所分析的行为不同，才谈得上行动。作为明知的内在性的动机属于行动的完满性；理由对自由意志具有构成性。[97]行动被视为内在意志规定性的现实外化；自由意志只承认并且只允许向自己归责它自身在自身中所知并所欲之物——“我的洞见、我的目的是构成法权之物的一个本质环节”。[98]行动概念的不断推进规定以及对特殊行动的评判，如今构成了真正的对象。自由活动性仅仅在形式上是合法的；它还必须被描述为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作为“善”。道德活动于行动的主观形式一面的领域，黑格尔阐明了其成就与界限。道德立场代表着“自由的反思判断”（GW 13, 229）并因而代表着知性；它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过渡阶段，然而在这一阶段上行动的概念无法得到充分阐发。正如刑罚的事实冲破抽象法的框架一样，道德通过其内在矛盾冲破了自身设定的框架。无论是合法行为还是道德行动，都将证明自身是行动的两个自为孤立、在隔离中存在缺陷的规定性，并最终证明自身是伦理行动的两个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法哲学》自始至终关涉的就是伦理行动，关涉自由意志的真实规定，关涉一种伦理行动的哲学理论。在黑格尔的构想中，首先必须无条件地将人格思考为行动者。随着动机的纳入，人格上升为道德主体，行为转变为道德行动、转变为具主观意志的法权。由此达到了一种更高形式的自身规定，即道德自由。
道德的立场被视为知性的、反思的、关系的、应当的、要求的、意志显象的立场。后者经历三个阶段：设定目的的意志、实现目的的意志以及作为目的本身的意志。第一，行动者在外在实现中、在已执行的目的中必须在自身；将主观物简单转换为客观、外在之物是不充分的。第二，显现出内容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特殊内容的规定是契合于自在存在的普遍意志；它必须满足概念（自由意志）的客观性。对此，自为存在的、主观意志的形式处于张力之中；和谐一致依然只是单纯的要求：B应当契合于A。特殊内容包含着是否契合普遍性的可能性。第三，随着对普遍者的关联、客观化，发生了对作为直接的、特殊的主观性的扬弃；“客观性——在此即普遍主观性”[99]。与客观性互补，在主观性中发生着提升。这种主体间性的形式是“普遍主观性”；特殊意志对其他特殊意志的关系表现为道德的主体间性，表现为对主体的道德承认。主体间性不可或缺地铭刻在黑格尔的行动概念之中。通过目的的积极实现，自由意愿转化为了行动。合目的的道德运作蕴含着互动，主观性即道德主体间性。对人格的承认进一步规定为对道德主体的承认。

1. 行动的意图与结果——作为两个片面伦理立场的道义论与后果论

道义论与后果论构想在今天被视为伦理学的两个权威基本方向。黑格尔在《法哲学》第118节中依据行动的概念指出了这两种立场的站不住脚之处。‹在行动中轻视后果的原则，与依据次序评判行动并将后果作为何为法权与善的标准之原则——两者同样是抽象知性›（GW 14/1, 105）。意图与结果是行动的两个不可或缺但非充分的规定。一方面，这关涉到意志、其在自身中的存在、主观意志作为知识的法权、知识的法权。洞见属于意图，内在知情的意志规定具有其必然的合理权利。唯有因自身归属或自我归责，才能谈得上是自身的行动。另一方面，行动的结果同样是它本质的规定环节。行动的后果或后效显明了行动的本性，它们不是别的，正是行动自身，是行动的意蕴。在行动中，目的得以达成与实现；意志的‹判断权能›变成了它的‹实现权能›，内核在目的的执行中被转译到外在之中。道德主体的客观化对行动而言同样具有构成性。自由行动契合于善（bonum），契合于善以及福祉。后者在于特殊目的的实现，在于自身福祉的实现，在于以特殊性形式实现的意图。黑格尔坚持他早期对康德与费希特的批判，在福祉这一概念下赋予身体与精神需求的满足以积极的地位。[100]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后果吗？人们能否停留于原则之上而抽象掉后果？›，[101]在这一问题中道义论与后果论的立场相互对立。只要道义论视角仅仅针对自身规定的内在形式，针对伦理上正确之物，它就无法充分规定自由行动，并停留在善良意图的片面性之中——“仅仅意欲的桂冠是干枯的叶子，从未青翠过”[102]。但自由行动的果实同样没有不是生长在知识的绿树之上的。功利主义—后果论的视角认为，行动主要在于其结果。这种立场缺乏充分的标准来判定何为带来幸福或带来福祉的行动。俄狄浦斯不能被视为弑父者，因为他对被杀者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英雄式自我意识不知道作为与行动之间的重大区别，不知道主观意图与后果之间的对立。因此，作为自然长成的后果论者，俄狄浦斯将这一作为在其全部范围内归诸自身。[103]行动的整体性特征包含着：它不能仅仅借助意图与后果这两个组成部分中的某一个而得到充分规定。
道德立场在知识法权层级化的基础上展开，经历了从抽象纯粹的故意到具体的意图，再到主观意志对善的知识的法权乃至良知的三步演进，从逻辑上讲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是向行动的把握性思维活动的跃升。行动的内在精神显现于不断升序的可归责性（归责或可归责性）之中。行动者被承认为既是思维者又是意欲者，既是精神性的又是自然性的统一体。道德行动的概念从第一种归责一直展开到第三种归责。判断的动态过程可以通过判断表呈现为道德判断的体系。[104]在第一层级即故意的层级上，作为责任意义上的所为被归咎于我，个别的作为被视为我各自的作为。在第二种可归责性即意图的法权中，行动的特殊性成为了其内在内容，首先是通过行动的价值（据此行动对行动者而言生效，即意图），其次是通过福祉（即特殊定在的特殊目的）。普遍者与特殊者之间可能的对立构成了这一阶段的特征。与故意不同，行动不仅指涉作为抽象普遍者的特殊事物，而且指涉反思的普遍者。意图包含着依据反思、依据反思主体对自身的知识来对行动进行规定。随着第二种归责，达到了更高的知识水平，达到了更高的判断模式。[105]面对纵火的指控，行动者不能退守到自己仅仅点燃了房屋一小块木料的说法上。他必须知道深远的可能后果，这些后果会被归于他。普遍的一面，即对洞见与意图的法权，蕴含着反思的归责能力。行动中特殊性的环节构成了主观自由，即主体在自身行动中获得满足的法权。通过特殊者，行动获得了主观价值。如今被反思的意志奠基于反思的思维活动之上，并在知性普遍性的意义上构建起普遍目的。在特殊性的法权中、在主观自由的法权中，黑格尔看到了现代性的原则，即‹世界的新形态›的原则，它显露于道德之中，显露于良知之中，并进一步显露于市民社会这一‹特殊性的领域›之中。原则“特殊性固然是对立的一个环节，并且起初至少同样既是与普遍者同一的，又是与普遍者有区别的”（GW 14/1, 110）。福祉与抽象法权同样可能陷入对立。
继正当防卫之后，第二种‹紧急状态›是赋予抵抗以合法性的紧急避险法权。黑格尔对此的阐述具有迄今为止被低估的深远意义。特殊性在作为人身定在的生命中达到顶峰。主观性显现为生命，显现为鲜活性，由此必须承认所有人作为无条件紧急避险法权的自我保存权利[106]。只要肉体定在面临严重侵害，从而面临无权利状态以及自由之定在遭受侵害的威胁，在权衡个别事物的价值时就必须突破所有权；这适用于紧急例外情境、极度困境、生命受威胁的情形——法权必须具有生命。[107]如果人在这种紧急处境中“通过盗取他人少许财产而挽救其生命，这并不是不法。并且这并不是衡平，而是确定的法权，生命是自由理念中的绝对环节”。[108]尽管一种法权受到了侵害，但这却是为了行使更高的法权。紧急避险法权的原则在黑格尔稍后论述的贫困形态（即对生命权的严重威胁）中，对当代具有重大意义，在当代，每天都有无数自由个体的法权遭受侵害。在抽象法权与道德的层面上，只能将自由行动的环节作为主题，而不能将整体行动作为主题。这两个领域（即法权与福祉）的有限性与偶然性显而易见。恰当的法权与正义概念要求两种法权的统一，即人格性的正当诉求与享有福祉之法权的统一。
在主观意志与道德行动发展的最后阶段，达到了意志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更高形式的统一，即抽象法权的普遍性与特殊的道德意志、行动的普遍价值与作为特殊性领域的良知之间的统一。普遍性在范畴上被把握为善的规范性规定，即得到充实的、自在自为地规定的普遍者。由知性判断向概念判断、向实践规范性判断的过渡，为道德判断的这第三阶段、归责的第三种形式奠定了逻辑基础。谓词‹善›表明，各该行动是依据其作为绝对前提预设之应当的普遍概念（自由）来衡量的。[109]“善就是理念，是意志的概念与特殊意志的统一”（GW 14/1, 114）。善具有理念的结构，但概念与实在性的统一首先被要求——即‹命令式›范式。这第三种可归责性反对一切试图脱离把握性思维活动的伦理构想。在其中产生出对善的知识的关联，即客观的且因而经过思维检验之物的法权。[110]就此而言，善可以被描述为“在其实体性与普遍性中的意志本质”（GW 14/1, 115）。唯有当某物被主观意志洞见为合理时，它才是善的，同时客观者的法权得以确立。然而，这种客观者与眼下持存的或通行的事物毫无关系。[111]正如作为特殊性之物的小我可能会犯错一样，现存的特殊法则与政府也是如此。黑格尔所说的‹至高者›并非指向彼岸：善奠基于把握性思维活动之上。正是‹根据本身›这一主体的实体性纽带，小我对其表示赞同，并在其中得以处于自身之中，得以是自由的。尽管黑格尔诊断出道德的片面性，但他关于道德的构想依然构成了自由个体在法权上构成的、正义的共同体之建筑术的基石。

2. 康德的绝对命令与黑格尔对道德世界观的批判

黑格尔策略的第一个环节在于肯定绝对命令的诉求：“你要仅仅按照你同时能够意欲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其中蕴含的E—B—A结构契合于确言判断的构成。这关涉到意志的‹纯粹无条件的自身规定›，关涉到意志的‹无限自律›，关涉到义务的根基。通过康德将人理解为绝对的自身目的，对自由意志的认识获得了“其坚固的基础与出发点”（GW 14/1, 118）。随后黑格尔脱离了康德，使用了批判性关键词：抽象普遍性、形式主义、二元论、恒常的应当、矛盾道德立场的折衷主义、道德严苛主义以及自身规定与外部规定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特殊性、特殊的准则究竟应当以什么为导向？什么是‹普遍法则›或‹普遍立法›？人们在‹奠基于理性之中›下理解为何物？应当如何理解这种理性？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普遍者或合乎理性者在形式上处于概念判断的层面上。[112]绝对命令虽然显示出确言判断的形式结构，但E、B和A这些环节被片面地固定下来，在本质上是分离的、欠规定的且不可互换的。因此黑格尔指责康德实践理性的形式主义。既然特殊性区别于善而落入主观意志之中，善就仅仅具有‹普遍的、抽象的本质性›这一规定，而无法始终如一地被视为特殊性。B与A所瞄准的同一性仅仅是以形式的方式达到的，并且受制于特殊的方面仅仅是‹外加而来›这一逻辑缺陷。由于缺乏内在否定性的环节，普遍性显现为抽象的、空洞的普遍性；每一项规定都显现为限制。行动的本质与善“在于情意，至于成败则在所不问”。[113]然而关键恰恰在于作为规定环节的特殊性，在于‹行动定在的性状›。[114]在抽象普遍性的诊断中，黑格尔不仅表达了对康德实践哲学的批判，而且表达了对道德立场本身的批判。[115]
配享幸福与幸福、法权与福祉是评价行动时相互冲突而又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二者的必然统一步骤可以被描述为包容一切的善。然而康德将道德归于配享幸福，并由此将其与幸福分离开来。因此，为了不可避免地克服矛盾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和谐，他需要一个至善的公设，即保证配享幸福与福祉相一致的至善存在者。在黑格尔看来，康德那里的道德被缩减为一个内心法庭，缩减为内在审视，缩减为对幸福与福祉的公设与期盼，缩减为一个恒常的应当。康德唯有借助至善存在者的构想，才能确保绝对命令与幸福公设的协同运作。对主体而言，幸福的保障由此被缩减为对未来幸福的希望，并被推迟到末日审判，同时与灵魂不朽的构想和对未来超验世界的假定联系在一起。[116]在黑格尔看来，意图与内在目的，以及福祉与目的的达成，都构成了道德行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康德与道德主义的抗辩是通过行动概念来进行的。合理的行动可以被描述为自由的现实性。善（康德同样赋予其普遍性）唯有在思维活动中并通过思维活动才能得到规定。然而康德却断言，人只能认识显象[117]，无法把握真相（在此情况下即至善），并忽视了道德主体的一项根本权利：理性个体享有洞见与知识的权利，享有对善的知识的权利。[118]
康德恢复了自身规定与外部规定之间的疑难。最高存在者作为神圣的立法者，承担着照管普遍者与特殊者之间和谐的责任，因为在康德看来道德意识同样不能放弃幸福。然而彼岸立法者的公设却违背了严格自我立法的原则。面对这样一个‹主宰者›，有限的道德主体不得不将自己理解为‹不完全的›、‹不神圣的›、‹不完满的›。[119]黑格尔将自由意志主体视为唯一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圣者，对它的权利而言并不存在彼岸。它作为一个思维着的存在者的权利之所以可以被视为‹神圣的›，是因为这些权利不是在过去、不是在未来，而是在当下获得的，并且自由作为配享幸福与幸福的统一唯有在当下才能达成——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行动的组成部分包括行动的语境、行动的情境。[120]在其中达到了具体的普遍性[121]——即普遍者本身，它通过自身的对立面延续自身，并且唯有作为与后者的统一才成为普遍者。某个具体的行动取决于内容上明确的语境（在哪个国家或在何种历史情势中，即在何种伦理情境中实施行动），而被评价为善或不善。道德判断必须考虑行动的语境性。虚假信息本身不能直接被判定为谎言。当实体性权利遭受根本侵害、处于不法状态时，就会像正当防卫那样发生事实状态的逆转：主体可以故意向侵权者提供错误信息，亦即在道德上出于紧急避险而自卫，因而这并不算撒谎。康德关于实体性道德事实状态的原则性禁止撒谎法则依然完全有效；唯有在将某种行动评判为‹虚假信息›时，逻辑上严密地引入了语境，从而对谎言进行了重新定义。
在此已经预示了对道德领域的超越。仅仅将行动道德地评价为谎言，在判断中完全可能发生逆转，因而是有缺陷的。善意谎言、道德紧急自卫意义上的形式不诚实可以被评估为善——断然撒谎并不符合自由行动的标准。黑格尔看到了康德实践理性与内在义务的功绩及其不足：从这种道义论视角来看，无论情境如何以及可能产生多么灾难性与不人道的后果，行动都应当具有伦理品质。黑格尔绝非攻击道德本身，而是攻击道德严苛主义。谎言并没有被合理化，恰恰相反。对谎言的道德排除得到了合乎逻辑的理据说明，善奠基于真相之上，这要求对行动概念进行完全的规定——主体、意图、结果、语境。黑格尔认为，康德借助绝对命令着眼于具体普遍者，着眼于客观判断，在其中目的体现为‹不仅是一个判断›，即推论的逻辑形式；道德视角向伦理视角敞开，而后者则依赖于推论的逻辑。然而，固守未向伦理方向进一步规定的纯粹道德立场，会使凭借道德权利所取得的成果再次受到威胁。矛盾的瓦解在道德领域内部只能是相对的。停留在道德之中挫败了康德关于无限自律的革命性思想。
只要善代表着这种不确定的普遍者，特殊性就必须被赋予一个内在规定并设定特殊化的审级，即赋予良知，这里关涉到良知的法权、良知的自由。对此具有典范意义的是费希特的绝对命令：“始终按照你对义务的最佳确信去行动；或者：按照你的良知去行动。”[122]然而关键在于，特定个体的特殊知识，即‹此主体的确知›，是否契合于良知的理念，良知主体‹视为善或宣称为善的东西，是否也真正是善的›（GW 14/1, 119）。最初的主观检验是不充分的；内在法官由于集原告与辩护人于一身，仍然是有缺陷的。[123]对客观性的检验尚待进行；确知必须首先确立其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良知依然是意志活动性的形式方面，是内在的崇高威严。然而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必须区分形式的良知与真实的良知。在后者之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得以形成，但这唯有在‹伦理的立场›上才能达成。道德主体知道自己既是普遍者又是特殊者，它能够将具体普遍者或自身的特殊性确立为行动的原则，它处于抉择的立场、任意的立场；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将自身的特殊性置于普遍者之上并将其宣布为原则，这被黑格尔称为恶。在一切说教之外，这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崇敬与承认，即人将善恶归于自身的‹责任›、自身的担当。[124]询问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是错误的，主张人性既善又恶的论点则是肤浅的。[125]任意作为也能够行恶的潜能，对意志具有构成性。道德立场整体上活动在关系、相对性、差异、反思与显象的这一层面上。道德奠基于自由的反思判断之上。
在抽象法权中，向下一阶段的过渡始于法权向不法的转化（一种颠倒）以及正义在惩罚中的恢复（对颠倒的颠倒）。道德作为法权概念与自由概念展开的第二阶段，必然过渡到不道德之中；善与良知作为主观性的‹颠倒的›或‹错乱的›顶峰而转化为恶。这一从道德走向反讽的进程，作为对一切外部规定的正当解脱，告别了任何实质的规定性与客观性，旨在追求激进的无规定性。在此，黑格尔探讨了关于浪漫主义反讽的争论，特别是施莱格尔、蒂克与索尔格。恶在最高阶段以反讽的形态形成[126]，道德主体将自己理解为真理、法权与义务的唯一裁决机关。这种主观性自称是神圣之物，即把自身理解为绝对者的主观性。恶的各种形态，即自以为凌驾于普遍性之上的特殊性的作为，在一种主观性中达到顶峰，该主观性违背自身的洞见而执迷于将自身视为唯一通行的东西、神圣之物、绝对者，并在其‹自我迷恋›（让·保罗语）中仅仅把玩真相。每一个小我都自诩为全部行动的技艺精湛的、天才的、任意把玩的大师。[127]一切内容的虚妄与主观的虚妄合二为一；反讽的小我翱翔在巨大的空间之上，唤出种种形态，又摧毁种种形态。这种‹普遍湮灭体系›（诺瓦利斯语）导致了无规定性；一切知识与行动都变成了个别主观的和相对的。但是，反讽化也必须包含反讽自身。[128]意志作为纯粹的无规定性，作为一切被规定内容的瓦解，就是绝对的抽象，是善的抽象普遍性——否定即规定（negatio est determinatio）。个别性作为普遍性与特殊化的思辨统一，在怀疑主义—反讽的主体中以直接性的方式、以‹直接性状›的方式构建自身。怀疑论者只要决意生活、从而决意行动，就必须通过承认其定在的方式，向规定性致以哪怕仅仅是‹微弱的›敬意。对这种特殊生活形式的采纳揭示了道德主体的‹直接性状›，即以遭遇、偶然降临之物的方式进行的规定；这些规定具有偶然性的形式，它们不是规-定，而是‹情绪心态›——反讽者时而是上帝，时而是一粒尘埃，一会儿是统帅，一会儿是风中的羽毛。这种激进的抗逆与独立性转化为了‹委身于最高权能不可测的意志›。[129]与施莱格尔和蒂克不同，黑格尔在索尔格那里看到了对包含无限绝对否定性思想的“思辨考察的生动脉搏”[130]的哲学洞见。黑格尔借此为他高度赞赏且早逝的同事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现存的世界中，即便在最高意义上的规定，也唯有在这个世界中才能实现。由此黑格尔反对一切虚妄安慰的学说；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对古代悲剧的兴趣并非滋养于英雄陨落时的崇高感，而是滋养于真相的胜利，滋养于对现代伦理的洞见。
浪漫主义反讽作为一种仅仅在形式上于自身中自知的自我意识，其力量在于贯彻主体特殊性的法权，这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鲜明特征。在黑格尔的赞誉中，浪漫主义反讽（尤其是其索尔格式的版本）作为现代主观自由法权的一种核心形式出现。这关涉到一种强有力的否定性激进品质，关涉到特殊者神圣而又魔鬼般的狂妄，关涉到不可或缺的魔鬼灵药。在反讽者所执行的目的、其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形式多样性的现代思想中，构建起了世界绝对终极目的与自身目的之间尚处于自在的、直接的统一。然而，浪漫主义关于随你所欲（Was ihr wollt）与顺你心意（Wie es euch gefällt）的激进实践相对性构想，却缺乏评判不同生活形式以及排除非法权和不道德生活形式的标准。
道德在向伦理的过渡中并未被摧毁或歪曲，而是被扬弃了。[131]善与良知已被证明是片面的。其结果是“仅仅应当是的善”和“仅仅应当为善的主观性”（GW 14/1, 135），最终导致无所作为，缺乏自由的现实性。[132]有限者‹在自身中具有其对立面›；善作为抽象自在的存在者要求规定性。相反，良知（即作为抽象自为存在的主观性）则要求普遍性与客观性。只要在二者之中，即在主观确知的虚妄（在良知中）与客观普遍者（在善中）之中，彼此的另一方都必须被设定并被思考，它们就相互扬弃，成为更高统一的环节。善作为应当包含一切规定的自由之普遍者，与作为规定的普遍原则的主观性，在概念上是同一的。道德成为了自由理念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自由行动必须具有善的规定——道德在伦理中的扬弃。抽象法权与道德这两个客观精神最初的阶段或领域，成为了伦理的必然组成部分。抽象法权缺乏特殊主观性的环节，道德则缺乏客观性。二者都回归其真正的根据，即回归伦理，被‹结合在一起›。伦理之物是道德与法权的真理。这一道路从片段化、特殊化的生活形式走向多样化现代生活形式的结合，走向现代生活世界，黑格尔将其描述为（现代）伦理。[133]思考主观性也意味着将主体间性思考为社会性，紧接着黑格尔将伦理把握为特殊的个别者不断展开的普遍自我理解，它显露于主体的规范—伦理自我意识以及法则、团体与制度之中。


6. 第三部分：伦理——社会与政治自身规定的理论

“伦理”这一术语是现代思想中的新事物，黑格尔引入的这一范畴将上升为现代理解实践世界的关键概念。《法哲学》的这一部分包含着一种瓦解传统模式的家庭理论，以及一种建立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具有极高哲学意义的区分基础之上的创新性社会与国家哲学。伦理构想构成了黑格尔实践自由哲学的最高阶段。
在伦理领域本身中，我们再次从一个直接者开始，从伦理精神在家庭中所具有的自然的、未展开的形态开始，接着谈到在市民社会中发生的伦理实体的分裂，最后达到在国家中现存的伦理精神那两种片面形式的统一与真理。——然而，从我们考察的这一进程绝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想把伦理变成时间上后于法权与道德的东西，或者想宣布家庭与市民社会在现实性中是先于国家的东西。相反，我们深知，伦理是法权与道德的基础，而且家庭与市民社会及其井然有序的差别已经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预设。[134]
黑格尔将伦理理解为意志自由的理念，理解为自由的概念及其相符的实现。伦理意志在主体中、在自我意识中以及在实践世界的制度中具有契合于其概念的现实性。在伦理之物中，思想、情意、作为主观组成部分的自由自我意识，与自我颁布的法则和自我构建的制度（即客观方面）综合在一起。主体合理联合的形态、伦理共同体是家庭与国家。自由理念显现为鲜活的善，显现为化作世界、化作现实性的自由概念。“善在这里并没有被移置到彼岸、移置到道德世界秩序中，而是现实且临在的。”[135]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领域，即在作为‹丧失在其端项之中的伦理›的市民社会中，发生着获取主观自由所不可或缺的伦理自我异化。这个唯有在现代才确立起来的特殊性王国、撕裂的伦理王国，构成了现代伦理迈向自由国家不可或缺的过渡点——这是黑格尔关于连贯理解现代社会的迄今令人瞩目的提议。
自由理念建立在《逻辑学》最后一部分的基础之上，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从推论学说经由目的论和生命直至认识活动理念与善之理念的统一之路。伦理之物必须被阐释为自由理念（即客观精神形态的理念）各项规定的逻辑锚定体系。伦理建筑术的支柱与基石首先是家庭，其次是市民社会，第三是国家。[136]联合的形式可以被思考为自身规定的运动。在其中发生着由概念的纯粹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过渡。理念是概念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术语化表达。伦理包含着‹最初的›同一性（人格性）与非同一性（道德，即分离、原初划分、差异的领域）之间的动态统一，包含着不可侵犯的客观人格性的规定与作为道德而发展的动态主观性之间的构成性交织。在伦理中，人的人格自由与道德主体的自由结合在伦理主体的自由之中。抽象法权行为与道德行动各自仅满足自由行动的一面，是伦理行动、真正自由行动中被扬弃的环节。如果抽象法权原则或道德原则主导了伦理，就会危及伦理组织，因为二者都只是真正自由的有限组成部分。这要么会导致形式法权类型的统治，将共同体缩减为契约并将形式法权神圣化；要么会导致道德说教者与‹伪善道德家›的专断统治，二者都是形式法权人格主义与道德主义的一维立场的表现。伦理在于：‹自由精神的主观自由在情意与践行中（作为习惯与风俗）已经成为生活在这一自由之中的人们的直接普遍现实性与第二本性›——一种‹与自由意志相契合的客观性›。[137]
1. 客观伦理与主观伦理的统一——伦理制度与伦理自我意识

伦理是“成为现存世界的且成为自我意识本性的自由概念”（GW 14/1, 137）。客观伦理包含法则、体制与制度。伦理权能体系享有权威，仅仅因为且仅仅在某种程度上伦理规定符合自由概念或构成自由概念，唯有在它立足于自由思想之时。否则，这一体系就将是一堆‹非精神的›法则与‹非精神的制度›的拼合物。形式法权与道德的原则并未丧失其有效性，但唯有在伦理语境中，尤其是在作为客观伦理主要形式的合乎理性构建的制度中，它们才获得其真正的力量。主观伦理（情意）经历着共同体自我意识的各个阶段，契合于认识向把握性思维活动的提升：首先是沉浸于实体之中的直接自身感觉，其次是信仰与信赖，第三是反思与洞见，直至第四作为相契合知识的把握性思维活动。[138]前三个阶段展现了一种必然的、但对于自由作为而言尚不充分的知识。相应的意欲与作为，以及奠基于其中的行动，都还不是充分自由的。伦理自我意识的例子涵盖从家庭意识、市民社会中的团结、职业等级意识与市镇意识，一直到政治德行。第147节指出了这一关键节点：‹对我们与伦理权能之关系的诸根据的相契合认识，属于思维着概念之范畴›（GW 14/1, 138及以下）。评判法则与权力不仅不能仅仅依靠信任与反思，即便这些对于日常作为不可或缺。人必须走上‹思维活动的法庭›；为了合乎伦理地行动，个别目的必须以普遍内容为基础；后者属于把握性思维着的意志。

2. 伦理的第一阶段：家庭

伦理精神的第一阶段由两个平等的道德主体自由联合为一个以爱为基础的共同体所构成。家庭可以被视为直接或自然伦理的形式，因为它的规定在于自由意欲的共同性，在于联合在一起的人们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在这一基础之上产生了一种家庭哲学理论，该理论远远超越了黑格尔时代通行的法权，克服了当代的构想并树立了现代性的标杆。这一联合源于自由决断，其成员不仅作为自为存在的人格，而且作为伴侣、作为平等的个体属于其中。[139]联合的口号是：‹同意的自由›。在这一基础上，家庭共同体关涉到两个意志主体的伦理自身规定，关涉到其家庭意识及其制度化。在其中结合了三个维度：首先，家庭是以爱为基础的生命共同体；其次，是法权、财产与抚育照顾的共同体；第三，是伦理的生活与教育共同体。在婚姻作为直接伦理关系的首要规定性中，自然生命的环节、类与性别关系的环节与爱的环节相结合。重点在于爱与生命。伦理起初在于通过感觉实现的相互承认。伴侣双方并非片面地闭锁于自身，而是在指向对方的幸福限制中；每个人都在这种限制中将自身认知为自己，在对方之中拥有其自身感觉。为爱与性别关系提供逻辑视野的是“化学过程”。亲和力的说法阐明了‹化学性的东西›与实践之物之间的关联，它既体现了化学过程的特征，也体现了家庭的特征；在后者之中同样必须‹产生共鸣契合›。[140]婚姻不能是关于其本质基础的纯粹契约关系，这是针对康德的。然而它（正如国家一样）包含契约性的组成部分，这则是针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及其在小说《卢琴德》中的观念。[141]婚姻伦理的首要环节在于意识到家庭的统一构成了其本质目的，诸如利他的、关怀的、团结的行动方式，关爱，忠诚[142]——作为家庭孝悌虔敬的伦理情意。其次，对于作为法权、财产与抚育照顾共同体的家庭而言，它关涉到处于人格性模式中的个别个体，关涉到被视为势均力敌之伴侣的自由约定。婚姻的伦理同样在于目的的统一，而不仅仅在于倾心、激情与信任；它关涉到一种‹被知晓的统一›，关涉到一种制度化形式。这包括法律上、契约上的奠基；家庭由此自身被视为一个人格[143]，并体现为一个财产与生活预备的联结体，其成员的生存在其中得到保障。由此构建起第一个团结共同体，即国家的第一个伦理根基。黑格尔关于男性的角色规定及其作为家庭对外法律代表角色的传统且站不住脚的看法，与对于其家庭理解至关重要的基本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主权伴侣的一致与自由决断。[144]
家庭的前两个维度，即爱的共同体以及法权与抚育照顾的共同体，与第三个维度即伦理的生活与教育共同体相结合。[145]其核心在于将家庭中的统一知晓并意欲为目的，在于过一种普遍的生活，在其中伴侣享有其特殊的自由、幸福与福祉。对于家庭联合而言，孩子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黑格尔确立了一项基本权利，即儿童的权利，这是实践哲学中罕见却具有决定性的要点。[146]“在子女身上，婚姻的统一……作为实存但在这两个主体中是分离的，成为统一本身一个自为存在的实存与对象，他们将其作为自己的爱、作为自己实体性的定在来爱它。”（GW 14/1, 153）子女享有获得生存与受教育的绝对权利。他们以客观方式体现了伦理联结（即‹中项›）、自由个体物种的未来，并在自身中潜在地聚合了共同体的知识与财富。[147]黑格尔认为，儿童沦为奴隶的关系必须被视为最不道德的关系。儿童自在地是自由人，而不是物件或奴隶；他们享有被抚育教育成为独立、自由人格性的完全权利。黑格尔将这一教育过程理解为‹儿童的第二次精神诞生›（GW 20, 497）。自身规定性的塑造以分裂的形式展开：一边是对父母和既定权威的无限信任，另一边是对儿童世界的不满。[148]在自主规定与外部规定的这一张力关系中，实现了自律的获得以及向更高阶段即家庭的伦理瓦解的必然过渡。
从直接同一性的阶段迈向了差异、中介、非同一性的阶段。家庭这一实体性统一在自身之中尚未包含特殊性的对立；特殊性依然局限于行动的一个方面（感受、爱、物种）。儿童的状态在本质上由家庭成员身份所规定；它唯有形成自我意识并脱离接纳家庭权威的阶段，才能成为自由的存在者。家庭被‹解构开放›，温暖的巢穴被离开，而个别者作为具体的人格步入冰冷开放的实在性之中，羽翼丰满以筑建自己的巢穴。在离开家庭这一‹房舍›之际，步入了一个新的行动语境，在其中特殊性构成了出发点：市民社会。它将个体从家庭纽带中撕扯出来，使其成员彼此异化，在其中它将他们承认为独立的人格。个体成为了市民社会的‹儿子›或‹女儿›，而市民社会则成为了作为具体人格总和的‹普遍家庭›。

3. 伦理的第二阶段：市民社会——‹丧失在其端项之中的伦理›

黑格尔瓦解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149]）与国家（国家［civitas］）的同一化，为现代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充分理论化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他“作为第一人从概念上把握了自哈登贝格立法以来已成为法权现实性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150]这一划时代的创新为现代哲学社会理论与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为了理解市民社会作为伦理的内在否定性、分裂为其端项的伦理，下文将勾勒其轮廓。第182节阐明了市民社会的两条基本规定：第一是特殊性原则（B），第二是普遍性原则（A）。在第一条原则中，具体的人格自身就是特殊的自为目的，并且作为一个需求的整体，是自然必然性与任意的混合体。在此，先前在《法哲学》中所论述的特殊者的所有形态都被扬弃了。特殊人格之间的必然关联代表了第二条原则，即普遍性（A）；特殊的人格、具体的私法人唯有通过这一普遍性的中介才能使自身发生效力。在此与国家相区别但确实以国家为前提预设的市民社会，一方面受到资本主义市场原则、受制于‹丧失在其端项中的伦理体系›这一匮乏与知性共同体的塑造，另一方面受到扬弃市场原则的最初步骤、克服特殊性之任意与偶然纷繁扰攘的塑造。这一结构无法充分自我调节，因为它倾向于自我损伤与自我毁灭，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国家尊重市场秩序，允许其在一定限度内自由运作，但必须保护其免受其内在自我毁灭力量的侵害。国家作为社会国家的任务在于合乎理性地建立并调节市场秩序。
在逻辑上，家庭奠基于定在推论之上，而市民社会首先奠基于反思推论之上，其次奠基于必然性推论之上。继家庭作为直接联合之后，特殊个别者的中介结合[151]构成了市民社会的第一阶段。从逻辑上讲，特殊的个别者与普遍者仅仅是通过其特殊性、其需求与偏好而在外在上被绑定在一起。具体人格在其全体性中、从家庭中脱离出来的特殊者获得了其自身规定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们起初丧失了伦理规定，陷入了任意的扰攘与偶然性的空间之中。在开端处，具体人格在需求体系中、在市场秩序中，以其不同的身体和精神需求及能力发生特殊化。他们被称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或具体的私法人——这是私人所有者与道德领域特殊主体的进一步规定；“公民”这一术语则保留给国家公民（公民［citoyen］、公民［citizen］）。[152]
需求体系——工业市场秩序

在市民社会的第一阶段，特殊性在新的层面上发挥效用；它有权赋予自身普遍的生存，向各个方面展开。这为主观性在自身规定中的形成开辟了无限的可能性场域。选择需求与选择活动以实现自身规定的现代原则，是现代社会的驱动力量，并作为其创新动力发挥作用，促使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手段不断倍增与精细化。融入分工组织的市集交换的具体人格，在自身之中蕴含着矛盾。作为市民社会的参与者，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作为具有具体需求、能力、活动与利益的主体，他们又是不平等的。具体人格作为利益与需求的整体，唯有自身作为目的，但却与其他特殊者处于相互关系之中。一方面其目的是获取生存，另一方面法权与福祉被证明与所有人的生存、法权和福祉相联系。市场行动者彼此依赖，通过外在必然性结合在一起。黑格尔承接了他在耶拿时期的思考（在其中这种关联被描述为“关于肉体需求与劳动的普遍相互依赖体系”，GW 4, 450），在论及市民社会时谈到了“全方位依赖的体系”以及“匮乏国家与知性国家”（GW 14/1, 160）。知性国家指涉其逻辑地位，即知性推论或反思推论。[153]之所以称为匮乏国家，“是因为保障需求是主要目的”，这些需求构成了应当被‹扭转救济›的‹匮乏困境›。知性共同体在内在仍然是撕裂的，它显现为竞争体系，显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个别私人利益的角力场。[154]
普遍规定将需求体系维系在一起。国民经济学试图将这种关联合乎科学地铸造出来。[155]黑格尔批判性地吸纳了这些认识，并勾勒了经济哲学的开端，这是黑格尔极力要求的实践哲学核心部分。受资本与市场原则影响的国民经济学凭借其法则知识表明，“思想……如何从无限众多的个别性中……发现事情的简单原则，发现其中起作用并统辖着事情的知性”（GW 14/1, 165）。在亚当·斯密那里，黑格尔发现了需求体系的基本规定：工业分工、行动者全方位的相互依赖、承认劳动的抽象普遍性作为国民财富（wealth of nation.）的基础。在斯密创立的国民经济学的核心，是作为市场参与者的私人所有者，即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个体通过选择特殊的活动并在其中选择其特殊的生活方式、特殊的幸福算计来实现其主观目的。由此，每一个特殊者都与其他特殊者处于竞争之中。黑格尔认为，以独立的特殊性为逻辑出发点，无法产生严密的推论体系。在这里，特殊性以及个别性与普遍性都在知性的模式中运动；因此，这个需求体系体现了一个‹相对性的领域›（GW 14/1, 175）。逻辑缺陷蕴含着需求体系作为原子论体系的‹伦理›缺陷，其形式表现为直接统一分裂并粉碎为众多特殊者。全体性的反思推论在逻辑上并不一致，仅仅是外在的“推论的空洞映象”；反思使其变成“纯粹的幻象”（GW 12, 112及以下），并将市民社会变成需求承担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纯粹外在联合；主体被缩减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它仅仅在外在上具有普遍者（作为生产和消费的物品）。关于参与市民社会的平等是一种幻觉；其中隐藏着具体人格的不平等。私有财产原则虽然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以进一步规定的形态出现的；并非一切都能成为商品，无论是市场还是人，亦或是生态系统。市场必须符合规则；根据斯密的观点，市场的运作是由一种神秘力量即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来保障的。这关涉到对一个过程的表象，“在其中，个别经济行动者利己且常常冲突的利益聚合为一个稳定且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正是从这一前提中诞生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关于市场自我保持平衡的神话。[156]随着“看不见的手”这一假设，该构想中出现了一个显眼的解释空白。黑格尔在市场分析的语境中明确阐述了他对任意的理解。任意呈现了处于矛盾性之中的意志；同时它代表了实践中的偶然，“正如其作为意志所是的偶然性”。如果将任意等同于自由，那就必须将其视为理论上的误区（GW 14/1, 38及以下）。将需求体系中任意的扰攘解释为自由市场是错误的。自我调节纯粹学说的拥护者将市场奉为真正的自由圣杯，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则对其加以斥责。然而黑格尔认为，市场既不可盲目吹捧，也不可妖魔化。尽管它是自由的重要赋能条件，但决不能将自由的特征归诸市场。谁若主张“自由总的说来就是人们能够为所欲为”，就必须指责其“思想缺乏教化”（GW 14/1, 38）。黑格尔可以被视为‹市场乐观主义›的最早批判者之一。他虽然承认市场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但在其中看到的是一个需要理性构建且不能仅凭自身力量运行的任意与偶然性领域。他指出了市场秩序容易陷入危机的机械构造。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将经济宣布为社会的基础，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经济主义。对黑格尔而言，除了市场秩序之外，司法、调控与社会构建同样是市民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超越市场范式的环节。特殊性原则虽然凝聚为需求体系的动机，市民社会的基本动力同样为工业市场社会危险与不稳定的一面奠定了基础。但是，如果不能容许事物自行发展、不能容许具有双重面孔的具体人格展开其特殊性（特别是创新潜能与破坏潜能、进步与不安全之间的对立），就无法构想一个自由的共同体。试图摆脱属于人性的‹阴影›的做法会导致不可接受的代价——就像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故事中的彼得·施莱米尔一样，他把自己的影子卖给了魔鬼，却没有获得幸福，因为失去影子的人被等同于魔鬼。黑格尔的解决方案及其范畴工具是理解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贡献。其关键词包括：调控对抗不调控、监管对抗任意与混乱、法律秩序框架对抗‹自愿的›自我控制、自然与社会可持续的国家对抗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秩序的合乎理性国际构建对抗对地球的掠夺和数十亿人的贫困化。在黑格尔看来，应当保护市场构想免受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破坏，因为后者的救世福音恰恰带来了对市场结构的威胁。黑格尔认为，唯有具备深思熟虑的调控规章，才能拥有现代市场。

市民社会的第二阶段：法权秩序

司法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中介阶段[157]，是经济领域的首要调控审级。所有处于具体人身地位中的个别个体都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他们享有法权的普遍性，其含义是所有人享有平等的、由法律保障的权利。在需求体系中特殊性原则得到无拘束的展开、却最终走向一种残缺的普遍性之后，首先由抽象法权代表的普遍性同样必须获得毫无保留的承认。法权被证明对需求体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形式法权就没有交换，就没有契约；没有规则就没有有效运作的市场。法权无可推卸地需要思维活动。感受、表象与知性必须被超越，下面这段关于法权普遍通行的枢纽性论述明确表明了这一点：“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GW 14/1, 175）。以思想为基础的普遍法权具有‹无限重要性›。它为过渡到建立在合理规则与市场结构法定秩序框架之上的更高调控与管理形式提供了决定性推动力。教化由此对司法这一领域具有重大意义，该领域“赋予法权以定在，即作为被普遍承认的、被知晓的和被意欲的东西，并且通过这种被知晓与被意欲的中介而具有效力与客观现实性”（GW 14/1, 175）。运用定在与现实性这两个逻辑范畴，指涉了实定法意义上法则的产生。法权意识的生成在‹向普遍者的上升劳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普遍法典、法权的普遍知晓与公开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此语境中，阐明了一个经典法治国家的坐标。从逻辑上看，在自在存在的普遍者理念丧失在特殊性之中的市民社会，通过司法回归到了“自在存在的普遍者与主观特殊性的统一”，然而这仅仅发生‹在个别案件中›并在抽象法权的意义上。但是行动者不能被缩减为形式法权的纯粹主体。所要求的乃是“将这一统一扩展至特殊性的整个范围来实现”（GW 14/1, 188）。

市民社会的第三阶段：调节与调控

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相对联结在各种秩序与调控机构中得以实现。[158]此外，公共福利构建的各种形式以及最终基于同业公会两种形式（职业同业公会与市镇同业公会）的形态也被纳为主旨。不仅形式法权，特殊主体享有福祉的权利也必须得到贯彻。这一途径呈现为逻辑上的必然要求，绝非博爱主义或社会浪漫主义空想的产物。市民社会作为自由人的汇聚体必须兼具二者：既是市场共同体又是团结共同体，既是效益共同体又是福利共同体。当下关涉到的是作为现代社会运行条件的监管、调控与社会救助。黑格尔构想了一个受到调控且具有社会构建的共同体，勾勒了一个建立在市场秩序之上的社会国家的支柱——这无疑是黑格尔哲学探索的亮点之一。他坚持法权与福祉的统一，并强调法权不能仅仅是形式性的，而必须具有内容，即市民社会所有成员的福祉。在需求体系层面上，每一个体的生存与福祉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现取决于自然特殊性与偶然条件。阻碍福祉目的的偶然性必须被克服；福祉必须被作为所有人的权利来对待并予以实现。市民社会的合理运作离不开团结与社会性因素。
首先关涉到的是为确保安全而进行的法律监管与干预，以及对共同公共行为的监督与管理。普遍事务需要公共规章，以限制市场行动者的随意与任意。第二种干预旨在制定市场规制，涵盖营利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工业、市场、银行与交易所。这一介入旨在规定合理的程序规则，防止严重违规与不法行为。监管的界限表明了更高的公共调控与管理的不可或缺性，指向了国家。如今的一个例子是被低估的反垄断局，它必须审批企业的大型合并，因为‹营业自由›可能会导致非法的垄断，从而导致竞争与市场的自我消解。诸如医疗卫生、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等实体性公共事务，凡是属于公共规制的事务，都必须脱离市场原则。必须确保所有人参与公共财富的可能性——这是对纯粹私有财产原则的一种限制。
社会照管与预防照管——社会国家构想的基础。 针对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黑格尔阐述了照管与关照的思想，以实现一种‹自然可持续性›。在社会关照与福利保障领域（这是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要基础），关涉到三种核心类型的社会救助及其协同运作。主观救助源于个别个体所感受到的行善道德义务，源于作为紧急情况下提供社会救助的道德义务之个体团结。主观救助的第二种形式体现在个人为了集体慈善与团结而自发建立的公益性非政府组织之中，这是一种公民参与。这种救助既不受市场原则的支配，也不受国家的支配。这两种极其重要的主观救助形式始终带有偶然性，无法保证支持的连贯性。因此，处于困境中的当事人享有获得普遍公共救助的权利（社会救助、儿童与青少年救助、老年救助、残疾人救助）。救助形式与福利机构的整体超越了市民社会的能力范围。筹集资源的合适工具是征税，由此确定了公民为共同财产所作的具体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将救助组织为共同体的义务。[159]社会救助的各种形式构成了社会国家的基础支柱之一，而社会国家是有效运作的市场秩序与现代社会的实体性条件。
贫困与财富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在市民社会中，不仅关涉到人身与财产的安全，而且关涉到“对个别人之生存与福祉的保障，——将特殊福祉作为法权来对待并予以实现”（GW 14/1, 189）。个体的劣势与不幸前提（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由于社会化过程或其他偶然因素导致的），在市场语境中都可能导致贫困，导致极度的生存匮乏。[160]贫困绝非对黑格尔构想之井然有序的破坏；匮乏与苦难是未受调控的市民社会不可避免的伴生物。[161]那些同其他具体人格一样作为市民社会正式成员的个体，如果其生存与生活构想受到严重威胁，就必须被视为穷人。贫困的核心意味着对参与市民社会之权利的实质性限制，从而意味着源于成员身份之权利的严重削减乃至丧失。这首先涉及对教化、医疗保障、司法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参与，在艺术、宗教与科学领域中的活动同样可能受到损害。着眼于这些黑格尔视为教化之决定性组成部分的文化形式，穷人面临着严重的被排斥风险，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对权利的严重侵害。[162]
与关于赤贫的思考并列的是关于紧急避险法权的思考。后者的原则在此得到了进一步规定：“我们早先将紧急避险法权视为指涉某种瞬时性需求。在此，匮乏不再仅仅具有这种瞬时性特征，瞬时性转化为了持久性。在贫困的这种生成中，特殊者对抗自由之实在性的力量获得了定在。”[163]市民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享有生命权，因为这种生命构成了自由的基本前提预设。对个别个体生命与生存的保障，不能仅仅被视为慈悲之举或被推卸给个人私人的责任，而是一项普遍事务。生命与福祉属于自由权，且高于形式所有权。作为再分配的合理征税具有完全的合法性。
市民社会尚未实现自由主体间性的概念；伦理依然处于撕裂、异化状态。更高形式的伦理行动、更高形态的主体间性显得必不可少，即真实伦理之物的恢复。通向那里的最初步骤已经在市民社会内部发生，并最终汇入公民地位、公民共同体、国家之中。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被黑格尔视为最危险且最难解决的挑战。如果不加以克服，现代社会就会自我毁灭。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上，这一问题无法得到充分解决；它超出了其结构的能力范围。这指向了作为伦理之现实性的国家，指向了一个必须构建起社会正义的领域。
反对民粹主义——穷贱民与富贱民。 财富与贫困之间的鸿沟为法外狂徒立场（Outlaw-Position）的可能性提供了土壤；黑格尔将其称为富人与穷人的贱民心态。[164]贱民的出现根源于无权利状态及相应的情意。贫困处境可能滋生怨恨、愤怒，并最终滋生无法无情的情意，将对法权的蔑视表现为法权意识与道德的丧失；而在极度财富这一边同样如此。在‹贫困一边›存在对劳动的畏缩与法权情意的减退，在‹富有这一边›同样存在扭曲的法权理解——“在财富这一边同样存在着贱民心态，正如在贫困这一边一样。也有富有的贱民”。[165]后者篡夺了凌驾于法权之上的权能；富人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无需遵守法律。财富自以为构成了法权的状态，因为财富自以为就是权能本身。“在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身上，‹义愤反抗›取代了守法——而在那些能够买下一切的人身上，则表现为傲慢。”[166]这契合于道德的堕落形式，即合理的自爱（自爱［philautia］）转变为自私自利（傲慢［arrogantia］），并伴随着对法权的蔑视。这类法外富豪——大鳄肥猫（fat cats）——自恃能够凭借自私傲慢的犬儒主义蔑视公共福祉、收买并破坏法权。贫困与财富本身并非蔑视法权的充分理由。必须加上道德麻木、任意、对法权原则的蔑视与嘲弄，简言之即精神贫乏，才会孕育出未受教化与无法无天的危险混合体。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为暴民统治与金权统治、为民粹统治与金钱专制铺平了道路，这是一种精神贫乏与蔑视思维活动的专断统治的爆炸性混合。
同业公会作为职业等级联结与市镇。 作为需求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另一座桥梁，同业公会[167]充当了从市民社会成员通往公民的最初过渡阶段。黑格尔区分了同业公会的两种基本类型：同业同行的联合构成了同业公会的首要形态，作为社会重要分支的特殊业务或利益代表着一种普遍目的。因此，公会拥有伦理整合的维度，并表现为一种内在力量。“特殊性的利益不应是自私自利目的的利益，而应成为有保障的、普遍有效的东西，应在自身中具有客观性。”[168]关于特殊、自主选择之活动的这种普遍性、承认与共同体性形式，正是职业同行公会或职业同业公会概念所描述的。市民社会的成员根据其特殊的技艺归属于某个同业公会，同时在目的与意图上促进普遍之物。职业联合是获得特殊承认（荣誉）的空间，并在意识中表达为归属感，即职业荣誉或特定‹行会›的同业公会意识（共同体身份认同［corporate identity］）。伦理意识在此以对特殊活动的重视形式、以特殊的伦理承认方式显现。成员不仅被作为特殊者受到尊重，而且被作为普遍者受到尊重；其知识、教化与能力被视为普遍者的表现而受到赞许。[169]同业公会的第二种形态涉及居住地，涉及‹市镇共同体›，该共同体‹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同业公会，一个市镇公会›。它可以是‹城市市镇和自为存在的城市›。[170]它是具体个体的本质且特殊的共同体，用于组织其生活方式与自治，无论是乡村市镇、城市还是大都会。黑格尔所构想的绝非行会旧制度，而是按照职业与居住地标准划分的现代联合[171]，这些联合奠基于选择居所与选择职业的权利之上。[172]由此，在作为伦理第一阶段的家庭之后，以实体性形式构建了伦理的第二阶段、第二种伦理共同体化，即一个‹行会›，即“第二家庭”（GW 14/1, 197）。
这两种同业公会（职业公会与市镇）及其相互联系与交织，构成了国家这一更高联结体赖以生存的伦理细胞。市民社会的成员通过归属于不同的同业公会，形成了某些共同享有的情意，例如职业自豪感与乡土归属感。[173]一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与自我治理；另一方面，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巨大的领土国家结构，个别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断裂越来越大；因此，中介性的伦理参与形式显得必不可少，尤其是职业等级的与市镇的形式。在公会中以及在市镇与城市中蕴含着国家的真正力量。表现为职业公会认同与市镇意识的同业公会精神，促进了特殊者植根于普遍者之中，并对国家的强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正如监管与社会救助的审级一样，这些联合体的局限性也要求迈向下一个由理性规定的共同体，即国家。黑格尔通过“第二家庭”和“小国家”的称谓表明了同业公会的中介角色。[174]
从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以及将国家作为普遍者真正领域的首要地位的确立，对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至关重要。市民社会的成员在其中奠定了自由特殊性、动力与创新力量的基础。然而，作为匮乏与知性共同体的市民社会，若没有合乎理性的调控与构建，就会因自身原则而毁灭。在市民社会的所有阶段中，普遍者都在发挥效力，尽管尚不充分：工业需要普遍的审级、国内与国际调控机构；司法必须独立，但仅涉及形式法权；慈善公益救助无法取代公共国家的支援；对于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与市镇同业公会仅仅允许部分的参与。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三种递进形式可以描述如下：首先，市场行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其利己的世界观，在需求体系中面对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面对异己的、仅能有限调控的市场机制，置身于全方位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其次，由普遍法权情意所规定的法权主体，在司法中体会到形式法权法则的实现以及作为具体人格的普遍承认。第三，市民社会的成员以导向公共福祉的、慈善的、团结的姿态，积极致力于市场秩序的合理构建与社会救助。在职业等级与生活居所中相互联系的行动者构建了‹小国家›，从而为克服异化的伦理创造了前提预设。
市民社会作为展开为其端项的、撕裂的伦理——作为‹起初丧失了其伦理规定的实体›（GW 20, 498）——奠基于尚未充分结合的特殊个别性与知性普遍性这两大原则之上。以私有财产、竞争与市场为特征的市民社会，既是现代与自由秩序的推动性、创新性引擎，同时又是一个非理性的领域[175]，呼唤着合乎理性的构建。知性普遍性必须在理性普遍性中得到扬弃，个体孤立化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体系必须汇入政治自身规定的体系之中，汇入联合体的整体之中。国家以及整个政治领域的合法性，最终唯有出自一个审级，即出自把握性思维活动。


4. 伦理的第三阶段：国家与自由——作为现代自由与正义理论的‹国家学›

“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种巨大的力量与深度，即使主观性原则完成为个人特殊性的独立端项，同时又将它导回实体性的统一之中，从而在它自身之中保持这种统一。”（GW 14/1, 208）其核心焦点在于合乎理性建立的共同体框架内为所有特殊个别者的法权提供奠基，在于将政治主体把握为个别者、特殊者与普遍者。实践自由的思维活动在政治层面上、在‹最高具体普遍者›（GW 14/1, 252）的立场上获得了最高的规定。黑格尔关于政治自由与正义的理论为理解现代世界开辟了更深刻的视野。毫无疑问，可以称之为“政治哲学在现代的重新奠基”。[176]“国家”这一造物（国家［civitas］、国家［state］）迄今仍激发着哲学界的探讨，既被神化又被妖魔化。其阐释与定义跨度极广——人造人、利维坦、关怀备至的父亲、共和国（res publica）、公共权力（la force publique）、统治机器、守夜人、公法人。黑格尔的国家学关于伦理世界的诉求，即“将国家把握并呈现为内在合乎理性的东西”（GW 14/1, 15），在许多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是引起争端的由头。黑格尔的批评者出于无知与盲目，直到今天仍在重复说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一切，个人算不上什么。[177]
国家同时构成了《法哲学》的加顶拱顶石与地基。它代表了堪比米开朗琪罗杰作的拱顶石（chiave di volta），整体的建筑术建立在其上，没有它整个大厦就会坍塌。它犹如一座理性的穹顶大教堂，类似于帕多瓦的理性宫，在自身之中并将自由个体的不同生命历程联结在自身周围：法权、市场、艺术、宗教、智识。黑格尔将国家描述为一座受教化建构的建筑，描述为国家所具有的伦理内在丰富构架，其特点在于‹其合理性的建筑术，它通过对公共生活各领域及其合法权利的确定区分，以及通过每个立柱、拱门与支撑构件所保持的严格比例尺度而显现›（GW 14/1, 10）。黑格尔以‹深邃而刚毅的力量›撰写的这部论著的价值，在于“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术，每一个立面与每一处空间都得到了精当的处理，倾注于大厦每一个角落的勤勉，以及从塔尖到底座都可察觉到的均匀而又富有变化的统一风格”。[178]黑格尔挑起了沉重的担子；他希望重新为政治与国家赋予合法性，从把握性思维活动中将国家确立为自由意欲的最高形式。他的政治哲学旨在将国家理解为理念，即处于伦理现实性最高阶段的理念、客观精神最高阶段的理念。这一基本定理需要尽可能精准地加以阐明，并展开该理念的主要规定体系。
作为伦理理念现实性的国家——‹公民地位›或‹公民身份›

国家代表着自由意志的最高规定，代表着法权概念及其实现。城邦（Civitas）、政制（politeia）（公民集体、公民地位）意味着，国家被视为‹构成自由公民稳固地位（身份［status］）›的现实性。人“自身就是国家的鲜活性、活动性与现实性”。[179]当法国国王在被问及国家时回答“朕即国家”时，现代国家的每一位公民都可以这样说；所有自由意志主体在其作为公民的身份中都可以说：“我就是国家。”为了合乎理性地构建自身的特殊与普遍事务，公民们联合在一起；每一位公民（Citoyen）都代表着国家，这恰恰是通过公民地位来实现的，它是自由行动的一项不容相对化的条件。[180]
下列指导方针决定了黑格尔对国家的理解：首先，必须实行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国家权利与公民义务相互作用的原则。在义务与权利统一的思想语境中，公民的权利值得特别关注，以表明针对黑格尔构想提出的国家主义、家长主义或神化国家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区别于所有专制政体，公民的特殊法权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本规定性。其次，国家并不意味着对自由意欲的限制、约束或缩减，恰恰相反。它必须表达人类意欲与行动的合乎理性者，表达公民的普遍生活、他们的自由联结、他们在把握性思维活动中奠基的合理联合。只要它满足了合乎理性者的标准，它就绝非对自由的限制，受到限制的唯有任意。[181]第三，国家不是超验的权能，不是脱离人或高高在上的审级，而是意志主体内在合乎理性的共同体，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联合。人作为理性的行动者，自身就是国家的鲜活性、活动性与现实性；国家是他们的普遍生活，是他们的公共事业、共和国（res publica）。伦理之物具有作为立法体系的真正普遍性形式。在这一真实的共同体中，自由概念、自由思想能够获得其形态与实现。国家理念首先包含着人格性与道德在政治性中、在公民地位中的统一。第四，在国家中，政治制度与相应的意识结合在一起。客观具体的伦理呈现于自在自为存在的国家法则与国家体制之中，呈现为制度权能体系。在法则与体制的客观性与现实性中，表达着普遍性的形式、思想的形式。伴随这种体制构架的必须有相应的意识，伴随‹活的身体›必须有‹灵魂›，即政治自我意识；国家情意可以被描述为公民意识。知晓伦理内容的自我意识以自身规定性为其本质，国家则以自由意志为其基础。区别于体现纯粹知性共同体的市民社会，黑格尔在国家中看到了理性共同体。第五，国家作为普遍家庭代表了家庭原则与市民社会原则的联结。第256节谈到了在自身中结合了家庭与市民社会这两个环节的国家理念。在此，伦理唯有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调控，才获得其恰当的现代形态。第六，黑格尔拒绝政治领域的原子论观点。在所有契约论中，共同体都被建立在特殊的意志之上。国家的维系纽带沦为需求与偏好、任意同意与任意的事情。在契约这种仅建立在知性普遍性之上的外在关系中，国家缺乏一贯的合法性；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别被削弱，经济结构演变为实际权力，政治丧失了其主导地位。与此相反，黑格尔阐发了国家的自身目的性质。特殊的私人利益恰恰没有被提升为绝对目的，这反而为它们提供了更大的活动余地。[182]最初的思想（即意欲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在终曲中得到了证明：国家是自由意欲与行动的表达与保障者。普遍目的在于“所有人类才能与所有个体力量都应当向所有方面和方向展开并付诸表达”。[183]公民作为自身规定的行动者的权利，在其作为国家联合体自身规定成员的身份中达到了最高法权。

作为三个推论整体的国家

通过阐明逻辑背景，可以理解黑格尔精妙而狡黠的伪装与规避策略，然而这是以在《法哲学》文本中显著违背自身逻辑为代价的。不仅内部国家法权意义上的国家与政治国家（宪法）代表着三个推论的整体；这首先也涉及第259节中所介绍的基本结构。因此需要澄清各自包含三个推论的三套体系：首先是国家理念本身的体系，其次是普遍宪法（内部国家法权）的体系，第三是政治宪法（政治制度）的体系。此外，还需要指出《法哲学》与《逻辑学》推论学说之间出现的矛盾。唯有走这条无疑艰难的道路，才能成功克服关于黑格尔国家观广为流传的荒诞神话。[184]
第一套推论体系——国家理念的逻辑基础（第2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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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个别国家通过其特殊性（作为特殊的民族国家）[185]与普遍者（世界历史）结合在一起。个别国家通过其外在特殊性以及其特殊的利益与需求与普遍者相联系。其次，个别国家（E）充当中介者，赋予国家关系（B）以及世界联系（A）以现实性。个别国家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作为其外部关系的国际性，即外部国家法权或国际法。第三，普遍者构成了实体性的中项，个别国家及其特殊福祉在其中获得中介与持存。世界历史代表了“绝对中心”（GW 12, 145），在其中个别国家的端项（宪法——E）与其外部关系（国际法——B）结合在一起。
第二套推论体系。 推论三合一结构同样是探讨内部国家法权与宪法的基础。黑格尔后来在《全面教学纲要》中勾勒了这第二套包含三个推论的体系：
［在实践领域中］国家是包含三个推论的体系。1）个别者（人身）通过其特殊性（身体与精神需求，这进一步自为地展开便构成了市民社会）与普遍者（社会、法权、法律、政府）结合在一起。2）个体的意志与活动性是中介，它给予在社会、法权等之中的需求……以充实与实现；3）然而普遍者（国家、政府、法权）是实体性的中项，个体及其满足在其中拥有并获得其充实的实在性、中介与持存。每一项规定，在中介将其与另一端项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恰恰在此之中与自身结合在一起，产生自身，并且这种生产就是自我保存。（GW 20, 206及以下）
紧接着，可以将这一三合一结构揭示为内部国家法权的基本密码。在《法哲学》中，这一思路并未明确展开，但构成了宪法理念、内部国家法权的基础。这体现在第260节至第264节，之中，其隐藏的铭文正是推论三联体。在由此得出的必然性推论（B—A—E）中，普遍性必然处于中项。通过其作为公民的地位，行动主体在共同体内部达到了最高形式的承认；其作为公民的权利内在地包含着其作为人身、作为道德主体等的权利。“公民作为普遍者、个别者与特殊者”的推论在其思辨统一中阐明了概念环节；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其他环节。每一个作为概念规定的环节（E、B、A）自身都代表着整体与中介性根据：个别者、市民社会的特殊成员以及作为公民共同体的政治国家。
作为正义国家的现代国家。 黑格尔的政治哲学迄今仍是对以社会国家形式呈现的现代国家哲学理论最坚实有力的贡献。正义的诉求结合了（抽象）法权与福祉的原则，结合了法治国与社会国家的原则。主体之所以将自己理解为公民，是因为他们“知道国家是他们的实体，因为国家维护了他们的特殊领域、其合法权利与权威以及其福利”（GW 14/1, 242）。在市民社会中展开的特殊诉求与利益，要么任由其自由独立持存，要么被进一步规定为合乎理性的形式。国家联合此外还被视为其他各领域之目的，被视为行动者自由的保障者。个体享有权利并由此同时承担义务；在其中，普遍终极目的与他们的特殊利益结合在一起。国家的内在力量建立在法权与义务的结合之上，因为国家的法律构成了具体自由的内容规定。个体必须在履行义务中找到自身的利益与满足，作为公民，他必须享有迄今构想的所有权利，以使“公共事业成为他自己特殊的事业”（GW 14/1, 209）。国家作为普遍性的代表，不仅面对特殊性表现为必然的、调控的、合乎理性构建的权能，而且表现为实体性的普遍者；作为‹自由的形态›，国家自身就是自己的对象与目的。政治的普遍者呈现在两个维度中：在特殊领域的调节性构建中（特别是市民社会的调节，即‹特殊宪法›），以及在普遍者的自身规定中（即以法律形式对公共自由的规定）。
在合理的国家宪法中，黑格尔看到了得以实现的正义。正义并非仅仅涉及共同生活的某一个侧面或某一个维度，而是国家必须为其全体公民提供保障。正义的实体性原则与《法哲学》中所构想的全部自由权利目录紧密相连。除了政治参与权利之外，这还包括司法的居中中立、市民社会中的分配正义（税收与费赋正义、给付的正义与均等）。正义唯有作为自由意欲的普遍者、渗透者才能得到恰当的思考，除了教化之外，正义是自由、自由行动整体架构的决定性内在环节，并在伦理行动中得到最高程度的体现。黑格尔指出了对于伦理而言必不可少的、自由内在的两项规定（教化与正义）之间的结合：个体在良法之治的国家中被教化为公民；他应当成为一个自身规定且正义行动的行动者。对正义的精确规定要求澄清自由与平等的关联，以及平等与不平等的关联。人身人格的抽象主观性构成了人类平等的基础。然而由于其自然构成，人与人是不平等的。在平等、人格性与合法性的领域之外，公民“唯有在他们于该领域之外本来平等的事项上才是平等的”（GW 20, 510）。只要他们在年龄、性别、财富、体力、天赋、技艺、民族与文化背景上存在差异，不平等就会显现出来，尤其是关于知识与能力、对公共财富的分享、职业升迁机会、纳税义务、社会给付、进入国家公务体系、宗教、文化方面。“法律本身，除了涉及人格性那一狭窄范围之外，都以前提预设不平等的状况为基础，并规定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的法定管辖权限与义务”（GW 20, 510）。正义的思想包含了个体在各自特殊的自由中的平等，这种自由体现为一种“向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并依自己的兴致为特殊与普遍的精神利益而展开的活动，是个体特殊性的独立性以及内在自由”（GW 20, 512）。在对平等或不平等的盲目神圣化之外，自由与平等可以结合起来思考，以形成理论上一贯的现代正义思想。对于‹放任›特殊者与将特殊性植根于普遍者之间的张力关系，黑格尔提供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参与、包容性与辅助性原则的形式，并与政治多样性与多元化相结合。[186]现代宪制构架的真正力量不在于田园诗般的目标，而在于‹让理性的对立展开至其全部强度，驾驭它，并由此在其中保持自身并将它在自身中凝聚在一起›（GW 14/1, 161）。自由宪法包含对特殊性的放任容忍，只要它们不违反宪法基本原则。‹人们以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必须具有同一种宗教、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族群。›这与黑格尔关于现代国家的概念背道而驰，这一概念调解并平衡了普遍性与诸多特殊性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公民意识——教化作为现代宪法的基石。 在第147节与第268节的结合中，可以区分出政治教化的各个阶段：首先是在国家中的自身感觉（作为直接同一性的意识），其次是信赖与习惯，第三是展开的反思（对国家这一制度的深入洞见），第四是科学的认识（对国家的概念把握）。公民自我意识的基石在归属于不同共同体中成形，显现在家庭意识之中、在‹实定›法权理解之中、在等级意识之中、在慈善情意之中、在团结与关照公共福祉的意识之中、在对他人的尊重之中、在同业公会意识之中、在地方自豪感与区域认同之中、在对合理政治制度的忠诚之中，以及在世界公民的意图之中。坚持合乎理性地构建这种政治意识，旨在反对情意的僵化或激进化，反对泥古条文主义、道德主义、宗族或行会心态、阶级优越感、地方狭隘主义、民族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就此而言，公民意识体现了国家本身的情意，而不仅是家庭与市民社会的情意。这是一种关于整体福祉特别是政治制度福祉的意识——即在坚决摒弃其堕落形式（民族主义）前提下的爱国主义。
国家必须确立为经历过教化洗礼的构造体。国家行动必须在知晓情境与语境的前提下，由自觉的目的、人所共知的原则和深思熟虑的法则所引导；唯有如此，国家才符合自由的要求。因此，教化必须毫无保留地被视为公共物品。黑格尔国家哲学中的认识精英统治特征在此发挥了作用。投票、政治决策与参与，特别是普选权，应当建立在选民的知识与政治教化之上。在这种政治宪制中，政治法则与制度的客观实体与政治意识的主观实体结合在一起。对于一个合理、自由的国家而言，上述意义上的公民意识是一项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作为自由意识，它是国家的‹灵魂›。最广泛意义上的教化——法权的与道德的、理论的与实践的、审美的、宗教的与科学的教化——被黑格尔视为政治德行的基础，受过教化的公民被视为合理建立之国家的保障者。这一对教化的倡导同时也反对将政治参与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选举权。固守于形式性与程序性会引发未受教化的大众统治即民粹主义的危险。[187]黑格尔对民主形式主义的保留态度正是基于这种担忧。两种片面的进路，即一人一票（one (wo)man, one vote）的经典自由主义程序性与要求并基于政治行动者教化的‹希腊范式›，在构建现代共同体时必须‹相融合›：受过教化的公民以平等的参与构建起政治自由。受过教化的公民被视为自由秩序的唯一保障。
第三套推论体系——权力的分立与交织。 宪法构成了公民行动的坐标指南，其理论要求揭示逻辑基石，尤其是将政治权力的结构揭示为包含三个推论的体系。国家概念的不同环节呈现为不同的权力，即公共事务与权力向其各个环节的划分与分立。国家可以被把握为‹在自身之中区分自身›、向诸权力‹展开自身›以及在从区分中回归的意义上恢复自身统一的动态结构。通过这种过程性，国家显现为一个在自身作用领域的差异化中存在的个体整体，显现为公民政治共同体鲜活的自我产生与自我规定。分立必须被把握为自由的内在必然性。在此，否定性展现为自由的必然环节；分立与汇聚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在黑格尔长期持有立法—行政—司法的传统模式之后，他在《法哲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权力三分构想，即权力交织理论，这为政治哲学带来了全新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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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宪法的概念环节中，此处特别关注权力的执行。终点由最终的决议以及共同意志实际执行的开端所确立。第275节之后出现的E—B—A次序倒转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早在第273节中王权、最终决断权力就被赋予了‹顶峰›与‹整体的开端›的功能；另一方面主要在于，黑格尔从第275节开始着眼的不再是立法的运作机制及其应用，而是着眼于君主具有决定性角色的某种可能的权力基本秩序——即包含三个环节的‹绝对自我规定›：宪法与法律的普遍性（A）、作为特殊事物与普遍者相关联的审议（B）以及最终裁决（E）（第275节）。然而，国家的完整概念以及向理念的过渡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这可以通过回溯《逻辑科学》来证实。令人惊异的呈现仅仅包含两种形式，即A—B—E与E—B—A，其中特殊性都居于中项——这是黑格尔规避意图的核心环节。他在文本中未曾公开阐述的真正立场可以通过以下段落得到证明：“正如概念，继而以具体方式理念在自身上规定自身，并由此抽象地设定其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环节，这唯有从逻辑学中——当然不是通常通行的逻辑学——才能被认识。”（GW 14/1, 225）这句插入语指涉了黑格尔的推论学说，而该学说与《法哲学》国家章中的呈现并不兼容。尽管黑格尔承接了传统构想，但他依然可以被解读为‹经典分权学说的激进批判者›，这主要是因为他反对将权力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188]随着他对传统三元划分的改造以及对纵向与横向分权各种形式的呈现，他“比洛克、孟德斯鸠或康德更接近现代观点，例如联邦德国宪法中的观点”。[189]黑格尔的论证整体上指向了对传统分权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概念的批判；该概念虽然包含重要要素，但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却不够充分，因为它更多地将合理的政治宪政理解为机械装置，而非有机体与理念。黑格尔所构想的是分立之中的统一，权力的‹三位一体›，即权力交织。整体的各组成部分或主要机关固然在自身之中是独立的，但同时每一个都在自身中包含着其他环节，从而代表了体系整体，这包含了监督与制衡。黑格尔致力于‹将三种推论中介形式同样作为政治宪法内在构架的基础›，并将其分权学说理解为推论三联体。[190]
出人意料的是，恰恰这一核心思想并没有按照《逻辑学》得到详细阐发。令人惊异的是，这位杰出的逻辑学家并没有提供三个推论之间充分的相互啮合，也没有连贯一致地阐明三个推论的统一步骤。真正的关键在于，黑格尔（GW 14/1, 230及以下）依靠的是尚未展开、尚未充实的概念逻辑，而非三个推论的整体。尽管概念规定应当被理解为‹理念的环节›，但推论的定理却没有被逐一详尽阐明。黑格尔为君主作为最终裁决者、国家元首作为国家三权之一提供了理据说明。然而，所呈现的结构并未吸纳确定权力承担者与法律承担者的秩序，而是吸纳了执行这些权力的可能秩序。对1800年前后当时君主制结构的赞同固然仍有一定基础，但如今看来却像是昔日时代的遗存，并不符合现代伦理。黑格尔对英国议会制以及法国大革命宪法固然抱有部分的怀疑态度[191]，但在纽伦堡时期的一篇文本中，这一问题的表述与《法哲学》中略有不同：宪法“主要确立了个体在与国家之关系中的权利，以及他们不仅依照对政府的选举、而且只要他们一般而言是公民就应当拥有的参与份额”（GW 10/1, 361）。公民通过选举政府而实现的政治参与在此构成了核心。在黑格尔1817/18年的国家理论构想中，议会要素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等级议会（立法权）被赋予了相对于其他权力更大的分量。在《瓦嫩曼听课记录》中，普遍权力与立法权被表述为‹普遍合理的意志›。[192]然而在《法哲学》中，君主立宪制被视为符合现代世界的政治构架。黑格尔似乎鬼迷心窍一般，未能满足自己设立的逻辑要求。但他在此语境中依然极为恳切地坚持逻辑奠基，足见他清楚知晓这一逻辑问题。如果说他在呈现中未能充分契合其逻辑学并违背了自身的标准，那么这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并为了掩饰自己的真实立场。[193]这绝非黑格尔的失误或疏忽，而是对审查官以及以对他怀有敌意的宫廷党派为首的复辟势力代表人物的有意识误导。“黑格尔将国家重构为推论序列，确实以一种表达其真正体系形式的形式展开了伦理国家的逻辑；但有诸多原因导致这种形式在《法哲学》著作中未能以同样的清晰度显露出来。”[194]针对黑格尔对君主的理解而向普鲁士国王进行的密集告密企图证明了这种危险。[195]缺乏共逻辑性、忽视推论学说，显得是《法哲学》中唯一的逻辑败笔。黑格尔凭借精妙与胆魄智胜了普鲁士的审查机制[196]，并寄托于那些将依据《逻辑学》进行重构与纠偏的阐释者，尤其是因为理解政治结构三个领域的决定性基石已经构想完备，只需展开完全的逻辑体系构想即可。[197]
从黑格尔推论逻辑的视角来看，立法权构成了整个国家结构的基石。该权力具有认识并确立各该国家目标的特殊功能，它是宪法的一部分，但宪法是其前提预设。作为一种特殊权力，它同时表现为普遍权力，表现为分权的基础。在确定其议会代表的过程中，公民群体被证明是国家权力的确立者。普遍意志显现为宪法与立法议会。后者代表着将个别性与特殊性（即宪法机关）加以中介的意志。它承担着宪法的进一步发展，这体现于法律的制定以及不断变化的政府事务之中。黑格尔必须澄清众意（volonté de tous）与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之间、一切人的意志与普遍意志之间的关系，澄清关于国家合法性根据的问题。必然性推论——直言推论、假言推论以及决定性的最后推论即选言推论（它同时代表了推论的扬弃）——提供了逻辑上的追溯关联。在必然性推论的中项处于普遍性，即作为普遍合理意志的政治意志，它以公民意志的普遍政治代表方式体现为现实性。[198]在三权之中设定了同一个普遍者，即这些权力的同一性，以合理的政治意志形态呈现的普遍者。随着普遍性处于最后一个式（形象）的中项位置，推论的逻辑形式得以完成。诸权力中的一种必然晋升为整体的根据，晋升为国家政治组织的基础并将诸权力交织在一起。黑格尔的推论学说带来了一个与《法哲学》处于张力之中的结果：为共和制、民主宪法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奠基。只要立法议会这一审级具有根本意义，它就奠定了一种代议制民主结构。普遍合理的意志显现为宪法与立法权；它们可以被思考为充满张力的生动统一。[199]这使得公民与公民群体在合理构建的立法议会中能够处于自身之中，能够是自由的。在其中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结合在一起。普遍性存在于作为普遍公民意志的立法权之中——即民主原则；个别性作为元首存在——即最终裁决者的君主原则；最后，特殊性以政府形态存在——即贵族原则。所有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三个维度的统一，即统治类型（专制、贵族与民主），并表现为被扬弃的环节。‹最佳宪法›必须契合于国家的概念并呈现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将国家概念奠基于自由精神的概念之上，并且公然声称，这种精神的自由在展开的国家概念中保持其效用与存在。以三个推论的形式呈现国家，丝毫没有让这一目标从视野与概念中遗失。”[200]
紧接着关于宪制国家的这些根本考察，接下来呈现了其功能与组成部分：代表形式、公共舆论、媒体、基本权利、抵抗权[201]，以及国家与艺术、宗教和科学的关系。[202]在这一语境中将简要勾勒两个选定要点：一方面是黑格尔对警察国家的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任何宗教与政治原教旨主义的批判。

反对警察国家

黑格尔明确反对实施全面控制与管制的国家，反对对公会、社团与市镇的钳制，反对阻碍自治与辅助性原则，反对对市场原则的指导干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他拒绝规训狂热、控制狂与全面监控的国家模式，即费希特风格的警察国家[203]，这种国家声称为了保障秩序与安全，需要知道每个公民随时随地身在何处：“如果有人买了一把刀，警察就必须知道买来做什么，就必须跟在旁边走，以便防止他刺死别人。……警察本身又必须受到监督，等等，所有这类事情……都会导致无休止的后退。”[204]监督者必须由第二名监督者监督，等等。这样一个国家变成了阿耳戈斯，变成了百眼巨人，变成了全视者。费希特的‹警察国家的苦役船›和杰里米·边沁的圆形监狱描绘了这样一种模式，黑格尔远在乔治·奥威尔对反乌托邦监控国家的批判之前，就极其明确地对其进行了抨击。现代社会不能被组织为边沁式的完美监狱，不能被组织为镇压性的预防国家（米歇尔·福柯将称之为规训社会），即使不断诉诸排查险情的原则也不能这么做。圆形监狱在今天契合于全天候视频监控、电话与网络控制、无节制的数据收集。诸如数据保护和信息自决基本权等根本权利受到侵犯，并破坏了公民对国家秩序的信任——最终形成了一座完美的监狱，即‹玻璃国家›与‹玻璃公民›。[205]黑格尔反对警察国家与监控国家的论证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国家——宗教——科学

唯有“凌驾于特殊的教会之上，国家才获得了思想的普遍性，即其形式的原则”。[206]现代自由国家接纳自身之内的各种宗教，这些宗教不得存在等级高下。政教合一的国家——神权政体、神圣国家——在其中某种信仰受到歧视或压制，信徒受到迫害，宗教活动受到阻碍或禁止，或者不同信仰被挑拨互斗，某一教会的唯一代表权与至尊地位诉求在政治上受到助长，抑或某一教会对政治施加巨大影响，充其量只是前现代的。两个思想决定了黑格尔的立场：首先是国家与宗教具有共同基础的论点[207]；其次是宗教与国家的非同一性，这构成了现代国家与宗教之间复杂关系的特征。现代国家必须尊重宗教内在性的领域（该领域本身并不构成国家的辖区），尊重自我意识主观自由的法权——即宗教自由的原则。所有教会都享有自由践行信仰的权利。这蕴含着相互尊重，并排除了特殊宗教的一切排他性诉求。第270节强调，国家‹只要内容涉及表象的内核，就不能介入其中›，不能介入任何特殊的、无论何种形式的内容，哪怕是基督教内容（GW 14/1, 216）。因此必须区分宗教的普遍内容与特殊内容。尽管如此，特殊的国家在其历史与文化构成中可以带有特定宗教的印记。
双方（国家与宗教）都享有特定的权利并承担特定的义务，而非仅仅拥有其一；这本质上属于它们之间的相互承认。正如自由国家尊重真正的宗教一样，宗教也必须承认国家及其法律。宗教共同体必须尊重自由宪法的原则，这并非总是能在无冲突的状态下实现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句格言导致了国家与宗教之间纯粹的漠不相关，首先忽视了宗教自我理解与伦理自我理解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没有考虑到世俗政权与精神统治都有可能陷入狂妄与任意。
不仅在宗教自我理解的表象世界中，而且在把握性思维活动中，国家与公民地位的思想才具有其最深邃的根据。这关涉到的不是纯粹主观的确信，而是依靠思维活动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知识‹与国家具有相同的形式要素，即认识活动的目的，确切地说是被思考的客观真理与合理性的目的›（GW 14/1, 222）。自由国家与自由科学之间的承认、科学自由的权利以及科学对客观性的义务正是建立在此之上。其基本目标是把握性的自我认识、自由概念的获取以及自由世界的构建。对把握性、思维着的自身规定的权利，对哲学探索自由的权利，具有特殊的分量。与此相关联的是构建作为自由之思维活动的现代法哲学的义务。因此，黑格尔针对其《逻辑学》的提示在此同样适用：对真正自由的思维活动必须至少进行77次批判性践行。



6. 长期艰苦劳作的痕迹——聚焦于重镇柏林

黑格尔在完成《法哲学》之后想必精疲力竭。‹其面容上长期艰苦劳作的痕迹›清晰可见（HBZ 215）。在1820年冬季至1821年夏季这一政治复杂的时期，他担任哲学系院长。他在柏林大学开启的大型系列讲授课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一项挑战。为营救被控参与雅各宾叛乱与颠覆活动的门生并使之恢复名誉，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精力。他的听讲者海因里希·古斯塔夫·霍托记述道，黑格尔显得早衰且驼背，但表现出与生俱来的毅力与力量。苍白而布满皱纹的面孔显露出四十年艰苦思维活动的痕迹，“怀疑的折磨，平息不下的思想风暴的激荡”（HBZ 245）——“凡是在人心中深沉涌动、并可能将其撕裂的一切，对于他自己丰富的心灵而言都绝非异己”（HBZ 252）。在十三年时间里，他凭借《现象学》、《逻辑学》、海德堡时期的《全面教学纲要》和《法哲学》，为近代哲学树立了里程碑。他将不再撰写同样宏篇巨制的论著，但会提出《全面教学纲要》的两个修订版，并聚焦于系列讲授课。由此他已“将一生的英雄伟业置于身后”（Ros 349），无论如何完成了描绘其思维方式基本轮廓的重要体系性论著的写作。接下来便是在讲授课中以及通过两个新的《全面教学纲要》版本对大厦展开进一步发展与精雕细琢的繁重工作。海涅是黑格尔最重要的批判性追随者之一，在柏林时期伊始便报道说这位艰涩深奥的哲学家捕捉到了时代精神。黑格尔在这座普鲁士大都会的公共活动包括引起轰动的系列讲授课、哲学学派的形成、在各种座谈圈子与艺术界的全程参与，以及柏林‹对立科学院›的建立。并非所有的宏愿都结出了硕果，但在那些年的特殊柏林“氛围”中黑格尔不可或缺。现在他也将给自己更多的休憩与放松。
7. 库普弗格拉本的新视野与新忧虑

1820年，黑格尔一家迁入位于库普弗格拉本4a的一处公寓，该处位于施普雷河畔的铁桥与小魏登丹默桥之间[208]，正对着蒙比茹公园与施普雷岛。在黑格尔友人阿洛伊斯·希尔特的提议下，1820年代在岛上兴建了博物馆岛；1830年由申克尔建造的皇家博物馆（今旧博物馆）落成开放。库普弗格拉本4a的邻居曾有金斯基庄园主夫人、受黑格尔赏识的普鲁士上尉冯·许尔森、化学家弗里德里希·维勒，以及曾借住数月（1825年10月至1826年春）的挪威数学天才尼尔斯·亨里克·阿贝尔。在挪威学生楼上的一层，“住着格奥尔格·W·F·黑格尔教授，底楼则是一家啤酒馆”。当挪威人欢度圣诞节时，据说教授曾派女仆下楼探听究竟。当女仆回来说是丹麦学生时，哲学家咕哝了几句关于喧闹的俄罗斯熊的话语。[209]公寓里养过两只鸟，一只金丝雀和一只贝壳拼成的鸟；后者是父亲从荷兰带回来的，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养了鸽子（Br III, 445）。黑格尔的书房里摆放着一张大书桌，上面凌乱地堆放着书籍与纸张。他每天散步，看似迈步艰难，“却比年轻人更硬朗健壮”。他常常停下脚步，边谈边比划手势，或者发出清脆爽朗的笑声（HBZ 254）。就在库普弗格拉本6号住着一位志同道合者——政府顾问约翰内斯·舒尔策（HBZ 209）。讲授课结束后，黑格尔与舒尔策常常就讲座的内容进行辩论。[210]他们一定也谈论过席勒及其子女（舒尔策曾任其家庭教师），以及拿破仑在魏玛的亮相；舒尔策曾在魏玛陪同拿破仑的首席外交官塔列朗。
[image: ]黑格尔在库普弗格拉本4a号寓所的书房。尤利乌斯·路德维希·塞伯斯所绘的著名睡袍肖像画《黑格尔》题有一段引文与题辞：
“真正的驳斥必须深入对手的力量之中，并将自身置于其力量的范围之内：从其外部发起攻击，在他不在场之处自以为是，这对事情毫无助益。——《逻辑学》第二卷，第VIII页。”
“呈献给枢密顾问、国务部长J·W·冯·歌德阁下。”
在书脊上仅可辨认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名字。

黑格尔的三个儿子在短暂的过渡期后[211]就读于多罗特娅城区库普施教师的私立男校。1821年11月，路德维希进入附近著名的法兰西文理中学；克莱斯特、沙米索以及黑格尔的追随者甘斯与卡尔·路德维希·米希勒都是这所文理中学的知名校友。1822年和1823年，卡尔与伊曼努尔兄弟俩也相继入学。米希勒在那里讲授哲学预备训练，数学家让·菲利普·格吕松讲授数学。几乎所有科目都用法语授课。[212]而当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则要求禁止法语教学，并在法国与德意志各邦之间建立一个由猛兽和毒蛇巡逻的边境走廊。在儿子的培养中，黑格尔重视阅读‹古代经典›；在‹拉丁语方面，他努力通过练习给予辅导›。[213]卡尔借助约翰·克拉克的英语语法与语言教程学习英语。黑格尔想必也辅导过儿子撰写关于西塞罗和狄摩西尼的拉丁语演说辞，并辅助他研习《奥格斯堡信条》。[214]
有两件事沉重地压在黑格尔及其家庭心头：其一是妹妹克里斯蒂亚娜堪忧的个人处境，其二是与儿子路德维希之间日益恶化的问题。克里斯蒂亚娜的健康问题与日俱增，陷入忧郁压抑的情绪之中，并在精神疗养机构度过了15个月。[215]黑格尔不幸听信了阿伦的表兄格里茨的评判，后者指责克里斯蒂亚娜傲慢专横。黑格尔在信中对她提出了不公正的指责，后来他懊悔地收回了这些话。1821年她回到斯图加特后，黑格尔定期向她提供经济资助。但她迄今的不幸命运已在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伤痕。1831年的一个插曲证明了她尽管历经种种失望却依然对哥哥怀有深厚的爱。黑格尔将A·L·赫尔德铸造的三枚黑格尔纪念章寄往斯图加特——一枚给妹妹，另外两枚分别给K·W·格里茨和黑格尔的老友卡尔·谢林，后者与其夫人是克里斯蒂亚娜在斯图加特的重要支柱，并为她提供医疗照护。[216]妹妹称赞纪念币“富有深意的构图与精湛的工艺”；那位哲学家的弟弟谢林在“认出黑格尔的肖像并看到他的名字时同样深受感动。我无法向你形容他有多么高兴。……他至少向我道谢了五六次”。[217]
至于路德维希，局势失控了，黑格尔极有可能向妹妹隐瞒了非婚生子路德维希的存在。路德维希身上无疑带着灾难性童年早期的后遗症。他感受到自己在家庭中“在场带来的尴尬”，变得“孤僻、胆怯而顽劣”；惩罚反而适得其反（Br III, 434及以下）。1822年黑格尔汇报了坚振礼以及在文理中学取得的良好进步，但他指出，路德维希与心怀叵测的他人交往是危险的（Br II, 318及以下）。据路德维希自己说他想学医，但黑格尔可能认为他不适合，于是将他送到斯图加特前养母的儿子亚历山大·博恩那里当学徒学商——结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约翰娜·弗罗曼的信件表明，他此前就存在性格问题：她谈到‹路易›‹依然不够亲近且颇为顽固的心›；他“毫无改悔”，“心如坚石”（Br IV/1, 237）。玛丽在丈夫死后的一封信中写道：‹黑格尔希望以永远的沉默，来遮蔽这个被他放弃的、迷失的儿子给他和我带来的难以言表的苦恼与悲伤›。[218]在卡尔与伊曼努尔的回忆录中，对同在法兰西文理学校就读的同父异母哥哥路德维希未置一词。
不仅家庭问题给柏林最初几年的心境蒙上阴影。黑格尔的成功引来了嫉妒者与反对者。在萨维尼与施莱尔马赫于1819年阻挠黑格尔进入科学院之后，鉴于他的教学成功及其不断增长的学术与公众声望，论争愈演愈烈。在《法哲学》与《全面教学纲要》中受到直接和间接批判的人纷纷发起反扑。施莱尔马赫抱怨黑格尔将哲学抬高到宗教之上；昂西永劝阻米希勒不要研读黑格尔；在萨维尼看来，“黑格尔的全部作用性越来越令人担忧”（HBZ 222）。有人居心叵测地试图散布危险的无神论嫌疑；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散布说黑格尔把撒旦与上帝混为一谈，萨维尼则散布说黑格尔的门生背弃了宗教。在渡过“煽动者困厄”之后，黑格尔致信尼特哈默写道，无神论的大棒又在逼近。这也是他打算讲授宗教哲学的缘由之一（Br II, 272）。最终，叔本华出于纯粹的狂妄自大，将自己关于‹全部哲学›的讲授课安排在黑格尔讲授核心大课的同一时间——结果听讲者寥寥无几。[219]与此相反，黑格尔讲课的听众人数“显著增长，早在二十年代初这里便形成了一个正式的黑格尔学派”（HBZ 203）。他的弟子们以及与他相熟的友人、学者和艺术家越来越频繁地在库普弗格拉本聚会。他的公众与学术凯歌势不可挡。而黑格尔并未丧失其施瓦本式的幽默感：当他在歌德生日的前一天应邀参加庆典时，据说他微笑着操着施瓦本口音答道：“很好，不过今天咱们得先为黑格尔干杯，他可是27号出生的”（HBZ 216）。
8. ‹原始现象向绝对者致以最美好的致意并祈请友好接纳›——歌德与柏林时期的黑格尔

一片大池塘结满了厚冰，
小青蛙迷失在冰层之中，
再不能随意呱呱叫也无法跳跃，
却在半梦半醒间暗自许诺，
只要能在上面找到容身之所，
便要像夜莺一般展喉高歌。
暖风吹拂，冰雪融化，
如今它们划动四肢自豪登岸，
在岸边到处大快朵颐，
又像往昔那样大声呱呱叫起。
歌德：《青蛙》——第二行诗句
“迷失在深处”被黑格尔改动

早在19世纪的前十年，歌德与黑格尔就有过数次会面——在伊尔姆河畔、萨勒河畔，还共同出游劳赫施泰特。1801年黑格尔在魏玛拜访歌德，并带来了在耶拿撰写的《差异论文》。这部让黑格尔学术生涯辉煌起步的著作，至今仍陈列在歌德图书馆中，旁边是1807年出版的《现象学》唯一幸存的特种羊皮纸印本。在随后的岁月里，两人保持着联系。弗劳恩普兰的居所和萨勒河畔的城市见证了文学与哲学的数次‹巅峰会晤›。他们就地质学与植物学、色彩学说以及挪威自然哲学家亨里克·斯特芬斯的研究展开辩论。正如歌德在1806年10月耶拿战役与奥厄施泰特战役前夕所记叙的那样，尽管由于法普之间迫在眉睫的战争爆发而“前景黯淡，依然按照昔日的学术惯例与黑格尔深入探讨了若干哲学篇章”（HBZ 75）。
在黑格尔的纽伦堡与海德堡岁月里，光学与色彩学说构成了维系两人的共同主题。关于该主题的交流，由于歌德的思想在黑格尔海德堡时期的《全面教学纲要》中获得积极评价而得到了新的推动。在1818年前往柏林的旅途中，哲学家在魏玛仅作了短暂停留——歌德写道：“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一次更长久的交谈啊。”[220]在关于内视色彩的发现上，他认为黑格尔起到了“见证人”的作用，而黑格尔反过来感谢他对光与色彩之本性的划时代洞见。黑格尔深入研究色彩学说，包括与物理学同行探讨，后者想必代表了歌德与黑格尔所批判的牛顿论点。在黑格尔致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约翰·格奥尔格·特拉勒斯的信中，明确探讨了对牛顿《光学》（Opticks）选段的阐释。[221]这些在1817年版《全面教学纲要》中尚付阙如的思考被吸纳进了柏林版本中。这首先是黑格尔从事经验科学研究的范例，其次表明他避免将经验知识简单不加批判地纳入其哲学之中。针对牛顿派，在光之本性方面，指出了主观方面的重要性。在柏林，同样在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授课》的背景下，聚集了一群立足于经验材料并试图从哲学上把握自然思想的学者；黑格尔迫使那些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从物理学到法学——学会用思想去思考。[222]歌德寄给黑格尔他的论文《论自然科学总论》，在其中他反对康德而站在黑格尔一边：人在其探索中‹不可设限›（Br II, 476）。他在‹基本思想与情意上›与黑格尔相一致（HBZ 358）。在绝对观念论坚硬的外壳之下，包裹着一座在逻辑连贯性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哲学大厦的甘美果仁。
[image: ]波西米亚玻璃酒杯——歌德赠予黑格尔的礼物
歌德：卡尔斯巴德的“玻璃工人马托尼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在玻璃杯上给一条盘绕的蛇覆上一层釉彩，它在透射光与暗色背景下呈现出最美丽的蓝色。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轻微的晃动，巧妙地使黄色变暗并使蓝色变亮，从而产生出绿色与紫色。这里显现出一种原始现象”［Br II, 477］

着眼于歌德的原始现象，黑格尔谈到了‹伟大的精神的自然感悟›，但他补充了自己的阐释，吸纳了实在论原则与建构原则相统一的思想：起初如同“牡蛎一般”封闭的绝对者，通过原始现象的“窗口”向外奋力进入实在性之中；‹精神概念的世界与可见可触的世界相互问候致意›，表达了现象与思想的统一。[223]歌德深受触动——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处于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并向库普弗格拉本寄去了两件“原始现象”：卡尔斯巴德工匠大师马托尼制作的著名玻璃酒杯以及用于光谱实验的玻璃三棱镜（Br II, 477），并附上题辞：
原始现象向绝对者致以最美好的致意并祈请友好接纳。
魏玛 1821年夏初[224]
在诙谐幽默的感谢信中，黑格尔让这只玻璃酒杯通过盛装不同颜色的葡萄酒来履行其特殊规定。他称这种神圣的琼浆是自然哲学的强有力支柱，展现了精神在自然中的临在。魏玛的人们对此开怀大笑，尤其是歌德与黑格尔共同的友人策尔特从柏林来信称，1821年6月6日人们“用这只绝妙的原始酒杯……为所有原始灵魂的健康干杯”（HBZ 227）。这只‹世界之杯›与那些因反复翻阅而边角破碎的歌德来信（Ros 340）一道，成为了黑格尔寓所中最引人注目的展示珍品。黑格尔鼓励弟子亨宁就歌德的色彩学说开设讲授课，亨宁于1822年至1835年间每年在柏林皇家大学公开讲授一次。课程导论以及亨宁撰写的三篇‹色彩学›论文在魏玛受到了极高赞誉，并由歌德予以传播与书评推介。[225]亨宁频繁前往魏玛，与诗人讨论‹色彩学论题›并开展实验。友人舒尔茨向歌德报告了黑格尔构想的色彩学圆盘——黑格尔以其‹与扎实实在知识相结合的精神›给予了他启发（Br II, 485）。[226]1822年，亨宁同样获赠歌德赠送的“一只极其精美雅致的玻璃酒杯”，该酒杯“以最令人惊叹的方式直观呈现了”歌德学说的“基本现象”。[227]在与亨宁的交谈中，歌德一再以‹最亲切、最崇敬的口吻缅怀这位柏林大师›（Br II, 504）。值1823年歌德诞辰之际，弗斯特致信魏玛写道：“我们的哲学家朋友给您寄去了较庄重的礼物，但也愿意为您准备一份较轻快的薄礼。”[228]除了品酒同好之外，歌德尤其看重黑格尔对其色彩学说（这在歌德心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坚定捍卫。尽管两人的世界观有所差异，但这两位泰斗巨擘却十分相契。1826年8月27日至28日夜间，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44号的皇家咖啡馆，门生与友人齐聚一堂，为两人的生日举办了一场传奇的双重庆典。巴黎的维克多·库赞亦列席其中。在弗斯特的喜剧情节演出之后，莫里茨·法伊特、卡尔·韦尔德、弗斯特与勒泽尔发表了祝词并朗诵了诗歌。一个学生代表团呈赠了一只银杯。午夜时分，黑格尔为歌德的健康祝酒；诗歌与科学在此交相辉映。策尔特应歌德之请朗诵了诗作《流浪者之歌》（Wanderlied），并附上了一节新的末尾诗句（HBZ 303及以下）：
从崇山峻岭直到丘陵，沿山谷俯冲而下，那里传来仿佛振翅的声响，那里回荡宛如歌唱的律动；跟随你无条件的冲动，伴随喜悦，伴随良策，愿你的努力充满爱意，愿你的生命化作行动。
莫要依恋停滞在平地，抖擞精神勇敢迈向远方！头脑与臂膀怀揣明朗力量，四海为家处处皆可安身；只要我们在阳光下欢欣雀跃，一切忧愁烦恼尽皆消散；正是因为我们在天地间驰骋，世界才展现出如此辽阔宽广。
然而在这样的良辰吉时，何必顾盼眺望远方？既然寻得了家园的幸福，为何还要在苍茫天际寻觅？幸福属于留在我们身边的人，在坚贞忠诚中自得其乐；在我们痛饮、在我们相爱之处，那里就是丰饶而自由的世界。
被真挚诚恳的礼遇所打动，黑格尔写道：这是“对一生诸多辛劳——予以奖赏的一天”（Br III, 136）。为这两位奥林匹斯泰斗举办的盛大庆典以及《福斯报》上的报道，引来了黑格尔反对者的攻击。国王下令禁止类似的私人庆典；最高审查机关受命压制未来的相关报道：“在国家中仍受好评的哲学可要当心了！宫廷迟早会给它罗织罪名，黑格尔并不比其他人更安全！”（Br III, 402）。直到1859年，《纽伦堡信使报》依然报道了这次庆典引起的巨大轰动及其‹政治色彩›；‹黑格尔哲学直至部级高层都拥有显赫的赞助人，但另一方面却因其危害国家的倾向而屡遭抨击›。[229]
歌德与黑格尔之间的相互推崇在1826年后愈发深厚。黑格尔将第二版《全面教学纲要》附上题辞赠给歌德（见第570页插图）。歌德同意推荐他加入柏林科学批判学会。劳赫的弟子路德维希·维希曼雕刻的黑格尔半身像在歌德的书桌上获得了一席之地，紧邻柏林女演员亨丽埃特·宗塔克的塑像。两人友谊的高潮是黑格尔在1827年与1829年对魏玛的两次造访。他们漫步于美景宫公园、埃特斯堡狩猎行宫，闲聊巴黎与莫里哀，亦探讨色彩。歌德“依旧是老样子，也就是说永远年轻，只是稍显沉静，——这样一位令人敬仰、慈祥、风趣的老人，以至于让人忘却了他是一位天赋异禀、才华精力充沛不竭的崇高伟人”。“我们作为相交多年的忠实老友……聚在一起”（Br III, 205）。奥古斯特·冯·歌德告知这位哲学家，他的父亲早就期盼着这次拜访。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讲授课》与《美学讲授课》中，为这位色彩理论大师兼诗人树立了一座丰碑。
[image: ]这尊由路德维希·威廉·维希曼雕刻的黑格尔半身像曾安放在歌德的书桌上

歌德并没有成为绝对观念论的信徒——“他学说的基础处于我的眼界之外”。[230]尽管如此，他依然将黑格尔视为该时代首屈一指的哲学思想家。一则轶事或许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是关于黑格尔造访后歌德与其儿媳奥蒂莉的一段对话记述。她说在客人那里听到了“一种全新的术语”，“一种在精神上跳跃奔腾的表达方式，这位论证越来越激越生动的先生嘴里说出的奇特哲学公式”，这令歌德陷入了沉默。当被问及觉得这位客人如何时，据说她回答道：“古怪！我说不上来，他究竟是机智深刻还是糊涂混乱。”对此歌德意味深长地微笑道：“好啦，好啦！我们刚刚是同当下最著名的现代哲学家，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共进晚餐呢。”[231]
9. 黑格尔与柏林艺术界

“警察的窥探之眼”、“监狱的围墙”、“士兵的刺刀和书报审查的剪刀”（Ros 362）——这一切都是复辟时期警察国家的标志，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大都会的政治生活陷于瘫痪。这一空白部分由日益受到重视的艺术和黑格尔的哲学所填补。[232] 这十年间柏林引人瞩目的事件与人物，首当其冲的是黑格尔的讲授课、戏剧与歌剧演出，著名女歌唱家亨利埃特·松塔格与保利娜·安娜·米尔德、男演员路德维希·德夫里恩特、哑剧演员夫妇阿玛莉与皮乌斯·亚历山大·沃尔夫的登台亮相，以及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策尔特、海涅、沙多、劳赫、申克尔、诸位画家与艺术商及收藏家等人的作为。艺术的角色正在转变：剧场由宫廷剧场变为市民剧场，宫廷藏品迁入公共博物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马太受难曲》（Matthäus-Passion）在宗教崇拜仪式之外被公开演出。黑格尔对艺术界“严肃而愉快的投入”，这种“以独特的精神浸透了整个艺术领域”的态度，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充满激情地沉醉于音乐；对于绘画，他拥有一种天生的鉴赏力。他在诗歌领域处处如鱼得水，而对于建筑与雕塑，他至少拥有最敏锐开放的领悟力，并不断努力加以深化发展”（Ros 347及下页）。通过阅读诸如《柏林哲学、历史、文学新月刊》（Neue Berliner Monats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Geschichte, Literatur）（由黑格尔的学生弗斯特和亨宁主编）、《柏林诗歌、文学与评论谈话报》（Berliner Conversations-Blatt für Poesie, Literatur und Kritik）、《音乐报》（Musikalische Zeitung）、《戏剧年历》（Theateralmanach）和《柏林快邮报》（Berliner Schnellpost）等期刊，黑格尔始终紧跟文化界的最新动态，并不时发表见解介入其中。
艺术成了“柏林社会唯一的共同中心”（Ros 349）。黑格尔的声音举足轻重，他的出版物在公共辩论中无处不在。一种对他而言十分陌生的偶像崇拜悄然滋生，夺走了他的宁静。他极微小或假定的言论，都被辩护者加以颂扬，被反对者加以讽刺和歪曲。过火的黑格尔主义化艺术批评与充满仇恨的评论构成了两个极端。专注的哲学工作与外部喧嚣之间的裂隙急剧扩大。罗森克兰茨看到了这一问题，即黑格尔必须在“反抗传统平庸与陈腐见解琐碎的革命性反击中，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开辟出自由空间……”（Ros 353）。追逐消遣与追求浮华外表的气氛也影响到了他。黑格尔并非通盘对这种被大肆宣扬的惬意生活免疫。与古怪的艺术评论家莫里茨·戈特利布·萨菲尔的交往以及为娱乐期刊撰稿，引发了他的一些追随者和学生的批评。到了1820年代中期，黑格尔扭转了方向，这表现在科学批判学会（黑格尔的“反科学院”）的创立，以及对第二版《全面教学纲要》的紧张筹备之中。
1. 作为圣地的剧场

“剧场是柏林公众最神圣的事业……在缺乏代议制宪法和自由媒体的情况下，整个柏林民族对剧场自由地思考与书写……它是柏林大型谈话缩绒机强大的驱动轮，是柏林公共生活的唯一中心。”[233] 剧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受限制的要素。“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剧场狂热都从未如此绝对地成为生命原则、生存条件……以及整个社会的脉搏。”[234] 除了审美享受之外，黑格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处理世界目的的剧目上，诸如法权、权能、声望、统治欲、专制暴政、叛乱、道德与政治冲突等主题。除古代悲剧和喜剧舞台作品外，黑格尔高度评价莎士比亚、席勒和歌德的戏剧。他对莎士比亚的偏爱——认为后者几乎不可企及地综合了古代与现代悲剧——因德夫里恩特的精湛演技（饰演李尔王、理查三世或夏洛克）以及沃尔夫饰演的哈姆雷特而更受激发。人物在与环境的斗争中可能自我毁灭的撕裂感与矛盾性，现代社会性的基本特征，被搬上了如今比世界更具意义的舞台。这在《唐·卡洛斯》（Don Carlos）的演出中得到了体现，沃尔夫饰演作为思想自由象征的波萨侯爵，而深受黑格尔崇敬的奥古斯特·克雷林格-施蒂希饰演艾波莉。在《华伦斯坦》（Wallenstein）中，同样涉及德国的统一与和平等根本问题。《强盗》（Die Räuber）中的卡尔·摩尔则代表了对过时旧秩序的抵抗。黑格尔观看了拉济维乌编曲的《浮士德》（Faust）演出，沃尔夫饰演浮士德，克雷林格-施蒂希饰演玛格丽特，这是一场围绕科学与世俗生活冲突的“绝对哲学悲剧”。[235] 1821年，新剧院以歌德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e）拉开揭幕序幕，阿玛莉·沃尔夫担任主角。
黑格尔也很享受比德迈时期盛行的一些喜剧，这些作品契合他开朗幽默的天性。在阿里斯托芬式的典范式欢快嬉戏中，关涉的实则是“最辛辣严肃的事情”，即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在近代作家中，黑格尔在这一领域也钟爱莎士比亚，后者在“更深沉的充实性与幽默的内心性”中展现了喜剧的自由主观性，例如德夫里恩特在《温莎的风流妇人》（Die lustigen Weiber von Windsor）中饰演的传奇角色福斯塔夫，这早在黑格尔读文理中学时就已是他挚爱的作品。此外，莫里哀的《吝啬鬼》（Der Geizige）、由德夫里恩特主演的《贵人迷》（Der Bürger als Edelmann）[236]和《伪君子》（Tartuffe）也博得了他的喝彩。他喜欢恩斯特·劳帕赫（由克雷林格-施蒂希参演）的喜剧《两位守夜人》（Die beiden Nachtwächter）和《论归正者》（Über die Bekehrten）；不过在对后者的书评中，他批评了对偶然性过度戏弄的做法。[237] 除克雷林格-施蒂希和沃尔夫夫妇外，黑格尔的密友圈还包括劳帕赫、诗人卡尔·沙尔和萨菲尔。这为讨论政治事务、关乎人类重大关切提供了丰富的话题，构成了反抗现存政治万马齐喑局面的一个侧面。而海涅、青年德意志和三月前夕运动的叛逆新一代，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茁壮成长起来的。

2. 柏林文坛——黑格尔、海涅与青年德意志

黑格尔是一个有品格的人。
海因里希·海涅

凭借对“从思想的阴影之境通往美之领地”（特奥多尔·蒙特）之路的描绘，黑格尔成了1820年代诗歌新潮流、海涅以及在历史上以“青年德意志”之名留名的作家们（尤其是卡尔·古茨科、海因里希·劳伯、特奥多尔·蒙特、阿道夫·格拉斯布伦纳）的思想推动者。他们试图开辟新的文学道路，同样带着反抗“政治万马齐喑”的进步叛逆意图。上述人物都是黑格尔讲授课的听众和他著作的读者。对他们而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艺术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Kunst）及其对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和整个艺术的阐述。热切阅读黑格尔著作的古茨科[238]看到，由于德国的政治运动遭到压制，哲学成了“当务之急的科学”：[239] 导致这一发展的原因有二：其一，自由的现代艺术再也不能被局限于“古典”的法规之中；黑格尔使用形容词“浪漫的”（romantisch）来指称整个现代艺术，便已表明了这一点。黑格尔所探讨的严肃文学作品涵盖面极广：与但丁一同穿行并忍受《地狱篇》（Inferno）的苦难，与《唐吉诃德》（Don Quixote）一同与风车搏斗，《项狄传》（Tristram Shandy）被视为第一部激进的现代小说。黑格尔与《拉摩的侄儿》（Rameaus Neffen）论辩，与海恩泽一同扬帆驶向极乐之岛，与荷尔德林一起阅读希佩尔的《生平历程》（Lebensläufe）并就《许佩里翁》（Hyperion）与他切磋争论。《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的结尾题献给了席勒，让·保罗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与歌德一同安坐于《西东诗集》（West-östlicher Divan）之上。据劳伯所言，黑格尔在艺术与诗歌方面无所不知；他在艺术事务上的判断“敏锐练达且论据充足”。[240] 第二个原因在于黑格尔思维活动的文化政治意蕴。他将自由艺术置于宫廷贵族艺术的对立面；从而与晚期浪漫派的某些代表人物处于矛盾之中。“新德意志宗教爱国主义艺术”[241]是由带有反犹与反法倾向的复辟历史观所支撑的。海涅后来以辛辣尖刻的笔调对此猛烈抨击：晚期浪漫派的乌鸦飞向“阴暗的古堡废墟与古老教堂尖塔”，“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前往维也纳，并在那里每天听弥撒”。[242] 阿尔尼姆为“德意志座谈会”创作的创立之歌，典范式地展现了旧基督教复辟主义、普鲁士民族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的精神做派。[243] 在黑格尔看来，克莱斯特和E. T. A. 霍夫曼笔下的人物，尽管情境极具鲜活性，却始终滞留于分裂与撕裂之中；主导一切的是人类生存的“黑夜面”，即深渊般的、彼岸性的、狰狞可怕与幽灵鬼魅之物。
海涅在1821年夏季学期以23岁之龄在柏林开启大学学业，是受黑格尔哲学影响的文人中最卓越的一位。这位年轻的犹太诗人听取了黑格尔的一系列讲授课，涵盖《逻辑学》（Logik）、《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宗教哲学》（Religionsphilosophie）、《历史与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und der Kunst），并在此过程中领会了“他机智的哲学击剑方式”。[244] 在他眼中，黑格尔是德国哲学革命的最卓越代表。然而，精神上的变革之后必然要紧跟一场政治变革。在关于黑格尔的已提及的海涅轶事的三个版本之一中，两人就《法哲学》序言中那句假定的丑闻警句展开了交谈；在两人用餐并喝过咖啡后，海涅站在窗前，凝望繁星点点的夜空，把群星描绘成享福之灵的居所。黑格尔向这杯美酒中泼了冷水：星星不过是天界上一块发光的麻风斑，“星星算不得什么，但人所寄托其中的东西，才正是关键所在！”（HBZ 236）
尽管这些年轻诗人们后来与黑格尔拉开了距离，但他们的思维活动仍然深受其深刻塑造。蒙特将黑格尔的理智存在视为柏林公共生活的主要要素之一，劳伯则将其称为“此地一切高等文化的气体，从这里悄然弥漫到所有学术领域与各省”[245]。在古茨科看来，黑格尔航行在思维活动的大海之上。[246] 1830年，古茨科从黑格尔手中接过了柏林大学的一项奖项，据说当时巴黎七月革命的炮声在大礼堂内回响。1835年，海涅与青年德意志派的所有著作均遭查禁。在1820年代中期听取黑格尔演讲的格拉斯布伦纳，后来成了革命性三月前夕运动的著名代表，并完全遵循黑格尔的精神写道：“我们就是国家。”在1826年的生日演讲中，黑格尔带着赞赏之情表示，如今年轻一代必须成为向前推进的力量。他的学生米希勒向他呈递了一份关于在暮色中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这一隐喻的假定为大胆的解释：“破晓黎明的雄鸡报晓，预示着世界的一个年轻化的形态”；据说大师带着“赞许的微笑”接受了这一解释（HBZ 331）。
黑格尔结识了奥地利诗人弗朗茨·格里尔帕策，瑞典和丹麦作家佩尔·丹尼尔·阿马德乌斯·阿特博姆与约翰·卢德维格·海伯格，[247] 他与但丁和阿里奥斯托的通晓者卡尔·施特雷克富斯及格里斯保持交往，与瓦特堡节的参与者、诗人海因里希·威廉·施蒂格利茨以及韦尔德结为好友，两人都成了他的狂热崇拜者。黑格尔与沙米索、罗伯特、卡尔·霍尔泰以及路德维希·蒂克的往来则较为疏离，他在德累斯顿数次与蒂克会面，但两人关系最终因一次对莎士比亚的解读分歧而决裂（HBZ 332, 215及下页）。黑格尔与听取其讲授课并在黑格尔、著名语文学家菲利普·奥古斯特·伯克以及劳默主持下顺利通过大学考试的施蒂格利茨建立了密切联系。最后，黑格尔还与友人约翰内斯·舒尔策和海因里希·迪斯特共同推动了首部荷尔德林文集的出版，为这部最初的出版物遴选作品，包括席勒年历中的荷尔德林诗作以及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曾与诗人深入讨论过的悲剧《恩培多克勒之死》（Tod des Empedokles）。这部于1826年问世的小书是黑格尔为老友效力的最后一桩善举。1830年，他与玛丽安娜公主一同带着欣喜与怅惘回忆起荷尔德林及其《许佩里翁》（Hyperion）。

3. 从策尔特到门德尔松·巴托尔迪，从莫扎特到罗西尼

黑格尔积极参与柏林的音乐生活，从沙龙奏乐、策尔特的歌唱学院直到观看歌剧。正如同时代人所报道的那样，他有时甚至提前结束讲授课，匆匆赶往对面的歌剧院或国王城剧院。他是门德尔松家的常客，那里的两位后辈范妮与费利克斯展现了他们的才华；后来费利克斯还听取了黑格尔的讲授课。他与策尔特保持着极佳的交情，就音乐美学问题与他交流心得。音乐“打破了1820年代的坚冰”，因为与文学不同，音乐“无须如此公开地阐明立场，而且其语言不知边界为何物”。[248]
在歌剧中，不同的艺术形态融为一体，音乐与剧本的诗意以及作为绘画性与建筑性结合的舞台美术交织在一起；黑格尔也是如此看待的。对他而言，人的声音就是最根本的乐器。他对莫扎特、格鲁克和罗西尼的作品怀有特殊的偏爱，尤其是对米尔德和松塔格这两位歌剧女歌唱家。两人都是当时各自领域中最具魅力、享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在歌剧院里，“这位教授热情地为女歌唱家米尔德喝彩，或在国王城剧院为松塔格鼓掌”（HBZ 301）。两人都是黑格尔家的座上宾；大家在沙龙和音乐之夜相聚。米尔德令人惊叹的演艺生涯始于萨列里的授课，随后被约瑟夫·海顿发掘，贝多芬特意为她创作了《费黛里奥》（Fidelio）的主角，拿破仑更是被她迷住并试图聘请她去巴黎。1816年，她在柏林演出了380场，出演格鲁克的歌剧（黑格尔大概全部观看了）、莫扎特的歌剧、歌剧总监加斯帕雷·斯蓬蒂尼的作品以及亨德尔的《弥赛亚》（Messias）。[249] 就像黑格尔一样，她在犹太家族贝尔和帕尔泰家中也是受欢迎的常客，在后者家中她还与国际巨星安杰莉卡·卡塔拉尼一同做客。[250] 在那里，伯恩哈德·克莱因由米尔德主演的歌剧《狄多》（Dido）也上演了；黑格尔在场。1820年，雕塑家沙多和劳赫，以及黑格尔在法兰克福的熟人、如今的同事卡尔·李特尔，与艺术专家迈尔一同观看了克莱因安排的由米尔德主演的《唐璜》（Don Giovanni）。教授盛赞她歌剧唱段中的“激情与充满灵魂的充沛穿透力”（Br III, 71）——“种种迹象表明，尤其是米尔德夫人似乎对他的心构成了危险”（HBZ 536）。
黑格尔也被四处蔓延的“松塔格热”所感染。女高音歌唱家亨利埃特·松塔格被柏林人亲切地称为“神圣的耶特”，被歌德誉为“翻飞的夜莺”。卡尔·玛丽亚·冯·韦伯发掘了她，并将他的歌剧《欧丽安特》（Euryanthe）的主角交给她演唱，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首演中也能听到她的女高音。在国王城剧院，她演唱莫扎特，尤其是罗西尼的作品。她像这位教授一样对这位意大利作曲家推崇备至，而罗西尼也是她的仰慕者。格里尔帕策记述了他在黑格尔家中遇见“娇小可人的松塔格”、众人愉快攀谈并聆听她迷人歌声的情景。黑格尔还制止了一场因她而起的萨菲尔与沙尔之间的决斗意图（HBZ 296, 536及下页）。“黑格尔在柏林女性的陪伴中感到格外惬意，正如她们反过来很快便怀着偏爱悉心照料这位善良而风趣的教授一样”（Ros 359）。除了这两位歌剧明星外，除女演员克雷林格-施蒂希之外，他还倾慕路德维希·罗伯特的妻子、柏林最美丽的施瓦本女性弗里德里克·罗伯特；他给她写了生日信，并将夹心巧克力送到了剧院包厢——“黑格尔是弗里德里克·罗伯特之美的狂热崇拜者，他也因为她是施瓦本同乡而喜欢她”（Br III, 475）。
致弗里德里克·罗伯特的十四行诗
离开柏林吧，带着它那厚厚的黄沙，
寡淡的清茶，以及那些风趣的人，
他们早已凭借黑格尔式的理智，
把握了上帝、世界以及他们自身的意义。
海因里希·海涅

在阿玛莉·贝尔的沙龙里，黑格尔结识了她的儿子海因里希·贝尔和年轻的钢琴家兼作曲家贾科莫·迈耶贝尔。海因里希娶了摩西·门德尔松的孙女，并像他的兄弟一样崇拜罗西尼，是策尔特歌唱学院的成员。他在黑格尔和亚历山大·冯·洪堡那里听讲授课。韦伯在执导《欧丽安特》（Euryanthe）演出期间就住在这对年轻夫妇家中。此外，贝尔还收集贝多芬手稿——例如第四和第七交响曲以及《费黛里奥》（Fidelio）的部分总谱。这位古怪的收藏家、贝尔家族的“害群之马”经常陪同黑格尔散步。他们借斯蓬蒂尼和韦伯的名字谈论柏林音乐生活中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德意志浪漫主义歌剧（如霍夫曼的《乌丁娜》（Undine）和韦伯的《魔弹射手》（Freischütz），黑格尔与策尔特一同批评其中的撕裂感、矫揉造作与刻意求工），另一方面则是莫扎特和罗西尼；霍夫曼曾将后者的音乐贬称为“空洞的悦耳刺激和甜腻的罗西尼柠檬水”。而在黑格尔看来，莫扎特的《魔笛》（Die Zauberflöte）和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Der Barbier von Sevilla）则典范式地代表了现代浪漫主义音乐艺术。黑格尔的音乐美学至今仍被视为最深邃的理论，这主要归功于他对罗西尼的阐释。[251] 黑格尔结合他的自然哲学和主观精神学说，借由音乐的音调与声响规定了外在性的双重否定。鸣响消逝，并在内心性的精神存在形态中被扬弃；在音调的感性及其多样的和鸣中，精神性的东西得以表达。在罗西尼那里，旋律和人的声音获得了突出的重要性。歌唱是内心性最直接的表达——“作为作曲家的罗西尼与黑格尔的美学精神相通”[252]。罗西尼给予歌唱家在演唱中自由发挥的余地，对黑格尔的现代浪漫主义艺术构想具有重要意义；演唱者能够自发地从自身创作出花腔，他们自己就是“作曲家”。罗西尼“以其自由的旋律越过千山万壑”。我们听到的绝非空洞的悦耳刺激，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其深情、充满灵气、直透内心与心扉的音乐”；[253] 他的作品“令人心醉神迷地飘向听众，正如它们要求歌唱家具备极高超的技艺一样”。[254] 在柏林，黑格尔还聆听了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演奏，熟悉了肖邦的夜曲。有一次在黑格尔家的一次聚会前，钢琴家约翰娜·金克尔本应演奏。因为钢琴损坏，大家便转移到这位女艺术家附近的住所。“哲学家手提大油灯带路过街，其他人手持蜡烛紧随其后。”（HBZ 449）

4. 造型艺术与艺术史的柏林学派

黑格尔能够接触到重要造型艺术家以及艺术史这一新学科训练的真正创立者的圈子。他对画室、油画收藏内情、展览与博物馆的洞察，使他得以不断发展自己的美学。此外，他对博物馆格局的重塑、杰出的艺术盛事以及艺术批评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他身上，文化生活、对艺术的历史性观察与哲学性观察交织在一起。一些艺术家和艺术通晓者聚集在黑格尔周围。“人们乐于同画家策勒——一位随和的施瓦本人……以及来自海德堡的施莱辛格和克斯特交谈造型艺术作品。这三个人此前都曾在海德堡的布瓦瑟雷画廊从事名画修复工作，如今为了相同的目的受聘于柏林博物馆的收藏部门。”（HBZ 452）新柏林人中的另一派是以艺术史家施纳泽、瓦根和库格勒为核心的群体，他们都是黑格尔的听众。黑格尔交往圈子中的第三类人是柏林雕塑学派的成员沙多、劳赫、弗里德里希·蒂克和维希曼，画家勒泽尔，以及艺术专家希尔特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鲁莫尔。黑格尔从这些汇聚并融入其思考的专业知识中获益匪浅，发展出一种富有创新性的现代自由艺术哲学。施纳泽坦承，他跟随老师前往柏林，悉心钻研其《全面教学纲要》与《精神现象学》，以便能够把握“广阔的视野”以及包括艺术哲学在内的体系全局。历史与“逻辑思想范畴”的结合对他而言意义重大。[255] 出于体系的目的，普遍历史维度与史料批判的经验维度必须融合在一起。瓦根和鲁莫尔在柏林艺术博物馆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瓦根将关于胡贝特和扬·凡·艾克的重要艺术史研究著作呈赠给黑格尔。他们一同参观了米努托利藏品，这是埃及馆的基础藏品，黑格尔在此期间期望能得到行家的“指教”（Br III, 5）。在蒙比久宫中，可以看到古代艺术的杰作，雅典卫城《埃尔金大理石雕》（Elgin Marbles）以及希腊神庙《阿波罗·埃皮库里奥斯》（Apollon Epikurion）的石膏模型。瓦根后来作为“反科学院”成员，以及在1827年由黑格尔好友弗斯特创立的科学艺术协会中发挥作用，之后担任画廊馆长并成为柏林大学首位艺术史教授。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Italienische Forschungen）与瓦根论凡·艾克的著作并称为柏林艺术史编纂学派的奠基性文献。在1828/29年的最后一门“美学讲授课”中，黑格尔详尽探讨了鲁莫尔关于意大利艺术的著作。他视鲁莫尔为“我们时代最博学的艺术鉴赏家之一，他进行了最丰富的考证，同时对一般的崇高与美进行了深刻反思”。[256] 索利藏品（约9000幅油画，黑格尔部分在纽伦堡时就已熟悉）为绘画史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宝库。[257] 皇家宫殿中的画作、朱斯蒂尼亚尼藏品以及纳德勒藏品也对此作出了贡献。曾就读于海德堡、罗森克兰茨的好友库格勒以及黑格尔的学生霍托也可以被算作柏林艺术史学派的代表。黑格尔是通用艺术史起源中的幕后关键推手。黑格尔也很看重瓦根-鲁莫尔派在博物馆建设中的对手、柏林首位考古学教授兼柏林藏品始祖之一的希尔特。黑格尔仔细研读了他在造型艺术史和古典建筑方面的论著；希尔特还为他提供了在布拉格和维也纳观摩艺术品的精确建议。有许多迹象表明黑格尔在艺术界拥有极佳的人脉网络。策勒[258]与策尔特、勒泽尔一样参加了黑格尔在蒂沃利举办的最后一次生日聚会。清晨六点，黑格尔与雕塑家本人以及格奈泽瑙将军、范哈根一同审视了劳赫创作的布吕歇尔雕像。在1830年的柏林艺术展上，除了劳赫的作品外，劳赫的学生维希曼创作的黑格尔胸像也在其中展出。[259] 同年，策尔特与勃兰登堡门胜利女神四马战车的创造者沙多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与黑格尔相聚“博士庆宴”。他在1828年4月8日和18日参加的两场丢勒纪念活动也证明了这些联系。弗斯特的科学艺术协会（成员除黑格尔外，还有劳赫、沙多、弗里德里希·蒂克、瓦根、希尔特、申克尔、勒泽尔等，名誉会员包括洪堡兄弟）于4月8日举行了由蒂克主持的庄严会议来庆祝这一周年纪念。霍托和沙多发表演讲，弗斯特在宴会上致辞。[260] 4月18日，黑格尔也所属的普鲁士国家艺术之友协会举办了百年纪念典礼，他曾向协会主席沙多为自己和妻子索要了门票。队伍列队庄严地从菩提树下大街的艺术学院行进到歌唱学院，维希曼气势恢宏的丢勒雕像矗立在入口处，左右两侧陈列着蒂克的四座雕塑，乐队前摆放着劳赫的纽伦堡丢勒纪念碑缩小复制品。开幕式上演奏了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一部交响曲；专题演讲之后紧接着是由他创作的一部康塔塔，由歌唱学院和爱乐协会在策尔特指挥下演出，独唱演员是德夫里恩特和米尔德。沙多在庆典宴会上发表讲话。
卡尔·黑格尔记述了鲁莫尔的一次造访，“他作为《烹饪艺术的精神》的作者令女主人感到局促不安，但为了安抚她，他亲自动手调制了沙拉”，那是他“极度质朴”的拿手菜之一。[261] 那天晚上充满了意大利的气息；人们大概谈论了鲁莫尔关于意大利艺术史的研究，[262] 以及锡耶纳的胡椒面包、博洛尼亚香肠和罗马人帕尔马罗利制作的意大利宽面。黑格尔强调，在味觉中同样蕴含着感觉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GW 22, 78）。或许正是这位思维艺术家启发了这部烹饪学著作的书名：《烹饪艺术的精神》（Der Geist der Kochkunst）。这位施瓦本哲学家在多次午餐时，或许也曾练习过一句广为流传的柏林口头禅：
噢，天哪！
一只烤得香香的鹅
是上帝的一份美妙恩赐！


10. 黑格尔的欧洲漫游

1. 德累斯顿

在完成了哲学探索之旅后，黑格尔在中欧和西欧展开了多次旅行。他的目的是教化、休养、游览名胜古迹以及探访熟人，但核心始终是艺术。在1819年9月与家人在吕根岛度过休养假期后，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两次在秋季前往德累斯顿，部分行程与玛丽及弗里德里希·弗斯特同行，并拜访了弗里德里希的兄弟卡尔·弗斯特——一位文学史家兼彼特拉克、塔索和但丁作品的译者。受到柏林纪念拉斐尔百年诞辰庆典的启发，黑格尔在德累斯顿画廊观赏了《西斯廷圣母》（Sixtinische Madonna），以及安东尼奥·柯勒乔的画作。人们参观了古代艺术品收藏，并聆听了路德维希·蒂克朗读卡洛·哥尔多尼的作品。人们还漫步于萨克森小瑞士的风光旖旎之地，游览了皮尔尼茨宫。

2. 走出国门——荷兰之行（1822年）

在早年客居瑞士之后，黑格尔的首次出国旅行前往了荷兰。黑格尔写给妻子的信件记录了旅行的目的地与见闻。他在途中就已完成了令人瞩目的行程安排，从马格德堡大教堂到布伦瑞克和卡塞尔的画作收藏——在那里便已看到了“杰出的荷兰画家作品”——还有威廉高地上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雕像、马尔堡图林根圣伊丽莎白之墓、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诸城，在科隆参观了葡萄酒商约翰·巴普蒂斯特·希恩与海因里希·希费尔的藏品、雅各布·利费斯贝格和费迪南·弗朗茨·瓦尔拉夫的藏品、大教堂，直至贝滕多夫藏品和亚琛大教堂，他甚至坐上了查理大帝的硬石王座。在比利时，他参观了鲁汶和安特卫普的大教堂，以及滑铁卢战役这一值得纪念的历史遗址。抵达阿姆斯特丹后，藏有伦勃朗及其他荷兰大师作品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成了他的首要目的地。在旅途中，他拜访了同道与友人：在耶拿时的听众阿贝肯、波恩的瓦尔特、他在布鲁塞尔的学生兼忠实友人范·格尔特，以及马格德堡的法国数学家兼革命家拉扎尔·卡诺。漫步在阿姆斯特丹这座“自由、富庶、热爱艺术的市民城市”中，他或许想到了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写给玛丽的信件包含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描写，描述了荷兰漫步途中抑或莱茵河畔的风光：“美丽的月光洒落在流经我窗前的莱茵河上；我平生从未听闻啼叫的猫头鹰，在河畔奏响鸣唱。”[263] 密涅瓦的猫头鹰或许也一同放声齐鸣。

3. “沉醉于精神享乐”——布拉格与哈布斯堡大都会维也纳（1824年）

途径德累斯顿前往特普利采，他在那里享用了泉水、热矿温泉并领略了美丽的波希米亚风光。沿着秀美的伏尔塔瓦河谷，他继续前往布拉格。他曾三次造访这座伏尔塔瓦河畔的城市，频率之高在其他欧洲大都会中无可比拟。除了文化史层面的兴趣外，还有一个家庭原因：玛丽的一位叔父约翰·格奥尔格·冯·哈勒施泰因男爵自1820年起在布拉格的库切拉军团担任上校。从这位上校的妻子利茜·亨尼格的兄弟、学者约瑟夫·亨尼格那里，黑格尔得以了解许多布拉格的名胜。根据希尔特的建议，黑格尔在各阶层画廊、原耶稣会学院的皇家图书馆、十字军骑士修道院、卡尔施泰因城堡以及赫拉德恰尼的圣维特大教堂观赏了“古德意志珍品”（Br III, 51）。他领略了极为精美的古德意志与古荷兰画作，鲁本斯与伦勃朗的作品，以及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作（很可能是《海边月出》）。他走过查理大桥，从小城登上布拉格城堡；大桥与城堡的景致令他心旷神怡。他主动结识格奥尔格·冯·布夸伯爵；黑格尔很可能读过这位著名国民经济学家于1815年出版的著作《国民经济理论》（Theorie der Nationalwirthschaft）[264]，书中借鉴了斯密的观点，将劳动、生产与深加工（精炼）视作国民财富的源泉。书中还探讨了劳动分工、普遍的世界交往（整个世界被规定为集市）、为确保繁荣的可持续性（农林业的持续需求）。这篇论文中的一个思考必定引起了黑格尔的极大兴趣：通过在公民之间尽可能平等地分配财富来促进普遍且持久的繁荣，尤其是财富应当流向生产性工人阶层。根据人道原则，劳动者通过适度劳作即可获得生计，并享有接受精神教化的时间，而每个人作为人与公民都应当分享这种教化。[265] 布夸主张建立一个立足于“繁荣事业、良好治理与多样化教化机构”之上的社会国家，这一主张可能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给予了他启发。
维也纳之行对艺术哲学讲授课产生了显著影响，尤其是对音乐与绘画美学，黑格尔惊叹于“最壮丽的珍宝”。他引用席勒的《唐·卡洛斯》（Don Carlos），热情洋溢地谈及“在阿兰胡埃斯的美好时光”（Br III, 60）。他的行程安排极为紧凑。正是在这座多瑙河大都会，他真正发现了罗西尼的意大利歌剧。米尔德曾极力向他推荐意大利歌剧的客席演出——“最初的声音便是自由与激情”（Br III, 71）。歌唱家们，尤其是约瑟芬·福多尔，以其歌声的力量、甜美、纯净与完美自由大放异彩。黑格尔观看了《奥赛罗》（Otello）和《泽尔米拉》（Zelmira）的演出，以及两次《塞维利亚的理发师》（Barbier von Sevilla）。歌声“自发地产生并发明出表现力与花腔”，他们在作曲（Br III, 56及下页）。他在维也纳河畔剧院满怀激情地聆听了福多尔在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Figaro）中的演唱。他参观了圣史蒂芬大教堂，造访了美景宫的帝国绘画收藏、卡尔大公的收藏、列支敦士登收藏以及埃斯特哈齐收藏。他去了古代艺术陈列室、皇家图书馆和动物学博物馆。黑格尔对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大师的杰作赞叹不已。他漫步于普拉特公园、克恩滕大街；参观了美泉宫。在努斯多夫，他品尝了几杯金黄的美酒。他专程拜访了格里尔帕策。他去了城堡剧院，还去了利奥波德城剧院观看著名的木偶戏卡斯珀尔：黑格尔置身于木偶剧场。

4. 骑驴拜访卢梭——1827年在巴黎

看哪，孙辈满怀崇高战栗，
前往他的墓前朝拜，如同前往智者、
那位显赫之人的墓前，杨树沙沙，
微风拂绕着他在岛屿上沉睡
荷尔德林论卢梭的隐栖庐

沿着摩泽尔河与马恩河，途经瓦尔密风车——1792年的那场革命战役曾让黑格尔深为萦怀——以及阿提拉败给狄奥多里克一世的古战场，他一路奔向巴黎。在沙隆、朱维尼和埃佩尔奈，黑格尔品尝了香槟酒。维克多·库赞陪同他穿行于这座“文明世界的首都”（Br III, 183）。他们造访了高卢雄鸡啼晓、开启近代黎明的地方。塞纳河畔的万千风光令黑格尔几乎目不暇接。他前往巴士底狱，每年的7月14日他都会为攻占巴士底狱而举香槟庆祝。在这座城市里，他渴望带着“激情与狂热”（Br III, 197）逗留数月之久。许多法国回忆与这座城市紧密相连：在图宾根时蒙贝利亚尔同学唱起的《马赛曲》，当年在巴黎活动的革命支持者厄尔斯纳与克尔纳，雅各宾派断头台的恐怖，前往法语区沃州的旅行以及对卡尔吉伦特派战斗檄文的翻译，在耶拿的拿破仑，柏林的法语文理中学。他在蒙莫朗西拜访了卢梭的隐栖庐。黑格尔骑着一头毛驴前往卢梭主义者的朝圣地，脑海中浮现出此前造访比尔湖圣彼得岛与日内瓦的情景。他伫立在卢梭两部具有指引性著作诞生的地点：《爱弥儿》（Émile）与《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在骑驴前行的途中，他或许曾自问，“那里的夜莺是否仍在鸣唱，就像卢梭与他的索菲坐在茉莉花凉亭里的那些夜晚一样？小溪是否依旧潺潺流过安迪利的小树林，卢梭过去常在那里汲取一天工作的灵感？”[266]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兰西科学院，他感到贴近法国精神：笛卡尔、孟德斯鸠与狄德罗；他或许还结识了安托万·路易·克洛德·德斯蒂·德·特拉西、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皮埃尔-保罗·鲁瓦耶-科拉尔，或者曾经在斯图加特卡尔学校就读的乔治·居维叶。黑格尔阅读了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米涅所著的法国大革命史，并结识了著名的汉学家兼东方学家雷慕沙（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米萨），后者刚刚将中国小说《玉娇梨》（In-Kiao-Li）翻译出版。[267] 在他的哲学史课程中，他运用了雷慕沙关于中国哲学家老子的研究成果。[268] 黑格尔受邀参加了一个由法国大革命史学家米涅与阿道夫·梯也尔[269]、比较文学学者夏尔-克洛德·福里埃尔以及希腊独立斗争支持者、后来担任希腊首任教育部长的安德里亚·穆斯托克西迪组成的学术圈子。福里埃尔是西哀耶斯的侄子，黑格尔大概曾与他谈起过当年斯图加特革命者转交给他叔父的那封信。福里埃尔的“反思因其精准切中而屡屡令人想起黑格尔的方式”，[270] 一位阐释者写道。观看戏剧演出的深刻印象后来融入了《美学讲演录》（Ästhetikvorlesungen）中，包括沃尔特·司各特的《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戏剧版、《哈姆雷特》（Hamlet）、《奥赛罗》（Othello）、《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und Julia）以及莫里哀的喜剧。据说正是通过巴黎的《伪君子》（Tartuffe），他才真正领会了其中的喜剧性精髓。黑格尔还在意大利剧院观赏了罗西尼的《塞米拉米德》（Semiramide）。在卢浮宫，他能亲眼瞻仰他在铜版画上见过上百次的名画真迹。他在香榭丽舍大街、蒙马特高地、凡尔赛宫、卢森堡公园漫步，途经巴黎皇家宫殿、证券交易所神殿、先贤祠和巴黎圣母院，被甜美的美食吸引进咖啡馆。对他来说，离开这座塞纳河畔的城市一定是依依难舍的。
归程途经布鲁塞尔，他在根特看到了凡·艾克的根特祭坛画，在布鲁日看到了梅姆林的画作，并第二次来到亚琛。黑格尔访问了鲁汶大学和根特大学，并思忖着“未来的栖息之所”，“假若柏林的教士们让我对库普弗格拉本也彻底心生厌弃的话。无论如何，罗马教廷都比柏林那些可怜牧师杂烩的寒酸做派更具尊严，更值得成为对手”（Br III, 202, 422）。在再次参观科隆大教堂后，他前往魏玛拜访歌德，歌德对他的到访喜出望外。年迈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邀请他们参观美景宫的植物园，以便“与圣沃尔夫冈和圣威廉、与歌德和黑格尔一同驻足于植物陈列室”。他们漫步在伊尔姆河畔，“走在25年前曾踏足的美丽公园那熟悉的老路上，向聆听过无数不朽诗篇的小伊尔姆河畔及其轻柔微波致意”（Br III, 205）。尽管黑格尔此时开始抱怨旅途的乏味以及马车如拷问室般的颠簸，但他返回柏林时依然感到容光焕发。

5. 最后一次国外之行：前往特普利采、布拉格与卡尔斯巴德——为了休养并拜访谢林

1829年秋，新当选校长的黑格尔前往波希米亚的特普利采温泉疗养，随后经布拉格前往卡尔斯巴德。与罗森海恩姑母同在特普利采的岳母苏珊娜记述道，黑格尔“幸福、惬意而爽朗地”抵达，并品尝了鹧鸪配梅尔尼克葡萄酒。他们造访了瓦尔德施泰因伯爵的杜克斯城堡，即华伦斯坦家族承载厚重历史的府邸；贾科莫·卡萨诺瓦晚年曾在此担任图书管理员，沙皇亚历山大、普鲁士国王与皇帝弗朗茨一世曾于1813年在此会晤，贝多芬在此举行过音乐会并受到启发创作了《华伦斯坦奏鸣曲》，歌德曾是这里的宾客，席勒于1791年为他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剧作撰写了前期研究，这唤起了黑格尔早期对《华伦斯坦》戏剧研究的回忆（GW 17, 411及下页）。几周后，黑格尔从柏林写信给好友弗里德里希·弗斯特，提到普鲁士国王已将弗斯特撰写的华伦斯坦研究著作赠予了瓦尔德施泰因伯爵（Br III, 278）。在1829年8月27日生日当天，黑格尔与苏珊娜及姑母一同游览了附近的罗森堡（鲁佐维赫拉德），随后继续前往布拉格。苏珊娜写道：“在他令人愉悦的陪伴下我们非常开心。他确实非常可爱。我眼中的他向来如此，而且非常健谈风趣。人人都为他感到高兴。我为我亲爱的黑格尔感到骄傲。”[271]
罗森海恩姑母陪同黑格尔前往卡尔斯巴德、魏玛和耶拿。瓦尔夫人——一位来自塔尔图（多尔帕特）、为黑格尔所折服的贵族女士，曾与黑格尔和策尔特在柏林共度过愉快时光——也赶赴这座疗养城市。黑格尔开始尝试饮用温泉水，几天后感觉胸痛有所缓解。在卡尔斯巴德，黑格尔与谢林举行了最后一次会面。这两位旧日挚友及后来的对手一同共进午餐、散步并去咖啡馆。巴伐利亚宫廷顾问、皇家科学院院长的谢林下榻在气派的草地阶梯旅馆（Zu den Staffeln auf der Wiese），黑格尔则住在金狮旅馆（Hotel zum Goldenen Löwen）。黑格尔在哲学地位上已超越了谢林，如今是德国最卓越的思想家。两人留下的记录反映了这种微妙的处境：谢林感到这位旧日的同路人“异常友好，宛如他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不快”（HBZ 403），黑格尔则表示，他与谢林“以昔日由衷的热忱友谊”相处了五六天，并邀请他为《批判年鉴》（Kritischen Jahrbücher）撰写一篇关于宗教哲学的文章（Br III, 270）。然而，“他那固执的旧有本质”依然如故（Br IV/2, 72）。在归途上，黑格尔再次拜访了“八旬少年”歌德。这次旅行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行。

11. “他在听众面前构想思维过程”——作为柏林大学教授的黑格尔

在黑格尔的讲堂里总是聚集着各色杰出人物，听众范围从他的亲传弟子、崇拜者、哲学爱好者直到偶来听讲的旁听者，从大学生、助教直到普鲁士官员。他的讲授课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它们属于那十年间引人入胜的理智事件。黑格尔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仅列举最重要的人物，就有卡罗韦、亨宁、马海内克、甘斯、弗斯特、霍托、米希勒、罗森克兰茨、布鲁诺·鲍威尔[272]以及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在广泛多样的听众中，值得提及最引人入胜与最为著名的人士：首先是海涅与费尔巴哈，无论他们后来的发展道路如何，都对黑格尔保持着崇敬与敬仰；门德尔松·巴托尔迪写下了一份如今已佚失的课堂笔记；青年德意志诗人团体的代表古茨科、劳伯与格拉斯布伦纳；作家威利巴尔德·亚历克西斯也记录了笔记（GW 16, 498）；来自图林根、后来在纽约建造布鲁克林大桥的奥古斯特·罗布林；于182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墨西哥革命著作的约翰·卡尔·爱德华·布施曼；历史学家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以及19世纪最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科学气象学与气候学奠基人海因里希·威廉·多费。
在外国听众中，有法国哲学家维克多·库赞（黑格尔曾为其从普鲁士监狱获释而奔走呼吁）；来自波罗的海的于克斯屈尔；来自波士顿、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来自丹麦的海伯格与来自比利时的伊波利特·罗兰。波兰民族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作为嘉宾造访；除来自波罗的海各国的学生外，波兰学生群体人数众多。来自沃州的儒勒·科雷翁是听众之一，还有因课堂笔记而闻名的瑞士人约翰·鲁道夫·林吉尔与安东·菲利普·甘佐尼。阿道夫·海曼也名列其中；留存至今的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与《美学》（Ästhetik）笔记就出自他之手。他后来为英国诗人查尔斯·华兹华斯讲授语言课，并自1837年起担任伦敦大学学院的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273] 来自希腊帕罗斯岛的弗朗茨·毛罗斯（弗兰基斯科斯·马夫罗斯）希望在黑格尔门下听取关于柏拉图的讲课[274]，1828年约翰内斯·本蒂洛斯从黑格尔手中得到了一本题有“祝希腊人好运”的《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题词指涉的是希腊解放斗争。[275] 早在斯图加特时期，黑格尔就与尼科利季斯保持着结合联系，后者属于希腊独立先驱里加斯·费拉奥斯的核心团体，在巴黎黑格尔会晤了后来的雅典教育部长穆斯托克西迪，在柏林黑格尔更是声援希腊之友（亲希腊人士）。
其他未来的学者也听取了讲座：哲学家约翰·爱德华·埃德曼，后来在伦敦任教的东方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罗森，后来在柏林和布雷斯劳任教的法学家卡尔·古斯塔夫·霍迈尔与阿贝格；后者曾在纽伦堡、海德堡和柏林师从黑格尔。艺术史家施纳泽以及后来在意大利发表重要研究著作的约翰内斯·加耶也参与其中。神学家威廉·瓦特克也因这些讲授课而成了黑格尔的追随者。一群昔日在纽伦堡与海德堡时期的追随者纷至沓来：神学家理查德·罗特、尤利乌斯·尼特哈默、莫里茨·塞贝克以及古斯塔夫·阿斯韦鲁斯，外加默克尔家族与图歇尔家族的子弟，在黑格尔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其子卡尔也列席其中。除海涅与甘斯外，还有其他犹太公民在场：黑格尔的友人施蒂格利茨与海因里希·贝尔，后来的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海曼，出版商帕尔泰与莫里茨·法伊特。其他专业的学生也纷至沓来，尤其是法学与医学专业，此外还有教师、普鲁士官员以及军人（如著名的课堂记录者卡尔·古斯塔夫·尤利乌斯·冯·格里斯海姆少校）。
关于这一跨越数年的课程体系，黑格尔在1820年记录道：
按照通常分为一门理论哲学讲授课和一门实践哲学讲授课的划分，可以视为具有完备性。因此，我在一个学期讲授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并在同年的另一个学期讲授自然法与国家科学或法哲学（在包含伦理学或义务学说的意义上）——这两门科学因而可以在一年之内听完。为了进一步实现科学上的完备性，其余部分包括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人类学与心理学，以及同时涉及宗教哲学的美学；——随后，哲学史与整个体系相衔接。在这四个部分中，我每个学期轮流讲授其中一门，从而在两年内完成整个周期循环（黑格尔）。[276]
从听众的报告中，勾勒出了关于这些讲授课高度一致的图景：[277] 黑格尔并非天生的演说家。他的言辞笨拙沉重，既不流畅也不明晰；他断断续续地拼接句子，在讲稿纸张中翻找，吸鼻烟，声音沙哑并不时咳嗽。他仿佛在自言自语，一种“大声的独白”，一种思考式的即兴发挥——“他在听众面前构想思维过程”（HBZ 443, 515）。然而，大多数人都被其思想行进那魔术般的力量深深吸引。大厅里鸦雀无声，除了黑格尔的声音，只能听到羽毛笔沙沙书写的声响。“在苦涩的外壳下，蕴藏着一座完全完工的、在逻辑彻底性上令人惊叹的哲学大厦的甘甜核心。”（HBZ 348）一旦某个脉络表述成型，便会涌现出具有“意料之外的魔力”的思考，“那是［黑格尔］在宇宙漆黑深渊中捕获的珍贵珍珠”（HBZ 377）。据古茨科所言，黑格尔绝非心不在焉：“他把他全部的事情、满腔的努力、完整的自身人格都带上了讲台。”[278] 另一个特征在于黑格尔辛辣的论战风格，在于对其对手讽刺挖苦的言论。凡是未思考透彻的、流于表面抽象的东西，他都嗤之以鼻。这种“致命的冷嘲热讽”次日便传遍整座城市，随后传遍整个德国。
埃德曼在大学伊始是施莱尔马赫的门徒，但由于黑格尔的讲授课而转投黑格尔阵营；从1826年秋到1828年春的三个学期里，他听了六门完整的讲授课系列，即在学期的每个教学周的五天里每天听黑格尔的两堂讲授；相比之下，费尔巴哈在四个学期里听了六门讲授课。尽管施莱尔马赫谈吐典雅，但在埃德曼眼中，黑格尔是更为卓越的导师。记录黑格尔讲授课的笔记是一项艰巨却绝佳的思维训练——“将我从黑格尔口中所听到的东西进行这番转述……虽然让我的大脑极为劳累，但比起我听完施莱尔马赫的讲座回到家中时手臂的酸痛，它们也使我受到了更多的教化”。[279]
[image: ]带有黑格尔签名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修课证明
“兹证明，费尔巴哈先生以极可赞赏之勤勉及对科学所表现之卓越志趣，听取了本人上述讲授课，特此证明。黑格尔，本地皇家大学哲学正教授，柏林，1826年3月18日”

黑格尔的论战与抨击，以及其追随者与学生人数的不断增长，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抵触、嫉妒与仇恨。尽管黑格尔与许多同事及其他知识分子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同僚关系，如与索尔格、劳默、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与海德堡的心腹密友威尔肯，与弗朗茨·博普和罗森，与物理学家特拉莱斯和生理学家卡尔·海因里希·舒尔茨-舒尔岑施泰因，与范哈根、瓦根和布特曼，以及与许多柏林艺术界人士；然而，其反对者的各个派系却势力庞大，尤其是以维特根施泰因和安西永为代表的保守宫廷党派，后者对这位哲学家怀有深不可测的厌恶。萨维尼和施莱尔马赫继续百般阻挠黑格尔进入柏林科学院。宫廷党派的代表理所当然地认为黑格尔绝非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绝不是一位具有哲学倾向的保皇党人或保皇派哲学家。恰恰相反，他们视他为复辟时期在理智上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深知是谁有力地遏制了哈勒。谢林在1827年慕尼黑关于近代哲学史的讲授课中宣称，要消灭“黑格尔主义的九头蛇怪”及其泛神论，宫廷党派对此颇感欣慰，并于1840年将谢林作为黑格尔的继任者召至柏林以贯彻其意图，结果谢林却遭遇了彻底的惨败。黑格尔的学生霍托谈到了柏林贵族宗派式的专制暴政，指的也是萨维尼和施莱尔马赫。黑格尔的追随者也遭到抨击，像瓦特克这样的学术前途受到阻挠；瓦特克遗憾地表示，他早期导师的评价起初阻碍了他研读黑格尔的著作。晚年的尼采也有类似的坦白；叔本华凭借对黑格尔“毫无智慧的狂怒，使得整整上一代德国人脱离了与德意志文化的内在关联”。[280] 绝非黑格尔门徒的伯克指出，那些反对黑格尔的人“被一种毫无分寸的盲目激情所裹挟，他们关心的不是事情本身，而仅仅关乎人格性”（HBZ 345）。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的追随者、编外讲师凯泽林克在一篇论文中指责黑格尔信奉泛神论，必须遏制其教会江湖骗子的嚣张气焰。[281] 黑格尔和马海内克不仅与施莱尔马赫发生冲突，还与新教官方教会的代表发生碰撞。天主教听众向宗教文化教育部投诉黑格尔在课堂上对天主教的批驳；黑格尔曾嘲讽道，一只教堂老鼠如果吃了圣体并抿了圣酒，也能升格为圣人。已升任梵蒂冈代言人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从远处低语道，柏林的敌基督把撒旦与上帝混为一谈——而在耶拿时期，他们还是喝茶叙旧的邻居。对黑格尔而言，事情变得棘手起来：作为哈勒支持者并受安西永教育的王储当面向他提及这一“丑闻”，即甘斯教授企图把所有学生都变成共和主义者。据说黑格尔对此未予否认。所幸宗教文化大臣阿尔滕施泰因始终在他身后予以支持。
在教学成就上，黑格尔通盘享有盛誉；柏林的讲授课从根本上奠定了他享誉世界的声望。黑格尔在这十年间的大学讲演实际上是“这所伟大高等学府的真正光明所在”。[282] 他所获得的最大承认无疑来自柏林的大学生们：“大学大楼的墙壁上写满了……用粉笔或铅笔书写的黑格尔公式。”（HBZ 379)
12. 柏林版《全面教学纲要》与具有传奇色彩的柏林系列讲授课

紧接《逻辑科学》之后的，是作为一门哲学科学的其他“领域”，即《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两者也被称为实在哲学。黑格尔谈到了自然宇宙与精神宇宙。理念的“自身原判”（Sich-Urteilen）将自然与精神规定为自知的理性的显示；它“一分为二”为自然与精神，一方面分为作为自在的、客观的、在他自身之外存在着的理念之过程的自然，另一方面分为作为理念的自身规定之过程的精神。向紧随逻辑学展开的各领域（首先是向自然）的推进，并不探讨任何过渡，不探讨通过理念进行的任何产生或创造，因为后者始终处于自身之中。黑格尔关于逻辑学是创造世界之前的上帝这一常被误解的说法，必须毫无疑义地理解为隐喻。这里借用的是宗教表象和形象化语言的形式；这绝非一种哲学论证，也不是传统的创世表象。[283] 在《全面教学纲要》的全部三个部分中，逻辑学、自然和精神分别具有一种新的概念内容。[284] 逻辑学与实在哲学之间的关键性关系在《法哲学》的序言中得到了简要说明，并在此确认了其逻辑奠基。理性的（思辨的）认识方式在《逻辑科学》中得到了详尽呈现——“其整体以及各肢体的展开均建立在逻辑精神之上”。这适用于所有哲学科学，也适用于自然哲学，尽管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一样——与《法哲学》不同，仅以全面教学纲要本和讲授课听课笔记的形式存在。
[image: ]黑格尔题献给歌德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扉页

1825年，黑格尔随着着手修订《全面教学纲要》的下一版而开启了他的第二个柏林时期。柏林系列讲授课构成了该纲要构想后续两个版本（1827年版与1830年版）中新段落的决定性基础。黑格尔清醒地意识到《全面教学纲要》与讲授课之间绝非没有张力的配合。这唯一一部全面教学纲要必须将普遍者与特殊者结合起来，提供对整体的概览以及对各个部分的呈现。所有的体系组成部分都在系列讲授课中被多次讲授。《全面教学纲要》的这两个版本也被理解为纲要、指引方向的指南。下述图型描绘了1817年、1827年和1830年《全面教学纲要》三个版本的基本结构。
《全面教学纲要》第11节（1817年）—第18节（1827年、1830年）
	1)
	逻辑学

	2)
	自然哲学

	3)
	精神哲学


	逻辑学

	1817年
	1827/30年
	
	存在学说
	存在学说
	
	本质学说
	本质学说
	
	概念学说
	概念学说
	
	
	自然哲学

	1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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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
	力学
	力学

	无机物物理学
	物理学
	物理学

	有机物物理学
	有机学
	有机物理学

	
	精神哲学

	1817年
	18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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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灵魂
	A. 人类学
	A. 人类学

	B. 意识
	B. 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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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精神
	C. 心理学
	C. 心理学

	
	客观精神

	1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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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年

	A. 法权
	A. 法权
	A. 法权

	B. 道德
	B. 道德
	B. 道德

	C. 伦理
	C. 伦理
	C. 伦理

	
	绝对精神

	1817年
	1827年
	1830年

	a) 艺术宗教
	a. 艺术
	A. 艺术

	b) 启示宗教
	b. 启示宗教
	B. 启示宗教

	c) 哲学
	c. 哲学
	C. 哲学



黑格尔在柏林不间断地执教了28个学期；第29个学期他刚开课便未能继续。他每学期开设两门课程，通常每周讲授十小时讲授课。在每个夏季学期他都讲授《逻辑学》，并八次讲授《法哲学》（属于客观精神）。此外，他的学生亨宁和甘斯也依照他的纲要书讲课。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的讲授课也探讨了客观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唯有两次整个《全面教学纲要》出现在授课计划中，一次是在柏林时期的开端（1818/19年），另一次则是在十年后新版面世之际。[285] 1822年，黑格尔表达了他对海德堡版本的不满，认为该版“极需重新修改”（Br II, 329）。在对文本进行了数月的紧张工作之后，好友道布（Daub）于1826年收到了用于审订的手稿，道布的学生罗森克兰茨也参与了这项审订工作。罗森克兰茨说，精神的方法和概念“悄无声息且毫无防备地落入我的灵魂”。在这部著作与《精神现象学》中，在他看来仿佛凸显出“我生命的全部特征”；他成为了黑格尔一位有影响力的追随者。[286] 在柏林和其他地方，人们早就期待着这位哲学家的部新著。“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在20年代后半期，激起了一场广泛的狂热，直到目前为止，这仍是德国最后一次此类热潮。[……] 黑格尔的《全面教学纲要》第二版在20年代末的柏林被如此狂热地抢购一空，以至于刚印好的书页不得不单张流传，就像是一场辉煌胜利、一次彻底征服世界的战报一样”（HBZ 558）。不过，黑格尔对自己的这部著作并不十分满意；他觉得它太缺乏条理。与第一版相比，详尽的阐述使篇幅几乎翻了一番，以致不再符合《全面教学纲要》这个书名（GW 19, 463）。然而，这一版本作为讲授课的基础更为合适。在经历了一段全神贯注于讲授课的时期之后，随后便展开了针对第三版的修订。
若干部分被重新修改，作出了更详尽的规定，插入了篇幅宏大的解释性附释，以便使“抽象概念更贴近普遍理解”并“更贴近对它们的较具体表象”（GW 19, 5）。尽管如此，这本“大学用讲授课课本”依然需要口头讲授的必要阐释。以逻辑学为前提，下列视点应当作为导引线索予以考虑：第一，哲学是对对象的思维考察，这要求把表象形式翻译为把握性的思维活动的形式、概念的形式，而且不是通常被称为概念的东西，而是概念[287]——即《逻辑科学》的概念。表象是直观、感受、感觉、欲求在被认知时的进一步规定，是思想和概念的隐喻或具象化。第二，对各专门学科与哲学科学的关系、经验与哲学理智的关系作了更透彻的考察。对片面论点nihil est in intellectu quod fuerit in sensu——知性中无一物不是先在感觉中、感官中的——与nihil est in sensu quod fuerit in intellectu——感官中无一物不是先在知性中的——之间的区分，已经被《逻辑学》所克服。“思辨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在如下范围内仅仅是：思辨科学绝不仅是将后者的经验内容置于一旁，而是承认并使用它，同样承认这些科学中的普遍者、法则、门类等等并运用于其自身的内容，但也进一步在这些范畴中引入其他范畴并使其生效。”（GW 20, 49）经验科学通过生成普遍规定为哲学提供材料。哲学则不得不发展把握性的思维活动，从而赋予各门科学的内容以“思维自由的本质意蕴”和必然性。从这种进路出发，所有特殊的哲学科学都必须展开；没有对自然科学的接纳与扬弃就没有自然哲学，没有艺术学和艺术史就没有艺术哲学，反之亦然（vice versa）。特殊的哲学体系组成部分需要不断更新，在任何时刻都不能被视为已完成，并且始终立足于唯一的理念的视角——该理念必须在哲学知识的每一个这样的圆圈、每一个这样的领域中显示自身。第三，哲学科学要求作为一个体系整体，即作为一个特殊科学的体系，呈现哲学知识各个个别圆圈之间具有逻辑必然性的过渡（GW 20, 56以下）。理念、绝对者必须被把握为具体者，即唯自身规定的过程性，作为圆圈之圆圈的不断发展、分化并返回自身的统一体。对于开端问题的探讨也得到了进一步澄清：开端在于与主体的关联，该主体愿意决意（ent-schließen）、敞开走向把握性的思维活动。科学最初的首要且尚未被充分规定的概念，必须由科学自身来把握和证明，其形态表现为科学上升至其概念之概念。哲学通过自身“闭合”宏大的全面教学纲要圆圈；《逻辑学》由此成为第一门也是最后一门科学。
1. 第一部分：作为自在自为的理念之科学的逻辑学

三大哲学基础学科中的第一门，即作为纯粹思维活动的科学、作为新形而上学的逻辑学，在《逻辑学》中得到了精密的呈现。[288] 黑格尔以《全面教学纲要》中的“小逻辑”为基础讲授他的逻辑学讲授课，1819年至1826年依照海德堡版，1827年至1829年依照第二版，最后在1830年和1831年依照第三版。[289] 在1821年至1825年的四个冬季学期中，亨宁也讲授了《逻辑学》。该课程始终以《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为题预告，直到黑格尔逝世的1831年才仅题为《逻辑学》。在第二版《全面教学纲要》出版后，黑格尔也决定出版《逻辑科学》的新版，其中融入了来自系列讲授课的经验。
在《全面教学纲要》第8节中所提及的内容，黑格尔现在将其作为真正的目的推向前台，不过这仅仅是预先提示性的，并且是作为一项通过逻辑学找到“其真正解决”（GW 19, 50）的任务，也就是对二元论哲学以及二元论在直接者与间接者、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所作的不充分综合的探讨与清算。意识范式的具体精神形式在此被压缩罗列，而不是像在《现象学》最后段落中那样对这种模式予以扬弃。现在新插入的先行概念作为一种导论，阐明了逻辑学的立场，包括对停留于二元论的思想态度的批判。[290] 对《现象学》的简要追溯涉及该论著在总体建筑术中不稳定的定位，并直观展现了概念决定的萌芽。现象学的内容在《全面教学纲要》内部出现了三次：在先行概念中、在“主观精神”一节的中项以及在其他哲学“区域学科”中。例如，第415节（“主观精神”）在将康德哲学评价为意识哲学以及将莱因霍尔德描述为表象能力理论时，便指引向先行概念中的第58节。作为二元论意识哲学的主要形态，前康德的形而上学、经验论、批判的先验哲学以及直接知识的诸概念构想得到了讨论。先行概念与本质学说为理解直接性与中介的统一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二元论的两个范例引起了黑格尔格外的关注，即先验哲学与直接知识的哲学。康德与费希特的批判构想以其思维活动和自由的原则直指理性思维的核心，但终究未能超越知性的二元性。“在任何二元论体系中，特别是在康德的体系中，其根本缺陷表现为不一致性：去联合那在片刻之前被宣布为独立的、因而被宣布为不可联合的东西”。联合起来的东西正如被分离开的东西一样，被宣布为真实之物（GW 19, 73以下）。在从一个规定性来回过渡到另一个规定性的过程中，展现出达到两个环节之真正统一的无能。相反，纯粹的直接性依然是一个既属必然却又枯燥、抽象的范畴。雅可比认为，真相处于经中介的知识之前且在其之外。因此在黑格尔看来，人们主张了两个分离的知识王国。只要经中介的知识被局限于有限内容，理性就只剩下信仰、断言、纯粹假定（GW 19, 77以下）。由此，一切直接者都受制于纯粹主观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便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所嘲弄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性”。随着中介的被排除，二元论自身便被道出了：抽象知性将直接性与间接性的规定各自自为地视为绝对（GW 19, 79, 85）。借助《现象学》中“自我实现的怀疑论”，黑格尔批判的关键段落即《全面教学纲要》第78节展开了反对二元论的决定性论证（GW 20, 117以下）；在讲授课中黑格尔确实详尽谈到了怀疑论传统，尤其是塞克斯都，后者成功反对了知性的二元论教条。[291] 纯粹直接性与中介都被揭露为纯粹的断言。根据黑格尔，怀疑论在开端处是“在意欲纯粹思维的决意中，通过抽象掉一切并把握其纯粹抽象即思维之单纯性的自由而完成的”（GW 20, 118）。起初仅被预先提示的诸形式之逻辑内容，从三个方面构成了每个概念的环节：第一，二元论的知性；第二，片面知性规定之自身扬弃及其向对立面的过渡这种辩证要素，这保证了知识的动力机制与内在关联；第三，作为两个对立规定之真正统一的理性要素。

2. 第二部分：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部分——理念在其他者存在中的科学——在两个新版中都通过讲课中的重要呈现得到了扩充。这些课程共举办了六次：在1819/20、1821/22、1823/24和1825/26学期是以第一版《全面教学纲要》为基础，1828年以第二版为基础，1830年以第三版为基础。这三个版本和讲授课听课笔记证明了持续不断的修改；早在1819/20年林吉尔的听课笔记就表明，除了分为力学、物理学和有机学的主要划分之外，新版《全面教学纲要》的重要子目已被预先提出。[292] 对于1823/24年的讲授课，黑格尔重写了导论，并通过1825/26年的讲课直接通向1827年的《全面教学纲要》。黑格尔的自然概念堪称“惊人地现代”，它首先为自然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合乎理性的理据，为哲学的自然理解提供了一个逻辑基础。[293] 下列基本特征塑造了对自然的哲学理解：
第一，黑格尔在1827年的导论中坚决主张，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视角正如法学与法哲学、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一样必须精确区分，即区分为个别科学的视角与哲学的视角。后者接受自然研究中“富有意味的考察”的内容，特别是这些科学中所生成的自然法则的普遍者。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的偏爱表现在他所吸收的研究者之广泛：从开普勒和牛顿，经由让-巴蒂斯特·德·拉马克与居维叶、拉普拉斯与约瑟夫-路易·拉格朗日、亚历山德罗·伏特与克劳德-路易·贝托莱，直到柏林的同行，如与黑格尔交流牛顿光学经验的物理学教授特拉勒斯、亚历山大·冯·洪堡以及其植物生理学被黑格尔采纳的舒尔茨-舒尔岑施泰因。[294] 1824/25年的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证明，黑格尔“不仅同样彻底地进行实验，而且以哲学的眼光呈现整体”。[295] 在多弗听课笔记中，黑格尔注意到舒尔茨“将植物生理学提升到了更高的立足点”，[296] 并相应地修改了他自己的呈现。
第二，自然哲学检验并改变空间、时间、质料、力、光、生命等范畴，并对它们进行哲学的调整，尤其是关于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例如在色彩学说中，牛顿的立场在内核上是自然科学的，歌德与黑格尔的观点则是自然哲学的；在评价中不应忽略这一点。哲学的把握并不停留在力或光的反思形式上。力的哲学概念必须像概念本身一样，区分各个具体环节，同时在它们的同一性、在它们的统一中把握它们（GW 19, 247），正如歌德所言：“身体”（客观性）与“眼睛”（主观性）必须在其多样的规定中以及在其同一性中被思考。生命的范畴需要自身性、自身运动、自身在自身内部的分裂、内在合目的性的原则（GW 19, 272以下）。它不能在诸如原因性或复合等枯燥的知性规定中被把握。自然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被探讨为宇宙，把握性的思维活动将其同时理解为持存的与被构成的。思维活动针对对象而言是能动的，对象的本来自然在对表面上所予之物的改变中显现出来；这种改变“同样也是作为思维着的主体的我的精神的产物”（GW 20, 66）。自然科学的成果必须被接纳并进行批判性深思；哲学的事务就在于这两者，即在理性视域（sub specie Vernunft）下思考经验知识的多样性；哲学必须将自然提升至概念，这在基本范畴方面指向了一个极其宽广的背景：自然被视为理念在其他者存在形式、其外在存在形式中的状态，被视为理念的初次特殊化，即直接的、存在着的理念。“客观性”这一术语回溯到《逻辑科学》中的概念学说，回溯到作为基本特征的机械性、化学性与目的论。黑格尔将自然把握为理念自身扬弃的矛盾，处于由概念构成的自然构造的必然性与“冷漠的偶然性以及无法规定的无规则性”（偏差、突变等）之间，由此特殊者的展开受制于外在的规定性。概念规定性的痕迹可以一直追踪到“最特殊细微之处”，但概念的作用范围依然是有限的（GW 20, 239以下）。
第三，与关于自然物的其他构想相比，黑格尔自然哲学进路的意图变得更为明晰。黑格尔进一步探讨了笛卡尔主义的双副面孔：一方面是其对自然的傲慢统治姿态，另一方面则是其为近代自然研究开辟道路的二元论。正如傲慢一样，对自然的卑微顺从也必须予以排除；自然既非自由的亦非神圣的，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黑格尔试图展示在《逻辑学》中奠基的“理论”关系与“实践”关系的统一，即理论考察方式与实践行为方式、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与对自然的实践介入之间的统一。[297] 这种进路随后在黑格尔实践哲学对自然事物的探讨中得到进一步规定。自然作为处于其自身他者存在中的理念，被赋予了一定的独立性或固有价值。早期黑格尔援引席勒所发展的、并在《差异论文》中写就的对康德和费希特虐待自然的批判，在此获得了更深层的理据。同样，幻想、被稀释的谢林式自然哲学以及将最粗糙的经验与缺乏理性的类比和灵光一闪结合在一起的所有蒙昧主义，也都遭到了拒斥。这类立场对自然哲学学科训练的信誉扫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对经验论及其经验原则展开了平允的评价，尤其是对激进经验论进行了清理反思。纯粹的实在论或自然主义即唯物论并不满足哲学的条件。相反，“形而上学化的”唯物论在其诸如水、原子或质料等原则中规定的是思想、普遍者，而不是如其直接呈现那样的物（GW 21, 142以下）。黑格尔承接了他在《现象学》中关于观察的理性、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唯物论的论述：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以经验的“伟大原则”为特征，即规定凡是真实的东西都必须为知觉而存在，都必须通过经验来中介。由此，这种自然主义似乎采取了一种彻底反二元论的倾向。一切“超感性之物”（如灵魂、自我或上帝）以及关于它们的知识都被否定了。在这种还原主义的操作流程中，只有质料之物或主观状态才能算作实在之物。根据黑格尔，人们试图“用显微镜来探究内核、灵魂”。[298] 今天的自然主义神经科学家试图用他们的仪器搜寻“自我”。在内核的微观世界如此，在外部的宏观世界亦然：天文学家热罗姆·拉朗德曾扬言用望远镜看不到上帝，黑格尔对此讥讽道，他由此“推断”上帝不存在。相应地，自我被宣布为虚构，人被理解为仅仅依赖于神经元“放电”的存在者。在诸如力或生命等普遍规定中，只有从知觉中获得的、在显象中可被证明的关联才被认为具有合法性。[299]
第五，就连曾告诫人们提防形而上学的牛顿，也假定上帝为始动者，因为他无法从自然科学解释运动的冲量。“物理学本身包含着形而上学。”[300] 物理学多半持有与其相符的哲学实在论或客体主义，将自然理解为独立于并且处于任何自我性之外的既定之物。它含蓄地尊重有限者、相对者的立足点，并将任何逾越宣布为狂妄或错乱。这种所谓的谦逊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狂妄：它单纯“依据经验”，从而极度独断地将有限者宣告为绝对者。这种独断形而上学的纯粹假定标示了自然科学的界限，并揭示了一种彻底自然主义立场的站不住脚。
第六，在从力学经由物理学到有机学的阶梯序列中，自然的各概念得到进一步规定、分化和细化。决定性的依然是主观性的上升；在自然客观性的过程中，特殊性越来越以自身规定性、主观性的形态被生成出来。在第一阶段上居于主导的是个别化、抽象的外在并列、外在的（直接的）客观性、纯粹抽象的自身关联——正如在《现象学》的“感性确知”一章中既定对象的并存与继起那样——即直接存在着的理念。在第二阶段，即特殊性的阶段、自然的普遍个体性的阶段上，特殊的个别者将其他特殊者与自身关联起来，例如在化学的“亲和力”情况中。在第三阶段，即有机物的阶段上，自然物中的特殊性最终作为感受着的主观性呈现出来；特殊者仅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作为有区别之物的观念性统一而持存。在此，自身关联塑造成一个复杂的、具体的、特殊的活生生的（有机的）身体。通过对单纯客观性的逐步扬弃，自然概念在感受着的生命体中登上了其最高阶段。[301]
第七，在作为自我关联、自为存在的主观性中，理念作为自然的最后“在自身之外存在”被扬弃了。植物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内向外的展开”，在有生命的动物中“外在并列”已被克服。器官只有作为一个身体的整体之内部组成部分才成其为器官。内在冲动与类本质是自为存在生成过程中的进一步构件。生命是“把实在具备的诸规定设定为观念性的东西，使之达到其主观的统一”。[302] 概念的展开在主观性中达到顶点，主观性现在在具体的普遍性中呈现客观性，被黑格尔在范畴上把握为精神——他哲学的中枢神经。然而，阶梯序列产生了一种映象，仿佛精神是通过他者中介的一样。但黑格尔认为，不能将自然原因性地理解为原初之物，而把精神仅仅理解为效应或结果。在自然哲学视角下，两种相反方向的运动结合在一起——作为展开或演化、“向外展开”的evolvere（“进化”），以及作为返回、将外在性引回内在性、“向内卷入”的involvere（内卷）。[303] 精神不是单纯的结果，而是其自身的结果；它产生自身。从自然向精神的推进意味着在自然中“处于自身之外”的精神“走向自身”。当某物处于自身之外时，它就并未完全处于自身之中，并非自身规定的，并非自由的。evolvere与involvere的原动力是理念，理念具有作为精神的最高状态；理念进化的普遍概念在于：它在每一点上都是一种综合以及对自身的返回。主观性的起源仅代表着一种逻辑上的阶梯进程，即概念的一种“蜕变”，一种“构成了自然根据的内在理念”的发展，而不是从一个自然领域向下一个自然领域的演化式渐进发展（GW 20, 238以下）。只有对活生生的个体而言，“现存的蜕变”才是适用的。黑格尔站在达尔文进化论的门槛前，却并未跨过它。然而，“没有黑格尔就没有达尔文”（尼采）——进化论绝没有打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构想。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突变等）的结合中，达尔文证实了黑格尔对自然概念的规定。然而，建构性（先验的）与经验性（后验的）的统一对于自然哲学而言（与自然科学相反）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达尔文的自然科学构想仅涉及“外在的”自然进化维度的规定，而不涉及“内卷的”维度，也不涉及概念的整个阶梯进程。达尔文理论中的发展最终达到动物性的产生，即黑格尔那里的感受着的主观性，以及作为唯一知道自己是动物并具有把握性思维活动的人的产生。
自然哲学作为实在哲学的第一部分、作为理念的首次显示，位于《逻辑学》与精神哲学之间，为依据若干主线勾勒《全面教学纲要》的构架布局提供了契机。在此，无论是对《逻辑学》的回溯，还是对精神哲学的预先提示，都证明了黑格尔对其哲学进行了“通盘谱曲构思”。
1. 自然空间与自然时间

自然物的第一个直接规定性是作为外在存在之抽象普遍性、作为在宁静持存中冷漠并列的空间。因此，开端并非始于质的逻辑范畴，而是始于（纯）量的逻辑范畴，这与《逻辑学》的实际进程恰好颠倒。由此可见，黑格尔绝非简单地把概念图型强加给各自的研究对象，绝没有把逻辑范畴的“钻石之网”抛在对象之上；相关事情本身的逻辑始终处于焦点之中。着眼于康德，黑格尔将空间阐发为感性直观的形式，不过绝非仅仅作为表象中的某种主观之物。通过回溯《逻辑学》中讨论过的恐虚（horror vacui），关于虚空空间、空虚容器的论点遭到了拒斥。此外，世界“绝非在任何地方被木板钉死”，而是在自身内部既不连续又连续。空间的这一三维性预先指涉了进一步的体系部分，指涉了感性视觉、直观活动和符号（主观精神学说），指涉了作为世界历史地理条件的空间，以及作为艺术的对象实质的“外在”作品（绘画的二维性，建筑与雕塑的三维性）。从空间的抽象客观性中产生出时间的抽象主观性，即否定性的环节。自然的、未充分规定的时间表现为绝对抽象的存在，它在存在的同时又不存在——即现存的矛盾。产生与转变并非在时间中发生，而是时间本身代表着转变；在逻辑上，这关涉存在与无的统一。然而，这种自然时间依然仅仅作为单纯的否定性、作为外在之物而留存。为了阐明这种未充分规定性，黑格尔预先将视野延伸至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其中涉及一个进一步发展的时间概念。第一，涉及纯粹自我意识的我=我（主观精神学说），这仍处于自我意识的“彻底外在性”之中；第二，黑格尔援引了神话形象克洛诺斯，他被等同于时间之神柯罗诺斯。在这一神话中，“自然生命屈从于时间，只让必朽之物进入生存”，宙斯凭借其精神狡计打破了自然暴力对时间的统治；记忆与缪斯赋予必朽之物以“持久与巩固，而作为自然生命和现实行动原本只是必朽的”。[304] 宙斯作为精神之神象征着对自然权能的征服。那些自然权能保留着在黑格尔意义上被扬弃了的权利。宙斯通过运用云层和雷电等粗糙的自然权能而代表了在自身中保存。在精神之物中，自然物构成了一个本质规定，作为自然环节不可或缺地包含在精神权能的一个方面中——关于“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说法也具有这一背景。概念自为地是自由的，作为与自身的现存同一性，代表着自在自为存在的绝对否定性，代表着作为支配时间之权能的自由；精神是永恒临在的，只有处于其最初形态的自然物才屈从于时间。自然时间尚未展开为现在、过去和将来的三个维度。时间的各维度的区分，只有借助在理论精神框架内发展出来的表象、回忆与记忆等范畴，以及在实践感觉中、在对未来的希望或对过去的懊悔中，才获得其必然性。只有由此，伴随着记忆提坦女神谟涅摩绪涅，对时间概念的进一步规定才能够成功。
在关于主观精神的讲授课的一个附录中，指涉了自然哲学中关于直观的段落，指涉了以空间和时间双重形式表现出来的抽象外在性。[305] 黑格尔阐明了他相对于康德时空观的立场：空间和时间是直观的主观形式，同时事物“自身也是空间性和时间性的”；黑格尔认为必须把这两种视角结合在一起思考。这符合他对普遍主观观念论原则的批判，在主观观念论中，只有我们规定的主观方式得到考虑，而客体自身固有的规定性却没有得到考虑。黑格尔的一个基本洞见在于：康德那里“主观性的自我确立”必须与“献身于事情”、献身于客观性等同起来。认识性的思维活动在概念中把握对象，而在概念中，空间与时间这两个规定性作为被扬弃者而包含其中。[306] 主观精神的这些既成事实又构成了事件、历史与世界历史（客观精神）以及诗意和宗教叙事的诸范畴的基础。在所有这些作品中，空间和时间都以不同方式作为维度在它们之中被“扬弃”；这同样涉及艺术史、宗教史与哲学史。黑格尔对时间逻辑顺序的瓦解、对过去—现在—将来这一顺序的打破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过去（神话中即亡灵之国、哈得斯）而言，适用的是“不再存在”，作为历史它曾真实存在过，并且能够在当下被当前化、重新呈现。对于将来而言，适用的是“非存在”、“尚未存在”。唯有被思考为两者的统一与中项的现在，才是。黑格尔将真正的现在描述为永恒。“天国的”、绝对的时间是临在当下的，而非在先或在后——天国可以成为尘世的地方与时间（heaven could be the place and the time on earth）。自然时间与自然空间的诸范畴，为空间与时间被扬弃于其中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的实体性规定提供了抽象的“内核”。


2. 选择亲和力

另一个样本显示了“化学过程”这一自然哲学范畴。黑格尔对1800年前后化学领域的剧变了如指掌，包括有机化学的诞生（雅各布·贝采利乌斯）。在《逻辑学》中有一节专门讨论选择亲和力（affinitas electiva），阐述了化学关系（GW 21, 351 ff.）。由于在《存在逻辑》第二版（1832年）中对贝托莱的开创性著作《化学静力学》（Statique chemique）的考察有所扩展，黑格尔想必与同住一栋楼里的化学家兼贝托莱译者维勒——贝采利乌斯的弟子、现代化学的重要代表——进行过交流。[307] 在探讨类比、相似性与比较以及化学机制时，黑格尔同样依托了早先的思考。在对类比推论原则性缺陷的分析中，以家族相似性为基础的亲属关系被含蓄地展示为是不充分的。在“化学事物”中，问题关乎不同特殊者的结合及其可能的分离（“分解”），关乎将两个具有“亲和倾向”的部分（attractio electiva）结合为一个汞齐态，构成特殊者的统一；黑格尔认为，其中蕴含着向鲜活者、向有机体的过渡，是离开非鲜活者的“散文”走向鲜活自然的“诗意”之路。他在主观精神学说中重新拾起这一主题，首先是“理论上”在探讨化学结合的表象时：具有联结作用的联想、隐喻和比喻；其次是“实践上”在同情、友谊或爱情这些具有联结作用的感受之相互性中。在客观精神领域，“化学事物”构成了家庭的一个构成性环节，家庭作为不同主体自主选择结合成的统一体，体现了一种选择亲和力，包括成功或破裂的可能性。甚至宗教中的比喻与隐喻（“表象的语言”）以及哲学中的比喻（柏拉图的比喻），也加入了扬弃并进一步规定选择亲和力的行列。[308] 与此相关且颇有意趣的是黑格尔在《西东诗集》关于让·保罗的一节《比较》中的评注。让·保罗遵循“真正的东方方式”，“创造最奇特的关联”，“把互不相容之物联结在一起”。这固然能产生真正的幽默，但也会产生其对立面——任意的离奇冒险。浪漫主义幽默的两面性正体现在这里：一方面它因机智的深度而令人称奇赞叹，另一方面却因五花八门的胡乱拼凑而把最风马牛不相及之物硬拉在一起，例如诗人把一种巴西植物与昔日的帝国枢密法院联系起来。黑格尔在自己的《美学讲演录》中以突出方式探讨了歌德的《亲和力》。这部小说描写了基于神奇吸引力而可能实现的结合以及分崩离析：“在一种伦理事例中，一种化学比喻之辞被引回到了它的精神渊源”。[309] 这种相似性契合于“借自化学的化学亲和力意象”。[310]

3. 目的或目的论

第三个例子关涉自然界的“目的”概念，即有机领域中的需求、偏好和冲动等范畴。规定的内容是在能动活动中获得并展开的，因此在鲜活者中，目的首先表现为本能，表现为“以无意识方式发挥作用的目的活动性”。为了将目的阐述为内在概念，黑格尔援引了亚里士多德与康德，包括康德关于内在合目的性的思想，即将鲜活者视作自身目的（GW 20, 361）。鲜活者将目的系于自身，使自身成为目的。它是单纯的内在性，自身之中就包含着中介手段。然而，在有机体的情形中，自身目的同时显现为外在合目的性，因为有机生命借助工具与无机自然发生关联。黑格尔显然求助于逻辑学的目的论章以及全面教学纲要第203和204节，并指出了目的（目的论）中固有的对直接性与外在性的否定——此前概念作为客体曾沉溺于其中，这乃是对自然的两个基本规定的否定。
在目的中，概念发现自身作为自由且自为的，被设定为与那种外在性相对立。只要概念在其实践实现中将自身的主观性客观化并与自身相结合，就预示了从自然向精神的必然推进——全面教学纲要第210至212节（GW 20, 213 ff.）标示了从客观性与主观性向作为二者统一的理念的过渡。在关于实践精神一节中对需求与冲动的考察中（GW 20, 473 ff.），以及在自由意志与行动理论（客观精神）中，目的这一范畴得到了进一步规定——自由作为人类定在的目的，劳动作为赋予工具特殊角色的目的活动性，国家的目的以及世界的“终极目的”。第162节预先触及了关于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的阐述，为宗教论提出了关于需求与冲动的正确理解（建立在自然哲学的基础之上）。特定宗教形态之一就是合目的性的宗教。美与神圣性必须被理解为自在的目的本身，因为人是绝对的目的、自身目的，构成了真正艺术与宗教的“根基”。主观性与客观性各自都是片面的，孤立起来看没有任何真理。在目的的推论中，各个推论环节在逻辑上扬弃了它们的差别，从而克服了直接的主观性与直接的客观性。“同样的否定”也发生在宗教领域，即对纯粹给定的世界和纯粹私己的主观性的否定。宗教的概念必须超越对神圣事物的片面知性规定；神圣者既非单纯的主观构建论式的投射，亦非从外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给定物或异己的客体性（“天意预视”）；早在自然哲学中对目的的阐释就已为此奠定了理据。目的范畴构成了概念自身规定的不可或缺的环节；合目的性的行动构成了自由的自身规定的构成性环节。

4. 声音或音调

正如色彩的视觉感知从自然哲学发展到主观精神哲学（看、直观活动），直至绘画艺术（着色），声音与音调也在各项规定中从自然哲学上升到精神哲学的各个不同阶段，从单纯的声音、作为“自然事物的声音”的机械振动，经由语言的音调，一直上升到音乐的音调与歌声。[311] 早在关于音调的自然哲学论述中，声学的认识就已经与音乐理论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其中阐发了可传达性这一主题，从物理对象的振动经由说话与聆听，一直延伸到歌唱与音乐欣赏。黑格尔求助于恩斯特·弗洛伦斯·弗里德里希·克拉德尼的《声学教程》以及朱塞佩·塔蒂尼和格奥尔格·约瑟夫·福格勒的音乐理论著作。[312] 他指出了数学与和声之间的关联，并把视野拓宽到审美愉悦，在其中发声与听觉构成了统一。
还可以辨识出概念进一步规定的更多此类上升“脉络”，它们突显了自然因素在精神学说中持续不断的作用；若不了解这些，就无法恰切地理解黑格尔的哲思。如1830年版全面教学纲要所述，作为自然的理念，即从概念立场出发对自然的考察，经历了以下阶段：第一是力学——无限的个别化、质料及其观念性体系；第二是物理学——自然之物的特殊性与自然个体性；第三是有机学——自然差异在其观念性统一中——亦即从自然的空间和自然的时间直至鲜活者并最终到达动物有机体的一场复杂演进。[313] 黑格尔的听众盖耶对整个黑格尔实在哲学所面临的挑战作了精辟概括：“但在把逻辑学教化融入其他领域方面，还有极其艰巨的工作要做”。[314] 主观性的最初也是最单纯的规定，即作为达到其自为存在的理念的精神之最初规定，乃是“我”、即自我性，在其中自然之国过渡到了精神之国。


3. 第三部分：精神哲学——精神的宇宙

在对精神这一理念最具体的形态的认识中，理性达到了关于自身的最高知识。黑格尔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精神这一术语；它也无法被恰切地翻译为mind或spirit。其定义是：作为与自身的同一性的概念的绝对否定性，理念从其在其自身之外的存在中的返回，对在其自身之外的存在的扬弃，以及理念对在自身处存在的获得，亦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同一性。这就达到了思考着的自身关系的最高层面——自由。从头到尾，这一点在精神学说中展现得极其清晰，黑格尔将自己的智力事业理解为自由的哲学。[315] 精神被理解为活动性，理解为“运作状态”[316]，它从其最初形态上升到其真正的自我理解，上升到作为自我解放的自我确知。精神的道路从其感性的自身直观出发，经由其自我意识、其自身表象、其在世界中的自身规定，其在艺术与宗教中的绝对直观与表象，直至哲学的把握着的自身关系，直至思维活动思考思维活动本身的唯一完满的自我指涉。哲学的“对象”与“灵魂”是概念与自由；这两个范畴同样也是在与传统的决裂中得到定义的。[317] 如在《逻辑学》中所述，概念必须实现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实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概念是在其“固有的要素”中被把握的，处于概念的“状态”中，而不是作为普遍表象或带有形式主义谓词与函数说明的表象。精神被视作创造者，视作自身的“营造师”。自由意味着凭借理性创造某物的可能性，这包含着将定在者重构为契合其相应概念的形式的可能性。[318]
精神一章强化了由概念推动的对象与由对象推动的思维活动相一致的思想。精神必须同时被理解为“设定自然作为精神的世界”与“预设世界作为独立的自然”，理解为世界的“创生”与“发现”的同一性。[319] 所谓的精神绝非某种形而上学的幽灵，不是躲在幕后运作的超主体，不是世界之外的上帝，不是木偶提线人，也不是骑着战马穿行世界或居于彼岸的超级生物。精神包含着它的认识活动方式与活动性方式以及它的展开阶段。其活动性方式包括感性认识活动、心灵状态、心理构造、诸如直观活动与表象之类的认识机能，诸如同情或欣悦之类的实践形式、偏好、激情、需求、任意、意愿与行动、人格性、道德、家庭、经济、国家、世界历史事件、艺术作品或世界宗教。人虽然知晓精神的这些形态，却尚未对其加以认识。这些形态必须被提升到其概念的高度，按照其概念加以衡量，看它们是否属于自由者的活动性方式，这其中就包含着作为可能性的“偏离”——从心灵层面的“精神错乱”以及任意或邪恶的行事，直至政治或宗教上的歧途与扭曲。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精神把文化生活的整个领域作为主题。这包括了对自然因素的扬弃与保存，例如在关于人类学、感性认识、符号理论、人的自然成分、需求、福祉与可持续性、历史的自然基础等等的考察中。这一图景在精神哲学的三个阶段中得到了勾勒。至此，继《逻辑学》与《自然哲学》之后，体系化构建的哲学科学得以完备。不过仍需再次强调的是，黑格尔的全面教学纲要仅仅阐述了各个领域的纲领。这些科学中的每一门都有任务展开自身的逻辑构造，并根据其特殊对象要求一种特殊的考察方式：
	I)
	主观精神

		哲学人类学

		现象学

		哲学心理学

	II)
	客观精神（或法哲学）

		哲学法权学说

		道德哲学

		伦理哲学

	III)
	绝对精神

		艺术哲学

		宗教哲学

		哲学



1. 主观精神学说

构成体系这一部分的左右括号，是《自然哲学》的终篇与客观精神学说的开端，即概念的主观性（在有机学的终点）与自由意志（法权的概念）。[320] 主观性最初指的是“我”、自我性，即对自身的纯粹关系，承接于统觉的先验的、原始综合的统一，这是先验哲学最重要的洞见。“我”作为思维活动作为主体的最单纯、最精简的形式，是抽象的自由物。在主观精神这一精神事物、概念的尚属内在的领域中（它把概念作为自己的定在），其进程是从“我”的抽象形式自由走向意愿着的自我性形态下的自由——这是对自身性认识的进一步规定，而非经验性的、个体心理学式的自我寻觅。在谈到“我”时——人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此类自身性的唯一代表[321]——必须再次思考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当说出“我”时，说话者自然可以指称自己这个特殊的个别人并将其他所有人排除在外。但每一个被排除者同样可以将自我性归于自身，由此显现出“我”这一范畴的普遍性，即思维活动作为主体。“我”被视作纯粹概念本身，作为概念获得了定在。[322]
主观精神在通向自由精神（自由意志）概念道路上的里程碑是自身感觉、自我意识[323]与承认（内在的主体间性），然后是表象、记忆、理性与实践机能。在哲学心理学——主观精神的最高层面——的框架内，思维活动在其通常的主观意义上显现为与其他精神活动并列的一种活动性，并列于感性、直观活动、想象力以及欲求与意愿，然而这被证明仅仅是映象，因为思维活动内在于“我”的任何活动性方式之中。自我性的进一步规定、自身性的上升是在精神的“内在密室”中作为能动的认识活动展开的。自由概念的重要基础得以确立，例如行动归责性的前提预设、认识论构件、符号与语言理论的构件。此外，现象学一节重述了黑格尔对意识范式的克服以及他关于承认概念的基本特征。黑格尔为现代符号理论奠定了基础。[324] 由于符号所必需的外在性，离开单纯的内在密室变得不可或缺。关于想象力和幻想的论述为艺术与宗教创造了形式的、认识论的基础；随后在客观精神中提供了它们的内容基础。对于理解黑格尔的美学与宗教哲学，这一点不容低估。[325] 此外，主观精神的演进过程契合于黑格尔关于理论者与实践者相统一的原则，在这里体现为认识论因素与意愿因素的结合。理论态度与实践态度固然需要区分，但不能视为“二元论式的”机能。理论者包含在实践者之中——没有理智就谈不上有意志，同样，没有意愿也无法采取理论态度。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就是能动的。因此在思维活动与意愿的任何活动中，我们都能发现这两个环节的统一。在理论态度中，某种“实定地”现存之物被作为普遍者加以认知；在实践态度中，对象被视为由我所设定的、被改变了的现存之物；认识着的理性与自由意志由此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在括号的另一侧，即在客观精神考察的开端，可以发现对主观精神学说重要性的权威说明。客观精神的前提——意志的自由或法权的概念——这一新的开端，从其转变过程来看，正是在主观精神的科学中得以奠定的。
除了全面教学纲要三个版本中的论述之外，关于主观精神的五轮讲授课同样是恰切阐发黑格尔哲学这一部分的文献来源。就此而言，这位柏林教授可以回顾对该主题的长久关注：从在图宾根参加弗拉特的讲授课、在伯尔尼对弗拉特文稿的整理、耶拿手稿与《现象学》，一直到纽伦堡时期的论述以及1817年夏季学期在海德堡所作的第一次讲授课《人类学与心理学》。1820年和1822年的讲授课沿用了同一标题，1825年加上了副标题即精神哲学，1827/28年和1829/30年改名为《心理学与人类学，或精神哲学》（Br IV/1, 110 f., 114 ff.）。正如在《逻辑学讲演录》的命名中一样，黑格尔并未沿用全面教学纲要的术语，其中间部分即《现象学》亦未在标题中出现；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因都在于照顾新生的易懂性。其确切标题应当是：主观精神哲学。在黑格尔著作的初版中，路德维希·鲍曼为主观精神这一章补充了由他根据各份听课笔记整理的附释，但他清楚这一做法的两面性：一方面显现出“刚刚在当下瞬间创造出的思想世界的全部鲜活与全部魅力”，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即兴发挥、重复、不规定、断裂、夸张等等。[326] 这是一切讲授课笔记共同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它们在内容上提供了新东西，另一方面这些段落必须与全面教学纲要的正文以及其他笔记进行比照。
埃德曼在1827/28年讲授课的听课笔记中记述了他与好友费迪南德·瓦尔特一同聆听的讲课：他们听了一门“极其精彩的讲授课”——《心理学与人类学》。[327] 借助个别段落，《埃德曼-瓦尔特听课笔记》（1827/28年）[328]的出版版提供了关于这些文本重要性的说明。第一点涉及黑格尔批判的一个要点，即停留在意识立场上的康德先验哲学。它在反思判断力的概念中虽然达到了精神的理念，达到了主客统一性，然而却又将这一理念降格为显象，降格为主观准则；正如费希特一样，它并未达到自在且自为的精神，而只达到了就其与他者的关系而言的精神（GW 20, 422 f.）。从意识到精神的过渡，即表象与思维活动之间的真正枢纽，是由记忆构成的，《埃德曼-瓦尔特听课笔记》对此给出了阐释。精神的概念得到了引人瞩目的深化：理智是“实在的”；精神所要求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步入存在”。在记忆中，“理智赋予自身客观性，并由此成为抽象的外在性”、“抽象的空间”；理智赋予自身“作为思维活动的那种规定，一种自身就是外在性的内在性”。[329] 这承接了关于符号与语言的各项规定——即它们是必须成为外在之物的内在之物。相反，关于“我”的先验构想则停留在差异之中，停留在二元论之中。唯有在精神作为其自我把握与自我解放的活动性的充分展开的概念中，表象机能的差异与二元论才能被克服：“凡存在者，唯当其为思想时才存在；凡为思想者，即是事情”。[330]
在推进至法权与历史概念、推进至客观精神的过程中，自由对于精神概念的构成性意义更加清晰地突显出来。[331] 问题涉及这一阶段次序：“精神由此解放自身，其目标在于它已成为自由的，作为自由精神，客观精神的科学由此发端，亦即对自身而言具有客观性的精神，法权由此发端”。[332] 黑格尔强调了精神自在所是与其自为形成之间的“巨大差别”；在这里已经预先提出了“世界之精神”的概念。凡是由精神创造出来的，都应当是一种被设定之物、客观之物，一种契合于概念的外在实在性，其“实体”乃是自由。法权的体系是实现出来的自由之王国，是精神从自身中创造出的世界。使用法权这一术语，一方面是因为主观精神凭借思维活动与理性达到了超越任意性的客观性阶段、可客观化阶段；某种如今能够成立、享有正当理据、由理性赋予合法性的东西（ex lege，源自一条普遍“法则”），某种通过思考着的理性获得批准（源自bill——法律）的东西。另一方面，精神基于其概念构造，不能停留在作为内在性、作为认识活动的纯粹主观性的片面之中。法权必须以法权体系、自由体系的形态被加以思考。借助于正当理据意义上的法权范畴，论证达到了一个决定性的关节点：凡未经概念合法化的一切——暂时的定在、外在的偶然性、单纯的意见、无本质的显象、非真理、欺骗、纯粹的任意——都不具有现实性这一谓词，不享有法权，与法权的概念不相契合。唯有自由精神、扎根于思维活动的自由、自由意志以及由之产生的行动，才契合于法权的理念，契合于其概念与其以世界形式展现的形态的统一。拥有自由意志的主体肩负着解放自身的使命，只要它塑造出一项法权与自由的伟业，就践行了自己的“规定”，践行了自己的概念。历史由此可以被理解为自由原则形成过程中的进步，绝不能理解为受某种异己权能或来自彼岸、拯救行动者的造物的支配；按照黑格尔普罗米修斯式的宣告，唯有人自身才能做到这一点。世界之精神、世界精神并非飘浮在水面之上或云彩之间，而是代表了向理性与自由可能迈进的意蕴。为了理解世界历史，在主观精神学说中还发展出了更多的基石，其中包括对空间和时间的新理解[333]，并与回忆相结合，若缺少回忆，自由主体的行动就无法被把握为历史。
从主观精神向客观精神的过渡——自由精神与理性意志

直到1830年才增补进全面教学纲要的第481和482节《自由精神》，深化了主观精神一节中的思路，并将结果概括为自由意志的公式——它是自为的自由意志。自由的概念在这里同样展现为整部纲要的内核。在自由意志的概念中，此前探讨过的理论精神与实践精神的形式达到了统一；意志的普遍的、排他性的规定就是它的自由——理性意志或自由理智。在这一新阶段上，自身关系确立为认识到自身是自由的并将自身这一对象作为意愿对象的精神（GW 20, 476 ff.）。这一自由思想具有令人折服的力量，因为通过它，“精神固有的本质”即自我认识与自我意愿找到了恰切的表达。个体作为特殊者与普遍者具有无限价值，因为它乃是精神，因为它处于思维活动与意愿之中。人作为有限与无限的存在，只要他关联于自身，他就关联于神圣者或绝对者。拥有自由意志的存在“被规定去获得最高自由”，它把精神、思维活动知晓为自己的本己之物、最内在之物、其本质与目的。黑格尔强调，人们不仅拥有自由的理念，而且他们就是这一理念。自由必须在“世界的当下领域”中确立起来，首先是作为伦理与国家的实体。世界作为作品应当“契合于精神、契合于自由地加以构建”，唯有如此人才是真正自由的。这蕴含着反抗“不自由”状态的合法性。
在主观精神的进展中，推导出了自由意志的概念，即法权的理念，其核心构成了自由。自由的概念必须自我完满为理念，必须形塑为“一个世界的现实性”（GW 20, 478 f.），构建为自由规定的体系。自我关系达到了更高的阶段：在一个由自由概念所构成的世界中，人能够处于自身之中，与自身结合为一体。把握自由概念与其形态的这一统一，探索精神的作品世界，正是客观精神学说的首要任务，黑格尔称之为法权哲学科学。


2. 客观精神学说——全面教学纲要中的法哲学

黑格尔指出，在纲要建筑术的这一部分中，他可以“比其他各部分更为简短扼要”。[334] 鉴于已然讨论过的《法哲学》[335]，下文侧重于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各版本中的修订，以及听课笔记中的若干段落。此外，还需深入探讨《世界历史哲学》，即从客观精神向绝对精神、从有限精神向无限精神的过渡点，有一套独立的讲授课序列专门用于讲授它。
正如主观精神学说最后几节所阐明的那样，一个宽泛界定的法权概念即理性法权登场了。在主观精神学说中生成的自由概念，如今被作为自由意志的世界、作为世界之精神的作品来处理。客观精神的规定在全面教学纲要的第一版与后两个版本之间，于伦理的处理上存在差异。在第一版全面教学纲要中，市民社会与国家尚未被作为伦理的各个阶段来处理，而第二版和第三版全面教学纲要则从《法哲学》中采纳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影响深远的区分。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各版全面教学纲要只提供了少许修改与补充：一方面在导论中强调了法权与义务在实践世界所有领域中的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强化了正义概念，这一范畴如同教化范畴一样贯穿于《法哲学》始终。上升到自由要求对两个核心规定作出精确规定：教化与正义。1817年版着眼于正义的合理性与客观性，着眼于它在伦理构成的共同体中所能达到的客观形态，尤其是通过合乎理性的政治结构，借助理性的“国家构建”。1830年版则将合乎理性的宪法称为存在的正义，称为自由在一切理性规定展开过程中的现实性。
必须克服关于自由与一致的抽象且肤浅的规定。片面抽象的一致原则排斥一切差别、一切不一致。相反，对具体内容的考察能够揭示一致与不一致的合法性及其理性互动。意志主体在其作为人格性的状态上原则上是一致的。在其更为具体的规定中，一致与不一致必须结合起来；例如公民就其公民身份而言是一致的，但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则是不一致的。从自然来看人们是不一致的（体质、天资、技能），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们由于其财产的差异而是不一致的市场参与者，但他们享有平等的成员法权。特定的法则以不一致的状态为前提预设，并规定由此产生的不同的法律权限与义务；例如在税法规定中，不均等收入被课以不均等的税收，其目标是税收正义。总体而言，正义原则在其众多面向中始终是黑格尔自由思想的核心关切。
迄今为止整理出的《法哲学》讲授课听课笔记，对关于客观精神的已出版文本作出了重要的补充与提炼：从关于市民社会的详尽论述、贫富差距、富有的贱民、作为同业公会的市镇共同体，直到借助文学或神话文本对主题所作的阐释说明。[336] 《世界历史哲学》讲授课作为《法哲学》的一个环节，黑格尔从1822/23年起每隔一年讲授一次，共讲了五次，补充了他以实践哲学为重点的教学活动。
大千世界的大戏院——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作为从自由旨趣出发对人类历史事件的思考考察

1822年12月，在他第一次讲授世界历史期间，黑格尔写道，对他而言，“检阅世界各国民族是一件非常有趣而惬意的事情”（Br II, 367）。对世界历史的哲学考察作为客观精神学说的组成部分，正处于通往绝对精神学说的过渡点。精神在历史中具有其最具体的现实性；历史汇集了精神的一切形态，从主观精神经由国家历史，直至艺术、宗教与科学的历史。国家在其历史关联与动态中被加以考察，依托于新的空间与时间观念——全球空间内部各国空间上的“并列”，以及建立在“回忆”之中的以阶段形式展开的世界历史事件的“先后相继”。黑格尔求助于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以及大量的历史学研究（包括普遍历史的研究）[337]，并求助于卡尔·李特尔的地理学著作。历史哲学在理论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创新，在于贯彻始终地对准自由概念，在于世界历史阶段演进的开端即“东方世界”，以及关于历史终结的具有挑战性且切实有据的命题。[338]
黑格尔从康德那里继承了政治三联体——内部国家法权、外部国家法权与世界历史（世界公民法权）：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就其原则而言是康德式的，即从国家的理念出发来考察它”（Ros 331）。在第二阶段上，展开了一种建立在承认基础之上并超越康德的构想。国家不仅必须被思考为世界公民语境的参与者，思考为“普遍人类国家”（康德）的从属成员。问题关乎“自由各民族个体的相互承认”，关乎一种国家间承认的构想。[339] 形式抽象的承认与实质具体的承认之间的区分，以及国家间法权与世界公民法权之间的区分变得至关重要。在实体性承认中，关键在于具体事实以及大致相当的发展阶段；这关乎在接受度与人道基本原则上的和谐一致，以及尊重他者的文化特殊性，关乎普遍主义的最低共识。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实体性承认唯有在以保障个人自由、以自由市民社会为基本原则的现代国家之间才能成功达成。[340] 他同时看到了建立“普遍同一性”的困难，并指出了不同的历史与伦理构型[341]，指出了文化特别是宗教的差异（GW 20, 536）；作为文化特质核心要素的宗教视角可能成为承认的决定性障碍。
早在全面教学纲要第259节中，世界历史就被规定为国家理念的第三个环节，规定为国家的普遍理念，规定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赋予自身以现实性”的精神。世界历史体现了内在于作为三个推论体系的国家概念的一个推论，是这一结合整体中的最终形态。关于世界历史的段落，讲课文稿以及听课笔记都不能被看作《法哲学》的单纯附录。[342] 历史性被证明是把握国家的思维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对象是在其历史现实的自我形成过程中的自由概念。国家间性不能仅仅建立在契约论的基础之上；在现代，必须从世界公民的立场出发，从黑格尔把握为世界历史的诸国总体关联出发来思考。世界历史包含着对政治的世界整体及其内在历史动态的揭示。《法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于，法权理论“不仅获得了一门前置科学中的开端与奠基，而且也获得了流向并汇入一门后续科学的出口与归宿”。[343] 法权的思想落入时间之中，“落入历史的世界潮流之中”，客观精神哲学在其中达到巅峰并迎来其终结。[344] 历史事物的“根本对象因而也是主导原则”乃是精神，而且是“依据其本质，即自由的概念”。世界历史呈现了“原则展开的阶梯进程，其意蕴便是自由的意识”。[345] 尽管柏林讲授课原本并未打算出版——直到1830年黑格尔才考虑出版——但其导论、各种版本的听课笔记与文稿汇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盖耶写道，这门精彩的讲授课“自然是座无虚席”。[346] 对历史哲学的贬损、神秘化与误读足以汗牛充栋。在历史这一看似纯属任意与偶然的土壤上，在这样一座动荡不安、喷吐烈焰的火山上寻找规则、思想与永恒之物的任何尝试，都被视作“生搬硬套的诡辩、先验构想的肥皂泡或幻想的游戏”。[347] 历史哲学遭到嘲笑；“宏大叙事”被认为已经退场。吹毛求疵、数豆子般的历史实证主义者极力贬低源自黑格尔的历史性理论意蕴，将其弃置为不合时宜。
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基本命题是：自由概念的展开。客观精神的思想建筑术以世界历史作为拱顶石而收束。由此也搭设了通往绝对精神、通往艺术、宗教与哲学科学的桥梁。问题关涉伦理的世界现实性，关涉“伦理理念的普遍全球现实性”，关涉作为历史具体自由的国家理念。世界公民法权可以被思考为一种跨越一切族群或文化特殊性与界限的普遍性。[348] 凭借其终结性的三联体，黑格尔成功避免了片面且在逻辑上不充分的立场，既避免了普遍者的恐怖，也避免了特殊者的恐怖，既避免了“空洞的世界主义”，又避免了文化与族群相对主义，尤其是作为特殊者之恐怖的民族主义。大千世界的大戏院，这一伦理的戏剧在一座多姿多彩的舞台即地界上上演，演出的是呈现为形形色色主体及其“角色”的同一位演员，即人类这同一个族类。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由“世界之精神”这一范畴表达出来。世界精神范畴遭到了庸俗化与嘲讽，人们讥诮黑格尔曾在耶拿看到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纯粹是出于无知或恶意而作出的错误引用，因为黑格尔并未把拿破仑称作世界精神，而是称作“世界灵魂”，以此意指一位重要的世界历史人格性人物。为了澄清世界精神这一概念，不妨引用历史哲学中那节尚未得到充分诠释的关键段落：
在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中，由于它们在其中作为特殊者存在，便落入了显象的最大尺度上激情、利益、目的、天资与德行、暴力、不法与恶习等内在特殊性以及外在偶然性的极其动荡的游戏之中，——在这场游戏中，伦理整体自身、国家的独立性被置于偶然性之下。各民族精神的原则由于其特殊性（各民族精神正是在其特殊性中作为定在着的个体拥有其客观现实性与自我意识）总体上是有限受限的，它们相互关系中的命运与业绩便是这些精神的有限性的显现辩证法，从中，普遍精神即世界之精神作为不受限者产生出来，正如唯有它在作为世界法庭的世界历史中对它们行使其法权——它的法权乃是至高无上的。（GW 14/1.272 f.）
除了游戏、偶然性、历史机运、有限性的辩证法与世界法权之外，作品作为现实之物的形式塑造这一概念对于行动的哲学理论、对于历史、艺术与宗教哲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349] 这里迈出了“通过作为与行动实现个体-主观之物的客观化”的一步，这正是客观精神的特征所在。世界与历史起初被视为处于游戏之中的主观个体性的作品，视为作品创造者的作品，尽管尚未被视为营造师的作品。同样，在其中拒绝了特殊国家或国家联盟自我合法化的可能性，同时也确立了评判国家行动的更高“法官”。人们应当保持审慎，“切莫轻率赞同某种将黑格尔的精神实体化为某种宇宙精神或神圣精神的观点，仿佛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从一个国家跳到下一个国家”。[350] 伴随着世界精神，进入视野的绝非某种非理性的必然性，绝非某种各国必须屈从的强制性宿命要求。世界关联的构成建立在各个特殊国家的意愿之上。[351] 必然性源于事情自身、意志、行动与自由的概念。该概念的“实现”在于sub specie libertatis（在自由的视角下）获得成功的行动，同样也伴随着偏离自由的可能性。自由的概念为评判各个特殊国家的“正当理据”提供了尺度，这是一种历史正义——世界历史作为世界法庭。各个特殊国家作为存在着的个体、作为普遍者的特殊化形态，必然要把自身的特殊性置于相互比较之中。普遍主义的世界精神构想的意义在于，将受到族群与文化束缚的伦理的相对性再次相对化。[352] 由此确立了一种新的法权，至高无上的绝对法权，即世界之精神的法权、理性的法权，过程性内在于其中：作为“理性的狡计”的世界历史格局。只要自由构成了法权的内容，这关涉的就是精神的解放，精神在其展开历程——世界历史——中走向自身，走向本己之物，从而逐步赢得自由。世界精神指的不是什么庞大主体，而是在其特殊格局中体现了一种“卓越”原则的各个特殊国家。“唯有作为一种对行动主体而言并非异己、而是由行动主体将其确证为自身本质的权能（第147节），它[世界精神]才是伦理实体；因此它是一种在其中伦理主体顺从于自身逐步形成的法则的权能”。[353]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暗指席勒而将世界历史称为“世界法庭”（GW 14/1.273）。黑格尔将历史哲学把握为sub specie Vernunft（在理性的视角下）对人类历史事件的重构。这种合理性在其精神结构中突显出来：过程性的自身规定性、作为展开着的自身关系的自由，以及作为走向根据的推进过程的奠基。在此过程中，现代性被证明正是这一根据，同时也是阶段进程的终结，是对普遍自由的促成。
合理之物的塑造、自由的内在培育与外在教化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始终是自身命运的锻造者。在这种实现中，人类认识并规定自身，根据自身的“禀赋”规划自身的前景，“构建”自身。世界之精神可以被思考为“一个发展的整体，各民族精神作为其组成部分融入其中。因此绝不能将其视为由各民族个体构成的不可改变的族类，在其面前它仅仅是其命运的缺乏发展的盲目权能。”[354] 对黑格尔而言，历史哲学是对人类历史事件的思考考察。问题关乎呈现历史的逻各斯，关乎世界历史事物中的理性。宗教神学式的视角、对天意预视的信仰与神正论构想、把历史理解为错误喜剧、把历史事物呈现为小说或世界奥德赛的观点都受到了批判，尽管黑格尔为了增强讲课的直观性而引入了丰富的隐喻：神圣悲剧、戏剧、戏院、油画、挂毯。[355] 凡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其态度绝不仅仅是被动接受的，决非“仅仅顺从于给定之物”。在对待历史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位作者是消极被动的；他把自身的范畴与观点带入其中，用它们、透过它们来审视历史事件。[356] 自带一套坐标系统这一做法，显现为一种哲学历史理解之可能性的条件。黑格尔将世界历史哲学理解为透过理性这棱镜对所发生之事的重构，以便把握当下——“谁用理性审视世界，世界也就用理性审视谁”。[357]
世界历史曾被论述为国家理念的一个环节，国家是自由意识的最高形态。格局中的诸国是世界历史哲学更为切近规定的对象；世界历史在本质上被把握为国家史。唯有在国家中才能找到“清晰的业绩与规定”以及关于这些业绩与规定的清晰意识；由此产生了“保存”的能力与需求。若缺少这些，便没有作为“思考着的追念”的历史。国家作为建立在普遍规定之上的共同体，要求保存理性的业绩，记忆为这些业绩赋予了追念的持久性，从而才构成了时间与历史。世界之精神作为最具体、最丰富的形态中的伦理实体，在人类文化史中通过与自身的艰苦斗争、通过自身的异化来实现自身，因而不是什么“和平无争的造就”。历史也展现了深不见底的罪恶以及对“最高尚形态的毁灭，也显现为一座屠宰场，各民族的德行在其上被献祭”。[358] 然而，首先黑格尔不能被看作是“对炮灰无动于衷的帝国残暴思想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其次人类历史也不仅仅作为潘多拉魔盒或“魔鬼用被毁灭的价值铺就的道路”（马克斯·韦伯）进入视野。由于“缺乏知性”与暴虐，在“历史的宽广祭坛”上许多个人与民族的幸福被献祭；许多理想在冰冷实在性的悬崖峭壁上撞得粉碎，最繁荣、最成功与最美好形态的消亡勾勒出一幅“最可怕的画卷”。“往日荣耀的废墟”引发出对变易无常的无措哀伤。但是历史并不包含一连串的愚蠢行径，不是什么“受诅咒者遭受折磨的戏剧”，而同样是“最多样鲜活形态自由生长的戏剧”。
现代国家的原则作为黑格尔历史阐释的出发点，在于实现普遍自由；国家被视作自由意志概念的现实化。自由精神的思想构成了现代的关键枢纽。“[世界历史]各阶段的切近规定，就其普遍本性而言是逻辑的，但就其更具体的一面而言则需在精神哲学中给出”。[359] 世界历史的三个主要阶段以自由的状态为准绳：第一是特殊个别者的自由（“一人”），第二是特殊者的自由（“少数人”），第三是普遍自由（“所有人”）；在另一处则是：第一是“精神沉溺于自然状态”，第二是精神局部地且在特殊性中进入对其自由的意识，第三是从这种“尚属特殊的自由提升到自由的纯粹普遍性之中”。[360] 在此基础之上，黑格尔构想了世界历史的建筑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和四个世界历史王国，因为中项被加倍了。
实体性精神的原则，即实体性、自然的精神性——在其中个别性自为地是不享有正当理据的——在历史上由东方、东方世界所代表，然而这也是每一个国家历史的出发点。权能表现为单个经验性自我意识的形态，表现为一个作为绝对普遍者、决定一切的个体。其中体现了自然状态的最初方式，因为自然之物起初是孤立的个别之物、特殊之物。作为实体性精神之知识的第二阶段代表着优美的伦理个体性、明朗的伦理，其典范是古希腊。[361] （孤立的、排他性的）特殊性原则处于中心；特定的特殊者——唯有城邦的全权公民——掌握着政治权能。在古罗马，知晓着的自为存在深化为抽象的普遍性，并深化为与丧失精神的客体性的对立，即伦理生活无限撕裂为个人私人自我意识与抽象普遍性这两个极端。[362] 这体现在形式法权、合目的性宗教以及最终的皇帝原则上。在现代世界中，实现了向最初实体性的返回，以及从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复归到“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性的客观性”。在这一现代世界中，真理作为思想、作为把握着的思维活动并作为符合法律的现实性、作为法权而生效——即“主观性与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的原则”。

作为历史开端的东方世界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哲学抛弃了古代与现代的两阶段模型。世界历史的呈现以亚洲历史、以东方世界为开端，其理据在于世纪之交开始对中国、印度和西亚地区进行密集深入的研究，以及东方学的创立。黑格尔在谈及印度时写道——这同样适用于其他亚洲文化：“最近通往文献史料的大门向我们敞开了，在这类认识中每取得一步进展，以往的一切就部分显出微不足道，部分显得偏颇无用”——“就其文学、科学和艺术而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刚刚被发现的新世界”（GW 16, 19）。新发掘出的内容连同归于它的基本原则，在哲学构想的世界历史阶段演进中占据了开端位置。这契合于一门具有科学理据的历史哲学，它将对历史见证的依凭及其批判性评析，同思考、同在历史中对理性的把握熔为一炉。在对约瑟夫·格雷斯讲演集《论世界历史的基础、结构与时代次序》[363]的评论中，黑格尔除了指责其“蔑视概念与科学性”并批判其“高谈阔论”与“教理问答式表象”之外，还提出了普遍意义上历史哲学的哲学尺度问题：究竟将什么原则奠定为世界历史的基础？哪些规范或“指路明灯”规定了历史以及研究历史的哲学科学的进程？主导原则以何种次序同派生原则结合在一起？如何能从内在联系中展开结构化、展开世界历史的阶段演进？随着对古代与现代两阶段模型的克服，格雷斯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关于历史的基督教宗教结构也随之过时，在那套结构中，基督教宗教因素甚至在存在上也归有“普遍性与本原性”，例如通过所有文化或本原祭司民族的“原始祭司基本直观”，在其中永恒的基督教天意预视、基督教上帝的创造力支配着一切。与此相对，黑格尔强调了佛教中关于神人表象的独立亚洲创造，以及远东宗教表象与哲学命题中绝对者内部的三位一体原则。据格雷斯称，永恒的法则隐藏在基督教上帝的深处，唯一纯粹的源头就是基督徒的圣经。
直到今天，对黑格尔的一个常规指责仍是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指责他断言非欧洲文化的低劣性。这类批评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它们忽视了黑格尔对概念、尤其是对历史概念的理解。[364] 首先，东方世界的原则即实体性、自然的精神性——在其中个别性自为地是不享有正当理据的——代表了每一个国家历史的出发点。其次，黑格尔撇开文化语境而关注所有不契合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形态，他对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或近代欧洲文化的抨击便证实了这一点。尺度绝非欧洲的东西，而是自由与人道的概念。因此，火刑处死焦尔达诺·布鲁诺与印度焚烧已故男子的寡妇，同样都是对自由意志概念的践踏。拒绝文化普遍模式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其立场恰恰落入了他们极力想要避免的东西——落入了各个特殊者的绝对主义，落入了特殊性的恐怖主义之中。他们不愿费心去检验黑格尔对相对性以及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的精心阐述，因而是不可被严肃对待的。第三，黑格尔关于从东方世界向希腊世界过渡的探讨，是一篇反驳土著自生论与欧洲文化优越论的示范教材；其中将“传入之物”与“本己之物”的成分结合在一起，并揭示了将本土出生者视为高贵而将“外来者”视为低劣的陈旧视角的过时性。古代希腊人是“改造性的塑造者”。黑格尔指出了他们许多据称是“西方”成就的“亚洲”渊源；字母文字、农耕、炼铁、榨油、数学与天文学皆来自东方的开化民族、来自“东方之地”，对此希腊人保留了“感恩的追念”。黑格尔深知皮浪主义怀疑论是印度与希腊的混合物，是古代希腊人的佛教。第四，普遍自由的思想固然产生于欧洲语境，黑格尔也强调了作为文化综合结果的欧洲文化的功绩。但这同样可以被视为历史发展偶然性的一个结果——正如英格兰、法国与俄国彼此独立的工程师制造蒸汽机，或者牛顿与莱布尼茨创立微积分一样。现代世界的精神并不必然定居在欧洲。全球化包含着各个发展中心进一步“迁移”的可能性。第五，黑格尔借鉴吸收了大量关于东方学的专业研究[365]，并将这些知识融入他对历史、美学、宗教的哲学构想中，融入全面教学纲要关于哲学的一节以及历史哲学讲授课中。他与该领域的知名专家保持着密切联系。黑格尔始终跟进著名东方学家的研究；年轻时他就读过科学东方学先驱康斯坦丁·弗朗索瓦·沃尔内的《废墟》，并在班贝格与该书的德语译者梅塔·福克尔-利贝斯金德讨论过沃尔内的著作。[366] 一个当时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雷慕沙，黑格尔早在巴黎就已经结识。施蒂格利茨带来了重要启发，尤其是他关于《东方画卷》的研究。[367] 黑格尔促使东方学奠基人之一兼东方文学大家弗里德里希·吕克特对《诗经》进行诗意改编，该作直到黑格尔去世后才以《诗经：孔子搜集的中国歌集，弗里德里希·吕克特献给德国人》为题出版。因此，他必定知晓孟夏理所编辑翻译的《孔子诗经》（HBZ 669）。黑格尔对中国小说《玉娇梨》的法文译本做了笔记，并藏有另一部中国小说《好逑传》，同样是法文版（GW 22, 123 ff., 593 ff.）。吕克特卓越语言造诣与渊博学识的其他例子还包括对鲁米（GW 20, 678 ff., GW 22, 121 f., 589 ff.）、哈里里《麦卡麦》、摩诃婆罗多选段以及《古兰经》的翻译。黑格尔引用了英国印度学家查尔斯·威尔金斯、威廉·琼斯与托马斯·科尔布鲁克的著作，后者包括《论吠陀，或印度教徒的圣书》。特别是与自1825年起在柏林担任梵语教授的弗朗茨·博普的交往想必极富启发——“我的博学好友兼同仁博普教授先生”。[368] 他被公认为比较（印欧）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威廉·冯·洪堡曾随他学习梵语。博普出版了史诗《罗摩衍那》的选段，黑格尔读的是其英译本。[369] 黑格尔与博普的学生兼梵语专家罗森保持着探讨交流，后者于1826/27年听过黑格尔的全面教学纲要讲授课，后来在伦敦大学担任教授。黑格尔还知晓施莱格尔兄弟的印度学著作，弗里德里希的论文《论印度人的智慧》附有《罗摩衍那》、《薄伽梵歌》、《摩诃婆罗多》与《沙恭达罗》的选段，以及奥古斯特·威廉对《薄伽梵歌》及《罗摩衍那》部分篇章的翻译。黑格尔在这一领域的渊博学识，还在于他在《年鉴》上发表的对洪堡《论摩诃婆罗多中名为薄伽梵歌的插话》的评论文章，他赞誉该书为“对我们关于精神最高旨趣之印度呈现方式的知识的实质丰富”；该著作体现了“对原语言的精通、对哲学的谙熟与审慎克制的罕见结合”。[370] 对于西亚，黑格尔通过吕克特、最早翻译《阿维斯陀》的阿伯拉罕·亚森特·昂凯蒂尔-迪佩隆、阿拉伯与波斯史专家威尔肯，以及尤其是他的海德堡同道克罗伊策——古代神话学权威著作的作者——获得了深入了解。黑格尔关注破译象形文字的让-弗朗索瓦·商博良的工作，并研读了赫尔德与詹姆斯·密尔关于印度历史的研究。[371] 从宗教哲学的视角来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托卢克的《东方神秘主义诗选》引起了他的批判性关注。[372]
由此黑格尔的“西东诗集”得到了简要勾勒。一份听课笔记提示了他的比较方法：东方精神由理智实体性的基本特征所规定，即以内在化作为开端与根据；而欧洲精神则由反思的主观性所规定。

现代世界与历史的终结

人们可以用一种理念取代另一种理念，
唯独自由的理念除外。
路德维希·伯尔内

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目标或终极目的在于普遍自由、所有人的自由；现代世界作为“历史的终结”，即每一个人的自由。作为“最终国家”的现代国家具有如下力量：“让主观性原则完满为个人特殊性的独立极端，同时又把它引回到实体性统一之中，并从而在主观性原则自身中保持这一实体性统一”（GW 14/1.208）。自由意志被视为一切权利的实体性基础；带着这一自由原则，“我们便过渡到了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过渡到了我们时代精神的形态”。[373] 现代世界代表着历史的终结，代表着最终的历史世界构型，即“完满终结的”国家。这既不意味着“乌托邦式的休止符”（恩斯特·布洛赫）或“对未来的排斥”（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也不意味着向全新阶段的开启。高于现代自由阶段的更高阶段，是违背黑格尔的历史概念的，这一概念并非一般地指称人类历史事件，而是由阶段进程、由一种“地层层积”所规定的，有别于通常的用法。历史的“世界层积”已经达到了其终结性的“地层”，由于普遍的自由意识，历史在这一最高阶段上达到了其根据，并作为有限的过程或阶段演进“归于根底/消逝”。现代国家可以被理解为契合其概念而达到完满、并相应自我构建的国家。“人必须自我形塑。人具有历史性，亦即属于时间，属于自由之前的历史——那才是历史。”[374]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历史包含着人性的前史。关于历史终结的命题并不包含人类历史事件的终结，并不包含完满无缺的状态，并不意味着最好世界的当下呈现或尘世天堂的降临。在现代，人类历史事件在业已达到的世界框架内，以基本生活实践的全球化形态展开。现代自由原则能够深入人心并拓展到外部世界之中。被认识到的自由概念能够被赋予契合于它的、恰切的形态。在历史的终结处，在阶段进程的顶峰上，关键在于普遍自由的全球“形态塑造”，在于依照自由原则的尺度对业已登上的高原进行构建。自由概念的现实化开启了它真正的、如今迅疾的飞跃。精神穿上了七里靴。[375] 生命的一种形态，即作为阶段进程形态的历史已经“成熟”；对它而言，既不存在向以往假定的田园诗般形式的回归，也不存在向实质全新阶段的迈进。留给人类的“唯有”对作为人类共同体真正原则的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横跨全球的现实化。
终结绝不意味着死亡或停滞，历史的终结可以被诠释为真正的人道定在的开端，解释为一个时代的开端，在其中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普遍的人、每个人都被视作“新的、最高的与最后的圣徒”。这一构想的核心旨趣在于将现代性理解为真正以人道方式塑造的自由定在。自由、法权、人道的思想应当作为自我理解与自我诠释以及制度与文化构型的原则而展开。人类的共同生活应当以自由原则为指引——这是黑格尔关于未来的唯一理论论述。他的思想排斥了对必须通过决战来建立的尘世天堂的许诺，也排斥了对天国领域的空洞慰藉。这里绝不可能关涉预言式的低语、神秘的未来幻象，决不关涉未来的世界纪元或千年王国。把握并塑造自由、塑造conditio humana（人类境况）——人类正面临着这一挑战。黑格尔在其中看到的绝非平坦现成道路上的惬意漫步，不是古希腊树林中的闲步，不是圣伯多禄大殿前的伫足，不是托斯卡纳葡萄园或京都佛教寺院园林里的漫游，不是穿行剑桥或耶拿的漫步，而是人类面临的最艰巨、最危险的挑战。这一事业是一场巨大的冒险，犹如没有保护网的高空走钢丝。
但黑格尔在此语境下最重要的告诫，是要求付出思维活动的辛劳，要求对人类历史事件进行始终必要的重新思考考察。借口于不可知者、“不可先思之物”、借口于盲目祈求式的接受或跳出思维活动之外的致命一跃，都背离了反思的伦理，这种伦理不能寄托于盲目信仰、神谕、本能或公设，而必须依托对善与恶、正义或人道的检验与权衡。一切原教旨主义都缺乏这种思考着的检验。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一次又一次重新把握自由的各项规定，并在世界的舞台上为自由的构建找到新形式。以理性、自由和世界公民的旨趣进行思维活动，能够帮助人类学会自由地生活。


3. 绝对精神学说：艺术——宗教——哲学

从客观精神向绝对精神的过渡可以从精神的“本质”来加以解释。在客观精神领域所生成的实在论原则与建构论原则的统一，尚未构成完整的自身关系；原则上的关系性依然存在——作为被独立预设的自然，意志以改变的方式关联于它。然而在伦理与世界历史的领域中（客观精神的最高阶段），思辨的思维活动已经在以复杂的方式运作，例如在对自由意志概念的阐释中，或者在把人格性的法权把握为永恒的、不可侵犯的、无限的、绝对的与不可相对化之物中。将单个特殊的“我”理解为普遍的人格性，属于思辨的思维活动。在知识的最高形态中，在艺术、宗教以及作为科学的哲学中，合理的伦理作为有限之物被扬弃；它们超越了有限者，在其中是无限的、永恒的或绝对的——“我要在思维活动与诗作中自由，在行动中世界对我的限制已然够多”（歌德）。真正的艺术、真正的宗教与科学的哲学，建立在客观精神中展开的伦理概念之上，建立在主观精神中发展出的不同认识形式之上，如直观、表象、把握着的思维活动。内容的基本规定是真理与自由，绝对精神的形式代表着在自身处存在的最高构型，代表着思维活动的唯一完满，在哲学的对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这种唯一完满、充实的自身关系中以终极方式表现出来。[376] 这关涉在绝对精神中将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所生成的各项规定必然地联结起来。在此体现了人身上的有限者与无限者同一性的思想。“生命的星期天”——艺术、宗教与哲学——保存了伦理的真正意蕴，它们是真正自由的日子，而且并非处在“工作日”的彼岸，而是作为其构成性环节。
艺术哲学——美学

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能以如此深度与明智展开艺术的理念；没有任何人能以同样的精准度规定并标示出其历史的重要时代；最后，没有任何人提出过比这更适合契合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精神的艺术划分与理论。
夏尔·贝纳尔：《美学教程》
黑格尔著，南锡，1840年

在体系建筑术中，是从国家作品走向艺术作品，从世界大戏院走向舞台，从政治的世界画卷走向画家的画作，从历史记载走向诗性历史。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形态塑造，都在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学说中被构想为艺术哲学的前提预设。全面教学纲要与讲授课听课笔记中的相应段落极具启发意义。黑格尔与1800年前后康德、席勒、谢林等人的美学构想的论辩，以及与柏林艺术界事件的互动，对他的艺术哲学的诞生与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些经验同美学的撰述结合在一起。通过希尔特、瓦根、施纳塞、鲁莫尔、沙多夫以及其他柏林艺术家与学者，黑格尔参与了关于建立柏林国家博物馆的辩论。[377] 作为柏林艺术史学派最重要人物的导师与对话者，他跃升为这一科学学科的奠基之父。他与艺术各领域的交往极其广泛：他与鲁莫尔和盖耶探讨意大利艺术史；通过门德尔松·巴托尔迪与策尔特，他与音乐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最迟在维也纳他就带回了对罗西尼的热情。他对席勒的推崇历久弥新，与歌德的友谊持续加深，海涅以及青年德意志的最重要代表古茨科夫、劳贝、格拉斯布伦纳都坐在他的讲授课堂上。他继续从事文学史研究，其涉猎范围从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经由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弥尔顿和斯特恩，一直延伸到东方诗歌。在许多情况下，他随时了解其追随者与熟人的阅读与研究动态，例如吕克特、霍托、发表过关于索福克勒斯与歌德《浮士德》论文的欣里希斯[378]，或者阿里斯托芬专家海因里希·特奥多尔·勒彻尔，黑格尔摘录了后者的著作《阿里斯托芬及其时代》并在讲授课中加以援引。[379] 在《美学讲演录》中，他探讨了形形色色的喜剧作品：阿里斯托芬的“云中乌贼国”、卢奇安对诸神的嘲弄、莎士比亚的喜剧英雄福斯塔夫、即兴喜剧、斯特恩、希珀尔以及让·保罗；他在幽默中看到了现代艺术的最高形式。
关于艺术哲学，全面教学纲要中的相关段落同样仅提供了一个紧凑的纲要。然而整个大厦的支柱均已确立，并揭示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以及随后达到的绝对精神的咬合联系。它们构成了文化事物的整体，在逻辑先后相继中获得其规定性。三个导入节提供了源自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学说的权威概念体系，对于艺术形式与内容的界定至关重要。艺术被界定为绝对精神的第一阶段，界定为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最初统一；前两个阶段必须被证明是它的环节。
第一，艺术作为知识形态“分化”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之物，即具有外在定在的单个特殊作品，从雕凿的石块直至诗性语词——在谈及自然定在与直接性时隐含着对存在的指涉，但在这里已经具有了“精神形式”；另一方面是主观之物，包括创作的艺术家与艺术接受者。在后者中，必须区分鉴赏者、艺术批评家与艺术学者；然而这一公众群体如同普遍的公众舆论一样，既值得尊重又值得鄙弃，既应当吸收又应当予以批判审视，尤其是德国公众“是demos（民众）的一种愚蠢漫画；它自以为构成了一种权威机关、一种元老院，并自以为在生活和阅读中能够投票否决这个或那个它不喜欢的东西”。[380]
第二，这一知识形态是“自在的绝对精神的具体直观与表象”——即理想。这一术语包揽了艺术哲学的唯一主题，正如神圣者在宗教哲学中那样。美学必须展开该范畴的多样规定——艺术的理想作为美的理念的现实性。[381] 观念性不仅在各个艺术门类中而且在艺术的历史阶段中逐步“提升”，在诗性艺术中达到最高阶段，并在象征型、古典型与浪漫型的特殊形式中展开。黑格尔谈到了关涉理想两个环节的三种基本形式。浪漫型艺术标志着顶峰，标志着在其真正的具体性中、在其最丰富的规定中的最终形态塑造；内容在浪漫型艺术中获得了“真正理想性的形态塑造”。[382] 内容的决定性尺度在于自由的思想；黑格尔将现代浪漫型艺术视作自由的艺术。他提到了诸多人物，除了项狄传之外还有桑丘·潘沙：“噢，你这无比幸福的桑丘·潘沙，凡读过《堂吉诃德》的人，谁不曾因你而乐不可支呢？”[383] 牟利罗的儿童画、丢勒与霍尔拜因的肖像画受到极高赞誉，因为在画作“最微小的局部中”表达了“一种思考着的、繁忙生活的反映”。科雷吉欧的油画抓住了性格的深处，抓住了在一种表情中显现出来的、贯穿整体的不朽之物。在理想中，内容被视为一种性格的实体性之物的表露，它赋予整体以印记并表达了永恒不朽的人性。
[image: ]巴托洛梅·埃斯特班·牟利罗：《卖水果的小女孩》——黑格尔最心爱的画作之一

第三，通过对直观与表象的着重强调，突显了它们对于理解艺术与宗教的特殊重要性。在此，对主观精神学说中借助这两个范畴为“艺术的形式层面”奠定的基础进行了决定性的反思关联，特别是关于想象力（幻想）、直观活动与思维活动的中项，即作为fantasia作为aisthesis与noesis之间接合点。[384] 直观（被扬弃的感性、被扬弃的感受）是主观性关联于其作为假定给定的、现成找到的内容的规定性的最切近呈现的形式，是直接的当下现前，是单个“我”的“呈现”，或者如援引亚里士多德所言，是直观活动中接受性与能动性的同一。这关涉的绝非双重直观画廊，而是现存存在与被制作的存在之间的直接统一。[385] 视觉与被见之物、听觉与发声、味觉与被尝之物必须被理解为同一性。其中蕴含着直观的单纯精神结构，即它的逻各斯构造。[386] 纯粹的直观活动如同纯粹的感觉或纯粹的表象一样纯属虚妄；感觉、直观活动如同幻想一样从一开始就被思维活动所“浸染”。内在性的形式被转化为外在性的形式，反之亦然；在这种逆转中，理智登上了其自我规定的最初阶段，即形式的自身规定性。随着走向内心、走向“回-忆”，假定直接的直观被扬弃为表象。
在表象的最初形式中，适用于直观的直接性，即存在者只要其为有限者，就转变为过去之物，但同时理智把直观作为内在的、无意识的当下现前保存下来。“理智最初作为回忆直观，把感觉的内容设定在自己的内在性中，设定在自己的本己空间与自己的本己时间之中”（GW 20, 446）。这一被称为意象的形态由此摆脱了其最初的直接性与抽象的个别性，并被纳入理智“我”的普遍性之中。用康德的话来说，这关涉在直观中缺乏对象当下现成的情况下表象该对象的能力。在理智所设定的这种作为普遍时空性的本己时空中，与变易无常的直观不同，内容赢得了恒久性或持存性。[387] 在作为表象最初方式的回忆这一阶段上，理智显现为意象的“无意识的”、无时间性的储藏所。黑格尔想必是暗指亚里士多德而使用了“黑夜般幽暗的矿井”这一隐喻，意象的世界便储存在其中。它们沉睡在内在性的矿井中，被黑夜的晦暗所遮蔽，是一座浩瀚无垠的幽暗意象画廊。[388] 但人们缺乏对这处宝库的支配权能。一切规定性都处于潜在可能性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由表象构成的完整世界，这些表象埋藏在‘我’的黑夜之中。”[389] 这种纯粹无形式的、混沌的、漠不相关之物，这片无边无际的汪洋，是理智普遍性的一种新形式。它好比一个宝箱，“我”知道里面有宝物，但不知道是何种宝物。黑格尔指出，这些意象已不再存在，不再处于意识之中，而只存在于过去之中；唯有随着当下现前的阳光下的区分、对差异的设定，认识活动才能继续向前迈进。
由此达到了从回忆通向想象力的桥梁，即通过设定意象的内在现前而过渡到表象的第二阶段，过渡到内在的现前化。内在之物被表-象出来，移置到内在心灵之眼前。沉睡意象的苏醒、理智的觉醒，引发了意象与具有相同内容的直观之间的关联。想象力的最初创造显现为一个在时空上变形失范、无节制形态的世界，显现为完全会令人震惊的设定；康德曾称之为对杂多进行综合的能动机能。通过将多样性归摄在表象的统一之下，理智能够在内在占有其财产即意象，将它们外化出来，在内心深处给它们盖上外在之物的印记。理智能够将自身之物在内在中与自身相对立，并在其中拥有其定在，处于自身之中——即内在的现前化作为内在性的自由主观性。脱离了一切思维活动的纯粹想象力被证明是一种幻觉；表象处于直观活动与思维活动之间的夹缝世界中，充当二者的枢纽——感性特殊之物的普遍化与普遍之物的感性特殊化。表象的权能与不足正寓于其中。
第四，黑格尔把想象力或幻想作为“意象的规定者”，作为对意象和表象储藏的任意支配权能的处理，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对于他的认识论、对于使黑格尔跃升为现代符号学奠基者的符号理论，以及对于一种现代语言哲学理解而言，这些常常被忽视但在理论上极具说服力的贡献推动了哲学思维活动的发展。此外，这也为艺术与宗教的形式规定奠定了基础。通过第一阶段即再现性想象力，意象获得了内在的表象呈现。相似意象之间的吸引依然是理智自身的作为，理智将单个直观从属于内在意象之下，从而赋予自身以普遍性，将普遍者作为某种共同之物凸显出来、置于自身面前。[390] 理智要么将事物的某一特殊方面（例如玫瑰的红、大海的蓝）提升为普遍者的状态，要么聚焦于某个具体的普遍者（玫瑰作为植物、大海作为水域）。在第二层面即生产性想象力、亦即意象相互关联的层面上，理智达到了更高一级的阶段，即幻想阶段。这关涉对意象与表象的自由联结与组合，关涉对自主生成的表象的创造性内在呈现，关涉新意象的创造。创造性想象力使得无须底本即可对某种意蕴进行取之不尽的感性化、直观化呈现成为可能。理智被证明是支配属于它的意象与表象储藏的君主。[391] 在幻想中，我们如今拥有了由理智所设定的新的、第二种现前。在其中理智对意象行使着其权能；它跃升为“意象的灵魂”，试图在其中赋予自身以效力与客观性，在自身的造物中显现并确证自身。精神的基本结构即自身关联，正蕴含在普遍者的直观化、直观的普遍化之中。理智构想出崭新的内在世界，无数内在的世界图像，它显现为奔放不羁的“造像之力”，显现为孜孜不倦、繁忙运作的内在“雕塑师”。休谟曾指出，没有任何东西比想象力调动其表象时的敏捷更令人赞叹，幻想“从宇宙的一端飞奔到另一端，以便把属于某个对象的表象聚集在一起”。[392] 这个幻想的游戏构成了艺术的普遍基础，构成了艺术的形式层面。在艺术中，真正的普遍者是以单个意象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幻想在主观精神层面上的游戏具有双重面孔，可能是躁动与无常的。幻想能够创造人道之物与非人道之物，创造天界与地狱，并在其中展现出自身的机能及其深渊。意蕴对于作为这般的幻想而言是漠不相关的。然而就艺术而言，这一内容是在客观精神领域中生成的。
第五，表象的最高形式即创造符号的幻想，在论艺术的开篇数节中得以展现：“由主观精神诞生的具体形态，在其中自然的直接性仅仅是理念的符号”（GW 20, 543）。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诸要素，即艺术的形式规定性与内容规定性，在此汇聚在一起。幻想的造物起初停留在内心之中，是主观的；其构造成分是特殊的且仅仅具有主观的直观性。存在者的环节、外在的现前化、作为迈向客观化的一步的外在新呈现依然欠缺。如今理智生产出感性事物的新形式；由此它在更高层面上返回到了直观活动这一出发点。在符号中，自身构建的表象被赋予了真正的直观性。赋予定在意义上的存在、直接之物、自然之物、特殊之物以另一种意义成为可能。理智使自身成为一桩事情，成为一个超越了单纯孤立主观性的对象；它变成了创造符号的幻想。由于理智在幻想阶段上任意地关联于自身，它便已然返回到了直接性，并且必须将自身创造的意象与表象作为客观化之物展现于外；它由此以更高的方式实现了精神结构。创造符号的幻想构成了自身创造的、独立的表象与直观的统一，构成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更高同一性。一个选定的外在对象被赋予了一种对它本身而言原本异己的、崭新的意义。由于这种任意的专有化赋予，直观直接的、本己的意蕴消失了；它被赋予了作为意义的另一种内容。直观被彻底转化为理智的本己之物，托付给了理智的完全主权，并创造出一个充实的的时空，并在语言中、在声音的时间与字母的空间中达到顶点。直观与表象由此能够被赋予“第二种、更高的定在”。在对符号世界的这种“发-明”中，理智被证明是支配符号与意义的君主，是被证明为能够保存与传达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知识的自由统治的语义权能，即构成历史、艺术与宗教乃至文化整体的形式基础的记忆——这是对语言哲学理论的一大权威贡献，却往往遭到“语言哲学家”不公正的忽视。金字塔被用作符号的隐喻[393]，从矿井到金字塔的圆圈由此闭合：“符号是某种直接的直观，它表象出一种与它自为具有的内容完全不同的内容；——它是将异己灵魂移入其中并加以保存的金字塔。”（GW 20, 452）符号被明确区别于象征，象征尚未呈现出另一种内容（例如鹰象征神的威能），而仅仅是符号的雏形。处于更高水准的符号蕴含着精神结构。尤其是由精神诞生的语言凭借其内在逻辑预示了向思维活动的过渡。黑格尔将艺术哲学牢牢锚定在他的符号理论之中。
第六，理智通过符号赢得了在使用直观时的任意与统治地位。但并非每一个符号（如帽花或旗帜）都是艺术作品；因此该作品必须在内容上加以规定。通过“富于构想的精神”，具体形态被理想化、“升华”——如同拉斐尔笔下的母亲面容或达·芬奇笔下的妇人面庞，约翰·康斯特勃笔下的水流或弥尔顿与歌德笔下的魔鬼。作为一种“理想的”题材，黑格尔提到了作为人与自身和谐的欣悦，提到了近代荷兰画作中人物的自我意识，它在宏大处以及微小处和看似无足轻重处均表达了公民的自豪与自身规定性。[394] 这一内容，即艺术的伦理、人道意蕴，主要是由客观精神以决定性方式生成的。唯有建立在优美幻想之上、建立在内容恰切的“具象构思”精神之上的艺术，才赋予作品“一种更高的、由精神诞生的现实性”。[395] 它们于是成为“绝对者的花押”（谢林）；作为理念的符号（在映现或显现的意义上），它们便是理想，便是艺术作品。
第七，同客观精神的伦理维度相联结的形式艺术创作，一方面包含着外部自然材料——从建筑经由雕塑，从绘画直到音乐与语言作品等艺术门类皆由此诞生；另一方面也包含着表现的自然形式。在其符号中，精神之物是直接的、自然的、有限的、特殊的。单纯的肉体存在被视为偶然的，但其现实的呈现显现了心灵之物。这包括形态的运动、作为“绝对工具”的手的构造、姿态、表情、情感表达，直到作为主体表现手段的话语与语言；其中一些带有双重歧义——哭泣既可出于悲伤也可出于喜悦，说话既能启示也能遮蔽，因此人最终要通过其行动被加以认识，这指明了在客观精神框架下展开的行动理论的重要意义。这就清楚表明了为何艺术哲学在行动关联的艺术呈现（悲剧、喜剧、小说、歌剧）中看到了最高构型，而《法哲学》与《美学》之间的相互丰富尤为鲜明地体现在行动概念上。在作为客观精神学说的《法哲学》中，基本事态通过艺术作品得到了直观说明（《俄瑞斯忒亚》、《安提戈涅》）；而《美学讲演录》则包含有专门讨论行动的一节。[396]
所勾勒的概念体系使得突显艺术的内在张力成为可能，艺术作为绝对精神的最初解放阶段，尚未达到最高的解放——即理想在和谐与不和谐之间、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内在张力。默祷思忱与崇拜活动伴随着对被视为美的作品的承认性、敬意性接纳，以及艺术家与艺术爱好者的“共同体”而给定，由此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时髦的“艺术趣味”，黑格尔认为对这种趣味既须信赖又须怀疑，因为它表达了习惯，却不足以区分一般作品与艺术作品。在黑格尔时代，时髦的艺术趣味追捧伊夫兰德与科策布的戏剧；在今天，许多平庸的垃圾同样被捧为艺术。每件艺术作品特殊的个别性显示了艺术精神的权能与局限。精神对直观与意象的穿透，作为合理之物的残篇，尚无法完全表达绝对精神，而艺术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正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艺术的概念与历史形式——作为艺术史之父的黑格尔。  由于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诸环节均“附着于”艺术，因此必须从其历史性来思考艺术。在艺术作品中所显示的意义与形态的各种典范综合中，历史文化根植性与概念规定性交织在一起。与康德和费希特等人不同，黑格尔是艺术与艺术史的卓越行家。对他而言，艺术处于自然与精神之间的“中项”；它是精神化了的感性自然之物与感性化了的精神之物意义上的“中介者”与媒介。这种介于自然与自由之间的位置不仅在逻辑概念上而且在历史上得到了确证，其中世界历史哲学构成了历史考察的基础。在从自然的精神性经由优美的精神性上升到自由的精神性的过程中，体系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相互契合。意义与形态同一性的具体方式充当着评判准绳，并规定了历史艺术形式的阶梯进程以及呈现方式或艺术门类的展开路径。
契合于人类自由形成的三个阶段，黑格尔区分了历史艺术发展的三个阶段，即自然之物与精神之物的优美统一这理想的三种基本构型：第一是东方世界作为自然精神性的王国，第二是古代世界作为优美精神性的王国，第三是现代世界作为自由精神性的王国。这条道路从自然出发，经由美的“桥梁”通向自由。相对应的艺术历史阶段为：第一是东方的象征型，第二是古代的古典型，第三是现代的浪漫型。艺术作为由精神诞生的美的具体形态，作为理念的优美符号，由此历经三个阶段展开。这些阶段由在个别作品中逐步现实化自身的艺术概念所规定。在开端处是内容与形式、意义与形态的不相适应性，继之以相适应性，最终则是更高形式的不相适应的契合；艺术日益成为自由的艺术。由此便能奠定一部哲学的普遍艺术史，作为世界艺术的历史。其作品在特殊的、区域性的、民族的文化中涌现出来。美的“斑斓”塑造的多样性由艺术史这一学科加以探究。艺术渊博学识与哲学概念体系构成了艺术哲学的构成要素。[397]
东方特质与象征型。  黑格尔认为，一人的统治，即专制或独裁，应当被视为一切政治宪法的开端状态，不仅在东方世界如此，而且在世界历史中以东方世界为理念型的典范。象征型作为最初的历史艺术形式为所有文化所共有，但在东方特质中它具有典范性的体现。深沉的自然关联与对自然客体事物的“沉溺”相联结，显现于自然宗教、泛神论、象征型艺术之中，也显现于国家、宗教与艺术几乎尚未分化的状态中。关于抽象合一、单纯神圣者的表象，直接与对普遍感性自然权能的神化相对立——这是精神平静而又躁动的运作，是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奇幻世界，从中涌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如同在象征和隐喻中一样，从意义与形态的不和谐一致中产生了“对精神之物的追求”以及精神从自然之物中的“挣脱”。象征在契合与不契合之间摇摆；意义并非即刻给定的。[398] 意义只是被暗示出来，保留着谜团与隐秘。由于漫无边际的幻想与隐喻性的构想，艺术始终带有神秘色彩，作品显现为双重造物。黑格尔赞赏东方精神的这一面向，认为它在形象、隐喻与比喻中达到了顶点。感受与表象的无限自由、意象的取之不尽、比较的胆魄构成了它的显著特征。一种明朗、极乐且幸福的深沉内在性塑造了东方的泛神论[399]，这一方面是通过不断拓展的超脱与笃定自信（堪比佛教的静寂与皮浪学派的心神安宁），另一方面是通过诗人与自然对象、与自然本身的肯定而鲜活的关系。[400] 东方的美在具象隐喻之中达到了意义与形态的自主独立。希腊人认为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并将斯芬克斯推下悬崖，由此人道的、精神的事物获得了真正的意义。但例如在厄琉息斯秘仪或狄奥尼索斯崇拜活动中，东方的遗产依然清晰而鲜活地保存着。被宙斯劫持的腓尼基公主欧罗巴既无法也不愿掩盖其东方出身。
古代世界作为优美精神性的王国。  古代世界及其古典艺术作为优美的精神性，处于黑格尔三联体中介于作为自然精神性的东方特质与作为自由精神性的现代性之间的中项。世界与艺术处于一种独特的同一性之中；这一世界的文化本质能够借助艺术手段得到恰切的现前化。希腊世界在其整体上表现为一件艺术作品、一个艺术世界；希腊精神本身就是“造型艺术家”。它的构型皆是艺术作品，皆是美的形态塑造——教化作为主观艺术作品，神话学作为客观艺术作品，城邦宪法作为政治艺术作品。关于神性之人与人性之神的表象构成了这一文化的基础。神话学作为艺术宗教——绝对精神的艺术与宗教形式尚未充分自律——显现为绝对给定的且具有决定性的。城邦这一审美国家，定位于一人的统治、唯一者的自由与所有人的自由之间，即作为特殊者的自由。“优美伦理”，即阿提卡城邦民主制中自由公民身份的理想形态，建立在公民与城邦的直接同一之上；自由以从属于某一特定城邦为前提预设。优美伦理显现为“未经反思的习惯”。自由仅仅作为风俗而存在，缺乏主观内在性。此外，“优美自由”建立在对一切非公民的原则性排斥之上。优美自由的世界被证明是优美特殊性的世界，而非人道自由普遍性的世界。神话学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古典希腊艺术作品构成了公民的精神纽带，是他们共同表象世界、神圣意识的表达。希腊诸神的雕塑呈现了理想化的人，呈现了优美、精神的个体性。意义与形态的成功契合将这一艺术定义为古典艺术。它被视为理念在外在与显现之物中的恰切呈现；概念获得了契合于它的独特形态塑造——即雕塑造型的人类形态。在人性之神的艺术呈现中，达到了契合于它的感性表达；希腊神明雕塑是理想的单纯整体性。
在此语境下，黑格尔提出了艺术具有“过去性特征”的论点。古代世界作为“真理之映象”、作为绝对者“意象化”的理想世界，以及艺术在其中所发挥的特定功能，是不可重复的，无法移植到现代之中。黑格尔反对“新神话学”可能性、反对认为艺术而非哲学表达最高真理的表象的诸种论证汇聚在一起。他谈到了古代文化中艺术的“内容的本质局限性”（GW 20, 545）。“希腊人停留在美的中项，尚未达到真理的更高关节点。”[401] 古典艺术在对绝对者的恰切感性现前化中登上了最高阶段，但对自然之物的理想化恰恰构成了其局限性所在，亦即在艺术领域自身之中的局限。内容的规定性尚未具备自由精神性的状态；理念作为艺术形态依然占据主导。神圣本性与人道本性的联结必须“以远为彻底的方式发生，从而使人道之物不仅是神圣者的形态，而且是自为独立的，并因而具有偶然定在的方式”——这便是黑格尔对拟人论的批判。[402] 艺术宗教基于艺术个别化形态这一根本原则而内含着多神论，内含着特殊支离破碎诸神的悖论，诸神在其中否定了自身的完满性。对人的理想化尽管局部地且日益鲜明地展现出独特的个体特征，但向我们展示的依然是类型的代表、原则的化身，而非无可替代的、具体的、独具个性的个体。
自由主观性的上升敲响了旧神的丧钟。“希腊的诸神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曾一度遭受悲剧性的致命创伤，如今在卢奇安的对话录中不得不再次以滑稽的方式死去。”[403] 主要在阿里斯托芬和卢奇安那里得以表达的自由主观性原则，将这优美的世界推向瓦解。喜剧连同基督教亦置于核心的名言——“自身乃是绝对本质”——标志着从古代艺术向现代艺术的过渡。自由主观性的火焰吞噬了神话学的所有神明。慢慢展开的新的伦理意蕴导致了古代实体性的解体。“个别的自身乃是否定的力量，诸神及其环节、定在着的自然以及对其规定的思想，正是通过它并在它之中消逝的”（GW 9, 399）。在喜剧中，“主观的自我意识成为主宰；在自我意识的绝对否定中一切内容皆归于沉沦；除自我意识的主观性外别无他物呈现出来”（GW 28/1, 306）。黑格尔指出，这种绝对的、自由的精神性与主观性最终逃逸出了艺术，唯有在概念性的思维活动中才能得以表达。古人之所以能在其艺术中获得一种“古典的”完满，是因为他们对自由的意识尚不完满。然而自由与自律是艺术的构成要素。唯有作为自律艺术的现代浪漫型艺术，才能够让这种自由在其所有面向中——包括特殊性、任意或偶然性——自身成为内容。
“艺术的终结”作为自由艺术的开端。  关于黑格尔的某些传言格外根深蒂固。这也包括关于他曾宣告艺术的衰落与死亡的主张。在精神性的三阶段结构中，不可能有在质上更高的进一步阶段容身之地。艺术的终结意味着排除了后现代或后-现代，绝不能被读作讣告。凭借自由的精神性，人类定在达到了一座高原，现代性、真正的人道定在在这座高原上才刚刚开始展开：“正是在这种自由中，优美艺术才成为真正的艺术”。[404] 现代世界的精神已经超越了艺术构成意识到绝对者的最高方式的那一阶段；艺术“不再被视为真理赋予自身以存在的最高方式”。黑格尔谈到了“艺术超越自身，但仍在其自身领域之内并以艺术本身的形式超越”。[405] 思维活动与意愿自由的现代世界唯有在概念性的思维活动中才能被把握。现代性的中枢神经是逃逸出艺术最高呈现的自由主观性，把握着的思维活动已经凌驾于美之上。艺术失去了其绝对约束性的角色，并在走向自由的教化进程中承担起崭新的角色。问题不再关涉“将艺术作品作为神圣之物来尊崇并加以顶礼膜拜”。“不论我们觉得希腊神像何等精妙绝伦，不论我们看到天父、基督、圣母被刻画得何等庄严完满——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们终究不再屈膝下跪了。”[406] 艺术在意义与形态的格局方面经历了决定性的转型；自由的精神性开启了艺术走向自由与精神化的道路。黑格尔为现代浪漫型理想、为绝对者的浪漫型呈现方式列举了一系列规定：具体自由的胜利；作为心灵内在性的美；鲜活特殊的个体性；[407] 幽默与反讽的否定性；明朗的宁静、沉寂与自我确知；对瞬间的、日常的、假定边缘的定在的短暂映象的捕捉；与古典严苛相对的对自然状态的亲近。
黑格尔阐述了艺术直至其自由的现代浪漫型形式的历史展开的权威环节：第一，关涉内在性与精神美，关涉从雕塑的客观性走向诗性的主观性、走向优美深沉的意象，走向表象的内在空间与内在时间——从优美的身体转向优美的心灵（让·保罗）。在希腊之美中精神的内在以肉体的、对象的形态出现，而浪漫型之美则被视为一种深沉内在性的美。外在之物同时表明，它已经从对象性走向了内在，以便在那里能够处于自身之中。与古典艺术形式相反，其目的在于：“赋予精神之物的内在形态以一种新的美”。和解作为内在的行动而发生，内在固然显现在外在之中，但不再将外在的实在形态作为终极内容。美不再仅仅意味着“客观形态的理想化”；对象之物无须完全被作为由精神所穿透之物来加以固守，无须升华为古典的统一。外在作品也可以带有不美、丑陋、怪诞的特征。外在感性材料获得了彻底解放；它也可以“显得不美”。[408] 然而，美作为优美的内在性始终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环节。对于艺术创造力而言，“整个自然质料”都是自由开放的；人道之物能够在其所有多样性中获得呈现。日常主题成为想象与表现的素材。黑格尔提到了黄金时代的荷兰绘画，转瞬即逝的光影、晶莹酒杯中葡萄酒的光泽、植物、动物、割草收晒、冬日滑冰、一抹微笑。
第二，现代主观性在真实的、具体的、特殊的主体形态中直接获得呈现。“我是我这本书的唯一内容”——蒙田曾用这句话奠定了近代文学性的基本形式。艺术的本质特征即形态塑造的个别性，在现代性中、在将呈现集中于特殊的个别者及其性格与命运之中显现出来，例如在呈现了特殊事物的肖像画中，包括自然与时间层面的“缺陷”，以及在作为生平履历的文学肖像中。
第三，走向内在性蕴含着摆脱局限于特定内容范围的束缚，这对艺术与艺术家的自律而言至关重要。艺术摆脱了一切特定的宗教、政治、民族、区域意蕴，而将人道性作为唯一的指引方位。在自律中蕴含着艺术的批判潜能，体现在对世界自由无拘、不带偏见的审视之中，体现在对非人道的、残暴的、不可接受的行动与状态的诊断与呈现之中。
第四，意义与形态、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契合与不契合的两面性，规定了浪漫型艺术形式。古典艺术所特有的精神之“和解的”感性化、直接表达已然退出历史舞台。意义在作品中同时被塑造又被扭曲、被陌生化。现代性由此在更高层面上返回到了东方特质，返回到了象征型以及“对客体的纯粹喜悦，在自身中自我运动的心灵的深沉内在与欢悦，它借助形态塑造的明朗高高凌驾于陷入现实性局限的一切痛苦纠葛之上”。[409] 扬弃分两个阶段发生：首先是东方特质在古代中的扬弃，然后是古典因素与东方因素在现代中的联结。继歌德、黑格尔与尼采之后被奉为第一位现代小说家的斯特恩，被视为“双关语的伟大巨匠”。[410] 意义与形态同时既结合在一起又彼此脱节。在浪漫型艺术中，象征性与隐喻性占据主导；事物不再被直接命名，而是被“委婉描摹”。象征、隐秘、谜团与破译是黑格尔用以描述东方特质的词汇。浪漫主义幻想再度偏爱隐喻性、偏爱非本真的外在性、偏爱对多重世界的想象，偏爱一种机智幽默的世界构建。建立在象征性与隐喻性之上的如谜般隐秘的事物，要求破译与沉思。伦理维度始终是隐秘的、遮蔽的、编码的、暗号化的、掩盖的。趣味遭到冒犯；丑陋、平庸、不和谐、不协调、对位法皆有可能出现。精神化与神秘莫测要求反思性与知识；作品需要阐释，这种阐释能够成为作品本身的组成部分。文本与画作唯有借助诠释才能得以领悟，而无法通过单纯的阅读与观看来领悟。
第五，精神化在艺术题材、材料与艺术媒介方面同样显现出来，即朝向媒介观念性的趋向，在世界历史上体现为从石材走向语言，从雕塑形态的人走向作为诗性意象的人。黑格尔认为，建筑支配着象征型艺术，雕塑支配着古典艺术，而绘画、音乐与诗歌则塑造了浪漫型艺术——并非作为唯一存在的门类，而是作为浪漫型形式的“核心枢纽”。在其中实现了一种从色彩经由音调走向语言的“理念型”上升，从色彩意象的调配经由音调意象的谱写走向语言意象的创造。诗歌被视为最精神化、最“普遍”的艺术，因为它建立在最高观念性符号即字母语言之上。它的形式基础在于表象本身，在于意象本身，在于最精神化与最普遍形式的“构-想”。诗歌是一门“能够以任何形式塑造并表达任何凡能进入幻想的内容的艺术，因为它的真正材料始终是幻想本身”。[411] 黑格尔为现代小说阐述了三项标准：性格与个体特殊性的自由、幻想的自由与历险性，以及以世界幽默形态呈现的喜剧主观性的自由。对黑格尔而言，《项狄传》构成了契合自由精神性这些要求的典范。它被视为近代文学的崭新创举，这部怀疑论现代性的第一部小说代表了现代诗性艺术的范式转变。在赞赏了斯特恩及其体现“精神深度与丰富性”的幽默之后，黑格尔写道：“至此我们便到达了浪漫型艺术的终点，到达了最新时代的立场”。[412] 在现代小说中，人物性格是在其规定性、特殊性中被呈现出来的；主观性赢得了独特性。问题关涉隐喻、具象形态下的自身关系，关涉充满幻想的自我建构，关涉以艺术形式呈现自由、个体性与自我意识的最高方式。然而浪漫特质始终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冒险”，是一项岌岌可危的事业；时刻面临着滑向自我陶醉与平庸琐碎的危险。描写的不复是生平履历或环球旅行，而是在自己房间里的漫步，对一个鼻烟壶的沉思默祷。艺术甚至达到了对其自身瓦解、自身破碎状态的呈现；它深知这一点并将其表达出来。它变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历险，正如历史作为玩火的恒久游戏、火山口上的舞蹈一样。艺术在其“构想倡议”中既可以是慷慨的邀约也可以是苛刻的要求。黑格尔并未宣判艺术死亡，他只是揭示了艺术面临的威胁、其内在张力、在“抽象性”与“具体性”之间、在“构建”与“解构”之间的摇摆、其撕裂状态及其两面性。现代艺术促进了一种新的自由文化，一种通往自由的审美教育。历史与艺术均已到达其最终阶段。以人道方式塑造人类事务并在艺术中实现自由现前化的伟大冒险，如今可以拉开序幕了。
关于艺术哲学的柏林讲授课。  黑格尔以他1818年的海德堡讲义为底本，开展了他在柏林的第一次《美学讲演录》。1820年10月他撰写了一个新版本，该版本构成了1820/21、1823、1826与1828/29年讲授课的基础。如同往常一样，他在1820年的讲义中不断加入补充与修改。在此主要参考最后一轮讲授课周期的《海曼听课笔记》。[413] 在讲授课中，他还探讨了自己的其他研究、对新艺术作品的了解、美学理论与艺术学的新著以及艺术界的重要事件。全面教学纲要相应段落中的思想再度得到了进一步思考、深化、证实与直观阐释。
为了阐明艺术中的和解思想以及古典艺术形式的局限性，黑格尔通盘探讨了一部他格外推崇的艺术作品——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通过在克瑞翁与安提戈涅身上人格化了的国家与家庭的对等原则，伦理的两个基本法权发生了冲突。在《海曼听课笔记》中可以找到关于理想范畴的进一步思考；它们再度联系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问题关涉将理想规定为本质上主观的统一。理想，即由人类精神诞生的美，被阐释为“在特殊者中与自身相一致”。[414] 持续的特别关注集中在明朗的庄重（在定在的未和解状态中达成和解）这些环节上，集中在以幽默与反讽形态呈现的艺术否定性上（其中在幽默中瓦解的仅仅是自在虚无之物，相反在作为“美学高贵原则”的反讽中占据主导的则是普遍的毁灭）。此外还关涉自然状态这一重要维度，即对自然之物（人的面孔、光线、水）进行理想性呈现的意义上的自然状态。[415] 在浪漫型理想的所有这些规定中，自由作为主观性与“关联于自身”的绝对否定性、欣悦与内在的超脱、尽管面临“定在的重重暗礁”依然保持与自身的和谐，均得到了呈现——在达·芬奇、拉斐尔与丢勒的肖像画中，在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中，在牟利罗的儿童画作上，在堂吉诃德身上，在“黄金”荷兰绘画中，在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或席勒的《唐·卡洛斯》中。在以意象与表象的组合与创新为特征的浪漫主义幽默中，在嘲弄非理性与愚蠢的真正喜剧中[416]，黑格尔看到了现代艺术的最高关节点；在明朗、从容自信的漫步徜徉中，在斯特恩所谓的to trifle upon the road（沿途闲游漫步）中，黑格尔看到了最深沉的意蕴，因为在个别孤立之物中闪耀出精神的光芒、主观性的自由法权以及明朗和解的心灵。[417] 在最新时代，人本身被奉为新的、最高的与最后的英雄。

宗教哲学

对于宗教哲学而言，全面教学纲要中的相关段落（第564—571节）同样提供了诠释的切入点。[418] 正如在艺术那里一样，这里包含着对宗教概念的浓缩阐明，并指引向奠定这一全面教学纲要章节基础的文本：黑格尔为欣里希斯《宗教论著》所作的序言（GW 15, 126 ff.）、《格舍尔书评》、1821、1824、1827与1831年的《宗教哲学》讲授课笔记，以及1829年的《论上帝存在的证明》讲授课等。[419] 罗特记述了第一轮讲授课周期，在其中黑格尔将宗教呈现为自我把握着的精神的一个必然阶段，但在该阶段中精神尚未达到关于自身的概念，这唯有在哲学中对精神而言才成为可能（HBZ 191）。神学家理查德·罗特“几乎想象不出比黑格尔哲学更宏伟的人类精神艺术品”，但又感叹“一切哲学皆来自魔鬼”（HBZ 192）。黑格尔的生平与思想在宗教问题上同样紧密交织在一起。在柏林，他成为了施莱尔马赫颇具影响力的情感神学的最重要对手。后者在1821年讲授了两个学期的教义学，并在同年出版了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著作。施莱尔马赫把宗教情感规定为对神圣者的直接内在感知，规定为某种被赋予我们或恩赐予我们、无法通过把握加以领会的经验。这直接促发了黑格尔关于宗教哲学的第一次讲授课以及对施莱尔马赫的严厉批判。施莱尔马赫将宗教之物规定为人的一种纯粹的、绝对的依附感，黑格尔指出这最终代表了一种奴役神学。他者规定的思想同黑格尔对主观性与自由的理解始终格格不入。黑格尔同其他新教神学家如奥古斯特·尼安德[420]与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贝格[421]之间同样爆发了冲突；对于尼安德信奉的信条“心灵造就神学家”，黑格尔予以有力反驳，并因此被指控为泛神论，这威胁到了他的学术生涯。尼安德的门生托卢克与黑格尔之间的辩论为此提供了说明。托卢克在黑格尔身上诊断出如同爱利亚学派、斯宾诺莎与费希特那样的“概念的泛神论”；唯心主义泛神论被加冕为唯一真正的哲学。[422] 黑格尔慨叹柏林的教士企图毁掉他在柏林的生活，并称罗马教廷是一个更值得尊敬的对手，因为他们更精明；这既可以指向他的天主教对手，也可以指向新教学者。借助《格舍尔书评》，黑格尔通过精心构思的防御策略成功迷惑了指责他搞泛神论的批评者，正如罗森克兰茨所指出的——“充分意识到了他传达给读者群的恶意假象”（Ros 400）。黑格尔与思辨神学代表人物兼施莱尔马赫对手马海内克[423]及道布的友谊意义深远，二人成为了他的追随者。他的宗教哲学对19世纪塑造宗教讨论的若干听众产生了巨大影响：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与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424]
这部所谓的“魔鬼之作”究竟探讨了什么？黑格尔将宗教哲学理解为对宗教的思考把握式的考察或认识。逻辑学的基本规定对于理解宗教同样具有决定意义；在这一领域中，自由自为存在的思维活动同样得到了展示。[425] 企图限制思维活动范围、将人类认识活动以及此种知识的主体断言为纯粹有限之物的立场，建立在某种确知——“信仰的中枢神经”——即单纯的保证原则之上。然而裁决真理的决非确知，决非信仰，也决非纯粹直接的知识；在这里必须贯彻科学的绝对内在方法，并阐明宗教概念的动态。
正如艺术哲学必须与艺术学相区分一样，宗教哲学也必须与诸种神学相区分。出发点是由作为精神、作为在自身中中介的知识的神圣者构成的。宗教的内容将自由作为原则，这是宗教信仰的内在规定。绝对精神作为人在绝对者之中的自我确知，具有表象的形式规定性。[426] “表象一方面赋予其内容的诸环节以独立性，并使它们彼此成为前提预设，成为先后相继的显象以及依照有限反映规定的历史事件的关联；另一方面，这种有限表象方式的形式在对唯一精神的信仰以及崇拜活动的默祷思忱中同样被扬弃了。”（GW 20, 551）宗教的构成性环节及其作为通向哲学、通向把握绝对者的思维活动的过渡角色突显出来：有限的表象方式、意象性、叙事、有限的反映规定（在黑格尔看来属于不充分的知识）。通往哲学的“桥梁”被视为对唯一的、显示自身的精神的信仰以及共同体的虔诚崇拜活动。黑格尔关注的是绝对宗教概念的逻辑构造，即普遍性、特殊性与个别性诸环节的统一：[427] 第一，处于普遍性、直接性、存在、无限性规定之中的宗教——普遍性环节——上帝作为直接预设之物；第二，在其显示中保持在自身的内容，只要上帝将自身产生为其儿子——处于特殊性规定之中的宗教，永恒的中介环节，有限性，本原划分——永恒者与世界的区分；第三，处于个别性、概念、直接性与中介的具体同一性规定之中的宗教，“返回到其根据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永恒者与世界的复归与和解。关于“永恒、鲜活且在世界中当下现前的精神”的表象，正是建立在这三项规定之上，即建立在神圣者的实体性权能、其本原划分与自我区分以及统一的重新确立之上。[428] 在这些逻辑环节中，概念规定自身，并在其展开中贯穿它们。正如在美学中艺术的逻辑结构与历史艺术形式相呼应一样，在此宗教的逻辑体系性规定与其历史展开在要点上同样相互契合。[429] 黑格尔强调了世界历史哲学与宗教史之间的关联（GW 20, 546 ff.）：在国家、艺术与宗教尚未发生根本分化的东方世界原则中，直接之物、存在、实体性合一的宗教占据主导，即普遍的泛神论；在希腊艺术宗教与罗马宗教的古代世界中，诸神明的特殊化即多神论占据主导；而在现代世界中，占据主导的则是具体的个别性同一，即一神论的完满的、启示宗教，其实体乃是概念。
第一，问题关涉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从原则上讲，宗教代表了绝对精神的一个领域，即作为达到其自为存在的理念。从结构上看，这关涉从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转移，关涉从绝对精神的一种片面体现向其同样片面的互补体现的转移。它们共同的基本原则，即“自身或作为绝对本质的‘我’”，分别得到了阐发：一方面是通过作为艺术的主观建构主义原则的主观性，作为处于受限的感性个别化构型之中的理念，作为艺术家与接受者的个体权威，作为“实体性内容的主观生产以及将其拆碎为诸多独立形态”（GW 20, 554）；另一方面是通过作为已显示知识的客观性，作为不受限的整体性或总体性，即内容本身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另一方式相对立”。内容的客观性针对单纯主观的任性、主观揣度、主观信念而生效。这一内容是在客观精神学说中生成的：自由的各项规定，如人类尊严的绝对性、善与恶、义务、正义、伦理——即人类共同体性的权威。自身规定的内容在其中失去了偶然性与任意，同时客观性的阴暗面也突显出来，即被给予性、某种仅仅知晓其如此的给定之物、纯粹直接性的形式，以及作为被预设之物的神圣者。相反，处于最高表达中的理性在其形式与必然性上决非单纯给定之物。在宗教领域唯有求助于信仰，由此产生了带有唯一代表权诉求的护教学危险。在绝对精神的领域中，艺术可以被视为建构神话的进一步规定形式，而宗教可以被视为所与神话的进一步规定形式，一方面是建构性因素的主导，另一方面是给定性因素的主导。二者都包含着对方的一面，但尚未产生二者的统一。
如今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一内容仅仅是直接给定的，这意味着“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缺乏关联”，即无限者与有限者之间处于一种不充分的关系中。如果人类主体沦落为一个单纯的接受者，其有限性被视为局限，沦落为偶性之物，那么自由的一个构成要素就沉沦了，即认定“我的绝对性存在于我的这种有限性之中”的规定，认定这关涉一种肯定、关涉我的不可推迟到猴年马月的和解的规定。主体具有“无限价值”，这是一项在宗教共同体内部的崇拜活动中表达出来的规定；主体走向无限性的规定正是它的自由。关于上帝永恒不可探究的玄机旨意、关于天意预视、关于上帝及其道路的不可把握性的宗教俗套话语，在黑格尔看来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内容对主体而言始终是实定启示出来的、纯粹直接给定的，因而未被把握；第二，这导致了神圣者的有限化，将其贬抑为缺乏内容的空洞抽象物，贬抑为彼岸的真空。“要正确且规定地在思想中把握上帝作为精神究竟是什么，需要彻底的思辨”（GW 20, 550）。绝对者在宗教中必然停留在缺乏充分规定之中；因此需要一门宗教哲学。
第二项要素已在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框架内得到了界定，它同样涉及对从艺术向宗教推进的理解，即任意作为自由意志的必要但非充分的环节。这关涉反思意志在偏好之间的抉择，关涉直接的因而片面的自我规定（GW 20, 473 ff.）。唯有通过客观精神中的对象化，通过自由意志的具体规定，自由的概念才获得相适应性，自我规定的偶然性与任意才被扬弃。实践事态如善与恶、义务、一致与不一致、正义、伦理构成了宗教之物的实体。[430] 在艺术中，内在神圣者得到了呈现，并体现在一种特殊的外部形态中，但这一作品在与其意义相对立时也可能显现为偶然之物，显现为“自由任意的作品”；艺术家被视作“上帝的主人”。[431] 艺术家决定了形态，并能够歪曲或破坏神圣之物。艺术的构型停留在偶然性领域；它缺乏构成宗教特征的客观性环节。与此相对，宗教之物被证明是实体性的、必然的、不可违背的与具有约束力的。宗教信仰蕴含着某种不容置疑之物、某种不屈从于个人任意的给定之物。神圣者并非主观性的造物，而是立于主观性面前、规定主观性的权威。个体意识到自身依附于它，这在局部上证明了施莱尔马赫所谓的“绝对依附感”的正当性，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环节，绝非宗教的整体。艺术把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但宗教把人从艺术的任意中解放出来。任意在宗教意识中作为不充分之物被扬弃；神圣者作为某种确固的、客观之物被赋予人。
第三，对精神概念具有根本意义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同一性的本质，形式上在于自由，在于作为同一的自身关系的概念的绝对否定性。[432] 这一最初形式上的自由的内容，表现为精神的为己生成，表现为其原初划分（区别、有限化），以及表现为以自身与自身相结合的形式对划分的克服；黑格尔把宗教这一名称用于绝对精神的所有三种形式，将religio理解为重新联结、汇聚、结合。这在宗教与哲学的三个推论中找到了其逻辑表达，而这三个推论本身又构成一个推论。[433] 若要相适应地思考精神，首先必须阐明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的统一，即由那唯一的精神所构成的“系统的总体”。在真实宗教的领域中，理念拥有“自由理智的规定作为原则”（GW 20, 549）。对于宗教概念而言，全面教学纲要第481和482节，以及法哲学原理——尤其是其中关于自由意志、自由精神在其理论与实践统一中的核心规定——是至关重要的。宗教由此呈现为人的一种自由自我规定的形式，与施莱尔马赫式的他律相对立。[434] 对于路德宗关于人依赖于上帝恩典的观点，黑格尔主要借助自由行动的概念予以拒斥。[435] 同样，他也拒斥了奥古斯丁所阐述的将人视为上帝造物可怜缩影的天主教表象。
人、个体本身具有绝对价值，人自在地被规定享有最高自由，人并非“拥有”神圣者，而是作为有限者只要具备思维能力就同时“是”神圣者，这一思想对黑格尔而言具有最高的切身性。即使在宗教形态中，精神在核心上依然是一种自身关系；精神是为精神而存在的。主体不仅依照其有限性被考察，而且只要它表征着无限的内容就被考察。人作为思考着的名副其实的精神自在地是无限的、神圣的。人，更确切地说一切具有自由意志的本质，表征着无限者与有限者的同一性。真实的无限性存在于有限者与无限者的统一之中。在宗教中，关涉到有限-无限的本质人类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意愿，即以在图像和表象中表达自身的自身关系之意义而言。奠基性的结构见于逻辑学中关于有限者与无限者关系的学说。那两个问题：无限者如何从自身中走出来，它如何来到有限者？以及：有限者如何升华至无限者？在那里得到了探讨。它们因而以知性的片面且欠缺的立场为前提，并运用反思规定开展工作，只要它们从有限者与无限者两者的自立性出发，从抽象的有限性与抽象的无限性出发。它们只能用感性的比喻、图像和表象来表达各自向另一方的过渡，而无法去把握，无法在思维中确立其正当性；例如作为创世的走出、新柏拉图主义的辐射或流溢、有限者的升华、进入无限者之中。黑格尔坚持思辨的、理性的思维活动的本性，坚持在其统一中把握对立的环节。无限者就自身而言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它不仅是为自身的，它在自身上就具有其对方。
在客观精神学说中，黑格尔直接暗指圣经确定了权威的内容：“在此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分自主的或为奴的，不分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436] 把人在上帝之中的自我确知“翻译”为概念的语言便是：每一个“我”都被把握为普遍的人格性，在其中“所有人都是同一的。人之所以被视为人，是因为他是人，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新教徒、德国人、意大利人等等”（GW 14/1, 175）。在其作为人格性的状态中，个别人是神圣的、被承认的、不可侵犯的、永恒的与绝对的。在奴隶或农奴的状态中，概念遭到了践踏。这同时也标示了与保罗以及二元论的新教自由理解之间的距离：奴隶即便自视为基督徒，也绝不能被算作自由的，身陷枷锁之中绝谈不上自由。[437] 人类知晓“自身的本质、目的与对象乃是自由”，这一知识唯有在哲学科学之中、在把握着的思维活动之中才能得到确证与辩护。为此必须对艺术、宗教与哲学中的知识类型加以区分。
第四，为了从艺术哲学推进到宗教哲学（GW 20, 546 ff.），必须搭设一座从自由精神的直观通向表象的桥梁。作为诗性传记式叙述的表象者，提供了向宏大宗教叙事的过渡。随着对艺术宗教这一混合形态（其中散文与诗性尚未分化）的克服，这两个领域获得了独立。[438] 黑格尔承接了他在《现象学》中的论述。在表象、意象与叙事形式中，概念的必然性、处于一系列独立形态及其运动形式之中的自我运动的整体性，被把握为一个历史事件，被把握为“先后相继的显象”，被把握为依照有限反映规定的历史事件关联。（GW 20, 551）这种运动尚未完全在逻辑上得以构建，它并非概念的发生过程，而是一部神圣历史；并非概念完全、一致的自身规定，而是意象与表象的复合体，在语言上以逻辑之物与具象之物的汞齐态写就。人类定在的实体性规定[439]在一部宏大叙事、即一系列情节片段的先后相继中被传达出来。从幻想与反思中构成了一种叙事性关联，这也是通过对谓词的罗列、并列与先后相继的分组，通过诸如“并且”或“也”之类的单纯连接词实现的结合。黑格尔在三位一体的时间先后相继中看到了一个例子，这对宗教而言是典型的，但对坚守逻辑先后相继的宗教哲学而言则不然。在每一种宗教中都有一幅把握整体的图景，同样是在自明性的意义上——一部神圣本质的逻各斯神话传记。各个个别环节并非通过其概念而彼此关联，但完全可以超越表象而指向概念。思想在各宗教的意象与表象中当下现成。[440] 它们在尚未被带入思辨统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两个极点之间摇摆，是在两造之间持续不断的“转渡”——metaphora（隐喻）。
塑造表象王国的想象力，构成了无限多样意象诞生的基础与源泉。在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对象之物、外在之物与孤立个别之物。否定性与邪恶在各宗教所呈现的“魔鬼般事物”的诸版本中找到了具象化。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创世”的表象。上帝以多样的形式显现，但在原则上却声称仅仅是唯一的。黑格尔认为，将上帝表象为太阳、父亲等等，乃是一种任意的归附，因为这无法同绝对者的思想建立起内在联系。黑格尔使用复数谈到作为特定表象的诸多宗教；宗教必然存在于多样性之中。精神的形态存在于诸神灵的形式之中，尽管谈及精神时只能使用单数。在宗教的领域内，这种双重性无法找到解答。在表象的形式中奠定了分歧性宗教表象的复数多元性。
第五，宗教理论利用精神主观性的特定机能如感觉或表象，来为其纯粹直接性的立场奠基。黑格尔区分了感觉、表象、信仰等精神形式与其片面接纳。没有任何感受、表象、意愿或知识是不将中介与直接性的诸规定结合在自身之中的。黑格尔的批判针对的是直接知识、无认识的信仰、不动脑筋的感觉。相比于把握着的思维活动，上述主观精神形式的缺陷在《现象学》与全面教学纲要中早已被揭示。[441] 在神圣者的普遍性中，表达了绝对者之存在的直接有效性，表达了神圣者的定在。在理论方面这体现为信仰的直接确知，在实践方面则体现为宗教默祷思忱。“这种直接知识所知晓的，乃是存在于我们表象之中的无限者、永恒者、上帝同样也是存在的，——在意识中，与其表象直接且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其存在的确知。”（GW 20, 104）若停留在这种表象中，人们就驻足于存在的“枯燥抽象物”面前，这是最贫乏的规定，然而它由此必然地被中介了。此外，精神的真正现实性将处于人之外部；彼岸与此岸原则上被隔开，这是无法通过某种无法解释的“飞跃”来克服的。这例如体现在断言至高者深不可测与不可把握的主张上；无限者据称唯独构成真相。从普遍者向特殊者的逻辑过渡因此只能以隐喻的方式、具象的方式、唯有在表象的形式中表达出来，从而恢复了有限者与无限者的二元论。
在康德同样主张的关于把握着的思维活动无法达到真相的界碑独断论中，在原则上削减概念的有效范围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概念之物的敌意（神学各流派正承接于此）中，黑格尔看到了误解以及对自由本身的威胁。这是一种有失尊严的知识破产宣告：不知晓真相，“正是这种虚妄在哲学中泛滥成灾、在我们时代依然泛滥并大言不惭”。在近代，“在任何概念中都没有比概念本身的处境更为糟糕的了”。[442] 另一方面，从表象式自我确知的纯粹自我合法化中，恰恰滋生出了其站不住脚的唯一代表权诉求。黑格尔暗指康德而谈到了一个依然停留在表象中且无法被把握的绝对本质。这一神圣者缺乏正当理据，缺乏证明；它仅仅是一个公设要求，因为中介被排除了。对于思维活动、把握而言，不存在（纯粹的）直接之物，而唯有在其中本质上存在中介之物。宗教被理解为一种知识，在其中给定之物与建构之物的环节必须在统一中被思考，既非从外部传授的知识，亦非单纯的投射。黑格尔援引了图林根的埃克哈特大师名言：“若没有上帝（‘客观性’），便没有我；若没有我（‘主观性’），便没有他”。
第六，问题关涉主观精神学说中所探讨的、在表象与崇拜行为中表达出来的实践感觉（GW 20, 467 ff.）——即带有偶然与任意的内容规定的直接、个别的主观性，这种规定性既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感觉是“用于容纳最多样内容的共同形式”；关键在于后者。如果感觉被用于为直接性的理论立场服务，它就会遭到片面与错误的理解。在作为直接之物的感觉中，神圣者的内容被缩减为抽象的最低限度。规定与特殊化不再能够被合逻辑地推导出来，而是堕入了任意。随着直接感觉与直接表象的张扬，主体龟缩于其特殊性之中并否定了共同体性。唯有在思维活动中，真正的普遍性才能拥有其根基。黑格尔在反驳施莱尔马赫的情感神学时，虽然肯定了希望、喜悦、痛苦、懊悔等感觉作为主观性的本己规定性，但他进一步指出，脱离了对普遍性与客观性承诺的感觉，可能是片面与偏颇的。心灵与意志的真正合理性唯有在理智的普遍性中才能实现，而不能在作为这般感觉的个别性中实现（GW 20, 467）。感觉唯有通过其内容才赢得真实性，只要这一内容汲取自思考着的精神。如果宗教建立在依附感之上，那么动物也必定拥有宗教，因为它们具有自身感觉，具有恐惧、痛苦与焦虑。黑格尔讽刺道，施莱尔马赫的爱犬因为体内依附感最为强烈，因而成了最好的新教基督徒（GW 15, 137）；而在天主教徒那里，啃食圣体面饼与品尝圣酒的教堂老鼠甚至可以被算作神圣的生灵了。[443]
表象与隐喻是多义的，其产生的文化与族群语境同样如此。在作为宗教表象形态的每一种宗教中，都支配着一种独特性，即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组成部分贯穿一切，并给各个环节打上共同的烙印。从宗教的多样性、表象世界的多样性中，引出了相互尊重的必要性与任何排他性诉求的站不住脚。每个人都可以在真正的、真实的宗教之一中找到其关于绝对者的具象化，找到其在表象世界与宗教共同体中的归宿。但是没有任何特殊的构型能够织就现代共同体的联结纽带，没有任何单一的宗教构型能够声称对所有个别人都具有约束力。同时，黑格尔把宗教理解为以表象确知形态呈现的实体性知识形式，这包含着对知性知识还原论立场的批判，按照该立场，宗教之物纯属虚构，纯属异化或奴隶般的意识。这构成了他的宗教理解同马克思、尼采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间显著的差异。在黑格尔看来，宗教绝非行将退场的落伍事物，绝非世俗化世界中传统的单纯遗物。这样一种视角将正统真实宗教的实体性抛在脑后，将其贬为一种缺乏认识的形式。对于这一难题，黑格尔提出了表象语言与概念语言相互翻译的构想来应对。
借助两种不同的宗教形态，可以阐明黑格尔对宗教的两种视角：其作为绝对者的表象方式在文化上的等价性，以及它们在认识论上的差异。这一视角为相应宗教及其用于向把握着的思维活动“过渡”的实体性意蕴奠定了特殊的理据。在针对黑格尔提出的关于泛神论无神论与欧洲中心主义的荒谬指责的背景下，这获得了格外突出的意义。
印度佛教与泛神论。  莱辛《内森》中的宗教宽容思想，在后来柏林时期对印度佛教的研究中被重新拾起，佛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更确切地说是介于宗教与哲学之间的过渡形态。[444] 在泛神论指责的背景下，鉴于带有否定性思想与心灵安宁的皮浪主义怀疑论以及斯宾诺莎主义对黑格尔哲学的重大意义，他对泛神论与佛教的诠释需要给予特殊关注。[445] 皮浪接触印度教、耆那教与原始佛教思想的印度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生活与思想。[446] 黑格尔认为哲学正是从皮浪原则与巴门尼德原则之间的张力关系中拉开序幕的。[447] 众所周知，《逻辑学》开端的头两个概念在巴门尼德的存在以及佛教-皮浪主义的虚无中拥有其原始形态。因此，在欧洲哲学的开端，存在与虚无的主角、西方与东方以令人惊叹的方式对峙并列。而近代欧洲哲学的开端，一方面是“典范欧洲人”笛卡尔，另一方面则是同样打上东方烙印的布鲁诺、斯宾诺莎与蒙田。在黑格尔描述为斯宾诺莎主义的单一实体的泛神论中，存在着“东方诗人、历史学家与哲学家的普遍观点”。[448] 近代欧洲哲学的兴起伴随着带有东方色彩的泛神论与皮浪主义模式，伴随着对东方主义的吸收与重构。把包揽哲学思想的东方表象方式，黑格尔定性为泛神论。[449] 在这种哲学与宗教的独特结合中，存在着东方主义作为自然精神性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深邃的思想在特定的宗教形式中得到了现前化、表象化与具象化。具象性占据主导，例如在“具象文字”、即图画与文字的结合中。
内在自处被黑格尔理解为抽象的、开端的否定性，纯粹的直接性、无区别性、单纯的自身同一，对一切特殊之物的否定，单一者作为纯粹的虚无——所有这些特征都在对佛教的描述中重现。佛教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占有突出地位。宗教观念的具体规定摆脱了其狂野不羁的分崩离析、摆脱了其自然的散乱，被置于其内在关系之中，其狂乱得以平息，“达到思想在自身之内的纯粹统一的表象”。传统诸神的消亡正是寓于这种“差别在统一这一范畴中的合一”之中。[450] 这种内在自处蕴含着在自身之中永恒静止、不可改变、未被抛入时间之中的事物。这种理智的实体性构成了反思、西方知性的对立面；黑格尔在其中看到了东方特质的优越之处。所有主观的虚妄都被抛弃，踏上了坚实的土壤。纯粹的主观性在其中消逝，正如在东方-斯宾诺莎主义的实体中所有主观性都被淹没一样。在对斯宾诺莎主义与东方特质的诠释中的平行对应是显而易见的。[451] 在斯宾诺莎克服二元论的实体性统一中，存在着“被提升为思想的绝对泛神论与一神论”。[452] 在对一切规定性的这种消解中，蕴含着“一切哲思的本质开端”；每一位哲学家都必须穿越这一单一实体的以太，穿越这一否定性的汪洋。但这仅仅是开端的抽象、僵死统一，从中无法推导出任何展开、任何主观性与任何精神性。自我意识跌入了虚无的深渊，跌入了无条件的无我之中。
与彼岸宗教相比，佛教的显著特征在于当下现前原则。单一者、统一被证明不仅属于未来，而且就是当下现前之物。意识对当下持有肯定的态度。作为内在自处的核心被视作思维活动，而这在本质上就是自我意识，因而不是什么未知的或属于彼岸之物。最大的对比源于把特殊的具体人理解为至高者。实体作为内在自处在个体的凝聚中被认知为精神之物的直接自然形态，认知为一个走向静寂的具体特殊之人，认知为理智实体性的个体人格化化身。至高者作为虚无，并作为代表着至高权能的过去或当下的个别人。佛陀与皮浪被视为特殊的导师，其生平构成了其学说的内容。在“印度宗教中，非常深邃、崇高、思辨的思想本身得到了表达”。[453]
黑格尔与三位一体。  黑格尔在多样构型中把启示宗教作为宗教的最高阶段来处理（GW 20, 551 ff.）。在结构上类似的情况出现在现代艺术中，在现代艺术中并不存在唯一的现代艺术作品，而是存在契合现代艺术概念的多样艺术作品。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正如基督教一样毫无疑问属于启示宗教。尽管在认识论上贴近启示宗教的理念型即基督教，黑格尔绝未将自己的思想理解为十字架哲学。黑格尔虽自称为路德宗信徒，却对新教与基督教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理解。他拒绝原罪或本罪学说以及对圣经字句的盲信。他认为新教“并不在于某种特殊的教派，而在于反思的精神与更高的、合乎理性的教化”（Br I, 337）。宗教无论如何都是知识的一种形态。基督教宗教包含着宗教概念的实体性规定：上帝化身为人、上帝之死、在神圣精神中成为现实的人类精神。三位一体的表象在概念的哲学三位一体中拥有其根基；所有三个规定环节共同构成了精神：第一，上帝是直接的统一，是在自身存在的抽象普遍性，是在任何显示中永恒持存者，处于被预设状态的绝对者；显示作为创世包含着因果性的反映规定，黑格尔以此表达了他对启示宗教知性形象的批判。第二，其中蕴含着永恒本质与其显示的分离与本原划分。显象如同儿子一样是无限的特殊性，是作为这般的存在者的他者，在此有限者对永恒者仅具有外在的关系。第三，精神是普遍者与特殊者的具体同一，是个别性作为在他者之中能够处于自身之中。所有特殊的个别人都平等地被承认为上帝的儿女，作为思考者被承认为神圣者的造物形象。然而黑格尔指出，在所有宗教的三位一体形象中（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都必须断定表象在原则上的不充分性，它“绝不能完全契合所要表达的事物”。谈论父与子绝非概念的事情，因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并不必然带有男性或女性的谓词。它们并非理性规定，而是知性形象（因果性、外在关系）。黑格尔从把握着的认识的视角来阐释三位一体的思想。
最后探讨了对启示宗教而言具有核心地位的在精神中和解的表象，探讨了特殊者与普遍者完整、当下的内容统一的建立，即神圣者的三位一体。精神与自身的和解表达了这样一种历史事件：神圣本质即普遍者特殊化自身、个别化自身，并在其死亡中实现了这一单独个别者与普遍者的结合。神圣个别者的死亡以及中保即神人向精神的转变，包含着两个维度：特殊的个别性消亡在精神的普遍性之中，这一精神鲜活地生活着，每日受死又复活。由于对表象直接性的这种中介，表象的要素被设定为被扬弃之物并复归其概念之中。在另一方面，这种已然预示概念的对孤立个别性的克服，同样涉及单纯思维活动的纯粹否定性；“思辨的受难节”蕴含着在“思维活动的（复活节）星期天”对它的扬弃。上帝死了——神人在受难节的死亡蕴含着对神圣本质抽象性的摧毁，这是把握被表象之物的第二维度。本真的自身在此前尚未具有与普遍者相同的价值；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同一性尚未建立，上帝依然是更高者。通过中保之死——上帝自身已经死去——神圣之物变成了精神之物，变成了一种知识，唯有在这一知识中，亦即在“思维活动的星期天”表象的死亡中，特殊的自我意识才变成了普遍的自我意识。在其中，思维活动中的自身享有与普遍本质相同的价值；它在其中便是神圣者。然而，在受难受限的表象领域中，和解就形式而言仅仅是外在发生的，因为它带有彼岸的对立；中保的和解处于遥远的过去，而单独个人的和解被推迟到了未来，推迟到了最后的审判之日。当下的现实由此依然尚未和解。
海涅记载了一则涉及宗教的颇具启发性的轶事：“‘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喊道，‘难道在天上的那头竟没有一个令人愉悦的去处，可以在人死后奖赏德行吗？’他[黑格尔]嘲弄地看着我：‘怎么，您一生尽了本分，照顾了生病的母亲，没让您的兄弟挨饿，没向您的仇敌下毒，您难道还想为此领一份小费吗？’”[454] 按照海涅的说法，人们不应向受苦受难、横遭鞭笞的人展示安慰性的十字苦像，也不应在死后许诺给他们所有七重天界。早在当下的尘世，他就想通过自由环境的福祉确立那份依照虔信者的意见唯有在最后的审判之日才会在天界降临的极乐。[455] 用一句简单的公式来说：把天界留给天使和麻雀吧。
对艺术与宗教而言均成立的是：尽管它们借助直观与表象来进行呈现，尽管相对于把握着的思维活动而言媒介形式不尽完备，但在真正的艺术与正统的宗教中依然存在着知识、存在着实体性意蕴，这构成了它们作为“精神形式”的持久价值（GW 20, 555 ff.）。哲学的诸范畴为了通向自由的教化，同样需要从隐喻与表象的领域进行“反向转译”。在全面教学纲要中，三位一体在宗教哲学上被阐明为三个推论的结合，阐明为精神与自身绝对中介的结合。就其理性意蕴而言，三位一体思想应当被把握为概念的诸环节向三个特殊领域的具体化，并在其知识的中介运动中被把握为构成一个推论的三个推论。[456] 随着精神与自身的这种结合——一切合理之物都是一个推论——当下现前的精神的统一得以表达。结合在信仰与默祷思忱形式中固有的客观性思想，这构成了向把握着的思维活动、向作为科学的哲学的过渡。

作为科学的哲学及其历史

全面教学纲要把哲学解释为艺术的主观原则与宗教的客观原则的统一；在对艺术与宗教的思考认知概念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结合为一体”。处于诗性形态的直观与表象，以及客观显示的宗教表象，连同各具特色的艺术与宗教崇拜活动，标示了通向哲学科学的过渡点。全面教学纲要建筑术中的“圆圈的圆圈”在逻辑（而非几何学）意义上收束闭合，具体体现在构成一个逻辑推论的“哲学的三个推论”中（GW 20, 569 ff.）。[457] 哲学回溯反观所生成的知识。对此全面教学纲要中写道：“科学以此方式返回到了自身的开端”，“逻辑之物是作为精神之物的结果”（GW 20, 569）。哲学的概念是“思考着自身的理念，知晓着的真理”，这里的逻辑之物意味着它是“在作为其现实性的具体内容中得到确证的普遍性”（GW 20, 569）。在由诸推论构成的这一个整体中，主观性与客观性融为一体。在序列末尾位于中项的逻辑之物，如今以精神的形式呈现，正是这一思考着自身的单一理念，是知晓着自身的理性，是获得证实即合法化的普遍者，是绝对普遍者（GW 20, 550 f.）——这便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一元论。在哲学中，始终且唯一探讨的是理念，是去思考思维活动本身。早在因《法哲学原理》序言中关于合理的即现实的、现实的即合理的那句遭到不公正攻讦的名言引起轰动前许多年，黑格尔就在纽伦堡提出了这一命题：“一切现实之物都是一个理念”（GW 10/1, 443）。哲学的运动通过在“推论”中把握本己的概念而宣告完成——即作为对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这完满的自身关系。黑格尔在引述亚里士多德关于noesis noesos的结语时，向这位古代思想巨擘致敬——在哲学中，理性思考自身；理性与被思考之物乃是同一回事。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呈现一个完整行动的要求，黑格尔关注的是理念完全的自身规定，即实现的自我指涉。在一封信中写道，真相乃是“在自身中具体的”，是“自身之中对立规定的统一，以至于这种对立在统一中依然得以保持”；真理绝非停滞僵死之物，“而是作为运动，作为自身之中的生命”（Br III, 13）。
处于历史展开中的哲学是从《逻辑学》的视角被加以考察的。此外，黑格尔在柏林时期开设了六轮哲学史讲授课：1819年、1820/21年、1823/24年、1827/28年、1829/30年以及1831/32学期直到临终前的寥寥数堂课。黑格尔的论点是：范畴规定的逻辑先后相继，在要点上契合于哲学在其特殊化中的世界历史阶段演进，契合于哲学史演进的逻辑动态。[458] 逻辑主旨在于展示从一个关节点走向另一个关节点的推进过程。借助四个维度与若干关键场景，将对这一阶段进程作出阐释。从存在、虚无与转变诸范畴出发哲思的开端，构成了在《逻辑学》中早已指出的第一个关节点；在关于存在的附论中，黑格尔探讨了从泰勒斯走向巴门尼德的道路，并在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那里发现了在彻底排除虚无的前提下对存在作出的贯彻始终的规定。佛教与皮浪代表了排斥存在的虚无。在哲学史上代表第一个关节点的是赫拉克利特，他借助转变的概念促成了“哲学定在的发端”。[459] 黑格尔指出，哲学理念最初以其思辨形式呈现，在转变中表现为存在与虚无纯粹对立的统一，表现为对立的实定性与否定性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联结。东方思想家在诸如火凤凰浴火重生的意象等表象中表达了这一点。在一次讲授课中黑格尔谈到，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无一未被他吸收到自己的逻辑学之中。借助第一个关节点，黑格尔能够论证并同时具体化他的论点，即这绝非一种完全线性的契合或吻合。纯粹存在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不是孤立自存的，并非在其自身没有包含其自身之他者。在开端处是“受教化最少、在自身内部展开最少的概念”，是最贫乏、最抽象、最单纯与最不规定的，但并非完全无规定之物。在哲学史讲授课中，黑格尔继续探讨了备受争议的关于《逻辑学》开端的问题。[460] 开端的、初生的、本原的、“孩童般的”事物依然在规定上极度贫乏；由于其构型尚不充分，它无法被抹杀，但也不能被视作某种正宗本真之物，仿佛从中只会发生“跌落”或“衰颓”。逻辑学的道路正如哲学史的道路一样，是从规定不足走向最丰富的规定性，是从最小规定之物走向最具体、因而最高规定之物的持续不断的规定过程：是概念、精神在自身内部深化为自我教化，是它的自我解放。
在漫游黑格尔的体系整体时，人们会邂逅哲学思维活动的璀璨星宿，即理性大厦的重要共同建造者。这决非观点的杂烩拼盘，亦非对既往之事的复述，而是呈现一个整体及其环节与阶段的丰富内蕴。人们在叙事与神话的形式中与东方思想相逢；遇到古代思想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后者以对把握着的自身关系的最初经典表述登场，提出了对思维活动的思维活动（noesis noesos）这一主题。人们结识了将神圣者视为精神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以及反抗独断论的最锋利武器——塞克斯都的五种论式。经由阿拉伯与中世纪哲学，近代思维活动的开端在一段发生巨大剧变、剧烈动荡与具有伟大原创性的时代中拉开序幕；这一时代宛如一场地震与火山喷发，在内在深处凝聚而成并造就了崭新的构型。来自不同国家的行动者包括：布鲁诺以其对抗一切天主教权威信仰的勇敢姿态，重新拾起一与全的思想，凭借对立面的统一促成了从爱利亚学派与新柏拉图主义通向斯宾诺莎的过渡；雅各布·波墨，第一位德国哲学家、格尔利茨的手套制作者，他阐发了产生动态的神圣者必然本原划分的主题；弗朗西斯·培根为经验与经验之物恢复了名誉。勒内·笛卡尔在汹涌波涛上长途航行之后终于望见了陆地。哲学必须从思维活动出发；这是它的基本原则——迈向现代哲学的突破。尽管面临斯宾诺莎主义的指责，黑格尔依然赞颂斯宾诺莎：承接东方直观并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他在实体范畴中确立了一种新的一元论，确立了对立的思维活动与存在相统一的思想。逻辑学的这一概念反过来构成了哲学史的一个关节点。不实行对一切特殊之物的否定（其中蕴含着精神走向自身的条件），任何哲学都是不可能的。哲学史的这一里程碑体现在实体、属性、样态以及普遍者、特殊者、个别者等三联体之中。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批判性意见指出，第三个环节即个别性决不能被理解为知性的个别性，不能被理解为从普遍者中跌落之物，而必须依照概念的逻辑被理解为真正的个别性或主观性，理解为自为存在者、自我规定者，理解为普遍者与特殊者的思辨、理性的统一，理解为自由者。斯宾诺莎的实体缺乏与主观性的统一；它是“石化的”，缺乏赫拉克利特-波墨式的能动性。
经由将人们从独断论迷梦中唤醒的休谟与卢梭，道路通向了一个突出的关节点；休谟曾提出这一思想：单凭知觉无法推论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而卢梭则把国家奠基在思想之上、奠基在自由意志之上。由康德所开启、由费希特与谢林所推进的哲学哥白尼式革命，被黑格尔视为思想形式上的现代革命，黑格尔自视为这场革命的继承者。哲学思维活动穿上了七里靴；1800年前后的时代属于整个哲学史上最具创新活力的时代，其核心代表主要是上述四位思想家，但也包括这场无与伦比的哲学格局中的其他思想家，如赖因霍尔德、雅可比与席勒，以及“挑衅者”舒尔策（agent provocateur）。在康德开辟的思维时代中，一个雄心处于中心位置：思维活动与存在相统一的基本理念应当自身被提升为对象并在哲学上加以详尽阐发。康德要求完全通过思维活动来进行哲学辩护，理性应当被彻底思考为自身规定，自由应当被思考为绝对原则。思辨意蕴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的原始统觉与先天综合判断之中。然而与此对立的则是通过把握着的思维活动来领会理念的“理性的无能”。教育家兼黑格尔门生卡尔·马格指出，由于认定我们永不可能达到真理这一怯懦的论点，哲学便连一个子儿都不值了。黑格尔批评了在理论“立法”与实践“立法”之间、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未被弥合的鸿沟。（GW 30.1, 188 f.）早在席勒那里便对康德式的二元论与“对自然的虐待”提出了异议；凭借《审美书简》，席勒提供了“超越反思哲学的推动力”（GW 30.1, 189）。联系到亚里士多德，费希特试图以逻辑严密推导的形式在一个融贯的哲学体系中展示思维规定的必然性。在谢林那里，客观之物在自身内部与认识活动相同一；在其耶拿同一性哲学的框架内，纯粹思维活动或存在被理解为自身等同性并被理解为过程性的分裂，由此他承接了赫拉克利特的动态思想。在绝对知识中，思考了对立，并在对立中思考了统一。然而他的理智直观依然是一个把握着的思维活动所无法通达的权能机关。
黑格尔指出，理性与自由作为理念的内容塑造了这一“最终”哲学。用路德维希·伯尔内的话来说，哲学的诸构想会发生改变，但通过理念体系的革命所确立的自由概念是无法被超越的，始终是哲学的中心。自由是自在且自为的法权，永恒且不可侵犯，不再落入阶段演进的时间之中——在概念的这一领域中，“蛀虫与盗贼皆无法侵入”。[461]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终结意味着自由哲思的开端。理性与自由需要不断进行重新加工；它们在思考着的心灵王国中、在把握着的思维活动的历史中始终是贯穿始终的红线。



13. 黑格尔报——《科学批判年鉴》最初几个年卷

在甘斯的鼎力支持下——甘斯成功为这一期刊项目争取到了出版商科塔加盟——黑格尔终于得以实现夙愿，创办一份面向广大读者的学术期刊。此前，他曾于耶拿与谢林共同出版过《批判杂志》，后来撰写过《德意志文学杂志格言》（GW 4, 509 ff., 549 ff.），在班贝格担任过政治编辑，在海德堡主管过《海德堡年鉴》的文献-哲学板块，并曾于1819/20年徒劳地试图创办一份文学批判期刊；1826年7月26日，在黑格尔家中终于成功创立了科学批判学会，作为《科学批判年鉴》的出版机构，这一项目被称为“黑格尔报”、“大学期刊”或“黑格尔的柏林对立科学院”。[462]在最初五年里——这段时期对出版者们而言并不轻松——黑格尔始终是这部赢得了广泛影响力的《年鉴》无可争议的灵魂人物。他敏锐地感受到全德意志范围内针对科学的思维活动与自由的思维活动日益加剧的反动阻力。这份《年鉴》旨在成为“刺向蒙昧主义的锋利武器”，发出反复辟的声音，抵制哈勒与昂西永的思想作风，反对那些在政治上走向反动的晚期浪漫派，抗击“过去的乌鸦哀鸣”。
黑格尔学派在该协会中固然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也在于甘斯与亨宁所承担的编辑工作，但在积极成员中并非只有黑格尔的追随者；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学术流派和专业学科。其中包括歌德、尼特哈默、威廉·冯·洪堡、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倾向改革的历史学家劳默尔、自海德堡时期便与黑格尔相识的历史学家兼东方学家威尔肯、哲学家弗朗茨·冯·巴德尔与阿道夫·特伦德伦堡、文献学家伯克与卡尔·戈特洛布·楚姆普特、法学家蒂博、阿贝格与霍迈尔、神学家道布与马海内克、东方学家葆朴、罗森与吕克特、海因里希·埃瓦尔德（后为“哥廷根七君子”之一）、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的朋友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艺术专家瓦根、鲁莫尔与勒泽尔、博物学家莱昂哈德、卡尔·海因里希·舒尔茨与扬·埃万盖利斯塔·普尔基涅、数学家兼高斯门生恩内·黑伦·迪克森、医学家克里斯托夫·威廉·胡费兰德、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林克与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诗人罗伯特、但丁译者施特雷克富斯，以及阿里斯托芬专家勒策尔和来自巴黎的前吉伦特派分子厄尔斯纳。此外还有黑格尔的亲信舒尔茨以及对协会的活动性给予关键推动的瓦恩哈根。
尽管其战友白尔尼心存疑虑，古茨科夫仍在《年鉴》中看到了一种“我们时代令人尊重的显象”，它恪守学术性的语言，将专业造诣与普及性结合起来。作为引人注目的开端，原计划刊登一篇由乌兰德撰写的书评，评介由黑格尔支持出版的荷尔德林诗集；黑格尔此举无疑是为了纪念好友荷尔德林，可惜这一构想未能实现。[463]这些文章致力于全方位的学术批判，秉持客观与严谨的追求，但也允许论战、夸张和挑衅。形形色色的新出版物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处仅举最初几年的少数例证：索尔格的《著作集》、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海涅、哈曼、曼佐尼、戈雷斯的著作；甘斯发表了他对萨维尼关于罗马法著作的尖锐批判，霍托发表了对克莱斯特作品的书评；受评的还有法学家约汉·保罗·安瑟尔姆·费尔巴哈、自然科学家贝采利乌斯、舒尔茨与格奥尔格·西蒙·欧姆，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米涅与弗朗索瓦·基佐的出版物。哲学与各专门科学之间关系的论题，在《年鉴》有关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文章中得到了范例性的勾勒。争论焦点主要在于这样一种指责，即依亚历山大·冯·洪堡所言，哲学乃是“缺乏经验与知识的形而上学”，纯属图型法；而科学则被彻底要求完全以事实为导向，正如历史学家冯·兰克所言：“不加任何修饰的赤裸真理，对个别事物的彻底探究，其余的听凭上帝安排”。[464]对此，瓦恩哈根、甘斯、利奥与罗森克兰茨在各自的书评中表明了立场，主张避免两种极端：既要避免作为对轶事的空洞堆积的经验主义碎片化，也要避免“空洞的格言喧闹”与先验杜撰。瓦恩哈根认为米涅成功实现了材料与精神的结合；对历史的哲学审视也比以往更深入地切入材料，并富有成效地加以消化。甘斯称赞法国历史学家基佐与儒勒·米什莱将深厚的历史研究与对普遍意义敏锐感悟的精神联结起来；特殊性与细节融合成一幅卓越的总体图景。以卡普的一部著作为例，人们批驳了空洞的构想，指出绝不应生硬机械地套用黑格尔的逻辑学。罗森克兰茨则完全从黑格尔的意旨出发，主张“思辨与学识的具体和解”。
黑格尔的一篇典型文章是他撰写的《索尔格书评》，[465]该文高度评价了索尔格毕生的事业，并在文化政治意图下将其宣布为最重要的浪漫派哲学家。该文引起了巨大轰动；黑格尔在面向大众的书评中，毫无掩饰地融入了他在与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的争论中的论战性立场。[466]此外，他还试图将《全面教学纲要》中的哲学观点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普通公众呈现。[467]瓦恩哈根在这篇评论中看到了一种近乎堪称楷模的克制批判，[468]同时结合了针对施莱尔马赫和施莱格尔的若干严厉言辞，完全继承了耶拿《批判杂志》的传统。
首先，黑格尔肯定了索尔格对反二元论和反相对主义哲学的深刻追求；在他看来，作为哲学器官的思维活动乃是我们认识的本质与内在统一。哲学必须摆脱设定两种对立原则或本性的假设。从二元性出发开始哲思遭到回绝；索尔格和黑格尔的这一抨击针对的是笛卡尔关于广延物（res extensa）与思维物（res cogitans）的二元划分，以及康德关于人类认识活动两个“根干”的学说。理念在其启示与显现的一切环节中始终是同一个。对立应当被理解为理念所内在固有的，并在其原始的统一中被扬弃。不过黑格尔指出，索尔格并未像《逻辑学》所展示的那样，进一步揭示思维活动的内在必然性。然而，他对相对主义、“相对的认识活动”以及源自“意见的王国”的虚假哲学作了极其精当的刻画。他反对一切蒙昧主义、哲学替代品、对虔诚的不科学执念、缺乏洞见的感觉信仰、奇迹迷信、平庸的知性、虔敬主义的伪善以及其他骗术。索尔格对相对主义意见王国的诊断标示出哲学公共影响的一个根本问题：简化者、哗众取宠者和伪独创者获得“大众狂热的喝彩”，因为他们的观点容易领会，大众以为由此省去了思维活动的辛劳。而对于像费希特的《知识学》或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样难以索解却真正合乎科学的哲学著作，简化者与时代精神骑士们则将其斥为晦涩与狂妄。
其次，黑格尔联系《全面教学纲要》，指出了消解二元论的永恒者的直接性与中介的统一，即索尔格所谓的“永恒者的经验”。黑格尔在此诊断出索尔格的动摇：他一方面坚持两者的统一，另一方面却又主张实质上的分离状态。索尔格忽视了永恒者的直接性仅构成对立的一方，而“直接性的空洞形式”仅仅排他地面对有限认识。黑格尔重申了他在《全面教学纲要》中的论证：作为对自身之关联的直接的东西与中介之物，在其不可分割性中内在于思维活动。索尔格的这种不连贯性导致了他哲思中的浪漫派遗产，特别体现在关于永恒者不可企及或不可理解的论点中。
第三，黑格尔在评价施莱格尔对“客观之物的落空”时，如今可以依托于《逻辑学》（无限进展、相对性、相互作用等）、《法哲学》（道德章的结语）以及《全面教学纲要》中详尽的科学论证。只有依据上述著作，黑格尔对浪漫派及施莱格尔的批判的有效性才能得到全面检验。《索尔格书评》的目的之一，就是向公众阐明他与施莱格尔在哲学理解上的深刻分歧。施莱格尔既未证明也未反驳任何哲学命题，因为这样做需要提出令人信服的理据与论证。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与文学造诣，他指出了哲学、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的根本问题，但所暗示的解决方案并未获得合理奠基。能思考、能把握的理性对于作为科学的哲学的需求，对于先验诗学而言是格格不入的。相反，在索尔格身上，黑格尔辨识出了思辨环节，该环节存在于反讽的一个方面，即否定性之中；真正的肯定或对立面的和解被把握为否定的否定（GW 16, 100 f.）。黑格尔突出了费希特的卓越成就，即他把否定性原则提升至其抽象的顶峰——“自我与自身的同一性”，并将其确立为自身哲学的基本规定性。借此，他突出了开端的问题。黑格尔在《索尔格书评》中坦承了从“普遍物中推导出特殊物”并加以论证的巨大困难，即将证明的中介活动与普遍物在理念中的直接性联结起来。索尔格将否定性范畴的思辨意蕴运用于特殊物，不仅将伦理之物联系到“星期日”，而且联系到“生活的平常工作日”。相反，施莱格尔最终停留于纯粹主观的肯定与相对主义之中，因为他把费希特与索尔格身上存在的思辨的东西弃置一旁，从而摒弃了通过概念把握来进行合法性证明。在总结中，黑格尔强调了他对科学的理解，即将哲学理解为严格的科学：一个原则必须被证明；绝不能仅仅要求人们出于直观、直接的确知、内在的启示，凭着信义与盲信就加以接受。然而，严格证明的要求对于当时如此众多却又千篇一律的所谓哲学而言，恐怕已然成了某种过时的东西（GW 16, 114）。
第四，黑格尔将对索尔格宗教哲学贡献的高度评价，与对自己宗教研究的回溯以及反对施莱尔马赫将神学奠基于直接的感觉的立场联系在一起。若要更深入地理解该书评以及对施莱尔马赫的批判，《全面教学纲要》与《宗教哲学讲授课》是必不可少的；《索尔格书评》正如《欣里希斯前言》和《格舍尔书评》一样，只能为科学概念提供局部的环节，详尽的论证则见于黑格尔的体系著作与讲授课中。依索尔格之见，哲学与宗教拥有相同的客观内容；哲学通过思维活动来提供这一内容。客观内容在“感觉基督教”中被“缩减”为主观的内容，缩减为纯粹直接性意义上的感觉——在施莱尔马赫那里，即缩减为“对自身偶性或绝对依赖的感觉”。[469]黑格尔运用其全部精神哲学对此进行反驳，而不仅仅依赖于关于感觉的呈现（主观精神）。针对偶性的反思范畴，必须查阅黑格尔的《逻辑学》；当今的神学家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将实体与偶性区分开来”。[470]纯粹直接的感觉正如任何纯粹直接性一样，是一种未获证成的预设，一种枯燥的断言。在黑格尔的主观精神中具有实体性意义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已被思维活动所“侵染”——阅读亚里士多德本有助于获得这一洞见。在这样的时代——这是黑格尔对施莱尔马赫的暗讽——必须提醒人们注意一件琐碎的事情，即人以其思维活动而卓异，“我思”伴随一切感受、感觉、表象，并构成它们的核心。作为对索尔格的承认，他补充道，基督教的学说如今已在思辨哲学中找到了避难所，因为基督教本真的思想已被新教教会中几乎独占统治地位的神学（道布与马海内克除外）驱逐出境。黑格尔对认识活动与自由意志的理解，与路德宗关于基督徒的自由、对上帝恩典的依赖，以及施莱尔马赫“绝对依赖”的感觉是互不相容的。黑格尔深知，为了赋予“理性的理念以具体形态”，必须进行详尽的科学阐释——“概念要求一种内在的、不诉诸基督教表象的解决方式”。[471]福音派教会的官方代表及其“教父”对《索尔格书评》感到大为不悦。复辟时期的意识形态家及其浪漫派倡导者也察觉到了此类出版物的危险。黑格尔在柏林的生活并未变得更加轻松，恰恰相反。
14. 最后几个月——校长任期与第三版《全面教学纲要》

黑格尔生命的最后两年主要以准备第三版《全面教学纲要》、担任柏林大学校长以及就宪法问题背景下的当前政治事件发表见解（《论英国改革法案》）为特征。然而，他的健康状况显著恶化。1829年确实带来了一些振奋人心的事件：黑格尔两次出席了由门德尔松·巴托尔迪指挥的巴赫《马太受难曲》的演出。第二场演出结束后，大家齐聚策尔特家中庆祝。黑格尔教授夫人在1826年至1830年间是策尔特歌唱学院的注册成员。[472]前往波希米亚的夏季旅行以及前往耶拿和拜访魏玛歌德的行程也令人欣慰。[473]然而，黑格尔对这类旅途的艰辛多有抱怨。6月，玛丽描述其丈夫的心境“安好且开朗”，白昼越是严肃，他就越喜欢在傍晚散步、打惠斯特牌、进行愉快的社交或欣赏音乐。他对艺术的兴趣一如既往——“凡是有优美之物可听或可看的地方，他都一定要在场”。针对其思维活动的恶毒攻击“谢天谢地并未扰乱他的平静与开朗”（HBZ 396 f.）。但玛丽对丈夫身体与心理状态的看法似乎过于乐观了。来自宫廷派、教会和神学界有影响力的代表对他持续不断的攻击触动并困扰着他。例如，卡尔·恩斯特·舒巴特（与K. A. 卡尔加尼科一起）于1829年在一篇低俗恶意的诽谤文告中，指控黑格尔为无神论者、革命分子和反普鲁士分子。[474]谢林对其《逻辑学》非客观的批评令他深感痛心，尽管在1829年于卡尔斯巴德与谢林会面时，他表现得心平气和且态度友善。黑格尔听闻了谢林在慕尼黑讲授课上的言论，其中谢林“毫不留情地将他视为占了自己巢穴的布谷鸟”；谢林谈到了“黑格尔把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融为一体的深奥晦涩的本质”、“一种狂妄空洞的思维活动”。当谢林谈论“逻辑哲学的失误”时，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位从未提出过属于自己的逻辑学的思想家的傲慢姿态。[475]随后他进一步声称，哲学的任务可以“通过几个宏大而简单的线条勾勒来揭示”，并试图在后来出于“五千塔勒的充分理由”（布拉特拉内克语）去“铲除黑格尔泛神论的毒草”。谢林随后将在柏林倡导一种启示哲学，伴随着没有理性的绝对意志的公设，一种先于任何思维活动的直接的东西，并借此“启示”了他相较于黑格尔在智力上的劣势。在同一个地方，黑格尔曾反对基于纯粹直观的绝对者，“那种未经过程就齐备现成的东西”，仿佛它“横空出世”一般；绝对者“在开端处根本无法被推导出来”，它是“开端的终结”、“结果之物”以及“在体系中无所不在之物”（HBZ 533）。1830年，弗朗茨·冯·巴德尔——他很早就对谢林从绝对者“堕落”的思想提出异议——在写给黑格尔的信中，将年轻谢林的自然哲学比作一份“鲜美多汁的野味”，而后来则变成了“掺杂各种成分、包括基督教配料的大杂烩”（Br III, 312）。正如格拉斯布伦纳所言，谢林“在哲学上既非少年亦非春天，倒不如说是向某些派别的卑躬屈膝”。[476]
1829年秋，黑格尔着手修订《全面教学纲要》；第二版想必已经售罄。他不得不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投入其中（Br III, 323）。这使他在1830年秋濒临筋疲力尽的边缘，尤其是他在前一年还接任了校长职务。多年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从1830年9月到12月，策尔特多次对这位朋友及其夫人的健康表达了极度担忧；由于一种“寒热病”（间歇热），他为两人深感忧虑（HBZ 417 ff.）。由于黑格尔的“身体不适”（Br III, 466），原先已经预告的法哲学讲授课由米希勒接替。1830年10月18日，第三版《全面教学纲要》终于面世，黑格尔希望在此版中将阐述的全新清晰度与规定性与“教科书的纲要式目的”结合起来（GW 20, 594）。尽管相较于1827年的版本并未进行根本性的修改，但仍有几处值得关注的变化：术语从感受向感觉的更替，增补了作为《心理学》中《精神》一章结语的《自由精神》（Der freye Geist）一节（GW 20, 476 f.），关于从客观精神向绝对精神过渡的思考（GW 20, 530 ff.），以及在总结哲学的段落中重新恢复了三段论结构。[477]该著作最早的外国读者之一伊万·基里耶夫斯基曾与黑格尔及其弟子们会面，他在寄回国内的信中写道：“如果在莫斯科能买到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面教学’，请务必订购。在这里您将发现极为丰富的内容，这是德国全部最新文献总和起来都无法为您提供的。它难以理解，但值得付出辛劳。”[478]
1829年，黑格尔的学术生涯迎来了巅峰：他在核心重镇柏林当选为“核心精神重力点”——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的校长。[479]10月19日，他发表了就职演说，并从前任手中接过了校长的象征权标。他与大学法官兼枢密顾问克劳泽一起，同时兼任大学的皇家政府副全权代表（Br III, 450）。黑格尔以尽职尽责和卓越统领的风范履行其校长职责。《奥格斯堡信条》三百周年纪念庆典堪称其履职的典范。在此次庆典上获得名誉博士学位的策尔特，由其歌唱学院演出了他为路德的《上主是我坚固堡垒》（Eine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谱写的合唱圣咏，为庆典的成功增色添彩。庆典的核心是黑格尔用拉丁语发表的节日演说（GW 16, 311 ff.），他以独特的诙谐（威廉·狄尔泰语）评论了该演说的创作过程。好友弗斯特从意大利寄给他庞贝装瓶的维苏威葡萄酒“基督之泪”（Lacrimae Christi），[480]这无疑激发了该节日演说的灵感及其热情：“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为天主教的荒唐所流下的眼泪，绝不仅仅是咸咸的水，而是一瓶瓶可饮的火焰。如今，您的亲切与仁厚愿以此种火焰，来拯救我此时此刻必须费力揉捏的拉丁演讲之水”（Br III, 307）——一篇源自意大利美酒精神的新教节日演说。10月，黑格尔再次向弗斯特索求六瓶这种神圣甘露（Br III, 315），而身为好友兼爱酒之人的勒泽尔则不请自来，要到黑格尔家品尝维苏威美酒。
并向屋主恳请：噢，我最好的朋友，
若是您能将您的美酒，
为我斟上一小杯，那该多么美妙？——
那我定为阖家安康一饮而尽！
并尽享这场心灵盛宴，
  作为一个满怀感激的勒泽尔小花。（Br III, 308）

如同他的岳母苏珊娜一样，黑格尔也将葡萄酒视为真正的滋补佳品，甚至在傍晚之前便可细细享用。由于除了维苏威葡萄酒外，他还向好友弗斯特订购莱茵葡萄酒，因此他的酒水账单照例数目可观。美酒是他忠实的伴侣，没有它们，他的许多灵感火花恐怕就会付之阙如：廉价的神学院酒，产自梅青根或罗伊特林根的西万尼或埃尔布灵葡萄酒；阿尔卑斯徒步旅行中美味的天主教修道院酒，比尔湖畔带有香槟风味的莎斯拉葡萄酒，以及法兰克福酒商戈格尔家中精妙的佳酿，特别是戴德斯海姆约尔丹酒庄的雷司令与琼瑶浆。在耶拿，这位哲学家从埃尔福特著名的拉曼兄弟酒行购入昂贵的波尔多酒（蓬塔克、梅多克），以及匈牙利产的红奥芬酒和埃格尔牛血酒。在班贝格，他能喝到维尔茨堡施泰因酒和西万尼葡萄酿造的韦特海姆酒；在纽伦堡有勃艮第酒、1779年波尔多酒、摩泽尔酒、萨摩斯酒和马拉加酒，以及基青根酒农霍恩舒赫酿造的弗兰肯葡萄酒；在海德堡则有巴登葡萄酒和普法尔茨雷司令。即便在柏林的十三年间以及在外出旅行途中，他也尽情享用这种琼浆玉液：莱茵酒与摩泽尔酒、波希米亚的梅尔尼克酒、维也纳附近的努斯多夫葡萄酒、马恩河谷的美味佳酿、卡奥尔马尔贝克、上索特尔讷，以及作为顶峰的维苏威“基督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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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夏，法国显然从政治昏睡中苏醒过来。德意志公共生活中“那些被剧烈灼伤的伤口也开始发热灼痛，复辟统治似乎濒临崩溃”（布拉特拉内克语）。8月3日，当古茨科夫从黑格尔手中接过哲学系的奖项时，巴黎的震荡已清晰可感。古茨科夫后来高度评价了《科学批判年鉴》的影响：“甚至连处处萌发新芽的美术文学，也与黑格尔的哲学紧密相连”。[481]同一天，自1825年起在建的皇家博物馆与国家美术馆正式落成开放。黑格尔进入科学院的程序被提上日程，但令他失望的是再次遭到否决。路德维希·白尔尼谈到了“普罗米修斯式的黑格尔”；他从政治与学术的众神那里盗取了火种，并因此受罚。1830年以一条令人悲伤和一条令人欣喜的消息告终：10月23日，黑格尔在魏玛与柏林相识并赏识的奥古斯特·冯·歌德逝世。12月，黑格尔被授予一枚由奥古斯特·路德维希·赫尔德制作、带有其肖像（依德雷克像）的纪念章。[482]黑格尔将其中两枚交给策尔特，后者寄了一枚给歌德。在策尔特看来，这位被疾病摧残的朋友“宛如自己的影子”（HBZ 420）。黑格尔很高兴能在1831年1月移交校长职务；“这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并带来了诸多烦乱不安”（HBZ 425）。他终于得以重返真正的活动性，着手准备新版《逻辑学》以及一篇关于英国改革法案的宪法政治论文。
他的校长就职演说被认为带有“真正的谦逊与直率的魄力”，王储曾“在一次大型宫廷聚会上面加赞赏”；黑格尔的哲学甚至可以被列为“普鲁士的王冠瑰宝”。[483]瓦恩哈根的目光更为深邃：各个部委自以为在黑格尔哲学中“拥有了一种完全正统的、效忠国家侍奉君主的普鲁士哲学[…]。然而他们根本没有料到，其中蕴含并活跃着多少自由与宪政意识”（HBZ 322 f.）。宗教文化大臣阿尔滕施泰因在黑格尔的思维活动中看到的是一种开明的、基督教式的虔敬世界理解；他未能看出任何颠覆性的理念。然而维特根施泰因与坎普茨却察觉到这种哲思所暗藏的危险性。瓦恩哈根指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在“长期因其奴颜婢膝而遭诋毁”之后，如今却“被指责为自由主义，是‘对造反隐秘的呼吁’”（Br III, 410），舒巴特在其诽谤文告中亦是如此，他控告黑格尔是反普鲁士式的无神论革命者。[484]舒巴特无论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还是在其对灵魂不朽的否定中，都找出了“危险的”要点。相比之下，王储虽然认为黑格尔的一些学生——特别是甘斯——成问题，但表面上并不针对黑格尔本人：在一次用餐时，王位继承人宣称：“甘斯教授正在把我们所有的大学生都变成共和主义者。教授先生，听您法哲学讲授课的学生总是成百上千，而且众所周知，他在对您思想的呈现中赋予了完全自由主义乃至共和主义的色彩”（HBZ 437）。据说黑格尔对此并未反驳；毕竟是他有意将法哲学的讲授课转交给甘斯的。罗森克兰茨写道：黑格尔的哲学内部正承载着“另一种理想，它与普鲁士的实际现状绝非吻合”。[485]
这种理想即使在1830年也依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即“标明革命本质、并赋予其对心灵拥有几乎不可估量的权能的特征性原则”。[486]在1830/31年冬季学期的《世界历史哲学讲授课》中，丝毫看不出对此有任何退缩，恰恰相反。儿子卡尔——此时已是大学学生并担任其父亲的听众[487]——记录下了将法国大革命赞颂为“辉煌的日出”：“只要太阳挂在苍穹之上、行星环绕其旋转，人们就从未见过人倒立在头顶上，即立足于思想之上，并按照思想来建立现实性”。[488]然而，在攻占巴士底狱以来的四十年间，所实现的仅仅是“抽象的自由”，这种未能保证全体公民充分代表权、未能保障在《法哲学》中所构想的社会性国家的“空洞自由主义”或“宪法形式主义”已经破产。革命通过思维活动的自由意志思想从哲学获得了第一推动，但迄今为止仅在形式与抽象层面吸纳了自由意志的原则，而未推进到具体层面。这也同样适用于普鲁士：其未能兑现宪法改革、未能在法则面前保障一致、缺乏宪政结构、共同体的社会构建不足、缺乏新闻自由等等。因此，剧变即“革命状态”必须继续持续。[489]不过，与甘斯不同，黑格尔更倾向于改革，但也并不排除革命。从法权概念出发对国家的改造要求其继续推进。黑格尔的信条是：不是革命对抗改革，而是尽可能通过改革实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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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一批听众和门生将在这一精神下发挥作用，并在19世纪的进程中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此处谨列举数人作为代表：卡洛韦在瓦特堡节日庆典上发表了最具实质分量的演说；卡罗尔·利贝尔特与罗兰参与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维尔特在汉巴赫节日庆典中发挥了主角作用；费尔巴哈、鲍威尔与施特劳斯将共同主导19世纪关于宗教的争论；路德维希·农内、帕根施特歇尔、卡尔·施瓦茨、卡普、利贝尔特与阿诺德·卢格作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发挥作用；同样在保罗教堂议会和普鲁士众议院担任议员的莱特，跻身德国最早的社会政治家之列；米希勒将进一步深化黑格尔关于社会性国家的理论；青年德意志的领军人物共同塑造了革命性的“三月革命前”时期；范·赫特成为荷兰颇具影响力的高校政治家，特罗克斯勒成为瑞士知名政治家并提出了一项自由宪法草案；莫里茨·泽贝克成为耶拿大学卓有成效的改革家；道默尔创办了德国第一个动物保护协会；莫里茨·法伊特与弗里茨·弗罗曼担任德意志图书贸易协会会长；享有国际声誉的博物学家多弗成为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的共同创立者及柏林大学校长。
1. ‹自由主义的，对法国大革命、对英国自由生活满怀关切›

这篇政论随笔《论英国改革法案》便置于这一题旨之下。[490]黑格尔的这一最后出版物必须放在《法哲学》的背景下来解读。黑格尔再次就一项欧洲的、政治的以及宪政理论层面的事态公开发表意见。[491]瓦恩哈根指出，谁若以为能在这篇文献中发现一种普鲁士的、效忠官厅的哲学，谁就没有理解其中蕴含着多么丰沛的自由、宪政意识以及对英国的偏爱。[492]黑格尔对英国改革法则的批判性评价讨论了以下几点：第一，正义原则与民族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国家最高利益的权利在此有效。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则应当提交给作为主权者的公民来决断。“肮脏的金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介入，违背了在《法哲学》中阐述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原则，并导致政治自由的丧失。政治主体在其公民定在之中即是国家。第二，对改革的需求依然完全正当。这也针对任何复辟企图，并切中了当时的普鲁士现状。改革法案针对“贵族的庞大利益”，针对“乡村容克与猎狐者”的一切领主特权。黑格尔诊断出英国现状的“极度政治腐败”与“荒谬”；议会席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且可被买卖，尽管在英国宪政中民主要素、民族的参与构成了一个决定性的支柱。“英国的毒瘤”在于财富与贫困的巨大悬殊。[493]极度贫困者几乎或根本无法行使其作为政治主体的权利。第三，黑格尔在这篇政论随笔中也坚持在实定权利与“自在自为合理性的权利”之间作出清晰区分。但国家法权在其起源的形式性（《大宪章》、《权利法案》）中，却停留在了其内容的偶然性上。这样便产生了支持贵族特权的现行“实定”法则与合理原则之间的悬殊对立。黑格尔论战道，即使是“英国知性”，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根据《法哲学》，必须实现从人格的基础且不可或缺的形式的、抽象的权利，上升到公民的具体权利——这正是该随笔的关键要旨所在。在改革法案中，这一诉求的实现并不充分；它未能阻绝通往“僵死的、抽象的纸上世界”[494]的致命道路，尤其是走向单纯计算选民选票的道路。第四，黑格尔批评了对合理法则的不充分的内在意愿，批评了选民与被选举人欠缺的教化，这导致了对选举权及其行使的漠不相关，以及议员专业知识的不足。他所关切的是作为自由国家之构成性环节的合理的国家意识，是思想王国中的自由。“一人一票”（One (wo)man, one vote）固然不可或缺，但作为一个形式原则，并不能保证一种合理的秩序。正如在《法哲学》中一样，黑格尔在受教化的公民身上看到了政治上自由生存的唯一保证。
总体诊断是：尽管有一切改善，改革法案并没有提供恰当的基础，去合理地推进1789年的规划，打破旧有的不公统治框架。黑格尔主张尽可能通过改革来推进革命性改造，只有在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才通过政治起义。他呼吁理论家们“在沉思的沉静中更深入地透视立法与政府的本质”。这一立场也规定了他对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态度，而七月革命正是撰写《改革法案论著》的一个契机。黑格尔将拿破仑以来的十五年视为一场政治闹剧：各方虽都援引宪法，却又心照不宣地共同忽视宪法。统治阶层的复辟势力与极端保皇派对起义负有主要责任——人民虽违背了（实定）法则行事，但其出发点是正义的原则。黑格尔并不反对反复辟斗争，但他担忧对1789年理念的不充分辩护，以及“永远动荡不安的恐惧与希望交替的时代”（Br II, 219）的重演。他在未受教化的公民多数这一新形态中，看到了雅各宾派恐怖时期死灰复燃的危险，看到了将众人的意志与普遍意志永久等同起来的症结。不足的并非自由宽容，而是“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自由主义”。[495]根据黑格尔的《法哲学》，成功建立一个合理的国家需要受教化的公民，因为唯有以思维活动为依托的意志，才能被视为是自由的。

2. 蒙特克罗切 – ‹十字山小城堡›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黑格尔大多也依旧遵循着他的日常习惯：他关注政治新闻，或在家中，或在施特黑利、约斯蒂或克兰茨勒咖啡馆阅读报纸——《施珀纳报》、《普鲁士国家报》、《晨报》（Morning Cronicle）。他与玛丽一同造访十字山的游览餐馆蒂沃利，即民间俗称的蒙特克罗切，[496]与儿子们下国际象棋。他与贝尔、商人施帕凯泽以及马厩长舒尔聚在一起玩惠斯特牌。尽管身体的不适与日俱增，黑格尔依然保持着他“亲切随和的社交风度”，展现出“最开朗之生活活力的欢快形象”（HBZ 254 ff.）。1829年，黑格尔一家接纳了来自塔尔图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瓦尔夫人的儿子作为“寄宿生”和“给卡尔与伊曼努尔找的活泼伴侣”（Br III, 444）。苏珊娜·冯·图歇尔早先的评语——黑格尔“把最漂亮、最惬意的女人们拉进自己的罗网”，[497]在柏林也依然切中事情本身。除了瓦尔夫人以及在1830年3月与黑格尔一家一同参加“美妙而有趣的假面舞会”的罗森海恩姑妈外，出版家柯塔的夫人伊丽莎白·玛丽·冯·柯塔也加入了受到众人倾慕的女士圈子。她承认，黑格尔是她在柏林的第一位崇拜者；1829年在亨宁家的一场宴席上，两人谈笑风生地并肩而坐。[498]“与女性交往对他而言始终是乐意的事，如果他更深入地了解她们且她们令他心仪，那么最美丽的女士们便必定会获得他的倾慕”（HBZ 255）。就这样，在柏林，黑格尔亲近或较亲近的女性相识名单又得到了扩充：从图宾根的“绝色佳人”（La Belle）奥古斯蒂娜·黑格尔迈尔，到三十年间依然惦念黑格尔的温婉的纳内特·恩德尔，耶拿的路德维希之母克里斯蒂亚娜·布尔克哈特，卡罗琳娜·保卢斯，班贝格的玛丽·埃莱奥诺雷·冯·约利，与他喜结连理的玛丽·冯·图歇尔，弟媳弗里茨，罗森海恩姑妈，一直到柏林的女歌唱家米尔德、宗塔格与克雷林格，弗里德里克·罗伯特，瓦尔夫人以及伊丽莎白·玛丽·冯·柯塔。此外，黑格尔还结识了其他引人入胜的女性：从荷尔德林的情人苏泽特·贡塔德与“最好的女人”罗西娜·埃莱奥诺拉·尼特哈默，到歌德在耶拿所倾慕的年轻女子西尔维·冯·齐格萨尔与敏亨·赫茨利布，卡罗琳娜·施莱格尔-谢林，直到梅塔·福克尔-利贝斯金德，阿马莉·克劳泽，贝多芬的“不朽恋人”，奥蒂莉·冯·歌德，著名女歌唱家安杰莉卡·卡塔尔拉尼，范妮·门德尔松，以及对黑格尔的《全面教学纲要》赞不绝口的拉海尔·瓦恩哈根。
[image: ]十字山小城堡里的避暑寓所

从纽伦堡，这一家人继续收到装有弗兰肯特产的包裹，以及关于卡斯帕·豪泽尔的消息，后者感谢玛丽对其命运的关切。[499]黑格尔作为荣誉嘉宾受邀参加沙多夫与策尔特的名誉博士学庆宴，地点设在小瓦尔街11号的餐馆。[500]1830年庆祝了一件家庭喜事：卡尔顺利通过了文理中学的毕业考试。黑格尔赠送给他一套歌德的《全集》（Sämtliche Werke）。1830年10月16日，卡尔从其父亲——大学校长手中接过了入学注册证书。黑格尔为了寻求清新健康的空气、安宁与沉静（HBZ 498），在十字山租下了一处小小的避暑寓所，位于“一座雅致的花园宅邸即所谓小城堡的顶楼”（Ros 419），这是一座坐落在蒂沃利附近带小塔楼的住宅。[501]在蒙特克罗切这里，黑格尔在1831年夏天得以再次找寻到“沉思认识的安宁”。玛丽写道：“我们在亲切的花园寓所里一起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我心爱的人在郊外的那里感到如此适意”（HBZ 484）。然而，他的身体却日益虚弱。在小城堡里，人们为黑格尔庆祝了生日；这将是他的最后一个生日。到场的宾客有罗森克兰茨、马海内克、勒塞尔、策勒、施蒂格利茨和策尔特。午夜时分，大家照例向歌德致以问候，并举杯为他的健康干杯（HBZ 436）；而歌德生日的庆祝活动随后于8月28日在蒂沃利继续进行，黑格尔也参与其中。朋友施蒂格利茨在黑格尔的寿辰之日鼓励他亲自出版自己的著作。黑格尔兴高采烈地表示赞同，说“必须抢在那些老先生们——指的是他的弟子们——前头”。在图宾根曾被嘲弄为“老头子”的他，在临终前不久仍自认为在思维活动中青春常在。黑格尔于1830年与敦克尔与洪堡出版社（Duncker & Humblot）商定了《现象学》的再版，以及一部关于上帝定在证明[502]的论著的出版。11月，他为《逻辑科学》的新版撰写了序言。
在卸任校长职务后，黑格尔被授予三级红鹰勋章（3. Stufe）。苏珊娜·冯·图歇尔在其中看到了一份对其女婿早就该有的承认，并向这位新“勋章骑士”致以“最深切、最温热的敬意”。[503]1830年，黑格尔登上了其声誉的顶峰。尽管批评之声四起，也不乏充满“愚蠢狂怒”的攻击，但同代人所给予的最高赞誉却接踵而至：他那个时代的首要思想家、新亚里士多德、思想王国的君王、一颗头等大小的明星、一代人的盛事、享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现代最深刻、最重大的自由哲学思想家。
[image: ]多罗特娅城区公墓中的黑格尔之墓

1831年冬季学期开学后不久，黑格尔曾预告了关于“法哲学”和“哲学史”的讲授课，他却突然身患重病，并于11月14日下午五点辞世。[504]正如一位黑格尔的学生所言，他在知识海洋中的发现之旅走到了终点；船长预示了陆地，一个新世界，又翻阅了一遍他的航海日志，合上鼻烟壶，溘然长逝。遵照他早在1819年便表达的心愿，他被安葬在多罗特娅城区公墓，长眠在费希特与索尔格身旁。他的拥趸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所记录的这最后一次讲授课的最后话语是：“自由是最内在之物，正是在它之中，精神世界的整个大厦挺立而起。”[505]

悼词

黑格尔的哲学始终仍是中心，没有任何其他体系如今还能在同等程度上施加如此普遍的吸引力；也没有任何其他体系在同等程度上使所有其他派别转而与自己为敌，没有任何其他体系拥有如此乐意且能够接纳科学一切真正进步的胸怀与可能性。
卡尔·罗森克兰茨
在我的内心，黑格尔点燃了不朽的自由火花。
约翰·格奥尔格·奥古斯特·维尔特
克纳尔潘蒂认为，思维活动本身就已是一种危险的运作，而在危险之人那里，它就变得更加危险。
E. T. A. 霍夫曼
要把握现代的精神、把握其真正的生命神经，是绝不可能的 – 倘若没有黑格尔。
亚历山大·容格
但要真正摆脱黑格尔，就必须估量同他决裂需要付出何等代价，就必须知晓黑格尔暗中追踪我们已有多远，以及在我们当下的思维活动中或许仍有哪些东西源自黑格尔；还必须估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连对他的猛烈冲击也依然是他的狡计，他正潜伏其后，岿然不动地等待着我们。
米歇尔·福柯
他很难懂，他是我的兄弟。
克劳斯·维韦格
哲思意味着学会自由地思考与自由地生活。
自由化用自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致谢

耗费五年时间撰写一部旨在为黑格尔的人生道路提供一系列新发现的全新黑格尔传记，其艰难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对黑格尔生平了如指掌、无人能及的奥托·珀格勒在二十年前的1999年10月30日曾写信给我说：“如果您能着手黑格尔传记的工作，我将不胜欣喜。但这是一件耗费漫长岁月的事情！”对这最后这句话，我当初大为低估了。
继续深入探究黑格尔的思维活动以及1800年前后德国哲学的鼎盛时期，我所获得的关键鼓舞来自迪特·亨利希，我与他有着长达三十年的交往；他对这部传记的写作始终关怀备至，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感谢已故的戈特弗里德·施蒂勒，他在艰难时期支持了我对黑格尔的研究。对于针对文稿的指点，我向许多在此无法一一列出名字的人士深表谢意，尤其是那些通读整章并提出批判性意见的学者：首当其冲的是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他的著作《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已成为标准的研究论著，并且从一开始就对我的计划给予了推动。此外，还要向进行批判性审读的拉尔夫·博伊坦、安东·弗里德里希·科赫、弗里德里克·希克、阿克塞尔·埃克尔、克里斯蒂安·伊利斯、约翰内斯·科恩吉贝尔、克里斯托夫·扬默、沃尔夫冈·韦尔施、赫尔穆特·施耐德、克里斯蒂安·克赖嫩、弗兰切斯卡·扬内利、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尼、沃尔夫冈·诺伊泽、皮埃尔路易吉·瓦伦扎、乌韦·延斯·凡德尔、福尔科·赞德、苏珊娜·迪尔与安德烈亚斯·施密特致谢。通过以下各项研究，我得以了解黑格尔在耶拿与纽伦堡生活道路上的全新侧面：艾丽斯·奥拉鲁关于黑格尔的纽伦堡友人沃尔夫冈·保罗·默克尔的研究，贝蒂·布鲁克斯-平克瓦尔特关于耶拿弗罗曼家族以及黑格尔之子路德维希的研究，以及约翰内斯·科恩吉贝尔的研究，尤其是在协助解读魏玛古典基金会歌德-席勒档案馆所藏黑格尔文献方面提供的帮助。
在研究中向我提供重要指点与支持的有：比吉特·赫尔曼（耶拿）、亚历山德拉·比尔克特（斯图加特）、弗兰克·阿克曼（斯图加特）、福尔克·德雷科尔（图宾根）、迈克尔·弗朗茨（图宾根）、赫尔穆特·诺伊豪斯（埃尔朗根）、托马斯·佩斯特（耶拿）、特蕾莎·马捷č科娃（布拉格）、大河内泰树（东京）、贝恩德-因戈·弗里德里希（白水城）、埃尔米洛斯·普列夫拉基斯（图宾根）、松村健吾（东京）、马丁·邦德利（伯尔尼）、马蒂亚斯·舍尔鲍姆（班贝格）、京特·迪鲁夫（班贝格）、安德烈亚斯·罗伊斯（班贝格）、贝亚特·丹霍恩（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迈克尔·豪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彼得-于尔根·克利普施泰因（埃尔福特）、迈克尔·温克勒（耶拿/纽伦堡）、曼弗雷德·施赖纳（纽伦堡）。
为配合传记的撰写工作，曾举办了三次研讨会 – 在这位哲学家的出生地，以“黑格尔在斯图加特与图宾根”为主题，得到了斯图加特市以及弗兰克·阿克曼主持的黑格尔故居的热情资助；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黑格尔在伯尔尼与法兰克福”为主题，得到了拉巴努斯·毛鲁斯天主教科学院与京特·克鲁克的大力支持；在纽伦堡，以“黑格尔在班贝格与纽伦堡”为主题，得到了图歇尔文化基金会与班贝格大学的资助，特别感谢伯恩哈德·冯·图歇尔、克劳迪娅·多伊布勒-豪施克、桑德拉·弗赖与马尔科·富克斯。
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资助了在西雅图与罗马的两次较长期的学术考察与研究逗留。在西雅图景色迷人的巴拉德区，我常常遥望着北美最壮丽的山峰之一雷尼尔山，探求黑格尔那迂回曲折的思维活动与人生轨迹。非常感谢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友人萨宾娜·维尔克与理查德·格雷的热情款待。日本学术振兴会为我在东京与京都的逗留提供了研究奖学金。在黑格尔研究专家大河内泰树邀请我驻足的东京一桥地区，我可以眺望日本圣山富士山，并在攀登至雪线之际沉思黑格尔艰难的学术攀登历程。在京都的大仙院，则能见到那座令人震撼的怀疑之门——黑格尔曾不得不穿过这道门，并将其描述为“自我完成的怀疑论”。最后在罗马，漫步于普拉蒂和泰斯塔乔，以及傍晚前往圣伯多禄大教堂的散步，为我写作的最后冲刺注入了必要的信心。特别感谢弗兰切斯卡·扬内利、皮埃尔路易吉·瓦伦扎、克劳迪娅·梅利卡、费代丽卡·皮蒂洛与赖因霍尔德·亚雷茨基为我指引道路，众所周知，条条大路通罗马。上海的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在我担任客座教授期间为我提供了研究机会，感谢牛文君、潘德荣、朱丽燕与张双利的诚挚协助。我任教近四十载的母校始终对这一传记计划给予鼎力支持。
我特别感谢魏玛的贝蒂·布鲁克斯-平克瓦尔特女士，她以卓越的方式对全部文稿进行了校订与编辑。插图的准备工作托付给了耶拿的索菲·维奇，令人十分放心。同时感谢C.H.贝克出版社的雷蒙德·贝佐尔德、特蕾莎·勒韦-巴纳斯、罗泽玛丽·迈尔以及克里斯蒂亚娜·施密特所承担的审校工作。
衷心感谢我的妻子芭芭拉，她以极大的耐心与理解，陪伴着我完成这有时堆积如山的繁重工作，见证了这部著作的诞生，即便她有时肯定会用现代德语心想too much Hegel（黑格尔太多了）。我们的两只波斯猫敏亨与弗朗西斯，与作者截然不同，始终保持着斯多葛式的宁静心境，并在书桌旁发出呼噜声以示宣示，作者把这当作是对他有时颇为大胆的论述的赞同。我们的女儿奥利维娅·维韦格最终用她极其成功的图书与电影项目的名称，对这项疯狂而冒险的传记计划给出了切中要害的评注：《末日》（Endzeit）。黑格尔想必也会对米勒最喜爱的物件——字母符号——感到欣喜。孙子与孙女无论如何都显露出了黑格尔式的真正特质：米卡热爱火山，而皮娜则喜爱她的小鼹鼠。
最深挚的谢意当然——想必谁也不会感到意外——要献给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 愿他在诞辰250周年之际，不要以过于严厉的目光审视这位传记作者。
克劳斯·维韦格，2019年冬于耶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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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注释中经常使用以下普遍通行的缩写：

	AA
	伊曼努尔·康德：《康德全集》。柏林皇家普鲁士科学院编。柏林，1900年及以后。

	GA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巴伐利亚科学院版全集》。莱因哈德·劳特、埃里希·富克斯与汉斯·格利维茨基编。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1962年及以后。

	GSA
	魏玛歌德与席勒档案馆（Goethe- und Schiller-Archiv Weimar）

	HDA
	海因里希·海涅：《历史考订版著作全集》。曼弗雷德·温德富尔编。汉堡，1970年及以后。

	HDI
	《荷尔德林与德国观念论：荷尔德林思想发展及当时哲学文化语境的文献与评论》。克里斯托夫·扬默与弗兰克·费尔克尔编。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2003年。

	HKA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历史考订版》。受巴伐利亚科学院谢林委员会委托，由汉斯-迈克尔·鲍姆加特纳、威廉·G.·雅各布斯、赫尔曼·克林斯等编。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1976年及以后。

	JP
	《让·保罗著作全集：历史考订版》。爱德华·贝伦德等编。魏玛，1927年及以后。

	NA
	《席勒著作国民版》。由尤利乌斯·彼得森创立，利泽洛特·布卢门塔尔与本诺·冯·维泽续编，1992年起受魏玛古典基金会与马尔巴赫席勒国家博物馆委托由诺伯特·厄勒斯编。魏玛，1943年及以后。

	PhJ
	《德意志学者学会哲学学报》。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与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编。图宾根，1796—1800年。

	StA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全集：大斯图加特版》。弗里德里希·拜斯纳、阿道夫·贝克与乌特·厄尔曼编。斯图加特，1945年及以后。

	StadtAN
	纽伦堡市档案馆（Stadtarchiv Nürnberg）

	TWA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二十卷本著作集：理论著作版，以1832—1845年版著作为基础的新编辑版》。埃娃·莫尔登豪尔与卡尔·马库斯·米歇尔编辑。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69年及以后。

	WA
	《歌德著作集》。受萨克森大公夫人索菲委托编纂。魏玛，1887年及以后。

	WOA
	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维兰德著作集：奥斯曼施泰特版，历史考订版》。克劳斯·曼格尔与扬·菲利普·雷姆茨马编。在德国研究联合会与汉堡科学与文化促进基金会资助下出版。柏林，2008年及以后。



注释

哲思意味着学会自由思考与自由生活

1格奥尔格·洛赫纳：《1808年黑格尔在纽伦堡：致卡尔·罗森克兰茨教授公开信再版》。载于：《纽伦堡信使报》170（1844年8月3—5日）。
2HBZ 377。
I. “亲爱的故乡城市”——在斯图加特的童年与青年时期（1770—1788）

1关于黑格尔的先祖与父母，参见弗里德海姆·尼科林：《黑格尔 1770—1970（展览图录）》。斯图加特，1970年，第27页及以后；Br IV/1, 3 ff.；Ros 3 f.；弗里德海姆·尼科林：《“我亲爱的故乡城市斯图加特……”黑格尔与施瓦本大都会》。载于：«《故土的女主人！幸福的斯图加特》»——1800年前后德国西南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Politik,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m deutschen Südwesten um 1800）。克里斯托夫·扬默与奥托·珀格勒编。斯图加特，1988年，第261页及以后。
2该家庭的其他四个孩子在出生后不久便夭折。
3NA 26, 349（1794年3月17日）。
4Br IV/1, 13。亦参见亚历山德拉·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追寻1800年前后一位不寻常女性的足迹》。奥斯特菲尔登，2008年，第31页；F. 尼科林：《黑格尔 1770—1970》，第51页。
5关于这一欧里庇得斯引文，参见黑格尔在莱波尔特纪念册中的题词（福尔克·谢费尔：《出自“生命之泉”：图宾根大学校史论文集，七十寿辰献礼卷》。森克·洛伦茨与维尔弗里德·塞茨勒编。奥斯特菲尔登，2005年，第312页；亦参见 Ros 6）。
6Br IV/1, 4；HBZ 5, 14, 15 ff.。
7参见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第117页及以后。豪夫与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巴茨、卡尔·弗里德里希·冯·佩纳塞以及黑格尔的朋友海因里希·埃申迈尔一同被关入监狱。
8参见 GW 1, 533；Br IV/1, 17。
9梅尔克林在神学院中被视为“地道的形而上学家与康德主义者”（迪特·亨利希：《洛伊特魏因论黑格尔：一份关于黑格尔传记的文献》。载于：《黑格尔研究》3 (1965)，第56页）。
10在法兰克福，黑格尔手头有一份反对派领袖巴茨的政治传单，很可能是从荷尔德林那里得到的。
11黑格尔的朋友卡尔·奥古斯特·埃申迈尔后来对此作了报告（参见安德烈亚斯·弗里茨：《格奥尔格·克尔纳（1770—1812）：诸侯之敌与人类之友》。路德维希堡，2002年，第45页）。
12莱因哈德还与革命者康拉德·恩格尔贝特·厄尔斯纳和格奥尔格·福斯特保持联系。关于莱因哈德与法国重要政治家埃马纽埃尔·约瑟夫·西哀士、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以及皮埃尔·韦尼奥的关系，参见让·德利尼埃：《卡尔·弗里德里希·莱因哈德：服务于法国的德国启蒙思想家（1761—1837）》。斯图加特，1989年。克尔纳也与西哀士及塔列朗有联系。
13StA 6/1, 45。
14DHA 10, 268 f.。
15参见 NA 23, 35。
16参见彼得·拉恩施泰因：《青年席勒》。斯图加特，1983年；尤利乌斯·哈特曼：《席勒的青年友人》。斯图加特与柏林，1904年，第144页及以后。
17参见 Br I, 9；奥托·珀格勒：《“必须尊重的优势”》。载于：扬默与珀格勒编：《故土的女主人》，第17页。
18参见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汉斯-克里斯蒂安·卢卡斯：《阴影中的妹妹：关于黑格尔妹妹克里斯蒂亚娜的札记》。载于：扬默与珀格勒编：《故土的女主人》，第284页及以后。
19StA 6/1, 126, 138。
20尤利乌斯·克莱伯：《荷尔德林、黑格尔与谢林在施瓦本的青年岁月》。斯图加特，1877年，第66页。
211789年，黑格尔在施托伊德林的另一个妹妹罗齐娜·施托伊德林的纪念册上题词（参见谢费尔：《生命之泉》，第260页及以后）。
22参见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第29页。
23StA 6/1, 86。
24参见 GW 1, 31；Ros 447。
25阿贝尔为女性举办关于宗教、伦理学与教育的讲座，这些讲座在1786年至1790年间的各年夏季月份每周举行四次（参见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第43页及下页、46页；亦参见哈特曼：《席勒的青年友人》，第115页；《雅各布·弗里德里希·阿贝尔》。沃尔夫冈·里德尔编。维尔茨堡，1995年，第385页）。
26参见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第46页及以后；里德尔编：《阿贝尔》，第378页。1785年6月的一页纪念册题词被视为黑格尔流传至今的最早手稿之一，似乎包含共济会的密码（参见谢费尔：《生命之泉》，第263页及下页、313页及以后）。
27参见 Br IV/1, 257 ff.；GW 1, 526 ff.。亦参见《青年黑格尔在斯图加特：散文与日记记录 1785—1788》。弗里德海姆·尼科林编。斯图加特，1970年。
28HBZ 4, 3；GW 1, 4。
29这名学生可能从其老师勒夫勒的遗物中购买了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盖利乌斯和普劳图斯的著作（GW 1, 6 f., 529 f.）。
30参见谢费尔：《生命之泉》，第255页及以后。关于邦国考试（Landexamen），参见 Br IV/1, 254 ff.。
31在斯图加特，后来的同学如芬克、奥滕里特、默格林、弗莱施曼和莱波尔特也于1780年9月12日至14日接受了考试（荷尔德林在尼尔廷根，尼特哈默在拜尔施泰因，伦茨、洛伊特魏因和C. A. 克莱特在普富林根）。
32参见 GW 1, 8, 530；F. 尼科林：《故乡城市》，第266页。
33席勒通过其老师阿贝尔结识了莎士比亚的作品。阿贝尔注意到，席勒“怀着不间断的热情阅读和研究”这位英国诗人的著作。1781年对《强盗》的一篇书评便将作者誉为未来的“德国莎士比亚”。
34黑格尔以卢梭式的风格描绘了与克莱斯的散步（参见 GW 1, 534）。
35参见 GW 1, 10 ff., 32 f.；F. 尼科林：《青年黑格尔》，第18页及以后。——黑格尔后来认为，门德尔松将《斐多篇》现代化并转译为了沃尔夫式的形而上学（参见 TWA 19, 68）。
36参见约翰·弗里德里希·洛伦茨：《两卷本数学原理》。莱比锡，1785—1786年。洛伦茨还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哈勒，1773年）。亦参见亚伯拉罕·戈特黑尔夫·凯斯特纳：《算术、几何、平面与球面三角学及透视法初阶》。哥廷根，1758年。这是18世纪最著名的数学教科书丛书之一的第一卷。进一步参见 Ros 14。
37阿贝尔曾就读于登肯多夫和毛尔布隆的修道院学校以及图宾根神学院，年仅21岁就成为卡尔学校的哲学教授，后任图宾根大学教授。
38参见海因里希·德林：《十八与十九世纪德国的博学神学家（第一卷）》。奥尔拉河畔诺伊施塔特，1831年，第543页及以后。格里辛格自1798年起作为邦议会成员，也曾被怀疑持有反对派立场。
39参见 HBZ, 3；Br IV/1, 260。格里辛格对《约翰福音》的理性主义展示（Auslegung）可能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亦参见 F. 尼科林：《故乡城市》，第270页。
40谢费尔：《生命之泉》，第263页及以后。1785年纪念册题页。1798年9月16日，黑格尔在同窗施瓦茨的纪念册上抄录了赫尔德的诗篇《生命的气息》。
41参见库诺·费舍尔：《近代哲学史》第8卷：《黑格尔的生平、著作与学说（1）》。海德堡，1901年，第6页。
42这句出自色诺芬《回忆录》的座右铭，黑格尔于1787年9月题写在一本纪念册中（参见谢费尔：《生命之泉》，第312页）。
43参见 Ros 11。这本书很可能是黑格尔从勒夫勒的遗物中得到的。
44参见 GW 3, 239 f.。
45参见 GW 3, 268 ff.。
46参见 GW 1, 549 ff.。关于加尔韦对文章《论古代诗人的若干典型差异：1788年8月7日》以及《论阅读古希腊与古罗马古典作家带给我们的若干益处》（1788年12月）的影响，参见 GW 1, 46 ff., 549 f., 51 ff., 554；GW 3, 270 f.。
47其中包括李维、约翰·马蒂亚斯·施勒克的《供青年初阶教学使用的通史教科书》或迈纳斯的《人类史》（Ros, 8, 14, 60）。
48参见 GW 1, 539；GW 3, 265 f.。
49参见例如 GW 1, 5。
50参见 GW 1, 534。在高等卡尔学校，卢梭的著作广为人知。黑格尔后来的朋友克尔纳便是卢梭的拥趸（参见弗里茨：《克尔纳》，第37页）。
51参见福尔克·谢费尔：《荷尔德林与黑格尔的新纪念册题页》。载于：《在真理与自由中：图宾根新教神学院450年》。弗里德里希·赫特尔编。斯图加特，1986年，第189页及下页、201页。黑格尔所题写的内容出自：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的《道德与政治论集》第一卷。法兰克福，1763年，第234页：“啊，幸福的人啊，善运守护着他，免受盛名与显荣的羁绊”。
52[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主人与仆从：以爱国自由之笔描绘》。法兰克福，1759年，第5页。
53参见亚当·弗格森：《市民社会史论》。克里斯蒂安·加尔韦译，莱比锡，1768年，第38页。
54参见 GW 1, 9 f., 533；何塞·玛丽亚·里帕尔达：《青年黑格尔的启蒙思想》。载于：《通往体系之路：青年黑格尔资料集》。克里斯托夫·扬默与赫尔穆特·施奈德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0年，第114页。
55参见 GW 1, 551；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智者纳坦》（1779）。
56卡尔·罗森克兰茨：《黑格尔生平勾沉·I·黑格尔与荷尔德林》。载于：扬默与施奈德编：《通往体系之路》，第58页。亦参见 Ros 40。
57Ros 25 f.；里卡多·波佐：《论黑格尔在1794年心理学与先验哲学手稿中对康德的理解》。载于：《伯尔尼与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思想的发展》。马丁·邦德利与赫尔穆特·林内韦伯-拉默斯基滕编。慕尼黑，1999年，第15页及以后。
58参见详尽的长篇摘录 2 GW 3, 126 ff., 275。
59莱布尼茨主义者兼康德批评者施瓦布同样是席勒在卡尔学校的老师，也是普鲁士科学院获奖论文的作者（参见里德尔编：《阿贝尔》，第396页及下页）。
60参见同上，第382页及以后。——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1768）与《道德哲学原理》（1772）。
61参见里德尔编：《阿贝尔》，第382页及以后。
62参见同上。，第127、463页。关于苏格兰常识哲学及其对青年黑格尔的意义，参见克劳斯·维韦格：《和局哲学：青年黑格尔与“怀疑论的幽灵”》。慕尼黑，1999年。
63参见詹姆斯·比蒂带有纲领性标题的主要著作的德译本：《论真理的本质与不可改变性，兼论狡黠诡辩与怀疑癖》。哥本哈根与莱比锡，1772年，第191页及以后、370页及以后。
64“我的身体存在，并且具备[灵魂的]思考的、活动的根本力量；——物质世界拥有如常人所赋予它的那种存在，即一种即便没有任何人去思它也完全能够持存的实在固有的存在……雪是白的，火是热的，金是黄的，糖是甜的，我们坚信这些是确凿真实的。”这个太阳系的实在存在与几何学的公理同样确凿无疑，因为“人类知性的内在声音”向我们大声呼唤着这一点（同上，第156页及下页）。
65约翰·奥古斯特·埃伯哈德也持相同看法：常识哲学未经证明便接受了自己的原则，但批判主义的思维形式与纯粹直观难道就能以更大的法权被接受吗？（参见维韦格：《和局哲学》，第58页）。
66迪特·亨利希：《从自我出发奠基：观念论前史研究，图宾根—耶拿 1790—1794》第二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04年，第1563页。
67参见 GW 1, 45（关于沉睡的提示）。
68参见 GW 3, 184 ff. 与 191 ff.。耐人寻味的是，还存在第二篇发表于同一年（1788年6月19日）的ALZ书评，评论雷贝格的著作《论形而上学与宗教的关系》。
69黑格尔在1795年致谢林的信中暗示了他对阿贝尔的矛盾态度：“在《图宾根学者报》上评论你第一部著作的评论家，在其他方面或许令人尊敬，但在其中竟以为找到了一个客观的最高原则，这实在未显现出任何深刻性，想必就是阿贝尔”（Br I, 30）。
70参见 GW 1, 458 f.；亦参见 Ros 18：“si ad elocutionem accesserit eloquentia corporis et vocis firmitas, non male steteris pro cathedra […] vide, ut declamatio commentationi respondeat.”（“若在修辞之外兼具身体的生动表现与坚定的嗓音，你在讲坛上就不会站得太差……留心让朗诵与讲稿相得益彰。”）
71黑格尔熟悉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海涅的《古代研究导论》（哥廷根与哥达，1772年）。
72罗森克兰茨：《黑格尔与荷尔德林》，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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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对荷尔德林而言，斯宾诺莎主义学说的改造与化用时期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便是威廉·海因泽的《阿尔丁盖洛与福岛》。参见 迪特·亨利希：《意识中的根据：荷尔德林思维活动研究（1794—1795）》。斯图加特 1992，162，167 ff。在自己的第一部哲学出版物、耶拿时期的《差异论文》中，黑格尔将使用“福岛”这一说法。
121参见 克纳普：《黑格尔与荷尔德林的硕士学位论文》，501。
122弗拉特亦讲授过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与《纯粹理性批判》。
123关于弗拉特、拉普与施托尔，参见 亨利希：《奠基》第1卷，29 ff。在黑格尔求学期间，出版了施托尔的鸿篇概论《基督教教义理论篇》，及其对康德哲学宗教论的答辩，弗拉特批判康德的著作《零散补篇》（1788）与《关于宗教的道德认识根据的书信》（1789），以及拉普论康德与道德神学的两篇著作等。
124在巴黎，《爱弥儿》遭焚毁；在日内瓦，《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亦遭焚毁。黑格尔的藏书中有一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初版。参见 芭芭拉·皮亚蒂：《卢梭的花园：让-雅克·卢梭时至今日的圣彼得岛简明文化史，从卢梭到瑞士小名家》。巴塞尔 2001，19。
125“正统”这一称谓针对的是当时神学院通行的学说、针对图宾根神学家及其超自然主义，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正统路德主义。
126参见：HKA II/4；弗朗茨等：《荷尔德林织锦》，137；Br IV/1, 50 f., 296 f。
127在勒布雷把斯宾诺莎抨击为独断论无神论者、把休谟抨击为怀疑论无神论者之后，卢梭尤其成了靶子——即出自《爱弥儿》的萨伏伊牧师信仰自白与《山中来信》。这场论战针对的是自然宗教的思想，反对自然主义者的基本原则，据该原则，根本不存在超自然的启示，只有自然宗教。特别是这些自然主义者主张《新约》中奇迹叙事不可能或不可信的论点。鉴于卢梭，勒布雷还列举了拒绝奇迹信仰的根据：耶稣被理解为导师而非奇迹施行者，所谓的奇迹仅仅象征着他的善行与卓越品格（参见 HKA II/4）。
128亨利希：《奠基》第1卷，712 ff。
129参见 Ros 25，弗朗茨（编）：《自由漫游》（cavalieramente），535。弗拉特曾与阿贝尔一样是光明会成员。
130米歇尔·弗朗茨：约翰·弗里德里希·弗拉特与康德的哲学-神学论争。载于：同编者（编）：《苦役船》（Galeere），205。弗朗茨等：《荷尔德林织锦》，128。
131施托尔将此称为“历史概念”，弗拉特称为“历史论据”；与此相对，谢林在批判性措辞中称其为“理论-历史证明”，黑格尔则称其为“历史信仰”。
132参见 GW 1, 159。在手稿25中，黑格尔极可能直接针对施托尔将神学院称为“苗圃”的说法，坚决主张通过理性、通过“独立思考”来进行检验，而非盲从国家为了“繁衍历史真理”而特意委派之人的权威。
133施托尔学派的“历史信仰”仅具有历史可信度，因为它建立在别人的见证与展示之上——对耶稣基督作为历史人物的信仰取决于“知性与想象力的确信”（GW 1, 157）。
134神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托德林（施托尔的学生、黑格尔之友戈特洛布·施托德林的兄弟）也因这种展示批评了图宾根诸人，并诉诸责任问题：“神圣审判者只能奖赏德行之创立者自身的德行，只能惩罚恶行之肇事者自身的恶行。[……]道德债务不可如金钱债务般转移”（亨利希：《奠基》第1卷，45）。
135参见 亨利希：《奠基》第1卷，764 ff。
136Br I, 14。1798年谢林要求，是时候“停止将启示概念视为理性理念，或甚至视为实践理性公设了”（HKA I/4, 249）。
137弗拉特虽赞赏康德提出的关于上帝定在的道德确信根据，却不把神圣权威视为单纯的假说；而拉普在最初对康德抱有好感之后，逐渐变成了坚定的施托尔主义者。拉普在耶拿时期曾极力向康德靠拢——理性据此应成为行动的最高准则。然而从耶拿归来时，他却成了“最坚定的康德主义者，但同时也是最坚定的施托尔主义者”，据聚斯金德所言，这表明基督教与康德学说之间存在和谐一致（亨利希：《奠基》第1卷，134）。黑格尔于1794年打听了马夏特期刊第二卷的一篇书评（Br I, 13）。
138Br I, 17。论施托尔的《重温圣经文本中的基督教教义理论篇》（Doctrinae christianae pars theoretica e sacris literis repetita）。斯图加特 1793。通过聚斯金德翻译的施托尔著作《论康德哲学宗教论的评注。译自拉丁文。附译者关于从实践理性原则推导出的关于启示之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确信根据及其与费希特〈试评一切启示〉之关系的若干注记》（图宾根 1794），或许还通过约翰·弗里德里希·勒布雷在1792/93冬季学期的讲授课，黑格尔得以了解图宾根神学家对费希特《试评一切启示》的反应（参见谢林在勒布雷处的《论战》讲授课听课笔记：HKA II/4, 144 f., 196）。
139参见 弗里德黑尔姆·尼科林：《追踪黑格尔：黑格尔研究论集》。露西娅·希博尔斯基与赫尔穆特·施耐德编。汉堡 1996，42 ff。
140参见 Br I, 9, 18。
141康德学说与基督教义、批判主义与图宾根神学之间关系的问题，随后通过黑格尔同学兼康德主义者约翰·弗里德里希·梅尔克林与他的教授弗拉特之间的图宾根辩论而格外引人注目，参见 亨利希：《奠基》第1卷，726 ff。黑格尔在这一独断论与批判主义的争论中，主张两种思潮兼具相容性与不相容性的双重论点。其结论是：既非纯粹的和谐，亦非纯粹的不和谐。黑格尔持续诉诸康德（康德持久地革新了思维方式），尤其是诉诸自律、理论与实践中的自身规定思想。现代思维活动必须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在此它与神学家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对康德的批判则关涉柯尼斯堡批判主义与图宾根独断论之间的汇合点——即康德学说比其他理论更能与基督教启示学说相容这一点（参见 亨利希：《奠基》第1卷，135）。
142参见 富尔达：《卢梭问题》，46 ff。
143参见 GW 1, 85。黑格尔后来在耶拿时期的论文《信仰与知识》中针对费希特亦作如是观。
144弗朗茨（编）：《自由漫游》（cavalieramente），316 ff.；齐歇：《普弗莱德勒》（Pfleiderer），9 ff。
145对黑格尔尤具意义的是关于数学中无限的思考，在其耶拿大学教授资格论文中亦可发现可能对普弗莱德勒的回溯——例如关于开普勒与牛顿，或离心力与惯性力的同一（参见 齐歇：《普弗莱德勒》，11 f., 20 f., 33 ff.）。普弗莱德勒的学位论文属于黑格尔的藏书。
146NA 1, 194。“美好的繁花时代”早已逝去——“田野沉寂而哀伤”，“没有灵魂的火球在旋转”（参见 ebd., 190, 194）。
147GW 1, 75。在神学院里，对理想的痛苦渴望尤为“杰出的希腊人”孔茨（其友席勒语）以及荷尔德林所表达。除了黑格尔自己广泛的研读以及对古代诗人与哲学家的翻译之外，卢梭、席勒、孔茨以及好友荷尔德林共同塑造了黑格尔关于希腊的理想图景，将其作为新时代的对照背景。在黑格尔认购的孔茨诗集中亦可发现一元论特征，例如在诗歌《斯宾诺莎》、《一》与《联结》中。在这些诗性作品中，这位革命者莱因哈德之友、柏拉图、索福克勒斯与阿里斯托芬文本的译者，亦使用了诸如万有与世界精神、大自然永恒和谐的交响、自然原初纯粹之美与无拘无束的精神等古希腊人的术语。孔茨还赞美了“崇高的柏拉图”，神学院三位好友同样对其推崇备至（参见 卡尔·菲利普·孔茨：《诗集》。苏黎世 1806）。但借此他们已经逾越了“康德的界线”（荷尔德林：StA 6/1, 137）。
148参见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希腊。致戈特霍尔德·施托德林。载于：同氏：《全集·法兰克福版》第2卷，202。此系该诗的第一部最初版本，未被收入斯图加特版。
149StA 1/1, 160。此系该诗1793年的第二版。
150GW 1, 414, 654。其底本可能为两桥版柏拉图著作集（1781—1787）与斯蒂芬努斯版（GW 1, 644 f.）。通过对爱比克泰德的翻译，黑格尔得以了解关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生动写照；同样，布鲁诺关于一即一切与神圣建筑师的思想亦通过雅可比而呈现出来。出自《斐多篇》的苏格拉底被呈现为耶稣的对立范型，据柏拉图之见，通向世界根据之统一的道路并非由启示开辟，而是由理性开辟。在文本13中，上帝作为理念被提及，极可能是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
151参见 文本16等（GW 1, 83）。
152参见 GW 1, 86；NA 1, 169。
153GW 1, 110。对大自然权能的被诉求之承认亦包含：并非源自对道德法则之敬重的感受，亦能促进人类的最大福祉，如在爱中具有结合力量的善意与友谊。在此，这名年轻学子诉诸柏拉图对爱与友谊的展示，诉诸一种万有之爱：“若德行显现于人群之中，则凡人必皆当爱它”（GW 1, 148）。
154参见 维韦格：《和棋的哲学》（Philosophie des Remis），19 ff。
155一些主要倡导者甚至以古代怀疑论者的名字自诩——约翰·保罗·安泽尔姆·费尔巴哈以皮浪之名出现，约翰·本雅明·埃哈德自称阿尔克西拉乌斯，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策则自称埃奈西德穆。后者被视为“近代怀疑论者之众”的“先锋领袖”——这是黑格尔对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时期农民起义军的回忆（GW 4, 197）。
156康德：KrV B452。
157HKA II/4, 151：“无神论者要么是独断论的（斯宾诺莎及其追随者），要么是怀疑论的（大卫·休谟）”。
158其哲学史知识的宽广广度显而易见。即使没有直接阅读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核心主题亦可通过第欧根尼·拉尔修、普鲁塔克、西塞罗、布鲁克尔或培尔获知。
159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所刻画的怀疑论，感性知觉与知性皆不足以作为判定真理的决断根据。
160早在1763年，普卢克就已将康德作为其学说的对象（舍费尔：《源泉》，264）。黑格尔曾听过弗拉特讲授的哲学与神学课，弗拉特继承了普卢克的传统，无论在逻辑学还是怀疑学说方面皆然。黑格尔在1788/1789与1789/1790冬季学期参加的逻辑学讲授课，便是以普卢克的教科书为底本。亦参见 弗朗茨（编）：戈特弗里德·普卢克：《逻辑学》。
161休谟因其怀疑论、特别是因其宗教观点，陷入了两派敌对者的交锋火力之中：一派是超自然主义者及其关于超感官事物确定存在的教条，另一派则是苏格兰自然主义（哲学实在论）及其关于感官事物直接确定存在的教条。施托尔与里德由此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皆直接断言超感官与感官事物的存在。黑格尔亦受雅可比的《休谟小册子》与弗拉特的考察所启发，对这位伟大的苏格兰怀疑论者休谟的著作做了摘录。
162参见 Ros 25。在一场虚构的哲学宗教会议中，弗拉特赋予皮浪主义以一个“主要党派”的状态，“P**党”似乎享有同等权利地同桌而坐，并随即与康德建立起结合（［J. W. 弗拉特：］《关于最新哲学宗教会议及在该会议上为各哲学社团制定的普遍有效协和信条的案卷记录》。由哲学自由邦公民伊索诺米奥菲卢斯编。法兰克福与莱比锡 1791，72；亦参见 维韦格：《和棋的哲学》，45）。
163约翰·弗里德里希·弗拉特：《关于一般宗教的道德认识根据、特别是联系康德哲学的书信》。图宾根 1789，4。在此意义上，神学家施托德林将怀疑论诊断为“时代的疾病”，但因其代表人物的敏锐洞察力与渊博知识而对他们深表赞赏（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托德林：《怀疑论的历史与精神，主要关涉道德与宗教》。第1卷。莱比锡 1794，III）。
164弗拉特：《书信》，9。与此相反，弗拉特却（奇迹般地）将自己关于奇迹的证明视为理论性的！
165参见 ebd.。
166参见 摘录29：《哲学：形而上学与宗教的关系》（GW 3, 191 ff., 281 f.）。此系黑格尔对奥古斯特·威廉·雷贝格《论形而上学与宗教的关系》一书书评的抄录。
167在诉诸塞克斯都与休谟（即“P党”）时，弗拉特强调皮浪主义者“不知任何教条，亦不把客观真理的不可证明性确立为教条”，并践行一种根本原则怀疑论，如同后来的迪茨、尼特哈默那样以“怀疑论的严谨”进行检验（参见 J. W. 弗拉特对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人类表象能力新论构想》的书评。载于：K. L. 赖因霍尔德：《纠正哲学家以往误解的补篇》。第1卷。耶拿 1790，407 f.；亦参见 克劳斯·维韦格：怀疑与常识——黑格尔与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载于：《知识与理据：近代知识构想语境下1800年前后的怀疑论之争》。由同氏与布雷迪·鲍曼编。维尔茨堡 2003，129）。
168激进的康德主义者与尖锐的神学批评者迪茨对此表示赞同，但他认为弗拉特对普遍有效命题的攻击“过于怀疑论了”，并嘲讽地将独断论者兼奇迹辩护者弗拉特描述为“怀疑论者先生”——看似颠倒的世界（亨利希：《迪茨》，21）。
169Br I, 21。在黑格尔此前（可惜已佚失）的书信中，他必定诉诸了作为哲学革命出发点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康德方案如何延续的问题。至迟在伯尔尼时期，进入其视野的便不仅是实践理性与宗教问题。
170这令人联想到黑格尔对斯多亚学派爱比克泰德的研究，后者亦赋予生活在奴隶状态中的人以平等的法权作为普遍法权。这种思维活动与意愿的自由思想构成了《精神现象学》中斯多亚主义形态的一个渊源，是自我意识自由的一种形式：“在思维活动中我是自由的，因为我并非存在于一个他者之中，而是绝对停留于我自己本身”（GW 9, 117）。
171卡尔·菲利普·孔茨：《晚期斯多亚哲学史及其特质论集，附论基督教、康德与斯多亚道德》。图宾根 1794，44。所有人，包括奴隶在内，都是宙斯的后裔，因而是平等的兄弟——孔茨的信条如是道。
172参见 GW 1, 141；亦见 GW 9, 206。——此语已见于施托德林：致高卢。载于：《1793年度诗选》。戈特霍尔德·弗里德里希·施托德林编。斯图加特 1793，173。参见 HDI 1, 45。
173参见 GW 1, 131, 135。甚至路德亦受批评，因为他企图“对意见施加强权”，例如在与其他宗教改革者的关系上。
174参见 弗朗茨与奥纳施（编）：《弗拉特》（Flatt）。这一讲授课起初被归入“阿贝尔圆圈”，因后者曾深入从事经验心理学研究。详见 GW 1, 484 f。
1751785年至1795年应试论文（Specimina）的一览见于：威廉·G·雅各布斯：《在革命与正统之间？谢林及其友人在图宾根神学院与大学：文献与研究》。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9，259 ff。关于赖因霍尔德思想的存在，参见谢林的应试论文，载于：格扎维埃·蒂利埃特：《谢林传》。斯图加特 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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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斯·施特拉姆（Hans Strahm）：《论黑格尔的伯尔尼时期》（Aus Hegels Berner Zeit）。载于：《哲学史档案》41（1932），514 ff. ——楚格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泰格尔属于施泰格尔家族的‹黑系›。
2［延斯·伊曼纽尔·巴格森（Jens Immanuel Baggesen）：］《卢梭之岛，或比尔湖中的圣彼得岛》（Rousseau’s Insel, oder St. Peter im Bielersee）。载于：《新德意志信使》（1795），第1期，12。
3迈纳斯：《瑞士书简》，82。
4关于黑格尔的瑞士时期，参见马丁·邦德利：《黑格尔在伯尔尼》。波恩 1990；同氏：《青年黑格尔的康德主义：黑格尔走向哲学体系之路上的康德汲取与康德克服》。汉堡 1997；同氏：《伯尔尼的康德主义与费希特主义：论海尔维第时期的哲学精神史及后康德观念论的形成》。巴塞尔 2001；雨果·法尔肯海姆：《黑格尔一篇未为人知的政治印刷品》。载于：《普鲁士年鉴》138（1909），第2期，193 ff.；《黑格尔在瑞士（1793—1796）》。赫尔穆特·施耐德与诺贝特·瓦谢克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u.a.] 1997；《黑格尔在伯尔尼与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发展》。马丁·邦德利与赫尔穆特·林内韦伯-拉默斯基滕编。慕尼黑 1999。
5参见汉斯·海伯利：《楚格图书馆及其所有者》。载于：《汉斯·冯·格赖尔茨祝贺集》。伯尔尼 1967，20；琴齐娅·费里尼：《在楚格的图书馆：黑格尔对其自然哲学的准备》。载于：《黑格尔在瑞士（1793—1796）》，237 ff.；米夏埃尔·布洛赫：《黑格尔1795年春天的日内瓦之旅》。载于：《黑格尔研究年鉴》12—14（2010），158 f. 耐人寻味的是，德国教育家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同样曾在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施泰格尔（茵特拉肯）处担任家庭教师，后者是楚格施泰格尔的一位亲戚。
6库诺·费舍尔得知了第三名学生的消息，那是一名来自纳沙泰尔、名叫佩罗的少年（费舍尔：《黑格尔生平》，19），他大概是国务顾问佩罗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鲁道夫·施泰格尔将于1818年至1831年成为伯尔尼大议会成员。
7参见布洛赫：《黑格尔日内瓦之旅》，162 f.；H. 施耐德与瓦谢克：《编者导论：黑格尔在瑞士》。载于：《黑格尔在瑞士》，3 ff。
8H. 施耐德与瓦谢克：《导论》，18。
9Ebd., 20。
10东特：《来源》，64 ff。意大利吉伦特党人约瑟夫·戈拉尼（Joseph Gorani）也参加了那次被探子窥探的聚会，他住在沃州的尼永，紧邻克莱特任职的普朗然。
11厄尔斯纳将把西哀士的政治著作翻译成德语。温和革命家西哀士自1795年起就是制宪委员会成员（参见弗里茨：《克尔纳》，230 f.）。
12关于格奥尔格·福斯特论克尔纳，参见沃尔维尔：《格奥尔格·克尔纳》，105 f。
13参见 HDI 1, 40 f。
14黑格尔与弗莱施曼之间的通信罗森克兰茨当年尚能寓目。荷尔德林通过黑格尔向在伯尔尼的梅格林致以‹千次问候›，并补充道：“你们在一起会有许多快乐的时光”（Br I, 10）。
15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克吕普费尔的旅行报告。载于：弗朗茨与翁纳施（编）：《弗拉特》，102。
16GW 1, 381 ff. Ros 43 f.；托马斯大概是黑格尔在贵族街的继任者。关于后者：H. 施耐德与瓦谢克：《导论》，18。
17在迈纳斯的《瑞士书简》中该学院已被提及，16, 26。
18科赫于1793/94年在伯尔尼拜访了松嫩夏因，并创作了一幅著名的赖兴巴赫瀑布画作。后来在罗马他是拿撒勒画派（圣卢卡兄弟会）的核心人物。
19厄尔斯纳与伊特以及施塔普费尔保持交往联系（参见邦德利：《康德主义与费希特主义》，207 f.）。大概由于黑格尔与法恩哈根的推荐，厄尔斯纳在30年后成为柏林科学批判学会成员，并受邀为《科学批判年鉴》（即所谓的黑格尔派报纸）撰稿。
20对此可参见马丁·邦德利的精深研究：“1787年成立的伯尔尼政治学院在90年代初是康德主义的一处重镇。康德哲学[…]在政治上与共和主义紧密相连，因而与费希特主义一道，不折不扣地构成了1798年诞生的海尔维第共和国的哲学”（邦德利：《康德主义与费希特主义》，20）。
21这位画家曾为埃米莉·冯·贝尔勒普施绘制过一幅肖像画；她是德国最早的女权倡导者之一，不过对瑞士持传统主义-保守主义观点，并曾与施塔普费尔以及维兰德和席勒家族保持联系。
22更详尽内容参见 ebd., 19, 179。
23Br I, 10。巴格森与索菲·冯·哈勒结婚，后者是诗人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的孙女，哈勒此前曾居住在施泰格尔家族的宅邸中。巴格森也同伯尔尼政治学院保持着联系。巴格森在巴黎与克尔纳结下友谊。1795年这位丹麦人曾做客斯图加特的革命追随者巴茨家中（参见弗里茨：《克尔纳》，233 f.）。通过松嫩夏因，黑格尔也可能与艺术鉴赏家费尔诺——巴格森的朋友——建立了联系。莱因霍尔德的听讲者赫伯特男爵与约翰·本雅明·埃哈德1794年也在伯尔尼的费尔诺和巴格森处。
24参见克劳斯·维韦格：《法国大革命、瑞士知识分子与德国古典哲学：1794年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致弗朗茨·贝尔恩哈德·迈耶·冯·绍恩泽的两封信及费希特研究两份新文献的提示》。载于：《费希特研究》8（1997），291 ff.；同氏：“«我们把我们的耶拿带回祖国»：费希特与‹自由的海尔维第›”。载于：《费希特研究》22（2003），295 ff.；布洛赫：《黑格尔日内瓦之旅》，164。
25Br I, 11；费舍尔：《黑格尔生平》，28。
26《最亲爱的女友：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与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布赖尔致纳内特·恩德尔书信集》。卡罗拉·赫克与赫尔穆特·莫耶姆编。圣奥古斯丁 2005，57。
27HDI 1, 45；G. F. 施托德林：《致高卢》。载于：《花束选集》，173。
28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29。
29维韦格：《法国大革命》，299。亦参见格奥尔格·福斯特论狂热。载于同氏：《1790年4月、5月和6月下莱茵、布拉班特、弗兰德、荷兰、英国与法国纪行》。载于：《两卷本福斯特文集》。第2卷。格哈德·施泰纳编。柏林与魏玛 1983，170：“最狂暴的民主派与最独断的专制君主如今只讲同一种语言；双方都在谈论国家的维持与拯救，谈论法权与法则；双方都诉诸神圣不可侵犯的契约”，“某种真理与某种虚假构成了双方的基础根据；双方同时既是对的又是错的。”
30西格蒙德·冯·瓦格纳：《比尔湖中的圣彼得岛》。日内瓦 1978，11 f. 参见皮亚蒂：《卢梭的花园》，81。
31迈纳斯：《瑞士书简》，217。
32巴格森：《卢梭之岛》，12 f。
33迈纳斯：《瑞士书简》，217。
34或许还有巴格森题在卢梭房间门上的诗句：“Voici l’autel que son esprit habite/Voici l’autel de ton ami, du mien/Et si ton cœur, en approchant, palpite/Entre dedans et tu verras le sien;/Si pure curiosité t’invite,/Reste dehors, car tu n’y verras rien”（此乃其灵魂栖居之祭坛/此乃你我友人之处所/若你的心在靠近时悸动/请入内，你将得见他的心/若仅凭纯粹好奇驱使/请留步门外，因你在此将一无所见）（《比尔湖中的卢梭之岛》。伯尔尼 1815，77）。亦参见：迈纳斯：《瑞士书简》，217。
35温弗里德·格奥尔格·塞巴尔德：《乡间寓所：论戈特弗里德·凯勒、约翰·彼得·赫贝尔、罗伯特·瓦尔泽及其他人》。慕尼黑与维也纳 1998，49。
36巴格森：《卢梭之岛》，32, 13。
37Br I, 38；GW 1, 399。
38巴格森：《卢梭之岛》，33。
39参见塞巴尔德：《乡间寓所》，64。
40参见卡尔·罗森克兰茨：《作为德国民族哲学家的黑格尔》。莱比锡 1870，40。在这一大多未被注意的段落中，再次展现出罗森克兰茨对黑格尔见解的深刻敏锐感悟。对此亦参见威廉·冯·洪堡在瑞士旅行期间的类似印象（皮亚蒂：《卢梭的花园》，85）。
41以下引文出自文本35，黑格尔关于阿尔卑斯山徒步的报告（GW 1, 381 ff.）。关于此次徒步亦参见：弗里德曼·比伯：《迈纳斯先生是个胆小鬼》。载于：《法兰克福汇报》（2018年10月11日），R1与R3。几位家庭教师的旅程依循了迈纳斯在其著作《瑞士书简》中的记述。
42在此黑格尔同样追随了卢梭，后者在比尔湖畔也曾采集标本制作植物标本集。黑格尔后来在歌德处展示了这一植物标本集。
43莱辛的《智者纳坦》在这一时期属于被最频繁引用的诗意作品之一——一个“精妙的思想实验，试图回答关于信仰差异（及其破坏性后果）[…]的问题”，并与对实定宗教僵化教条和教条学说的批判相结合（弗里德里希·福尔哈特：《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慕尼黑 2016，118）。
44从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提香、柯勒乔、鲁本斯到凡·戴克与特尼尔斯。
45参见福斯特：《下莱茵纪行》2，110，115。
46参见黑格尔手稿《先验理念……》（GW 1, 195 ff.）。对此参见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黑格尔留给我们的最早的、体系性哲学手稿》。载于：施耐德与瓦谢克（编）：《黑格尔在瑞士》，133 ff。
47参见谢林：《论一种一般哲学形式的可能性》。载于：HKA I/1［今后简写为：《形式论著》］；同氏：《论作为哲学原则的自我或人类知识中的无条件者》。载于：HKA I/2［今后简写为：《自我论著》］；同氏：《关于独断论与批判主义的哲学书简》。载于：HKA I/3，1 ff。
48证明黑格尔彻底阅读的依据，除了席勒的《书简》之外，还有后来对席勒《幽灵的王国》、卡罗琳·冯·沃尔佐根的《阿格内斯·冯·利利恩》以及尼特哈默在《哲学杂志》上的开篇论文的提及。黑格尔密切关注着当时的期刊动态，他对约翰·海因里希·雅各布主编的《哲学年鉴》的一句批评意见证实了这一点：“雅各布大概也想在费希特哲学上被封为骑士，就像埃伯哈德在康德哲学上那样，而他们大张旗鼓预告的期刊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Br I, 30）。
49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论常识对哲学的要求》。载于：PhJ I,1（1795）。
50罗森克兰茨：《遗著》，80。
51参见富尔达：《黑格尔》，36 ff。
52参见罗森克兰茨：《遗著》，81。在《全集》中，该手稿以《人们尽可以做最矛盾的考察》为题发表（GW 1, 281 ff.）。
53参见 GW 1, 367 f. 亦参见黑格尔对任何盲目服从的拒斥（GW 1, 163 f.）。
54部分出自对福音书的自行翻译以及尝试建立一部‹福音书合参›（Ros 51）。
55黑格尔后来在其《法哲学》中将精确区分事行（Tat）与行为（Handlung）。
56参见谢林：《自我论著》，HKA I/2, 77。
57对于黑格尔同一种‹世俗宗教›拉开距离而言，1794年夏天罗伯斯庇尔倒台前不久在伯尔尼同斯图加特老友格奥尔格·克尔纳的谈话肯定具有重要分量。克尔纳能根据自己在法国的亲身经验报告关于最高主宰崇拜及其相关问题。但黑格尔早在1794年就已放弃了公民宗教的构想，不过并未放弃对实定宗教的鲜明批判。此外，他甚至在耶稣身上就诊断出实定性的最初迹象，并将犹太教单方面建构的形象固定为原始基督教及其平等思想的对照背景。然而这并非反犹主义，而是在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基本立场的意义上、在人与宗教平等的有效性前提预设下对宗教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有争议评价。黑格尔对其基督教、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会的尖锐批判并未使他成为反基督者，对德国现状的批判也未使他成为反德国者。
58顺便提及，由于黑格尔作为神学院毕业生的身份状态，在伯尔尼岁月中他也受《协和信条》及其中关于原罪段落的约束：“在属灵、神圣的事物中完全缺乏一切美善”，“取代失落的神的形象[…]的是整个本性与一切力量之深重、邪恶、可怖、不可测度、无法探究且不可言说的败坏”（GW 1, 575）。
59亨利·S·哈里斯一部关于黑格尔的相关专著标题正是如此：《黑格尔的发展：走向阳光 1770—1801》。牛津 1972。
60谢林：《形式论著》。载于：HKA I/1, 247 ff.；同氏：《自我论著》。载于：HKA I/2, 1 ff。
61对此参见席勒的博士论文《论人的动物性本性与其精神本性的关联》（1780）。载于：NA 20, 40 f。
62诉诸席勒的著作《论优美与尊严》（同氏：NA 20, 251 ff.）。
63席勒：NA 20, 325。据席勒所言，亦不可允许肆意放纵的想象力‹摧毁知性辛劳的作物›。自学生时代起黑格尔就致力于此：即便在瑞士时期，历史学、经济学、艺术史、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也是其科学活动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牛顿、开普勒与康德的自然科学著作都在其阅读之列。
64NA 9/1, 24。
65参见 GW 1, 343。如同在锱铢必较的幸福论者那里一样，义务被演绎出来，只是为了能够抵御虔诚那看不见的地狱般的敌人——感性的撒旦。人们被教会蔑视生活的享乐和身体的需要，人的‹动物性部分›——黑格尔在此同席勒一致——被要求剥夺生命（参见 NA 20, 71）。
66［格罗斯，卡尔·海因里希·冯：］《论古人关于命运的理念》。载于：《美惠女神》3（1795），第8期，75 ff. 格罗斯是迪茨同届博士中的首名并与其保持通信（参见亨利希：《迪茨》，355 f.）。——格罗斯早在1785年就提交了图宾根大概第一篇关于康德的范文。
67谢林向黑格尔报告了1803年在斯图加特同格罗斯的会面（Br I, 70）。在1813年的一封信中，黑格尔向“格罗斯宫廷顾问”致以最诚挚的问候（Br VI/2, 26）。
68［格罗斯：］《论古人的理念》，84 f.：各行动“在时间中被规定为必然的，然而同时可以毫无矛盾地被思维为自由的后果，而道德归责如今并不因为每个个别行动可由先于它的事物解释而被取消，因为道德归责诉诸一种超乎一切时间条件、能够由自身开始一系列后果的能力。”
69GW 1, 622, 197。载于对欧夏留斯·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厄特尔著作《哲学圣经诠释之尝试：包含对〈罗马书〉的哲学审查、翻译与阐释。旨在恢复纯粹理性基督教》的书评中。载于：《新神学杂志》1（1793），第5期，380 ff。
70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论对真理之纯粹兴趣的激发与提升》。载于：《美惠女神》1（1795），第1期，79 ff。
71参见［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对莱昂哈德·克罗伊策《论意志自由的怀疑论考察：兼顾关于该问题的最新理论》（1793）的书评。载于：ALZ 4（1793），第303期，201 ff.；GW 1, 195 f., 620（文本28）。黑格尔在这一残篇中亦指涉谢林的《论一种一般哲学形式的可能性》（图宾根 1795）。参见 GW 1, 620。
72从后来的耶拿视角来看，黑格尔在其中看到了观念论大胆表述出的真正原则，早期的费希特《知识学》由此成为《德国观念论的奠基文献》，开创了时代并规定了进一步的思想轨道。尽管黑格尔对费希特有所批评，但费希特的这一核心思想对黑格尔哲学始终是通盘的构成性因素。
73参见 Br I, 14。
74GW 1, 195 f. 亦参见富尔达：《最早的、体系性哲学手稿》。
75富尔达：《最早的、体系性哲学手稿》，143。关于黑格尔那里的‹确证›，参见 GW 1, 163, 356。
76富尔达：《最早的、体系性哲学手稿》，144。
77参见 HKA I/2, 80。
78参见 ebd., 70 ff。
79参见 HKA I/1, 300。
80鲁道夫·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起源与发展、本质与价值的讲演录》。柏林 1857，124。
81HKA I/2, 119。
82参见 ebd., 103 ff。
83参见迪特·亨利希：《意识中的根据：荷尔德林思想研究（1794—1795）》。斯图加特 1992，835。
84参见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托德林：《怀疑论的精神与历史：尤论道德与宗教》。第1卷。莱比锡 1794，42。
85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怀疑论论文》无可置疑地证实了他读过施托德林的著作——该著作于1795年在《哲学杂志》上发表过书评。1802年的论文还采纳了施托德林关于“真正怀疑论”（«ächten Skepticismus»）的提法（GW 4, 206）。
86参见 C. F. 施托德林：《精神与历史》，III。
87对此详见维韦格：《和棋哲学》；同氏：“反抗怀疑癖？后康德怀疑论概述”。载于：《时代病还是有益的挑衅？后康德哲学中的怀疑论》。马丁·邦德利、伊日·霍塔斯与克劳斯·维韦格编。慕尼黑 2016，13 ff.；同氏：“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作为现代哲学的真正之父”。载于：《黑格尔与怀疑论》。扬尼斯·科扎察斯 [u.a.] 编。柏林与波士顿 2017。
88谢林：《形式论著》，HKA I/1, 265。谢林在其《形式论著》篇首冠以一篇关于怀疑论争论的简短概述。
89F. I. 尼特哈默致 F. P. 冯·赫伯特，1794年6月2日。载于：《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与克拉根福赫伯特圈子的通信》。威廉·鲍姆编。维也纳 1995，81。
90参见卡尔·罗森克兰茨：《康德哲学史》。莱比锡 1840，401。
91费希特：GA III/2, 28。
92亨利希：《意识中的根据》，790。
93谢林：《形式论著》，AA I/1, 271；基本原理是‹绝对确定的，因为它就是确定的›（参见 ebd., 278 f.）；同氏：《自我论著》，HKA I/2, 87 ff., 100 f。
94谢林：《自我论著》，HKA I/2, 103。
95这位后来的耶拿大学教授——并非偶然地在那里担任荷尔德林的哲学导师——在耶拿属于所谓“基本命题怀疑论者”圈子的一员，他们对莱因霍尔德和费希特将我们的知识奠基于一条至高命题的企图提出了重大异议。
96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尔·尼特哈默：《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皮浪主义基本教义三卷〉翻译试读》。载于：《哲学史辑刊》（1792），第2期，60 ff. 他曾与迪茨就弗拉特反对莱因霍尔德表象能力理论的怀疑论异议进行过通信。参见亨利希：《迪茨》，21 ff. 以及维韦格：《和棋哲学》，42 ff。
97尼特哈默：《论要求》，31, 25。可以肯定的是，黑格尔早在1796年就已知晓该文本，并可能正是通过这位塞克斯都专家的论文，受到启发而展开了他后来在法兰克福对塞克斯都极其影响深远的研究。
98参见爱德华·吉本：《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约翰·施波尔希尔自英文译出。全12卷。莱比锡 1837 ff.；维韦格：《和棋哲学》，35 ff。
99参见法尔肯海姆：《一篇未为人知的政治印刷品》，209 f。
100哈勒于1791年担任伯尔尼经济学会会长，该学会的主旨是为宗法世袭政治辩护，以及与共和主义性质的改革和工业化作斗争。参见贝拉·卡波希：《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与黑格尔》（手稿）。
101黑格尔极有可能熟稔哈勒为旧伯尔尼国家体制辩护的研究。1801年哈勒诉诸‹永恒的自然原则›为推翻海尔维第共和国辩护。
102让-雅克·卡尔：《关于沃州与伯尔尼城以往公法关系的机密书信：彻底揭露昔日伯尔尼统治阶层的寡头政治》。由一位已故瑞士人的法文原著译出并附注释。法兰克福 1798，137。
103参见赫尔穆特·施耐德：《黑格尔的图书馆：1832年的拍卖目录》。载于：《黑格尔研究年鉴》12—14（2010），117。
104显然黑格尔早在1793年就已有关于或来自普朗然的克莱特的消息（这位硕士在离日内瓦不远处担任家庭教师——HBZ 23）。黑格尔大概于1795年5月23日从科尔纳万门离开日内瓦，前往由伯尔尼统治的沃州：‹前往瑞士旅行›（Br IV/I, 70 f.）。随后他大概同克莱特一起返回日内瓦（参见布洛赫：《黑格尔日内瓦之旅》，152 f.）。克莱特自1791年起在位于莱芒湖北岸、日内瓦通往洛桑途中的普朗然吉格尔男爵夫人处担任家庭教师。参见谢林1796年1月致黑格尔的信（Br I, 36）；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52 ff., 87 f. 以及亨利希：《迪茨》，65, 364 f., 451 f., 612 f。
105参见 ebd., XVII ff.；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52 ff。
106克莱特的前任是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托德林。尼特哈默未接受该职位（参见亨利希：《迪茨》，451）。1754/55年伏尔泰曾在这座城堡避难，信奉新教的吉格尔男爵与伏尔泰、内克尔和雷纳尔保持交往联系。莱因哈德也曾有一段时间在沃州担任家庭教师。
107卡特于1793年至1798年间居住在北美，起初受法国革命政府之托，在旧伯尔尼宪法被废除后又返回故乡。
108亨利希：《迪茨》，469。
109参见 GW 2, 397 ff.，尤见 660 ff.。卡特的出版物自1793年起在伯尔尼被列入禁书目录。
110法尔肯海姆：《一部未知的政治印制品》，194。早在1798年10月6日，《哥廷根学术通报》上便刊发了一篇对《卡特论著》的书评。
111参见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KFSA XXIII, 333。
112参见法尔肯海姆：《一部未知的政治印制品》。关于黑格尔的附注，参见 GW 2, 569 f.。
113福斯特：《下莱茵视见录》2, 26, 133, 137, 154 ff.。
114GW 1, 203。文本30与黑格尔阅读格奥尔格·福斯特的《下莱茵视见录》（GW 1, 625）密切相关。
115关于黑格尔后来与宗教及政治狂热主义的交锋，参见克劳斯·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慕尼黑 2012，61，471 ff.。
116卡尔·海因里希·格罗斯在如下刊物中评述了该文：PhJ II,4 (1795), 263 ff.。
117参见格罗斯：《埃哈德书评》。黑格尔在此补充了第三类义务，它出于自愿承担、立足于自由任意，而非由伦理法则所命令。
118克吕普费尔记录的弗拉特听课笔记由迪特·亨利希发现，并由米歇尔·弗朗茨与恩斯特-奥托·奥纳施编辑出版：弗朗茨与奥纳施（编）：《弗拉特》（参见关于图宾根的章节）。
119主要的讨论参与者是弗拉特、施密德、莱因霍尔德与费希特。
120参见弗朗茨与奥纳施（编）：《弗拉特》，134 f.。
121参见关于黑格尔《全面教学纲要》的节。
122参见弗朗茨与奥纳施（编）：《弗拉特》，154 ff.。
123参见同上，219 ff.，263 ff.。参见同上，279 ff.。弗拉特在此保留了限制自由的旧有模式（参见同上，297）。针对弗拉特听课笔记、黑格尔的伯尔尼期加工以及对黑格尔后期的深远影响的一项比较研究尚付阙如，特别是着眼于表象概念以及莱因霍尔德的表象能力理论而言。
124参见 GW 2, 10 ff.；GW 1, 618。亦参见维韦格：《法哲学》。
125参见卡尔·克里斯蒂安·埃哈德·施密德：《论哲学及其原理的一部著作残篇。呈交初步审验》。载于：PhJ 3 (1795)，第10期，95 ff.。
126参见同上，248。
127GW 7, 344。关于黑格尔的《耶拿体系草案II》，参见关于耶拿的章。
1281797年威廉向女性友人纳内特预告寄送《阿格内斯·冯·利林》的若干续篇（Br I, 54）。
IV. ‹万物如何织成整体›——黑格尔从残篇拼贴到体系构件的法兰克福—霍姆堡之路（1797—1800）

1黑森-霍姆堡的奥古斯塔·弗里德里克公主曾倾心于荷尔德林。诗人将1799年为她生日所作的一首颂诗《致霍姆堡的奥古斯塔公主》以及他对索福克勒斯的译作（《俄狄浦斯》与《安提戈涅》）题献给她。他还将生日颂诗的手稿和《德国人之歌》留赠予她。参见格哈德·库尔茨：窗前的《许佩里翁》：黑森-霍姆堡的奥古斯塔与荷尔德林。载于：《德国精神史中的高地霍姆堡：黑格尔与荷尔德林友人圈研究》。克里斯托夫·扬默与奥托·珀格勒编。斯图加特 1981，48 ff.。
2莱纳·科赫：传统市民社会中的生活与法权共同体：1800年前后的帝国自由城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载于：«《“但法兰克福是这片地界的肚脐”：歌德时代一代人的命运》»。奥托·珀格勒与克里斯托夫·扬默编。斯图加特 1983，40 f.。
3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致弗里德里希·席勒，1797年8月9日。载于：WA IV, 12, 217。
4参见拉歇尔·霍伊贝格尔与黑尔佳·克龙：《走出隔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犹太人 1800—1950》，法兰克福 1988，16。
5参见同上。在法兰克福桥塔上曾有一幅将犹太人与魔鬼联系起来的壁画。参见《法兰克福犹太巷：法兰克福犹太博物馆常设展览图录》。弗里茨·巴克豪斯等编。慕尼黑 2016，32 ff.。
6参见胡夫纳格尔的备忘录《论犹太教与犹太人》（1797）；对此亦参见《威廉·弗里德里希·胡夫纳格尔纪念册》。威廉·斯特里克编。法兰克福 1851。神学家兼教育家胡夫纳格尔（教育家海因里希·施特凡尼之师）与赫尔德和保卢斯保持着书信往来。他还收藏有相当可观的斯宾诺莎著作。参见弗里德里希·威廉·坎岑巴赫：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神学家威廉·弗里德里希·胡夫纳格尔及其与黑格尔的关系。载于：扬默与珀格勒（编）：《法兰克福是肚脐》，171 ff.。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关于犹太教的思考与胡夫纳格尔的视点方向一致。古代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一个独立的表象世界。黑格尔对莱辛《智者纳坦》以及该剧在指环寓言中所表达的宗教平等思想的高度推崇便证明了这一点。关于黑格尔对犹太教的立场，参见：诺贝特·瓦斯泽克：《爱德华·甘斯（1797—1839）：黑格尔派——犹太人——欧洲人》。法兰克福等 1991，20 f.；什洛莫·阿维内里：《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法兰克福 1976 以及贝尔纳·布尔乔亚：《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或犹太教—基督教—黑格尔主义》。巴黎 1970。
7StA 19, 279, 297。
8参见鲁道夫·容：《法兰克福戈格尔家族 1576—1918》。法兰克福 1920，37。亦参见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历史博物馆展览图录：扬·格尔肖与格哈德·科尔施：《市民与银行家：法兰克福戈格尔与豪克家族画作》。法兰克福 2017。
9卡尔·罗森克兰茨：《歌德及其作品》。柯尼斯堡 1856，XV, XVIII。
10卡塔琳娜·伊丽莎白·歌德致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95年5月1日与16日。载于：《歌德母亲书信集》。玛丽亚·莱斯、卡尔·里哈与卡斯滕·策勒编。法兰克福与莱比锡 1996，361, 363。
11参见《克洛蒂尔德·科赫-贡塔尔致友人：书信与回忆 1843—1869》。沃尔夫冈·克勒策编。法兰克福 1969，14。关于戈格尔银行与葡萄酒庄，参见亚历山大·迪茨：《法兰克福商业史》。第4/2卷。法兰克福 1925，554 ff.。
12参见斯特里克：《胡夫纳格尔》，39：黑格尔与卡尔·李特尔“由于他［胡夫纳格尔，K. V.］的举荐使他们得以进入法兰克福家庭担任家庭教师，因而获得了重要联系、进一步深造的中介，并由此走向成名之路。”1800年，黑格尔曾为胡夫纳格尔在一场教会庆典上致辞。参见奥托·珀格勒：黑格尔是施莱格尔吗？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荷尔德林的法兰克福友人圈。载于：扬默与珀格勒（编）：《但法兰克福是世界的肚脐》，329。
13容致力于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约翰·戈特弗里德·埃贝尔则致力于翻译西耶斯的著述。
14这些段落见于：《欧达魔尼亚或德国国民福祉——献给真理与法权之友的期刊》 2 (1796)。参与该期刊的人员包括哈布斯堡王朝的前间谍与告密者、革命反对者利奥波德·阿洛伊斯·霍夫曼等人。
15参见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316。黑格尔被具名提及。
16参见 Ros 84。亦参见福尔克·勒德尔：《棕榈树下沐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河滨浴场 1800—1950》。法兰克福 2013。
17歌德：《浮士德》。WA I, 14, 58。
18参见扬默：《一部未学术化的书》，141 ff.；布劳尔：《伊萨克·冯·辛克莱》，14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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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对此见诺贝特·瓦斯泽克的研究：“拯救人的心智”——论黑格尔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的佚失评注。载于：邦德利与林内韦贝尔-兰默斯基滕（编）：《黑格尔在伯尔尼与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发展》，277 ff.；同作者：《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多德雷赫特、波士顿与伦敦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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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NA 20, 375。
87StA 4/1, 234 f.。
88参见 HKA I/5, 93 ff.。
89关于卢梭的《致达朗贝尔书》，参见帕特里克·普里马韦西：《另一场庆典：1800年前后的戏剧与公众》。法兰克福与纽约 2008，133 ff.。
90参见 GW 2, 336。
91参见 HDI 3, 35 ff.。
92参见对荷尔德林的提示，详见亨利希：《意识中的根据》，88 ff.。
93详见哈尔夫瓦森：《黑格尔与晚期古代新柏拉图主义》。
94关于黑格尔富有深远影响的异议，见亨利希：《意识中的根据》，591 ff.。
95参见同上，74 ff.。
96参见佛朗哥·基耶雷金：黑格尔哲学中的柏拉图式怀疑论与思辨思维活动。载于：《黑格尔哲学中的怀疑论与思辨思维活动》。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与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编。斯图加特 1996，29 ff.。
97谢林在其《自然哲学体系草案导论》（1799）中勾勒了一项以“自然构造”形式呈现的动态自然哲学规划，即一种思辨物理学，它除其他内容外亦应当探讨天体几何学。罗森克兰茨记载道，黑格尔早就酝酿着他后来在耶拿的大学授课资格考核主题，并研读了开普勒、牛顿、康德等人的相关著述（GW 2, 622; Ros 151）。参见极其详尽的《编者报告》（GW 5, 61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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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参见 HKA I/7, 78。
100AA IV, 207。
101参见扬默：《一部未学术化的书》，296 ff.。
102参见同上，407 ff.。用一个双关语来说：当黑格尔的道路通向关于大全一体的全新逻辑—形而上学草案时，荷尔德林的道路则缓缓流向“孤独一体”（Alleinheit）——其“精神之火焰”转变为了“汇聚起平凡日常的混浊雨溪，枯燥乏味地向远方渗流”。贝蒂娜·冯·阿尔尼姆借其友人辛克莱之口道出了对荷尔德林的这番评价（冯·阿尔尼姆：《居德罗德》，160,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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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知识探索之旅——绝对观念论基本思想的形成（1801—1807）

1对于亨利·S. 哈里斯（Henry S. Harris）与特里·平卡德关于黑格尔于1月21日抵达耶拿的说法，恐无确凿证据（参见亨利·S. 哈里斯：《黑格尔的发展：夜之思考》（Hegel’s Development. Night thoughts） (Jena 1801–1806). Oxford 1984, XXI；特里·平卡德：《黑格尔传》（Hegel. A Biography）. Cambridge 2000, 106, 746。黑格尔在此后约15年作出的关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仅讲授了约六周课程的错误提示，证实了1月中旬这一大致抵达时间，因为施莱格尔于1801年3月24日结束了其授课。
2在其1785年6月26日的第一篇日记中，黑格尔曾提及耶拿大学的创立者萨克森选帝侯“智者”约翰（GW 1, 3, 526）。
3关于这一特殊的耶拿星丛，尤参见迪特·亨利希、克劳斯·杜辛与海因茨·金默勒的精深研究。
4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蒂博语。
5想必谢林也为格里斯介绍了这间屋子。格里斯在1801年4月10日致友人海泽的信中写道：“我在克利普施泰因的花园洋房里租了一间房间”（《格奥尔格·阿诺德·海泽：生平记述》（Georg Arnold Heise. Mittheilungen aus dessen Leben）。威廉·冯·比彭编。哈勒 18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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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报社编辑部里的新班贝格骑士——作为政治记者的黑格尔（1807—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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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G. 尼科林：《致布瓦瑟雷与贝尔特拉姆先生》，44。
56里贝（编）：《柏林史》，538。
57弗朗茨·托马斯·布拉特拉内克：《青年德意志》。布尔诺 1866，4。
58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庆祝对黑格尔而言已成为传统。法恩哈根回忆起1826年7月14日的情形：“黑格尔当时［……］置身于大半由年轻人组成的聚会中［……］并为攻占巴士底狱举杯；自那以后他没有一年遗漏过”，“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攻占并摧毁巴士底狱是一件多么令人欢欣、多么重大的事件”（康拉德·法伊尔兴费尔特：《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泽与黑格尔》。载于：《“科学批判年鉴”：黑格尔的柏林对立科学院》。克里斯托夫·扬梅编。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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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参见《精神现象学》中的《自身确信的精神。道德》（尤其是《道德世界观》）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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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体作为精神抽象地区分为许多个人，这些人在独立的自由中并且作为特殊者是自为的；
个别人通过其特殊性、其特殊的需要，与普遍性结合在一起；
“丧失在其两极中的伦理”

	必然性的推论——直言推论、假言推论与选言推论

		A. 直言推论
	司法

		B. 假言推论
	监管与社会救助

		C. 选言推论
	同业公会

		伦理的恢复（监管与社会救助；同业公会作为国家的第二条伦理根基）

	3. 国家

	三个推论的体系
	自知的伦理实体，伦理理念的现实性

		a) 内部国家法
b) 外部国家法
c) 世界历史
	


137参见富尔达：《黑格尔》（Hegel），213，211。
138参见主观精神理论层面的各阶段（GW 20, 434 ff.）。
139在黑格尔时代通行的普鲁士宪法中，缔结婚姻必须获得父亲、监护人、庄园领主、军事指挥官的同意，对于军官甚至需要国王本人的同意。某些病人、“品行不端者”、有前科者和穷人则被剥夺了结婚的权利。黑格尔的构想在其所处时代简直是革命性的。
140此外，抉择指涉了决定的开放性；选择植根于特殊个体的微观主观特殊性之中。爱情、两性关系与类的规定性表现了生命这一逻辑范畴的诸环节，据此家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有机的生命共同体。
141关于黑格尔与康德及浪漫派家庭理解的论争，参见诺伯特·瓦舍克：《在契约与激情之间：黑格尔的婚姻学说及其对手：康德与早期浪漫派（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载于：《法权史与哲学中的社会自由与契约约束》（Gesellschaftliche Freiheit und vertragliche Bindung in Rechtsgeschichte und Philosophie）。让-弗朗索瓦·凯尔韦冈与海因茨·蒙豪普特编。法兰克福 1999，271 ff.。
142扎比内·布劳尔：《黑格尔家庭构想中的实体-偶性模型》。载于：《黑格尔研究》（Hegel-Studien） 39/40 (2004/05)，49。
143黑格尔也将家庭规定为一个法人，因为人格性的环节（抽象法权）在其中被扬弃了（GW 14/1, 145；GW 20, 497 与 GW 20, 498）。
144尽管黑格尔就女性与男性而言从人格上的平等以及作为道德行动主体的一致出发，并将婚姻建立在平等者的自由决定之上，但在第166节中，首先区分了“自由普遍性的知识与意愿”和“具体个别性与感受形式中实体性的知识与意愿”，随后却在逻辑上站不住脚地将这些环节“分配”给了女性与男性。
145“生命共同体”这一理想类型在今天以塑造伦理的形形色色“斑斓形式”存在着。在家庭共同体的三个维度中，每一种都可以构想出并在历史上找到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符合基本标准，却未必需要兼具所有特征。立足于黑格尔的基本支柱——家庭作为生命、法权、关爱与教育的共同体，作为与他人的自由联合并由此与自身的联合，作为普遍伦理生活一种形式的成员身份中的实体性自由——家庭概念便可得以当代化。
146对此参见纽伦堡章节中关于施特凡尼的论述。
147一个社会有多自由或多现代，特别取决于孩子——世间的“天使”（“无知的纯洁”）——的这些权利是否得到全力且坚定不移的贯彻。对儿童基本权利的漠视——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挨饿、大面积的儿童贫困、童工、童兵——依然是衡量成功的伦理与真正自由的核心标尺。
148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布卢明顿听课笔记》（Bloomington-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144。
149参见亚当·弗格森：《文明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176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这两部论著都是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极为重要的来源。参见诺伯特·瓦舍克：《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 of ‹Civil Society›）。多德雷赫特 1988。
150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载于：西普（编）：《原理》（Grundlinien）；科塞勒克：《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普鲁士》（Preußen zwischen Reform und Revolution），388。
151“实体以这种方式仅成为独立的极端及其特殊利益之间的一种普遍的、中介着的联系”（GW 20, 498）。
152参见 GW 14/1, 166, 254 f.；《法哲学瓦嫩曼听课笔记》（Wannenmann-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112 f.；GW 20, 506 f.：“作为私人人的特殊公民”。“公民是私人，是一个以特殊事物为目的的公共团体的成员，只要这种公共团体局限于该目的，公民就是资产者（bourgeois）；作为国家的政治成员则是政治公民（citoyen）。在市民社会中，目的是私的目的”（《法哲学霍托听课笔记》（Hotho-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580）。
153此处攀登到的仅是知性普遍性或反思普遍性，尚非概念普遍性。个别性与特殊性亦复如是，它们同样停留在知性的状态。“普遍之物并非实体性的目的。因此它不是伦理的领域”（黑格尔：《法哲学海泽听课笔记》（Heyse-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34）。
154黑格尔：《法哲学瓦嫩曼听课笔记》（Wannenmann-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112。亦参见 GW 14/1, 241。
155尤指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让-巴蒂斯特·萨伊与大卫·李嘉图，他们的著作均见于黑格尔的藏书（GW 31/1 与 31/2）。参见曼弗雷德·里德尔：《国民经济学的接受》。载于：同氏编：《黑格尔法哲学研究》（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法兰克福 1969，75 ff.；诺伯特·瓦舍克：《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论述》（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 of ‹Civil Society›）。多德雷赫特 1988；埃尔热贝特·罗饶：《黑格尔的实践个体性构想》（Hegels Konzeption praktischer Individualität）。《从〈精神现象学〉到全书体系》（Von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zum enzyklopädischen System.）。克里斯蒂娜·恩格尔哈德与米夏埃尔·匡特编。帕德博恩 2007，尤参见《黑格尔经济哲学中的特殊性原则》，182 ff.。
156鲁里埃尔·鲁比尼与斯蒂芬·米姆：《世界经济的终结及其未来》（Das Ende der Weltwirtschaft und ihre Zukunft）。法兰克福与纽约 2010，61。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自由落体：从市场失灵到世界经济重构》（Im freien Fall: Vom Versagen der Märkte zur Neuordnung der Weltwirtschaft）。慕尼黑 2010，11。
157“偶然的特殊性原则发展为通过自然需要与自由任意所中介的体系，发展为其普遍关系与一种外在必然性的进程，在该原则之中，作为自为固定的自由规定，首先具有形式法权”（GW 20, 501）。
158参见 GW 8, 272。对于第一种形式，黑格尔使用了古旧的“Policey”（警察）；它源自“Politia，即公共生活与治理，整体自身的行动——如今降格为整体为了各种公共安全所作的行动——对工商业的监管”（ebd.）。
159私有财产纯粹主义的捍卫者相反却将税收视为来自国家的盗窃。
160在当代，“严重（绝对）贫困”即“困境”大致被定义如下：被视为极度贫困的人是指“缺乏获得最低限度人类生存条件的安全保障”的人——例如充足的营养、住所、衣物以及基本的医疗和教育保障。参见托马斯·博格：《为国际法权所承认却仍遭侵害：穷人的人权》。载于：《世界贫困与伦理学》（Weltarmut und Ethik）。芭芭拉·布莱施与彼得·沙贝尔编。帕德博恩 2007，95 ff.。
161“财产所依赖的自身内部运动关系，产生了富人与穷人的两极，即那些能轻易满足其需要的人与那些无法满足其需要的人［……］。贫困剥夺了社会的一切益处。”（黑格尔：《法哲学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Griesheim-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605 f.）
162参见 GW 14/1, 192；“穷人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学得任何技能与知识，［……］穷人很容易丧失司法保障，不花费用就无法获得法权［……］他同样无法顾及自己的健康。”《法哲学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Griesheim-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606。
163黑格尔：《法哲学布卢明顿听课笔记》（Bloomington-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196。
164“贱民”（Pöbel）源自拉丁语 populus, 法语 peuble。
165黑格尔：《法哲学基尔听课笔记》（Kiel-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222。
166西普：《德国观念论中的实践哲学》（Praktische Philosophie im Deutschen Idealismus），301。维托里奥·赫斯勒谈到了“收买一切与嘲弄法权的贱民情意”（参见维托里奥·赫斯勒：《黑格尔的体系》（Hegels System）。Bd. 2。汉堡 1988，555）。
167详见：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Das Denken der Freiheit），337–345。
168黑格尔：《法哲学布卢明顿听课笔记》（Bloomington-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202。
169作为物理学家协会的成员，如果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便能赢得显赫的荣誉；在电影人行会中这一荣誉属于奥斯卡奖，在运动员中属于世界冠军头衔或奥运胜利，在医生中属于研制出抗癌药物，而在哲学家同业公会中，（或许）是通过一部出色的黑格尔传记。
170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布卢明顿听课笔记》（Bloomington-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206，以及《法哲学基尔听课笔记》（Kiel-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232。
171在《普鲁士邦法》中，穷人的救济也被作为一项强制性职责归于“同业公会”与“公社”。
172并非所有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成员实际上都能成为农民、鞋匠、飞行员、律师或哲学家等，并非所有人都能住在施泰纳赫、耶拿、西雅图、比萨、罗马或京都。在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市镇和同业公会中的划分，在国家中被置于一种政治关联之中（第308节）。行会以及市镇或社区反过来又可以构成一个更大的脉络——手工业联合会、企业主联合会，抑或县区、省份、大区、省部、联邦州.
173这可以包含积极的方面，例如对特殊技能的自豪感或历史意识，也可以包含消极的方面，例如等级自负或地方狭隘主义。
174黑格尔：《法哲学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Griesheim-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621。
175一个偶然的善意、恶意、邪恶、偶然性、匮乏、外在必然性、败坏、可怕的堕落、异化了的伦理之领域（黑格尔：《法哲学林吉尔听课笔记》（Ringier-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114）。
176曼弗雷德·里德尔：《黑格尔法哲学资料》（Material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Bd. 1。法兰克福 1975，38。
177黑格尔在未被仔细研读其哲学的情况下便被宣布为极权主义的先驱，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恩斯特·卡西尔与卡尔·R. 波普尔。
178GW 14/1, 10；TWA 12, 67；甘斯：前言，VI。
179参见富尔达：《黑格尔》（Hegel），222 f.。“国家——阶层（Staat – Stand），状态（Zustand）”（TWA 7, 293）；TWA 16, 81。
180“哲学法学学科的对象乃是关于自由本性的更高概念，不考虑何者有效，不考虑时代的表象。”黑格尔：《法哲学霍迈尔听课笔记》（Homeyer-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234。
181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基尔听课笔记》（Kiel-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233。相反，康德坚持如下立场，即“在法权中立刻会出现自由必须受到限制的情况，以致法权直接带来了对自由的限制。这种观点与我们的呈现截然相反［……］法权的各项规定并非否定的、限制自由的”，自由“在法权中是肯定的、当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Griesheim-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109）。
182参见米夏埃尔·沃尔夫：《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有机体论：论黑格尔“国家学”的概念与方法》。载于：《黑格尔研究》（Hegel-Studien） 19 (1985)，162。
183TWA 13, 73。
184参见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Das Denken der Freiheit），366 ff.。
185黑格尔将作为特定自然与文化规定性意义上的特殊性称为“民族精神”；参见 TWA 12, 87；GW 18, 196。
186参见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Das Denken der Freiheit），384 ff.。
187今天仍有大约十亿人是文盲。
188康德谈到“三重人格中普遍联合的意志（trias politica）”，其中三权遵循“实践理性推论中的三个命题”（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康德：AA VI, 313）。
189西普：《德国观念论中的实践哲学》（Praktische Philosophie im Deutschen Idealismus），240 ff.。
190沃尔夫：《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有机体论》，166 f.。黑格尔得以“借助其间阐发出的思辨推论学说手段，将三项宪法权力——作为国家意志的三种‘行动类型’——各自呈现为一种推论”（西普：《德国观念论中的实践哲学》（Praktische Philosophie im Deutschen Idealismus），263 f.）。
191参见黑格尔：《论英国改革法案》（Über die englische Reformbill）（GW 16, 323 ff.）。
192参见黑格尔：《法哲学瓦嫩曼听课笔记》（Wannenmann-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181。
193克劳斯·哈特曼在《法哲学》对政治国家的布局中诊断出了这个“错误”；称黑格尔“遗忘了其范畴洞见”；参见：《黑格尔法哲学中的线性与协调》。载于：亨利希与霍斯特曼（编）：《黑格尔的法哲学》（Hegels Rechtsphilosophie），311。这绝非疏忽；黑格尔在此运用了“狡黠伪装”（歌德语）的艺术。
194迪特·亨利希：《逻辑形式与实在的整体性：论黑格尔本真国家概念的概念形式》。载于：同氏与霍斯特曼（编）：《黑格尔的法哲学》（Hegels Rechtsphilosophie），443 f.。
195参见德翁特：《身处其时代的黑格尔》（Hegel in seiner Zeit），96 ff.。
196黑格尔在不自由的政治处境下的做法，在道德上相当于一种容许的虚假信息。
197“黑格尔关于伦理与伦理国家的学说的概念形式，并非简单地从已付梓的《法哲学》的阐释方式与展开形式中就能读出。黑格尔本人在更适于形式关系概念规定的论述处，至少相当清晰地阐明了，这种概念形式必须建立在何种逻辑之上。”亨利希：《逻辑形式》，450。
198参见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Das Denken der Freiheit），论国家一章，345 ff.。
199这尚未涉及绝对精神领域的普遍性。
200亨利希：《逻辑形式》。
201参见克劳斯·维韦格：《黑格尔反向抵抗权的诸要素》（Elements of Inversive Right of Resistance in Hegel）。载于：《黑格尔与抵抗：历史、政治与辩证法》（Hegel and Resistance. History, Politics and Dialectics）。巴特·赞德沃特与丽贝卡·科梅编。伦敦与纽约 2018，157 ff.。
202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Das Denken der Freiheit），章：国家。
203克劳斯·维韦格：《“首个自由体系”与“对一切自由的消灭”：论黑格尔对费希特自由理解的批判性异议》。载于：《费希特研究》（Fichte-Studien） 45 (2018)，182 ff.。
204黑格尔：《法哲学格里斯海姆听课笔记》（Griesheim-Nachschrift Rechtsphilosophie），617。
205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法兰克福 1976；叶夫根尼·扎米亚京：《我们》（Wir）。开姆尼茨 1994。
206GW 14/1, 223。参见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Das Denken der Freiheit），465 ff.——关于国家、宗教与教会关系的思考。
207既然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智识与制度的自我立法，那么在国家性与宗教性的真正形态中，便达成了在他者中的在自身存在。伦理的与宗教的自我意识“并非两码事”（GW 20, 532），而是同一种自我意识、同一种情意、自由的思想与自由的意愿的两个维度。
208参见 《皇家首都兼官邸柏林1822年度房产与综合地址名录》（Haus- und General-Adreßbuch der Königl. Haupt- und Residenzstadt Berlin auf das Jahr 1822）。C. F. W. 韦格纳编。柏林 1822，209。
209阿里尔德·斯图豪格：《划破长空的闪电：尼尔斯·亨里克·阿贝尔及其时代》（Ein aufleuchtender Blitz. Niels Henrik Abel und seine Zeit.）。洛塔尔·施奈德自挪威语译出。柏林、海德堡与纽约 2003，328 f.。
210参见菲舍尔：《黑格尔生平》，137。
211据卡尔·黑格尔自述，他“在离家很远的那所学校还念了一小段时间书，直到有一次我中午未归而在一位同学家聊得兴起，令父母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以至于出门找我的父亲在街上满心焦急地与我不期而遇”。诺伊豪斯：《卡尔·黑格尔纪念册》（Karl Hegels Gedenkbuch），117/121。
212黑格尔非常看重让我们“掌握精进学习的法语”（I. 黑格尔：《我一生的回忆》（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6）。卡尔·黑格尔大概并不赞同父亲对法语的这一偏好（参见诺伊豪斯：《卡尔·黑格尔纪念册》（Karl Hegels Gedenkbuch），121）。
213I. 黑格尔：《我一生的回忆》（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6。
214参见诺伊豪斯：《卡尔·黑格尔纪念册》（Karl Hegels Gedenkbuch），122。
215参见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Hegels Schwester），197 ff.。
216黑格尔的老师阿贝尔也与克里斯蒂亚娜保持着联系。
217比尔克特：《黑格尔的妹妹》（Hegels Schwester），270。
218Ebd.，307；玛丽于1832年2月27日写信给母亲。参见彼得·克里格尔：《一位从阴影中走出的妹妹：关于克里斯蒂亚娜·黑格尔一项新研究的思考》。载于：《黑格尔研究》（Hegel-Studien） 45 (2010)，33。
219一份关于叔本华大学授课资格论文答辩的有偏见的报告（HBZ 212 f.）大概是由一名神学系学生撰写的。黑格尔在《全面教学纲要》（Enzyklopädie）中关于动物有机体的思考，包括他对动物功能与“动机”的区分，都被忽视了。
220沃尔夫冈·邦西彭：《魏玛拜访歌德记》。载于：珀格勒（编）：《黑格尔在柏林》（Hegel in Berlin），173。
221参见霍斯特·策厄：《黑格尔致特拉莱斯的一封未知书信》。载于：《黑格尔研究》（Hegel-Studien） 23 (1988)，9 ff.。
222参见 HBZ 219；Br II, 485
223Br IV/2 40 f.；Br II, 250。
224WA IV, 34, 410。
225关于该主题参见 Br II, 341 ff., 504；Br IV/2, 37 ff., 107；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823年1月12日日记。载于：WA III, 9, 5；Br II, 341。
226参见黑格尔：《关于色彩学的两篇论文》（Zwei Aufsätze zur Farbenlehre）。黑格尔明确探讨了舒尔茨的论著《论生理学视觉与色彩现象》（Über physiologische Gesichts- und Farbenerscheinungen）（GW 15, 255–276, 305–309）。
227施密特-德尔布吕克：《利奥波德·冯·亨宁》（Leopold von Henning），122。
228F. 弗斯特于1823年9月4日致歌德的信。载于：GSA 28/103, Bl. 293。
229《纽伦堡信使报》，1859年11月4日，1。
230珀格勒（编）：《黑格尔在柏林》（Hegel in Berlin），180。
231Ebd.，178。
232参见 《黑格尔柏林时期的艺术经验与文化政策》（Kunsterfahrung und Kulturpolitik im Berlin Hegels）。奥托·珀格勒与安内玛丽·盖特曼-西费特编。汉堡 2016。
233齐默尔曼：《卢特与韦格纳》（Lutter & Wegner），78。
234亦参见海因里希·施蒂姆克：《亨丽埃特·松塔格：生平与时代画卷》（Henriette Sontag: Ein Lebens- und Zeitbild）。柏林 1913，268。
235参见 TWA 15, 557 f.。
236参见其在如下论著中的附注：G. W. F. 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授课：柏林1819/20。由约翰·鲁道夫·林吉尔记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Natur. Berlin 1819/20. Nachgeschrieben von Johann Rudolf Ringier.）。马丁·邦德利与呼·南姆·泽尔曼编。汉堡 2002（黑格尔：《自然哲学林吉尔听课笔记》（Ringier-Nachschrift Naturphilosophie）），214。
237参见黑格尔：《论改宗者》（Ueber die Bekehrten）（GW 16, 1 ff.）
238形成了与古茨科在一起的《全面教学纲要》读者圆圈。路德维希·伯尔纳在柏林与黑格尔相见。
239卡尔·古茨科：《柏林的小栗树林》（1869）。载于同氏：《自传体小品与回忆录》。明斯特 2018（= 古茨科著作与书信集。自传体著作；3），113。
240海因里希·劳伯：《黑格尔在柏林》。载于同氏：《新旅行小说》。Bd. 1。曼海姆 1837，414。
241约翰·海因里希·迈耶：《新德意志宗教-爱国艺术》。载于：《论莱茵河与美因河地区的艺术与古代》 1 (1817)，Heft 2（= Reprint Bern 1970），7 ff。
242DHA 8/1, 148。
243参见路德维希·阿希姆·冯·阿尔尼姆：《德意志圆桌社文本》。斯特凡·宁豪斯编，图宾根 2008，8。
244约瑟夫·纳德勒：《德意志部族与地域文学史》。Bd. 4。雷根斯堡 1928，58。
245劳伯：《黑格尔在柏林》，379 f。
246古茨科：《小栗树林》，94 f。
247对此详见乔恩·斯图尔特：《约翰·路德维希·海贝格与黑格尔在丹麦接受史的开端》。载于：《黑格尔研究》 39 (2005)，141 ff。
248布拉特拉内克：《青年德意志》，7。
249歌德向米尔德献赠了一本他的《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和一首四行诗（参见 H. 施奈德：《黑格尔与勒塞尔》，46；WA I, 5, 2, 165 f.；同氏：WA I, 4, 272）。
250参见赫尔穆特·施奈德：《黑格尔美学的新文献》。载于：《黑格尔研究》 19 (1984)，29；Br IV/1, 205 f.——黑格尔听了卡塔拉尼的三场音乐会。
251参见沃尔夫冈·韦尔施：《为什么黑格尔如此推崇罗西尼——而对贝多芬甚至只字未提？》（手稿）。此处阐述的评判遵循该解读。
252参见 ebd., 9。
253参见 ebd., 7 f。
254布拉特拉内克：《青年德意志》，7。
255利奥内尔·冯·多诺普：词条“施纳塞，卡尔”。载于：《德意志通用传记》 32 (1891)，67。参见亨里克·卡尔格：《弗朗茨·库格勒与卡尔·施纳塞——确立“普通艺术史”的两个方案》。载于：《弗朗茨·特奥多尔·库格勒：德国艺术史家与柏林诗人》。米歇尔·埃斯帕涅、贝内迪克特·萨瓦与塞利娜·特劳特曼-瓦勒编。柏林 2010，83 ff。
256G. W. F. 黑格尔：《美学讲授课。阿道夫·海曼听课记录（1828/1829）》。阿兰·帕特里克·奥利维耶与安内玛丽·格特曼-西费特编。慕尼黑 2107，37。
257舒尔茨枢密顾问官作为索利和黑格尔的朋友，强调了该藏品的巨大意义；参见奥古斯特·冯·歌德：《旅行日记 1819》，236。
258奥托·珀格勒：《哲学家与画家：黑格尔与克里斯蒂安·克塞勒》。载于同氏与格特曼-西费特（编）：《艺术经验与文化政策》，351 ff。
259起初原本应由劳赫来雕刻这尊胸像，但他不堪重负，便将委托转交给了其弟子维希曼。
260参见 H. 施奈德：《黑格尔与霍托在丢勒庆典上》。黑格尔为了筹备丢勒庆典，特意派遣霍托和甘斯前往纽伦堡、班贝格和波默斯费尔登。
261HBZ 453。参见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鲁莫尔：《烹饪艺术的精神》。沃尔夫冈·克彭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78。
262在黑格尔的《美学讲授课》中多次谈及于此。鲁莫尔对艺术史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并与希尔特和瓦根一同参与了柏林国家画廊的建设，u.a. 包括从意大利采购作品。
263珀格勒（编）：《黑格尔在柏林》，147。
264格奥尔格·冯·布夸：《国民经济理论》。莱比锡 1815。
265参见 ebd., 256, 312, 313。
266阿尔弗雷德·迈斯纳：《日记：蒙莫朗西的两座隐修庐》。载于：《边境信使：政治与科学杂志》 6 (1847)，Bd. III，290。
267《玉娇梨，或双表姐：一部中国小说。附有作为序言的中国与欧洲小说之比较》。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米萨法译德本。斯图加特 1827。
268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米萨：《老子生平与思想论略》。巴黎 1823。黑格尔试图阐述《道德经》（《Daodejing》）的基本思想，并看到了道（Dao）、逻各斯与理性之间的相似性。
269两人正如阿贝尔-雷米萨和库赞一样，都是《地球报》杂志的撰稿人，该刊属于黑格尔的常读书物。
270卡尔·W. E. 马格尔：《近代与最新时期的法国国民文学史（1789—1837）》。第二部。Bd. 2。柏林 1839，304。受黑格尔影响的马格尔曾能动地作为学校教育家与文学研究者工作。黑格尔在其美学讲授课中提及了福列尔编订的希腊民歌集（TWA 13, 368）。
271拜尔：《思考与顾虑》，221 f。
272经黑格尔提议，他荣获柏林科学院奖项。布鲁诺·鲍威尔：《论康德哲学中美的原则》。
273黑格尔：《海曼听课记录·美学》，XXVII。
274《纽伦堡信使报》，1822年3月27日。
275BR VI/1, 170, 346。关于本蒂洛斯：约翰内斯·塞奥多拉科普洛斯：《黑格尔与约翰内斯·本蒂洛斯》。载于：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编）：《斯图加特黑格尔日》（《黑格尔研究副刊 11》），波恩 1974。
276斯特法妮·格吕内：“‘我将显现（出席）’。黑格尔”。来自柏林洪堡大学大学档案馆的关于黑格尔学术作用性文献。载于：《黑格尔研究》 38 (2003)，17 f。
277参见 HBZ 245 ff.；265, 273 ff., 281 ff., 292, 324, 375 ff., 421。
278古茨科：《小栗树林》，109。
279赫尔曼·格洛克纳：《约翰·爱德华·埃德曼》。斯图加特 1932，9。
280F. 尼采：《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学》（1886—1887）。载于同氏：《著作集》 VI/2，134。
281参见沃尔克·格哈特、莱因哈德·梅林与雅娜·林德特：《柏林精神：截至1946年的柏林大学哲学史。兼论洪堡大学的现状》。柏林 1999，61。
282法尔兴费尔特：《法恩哈根与黑格尔》，159。
283参见 GW 11, 21。TWA 9, 26——“永恒是绝对的当下，是没有前后之分的现在”。
284关于新逻辑学，参见关于《逻辑科学》的章节。
285参见1830年《全面教学纲要》的编者说明，GW 20, 578 ff。
286卡尔·罗森克兰茨：《从马格德堡到柯尼斯堡》。柏林 1873，188。
287戈特洛布·弗雷格的概念理解落后于黑格尔。参见弗雷格：《概念文字：一种按算术语言构想的纯粹思维活动的符号语言》。哈勒 1879。
288参见关于《逻辑科学》的章节。
289参见 TWA 10, 424 f.。在听课笔记小册中，绝大部分内容与纲要本相同，只是更为详尽。
290关于黑格尔对经验论的阐释，参见扬尼斯·科扎察斯：《黑格尔对经验论的批判》。慕尼黑 2016。
291参见 TWA 10, 175 f。
292参见黑格尔：《林吉尔听课记录·自然哲学》，199。那里有关于黑格尔这门第一堂自然哲学讲授课的更多信息，197 f。
293参见迪特·万德施奈德：《自然哲学》，班贝格 2008，23 ff。
294参见沃尔夫冈·诺伊泽尔：《黑格尔私人藏书中的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文献》。载于：《黑格尔与自然科学》。迈克尔·约翰·佩特里编。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87。
295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授课。柏林 1823/24。K. G. J. 冯·格里斯海姆听课记录》。吉尔·马尔马斯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000，234（黑格尔：《格里斯海姆听课记录·自然哲学》）。
296G. W. F. 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授课。柏林 1825/26。海因里希·威廉·多弗听课记录。》卡罗尔·巴尔、吉尔·马尔马斯、托马斯·波施与克劳斯·维韦格编。汉堡 2007（黑格尔：《多弗听课记录·自然哲学》），179。
297对此详见：克里斯蒂安·伊利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自然哲学导论（口头附释》），《哲学与伦理学教学法杂志》，1/99。
298参见 TWA 18, 358 f。
299黑格尔大概指的是休谟的《人性论》（《Traktat über die menschliche Natur》）；那里探讨的是归纳的缺陷，必然性仅被归于表象。
300参见黑格尔：《多弗听课记录·自然哲学》，9。
301参见作为《逻辑科学》中逻辑范畴的生命。
302参见 TWA 13, 163 f。
303参见 TWA 9, 38。
304TWA 14, 54。
305参见 GW 20, 444 f.；TWA 10, 252 f.；这是附释可靠性的一个佐证。那种声称在黑格尔看来空间与时间属于现实世界，是“自然的实在性”，因此在《自然哲学》中加以论述的主张是错误的；参见《黑格尔〈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30）：纲要评注》。沃尔夫冈·诺伊泽尔 u.a. 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000，157 f。
306参见 TWA 10, 252。
307参见 GW 21, 355 f.。黑格尔还提到了维勒翻译的贝尔塞柳斯的主要著作。存在论逻辑的这一章标题为：《贝托莱论化学选择亲和力与贝尔塞柳斯的理论》。其中也涉及化学亲和性与选择亲和力。黑格尔同样参考了耶利米亚·本亚明·里希特、恩斯特·戈特弗里德·费舍尔与吉顿·德·莫沃的相关研究。对此详见：迪特里希·冯·恩格尔哈特：《黑格尔与化学：约1800年前后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研究》。许特根瓦尔德 1976。
308赫尔德在《上帝》的第二版（1800）中使用了“选择吸引”（Wahl-Anziehung）这一名称。
309歌德：1809年9月4日刊于《有教养阶层晨报》上的《亲和力》作者自荐书。载于：《歌德著作集·汉堡版》。Bd. 6。汉堡 1968，621。参见1809年7月24日与里默的谈话。载于：ebd.：“自然科学中的伦理象征更富精神意趣，且更容易与诗歌、乃至与社会结合起来”。
310TWA 13, 384。
311黑格尔吸收了恩斯特·弗洛伦斯·弗里德里希·克拉德尼的著作《声音理论的发现》（1787）与《声学》（1802），以及朱塞佩·塔蒂尼的音乐理论论文《基于真正和声科学的音乐论》（1754）。
312关于恩斯特·弗洛伦斯·弗里德里希·克拉德尼：《声学教程》（1802），参见黑格尔：《林吉尔听课记录·自然哲学》，93，223 f.；关于朱塞佩·塔蒂尼：《基于真正和声科学的音乐论》（1754），参见黑格尔：《多弗听课记录·自然哲学》，124 f.，211；关于格奥尔格·约瑟夫·福格勒：《音响学与作曲术》（1776），参见黑格尔：《林吉尔听课记录·自然哲学》，92，223。福格勒曾是贾科莫·梅耶贝尔与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老师。
313关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u.a. 参见：《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斯图加特 1986；迈克尔·约翰·佩特里：《黑格尔与自然科学：经验性与思辨性自然认识之间的关系》。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与迈克尔·约翰·佩特里编。斯图加特 1987；迪特·万德施奈德：《空间、时间、相对性：黑格尔自然哲学视野中的物理学基本规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2；克里斯蒂安·施潘：《活的概念，被把握的生命：论G. W. F. 黑格尔有机体哲学的奠基》。维尔茨堡 2007；沃尔夫冈·诺伊泽尔：章节《自然哲学》。载于：《黑格尔〈哲学科学全面教学纲要〉（1830）：体系纲要评注》。赫尔曼·德吕［u.a.］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000，139 ff。
314格洛克纳：《埃德曼》，10。
315主要参见 GW 20, 381 ff。
316参见富尔达对黑格尔精神概念内容的阐释。载于同氏：《黑格尔》，162 ff。
317参见 ebd., 169。
318参见 ebd.。富尔达关于亚里士多德关联的论述参见 ebd., 174 f。
319参见 TWA 10, 34。
320关于主观精神学说，u.a. 参见：《心理学与人类学，或精神哲学》。弗朗茨·赫斯佩与布克哈德·图施灵编。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1；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黑格尔“主观精神哲学”中的人类学与心理学》。载于：《观念论作为表象理论？》拉尔夫·舒马赫编。帕德博恩 2001；迪克·施特德罗特：《黑格尔的主观精神哲学：一部比较评注》。柏林 2009；克劳斯·维韦格：《驾驭图画的温和力量：黑格尔关于想象力的哲学构想》。载于：《想象力的发明》。理查德·T. 格雷 et al. 编。西雅图 2010，87 ff。
321自由意志的其他可能代表并未被排除在外。
322参见 GW 12, 17 ff。
323关于对外部世界建立理论与实践关联乃是可能的这一非经验性前提预设，参见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是否存在自我意识的哲学问题？》。载于：《主观性理论》。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 u.a. 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90，220 ff。关于所谓自我意识的循环，参见关于《逻辑科学》的相应段落。
324黑格尔可被视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参见雅克·德里达：《深井与金字塔：黑格尔符号学导论》。载于：《哲学的边缘》。彼得·恩格尔曼编。维也纳 1988。
325参见关于艺术哲学的一节。
326G. W. F. 黑格尔：《精神哲学》。柏林 1845（=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著作集。往生者之友协会全集版；7/2），VII。
327格洛克纳：《埃德曼》，14。
328G. W. F. 黑格尔：《精神哲学讲授课。柏林 1827/28。约翰·爱德华·埃德曼与费迪南·瓦尔特听课记录》。弗朗茨·赫斯佩与布克哈德·图施灵编。汉堡 1994。
329Ebd., 222 f。
330Ebd., XXII ff., 224 f。
331Ebd., XXVIII。
332参见黑格尔：《瓦尔特-埃德曼听课记录·精神哲学》，7；TWA 7, 142 ff。
333参见关于自然哲学和艺术哲学的段落。
334TWA 10, 306。
335参见关于《法哲学》的一节。
336参见维韦格：《黑格尔的行动概念》，177 ff。
337例如对哥廷根普世历史学派（施勒策、黑伦）著作的吸收。
338参见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路德维希·西普：《作为历史目标的法权：因循康德与黑格尔的思考》。载于：《理性的法权：康德与黑格尔论思维活动、认识活动与行动》。克里斯泰尔·弗里克［u.a.］编。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95，355 ff。
339参见 GW 20, 523。此处亦指出了黑格尔主观精神学说中的承认条款。
340当下的一个范例是加入欧洲联盟的主要标准：具有民主宪制的国家以及对人权的尊重。当今的UNO体现了一种国家的结合。然而这些国家仅仅完成了形式-抽象的承认，绝非已经是一个自由国家联盟并在其中充分实现了内容-实质的承认。
341基于“伦理程度”，承认可能会失败：“因此欧洲人并不承认墨西哥人和秘鲁人”（黑格尔：《万嫩曼听课记录·法哲学》 339）。
342《世界历史哲学》属于“哲学国家学说的框架”，并且“作为科学、作为理论认识而言是可能的，其程度取决于世界历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理解为国家史，以及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理解为有机体”；只要国家是“意志的产物”，那么“目的论理念对于国家有机体而言就是构成性的，即不仅仅是认识根据，而是生存根据”；米夏埃尔·沃尔夫：《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有机体论：论黑格尔“国家科学”的概念与方法》。载于：《黑格尔研究》 19 (1985)，164。
343甘斯：《前言》，VIII f。
344Ebd.。这里的“目的”应在席勒的意义上（参见同氏：《什么是普遍历史，为何要研习它？》耶拿 1789）来理解。
345TWA 12, 76 f。
346格洛克纳：《埃德曼》，10。
347参见克劳斯·维韦格：《反对“碎裂为断点的历史”：论在《科学批判年鉴》（1827—1832）中关于历史之理解的争论》。载于：扬默（编）：《科学批判年鉴》，489 ff。
348参见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黑格尔的历史、世界精神与世界历史》。载于：《国际辩证哲学学会年鉴·黑格尔学会 II》 (1986)，70。
349关于作品概念，参见维韦格：《精神动物王国》，206 ff。
350罗伯特·皮平：《自由的实现》。《作为现代性话语的观念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与纽约 2005，16。
351参见皮平：《Hegel’s Practical Philosophy.》
352参见富尔达：《黑格尔的历史、世界精神与世界历史》，70 f。
353富尔达：《黑格尔的历史、世界精神与世界历史》，73。
354Ebd.。
355“对传记的兴趣［……］似乎直接与普遍目的相对立，但传记本身以历史世界为背景，个体深陷于这一背景之中；即便是主观独创性、幽默诙谐等，也对那重意蕴有所呼应，并藉此提升其趣味”（GW 20, 527）。
356参见 TWA 12, 23；亦见黑格尔对经验论的立场（GW 20, 75 ff.）。
357G. W. F. 黑格尔：《历史哲学。海曼听课记录》（1830/31冬季学期）。克劳斯·维韦格编。慕尼黑 2005，32。
358参见 TWA 12, 83 ff., 76, 34 f。
359TWA 12, 77。
360参见 ebd.。
361新兴的个人个体性原则其界限在于：最终的意志决断并未置入自身的主观性之中，并且一种根本性的不一致依然存在。
362这暗示了伦理生活的死亡，以及所有单个个体降格为私人、沦为仅凭任意聚合在一起且享有形式法权的平等者。各民族的个体性沉沦于罗马“万神殿”的统一之中。
363参见 GW 16, 290 ff。
364拉尔夫·博伊坦为黑格尔辩护、抵御欧洲中心主义指责做出了深刻论证，参见其：《黑格尔之后的跨文化哲学》。载于：《韩国黑格尔学会黑格尔研究》，Bd. 42 (201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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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参见 GW 22, 33；德翁特：《文献》，71 ff。
367参见贝恩德-因戈·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斯蒂格利茨：一座纪念碑。第一部分》。奥尔拉河畔诺伊施塔特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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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黑格尔：《海曼听课记录·历史》，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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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参见奥托·珀格勒：《黑格尔美学与柏林画廊的构想》。载于：《黑格尔研究 31》 (1996)。
378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欣里希斯：《关于歌德〈浮士德〉的美学讲授课：作为对承认科学艺术批判的贡献》。哈勒 1825；同氏：《古代悲剧的本质：在美学讲授课中总体针对索福克勒斯的两部俄狄浦斯戏剧尤其是安提戈涅的具体阐述》。哈勒 1827。
379参见 HBZ 630；GW 22, 138。
380歌德致赖因哈德，1809年12月31日。载于：《歌德与赖因哈德》，108。
381参见 TWA 13, 389；安内玛丽·格特曼-西费特：《黑格尔美学导论》。慕尼黑 2005。
382参见 TWA 13, 392；黑格尔：《海曼听课记录·美学》，37 ff。
383GW 15, 278。亦参见 TWA 11, 557。
384富尔达：《黑格尔》；维韦格：《驾驭图画的温和力量》。
385保罗·塞尚在与约阿希姆·加斯凯的谈话中，将所见的自然（外在的自然）与所感知的自然（内心的自然）理解为相互渗透的“平行文本”；保罗·塞尚：与约阿希姆·加斯凯的谈话（约1900）。载于：《风景画》。维尔纳·布施编。柏林 1997，324。
386参见沃尔夫冈·韦尔施：《感性：亚里士多德感觉学说的基本特征与前景》。斯图加特 1987，特别参见 140 ff。
387参见 TWA 10, 259。相反，直观的空间和时间是特殊性，受制于事情即对象的直接当前临在。这种外在的时空以牺牲意蕴的最初规定性为代价而消解，该意蕴在我的图象形态中可能经历任意的和偶然的改变。
388这些图象虽然是理智的私产，它们带有“不可转让”属于我的法权名分，但尚未处于我的实际占有之中；尚缺乏任意地唤起这些“沉睡”图象的能力。
389TWA 8, 83。自我乃是抽离了一切特殊者的普遍者，但一切事物又同时隐蔽地潜藏于其中，是抽象的普遍者与在自身中包含着一切的普遍性。参见 GW 20, 446 f.；TWA 10, 260 f。
390参见 GW 20, 450。
391参见大卫·休谟：《人性论》。汉堡 1989，21。
392Ebd., 38。
393参见德里达：《深坑与金字塔》；克劳斯·维韦格：《图像性与概念：黑格尔论表象语言向概念语言的扬弃》。载于：《黑格尔与尼采：一场文学-哲学的相遇》。同氏与理查德·T. 格雷编。魏玛 2007，8 ff。
394参见黑格尔：《海曼历史听课笔记》，48 f。
395TWA 13, 22。
396参见维韦格：《黑格尔的行动概念》（Hegels Handlungsbegriff）。
397关于世界历史与艺术形式历史的结构，见如下图型：
	东方世界
	古代世界
	现代世界

	排他性的“一人”的自由
	排他性的“特殊者”的自由
	一切“特殊者”的自由

	‹一人›的自由
	‹少数人›的自由
	‹所有人›的自由

	自然王国
	美之王国
	自由王国

	象征型艺术
	古典型艺术
	浪漫型艺术

	自然的精神性
	美的精神性
	自由的精神性

	理念与形态的不相适应性
	相适应性
	不相适应性



398G. W. F. 黑格尔：《艺术哲学或美学。据黑格尔。1826年夏。弗里德里希·卡尔·赫尔曼、维克托·冯·克勒听课记录》。安娜玛丽·格特曼-西费特与贝尔纳黛特·科伦贝格-普洛特尼科夫编。慕尼黑 2004，70。
399参见关于宗教哲学的一节。
400黑格尔将东方的内在性与欧洲浪漫主义的内在性相对比，后者虽保留了东方内在性的环节，但更加聚于自身、过于自私自利，倾向于忧郁、感伤与依赖感（参见黑格尔：《克勒美学听课笔记》，93 f.）。
401TWA 12, 308。
402黑格尔：《克勒美学听课笔记》，116。从这一处可以清楚看出，黑格尔强调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交织，以及他赋予偶然性思想、现代世界及其具象化形式中的“偶然定在的方式”以何等重要的地位，从自然演化中的偶然性角色，一直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尤其是艺术中的偶然性。
403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全集》（MEW）。第1卷，382。
404TWA 13, 20。
405Ebd., 24, 141, 113。
406Ebd., 24, 142。
407作为现代原则之形态的浪漫型（GW 14, 109 ff.）。
408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艺术哲学讲演录》。安娜玛丽·格特曼-西费特编。汉堡 2003（霍托美学听课笔记），169。关于黑格尔哲学中的“非美”：弗朗切斯卡·伊安内利：《现代的印记：黑格尔在美学讲演录中对丑的规定及其在黑格尔派中的接受》。慕尼黑 2007。
409参见 TWA 14, 242。
410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 II》。乔治·科利与马齐诺·蒙蒂纳里编。慕尼黑 1999（=《全集》；2），424 f.。参见克劳斯·维韦格：《作为文学-诗性怀疑的喜剧性与幽默：黑格尔与劳伦斯·斯特恩》。载于：《怀疑与文学想象》。同氏与贝恩德·许普奥夫编。慕尼黑 2003，63 ff。
411TWA 15, 233。
412TWA 14, 231；GW 28/1, 179。
413参见黑格尔：《海曼美学听课笔记》，尤见 XXII ff.，31—43，204。
414Ebd., 39 ff。
415参见 ebd.，43。
416幽默亦可在悲剧中觅得；黑格尔提及了《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理查三世》。
417参见 TWA 14, 231。
418参见托马索·皮耶里尼、格奥尔格·桑斯、皮耶路易吉·瓦伦扎与克劳斯·维韦格：《绝对者与神圣者：黑格尔的基督教神学》。罗马 2010。
419黑格尔：《评格舍尔：关于无知与绝对知识在与基督教信仰认识之关系中的警句》（GW 16, 188 ff.）。格舍尔将黑格尔视为其崇敬的哲学导师、他的‹尊崇大师›（GW 16, 470）。
420尼安德将黑格尔哲学视为异端邪说。
421亨斯滕贝格阻碍了神学家、黑格尔追随者威廉·法特克的仕途。
422参见奥古斯特·托卢克：《论罪与调解者的学说，或怀疑者的真正献身》。汉堡 1825。黑格尔论托卢克：GW 20, 15 ff.，557 ff.。亦参见 Br IV/2, 60 f。
423马海内克在往生者之友协会版中负责编辑出版《宗教哲学》；TWA 16与17。
424对宗教理解的争议性解释构成了日后黑格尔学派分裂的最重要原因。
425参见弗里德里克·席克：《论黑格尔1821年宗教哲学手稿中特定宗教形态的逻辑》。载于：《系统神学与宗教学新刊》 55 (2013)，第4期，407 ff.；弗里德里希·赫尔曼尼：《论神圣之物的工作：黑格尔论宗教意识的演进》。载于：《德国观念论中的宗教与诸宗教：施莱尔马赫—黑格尔—谢林》。同氏等编。图宾根 2015，155 ff。
426对此详见关于艺术哲学的一节。
427参见 GW 20, 551 ff. 关于第566节至第571节中的下列段落。
428参见 GW 20, 552。详见关于三位一体的一节。
429类似于《逻辑学》中逻辑规定的次序与各哲学的历史先后次序之间的关系。
430参见关于客观精神的一节（黑格尔的《法哲学》）。
431参见席克：《论特定宗教形态的逻辑》。参见 D. F. 施特劳斯记录的黑格尔宗教哲学听课笔记（1831）。载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瓦尔特·耶什克编。汉堡 1983（=《讲演录：精选听课记录与手稿》；3），352（黑格尔：《施特劳斯宗教哲学听课笔记》）。
432参见 GW 20, 382 f.；亦见关于精神概念的一节。
4331827年第二版中缺失的关于推论学说的考量，黑格尔于1830年重新收入《全面教学纲要》第三版。在黑格尔关于上帝存在证明的讲授课中，这些证明被阐述为推论。
434参见 G. W. F.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特定宗教》。瓦尔特·耶什克编。汉堡 1985（= G. W. F. 黑格尔：《讲演录：精选听课记录与手稿》；4a），33（黑格尔：《特定宗教听课笔记 宗教哲学 4a》），33以及同书 4b，662。
435参见关于《法哲学》的一节。
436《加拉太书》3, 26—29。
437参见 GW 20, 476 f。
438参见黑格尔：《施特劳斯宗教哲学听课笔记》，357。关于直观与表象的区别，参见克劳斯·维韦格：《亚里士多德的藏宝箱与图像的温柔权能：黑格尔关于想象力的哲学构想》。载于：《自然与精神：论其演化关系的规定》。同氏与克里斯蒂安·特韦斯编。柏林 2011，285 ff。
439若未能满足此前提条件（Conditio），则非真正的宗教，而是迷信、伪宗教或对宗教性的扭曲。
440亦参见 TWA 16, 139 ff。
441参见关于《现象学》以及关于主观精神学说的各节。
442黑格尔：《柏林就职演说》 GW 18, 9 ff；TWA 10, 403；TWA 13, 127。
443参见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509。其中一位决疑论者曾顺理成章地指出，如果“一只老鼠吃掉了祝圣过的圣体，从而在其腹内包藏了主的真正活的身体，那么天主教徒就必须在这只老鼠面前下跪顶礼膜拜”（同上）。当时听黑格尔讲课的圣黑德维希教堂副总铎向宗教文化大臣阿尔滕施泰因控告了黑格尔。黑格尔于1826年4月3日发表声明对此作出回应：《关于公然诋毁天主教指控的声明》（TWA 11, 68 ff.）。
444参见克劳斯·维韦格：《皮浪作为“希腊的佛教徒”：黑格尔视域中的东方性与印度佛教》。载于：维韦格：《怀疑与自由》，335 ff。
445黑格尔的学生卡罗尔·利贝尔特凭借一篇泛神论论文在黑格尔评议意见的基础上斩获柏林科学院奖项，并撰写了博士论文《论泛神论》（De Pantheismo）。
446根据卡里斯托斯的安提柯与第欧根尼·拉尔修，皮浪作为亚历山大的随行人员将印度导师的思想带到了希腊，并随后将其与希腊的幸福观念相结合。参见埃弗拉德·弗林托夫：《皮浪与印度》（Pyrrho and India）。载于：《实践：古代哲学杂志》（Phronesis. A Journal of Ancient Philosophy） 25 (1980)，91 ff.。弗林托夫指出了印度精神与原初皮浪主义之间的亲缘性：a) ‹宁静的意识（the tranquil consciousness）›，即皮浪式的宁静（ataraxia, adiaphoria, aphasia）；b) 二律背反-等力性的论证方式；c) 四句分别的论证形式；d) 无为（Apragmosyne）；以及 e) 流浪的生活方式（vagrancy）。沃尔夫冈·韦尔施在近来的一篇论文中阐述了禅宗大师道元与塞克斯图斯思想形式之间的亲缘关系；参见沃尔夫冈·韦尔施：《论怀疑与相对性在塞克斯图斯、黑格尔与道元思想中的角色》。载于：《哲学的自由一面：黑格尔视域中的怀疑论》。布雷迪·鲍曼与克劳斯·维韦格编。维尔茨堡 2006，71 ff.。尼采将皮浪视为希腊的佛教徒与虚无主义者；参见弗里德里希·尼采：《遗稿残篇 1887—1889》（=《考订版全集》；13），277。尼采写道：“顶点皮浪。达到佛教阶段”；“虽为希腊人却是个佛教徒，本身就是一个佛陀”；同上，265，347。
447“思维活动必须是自为的，在其自由中达致实存，脱离自然之物，并从对直观的沉溺中挣脱出来。[……] 哲学的真正开端始于：绝对者不再作为表象存在，而是自由的思想不仅思考绝对者，[而且]把握其理念”（TWA 18, 116）。
448TWA 19, 519。
449参见 TWA 18, 147 ff.；TWA 10, 379 ff.。 “东方哲学乃是宗教哲学；并且应当指出根据，为何将东方的宗教表象同样视作哲学更为切近”（TWA 18, 138）。
450TWA 16, 374。
451在近代哲学随笛卡尔以自由、抽象思维活动的原则拉开序幕，哲学的根基得以重新浇铸之后，受犹太思想启发的斯宾诺莎思想便显现为“东方的一次回响”。黑格尔写道：“东方的直观[……]被直接拉近并引入欧洲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被引入欧洲的、笛卡尔式的哲思”（TWA 20, 158）。
452Ebd., 164。
453TWA 18, 84。
454HBZ 235。这段轶事流传着三个版本，其中两个版本出自海涅，一个出自斐迪南·拉萨尔；参见 HBZ 233 ff。
455DHA 8/1, 17。
456参见富尔达：《黑格尔》，254 f。
457关于黑格尔将国家视为三个推论构成的整体之定理，参见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366 ff。
458汉斯·弗里德里希·富尔达证实了这一点；参见同氏：《黑格尔关于哲学体系的先后次序与逻辑思想发展的各阶段相同的论点》。载于：《黑格尔与哲学史》。迪特马尔·H. 海德曼与克里斯蒂安·克里宁编。达姆施塔特 2007，4 ff.；修订版（2014）见海德堡大学 H. F. 富尔达主页。
459参见 TWA 18, 320。
460参见关于《逻辑学》开端的一节。
461黑格尔认为，停滞阶段或倒退之所以可能，乃是试图‹使伟大原则变得贫乏›并‹扼杀鲜活关节点›的尝试。
462参见雅默（编）：《科学批判年鉴》。
463Ebd., 7 ff。
464参见维韦格：《反对“崩解为离散碎点的历史”》，490 ff。
465参见黑格尔：《索尔格书评》（GW 16, 77 ff.）。黑格尔曾作为专业审订者参与了该版本的出版。对此亦参见 GWA 16, 463 ff. 与 527 ff。
466参见法伊尔兴费尔特：《法恩哈根与黑格尔》，163 f。
467对这篇书评令人满意的全面阐发尚付阙如。在浪漫主义批判中，黑格尔立足于《逻辑学》与《法哲学》中的论证。关于索尔格等，参见：《索尔格哲学纲要》。安妮·拜约与米尔德丽德·加兰-辛科维亚克编。苏黎世与柏林 2014；米里亚姆·比嫩斯托克：《黑格尔与索尔格》（Hegel et Solger）。载于：《K. W. F. 索尔格的美学：象征、悲剧与反讽》。安妮·拜约编。图松 2002，99 ff.；雷莫·博代伊：《作为历史现象的早期浪漫主义与黑格尔分析中的索尔格哲学》。载于：《Aut-Aut》，1967；弗朗切斯科·坎帕纳：《诗的分类：K. W. F. 索尔格文学体裁诗学中的形而上学与美学》（Die Einteilung der Poesie. Metafisica ed estetica nella poetica die generi letterari di K. W. F. Solger）（博士论文，帕多瓦 2012）。
468参见法伊尔兴费尔特：《法恩哈根与黑格尔》，163 f。
469对约翰·爱德华·埃德曼《作为教义学与宗教哲学导论的信仰与知识讲演录》的书评。载于：ALZ（1838年6月），第102期，216。
470GW 16, 65。参见富尔达：《黑格尔》，172 f.；维韦格：《自由的思维活动》，254 f。
471参见富尔达：《黑格尔》，181。
472参见[海因里希·利希滕施泰因：]《柏林歌唱学院史：附其建院五十周年庆祝典礼纪要及全体会员字母顺序列名表》。柏林 1843，15：“黑格尔教授夫人 1826—1830”。
473参见关于黑格尔旅行的段落。
474卡尔·恩斯特·舒巴特与 K. A. 卡尔加尼科：《论一般的哲学，尤论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柏林 1829。
475苏尔皮茨·布瓦瑟雷致歌德，1828年1月16日。载于：同氏：《与歌德书信集》。第2卷。斯图加特 1862，499 f。
476阿道夫·格拉斯布伦纳：《柏林的吃喝与生活常态》（Berlin wie es ist und trinkt）。柏林 1835，5。
477参见 GW 20, 569 ff.。关于修改的详情参见 GW 20, 594 ff。
478阿尔森尼·古利加：《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莱比锡 1980，251。
479参见罗森克兰茨：《作为德国民族哲学家的黑格尔》，333。
480弗斯特寄给歌德的一份包裹中包含“泪瓶，装满了在庞贝采得的基督之泪（Lagrime Christi）”。弗斯特还撰写了一首诗《致歌德：附一小瓶基督之泪》（F. C. 弗斯特致歌德，1831年8月5日。载于：GSA 28/320，Bl. 7 f.，12）。
481古茨科夫：《栗树林》，113。
482参见 Br IV/1, 359。该肖像图见于舒姆：《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肖像集》，35。
483参见1829年10月27日与11月29日《纽伦堡信使报》。
484法恩哈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本“反黑格尔之作”（歌德语）乃是一位连黑格尔哲学字面皮毛都不懂的作者出于卑鄙自私而炮制的令人作呕、充满诽谤的产物（Br III, 409 f.）。黑格尔驳斥了舒巴特源自伪善狂热基督教的恶毒指控。
485罗森克兰茨：《作为德国民族哲学家的黑格尔》，149。
486参见 TWA 11, 566。
487他在1830/31年冬季学期与1831年夏季学期旁听了其父的讲授课（参见诺伊豪斯：《卡尔·黑格尔纪念册》，56）。逻辑学与世界历史哲学的讲授课作为听课记录流传至今。
488黑格尔：《海曼历史听课笔记》，228 f。
489Ebd., 239。
490关于《英国改革法案论》争论的良好概述，参见《政治与历史：论黑格尔〈改革法案〉著述的意图》。克里斯托夫·雅默与伊丽莎白·魏塞尔-洛曼编。波恩 1995（=《黑格尔研究》增刊；35）。
491卡尔·弗里德里希·拜梅（早期的普鲁士改革者之一、《卡尔斯巴德决议》的明确反对者）对黑格尔的文章表示赞同；参见赫尔穆特·施耐德：《黑格尔1830/31年政治思想文献》。载于：《黑格尔研究》 11 (1976)，81 ff。
492参见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泽：《普鲁士历史散页》。第4卷。莱比锡 1869，160。
493其他国家的处境亦受到探讨。黑格尔不仅熟知伦敦的赤贫，亦熟知纽伦堡与柏林的赤贫。
494参见 TWA 12, 312。
495参见格洛克纳：《埃德曼》，10。
496一家于1829年在十字山南坡开业的露天啤酒花园，距“小城堡”不远；黑格尔一家在那儿办了长期季票。
497参见拜尔：《思维与反思》，233。
498参见施密特-德尔布吕克：《利奥波德·冯·亨宁》，148。
499参见拜尔：《思维与反思》，253。
500请柬图片参见：弗里德海姆·尼科林：《从斯图加特到柏林：黑格尔的人生驿站》。载于：《马尔巴赫杂志》。特刊 56/1991，83。
501沃尔夫冈·勒菲弗尔：《关于黑格尔十字山避暑寓所的地方史史料》。载于：《黑格尔：自然与精神》。安德烈亚斯·阿恩特与沃尔夫冈·菲尔蒙德编。波鸿 1988。
502对此应当以相应的讲授课文本为根据。
503拜尔：《思维与反思》，225。
504死因迄今未明。关于其逝世的前后情形与追悼会，参见 HBZ 457 ff.，670 ff。
505黑格尔：《施特劳斯法哲学听课笔记》，925。
参考文献

本参考文献无法提供一份关于黑格尔文献的完整目录。它汇集了正文中提及的著作与论文，此外还包括一系列关于黑格尔全部著作的精选研究。首先列出的是黑格尔的第一手文献以及若干书目，它们为浩如烟海的黑格尔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概览。随后是其他第一手文献以及二手文献。
第一手文献——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所使用的著作版本与讲授课听课记录如下：
著作集

《全集》（Gesammelte Werke）。与德国科学基金会联合，由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编，汉堡 1968 ff。
《二十卷本著作集：理论著作集。以1832—1845年著作为基础。新编版》。埃娃·莫尔登豪尔与卡尔·马库斯·米歇尔主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69 ff。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著作集：往生者之友协会全编本》。柏林 1832 ff。
讲授课听课记录

《讲演录：精选听课记录与手稿》。全17卷。汉堡 1983 ff。
第3—5卷：《宗教哲学讲演录》。
第6—9卷：《哲学史讲演录》。
第14卷：《法哲学讲演录》。柏林 1819/20。由 J. R. 林吉尔记录[林吉尔法哲学听课笔记]。
第16卷：《自然哲学讲演录。柏林 1819/20》。由约翰·鲁道夫·林吉尔记录[林吉尔自然哲学听课笔记]。
第17卷：《自然哲学讲演录。柏林 1825/26》。由海因里希·威廉·多弗记录[多弗自然哲学听课笔记]。
《法哲学讲演录 1818—1831》。卡尔-海因茨·伊尔廷编辑并评注。全4卷。斯图加特-巴特坎施塔特 1973 ff。
第1卷：客观精神。出自1817年海德堡《全面教学纲要》。根据 C. G. 霍迈尔讲授课听课记录的自然法与国家学。附黑格尔1818—1819年讲授课笔记[霍迈尔法哲学听课笔记]。
第2卷：1820年《法哲学》。附黑格尔1821—1825年讲授课笔记。
第3卷：法哲学。根据 H. G. 霍托1822/23年讲授课听课记录[霍托法哲学听课笔记]。
第4卷：法哲学。根据 K. G. 冯·格里斯海姆1824/25年讲授课听课记录[格里斯海姆法哲学听课笔记]；法哲学。根据 D. F. 施特劳斯1831年讲授课听课记录附黑格尔讲授课笔记[施特劳斯听课笔记]。
《自然法与国家学讲演录 海德堡 1817/18 附1818/19年讲授课补遗。由 P. 瓦嫩曼记录》。克劳迪娅·贝克尔等编，奥托·珀格勒导论。汉堡 1983 [瓦嫩曼听课笔记]。
《法哲学：1819/20年讲授课的一份听课记录》。迪特·亨利希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983 [布卢明顿听课笔记]。
《法哲学：K. L. 海泽记录的1822/23年讲授课听课记录》。恩斯特·席尔巴赫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 1999 [海泽听课笔记]。
《法哲学：1821/22年讲授课》。汉斯格奥尔格·霍佩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005 [基尔听课笔记]。
《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第18a卷，第1分卷：导论。历史中的理性。约翰内斯·霍夫迈斯特编。汉堡 1955。
《历史哲学：海曼听课记录（1830/1831年冬季）》。克劳斯·维韦格编。慕尼黑 2005 [海曼历史哲学听课笔记]。
《美学讲授课。柏林 1820/21》。赫尔穆特·施耐德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 1995 [阿舍贝格美学听课笔记]。
《讲演录：精选听课记录与手稿》。第2卷。《艺术哲学讲演录》。安娜玛丽·格特曼-西费特编。汉堡 2003 [霍托美学听课笔记]。
《艺术哲学：1826年讲授课》。安娜玛丽·格特曼-西费特、郑林权与卡斯滕·贝尔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2005 [冯·德·普福尔滕美学听课笔记]。
《艺术哲学或美学。据黑格尔。1826年夏》。安娜玛丽·格特曼-西费特与贝尔纳黛特·科伦贝格-普洛特尼科夫编。慕尼黑 2004 [克勒美学听课笔记]。
《美学讲演录：阿道夫·海曼听课记录（1828/1829）》。阿兰·帕特里克·奥利维耶与安娜玛丽·格特曼-西费特编。慕尼黑 2017 [海曼美学听课笔记]。
《宗教哲学讲授课》。赫尔穆特·施耐德编。波鸿 2017。
新发现的黑格尔手稿不断得以刊布，尤见于：
《黑格尔研究》（Hegel-Studien）（自1961年起）与《黑格尔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Hegelforschung）（自1995年起）。
黑格尔文献书目

Kurt Steinhauer (Hg.): Hegel. Bibliographie – Bibliography:
Bd. 1: (1802–1975). München, New York und London [u.a.] 1980.
Bd. 2: (1976–1991). München 1998.
连续书目：
Hegel-Studien. Bonn 1961 ff., ab 1998 ff. Hamburg.
Bulletin de Littérature Hégelienne (Beilage der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Paris 1970 ff.
研究文献概览亦可见于以下卷册（选目）：
Hans Friedrich Fulda: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München 2003.
Dean Moyar: Oxford Handbook of Hegel. Oxford und New York 2017.
Walter Jaeschke: Hegel-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Stuttgart und Weimar 2003.
Herbert Schnädelbach (Hg.): Hegels Philosophie. Kommentare zu den Hauptwerken (Bd. 1–3). Frankfurt a. M. 2000
《精神现象学》：
Klaus Vieweg und Wolfgang Welsch (Hg.):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Ein kollektiver Kommentar. Frankfurt a. M. 2008
《逻辑科学》：
Michael Quante und Nadine Mooren (Hg.): Kommentar zu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egel-Studien. Beiheft 67. Hamburg 2018.
Anton Friedrich Koch, Friedrike Schick, Klaus Vieweg und Claudia Wirsing (Hg.): Hegel – 200 Jahre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amburg 2014.
Paolo Giuspoli, Giovanni Castegnaro e Federico Orsini (Hg.): Logica oggetiva. Libro secondo. L’essenza (1813). Padova 2018. LI–L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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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恩特，恩斯特·莫里茨 (Arndt, Ernst Moritz)  360, 438, 440, 460, 463, 470
阿尔尼姆，阿希姆·冯 (Arnim, Achim von)  450, 453, 460, 549
阿斯特，约翰·雅各布 (Astor, Johann Jakob)  343
阿斯特，威廉·巴克豪斯 (Astor, William Backhouse)  343
阿斯韦鲁斯，古斯塔夫 (Asverus, Gustav)  20, 201, 420, 436, 438, 440, 457–464, 466, 565, 662
阿斯韦鲁斯，路德维希·克里斯托夫·斐迪南 (Asverus, Ludwig Christoph Ferdinand)  201, 244, 436
阿特伯姆，佩尔·丹尼尔·阿马德乌斯 (Atterbom, Pehr Daniel Amadeus)  550
阿提拉，匈人国王 (Attila, König der Hunnen)  560
奥古斯塔，黑森-霍姆堡公主 (Auguste, Prinzessin von Hessen-Homburg)  145
希波的奥古斯丁 (Augustinus von Hippo)  638
奥斯汀，简 (Austen, Jane)  417
奥滕里特，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Autenrieth, Christian Friedrich)  38
巴德，弗朗茨·冯 (Baader, Franz von)  654, 661
巴赫，约翰·塞巴斯蒂安 (Bach, Johann Sebastian)  545, 660
巴赫曼，卡尔·弗里德里希 (Bachmann, Carl Friedrich)  264, 310
培根，弗朗西斯 (Bacon, Francis)  651
巴格森，延斯·伊曼纽尔 (Baggesen, Jens Immanuel)  105, 109, 155
班克罗夫特，乔治 (Bancroft, George)  564
巴尔迪利，克里斯托夫·戈特弗里德 (Bardili, Christoph Gottfried)  62, 83, 97, 219, 224
巴特，夏尔 (Batteux, Charles)  46 f.
鲍威尔，布鲁诺 (Bauer, Bruno)  563, 633, 666
巴茨，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Baz, Christian Friedrich)  19, 39, 153, 175–177
比蒂，詹姆斯 (Beattie, James)  47–49, 93
贝克，海因里希 (Beck, Heinrich)  147
贝克尔，格奥尔格·约瑟夫 (Becker, Georg Joseph)  437
贝尔，阿玛莉 (Beer, Amalie)  450, 552
贝尔家族 (Beer, Familie)  551, 553
贝尔，海因里希 (Beer, Heinrich)  552 f., 565, 669
贝多芬，路德维希·凡 (Beethoven, Ludwig van)  451, 551–553, 562, 670
边沁，杰里米 (Bentham, Jeremy)  531
本蒂洛斯，约翰内斯 (Benthylos, Johannes)  564
贝尔格，约翰·埃里希·冯 (Berger, Johann Erich von)  152
巴克莱，乔治 (Berkeley, George)  47
贝尔勒普施，埃米莉·冯 (Berlepsch, Emilie von)  105
贝尔纳，格奥尔格·路德维希 (Bernard, Georg Ludwig)  69
伯恩斯坦，杰伊·M. (Bernstein, Jay M.)  24
贝托莱，克洛德-路易 (Berthollet, Claude-Louis)  577, 584
贝尔特拉姆，约翰·巴普蒂斯特 (Bertram, Johann Baptist)  429
贝采利乌斯，雅各布 (Berzelius, Jakob)  584, 655
比林，安德烈 (Billing, André)  69, 72 f.
布伦茨，威廉·亚历山大 (Blenz, Wilhelm Alexander)  452
布洛赫，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Bloch, August Friedrich)  453 f., 460
布洛赫，夏洛特·索菲 (Bloch, Charlotte Sophie)  450
布洛赫，恩斯特 (Bloch, Ernst)  609
布吕歇尔，格布哈德·莱贝雷希特·冯 (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von)  555
布卢门巴赫，约翰·弗里德里希 (Blumenbach, Johann Friedrich)  315
伯克，菲利普·奥古斯特 (Boeckh, Philipp August)  550, 568, 654
波墨，雅各布 (Böhme, Jakob)  168, 266, 651 f.
伯克，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Bök, August Friedrich)  74, 97
白尔尼，路德维希 (Börne, Ludwig)  609, 653, 655, 664
博恩，亚历山大 (Bohn, Alexander)  355, 445, 537
博恩，弗里德里希 (Bohn, Friedrich)  355
博恩，约翰娜·索菲亚 (Bohn, Johanna Sophia)  355 f., 422, 445 f., 537
布瓦瑟雷，梅尔希奥 (Boisserée, Melchior)  359, 429 f., 554
布瓦瑟雷，苏尔皮茨 (Boisserée, Sulpiz)  320, 348 f., 357–359, 415, 423, 425, 427, 429–431, 469, 554
博纳尔，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布鲁瓦斯·德 (Bonald, Louis-Gabriel-Ambroise de)  315
博普，弗朗茨 (Bopp, Franz)  566, 608, 654
鲍斯韦尔，詹姆斯 (Boswell, James)  321
鲍曼，路德维希 (Boumann, Ludwig)  592
鲍茨，迪尔克 (Bouts, Dirk)  359
布拉特拉内克，弗朗茨·托马斯 (Bratranek, Franz Thomas)  661, 663
布赖登施泰因，海因里希·卡尔 (Breidenstein, Heinrich Carl)  428
布伦塔诺，克莱门斯 (Brentano, Clemens)  152, 346, 450, 460
布赖尔，奥古斯塔 (Breyer, Auguste)  40, 71–73
布赖尔，卡尔·威廉·弗里德里希 (Breyer, Carl Wilhelm Friedrich)  106, 152, 414
老彼得·勃鲁盖尔 (Brueghel d. Ä., Pieter)  358
小彼得·勃鲁盖尔 (Brueghel d. J., Pieter)  358
布鲁诺，焦尔达诺 (Bruno, Giordano)  160, 173, 219, 266, 366, 606, 644, 651
比尔格，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 (Bürger, Gottfried August)  321
布尔 (Buhl)，酒农 (Winzer) 150
布夸，格奥尔格·弗朗茨·奥古斯特·冯 (Buquoi, Georg Franz August von)  558 f.
布克哈特，克里斯蒂亚娜·夏洛特·约翰娜，娘家姓菲舍尔 (Burkhardt, Christiane Charlotte Johanna, geb. Fischer)  255 f., 323, 355, 670
布施曼，约翰·卡尔·爱德华 (Buschmann, Johann Carl Eduard)  564
布特曼，菲利普·卡尔 (Buttmann, Philipp Karl)  449, 566
恺撒，盖乌斯·尤利乌斯 (Caesar, Gaius Iulius)  52
坎佩，约翰·海因里希 (Campe, Johann Heinrich)  45
卡尔加尼科，K. A. (Carganico, K. A.)  660
卡尔·欧根，符腾堡公爵 (Carl Eugen, Herzog von Württemberg)  31, 36
卡诺，拉扎尔 (Carnot, Lazare)  558
卡洛韦，弗里德里希·威廉 (Carové, Friedrich Wilhelm)  19, 23, 435–438, 440, 457–459, 461, 463 f., 563, 666
卡里耶，让-巴蒂斯特 (Carrier, Jean-Baptiste)  107
卡尔，让·雅克 (Cart, Jean Jacques)  19, 31, 113, 133–135, 146, 172, 174, 178, 238, 560
卡鲁斯，卡尔·古斯塔夫 (Carus, Carl Gustav)  655
卡鲁斯，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Carus, Friedrich August)  340
卡萨诺瓦，贾科莫 (Casanova, Giacomo)  562
卡塔拉尼，安杰利卡 (Catalani, Angelica)  551, 670
塞万提斯，米格尔·德 (Cervantes, Miguel de)  26, 51, 431, 613
沙米索，阿德尔贝特·冯 (Chamisso, Adelbert von)  508, 536, 550
商博良，让-弗朗索瓦 (Champollion, Jean-François)  608
夏多布里昂，弗朗索瓦-勒内·德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de)  561
克拉德尼，恩斯特·弗洛伦斯·弗里德里希 (Chladni, Ernst Florens Friedrich)  587
肖邦，弗雷德里克 (Chopin, Frédéric)  553
西塞罗，马库斯·图利乌斯 (Cicero, Marcus Tullius)  45, 132, 536
克拉克，约翰 (Clarke, John)  536
克莱斯，海因里希·大卫 (Cleß, Heinrich David)  42, 55, 78
科克里尔，约翰与詹姆斯 (Cockerill, John und James)  449
科尔布鲁克，托马斯 (Colebrooke, Thomas)  608
康斯特勃，约翰 (Constable, John)  620
康茨，卡尔·菲利普 (Conz, Karl Philipp)  44, 61–63, 70, 73
柯勒乔，安东尼奥·达 (Correggio, Antonio da)  358, 557, 615
科雷翁，儒勒 (Correvon, Jules)  564
科塔，伊丽莎白·玛丽·冯 (Cotta, Elisabeth Marie von)  669 f.
科塔，约翰·弗里德里希 (Cotta, Johann Friedrich)  98, 221 f., 253, 654, 669
库赞，维克多 (Cousin, Victor)  20, 437, 457, 463, 542, 560, 564
克拉纳赫，卢卡斯 (Cranach, Lukas)  358
克雷林格-施蒂希，奥古斯塔 (Crelinger-Stich, Auguste)  451, 547, 552, 670
克罗伊策，弗里德里希 (Creuzer, Friedrich)  431, 436, 456, 608
克罗伊策，莱昂哈德 (Creuzer, Leonhard)  91, 115, 124 f., 423–427
库萨的尼古拉 (Cusanus, Nicolaus)  160
居维叶，乔治 (Cuvier, George)  561, 577
达朗贝尔，让-巴蒂斯特·勒朗 (D’Alembert, Jean-Baptiste le Ronde)  181, 331
丹内克，约翰·海因里希 (Dannecker, Johann Heinrich)  71, 73, 105, 356
但丁·阿利吉耶里 (Dante Alighieri)  95, 167, 200, 548, 550, 557, 655
达尔文，查尔斯 (Darwin, Charles)  581
道布，卡尔 (Daub, Karl)  415, 423 f., 427 f., 437, 445, 572, 633, 654, 659
道默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Daumer, Georg Friedrich)  334–336, 339, 667
德韦特，威廉·马丁·莱贝雷希特 (De Wette, 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438 f., 441, 455, 459 f.
笛福，丹尼尔 (Defoe, Daniel)  332
德摩斯梯尼 (Demosthenes)  45, 536
德肖，汉斯·阿尔布雷希特·冯 (Derschau, Hans Albrecht von)  358 f.
笛卡尔，勒内 (Descartes, René)  108, 129, 158, 160, 266, 293, 444, 558, 561, 578, 644, 651 f., 656
德斯蒂·德·特拉西，安托万·路易·克洛德 (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Louis Claude)  561
德伊贝尔，弗朗茨·安瑟姆 (Deuber, Franz Anselm)  325
德夫连特，路德维希 (Devrient, Ludwig)  449, 545–547, 556
东特，雅克 (D’Hondt, Jacques)  31 f., 457
佳诺夫斯基，亚诺什 (Dianovsky, Janos)  203
狄德罗，德尼 (Diderot, Denis)  266, 292, 316, 331, 561
迪斯特，约翰·海因里希 (Diest, Johann Heinrich)  550
迪茨，伊曼纽尔·卡尔 (Diez, Immanuel Carl)  62, 64, 76, 79 f., 115, 123, 133 f., 344
狄尔泰，威廉 (Dilthey, Wilhelm)  662
迪克森，恩内·海伦 (Dirksen, Enne Heeren)  655
迪鲁夫，卡尔·雅各布 (Diruf, Carl Jakob)  319 f.
迪鲁夫，朱莉 (Diruf, Julie)  319 f.
迪津格，卡尔·弗里德里希 (Dizinger, Carl Friedrich)  177
多弗，海因里希·威廉 (Dove, Heinrich Wilhelm)  564, 577, 667
德莱斯，卡尔·冯 (Drais, Karl von)  418
德罗伊森，古斯塔夫 (Droysen, Gustav)  564
丢勒，阿尔布雷希特 (Dürer, Albrecht)  327, 349, 357 f., 415, 453, 555 f., 614, 631
杜滕霍费尔，雅各布·弗里德里希 (Duttenhofer, Jakob Friedrich)  38
杜滕霍费尔，卡尔·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Duttenhofer, Karl August Friedrich)  43, 73
埃尔曼“潘托尔菲”，约翰·克里斯蒂安 (Ehrmann «Pantolphi», Johann Christian)  152
艾兴多夫，约瑟夫·冯 (Eichendorff, Joseph von)  418, 425
艾希罗特，约翰·弗里德里希·冯 (Eichrodt, Johann Friedrich von)  424
艾马特，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 (Eimmart, Georg Christoph)  329
图林根的伊丽莎白 (Elisabeth von Thüringen)  557
埃尔泽瑟，卡尔·奥古斯特 (Elsässer, Carl August)  38
埃尔泽瑟，威廉明娜 (Elsässer, Wilhelmine)  40, 72 f.
恩培多克勒 (Empedokles)  167, 190, 550
恩德尔，纳内特 (Endel, Nanette)  106, 143 f., 146, 151, 670
爱比克泰德 (Epiktet)  44 f., 54, 95, 266, 276
埃德曼，约翰·爱德华 (Erdmann, Johann Eduard)  564, 566, 593
埃哈德，约翰·本雅明 (Erhard, Johann Benjamin)  115, 128, 138, 140, 251 f., 344
埃申迈尔，卡尔·奥古斯特 (Eschenmayer, Carl August)  72
埃申迈尔，路易莎·弗里德里克 (Eschenmayer, Louisia Friedericia)  175, 427
埃申迈尔，菲利普·克里斯托夫·海因里希 (Eschenmayer, Philipp Christoph Heinrich)  19, 175, 415, 427
亚历山大的欧几里得 (Euklid von Alexandria)  89
欧拉，莱昂哈德 (Euler, Leonhard)  89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45
埃瓦尔德，海因里希 (Ewald, Heinrich)  654
埃瓦尔德，约翰·路德维希 (Ewald, Johann Ludwig)  415, 424
法贝尔，约纳坦·海因里希 (Faber, Jonathan Heinrich)  38
费瑟，卡斯帕·阿洛伊斯·沃尔夫冈 (Fässer, Kaspar Aloys Wolfgang)  312
法洛，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Fallot, Georg Friedrich)  69, 79 f.
福里埃尔，夏尔-克洛德 (Fauriel, Charles-Claude)  561
费德，约翰·格奥尔格·海因里希 (Feder, Johann Georg Heinrich)  45–47, 54, 93
费伦贝格，埃曼纽尔 (Fellenberg, Emmanuel)  98, 105
弗格森，亚当 (Ferguson, Adam)  46 f., 178
费尔诺，卡尔·路德维希 (Fernow, Carl Ludwig)  356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 428, 449, 564, 566 f., 633, 666
费尔巴哈，约翰·保罗·安泽尔姆·冯 (Feuerbach, Johann Paul Anselm von)  227, 655
费希特，约翰·戈特利布 (Fichte, Johann Gottlieb)  20 f., 23, 70, 79–81, 84, 87, 91, 98, 103, 105 f., 108, 111, 113–115, 118, 120 f., 124–132, 135, 139–142, 154–158, 161, 163–165, 167–169, 171 f., 179, 183 f., 187–189, 191, 194–196, 198 f., 205–208, 211–216, 219, 221, 223–231, 234–236, 238, 240–242, 246, 261, 266, 276, 288, 290, 293, 302, 304, 311, 316, 357, 376, 393 f., 424, 432, 437, 439, 443, 455, 468, 481, 487, 494, 531, 575, 579, 593, 622, 633, 652 f., 657 f., 672
芬克，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Fink, Christian Friedrich)  65–68, 77
菲舍尔，库诺 (Fischer, Kuno)  52
菲舍尔，路德维希（儿子） (Fischer, Ludwig (Sohn))  256, 309, 323, 350, 353–356, 420–422, 445 f., 452 f., 536 f., 670
弗拉特，约翰·弗里德里希 (Flatt, Johann Friedrich)  58, 64, 74, 76, 79, 82–84, 93 f., 97, 123, 138–141, 592
弗莱施曼，克里斯蒂安·威廉 (Fleischmann, Christian Wilhelm)  38, 104
福多尔，约瑟芬 (Fodor, Joséphine)  559
弗斯特，恩斯特 (Förster, Ernst)  461
弗斯特，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Förster, Friedrich Christoph)  32, 457–459, 461, 463, 542, 545, 555–557, 562 f., 662 f.
弗斯特，卡尔 (Förster, Karl)  557
福尔贝格，卡尔·弗里德里希 (Forberg, Karl Friedrich)  158, 193
福克尔-利贝斯金德，梅塔·多萝西娅 (Forkel-Liebeskind, Meta Dorothea)  19, 321 f., 607, 670
福斯特，约翰·格奥尔格·亚当 (Forster, Johann Georg Adam)  114, 136, 178, 320 f., 356
福柯，米歇尔 (Foucault, Michel)  531, 673
福克斯，查尔斯·詹姆斯 (Fox, Charles James)  238
弗兰克，奥特马尔 (Frank, Othmar)  315
弗朗茨二世，皇帝／弗朗茨一世，奥地利皇帝 (Franz II., Kaiser/Franz I., Kaiser von Österreich)  147 f., 562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 (Freud, Sigmund)  643
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皇帝 (Friedrich I. Barbarossa, Kaiser)  459
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 (Friedrich II., König von Preußen)  449
弗里德里希，卡斯帕·大卫 (Friedrich, Caspar David)  558
腓特烈·欧根，符腾堡公爵 (Friedrich Eugen, Herzog von Württemberg)  71
腓特烈·威廉三世，普鲁士国王 (Friedrich Wilhelm III., König von Preußen)  32, 35, 146, 529, 562
腓特烈·威廉四世，普鲁士国王 (Friedrich Wilhelm IV., König von Preußen)  22, 468, 568, 664
弗里斯，雅各布·弗里德里希 (Fries, Jakob Friedrich)  22, 205, 218, 226, 310, 415, 429, 438–442, 455 f., 458–460, 463 f., 467 f., 470
弗罗曼，阿尔维娜 (Frommann, Alwine)  202, 355 f.
弗罗曼，卡尔·弗里德里希·恩斯特 (Frommann, Carl Friedrich Ernst)  196, 200–202, 204, 222, 244, 258, 316, 323, 353, 355 f., 421 f., 445 f.
弗罗曼，弗里德里希·约翰内斯“弗里茨” (Frommann, Friedrich Johannes «Fritz»)  202, 355, 458, 667
弗罗曼，约翰娜 (Frommann, Johanna)  201 f., 204, 244, 258, 353, 355 f., 445, 537
弗罗里普，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 (Froriep, Friedrich Ludwig)  218, 265, 283
富克斯，卡尔·海因里希 (Fuchs, Karl Heinrich)  318–320, 445
加布勒，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 (Gabler, Georg Andreas)  246, 255 f., 258, 345, 435
伽利略，伽利莱奥 (Galilei, Galileo)  173, 366
加尔，弗朗茨·约瑟夫 (Gall, Franz Joseph)  218, 265, 283
甘斯，爱德华 (Gans, Eduard)  248, 310, 460, 464, 469, 536, 563, 565, 568, 572, 654–656, 665 f.
甘佐尼，安东·菲利普 (Ganzoni, Anton Philipp)  564
加尔韦，克里斯蒂安 (Garve, Christian)  45–47, 54
高斯，卡尔·弗里德里希 (Gauß, Carl Friedrich)  655
加耶，约翰内斯 (Gaye, Johannes)  565, 588, 599, 613
盖利乌斯，奥卢斯 (Gellius, Aulus)  45
根茨，弗里德里希·冯 (Gentz, Friedrich von)  313, 427
吉本，爱德华 (Gibbon, Edward)  120, 132, 135
朱斯蒂尼亚尼家族 (Giustiniani, Familie)  451, 555
格拉斯布伦纳，阿道夫 (Glaßbrenner, Adolf)  447, 548, 550, 564, 613, 661
格莱，热拉尔 (Gley, Gérard)  312, 321, 324
格鲁克，克里斯托夫·威利巴尔德 (Gluck, Christoph Willibald)  551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奈德哈特·冯 (Gneisenau, August Neidhardt von)  555
戈德温，威廉 (Godwin, William)  321
戈布哈特，玛丽亚·菲利皮娜 (Goebhardt, Maria Philippine)  256, 309, 322
格里茨，K. W. (Göriz, K. W.)  536
格里茨，路易（表弟） (Göriz, Louis (Cousin))  38 f., 153, 175, 353 f., 536
格雷斯，约瑟夫·冯 (Görres, Joseph von)  218, 425 f., 605 f., 655
格舍尔，卡尔·弗里德里希 (Göschel, Carl Friedrich)  632 f., 658
戈申，约翰·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 (Göschen, Johann Friedrich Ludwig)  460 f., 463
歌德，奥古斯特·冯 (Goethe, August von)  420–422, 448–451, 544, 664
歌德，卡塔琳娜·伊丽莎白 (Goethe, Catharina Elisabeth)  149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 f., 22, 28, 39, 45, 53, 57, 71, 73, 81, 105, 108, 144, 146 f., 149, 152, 154, 165, 170, 185, 196–204, 218, 232, 244 f., 256, 260, 266, 292, 298, 309, 321 f., 331, 345, 355–357, 379, 412 f., 417, 421 f., 429 f., 444, 446, 449–451, 535, 538–544, 546–548, 552, 562 f., 570, 577, 585, 612 f., 620, 629, 654 f., 660, 664, 670 f.
歌德，奥蒂莉·冯 (Goethe, Ottilie von)  448–451, 544, 670
戈格尔家族 (Gogel, Familie)  143, 149, 154
戈格尔，约翰·马蒂亚斯 (Gogel, Johann Matthias)  149
戈格尔三世，约翰·诺埃 (Gogel III., Johann Noë)  143, 149–151, 153, 663
戈格尔四世，约翰·诺埃 (Gogel IV., Johann Noë)  149, 153
戈格尔，玛格丽塔·西比拉，娘家姓科赫 (Gogel, Margaretha Sybilla, geb. Koch)  149–151
哥尔多尼，卡洛 (Goldoni, Carlo)  557
戈尔德施密特，海姆 (Goldschmidt, Haym)  147
贡布里希，欧根 (Gombrich, Eugen)  21
贡塔尔德，雅各布·弗里德里希 (Gontard, Jakob Friedrich)  150, 152
贡塔尔德，苏泽特 (Gontard, Susette)  150, 152, 190, 670
古德，弗朗茨·安东 (Good, Franz Anton)  438 f.
戈拉尼，朱塞佩 (Gorani, Giuseppe)  103
格拉博夫，多罗特娅·冯 (Grabow, Dorothee von)  451
格拉泽，约翰·巴普蒂斯特 (Graser, Johann Baptist)  320
格里斯，约翰·迪特里希 (Gries, Johann Dietrich)  197, 199–202, 243 f., 356, 550
格里斯海姆，卡尔·古斯塔夫·尤利乌斯·冯 (Griesheim, Karl Gustav Julius von)  565, 577
格里辛格，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43, 55
格里辛格，约翰·雅各布  38 f., 66, 68 f., 72 f., 153
格里尔帕策，弗朗茨  550, 552, 559 f.
格罗皮乌斯，卡尔·威廉  453
格罗斯，卡尔·海因里希  115, 123 f.
格林艾森，海因里希  176
格伦德赫尔，家族  339, 347, 349, 356
格鲁松，让·菲利普  536
吉约坦，约瑟夫-伊尼亚斯  106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  655 f.
古茨科，卡尔  548 f., 564, 566, 613, 655, 663
亨德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551
赫特林，彼得  190
哈勒，阿尔布雷希特·冯  43, 47, 98, 103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  19, 31, 103, 133–135, 315, 361, 440 f., 455 f., 466, 468, 470, 567 f., 654
哈勒·冯·哈勒施泰因，克里斯托夫  358
哈勒·冯·哈勒施泰因，家族  349, 351, 354
哈勒·冯·哈勒施泰因，约翰·格奥尔格  558
哈曼，约翰·格奥尔格  655
哈登贝格，卡尔·奥古斯特·冯  343, 448, 466, 503
哈瑟，约翰·克里斯蒂安  460
豪夫，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38, 57
豪夫，姐妹  40
豪夫，维克托·威廉·弗里德里希  38
豪夫，威廉  57, 62, 72 f., 89
豪格，巴尔塔萨  54
豪格，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  73
豪泽尔，卡斯帕尔  336, 670
海顿，约瑟夫  551
海姆，鲁道夫  99, 127, 155, 206, 225, 467
黑格尔，克里斯蒂安娜·路易丝“黑格尔小妹”（妹妹）  36 f., 40 f., 53, 71–74, 134, 143, 153, 176, 352–355, 393, 419, 422, 427, 461, 536 f.
黑格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父亲）  36, 191, 353
黑格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弟弟）  36, 38, 72, 151, 352, 355
黑格尔，伊曼努尔·托马斯·克里斯蒂安（儿子）  202, 336, 352–354, 419, 422, 445 f., 452 f., 460, 536 f., 669
黑格尔，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儿子）  336, 352–354, 361, 419, 422 f., 450, 452 f., 460, 536 f., 556, 565, 665, 669 f.
黑格尔，玛丽亚·玛格达莱娜·路易莎，娘家姓弗罗姆（母亲）  35, 37, 353
黑格尔，玛丽·海伦娜·苏珊娜，娘家姓冯·图歇尔（妻子）  344, 348–350, 352–354, 357, 361, 419 f., 422 f., 450, 452–454, 537, 556, 557 f., 660 f., 669 f.
黑格尔，苏珊娜·玛丽亚·路易莎·威廉明娜（女儿）  352, 419
黑格尔迈尔，奥古斯汀娜  66, 670
海贝格，约翰·卢德维格  550, 564
海曼，阿道夫  564 f., 631
海涅，海因里希  17 f., 30, 40, 64, 102, 368, 457, 459 f., 467 f., 534, 545, 547–550, 552, 564 f., 613, 647 f., 655
海因泽，约翰·雅各布·威廉  82, 108, 160, 171, 212, 548
赫尔德，奥古斯特·路德维希  536, 664
赫勒，路德维希  345
亨斯滕贝格，恩斯特·威廉  633
亨尼格，约瑟夫  558
亨尼格，利茜  558
亨宁，利奥波德·冯  20, 196, 205, 453, 457, 460 f., 541 f., 545, 563, 572, 574, 654, 670
赫拉克利特，以弗所的  111, 160, 380, 650, 652 f.
赫尔巴特，约翰·弗里德里希  568
赫尔德，约翰·戈特弗里德  43, 45, 52, 54, 105, 115, 608 f.
赫尔墨斯，约翰·蒂莫特乌斯  52 f.
赫歇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315
赫茨利布，威廉明娜“明兴小姐”  201 f., 356, 670
黑塞，赫尔曼  59
希默，弗朗茨·卡尔  68, 73
希默，菲利普·雅各布  68
希勒，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66, 68 f., 71, 73
辛里希斯，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  436, 613, 632, 658
希佩尔，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冯  27, 53, 76, 113, 144, 232, 260, 431, 548, 613
希尔恩，约翰·巴普蒂斯特  557
希尔特，阿洛伊斯  534, 554–556, 558, 613
希特勒，阿道夫  23, 468
霍布斯，托马斯  108, 174, 464
荷尔德林，弗里德里希  17 f., 26 f., 35, 38–42, 54, 56–66, 70, 72–74, 77–82, 89, 95, 97 f., 101, 103–106, 108 f., 111, 114–116, 120 f., 128, 134, 140, 142–145, 148–151, 154, 156–158, 161–170, 172, 175 f., 178, 180, 183 f., 189–191, 212, 266, 298, 333, 344, 417, 548, 550, 560, 655, 670
霍夫曼，恩斯特·特奥多尔·阿马德乌斯“E. T. A.”  20, 319 f., 449, 453, 457–459, 466, 549, 553, 673
霍恩鲍姆，家庭教师  104
霍尔拜因，小汉斯  358, 614
霍尔泰，卡尔  550
霍尔茨舒赫，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卡尔  356–358
荷马  44, 52 f., 61, 331 f., 429
霍迈尔，卡尔·古斯塔夫  564 f., 654
霍普夫，菲利普·海因里希  41–43, 55, 78
贺拉斯  51
霍恩舒赫，卡尔  352, 663
霍托，海因里希·古斯塔夫  533, 555 f., 563, 567, 613, 655
霍芬，弗里德里希·威廉·冯  176, 343–345
许尔森，冯上尉  534
胡费兰，克里斯托夫·威廉  243, 655
胡费兰，弗里德里希  243
胡费兰，戈特利布  201
胡夫纳格尔，威廉·弗里德里希  147, 152, 222
洪堡，亚历山大·冯  18, 315, 553, 556, 577, 655, 667
洪堡，威廉·冯  18, 198, 330, 448, 465, 556, 608, 654
休谟，大卫  47–49, 56, 75, 79, 83, 92 f., 97, 108, 118, 130, 135, 172, 266, 618, 652
伊夫兰，奥古斯特·威廉  147, 319, 621
伊泽林，伊萨克  54
伊特，约翰·萨穆埃尔  105
雅可比，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  79, 82, 89, 160, 186, 213 f., 226, 230–232, 259, 266, 272, 305, 345, 376, 426, 443–445, 575 f., 652
耶克，约阿希姆·海因里希  325
雅戈尔，约翰  449
扬，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  438, 440, 459 f., 463, 470
让·保罗，约翰·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  18, 26, 51, 183, 195, 202, 265, 268, 281, 298, 310, 319, 323 f., 331, 345, 348, 354, 423, 426, 428, 431 f., 435, 495, 548, 585, 613, 627
让梅尔，E. 弗雷德里克  69
杰斐逊，托马斯  461
约利，玛丽·埃莱奥诺雷，娘家姓阿尔特  322, 670
琼斯，威廉  608
约尔丹，酿酒农  33, 150, 423, 663
荣格，亚历山大  673
荣格，弗朗茨·威廉  19, 152 f., 175–177, 203
荣格，卡尔·古斯塔夫  459 f.
尤维纳利斯，德基穆斯·尤尼乌斯  51
克斯特纳，亚伯拉罕·戈特黑尔夫  43
凯撒，W. R. 冯  437 f.
卡尔布，夏洛特·冯  98
坎普茨，卡尔·阿尔伯特·冯  19, 22, 32, 457, 460 f., 463, 466 f., 665
坎内，约翰·阿诺德  336, 345 f.
康德，伊曼努尔  20 f., 25, 27, 47–50, 56, 58 f., 61–67, 70, 75–88, 90–94, 105, 112–116, 118–123, 125–127, 130, 138, 140, 146 f., 154 f., 164, 166–169, 171 f., 182 f., 185 f., 190, 205, 207, 212, 216 f., 220, 223, 226, 231 f., 234–236, 259 f., 266, 269 f., 285, 288–290, 293, 320 f., 340, 342, 356, 364 f., 367 f., 386, 393, 406, 411, 415, 428, 432, 456, 464, 481, 487, 491–494, 501, 527, 541, 575, 579, 582–584, 586, 593, 598, 613, 616 f., 622, 631, 641, 652 f., 656
卡普夫，卡尔·弗里德里希  104
卡普，克里斯蒂安  459, 656, 666
查理大帝，皇帝  557
卡尔，奥地利大公  559
卡尔，梅克伦堡公爵  451
卡尔·奥古斯特，萨克森-魏玛-艾森纳赫大公  18, 243, 256, 562
卡斯特纳，卡尔·威廉·戈特洛布  218, 244, 427
凯勒，费迪南德  425
开普勒，约翰内斯  43, 59, 89, 160, 169, 172, 219, 345, 577
克尔纳，格奥尔格  19, 35, 38–40, 55, 60–62, 66, 71–73, 103 f., 106, 176, 560
克尔纳，路易  66
凯泽林克，赫尔曼·冯  568
基尔迈尔，卡尔·弗里德里希  315
基斯林，尤斯图斯·克里斯蒂安  19, 344
金克尔，约翰娜  553
金斯基，庄园女主人  534
基列耶夫斯基，伊万  662
基尔斯滕，约翰·弗里德里希·恩斯特  205, 221, 226
克拉普罗特，马丁·海因里希  315
克莱因，贝尔恩哈德  551 f.
克莱斯特，海因里希·冯  360, 536, 549, 655
克莱特，克里斯托夫·奥古斯特  105, 123, 133 f., 353
克利普施泰因，约翰·迪特里希  195–197
克洛普施托克，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  53, 321
克吕普费尔，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104, 138
克纳普，海因里希  66
克内贝尔，卡尔·路德维希·冯  197, 201, 204, 244, 258, 310, 314, 316, 321, 355 f., 421, 446
科贝，特奥多尔·冯  438 f.
科赫，约瑟夫·安东  71, 73, 105, 356
克彭，约翰·弗里德里希  309 f., 415
克斯特，克里斯蒂安·菲利普  429 f., 453, 554
孔子  607 f.
哥白尼，尼古拉  59, 168, 303, 652
科策布，奥古斯特·冯  147, 319, 439, 455, 621
克拉克，约翰·格奥尔格·冯  414
克劳泽，阿马利娅  451, 670
克劳泽，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205–207, 218, 220, 226, 662
克劳泽，路德维希  451, 463
克罗伊茨勒，家族  198
克鲁格，威廉·特劳戈特  218, 222–226
库格勒，弗朗茨  429, 436, 554 f.
昆茨，卡尔·弗里德里希  319, 325
库普施，教师  536
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  577
拉朗德，热罗姆  579
拉马克，让-巴蒂斯特·德  577
兰道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38
兰德克，约翰·卡尔  329
老子  561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  172, 217, 577
劳贝，海因里希  548 f., 564, 613
劳伦蒂乌斯，罗马的  327
拉沃，让-夏尔  71
勒布雷，约翰·弗里德里希  58, 69, 74, 79, 82 f.
莱布尼茨，戈特弗里德·威廉  46 f., 56, 74, 293, 607
利奥，海因里希  655
达·芬奇，列奥纳多  406, 620, 631
莱昂哈德，卡尔·采萨尔·冯  427, 655
莱昂哈迪，雅各布·弗里德里希  203
雷必达，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  52
莱辛，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  45–47, 50 f., 82, 96, 113, 116, 147, 202, 319, 331, 356, 428, 643
勒特，威廉·阿道夫  459, 666
洛伊特魏因，克里斯蒂安·菲利普·弗里德里希  75
莱波尔德，丹尼尔·弗里德里希  38
利贝尔特，卡罗尔  666
利希滕贝格，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  317
利希滕塔勒，菲利普  320
利伯，弗朗茨  459
利贝斯金德，约翰·海因里希  320 f.
林肯，亚伯拉罕  459
林克，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  655
洛赫纳，格奥尔格·沃尔夫冈·卡尔  333, 336 f.
洛克，约翰  56, 75, 79, 108, 527
洛德尔，尤斯图斯·克里斯蒂安  243
勒夫勒，约翰·雅各布  38, 42, 55
洛霍尔姆，阿尔班  440
洛伦茨，约翰·弗里德里希  43
卢登，海因里希  464
琉善，萨莫萨塔的  51, 113, 132, 266, 292, 299, 613, 625 f.
路德，马丁  87, 185, 308, 637, 659, 662
吕费尔斯贝格，雅各布  557
马基雅维利，尼科洛  238
梅尔克林，雅各布·弗里德里希  38 f., 66, 84, 115, 175 f., 344
马格瑙，鲁道夫·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  63, 65
马格尔，卡尔  652 f.
曼佐尼，亚历山德罗  655
马可·奥勒留  95, 266, 276
马库斯，阿达尔贝特·弗里德里希  308, 312, 319, 322
马海内克，菲利普·康拉德  449, 563, 568, 633, 654, 659, 671
玛丽安娜，黑森-霍姆堡公主，普鲁士王妃  145 f., 550
马里沃，皮埃尔·卡莱·德  113, 123
马蒂尼，克里斯托夫·大卫  320
马克思，卡尔  23, 507, 643
马托尼，安德烈亚斯·文岑茨·彼得  540 f.
毛罗斯，弗朗茨  564
马克思·约瑟夫，巴伐利亚国王  318
迈内斯，克里斯托夫  47, 98, 102, 108–110
埃克哈特大师  642
墨兰顿，菲利普  329
梅姆林，汉斯  359, 561
门克，卡尔·奥古斯特  449
门德尔松，家族  450 f.
门德尔松，范妮  450, 460, 551, 670
门德尔松，摩西  42, 45–47, 552
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费利克斯  18, 428, 450, 460, 545, 551, 556, 564, 613, 660
默克尔，保罗·沃尔夫冈  339, 343 f., 347–350, 352, 358–360, 565
梅洛-庞蒂，莫里斯  33
梅特涅，克莱门斯·文策尔·洛塔尔·冯  26, 343, 427, 454, 457, 465
梅茨，游泳教练  422
莫伊泽巴赫，家族  450
迈耶，约翰·海因里希  357, 552
迈耶贝尔，贾科莫  552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  358, 517, 631
米希勒，卡尔·路德维希  536, 538, 550, 563, 656, 661, 666
密茨凯维奇，亚当  564
米涅，弗朗索瓦-奥古斯特  561, 655 f.
米尔德-豪普特曼，保利娜·安娜  451, 454, 545, 551 f., 556, 559, 670
密尔，詹姆斯  609
弥尔顿，约翰  306, 613, 620
米努托利，海因里希·梅努·冯  554
默格林，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沃尔夫冈  104
默勒，雅各布·尼古拉  203
莫尔，尤利乌斯  608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331, 543, 547, 561
蒙田，米歇尔·德  28, 215, 628, 644
孟德斯鸠，夏尔·德·塞孔达，男爵  79, 108, 134, 172, 174, 177, 237, 246, 315, 331, 527, 561
蒙热拉，马克西米利安·冯  328
莫罗，让-维克托  344
莫鲁斯，萨穆埃尔·弗里德里希·纳塔奈尔  83
莫泽尔，弗里德里希·卡尔·冯  45, 174, 238, 240
莫泽尔，约翰·雅各布  45, 238
莫斯海姆，约翰·洛伦茨  135
莫扎特，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  26, 147, 200, 244, 319, 351 f., 450, 551–553, 559
缪勒，亚当  455
蒙特，特奥多尔  548 f.
牟利罗，巴托洛梅·埃斯特班  358, 614 f., 631
穆尔，克里斯托夫·戈特利布·冯  307
穆斯托克西迪，安德烈亚  561, 564
拿破仑一世·波拿巴，法国人的皇帝  18–20, 146, 206, 238, 255, 257, 307 f., 313–315, 319, 323, 328, 333 f., 343 f., 352, 359 f., 414, 442, 460, 536, 551, 560, 600,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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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格，玛丽亚·卡塔琳娜·冯 (Steiger, Maria Katharina von)  103
施泰因，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翁德·楚姆 (Stein,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vom und zum)  448
施泰因科普夫，戈特洛布·弗里德里希 (Steinkopf, Gottlob Friedrich)  38
施泰因科普夫，约翰·弗里德里希 (Steinkopf, Johann Friedrich)  38
施特普夫，约翰·海因里希 (Stepf, Johann Heinrich)  319
伊什特万一世，圣人，匈牙利国王 (Stephan I.  der Heilige, König von Ungarn)  308
斯特凡尼，海因里希 (Stephani, Heinrich)  337 f.
斯特恩，劳伦斯 (Sterne, Laurence)  28, 30, 51 f., 56, 76, 296, 431, 613, 629 f., 632
斯图亚特，詹姆斯 (Steuart, James)  152, 172, 178 f.
施蒂格利茨，海因里希·威廉 (Stieglitz, Heinrich Wilhelm)  460, 550, 565, 607, 671
施托尔德 (Stolde)，管家 (Hofmeister)  104
施托尔策，弗里德里希 (Stoltze, Friedrich)  145
施托尔，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 (Storr, Gottlob Christian)  58, 74 f., 79–81, 83–86, 118
施托斯，法伊特 (Stoß, Veit)  356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39, 563, 633, 666, 672
施特雷克富斯，卡尔 (Streckfuß, Karl)  550, 655
施特勒贝尔，克里斯托夫·齐格蒙德 (Ströbel, Christoph Siegmund)  339
施特吕普夫，约瑟夫·恩斯特 (Strüpf, Joseph Ernst)  319
聚斯金德，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 (Süskind, Friedrich Gottlieb)  79, 104
苏尔，彼得 (Suhr, Peter)  453
苏尔策，约翰·格奥尔格 (Sulzer, Johann Georg)  45–47
叙雷尔 (Surell)  223
斯威夫特，乔纳森 (Swift, Jonathan)  69
塔列朗-佩里戈尔，夏尔-莫里斯·德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  39, 62, 536
塔尔马，弗朗索瓦-约瑟夫 (Talma, François-Joseph)  319
塔尔蒂尼，朱塞佩 (Tartini, Giuseppe)  587
塔索，托尔夸托 (Tasso, Torquato)  199, 557
特内曼，威廉·戈特利布 (Tennemann, Wilhelm Gottlieb)  205
米利都的泰勒斯 (Thales von Milet)  650
狄奥多里克一世，西哥特国王 (Theoderich I., König der Westgoten)  560
忒奥克里托斯 (Theokrit)  45
泰雷曼 (Théremin)，间谍 (Spion)  427

蒂博，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  196, 201, 205, 227, 243 f., 423 f., 427 f., 433, 436, 654
梯也尔，阿道夫  561
托卢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609, 633
托马斯，家庭教师  104
蒂根，利奥波德·卡尔·海因里希·冯  437
修昔底德  135
蒂克，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  451, 554, 556
蒂克，路德维希  327, 357, 428, 453, 495 f., 550, 557
丁托列托，雅各布  358
提香  357 f.
托马塞洛，迈克尔  24
特拉勒斯，约翰·格奥尔格  540, 566, 577
特伦德伦堡，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654
特里维西克，理查德  146
特罗特·奥夫·索尔茨，奥古斯特·海因里希·冯  225
特罗特·奥夫·索尔茨，弗里德里希·亚当  808
特罗克斯勒，伊格纳茨·保罗·维塔尔  203, 214, 220, 222, 362, 435, 667
特鲁赫泽斯·冯·韦茨豪森，克里斯蒂安  432
图歇尔，卡尔·威廉·冯（内弟）  338 f.
图歇尔，戈特利布·冯（内弟）  352, 419 f., 436, 438, 440, 458, 565
图歇尔·冯·西梅尔斯多夫，约布斯特·威廉·卡尔（岳父）  349, 351 f.
图歇尔，西格蒙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内弟）  352
图歇尔，索菲·玛丽·弗里德里克«弗里茨»·冯（妻妹）  419 f., 453, 670
图歇尔，苏珊娜·玛丽亚（岳母）  322, 349, 352, 361, 419 f., 422, 428, 436, 445, 562, 663, 669, 671
透纳，威廉  418
于克斯屈尔，鲍里斯·冯  26, 437, 564
乌兰德，路德维希  433, 655
乌兰德，路德维希·约瑟夫  74
乌尔里希，约翰·奥古斯特·海因里希  48 f., 196, 205, 216, 218
乌尔里希，卡尔  20, 459 f., 463
凡·艾克，胡伯特  554 f., 561
凡·艾克，扬  359, 554 f., 561
凡·格尔特，彼得·加布里尔  203, 335, 435, 442, 558, 667
法恩哈根·冯·恩泽，卡尔·奥古斯特  465, 555, 566, 655 f., 664 f., 667
法恩哈根·冯·恩泽，拉赫尔  450, 670
法特克，威廉  565, 567
法伊特，多萝西娅  198, 200
法伊特，莫里茨  542, 565, 667
韦勒斯廷利斯，里加斯  564
韦尼奥，皮埃尔·维克蒂尼安  106
维米尔，扬  358
费梅伦，约翰·伯恩哈德  201
沃格尔，保罗·约阿希姆·西格蒙德  414
沃格勒，格奥尔格·约瑟夫  587
福格特，海因里希  318
沃尔内，康斯坦丁·弗朗索瓦  321, 607
伏特，亚历山德罗  577
伏尔泰，弗朗索瓦-马里·阿鲁埃  315, 331
福斯（老），约翰·海因里希  201, 427
福斯（少），约翰·海因里希  222, 421, 426 f., 432
瓦根，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  436, 554–556, 566, 613, 655
瓦肯罗德，威廉·海因里希  327, 357
瓦格纳，约翰·雅各布  218, 321
瓦尔，冯·瓦尔夫人  563, 669 f.
怀布林格，威廉·弗里德里希  97
瓦尔德施泰因，家族  562
华伦斯坦，阿尔布雷希特·文策尔·欧塞比乌斯·冯·瓦尔德施泰因  198, 200, 202, 292, 331, 547, 562
瓦尔拉夫，斐迪南·弗朗茨  557
瓦尔特，斐迪南  428, 437, 558, 593
万嫩曼，彼得  435, 528
瓦萨，古斯塔夫·冯  423 f.
韦伯，卡尔·马利亚·冯  552 f.
韦伯，马克斯  603
韦德金德，格奥尔格  321
魏德曼，贝内迪克特  419
魏勒，卡耶坦  225, 330–332, 334
魏斯，彼得  149
韦尔克，卡尔·特奥多尔  423
韦尔德，卡尔  542, 550
维尔纳，亚伯拉罕·戈特洛布  315, 343, 345
韦瑟尔霍夫特，伊丽莎白（贝蒂）  422
韦瑟尔霍夫特，约翰·卡尔  202
韦瑟尔霍夫特，罗伯特  202, 244, 355 f., 458
韦瑟尔霍夫特，威廉  202, 244, 355 f., 458, 460
韦策尔，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奥古斯特  68 f.
韦策尔，卡尔·弗里德里希·戈特洛布  307 f., 312, 318, 324 f.
维希曼，路德维希·威廉  543 f., 554–556
维兰德，克里斯托夫·马丁  43, 51–53, 199, 321
王尔德，奥斯卡  33
威廉二世，德意志皇帝  23, 468
威廉，普鲁士亲王  145
威尔肯，弗里德里希  415, 424, 428, 433, 566, 608, 654
威尔金斯，查尔斯  608
温迪施曼，卡尔·约瑟夫·希罗尼穆斯  156, 310
温克尔曼，斯特凡·奥古斯特  218
维尔特，约翰·格奥尔格·奥古斯特  20, 335, 420, 666, 673
维勒，弗里德里希  534, 584
沃尔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566
沃尔夫，阿玛莉  545, 547
沃尔夫，克里斯蒂安  42, 46 f., 56, 64, 74, 205, 337, 364 f.
沃尔夫，庇护·亚历山大  451, 545–547
沃尔佐根，卡罗琳娜·冯，娘家姓冯·伦格费尔德  144
华兹华斯，查尔斯  564
克塞勒，约翰·克里斯蒂安  429, 554 f., 671
色诺芬  44
策恩德，埃马努埃尔·雅各布  105, 130
策尔特，家族  450
策尔特，卡尔·弗里德里希  450 f., 453, 541 f., 545, 551–553, 555 f., 563, 613, 660–662, 664, 670 f.
齐格萨尔，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  200
齐格萨尔，西尔维·冯  200 f., 670
齐默尔曼，约翰·格奥尔格  98
楚姆普特，卡尔·戈特洛布  654
茨威林，雅各布  18, 148, 154, 156 f., 163 f., 166, 170–172, 180,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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